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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主编序言

《当代中国心理科学文库》（下文简称《文库》）的出版，是中国心理学界的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情。

《文库》编撰工作的启动，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应《中国科学院院刊》之邀，中国心理学会组织国内部分优秀专家，编撰了“心理学学科体系与方法论”专辑（2012）。专辑发表之后，受到学界同仁的高度认可，特别是青年学者和研究生的热烈欢迎。部分作者在欣喜之余，提出应以此为契机，编撰一套反映心理学学科前沿与应用成果的书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教育心理分社彭呈军社长闻讯，当即表示愿意负责这套书系的出版，建议将书系定名为“当代中国心理科学文库”，邀请我作为《文库》的总主编。

中国心理学在近几十年获得快速发展。至今我国已经拥有三百多个心理学研究和教学机构，遍布全国各省市。研究内容几乎涵盖了心理学所有传统和新兴分支领域。在某些基础研究领域，已经达到或者接近国际领先水平；心理学应用研究也越来越彰显其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重要作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也都取得很大成就，出版发行了多套应用和基础心理学教材系列。尽管如此，中国心理学在整体上与国际水平还有相当的距离，它的发展依然任重道远。在这样的背景下，组织学界力量，编撰和出版一套心理科学系列丛书，反映中国心理学学科发展的概貌，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要完成这项宏大的工作，中国心理学会的支持和学界各领域优秀学者的参与，是极为重要的前提和条件。为此，成立了《文库》编委会，其职责是在写作质量和关键节点上把关，对编撰过程进行督导。编委会首先确定了编撰工作的指导思想：《文库》应有别于普通教科书系列，着重反映当代心理科学的学科体系、方法论和发展趋势；反映近年来心理学基础研究领域的国际前沿和进展，以及应用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反映和集成中国学者在不同领域所作的贡献。其目标是引领中国心理科学的发展，推动学科建设，促进人才培养；展示心理学在现代科学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在我国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为心理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争取更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支撑条件。

根据这些考虑，确定书目的遴选原则是，尽可能涵盖当代心理科学的重要分支领域，特别是那些有重要科学价值的理论学派和前沿问题，以及富有成果的应用领域。作者应当是在科研和教学一线工作，在相关领域具有深厚学术造诣，学识广博、治学严谨的科研工作者和教师。以这样的标准选择书目和作者，我们的邀请获得多数学者的积极响应。当然也有个别重要领域，虽有学者已具备比较深厚的研究积累，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未能参与《文库》的编撰工作。可以说这是一种缺憾。

编委会对编撰工作的学术水准提出了明确要求：首先是主题突出、特色鲜明，要求在写作计划确定之前，对已有的相关著作进行查询和阅读，比较其优缺点；在总体结构上体现系统规划和原创性思考。第二是系统性与前沿性，涵盖相关领域主要方面，包括重要理论和实验事实，强调资料的系统性和权威性；在把握核心问题和主要发展脉络的基础上，突出反映最新进展，指出前沿问题和发展趋势。第三是理论与方法学，在阐述理论的同时，介绍主要研究方法和实验范式，使理论与方法紧密结合、相得益彰。

编委会对于撰写风格没有作统一要求。这给了作者们自由选择和充分利用已有资源的空间。有的作者以专著形式，对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系统阐述自己的理论创见，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立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有的作者则着重介绍和阐述某一新兴研究领域的重要概念、重要发现和理论体系，同时嵌入自己的一些独到贡献，犹如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条新的地平线。还有的作者组织了壮观的撰写队伍，围绕本领域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以手册（handbook）的形式组织编撰工作。这种全景式介绍，使其最终成为一部“鸿篇大作”，成为本领域相关知识的完整信息来源，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尽管风格不一，但这些著作在总体上都体现了《文库》编撰的指导思想和要求。

在《文库》的编撰过程中，实行了“编撰工作会议”制度。会议有编委会成员、作者和出版社责任编辑出席，每半年召开一次。由作者报告著作的写作进度，提出在编撰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等，编委和其他作者会坦诚地给出评论和建议。会议中那些热烈讨论和激烈辩论的生动场面，那种既严谨又活泼的氛围，至今令人难以忘怀。编撰工作会议对保证著作的学术水准和工作进度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同时又是一个学术论坛，使每一位与会者获益匪浅。可以说，《文库》的每一部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凝结了集体的智慧和贡献。

《文库》的出版工作得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的极大支持。王焰社长曾亲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表达对书系出版工作的关注。出版社决定将本《文库》作为今后几年的重点图书，争取得到国家和上海市级的支持；投入优秀编辑团队，将本文库做成中国心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彭呈军社长是责任编辑，他活跃机敏、富有经验，与作者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互动，从编辑技术角度进行指导和把关，帮助作者少走弯路。

在作者、编委和出版社责任编辑的共同努力下，《文库》已初见成果。从今年初开始，有一批作者陆续向出版社提交书稿。《文库》已逐步进入出版程序，相信不久将会在读者面前“集体亮相”。希望它能得到学界和社会的积极评价，并能经受时间的考验，在中国心理学学科发展进程中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杨玉芳

2015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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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心理科学文库




1 引言

【内容简介】

第二语言学习是本书的中心内容，在深入了解第二语言学习之前，本章首先介绍了语言和学习这两大领域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在语言概述中，首先介绍了语言的基本结构及其表征方式；然后介绍了语言加工的两个重要过程：语言理解和语言产生；最后介绍了语言获得的基本过程和主要理论。在学习概述部分，主要明确了学习的含义与类型，介绍了国内外主要的学习理论，并且简单介绍了影响学习的主要因素。在前两节的基础上，第三节明确了第二语言学习的基本概念，并对几个容易混淆的概念作了区分，总结了第二语言学习的一般理论模型，最后提出了第二语言学习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


1.1 语言概述

语言（language）是人们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人们利用语言来标志事物、达成共识，从而能够互相理解。语言是一种独特的心理功能，是人和动物相区别的重要特征，只有人类才具有真正的语言系统。正如著名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Chomsky）所言：“当我们研究人类语言时，我们正在接近被称为人类本质的东西，也就是心智的特性，这种特性是人类所独有的。”从灵长类动物到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口语和符号语言的产生标志着从猴脑到人类大脑的巨大转变（Gazzaniga，Ivry，& Mangun，2004）。


1.1.1 语言的结构和表征

语言的结构

语言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构成具有层次性（Coon & Mitterer，2008）。

首先，语言需要能表示事物和思想的符号。其中，我们称为词的语言符号是由音位（phoneme）和语素（morpheme）构成的。音位是语言系统中能够区分词义的最小的语音单位（Carroll，2007）。不同的语言，其语音规则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说，英语中的音位和字母相对应，如单词dog中的三个音位是/d/、/o/、/g/；有时几个字母组合在一起代表一个音位，如ee在单词meet中代表一个音位。而在汉语中，声母、韵母和声调都是音位，如mā（妈），将声母改为f，就成为fā（发）；将韵母改为ō，则成为mō（摸）；将平声改为去声，则成为mà（骂）（张积家，2004）。语素则是由音位组成的具有意义的最小语言单位，是最小的语音和语义结合体。比如，/m/和/a/是两个基本的音位，它们自身不包含语言意义，而当它们组合成语素ma时，就具有了语言意义；而且当其中的一个音位发生变化时，语义也会发生变化，如将/m/换成/b/，就组合成为一个新语素ba。语素既可以单独成词，也可以同其他语素结合成词（Carroll，2007）。例如，“bed”由一个语素构成，它既可以单独成词，也可以和另一个语素room组合，成为新词bedroom。与之类似，在汉语中，“草”既可以独立成词，也可以与其他语素结合成新词，如“草帽”、“稻草”等。在语素的基础上又逐级形成了词、短语和句子。词（word）是语言中可以独立运用的最小单位，是语言的基本单位。在口语中，词是音和义的结合体；在书面表达中，词则是音、形和义的结合体。词在语言中可以承担不同的句法功能，所以词包含了构词法和句法的信息（张积家，2004）。短语（phrase）是由词组成的，同时它也是句子的重要构成部分。一般来说，一个句子至少包括两部分：名词短语（noun phrase，NP）和动词短语（verb phrase，VP）。名词短语至少包括一个名词，通常作为句子的主语，有时还包括一个修饰、描述名词的词语。动词短语至少有一个动词，表明主语要进行的动作，有时也会附上动作的对象（Jay，2003）。由短语组成的句子（sentence）则是能够独立表达较完整意义的语言结构单位。

第二，语言必须有语法（grammar），即要有一套把字组成词和把词组成句子的规则。语法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句法（syntax），即一个句子中词序的规则。当句子中的词序改变时，意义也很可能会随之发生变化。例如，“警察击毙了劫匪”和“劫匪击毙了警察”，这两个句子因为词序的改变导致语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语法关注这种“表面”的语言，也就是我们实际表达出来的句子。而乔姆斯基则革命性地将研究的焦点从表面的语言转到语言中的内在法则。他认为，我们不需要学习今后可能要说的每一句话，实际上，我们只需要运用语言的转换法则，通过一些基本的、通用的模式把思想表达出来即可（Chomsky，1986）。我们在交流时，需要将我们的思想通过转换为不同的句型表达出来，转换法则使我们能够将一个简单的陈述句转化为各种时态或形式的句子。例如，“园丁浇花”是一个核心句，我们可以将这个核心思想带入不同的句子模式：

陈述句：园丁在浇花。

过去式：园丁浇了花。

疑问句：园丁浇花了吗？

否定句：园丁还没浇花。

另外，语言具有创新功能，能够产生新的思想和观念，这也是语言最本质的特征（Coon & Mitterer，2008）。依靠句法、词的排列组合能够产生无限多的句子，表达任何意义。正是语言的这种创新功能，使其成为思维的强有力工具。虽然动物经过精心、细致的训练也可以使用符号进行交流，如黑猩猩Washoe掌握了240多个手语词汇，能够造出多达6个词的句子，但是它不能正确地使用句法，也不能创新性地使用语言进行交流（Gardner，Gardner，& Van Cantfort，1989）。

语言的表征

当我们对外界信息进行加工时，这些信息以表征（representation）的方式存储在大脑中。根据信息加工的观点，表征是信息在头脑中的呈现方式。如同计算机将信息编码为二进制格式一样，大脑也需要将信息编码为某种形式。这种形式是大脑进行记忆、思维、推理、言语、决策等高级认知活动的基础。表征既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又是被主观加工的客体。同样地，我们要想理解语言的意义，首先需要大脑对这些语言符号进行表征。语言表征就是语言材料包含的信息在头脑中的存在方式。对于语言信息在大脑中以何种方式存在，目前还没有确定的结论。有研究者认为是命题符号表征，有研究者认为是知觉符号表征，还有研究者认为两种表征方式都存在（王瑞明，莫雷，李利，王穗苹，吴俊，2005）。

信息表征的传统理论是命题符号理论（propositional symbol systems），该理论认为认知的构成材料是命题，人们对于语言理解中的信息的表征是一种命题符号表征，然后形成命题网络，随着对命题的不同操作或者操作次数的增加，命题网络会不断更新，所以它的容量无限，解释力很强（Newell & Simon，1972）。命题符号理论具有功能性概念系统所需的许多重要特性，包括表征类型、特征、产生归类推断、表征命题和抽象概念等。但是命题符号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出许多至今仍未解决的问题（王瑞明，莫雷，2010）。首先，没有直接的经验性证据证明命题符号的存在，而且许多研究表明归类知识不是命题性的（Damasio，1989; Hamad，1990）。其次，命题符号理论无法解释感觉、知觉和运动觉等方面在人类认知中的重要作用，而它们对认知加工的影响已经被大量的行为实验和认知神经科学的证据所证实。

针对命题符号理论的不足，Barsalou（1999）提出了信息表征的一种新理论——知觉符号理论（perceptual symbol systems）。这一理论是以具身性和情境性为特征的第二代认知科学的核心理论之一。因此，当第一代认知科学在“计算乌云”的背景下发展的时候，知觉符号理论无异于乌云中的一道闪电（李其维，2008）。Barsalou提出知觉符号理论具有如下特征：（1）知觉符号是感觉运动系统的神经表征。知觉符号不是客观的图片，也不是心理表象，而是以知觉为基础的神经表征。在知觉过程中，感觉运动区域的神经系统从外界环境和自身知觉中获取信息，知觉符号就是对知觉引起的神经冲动的一次记录。（2）知觉符号是图解式的。选择性注意将知觉中的信息分离，并进一步将知觉对象的图解式表征存储在记忆中，这些表征可提供基本的符号功能。（3）知觉符号是多模态的。知觉符号可以在视觉、听觉、嗅觉等多种感觉通道上以及不同的躯体感受中形成。（4）知觉符号进一步组成仿真器。相关的知觉符号可以组成一个仿真器，从而使认知系统在客体或事件不在眼前时仍能够建构出对它们的具体仿真。（5）知觉符号系统中有多个框架。框架是对某一类别进行仿真时使用的一个整合的知觉符号系统，它们分别表征空间和内容信息。（6）知觉符号和言语符号密切相关。人类的言语符号和与其相关的知觉符号一起产生，和知觉符号一样，言语符号也是对知觉事物的图解式记忆，但被知觉的事件是说出来或写出来的（Barsalou，1999; Barsalou，Breazeal，& Smith，2007; Barsalou，2009; 王瑞明，莫雷，李莹，2005;王瑞明，莫雷，2010）。整个认知加工过程可以总结为，外界刺激引起知觉系统的无意识神经表征和有意识的知觉经验，这些信息通过选择性注意被抽取出来并储存在长时记忆中。在以后的认知加工中，这种知觉记忆作为代表外界事物的符号进行加工。大量知觉符号集中起来就组成了认知表征（伍丽梅，莫雷，王瑞明，2005；谢久书，张常青，王瑞明，陆直，2011）。

目前，知觉符号理论已经得到了大量实验证据的支持，而且它所强调的情境性、仿真性、隐喻性等更加符合人类认知加工的实际（叶浩生，2010）。王瑞明、莫雷、伍丽梅和李利（2006）探讨了空间信息表征对语义相关判断的影响。实验材料是具有内在纵向空间关系的词对，如“树冠—树根”，纵向呈现在计算机屏幕上，呈现顺序与指代物的空间位置次序一致或不一致，要求被试对词对进行语义相关判断。实验一的结果发现词对呈现方式与其指代物的空间关系的一致性对语义相关判断有影响，排除了命题符号表征；在此基础上，实验二发现被试在语义相关判断任务中不会出现空间距离效应，排除了表象表征。综合两个实验的结果表明，在语义相关判断任务中被试会自动激活指代物的空间信息，并且其对空间信息的表征是知觉符号表征，而非命题符号表征和表象表征。该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了知觉符号理论。此外，有研究发现情绪词也具有空间效应，加工积极情绪词时对上位空间的物体探测更快，加工消极情绪词时对下位空间的物体探测更快（沈曼琼，谢久书，张昆，李莹，曾楚轩，王瑞明，2014）。而这种情绪词的效价——空间效应的发生机制并不清楚。Xie、Wang和Chang（2014）使用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探讨了情绪词空间效应的神经机制。他们让被试先记住一个情绪词，然后对出现在屏幕上方或下方的圆点进行探测，同时记录其引发的ERPs。结果发现，与加工消极情绪词相比，在加工积极情绪词时，出现在上方的圆点引发了更大的P200成分（与注意相关的脑电成分）。他们认为，情绪词激活了空间信息，使被试将注意分配到相应的空间位置，进而加速了对出现在相应位置的圆点的判断。

命题符号理论和知觉符号理论最关键的分歧在于如何看待内在符号与外在原型间的关系。命题符号理论认为两者的关系是任意的（arbitrary）、语言学模式的（linguistic-like），而知觉符号理论认为两者的关系是类似的（analogue）、知觉的（perceptual）（王瑞明，莫雷，2010）。例如，对于单词“car”（汽车）的表征，命题符号理论认为，car和汽车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car只是代表汽车的符号而已，没有必要解释为什么由c—a—r三个字母组成的单词可以表示汽车这个物体。而知觉符号理论认为，对car的表征就是看起来像汽车一样的东西，有四个轮子、一个外壳和可以坐人的座位，而且这种表征不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几乎所有人对汽车的表征都是类似的。知觉符号理论认为，人类的认知过程主要由两部分构成。首先，通过感知觉和内省等信息接收方式将事物的多模态信息存储在大脑中。例如，看到一朵玫瑰，大脑中的一些神经元对颜色产生了激活，另外一些则对形状产生了激活，还有一些对玫瑰的气味产生了激活。负责重组的神经元将这些激活的信息收集并存储下来，作为表征的信息来源。第二，在需要的时候，大脑将这些多模态信息重新提取出来并进行整合以完成认知。此时，一旦神经元检测到了外界事物的一个特征，就会在缺少自下而上加工的条件下激活包含这一特征的事物的相关信息。例如，看到“玫瑰”这个词时，大脑也激活了红色、香气以及手被花刺刺痛等与之相关的知觉信息（谢久书，张常青，王瑞明，陆直，2011）。

另外，有的研究者认为，语言理解表征中既有知觉符号表征，又有命题符号表征。王瑞明、莫雷、李利、王穗苹和吴俊（2005）采用移动窗口技术探讨语言理解中的信息表征的方式。实验要求被试阅读一系列句子，在每个句子呈现后都有一幅图画，被试要判断这幅图画中的物体是否在先前句子中提到过，并探测图画中物体的形状跟先前阅读句子中描述的物体的隐含形状的关系是匹配还是不匹配。在实验一中，被试读完一个句子以后马上进行图画探测任务，结果表明这时被试头脑中进行的是知觉符号表征。在实验二中，被试的阅读任务难度增大，读5个句子后再作判断，结果表明这时被试头脑中进行的是命题符号表征。在实验三中，被试读完一个句子后先阅读一篇短文，回答一个与短文有关的问题后再进行图画再认，此时阅读的关键信息已进入长时记忆，结果表明这时被试头脑中进行的也是命题符号表征。总的实验结果说明，语言理解中的信息表征并不必然是知觉符号表征，知觉符号表征只是信息表征的一种早期状态，只有在简单任务条件下或工作记忆中才出现；在复杂任务条件下和长时记忆中的信息表征的主要形式还是命题符号表征。另外，张常青、王瑞明、谢久书和孙逊（2013）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了这种观点。他们使用启动范式进行研究，发现显性颜色概念（即颜色词，如红、绿）的表征是知觉符号表征，而隐性颜色概念（即隐含颜色信息的词，如香蕉、竹子）的表征是命题符号表征。Dove（2009）认为在表征具体的、容易形成表象的概念时，是知觉符号表征；而在对较抽象的概念进行表征时，则是命题符号表征。另外，Zwaan（2014）指出，知觉符号表征和命题符号表征的争论进入了一种僵持的状态，并由此提出了一种多元论的观点，认为语言表征的方式既有抽象的命题符号表征，也有具身的知觉符号表征，但具体是哪一种表征方式取决于使用的语言对情境的依赖程度。他强调语境在语言表征方式中的作用，认为抽象的或具身的符号对语言表征的贡献随着语言在情境中的深入程度而变化。他进一步将语言对情境的依赖程度从高到低分为五个水平：示范（demonstration）、指示（instruction）、投射（projection）、替换（displacement）和抽象（abstraction）。也就是说，使用的语言越是根植于环境，其表征符号就越具体；反之，则越抽象。


1.1.2 语言理解

语言理解是在语言感知的基础上，通过思维揭示语言意义的加工过程。由于语言的构成具有层次性，因而语言的理解同样也有层次性。

语音识别

语音识别（phonological recognition），也称语音知觉，是指对语音的识别过程。语音识别是口头语言理解的最基本条件。语音知觉表面上看来很简单，就是将听到的声音归到已有的诸多声音类别中的某一类。但是实际的语音识别过程很复杂，一是由于环境中无关的声音刺激较多，会干扰对目标语音的加工；二是视觉信号也会干扰语音识别。那么，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我们是如何有效地进行语音识别的呢？

一种观点认为语音是通过一种特殊的知觉模式被识别的。这种观点假设言语是一个模块系统，它具有特殊的神经表征，而且这种表征的基础与一般的认知功能（如工作记忆）不同，它是语音加工过程所特有的（Carroll，2007）。这种理论得到了语音范畴知觉方面的实验证据的支持。通常我们在感知外部世界时，可以对颜色、气味等信息作出细致的区分，能够正确地辨别出一种颜色和另外一种颜色，一种气味和另外一种气味。即使是在刺激有细微的连续变化时，我们也可以感知到这种细小的差别。但是人们在语音识别过程中的任务是不同的，为了理解语言，人们必须对输入的语音信号作出绝对化和范畴化的判断。例如，在语音识别中，人们要能够正确地区分听到的语音是/p/还是/b/，而不是去区别它们的频率和强度高低。

另外一种观点被称为肌动论，认为人们是借助于内隐的关于语音如何发出的知识来进行语音识别的（Liberman，Cooper，Shankweiler，& Studdert-Kennedy，1967; Liberman & Mattingly，1985）。这种观点认为，虽然声学结构和语音感知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但是发音和感知之间的关系却更为直接：发音方式相似的音，其感知方式也相似。我们在感知语音时会调用一些有关发音的知识。而且有证据表明，学生学习静默发音的方法有助于他们识别新的语音（Catford，Jusczyk，Klatt，Liberman，Remez & Stevens，1991）。Catford等人（1991）认为，这样的学习方式可以使学习者注意到细微的肌动过程，否则，他们可能会更加留意听觉感知方面的信息。该理论对语言学习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婴幼儿在学会发音之前就能够分辨出部分语音上的差异，该理论认为这是由于语音的感知模式依赖感知和生成之间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也存在于婴幼儿身上。

除了对独立语音的知觉，在实际情景中更普遍的是对连续语音的知觉和识别。而且为了正确地识别连续语音，仅有声学信息是不够的，语法和语境是更重要的识别因素。研究者将一段连续对话中的个别单词抽取出来给被试听，发现只有约一半的单词能被正确识别（Pollack & Pickett，1964）。这说明虽然在正常的连续呈现状态下，每一个单词都清晰可辨，但是当离开语境条件时，这些原本容易识别的单词也变得难以识别。

词汇识别

词汇识别（word recognition）主要是指人们在接收来自视觉的词形信息之后，在头脑中提取词义的过程。在词汇的识别过程中，有很多因素会影响我们的识别加工，如词汇的部位信息、字形结构、词长和笔画数以及词频等。那么我们是如何识别一个词汇的呢？目前，关于词汇识别的途径主要有两种理论假设。

一是语音中介假设（phonology mediation hypothesis），该假设认为字形输入首先激活心理词典中的字形表征，后者的激活传输到语音表征上，并进而激活该语音形式所对应的语义表征。词汇的形只有同一定的语音相联系才能表达意义，语音激活是词汇识别的必要条件。来自语音自动激活研究的实验结果为该假设提供了证据（Van Orden，1987）。在范畴判断任务中，先给被试呈现一个范畴名称，如FLOWER，之后呈现一个目标词，被试需要判断此目标词是否属于刚才呈现的类别范畴。目标词有三类：（1）与范畴内成员（rose）的读音相似，如rows；（2）与范畴内成员的字形相似，如robs；（3）与范畴内成员无音、形相似。结果发现，被试在判断读音相似的目标词时的错误率比其他两种类型的目标词都要高。这个实验结果说明语音在词汇提取过程中能够自动激活，也表明了语音在词汇识别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是直通假设（direct access hypothesis），该假设认为输入刺激的视觉特征被投射到心理词典中的字形表征，进而直接激活语义表征，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从词汇的视觉信息中提取语义信息。有研究表明，字形在中文字的阅读加工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而语音在阅读加工早期似乎不起特殊作用（黄健辉，陈烜之，2000）。Zhou和Marslen-Wilson（2000）研究发现，汉字和双字词的语义激活并不迟于语音激活，在许多实验任务中甚至远早于语音信息的提取。他们在一系列实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说明视觉字词识别的模型，在该模型中，字词视觉信息的激活是其他类型信息激活的前提。一旦字形信息被充分地激活，与之相联系的语音和语义信息也能够得以自动激活。

大量研究表明，在拼音文字的阅读中，以语音为中介的间接通达占据了语义激活的绝对主导地位。这可能是因为字母与单词的发音有较为系统的对应关系，而字母与语义之间的关系则是任意的、无系统性的。与拼音文字相比，汉字的字形和语音之间的对应关系有很大的任意性，有的汉字字形相似但读音并不相同，而有的汉字读音相似但字形差别却很大。虽然汉字中的形声字占大多数，而且形声字的声旁对整个汉字的识别提供一定的语音信息，但是这种线索并不可靠，只有1/3左右的形声字与其声旁的读音完全相同。很多研究结果表明，就汉字加工的一般情况而言，视觉刺激会首先激活心理词典中储存的字形表征，字形表征进而自动地把激活传输到与之联系的语音和语义表征上。在词汇识别时，对语义信息来说，语义表征既接受来自字形表征的直接激活，也接受来自以语音为中介的间接激活，这两条通路相互作用，但直接的字形激活在熟练的阅读中起主要作用（周晓林，曲延轩，庄捷，2003）。

句子和语篇理解

语言理解最终是要理解一系列的语言符号所表达的意义。根据刺激信息输入来源，语言理解可分为书面语言的理解和口头语言的理解；而在实际的语言使用中，语言理解主要指句子理解和语篇理解。不论是哪种具体类型的语言理解，其加工过程都包括三个基本阶段：（1）知觉阶段，在接收来自听觉或视觉通道的刺激信息后，对这些信息进行表征；（2）解析阶段，通过思维揭示出语言材料中的意义，这是语言理解的核心阶段；（3）反应阶段，即对语言刺激输入作出相应的反应，如回答别人的提问（张积家，2004）。

对于句子的理解加工过程，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看到或者听到一个词时，会立即作出决策，称为即时原则（Just & Carpenter，1980）。即时原则认为我们一看到或一听到一个词，能够立刻从长时记忆中提取出其意义，确定可能的所指，并把它放置到句子句法结构的合适位置上。这种观点认为，即使理解一个句子，涉及的决策也相当多，会超出认知资源的负荷，因而为了减轻认知负担，我们采用即时加工的策略。虽然即时加工可以减轻认知负担，但是它可能导致错误的语法分析，特别是在加工从句时。例如，在读下面这个句子的前半句“The florist sent the flowers...”时，按照即时原则，读者会认为这是个简单的陈述句，但读到后半句“was very pleased.”时，读者就会觉得这个句子不符合语法，难以理解。事实上，这是一个合乎语法规范的关系从句，只是因为读者采取了即时加工的策略，倾向于将它理解为陈述句，才导致了理解上的困难。针对上述问题，有研究者提出了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在理解句子时，会采取延时加工的策略，即“等等看”的方法。在比较清楚句子后面要讲什么之后再对单词或短语进行解释。如上面的这个句子“The florist sent the flowers was very pleased.”，如果采取延时加工的策略，读者就不会对句子的后半部分感到奇怪了。虽然能够更好地理解句子的意义，但是采取延时加工的方法会加大认知负荷。例如，在理解一句话时，在几个需要作出选择的地方我们都保留两种或更多的解释，那我们的工作记忆很快就承受不住了（Singer，1990）。因此，虽然我们有时会使用延时加工的方法，但更经常的情况是采取即时加工的策略，即一听到或一看到词汇就作出解释。

近年来，对语篇理解的研究越来越多，一是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很少使用孤立的句子，语篇是更为自然的语言单位；二是单个的句子在离开语境语篇后往往是模糊的、歧义的。就像我们要考察句子结构以全面理解词汇的加工一样，我们也必须考察语篇以全面理解句子的加工。语篇的理解过程不仅包括对一个个词和句子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将当前加工的信息与先前的信息相整合，以形成局部与整体相连贯的心理表征，最终形成情境模型（Kintsch，1988）。

在语篇理解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是建构主义理论（constructionist theory）和记忆基础文本加工理论（memory-based text processing view）。建构主义理论认为语篇理解是主动的、积极的、目标策略驱动的，强调情境模型建构的主动性和策略性（Graesser，Lang，& Roberts，1991; Zwaan & Madden，2004）。而记忆基础文本加工理论认为语篇理解过程是自动地、消极地维持文本连贯，强调其被动性和非策略性（Myers & O'Brien，1998; McKoon & Ratcliff，1998; O'Brien，Rizzella，Albrecht，& Halleran，1998）。莫雷等人在全面总结国内外心理学界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文本阅读双加工理论，并对该领域的主要争议进行了整合（莫雷，王瑞明，冷英，2012）。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语篇的自然阅读过程是连贯阅读与焦点阅读的双加工过程。在自然阅读过程中，如果阅读的文本信息是没有引发焦点的信息，读者进行的就是连贯阅读加工活动，其主要功能是维持语义的连贯。协调性整合是连贯阅读加工的主要特点。如果阅读材料的内容或形式方面的某些性质或特点引发了读者的专门关注，就会引发焦点阅读加工过程，其主要功能是使读者形成文本的局部或整体的关系逻辑。建构性整合是焦点阅读加工的主要特点。记忆基础文本加工理论实际上主要关注的是连贯阅读加工的性质与特点，建构主义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焦点阅读加工的性质与特点。语篇理解中读者所阅读的材料特点不同，引发的阅读信息加工活动也不同；而不同性质的阅读过程，又会引发不同的推理整合，从而建构出不同类型的文本表征。

文本阅读双加工理论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并获得了很多实验证据的支持。其中王瑞明、莫雷等人（2006）的一项研究结果证明，语篇中有无焦点信息确实是影响信息整合方式的重要因素，为文本阅读双加工理论提供了最直接的实验证据。O'Brien等人（1998）验证了记忆基础文本加工理论的合理性；而Zwaan等人（2004）重新编制了实验材料，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实验，结果支持了建构主义理论。基于文本阅读双加工理论的主要观点，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是因为Zwaan等人所用的阅读材料引发的是焦点阅读。王瑞明、莫雷等人（2006）对Zwaan等人的实验材料进行了修改，去掉了文章开始部分的焦点信息，结果与O'Brien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这表明有无焦点信息是影响信息整合方式的重要因素。另外，冷英、莫雷和吴俊（2008）的研究表明，在文章开始部分增设一个目标焦点信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追随目标信息建构情境模型。这一研究结果为文本阅读双加工理论提供了新的支持证据，进一步体现了文本阅读双加工理论对西方文本阅读两大派别的整合。此外，根据文本阅读双加工理论的主要观点，王瑞明等人提出了“协调性整合”这一信息加工形式，并通过设计一系列的实验，系统探讨了文本阅读中协调性整合的性质、过程和条件等内容，这些研究成果验证并支撑了文本阅读双加工理论的核心观点，推动了语篇理解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王瑞明，莫雷，2004，2011；王瑞明，莫雷，李利，金花，2008；王瑞明，莫雷，王穗苹，罗漫，2009）。

语篇理解过程需要人们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已有经验去接受、加工所获得的语言信息，通过预期和推理去建立材料之间的联系，补充所缺少的信息，最后产生对材料的合理解释，建构情境模型。除了语言材料本身的因素，读者或听者自身的认知结构、语言学知识、预期和推理也都是影响语篇理解的重要因素（Bransford & Johnson，1972; Clark & Clark，1977）。总的来看，人的知识结构不同、语言经验不同，对同一语篇的表征和理解也会有所差异。


1.1.3 语言产生

语言产生（language production）是人们用语言表达思想的心理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将自己所要表达的意图转换成语言代码，然后再转换成生理的、运动的代码。语言产生包括言语产生（speech production）和书写产生（handwriting production）两种形式。

语言产生研究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当人们有了想要表达的想法之后，如何将思想这种深层结构转化为外在的语言这样的表层结构，即怎样制订语言计划并付诸实施。虽然产生的语言是可观察的，但是语言中所衍生出来的或致使语言产生的思想却是模糊难辨的，因而研究从思维到语言的过程比研究从语言到思维的过程更加困难。研究者尝试使用口误分析和命名任务等范式来研究语言产生过程，获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关于语言产生模型的大体轮廓也逐渐清晰起来（Carroll，2007）。

言语产生

言语产生是人们利用语言器官将思想表达出来的过程。心理语言学家一般认为言语产生包括三种类型的心理过程（Dell & O'Seaghdha，1992; Levelt，Roelofs，& Meyer，1999）。首先是概念化过程，即讲话者明确要用言语表达什么概念。确定说什么是一种思维活动，它受动机、情绪以及当前的任务和情境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还会涉及许多其他非言语的认知过程（王甦，汪安圣，2006）。第二是言语组织阶段，即为所表达的概念选择适当的词汇，建立词汇的语法结构和发音结构。在确定说什么和实际说出来之间进行各种转换过程，即把思想转换为句法、词汇等不同层次的语言结构。人们在说话过程中出现的语误表明了这些转换过程的存在。例如，人们讲话时有时会颠倒动词和名词的搭配，将“吃包子，喝稀饭”误说成“喝包子，吃稀饭”。在英语中还会出现不同单词的首字母混用的情况，如有位老师在训导学生时因常说这样的话而成为大家的笑谈，“You have hissed my mystery lectures（你们用嘘声来反对我神秘的演讲）”。而他本来想表达的意思是，“You have missed my history lectures（你们错过了我的历史演讲）”（Potter，1980）。这些语误中句子的句法结构都没有变，而只是个别的单词发生了错误。这些现象提示，在将思想转换为话语的过程中，先确定句法结构，然后再将字词填进去，但是在填充字词和确定词法形式时发生了错误。第三是发音阶段，即将选择的词汇通过一定的肌肉运动程序用外显的声音表达出来。

词汇产生是言语产生的核心组成部分，词汇如何通达也成了言语产生过程研究的焦点问题。目前，关于言语产生中的词汇通达主要有三类理论模型：交互式激活模型、层叠式模型和独立两阶段模型（张清芳，杨玉芳，2006）。交互式激活模型以Dell（1986）提出的“两步交互激活模型”（two step interactive activation theory）为代表。Dell认为言语产生过程包括四种加工水平，从高到低分别是语义水平、句法水平、语素水平和语音水平。“两步”指的是从语义到语音水平经历了两个步骤：第一步，语义特征节点将激活扩散至相应的词汇节点；第二步，词汇或词条的激活再进一步扩散至语音节点。激活从一个水平到达另一个水平，而且水平间的激活方向是双向的，不同水平的加工中存在着相互作用，因而它们的激活作用是交互式的。激活既可以从词汇层到语音层，也可以从语音层再反馈回语义层。与交互式激活模型类似，层叠式模型也假设词条选择和音韵编码两个阶段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同时存在目标项以及与语义相关的非目标项的语音激活（Peterson & Savoy，1998）。但与交互式激活模型不同的是，层叠式模型认为信息激活后传递的方向是单向的，不存在从音韵编码向词条选择的激活反馈。独立两阶段模型则以Levelt等人（Levelt，1989; Levelt，Roelofs，& Meyer，1999）提出的WEAVER模型（word-form encoding by activation and verification）为代表。如图1.1所示，依据Levelt等人的言语产生模型，单词产生依次包括概念准备、词汇选择、语素和语音编码、音素编码和发音阶段等过程，同时说话者利用他们的理解系统来监控自己的口语。该模型认为言语产生中的词汇通达经历了两个独立、分离的阶段，互相没有重叠。这两个独立的阶段是指词汇选择和语音编码，而且语音编码是在词汇选择之后才发生的。在第一阶段，由概念激活一个或者多个与语义相关的项目，这些项目经过选择，只有一个能进入下一个阶段。在第二阶段，只有被选择的项目才可以得到语音水平的加工。也就是说，发音计划只是针对被选择的项目而进行的。Levelt等人（1991）采用词-图干扰范式进行研究，发现与图片名称有语义相关的词汇判断的反应时显著长于无关条件下的词汇判断，但与图片名称有语音相关的词汇判断则没有出现反应时延长的现象。这表明只有目标词得到了语音激活，而非目标词没有产生语音激活，支持了独立两阶段理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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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Levelt的言语产生模型（Levelt等，1999）

书写产生

书写产生是将所要表达的思想用书面文字呈现出来的过程。书写是一个包括了各类信息编码以及运动执行的较复杂的认知加工过程。根据Van Galen（1991）提出的心理运动模型（psychomotor model），书写产生包括概念准备、词条选择、拼写编码、运动编码和执行运动程序等过程。我们首先要明确所要表达的意图和想法，提取其语义词条，产生符合句法规则的单词；之后是拼写单词，即将单词的基本单位分解成形素（grapheme）；然后进行字形选择，控制书写笔画的大小；最后控制手臂相关肌肉的协调，完成书写动作。该模型主要有两个特征（王成，尤文平，张清芳，2012）：

第一，多模块的层级结构。如图1.2所示，心理运动模型认为书写过程包括多个模块，而且这些模块是层级排列的。每级加工过程都以上一级模块的产出物为基础，而它的产出物又成为下一级模块加工的基础。在层级结构中，从高级模块到低级模块，处理的信息单位从“想法”到“笔画”依次减小。为了调节相邻模块之间的冲突，超过认知负荷的加工信息被暂时存放在缓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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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书写产生的心理运动模型（Van Galen，1991；王成，尤文平，张清芳，2012）

第二，多模块平行加工。虽然书写产生过程包括多个模块，但是这些模块是可以平行加工的。Van Galen（1991）发现，当单词中有重复出现的音节、字母或笔画时，书写的准备反应时比无重复时更短，而在书写执行中书写重复部分时间更长。他认为这种效应是因为在书写过程中单词、字母、笔画等水平的信息可能是同时加工的。在书写准备时，重复的部分节省了准备时间；而在书写产生时，重复的部分又造成了混淆以致延长了时间。

书写产生的心理运动模型中的前三个模块是从Levelt等人（1999）的言语产生模型中借鉴过来的，后四个模块是书写产生特有的。这个模型被认为是目前“最完整”的描述书写产生过程的模型。书写产生与言语产生以及阅读过程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书写产生的研究与言语产生和阅读领域内所关注的科学问题密切相关。尽管书写产生过程十分重要，但是在心理语言学研究领域，相对于言语产生的研究，对书写产生过程的研究还很少。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及各种可用于记录书写产生过程的软件的开发，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探索书写产生过程的认知机制（王成，尤文平，张清芳，2012）。


1.1.4 语言获得

语言获得是指个体学会理解语言，并且能够使用语言进行交流的过程。一般来说，人的语言都是在六岁之前随着成长发育而获得的，因此狭义上的语言获得经常指儿童语言获得。

语言获得的基本过程

语言获得的基本过程主要包括为语言发生作准备的前语言阶段、语言发生阶段以及之后的语言发展阶段。

一、前语言阶段

婴儿自出生至能说出第一个有意义的词之前的这段时间（通常是0—12个月）称为“前语言阶段”（prelinguistic stage）。在前语言阶段，婴儿的语言感知能力快速发展。在此阶段的后期，婴儿区分、辨别各种语音的能力已基本成熟，能分辨语音的差别，区分不同人的声音；还能够辨别出母语中的各种音素，并认识到它所代表的意义（Jusczyk & Hohne，1997）。

在语音方面，前语言期的婴儿发出的声音虽然不能算是有意义的语言，但他们所发出的声音有明显的发展变化，这些表现是在为其以后的说话和语言学习作准备。Kaplan等人（1971）将前语言阶段的语音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哭叫阶段（0—1个月），咕咕声阶段（1—5、6个月），咿呀学语阶段（6—10个月）和标准化言语阶段（11个月以后）。我国学者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简单发音阶段（0—3个月），连续音节阶段（4—8个月）和学话萌芽阶段（9—12个月）（吴天敏，许政援，1979）。总的来看，婴儿的语音获得过程是从最初的哭闹声中逐渐分化出来，并且沿着单音节——双音节——多音节——有意义语音的顺序发生发展的（林崇德，2009）。

在表达方面，虽然婴儿还不会使用语言表达，但是他们能够采用一些特定的声音和姿态进行信息交流，即前语言交流，如通过注视、手的动作等来指示物体。

二、语言发生阶段

婴儿说出第一个有特定意义的词，即与某一事物有指代关系的词语，标志着语言的发生。由于个体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语言发生的时间大概在10—14个月。婴儿说出的第一批词具有很强的场合约定性，经常是只能用来指代特定情境中的某一特定物体。在这个阶段，婴儿词语的获得和运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继续掌握一些场合限制较强的词语；（2）已经掌握的词语开始逐渐摆脱场合限制性，获得初步的概括意义；（3）开始直接掌握一些具有概括性的词语（林崇德，2009）。

三、语言发展阶段

在说出第一个有意义的词语之后，儿童的语言能力快速发展，新词获得速度显著加快。在19—21个月时，儿童平均每个月掌握约20个新词，出现“词语爆炸”现象。接下来的幼儿期是个体一生中词汇数量增加最快的时期，词汇量不断扩充，同时所掌握词汇的抽象性和概括性也在提高。另外，儿童掌握的积极词汇（既能理解又能正确使用的词语）的数量也大大增长。

与此同时，儿童的语法能力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婴幼儿语法能力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单词句阶段，婴儿在一岁左右开始说出有意义的词语，但是每次说话只说一个词，他们还没有语法意识，只是笼统地用单个词语反映眼前的整个情境；（2）双词句阶段，也称为电报句阶段，因为虽然它已基本具备语句的主要成分，但是像电报一样简略、不连续；（3）多词句阶段，随着儿童掌握的词汇数量不断增加，说出的句子也渐渐变长，开始能正确使用陈述句的基本句型（林崇德，2009）。随着年龄增长，儿童的语法意识和语法能力进一步发展，所使用的句子结构也逐渐从简单句发展到复合句、从陈述句到多种形式的句子、从无修饰句到修饰句。到三岁时，儿童已经基本掌握了母语的语法规则系统，成为一个颇具表达能力的“谈话者”。

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还表现在口语表达能力的发展上。三岁前儿童的口语表达主要是对话语言，而到了幼儿期，他们开始出现独白语言，渴望表达自己的想法。同时语言的连贯性得到进一步发展，儿童情境语言的比重下降，连贯语言的比重上升。独白语言和连贯语言的发展是儿童口语表达能力发展的重要标志。一般在五六岁时，儿童就能比较清晰、系统地讲述经历过的事情或读过的故事。

语言获得的主要理论

在语言获得理论中，当前比较有影响力的理论是：强化理论、普遍语法理论以及认知理论，这些理论分别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影响儿童语言获得的各种因素和语言获得的规律。

一、强化理论

较早对儿童的语言获得进行理论探索的是斯金纳（B.F.Skinner）。作为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斯金纳认为影响语言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环境。他认为，语言和其他行为功能一样，是通过操作性条件反射获得的；儿童的语言获得是基于强化理论将词语和其意义联系在一起的（Skinner，1957）。儿童在咿呀学语时，会自发地、无目的地发出各种声音，一旦有些声音近似于成人的说话声，父母便对这些声音给予强化，使这些声音在儿童的发声中占优势。当儿童意识到词语的交流价值时，正确的表达便得到了强化。例如，一个儿童说出“牛奶”这个词时，母亲会将牛奶递给他，这个结果在儿童看来是一种奖赏，进而促进儿童的语言发展（Ambridge & Lieven，2011）。强化理论特别强调“选择性强化”这个概念，认为这是语言操作性条件反射中的核心问题，即只对正确的语言给予强化。该理论还认为儿童学习说话必须学会分辨适合每种语言反应的情境，使语言行为受到环境的控制。这种所谓的环境控制，本身也就是环境对儿童语言反应的一种强化。通过这种强化，使儿童的语言逐渐变得有效和得体（王振宇，2004）。

斯金纳强化理论的语言获得观，从理论上解释了儿童获得语言的过程，促进了儿童语言获得理论的发展。但是，强化理论自身有很大的局限性，它过分强调外界环境的作用，忽视了儿童自身在语言学习和语言活动中的作用。另外，强化理论也不能解释语言的生成性和人类儿童短期内获得语言的原因。

二、普遍语法理论

乔姆斯基（A.N.Chomsky）认为语言获得的强化理论忽视了语言具有创造性和生成性这一本质。人类个体能在短期内获得语言符号系统，这种独特的生物适应性远远优于其他物种，是人类长期进化的结果。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是人类心智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语言获得依靠的是其先天语言获得机制、先天学习原则和与母语的有限的接触（Chomsky，1980，1986）。乔姆斯基认为不管个体使用何种语言，其头脑中天生就有一部语法，即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普遍语法由原则和参数构成，原则适用于一切语言，参数则解释语言的不同。儿童获得语言的过程，就是为普遍语法的各个参数赋值的过程，通过与具体语言材料的结合，普遍语法变为具体语法。普遍语法能够解释一切个体的语法。乔姆斯基指出，虽然世界上的语言种类很多，但是都可以用数目有限的参数区分开。如果一个参数有两个值，选择参数就像扳电路开关一样，不是扳到这边，就是扳到那边。

普遍语法理论主张人具有先天的语言能力，亦即先天的、内在的语法规则系统，这种规则系统是在有限的语言素材基础上通过语言获得装置（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LAD）建立的。因此，儿童虽然只听到数量极为有限的句子，却能产生无限多的语句。普遍语法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仍然在语言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也应该看到乔姆斯基是用人类的“固有结构”去解释语言获得的内部原因，而语言获得既需要内部原因，而又不能被单纯地归为内部原因（王振宇，2004）。

三、认知理论

皮亚杰（J.Piaget）对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乔姆斯基的理论仍然是相当贫乏的，他不是把语言置于一切认识过程所从属的自我调节机制之中，而是求之于一种‘固定的先天内核’，好像把它推回到生物学就能使问题简单化似的”（Piattelli-Palmarini，1980）。以皮亚杰为代表的认知理论，不承认大脑具有先天的语言获得机制，主张从认知结构的发展来解释语言获得。皮亚杰认为，知识和能力的获得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活动中、在同化和顺应调节机制下的不断的建构过程，语言能力是人的认知能力的一部分，认知结构是语言获得的基础，语言能力随着认知结构的发展而发展（Piaget，1959）。首先，儿童获得语言依赖于一定的认知发展水平。儿童必须具有基本的区分外界事物和分辨说话者行为的认知技能，才能真正获得语言。有研究表明，在儿童的发音器官已发展到能发出这个音，同时经验和认知水平已达到掌握这个词的程度时，儿童才能够学习并获得它（许政援，郭小朝，1992）。其次，儿童的语言获得顺序也与其认知发展顺序一致，基本遵循从具体到抽象的发展原则。如儿童对词性的掌握先是具体的名词、动词，再是较为抽象的形容词、连词、介词等。可见，儿童的语言获得以一定的认知发展为基础，认知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儿童语言的获得（刘电芝，洪显利，2000）。

认知理论的语言获得观以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说明儿童认知能力、语言能力的发展，强调认知结构是语言获得、发展的基础，为语言获得的理论解释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然而该理论过分强调认知发展在语言获得中的基础作用，难以回答认知发展和语言发展的关系是否是直接的和单向的等难题。

综合上述三种较有影响力的语言获得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各自从不同的理论基础出发，以不同的视角对儿童的语言获得进行了解释，都有其合理性和可取之处，但同时也各自存在局限性和片面性。其实，语言获得过程是一个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复杂且动态的活动过程，我们应该动态地、发展地考察儿童的语言获得过程。


1.2 学习概述

人们的大多数行为（包括语言行为）都是通过学习获得的，学习对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设想一下，如果失去了学习能力，你就不会使用新的操作软件，不会用英语和外国友人交流，不能掌握新的工作技能，你将无法继续胜任工作，最终被社会淘汰。在心理学中，学习一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


1.2.1 学习的含义与类型

学习的含义

提到“学习”，大家一般会将它与学生在学校的学习对等起来，认为学习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掌握知识和技能的过程。实际上，学习这个概念在心理学中的范畴是非常宽泛的。长期以来，心理学家依据不同的理论基础或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对学习进行了定义（莫雷，2005）。

著名的教育学家杜威（Dewey）认为，学习即经验的改造和改组的过程。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则把学习定义为个体由于经验的结果而发生的比较稳定的行为变化。虽然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学习进行了定义，强调的重点也不尽相同，但是也有许多共识性的地方。根据心理学界对学习形成的一些共识，当前大家广泛认可和接受的学习的定义是：学习是个体在后天生活过程中通过练习或经验而产生的行为或内部心理的比较持久的变化的过程（莫雷，1996，2005）。

在理解学习的范畴时，莫雷（2005）提到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学习是人与动物共有的普遍现象。学习不只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而且贯穿于动物的生活过程。

第二，学习是个体后天经验获得的过程。学习与先天遗传是相对立而言的，如蜘蛛会结网，人看到强光会眨眼，这些是自动化的、非获得性的反应，并不需要学习。学习指的是个体对后天经验的获得，它要在个体的后天生活中实现。

第三，学习表现为个体行为由于经验的结果而发生的较稳定的变化。一方面，个体的行为经常会发生变化，但不是所有的行为变化都是学习的结果。例如，有的行为变化是暂时的，是由疲劳、疾病、药物或醉酒等特定的状态引起的，一旦这些特定的状态消失，行为变化也随之消失。另一方面，有的行为变化比较持久，但是也不属于学习，因为它是由成熟等自然因素引起的，并不是由于经验的结果，因而也不是学习。学习引发的变化有时直接体现在行为表现上；有时则并未体现在行为上，我们可以认为是行为潜能的变化或内部的心理内容和技能的变化。无论是体现在行为还是心理上，由学习引发的变化都是比较持久的。

由此，我们知道，学习并不仅仅局限于学生的学习，学生学习只是人类学习的一种特殊形式，我们生活中的很多行为活动也都是学习。例如，移民到国外的儿童，在和小伙伴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学会了新的语言；新的交通规则施行后，大家按照新的规则驾驶车辆；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手机的功能不断发展、丰富，人们对手机的认识和使用方式也不同于以往；等等。

学习的类型

学习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学习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心理学家一般按照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这两个维度对学习进行分类（莫雷，2005）。

按照学习内容（结果）来分，著名的心理学家加涅（Gagné，1984）将学习分为五类：（1）智力技能（intellectual skills）的学习，指知道“如何做”，掌握过程性知识，表现为使用符号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能力；（2）言语信息（verbal information）的学习，指对有关事物的名称、特征、意义等方面的事实性信息的学习，也就是知道“是什么”，掌握陈述性知识；（3）认知策略（cognitive strategies）的学习，指学习者用以调节和支配自己的注意、记忆、思维等过程的内在组织能力，拥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4）运动技能（motor skills）的学习，指能够执行一系列完整的动作，如写字、操作仪器、开车，或打羽毛球、踢足球、游泳等体育运动；（5）态度（attitudes）的学习，指能够影响个体行为选择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影响着个体对人和事物的选择倾向。我国的心理学者一般根据学习内容将学习分为四类：（1）知识的学习，掌握“是什么”的信息；（2）技能的学习，知道“如何做”；（3）策略的学习，即训练思维，掌握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4）道德品质与行为规范的学习（莫雷，2005）。

根据学习方式不同，教育心理学家奥苏伯尔（Ausubel，1968）将学习分为接受学习和发现学习；同时又考虑学习材料与学习者原有知识的关系，将学习分为机械学习和有意义学习。两个维度结合起来，形成四种学习类型：机械的接受学习，机械的发现学习，有意义的接受学习和有意义的发现学习。他认为，学生的学习以有意义的接受学习为主要形式。


1.2.2 学习理论

学习作为心理学，特别是教育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得到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研究者对学习的性质、过程和规律进行了深入探究，并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学习理论。学习理论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个体如何在后天生活中获得客观经验”。根据对这个问题的基本解答，学习理论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的派别：联结派学习理论和认知派学习理论。这两大派学习理论互相论争，构成了数十年教育心理学发展的主旋律。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出现了企图融合两派学习理论的折中主义理论，对学习理论的论争也趋于平缓。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在当前研究背景下，在系统分析国内外学习理论的基础上对学习理论进行新的探索，提出了学习的双机制理论（莫雷，2005；莫雷，张积家，王瑞明，冷英，王穗苹，刘志雅，何先友，2012）。

联结派学习理论

联结派学习理论，又被称为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过程就是个体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刺激（S）与反应（R）的联结从而获得新经验的过程。其代表人物包括桑代克（Thorndike）、华生（Watson）、巴甫洛夫（Pavlov）、斯金纳（Skinner）、班杜拉（Bandura）等。

一、桑代克的试误—联结学习理论

桑代克是教育心理学的鼻祖，也是美国动物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桑代克根据动物实验的结果提出了试误—联结学习理论（Thorndike，1906）。其中最著名的动物实验是“饿猫开迷箱”。桑代克将一只饥饿的猫放进一只箱子里，箱子外面有一条鱼。为了能从箱子里逃出来吃到外面的鱼，这只猫就要学会打开箱子的门闩。偶然一次，猫踩到了开启门闩的踏板，得以逃出吃到鱼。在随后的努力中，经过多次尝试错误，猫乱碰乱撞的随意行为逐渐减少，并最终学会了踩踏板来开箱门。

桑代克认为学习的实质是经过试误在刺激与反应之间形成联结。他的观点也被称为S-R理论。桑代克认为，联结指的是情境和反应之间的联结，联结不需要观念作为媒介，人天生有很多联结的“原本倾向”。所谓学习，就是在一定的情境影响下，唤起“原本倾向”中的一种联结倾向，并使之加强。同时他认为，联结建立的过程也就是尝试错误的过程，在不断的尝试、错误直至最后成功的过程中完成学习的过程。

二、巴甫洛夫的经典性条件反射理论与华生的替代—联结理论

20世纪早期，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对身体如何消化食物感兴趣。在对狗唾液分泌的研究中，他发现最初在给狗食物之前摇铃铛，狗在听到铃声时并没有分泌唾液；但是如果每次在给狗食物之前都摇响铃铛，重复这个动作若干次后，一听到铃声狗就会分泌唾液，即使在没有食物出现的情况下也是这样。此时，狗已经形成了铃声与进食的条件反射。在巴甫洛夫的实验中，食物引起唾液分泌是无条件反射，即无条件刺激——食物引发了先天性反应——分泌唾液。而铃声是中性刺激，本来不会引起唾液分泌；在与无条件刺激食物结合出现若干次后，铃声也能引起唾液分泌。这样，中性刺激就成为一种条件刺激，替代了无条件刺激，引发原来只有无条件刺激才能引发的反应。这就是经典性条件反射形成的基本过程（Pavlov，1927）。

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将巴甫洛夫的经典性条件反射模式加以扩展，认为它适合用来建构人类行为科学，可以解释各种类型的学习特征（Watson，1913）。华生认为，个体的学习就是通过建立经典性条件反射，形成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结的过程。在这个联结形成过程中，条件刺激可以代替无条件刺激，使条件刺激与原来只能由无条件刺激才能引发的反应建立联结，因而该理论也被称为“替代—联结理论”。

学习的泛化律、分化律和消退律是经典性条件反射理论中重要的学习定律，对教学实践有很大的指导意义（Pavlov，1927）。泛化律是指条件反射一旦确立，与条件刺激类似的刺激也会引起同样的条件反射。泛化条件反射的强度与两个条件刺激间的相似程度有关，相似程度越高，反应强度就越大。而如果只在特定的条件刺激出现时给予反馈，而在与其类似的刺激出现的时候不给予反馈，那么这种反射联结就会逐渐分化，最后只对条件刺激作反应，这就是分化律。消退律是指经典性条件反射形成后，如果反复呈现条件刺激，而不出现无条件刺激，则条件反应的强度逐渐减弱甚至消失。

三、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强化—联结理论）

操作性条件反射，也被称为工具性条件反射，主要观点是行为的后果影响行为概率的改变。斯金纳创立了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该理论是根据他著名的“斯金纳箱”经典实验提出来的（Skinner，1938）。他把饥饿的白鼠放进一个具有特殊装置的箱子里，箱子里有一个与提供食丸相连接的操作杆。白鼠在乱碰乱撞中偶然碰到了操作杆，一粒食丸落了下来。白鼠经过若干次尝试，会不断按压操作杆，直到吃饱为止。最后白鼠学会通过按压操作杆来获取食物。这个实验说明压杆这个行为得到了食物的强化，提高了压杆行为的发生率，最终刺激情境（操作杆）与压杆反应之间形成了固定的联结。

斯金纳认为学习就是通过建立操作性条件反射，形成刺激情境与反应的联结，从而获得行为经验的过程。个体的学习有些是通过经典性条件反射形成的，但是经典性条件反射只是个体获得经验的一条非主要途径，个体获得经验的主要途径是操作性条件反射。因为在经典性条件反射理论中，行为是被刺激诱发出来的，而现实生活中的很多行为是自发的。这些自发的行为中有的得到了强化，就形成了与情境的联结，从而得以保留。

在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作用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强化，因此他的理论又被称为强化—联结理论。利用强化物诱使某一行为反应发生的频率增加或维持某种反应水平的过程就是强化。强化有正强化和负强化之分。正强化是指在某种反应之后紧接着出现一种奖励性刺激，该反应的出现频率就会增加。例如，学生把教室打扫干净，得到了老师的表扬，那么学生由于得到了老师肯定性的正强化，以后还会把教室打扫得很干净。负强化是指在某种行为之后令人厌恶的刺激消除了，从而增加了这种行为的出现频率。例如，教室卫生情况较差，老师批评了学生，老师的批评令学生感觉到厌烦；可如果当学生将教室打扫干净了，老师就不再批评学生，令同学厌烦的刺激消失了，这个过程会增加学生打扫好教室卫生的频率。

斯金纳认为正强化和负强化在人类学习中都是经常被应用的方法。老师通过表扬、微笑、奖励等方式都可以增加学生良好行为的频率，同样地，老师还可以通过不再批评、取消惩罚等措施来提高希望学生做出预期行为的频率（Skinner，1954，1960）。惩罚也是一个常用的概念，但与负强化增加行为频率的结果不同，惩罚是通过施加不愉快刺激来降低某种行为的频率。如果学生在课堂上随便讲话，扰乱了课堂秩序，此时老师斥责了学生，该学生上课乱讲话的行为就会减少，老师斥责的举动就是对学生乱讲话的惩罚。

四、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观察—联结理论）

班杜拉是社会学习理论的提出者，自20世纪60年代后，他逐渐从偏重外部因素的行为主义转向强调内部、外部因素两者并重，并根据自己的一系列经典研究，提出了以观察学习为基础的社会学习理论（又被称为观察—联结理论），将联结派学习理论进一步向前推进（Bandura，1977）。

班杜拉于1965年进行了经典的“波波玩偶实验”（Bobo doll experiment），在该实验中，幼儿园孩子被随机分成三组，每组随机观看一部影片。共有三部影片，每部影片中都有一个人对波波玩偶拳打脚踢，所不同的是在第一部影片中攻击者因为其攻击行为得到了糖果、饮料和赞扬；在第二部影片中攻击者遭到了批评，还挨了打；在第三部影片中攻击者的行为没有带来任何后果。看完影片后，每个孩子被单独留在有玩具的房间中，其中包括波波玩偶。实验者通过观察儿童的行为发现，与看到攻击者被惩罚的影片的儿童相比，看另外两部影片的儿童更多地模仿攻击者的行为。另外，不管影片中的攻击行为是否得到强化，很多儿童都出现了观察学习。

观察学习是指个体在观察和模仿他人的行为时产生的学习。班杜拉认为，人获取后天经验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直接经验学习，二是间接经验学习。间接经验学习就是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而学习。观察学习是人类的主要学习形式，是人类行为的最重要来源。观察学习包括注意、保持、动作再现和动机四个过程。学校教学中存在着大量的观察学习，学生从对老师、同伴的言行举止的观察中都可以进行学习。

认知派学习理论

与联结派学习理论对立的是认知派学习理论。在20世纪后半叶，心理学更加关注认知过程，而且对认知的重视持续至今。心理学家也更多地从认知的角度重新看待学习过程。认知派学习理论认为，学习不是简单地在强化条件下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结，而是个体积极主动地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其代表人物包括托尔曼（Tolman）、布鲁纳（Bruner）和奥苏伯尔（Ausubel）等。这里主要介绍托尔曼的符号学习理论、布鲁纳的发现学习理论、奥苏伯尔的同化学习理论以及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一、托尔曼的符号学习理论

托尔曼是美国新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通过严格的实验研究对联结派学习理论的观点进行了验证，并否定了联结派的主要观点，对学习作出了认知主义的解释（Tolman，1948）。首先，他针对联结派学习理论的“学习的结果是形成联结”的观点，设计了著名的“小白鼠位置学习实验”。结果发现，小白鼠学会的不是简单的、机械的反应动作，而是学习达到目的的符号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创建了一个完整的认知地图。第二，托尔曼针对经典性条件反射和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的“学习必须要通过强化”的观点，设计了无强化的潜伏学习实验，研究食物这种外在强化物在小白鼠学习走迷津过程中对学习的影响。实验结果发现，得到强化组和没有得到强化组的白鼠的学习程度是差不多的，只不过受到强化的白鼠将学习结果表现出来了；而没有受到强化的白鼠也已经学习了迷津的空间关系，形成了认知地图，进行了潜在学习，只是在得到强化之前没有将学习结果表现出来。因而，行为并不一定要通过强化才习得，学习并不一定要通过强化才实现。

二、布鲁纳的认知—发现学习理论

布鲁纳是美国当代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他反对联结派学习理论以S—R的联结来简单解释人类的学习活动，也反对有的学习理论根据动物实验的结果直接推演人的学习，他强调学习者的知识结构、内在动机、主观能动性在学习中的重要作用，形成了认知—发现学习理论（Bruner & Austin，1986; Bruner & Goodman，1947）。布鲁纳学习理论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对课堂教学情境中学习活动的研究。他认为，学生的学习主要是通过类别化的信息加工活动，积极主动地形成认知结构。认知结构是学习的结果，它是个体过去经验所组成的观念结构或对事物进行感知、归类的一般方式。认知结构既是在先前的学习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又是理解和学习新知识的内部因素和基础。具体知识描绘事物的具体特征，揭示较低级的规则，只有当学生掌握了许多这种具体知识时，才能够把他们重新组织起来并形成较高层次的规则，形成类目编码系统。一旦形成了类目编码系统，知识学习就不再是掌握具体的类别，而是进行类目化活动，掌握编码系统的问题。这种有组织、有层次的结构能够使人超越具体信息，触类旁通，将新的具体信息组织到自己的认知结构中。

布鲁纳认为，为了促进学生有效地形成类目编码系统，教育者应该向学生提供较低层次的具体类目或事物，让学生自己“发现”高层次的类目编码。由此，布鲁纳进一步提出学习知识的最佳方式是发现学习。发现学习就是教师向学生提供一定的材料，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独立地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从中获得知识，形成或改造认知结构。发现学习有很多优势，学生在独立探索、发现的过程中可以锻炼综合分析、抽象概括等多项思维活动，培养发现的技巧，提高多方面的智慧潜能。而且，学生通过积极主动地解决问题，能够体会到发现新知识的喜悦，增加解决问题的信心，从而培养学习的内在动机。此外，学生在发现学习中要对材料进行大量的组织工作，这有利于知识的记忆和提取。

三、奥苏伯尔的同化学习理论

奥苏伯尔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他的学习理论也是建立在学生学习研究的基础上。与布鲁纳的学习观点一致，他也认为学习的结果是形成认知结构，但是他认为布鲁纳的“发现学习”过于强调发现式、跳跃式的学习，轻视了知识的系统性、连贯性，导致学生基础知识薄弱，教育质量下降（Ausubel，1960; Ausubel，1968）。他提倡学生要按照有意义的接受学习的方式获得系统的知识，形成良好的认知结构。有意义的接受学习是通过同化将当前的知识与原有的认知结构建立实质的、非人为的联系。所谓实质的联系，即非字面的联系，能用同义词或其他符号代替而不改变其意义；非人为联系，即非任意性，新旧知识间的联系符合人们能理解的逻辑关系。奥苏伯尔认为这也是区分有意义学习和机械学习的两条重要标准。人们往往把接受学习作为批评的对象，认为接受学习就是被动的、机械的。奥苏伯尔认为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实际上，接受学习和发现学习，有意义学习和机械学习，是从不同维度对学习进行的划分。接受学习可以是机械的，也可以是有意义的。奥苏伯尔主张学习是自上而下的同化过程，用同化来解释有意义学习的内部心理机制。同化的实质是新知识与原有认知结构中的知识建立实质的、非人为的联系，进而将新知识同化到已有的认知结构中。这样，不仅新知识得到了学习者的理解，而且认知结构也得到了扩展。

奥苏伯尔认为进行有意义学习要具备三个必要条件：（1）学习材料本身具有逻辑意义，这样学习材料才有可能与学习者原有的认知结构中的知识建立实质的、非人为的联系；（2）学习者需具备有意义学习的心向，即学习者具有积极地将新旧知识联系起来的倾向；（3）学习者的认知结构中具有同化新知识的适当观念。只有同时具备了这三个条件，学生才有可能进行有意义学习。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生进行有意义学习，奥苏伯尔提出了“先行组织者”的教学策略。认为教师在讲授新知识之前要预先给学生提供一些具有组织作用的学习材料，即概括性较高的材料，以便为新知识的学习提供一个较好的固定点，帮助新知识与原有的认知结构建立联系。

四、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从20世纪后期逐渐发展起来。作为一种新的认识论和学习理论，建构主义在教育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被誉为当代教育心理学的一场革命（Donovan，Bransford，& Pellegrino，1999; Von Glasersfeld，1989）。建构主义主张个体的知识是由人建构起来的，对事物的理解不是简单地由事物本身决定的，而是个体在原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因而，不同的个体由于具有不同的知识经验，对同一事物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建构主义认为，学习就是学习者在原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主动地对新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建构内部心理表征的过程。学习者不是被动地接受新信息，而是主动地、有选择地进行加工；学习者不是从同一背景出发，而是从不同背景、不同角度出发；学习不是由教师统一引导，完成同样的加工活动，而是在教师的协助下，通过每个个体独特的信息加工活动，建构自己的意义的过程。这一建构过程不同于传统认知派的建构过程，它强调个人的建构，建构起关于现实世界的意义。在学习结果方面，建构主义的观点也不同于传统的认知派，它认为学习结果虽然也包括形成层级的知识，但这只是初级学习结果，高级学习结果是形成围绕关键概念建构起来的网络知识结构。

学习双机制理论

我国心理学家莫雷以学习的信息加工过程为基础，在总结与分析国内外有关学习心理的实验研究成果与各派学习理论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学习双机制理论，对学习的基本类型及其机制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解释（莫雷，1996；莫雷，2005；莫雷，张积家，王瑞明，冷英，王穗苹，刘志雅，何先友，2012）。

一、学习双机制理论关于知识经验学习的基本观点

根据认知心理学家对人类学习一般过程的描述，新的信息要为学习者所接受，关键性的环节是该新信息要在工作记忆中得到加工处理。工作记忆对信息的加工处理方式是不同的，因此根据工作记忆对信息加工方式的不同，可以将人类的学习机制分为两大类：联结性学习机制和运算性学习机制。联结性学习机制是指个体将同时出现在工作记忆中的若干客体（包括符号或反应行为）的激活点联结起来而获得经验的那种机能；运算性学习机制指有机体通过复杂的认知操作（即运算）而获得经验的机能。个体运用不同的学习机制获得经验，则形成了不同的学习类型。因而，人类学习也可以相应地分为联结性学习和运算性学习两个基本类型。

所谓联结性学习，是指个体通过将同时出现在工作记忆中的若干客体的激活点联结起来而获得经验的学习，例如，巴甫洛夫研究中的狗获得了铃声是进食信号的经验。然而，有许多知识的获得不能仅仅通过在工作记忆中将若干个激活点联结起来来实现，而是需要在工作记忆中进行一系列复杂的认知活动（或称运算）才能实现。例如，儿童要获得皮亚杰的守恒经验，就需要在头脑中进行逆反性或互反性的运算，而不可能仅仅通过将同时出现在工作记忆中的若干激活点联结起来而实现，这种情况下的学习便是运算性学习。所谓运算性学习，是指个体通过复杂的认知操作而获得经验的学习，例如，“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这个命题需要通过复杂的认知操作（推理活动）才能获得。较高等的动物也具备一定的运算性学习的机能，但只是较低级的运算，并且也不是它们主要的学习机制。运算性学习主要是人获得经验的学习方式，体现了人的学习的主要特点。

学习双机制理论还提出，联结性学习和运算性学习是辩证统一的，二者相互渗透，不能截然分开。虽然实际的学习活动可以根据其基本机制大致归为联结性学习或者运算性学习，但是没有纯粹的联结性学习或者运算性学习。最简单的联结性学习中也包含有模式辨别这个认知加工的环节；而复杂的运算性学习，其进行过程往往会掺杂着许多联结性学习，需要不断运用过去联结性学习所获得的经验。例如，在学习“玩具”这个概念的过程中，个体可能会多次将“玩具”这个词与若干具体的玩具（某个布娃娃、某个小气球等）形成联结，也就是经过了多次的联结性学习，在这个基础上他进行了概括（即认知活动），形成了“玩具”这个概念。可见，形成“玩具”概念的运算性学习过程也掺杂着许多局部的联结性学习。尽管如此，联结性学习与运算性学习毕竟是两类不同性质的学习，它们的实现机制有重要的区别，因此，这两种学习的经验获得过程、保持过程及迁移过程可能都会存在不同的规律。以往有关学习机制的许多研究常常得出不一致甚至相反的结果，可能是因为它们考察的是不同性质的学习。

二、学习双机制理论关于个体心理机能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观点

心理机能的形成问题是哲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但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并没有达成共识，不仅有唯心的先验论、唯物的经验论，还有外部活动内化论。学习双机制理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个体心理机能形成的一般过程，并同时提出了联结性机能与运算性机能形成的特殊过程。

在学习双机制理论看来，学习机能或者个体心理机能的形成需要在机能发育的关键期，由个体与蕴含了人类心理机能的载体相互作用，从而将载体蕴含的人类机能内化为个体机能。对于联结性机能而言，其载体所蕴含的机能是以外显的方式直接体现的，个体通过感知过程直接与载体的物理属性交互作用，形成相应的机能。而对于运算性机能而言，其载体以隐性的、静态的方式蕴含了人类机能，个体需要在社会传递下，将载体蕴含的机能“转译”为动态的活动，个体在进行这些外部活动的过程中，通过内化形成了个体机能。由此来看，对于较低级的联结性机能的形成，经验论的解释是合理的；而对于较高级的运算性机能来说，外部活动内化论的解释是更科学的。

关于心理机能的发展问题，学习双机制理论认为，根据知识的不同性质和个体获得知识经验采取的学习方式，学生的学习过程可以分为联结性的学习活动和运算性的学习活动。对于运算性知识的教学，需要按照人类生产该知识所进行的智力活动设计教学，让个体大致重复人类生产知识的活动，使这种活动方式内化为个体的内部活动方式，从而形成该知识所蕴含的人类机能，实现能力的发展。

学习双机制理论提出的关于个体学习机能形成和发展的理论观点力图整合学术界的理论争议，对个体心理机能形成和发展问题作出了更为科学的解释。


1.2.3 学习的影响因素

人们的学习过程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动机因素、认知因素，以及人格因素等。这些因素都和学习效果有着紧密的联系（莫雷，2005）。

动机因素

学习动机是激发个体进行学习活动，维持已引发的学习活动，并使学习行为朝向一定目标的内在心理状态（Pintrich & Schunk，1996）。学习动机对学习的影响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学习过程的影响，二是对学习结果的影响（莫雷，2005）。首先，在学习过程方面，学习动机可以启动行为。当个体因缺乏相关知识而不能解决问题时，就会出现焦虑不安的紧张状态，为了克服这种状态以期解决问题，个体会产生驱使他采取某种学习行为的动力。这种动力，也就是学习动机，能够引发他的学习行为。其次，学习动机还可以起到维持学习行为的作用。在引发某种行为后，学习动机像指南针一样指引着个体的学习行为朝着既定的学习目标前进。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Makarenko，1955）发现，让学龄前儿童保持某一站姿一段时间是比较困难的；而如果让儿童在游戏中扮演感兴趣的角色，并激发保持一个站姿的动机，儿童就可以坚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第三，学习动机还可以起到监控和调节行为的作用。当学习行为受到无关因素干扰的时候，动机可以排除这些干扰，使个体朝着既定的目标不懈努力。由于学习动机对学习过程有着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最终会在学习结果上表现出来。一般来说，学习动机越强，个体学习的积极性越高，学习效果也越好。但是，Yerkes和Dodson研究发现，学习动机的强度与学习效果之间的关系还与任务难度有关（Yerkes & Dodson，1908）。在比较容易的任务中，学习效果随着动机强度的增加而提高，即动机越高，学习效果越好；在中等难度的任务中，学习动机与学习效果间的关系成倒U型曲线，即中等动机水平最有利于任务的完成；在任务难度较大时，低水平的学习动机反而更有利于任务完成。

认知因素

学习的认知因素主要是指智力的差异和认知风格的差异对学习的影响。智力是影响个体学习的最重要的认知因素，智力的个别差异直接影响着个体学习的速度和质量。反映一个人智力水平高低的智商，常常被看作是预测个体学习成绩的一个重要变量。研究发现，总体来看，智力水平和学习成绩之间成正相关，智商高的个体学习成绩较好（武珍，1988）。但是这种相关还表现为随着年级的升高而下降的趋势，这种现象可能是因为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个体间的智力差异缩小，非智力因素对学习的影响逐渐增强。现有智力量表的主要测试内容为言语能力、数学运算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而没有顾及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必需的其他各种能力。针对这种不足，心理学家加德纳（Gardner）提出了多元智力理论（Gardner，1983）。多元智力理论认为人的智力构成是多元的，除了基本的言语智力、逻辑—数学智力之外，还包括视觉—空间关系智力、音乐智力和人际交往智力等成分。因而，在不同的智力成分占主导的活动中，个体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学习优势。

个体在认知活动中各有其偏爱的信息加工方式，即认知风格或认知方式，这也是影响个体学习的重要因素。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认知风格进行了划分，较有影响力的分类是场独立和场依存、聚合思维和发散思维。具有场依存认知风格的人在知觉外界对象时，较多地受到外界环境信息的影响；而场独立者则较多地受到来自身体内部线索的影响（Witkin，& Goodenough，1981）。聚合思维者在处理具有常规答案的问题时表现出较强的能力，而发散思维者在处理具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问题时表现出高度的熟练性（Guilford，1967）。在教学过程中，如果教师采取的教育策略、指导方法与受教育者的认知风格相适应，就能更大程度地促进其发展，反之则可能阻碍其发展。因而，教师要充分认识到每个个体在认知风格上的差异性，并据此有针对性地提供与其认知风格相匹配的教学方式；而且要引导个体认识自己的认知风格特点，帮助个体学会学习。

人格因素

除了学习者的动机、认知因素外，人格因素也是影响学习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随着非智力因素研究的深入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人格因素在学习中的作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学习者对自己的学习能力、性格以及学习目标等的认识，学习者对事件的归因方式，以及学习者的焦虑水平等，都和学习有很大的关系。首先，一个重要的人格因素是学习者对客体自我的认识，即自我概念，个体对自己身体、能力、性格、态度、思想等方面的认识和评价。研究发现，个体的自我概念与其学业成绩之间呈正相关，自我概念正确者其学业成就较高，自我概念不正确者其学业成就较低。但这种相关程度随自我概念的成分不同而有所不同（贺岭峰，1996）。其次，学习者对事物的归因方式也会影响其学业成绩。归因理论及相关研究发现，能力和努力是解释成功或失败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将成功归因于能力，有助于增强个体的自我效能，进而有利于其学习；如果将失败归于努力不够，有利于维持学生的自信心，并能激发他投入到以后的学习中去；而如果将成功归因于运气，将失败归因于能力不足，就会使学生轻易放弃努力，失去信心（Weiner，1985;韩仁生，2004）。最后，在一个人的一生中，焦虑水平始终是影响其学业成绩的重要变量。适度的焦虑水平有利于学习活动，它会促使个体产生更多的能量，以达到目标（Mandler & Sarason，1952）。另外，研究表明，对于容易的任务，高焦虑水平对任务完成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于困难任务，高焦虑水平则有抑制作用。


1.3 第二语言学习概述

随着现代交通运输业的大力发展和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人们在社会中的交流日益频繁，全球化的进程势不可挡。当然，人们的交流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不再局限于当地、本国，而是可以与全世界各地的人建立联系。因而，当今社会对能够掌握多种国际语言的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李利，2013）。为了更好地满足全球化社会的这种需求，提升本国的综合竞争力，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注重第二语言的学习，一些国家甚至从小学就开始进行外语教学。对个人而言，掌握一门外语能提升我们在工作中的竞争力；同时，也能够让我们更顺畅地进行国际间的交流，获取更多的信息。正是由于外语的这种重要性，第二语言学习成为学习者和研究者都非常重视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


1.3.1 第二语言学习与母语习得

第二语言与母语

母语（mother tongue），又被称为第一语言（first language，L1，也可简称为一语），是个体出生后掌握的第一种语言。而对于一出生就接触两种语言的人来说，这两种语言通常都是母语。与母语和第一语言相关的概念是优势语言（dominant language），是指个体掌握得更好、使用得更流利的一种语言。有些情况下，个体的优势语言会随着情境的改变而改变，如移民。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特指，母语指的是个体最先掌握的，而且保持着优势的语言（Costa & Sebastián-Gallés，2014）。第二语言（second language，L2，也可简称为二语）是相对于母语（第一语言）而言的，指除了母语（第一语言）之外，另外学习掌握的一种语言，有时也包括多种语言。也就是说，第二语言是指第一语言之后的任何一种语言，不管它是第二、第三或第四种语言。

语言学习与语言习得

关于语言经验的获得，研究者常使用语言学习（language learning）和语言习得（language acquisition）这两个概念，而且常常会混淆两者的使用。

Krashen（1982）首先对语言学习和语言习得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他认为语言习得是一种潜意识的活动，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掌握了什么语言规则，只是“感觉”这句话正确，那句话不正确，但又说不出来不正确的那句话到底是哪里违反了语言规则。语言习得者通常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习得语言，而只是意识到他们在用特定的语言进行交流。语言学习则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学习者有意识地学习语言知识，知道特定的语言规则并能够说出这些规则。Krashen认为习得与学习所获得的语言知识会被包含在习得系统（acquired system）和学习系统（learned system）这两个不同的认知系统中。

根据Krashen的区分，我们可以知道幼儿掌握母语的过程多属于语言习得。他们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用接触的方式学习语言，不必专门教，不必专门指出错误，不需要刻意地去了解语法知识，学习语言规范，对语言规则的掌握是无意识的。而且，正如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儿童天生具有关于人类语言的基本语法结构的知识。而对第二语言的掌握过程多属于语言学习，人们大多通过书本和课堂接触第二语言，要有意识地努力学习单词及了解关于这门语言的基本语法知识，有意识地掌握语言规则。第二语言学习侧重于依据已总结出的规律来了解语言、掌握语言。

当然，在获得第二语言经验的过程中，有的也属于语言习得。Krashen认为习得和学习在第二语言获得过程中都存在，是人们获得第二语言经验的两种不同方式。例如，有的人接触第二语言的时间很早，在婴幼儿时期就接触了第二语言，而且对第二语言的掌握多是通过实际交流，并没有有意识地掌握语言规则。另外，第二语言初学者学习的成分多一些，而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习得的成分会逐渐加大。外国留学生在中国学汉语，或者中国人去国外学习当地语言，可以更加自然地接触第二语言，也是学习和习得这两种方式兼而有之。

虽然在获得第二语言经验的过程中，习得和学习都存在，而且从国内外的相关文献中发现，第二语言学习（second language learning）和第二语言习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都有着广泛的使用，但是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更倾向于使用“第二语言学习”这个术语。首先，语言习得主要是指幼儿对母语的掌握过程，第二语言的掌握过程更多的是学习过程。虽然第二语言的掌握过程中也有语言习得过程，但其习得过程与母语的习得过程有很大的不同，二者的认知加工机制也不一样。其次，学习包括的范围更广。在心理学家看来，学习是个体在后天生活过程中通过练习或经验而产生的行为或内部心理的比较持久的变化。学习概念的关键特征有两点：一是由后天的经验引起的，二是引起的心理或行为变化较持久。因而，从学习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来看，学习包括的范围更广，可以涵盖习得。因此，我们认为，用第二语言学习比用第二语言习得更合适，前者概念更宽泛，可以涵盖更多的研究成果。这也是本书使用“第二语言学习”作为书名的一个重要原因。


1.3.2 第二语言学习的一般理论模型

在第二语言学习的研究中，研究者特别关注第二语言经验的获得过程。不同的理论模型对该过程有着不同的看法。

普遍语法理论

乔姆斯基提出的普遍语法理论认为语言是人类心智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语言习得依靠的是其先天语言习得机制。需要注意的是，乔姆斯基提出该理论主要是针对母语，并没有涉及第二语言学习，但后来有些研究者也用普遍语法理论来解释第二语言学习（Cook，2001）。他们在早期研究中主要通过语误分析、中介语系统确立、词素习得顺序等来说明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语误分析首次把学习者的语言错误作为第二语言发展的窗口（Corder，1967）。中介语系统的确立，使得研究者把学习者的语言作为独立于其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过渡性语言系统来研究（Selinker，1972）。词素习得顺序研究找到了第二语言部分词素习得的自然顺序，认为先天语言的习得机制有可能在第二语言的学习中继续起作用（Dulay& Burt，1975）。后来普遍语法理论的支持者又基于原则与参数（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理论来说明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他们认为，第二语言学习的重点是当两种语言的参数不同的时候，学习者如何设置第二语言的参数。他们指出，母语习得和第二语言学习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对语料（evidence）的依赖性。语料有正、负两种：正面语料是指儿童实际接触到的成人说的话，负面语料则指语言中不存在的某种结构以及他人对语言错误的纠正。儿童对母语的习得基本上是根据正面语料，如果他们说出一个错误的结构，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发现没有人用这样的语言结构，他们自己也就不说了。成年人很少会纠正儿童的语法错误，所以儿童习得母语时很少听到负面语料。第二语言学习则与之不同，学习者会更多地接触负面语料。例如，如果英语学习者说出了一个在英语中不存在的结构，而又没人纠正他，那么他就会一直使用这个语言结构。因为学习者会认为，这个结构既然在母语中是存在的，在英语中应该也有，而且自己以后可能会遇到这种结构（Swan & Smith，2001）。普遍语法理论的支持者认为，第二语言学习中教师的指导是非常重要的，教师应该把学生不能自己学会的知识作为教学的重点，提供语料，比较、讲解和纠正错误。

虽然目前很多研究者用普遍语法理论来解释第二语言学习，但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成熟，研究结论也有分歧。究竟普遍语法理论在第二语言学习中是否起作用以及如何起作用，仍是亟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杨连瑞，尹洪山，2005;施家炜，2006）。

竞争模型

竞争模型（competition model）是MacWhinney（1987，2005）提出来的一种语言学习理论模型。与普遍语法理论不同，竞争模型不是把语言看成人脑中固有的静态知识，而是看成动态的知识；它关心人们如何使用语言，而不是头脑中储存的关于语言的知识。该模型认为语言的产生要经过词汇、词形、音调和词序四个方面，而大脑不可能同时加工这些方面的信息，因此语言的不同方面就要互相竞争以获得认知加工。MacWhinney认为学习者有一种天生的倾向，给不同的语言形式赋予不同的权重，在语言应用和交际中先处理一种语言形式，后处理另外一种语言形式。语言学习的过程就是不断调整这些语言形式间的权重，直到符合实际语言交流的需要。例如，中国学生学英语时，一开始学习的多是主动语态的句子，主语出现在谓语动词之前，学习者就给这种词序形式赋予更多的权重。当后来随着学习程度的加深，开始更多地接触被动语态的句子时，发现by短语也可以表示行为主体，这时主动和被动两种语态形式有了竞争，学习者就会重新对语言形式分配权重，减少主动语态的权重，增加被动语态的权重。一般来说，当一种语言形式对学习者来说更重要时，就更容易在竞争中获得更多的权重分配，也就更容易被学习和掌握。

认知学习理论

第二语言学习的认知学习理论主要包括ACT-R模型（the adaptive control of thought-rational）、平行分布加工模型（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 model）和信息加工模型（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安德森（Anderson）提出的ACT模型和后来修正的ACT-R模型是第二语言学习的认知学习理论中影响最大的（Anderson，1993）。安德森将知识分为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陈述性知识是关于“是什么”的知识，程序性知识是关于“怎么做”的知识。他认为第二语言学习就是一种复杂认知技能的学习，是一个由掌握陈述性知识向掌握程序性知识转变的过程。这一转变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认知阶段，在这一阶段所学的各种信息被贮存为一系列事实；第二阶段为联结阶段，通过合成的方式把一些离散的产生规则综合为一个更有效的产生规则；第三阶段为自动化阶段，在这一阶段，语言产生的程序变得越来越自动化。ACT-R模型认为通过反复练习有助于这种转变的实现。该模型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知识类型，即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二是重视两种知识间的转化对语言学习的影响。所以ACT-R模型重点强调的是学习者内部表征和加工过程对第二语言学习的影响。另外ACT-R模型明确提出了第二语言学习要经过的几个阶段，以及练习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这一理论模型为解释第二语言学习中诸如语言习惯的形成、流利性的发展等语言现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陈宝国，2001）。

Rumelhart 和 McClelland（1986）提出了第二语言学习的平行分布加工模型。该模型认为语言知识不是形式和规则，而是由多个节点组成的网络；各个语言单位相互联结，形成不同层次的集合。该理论认为语言加工不是按次序一个一个地进行，而是并行加工的，同时执行一些操作和加工。第二语言的学习并不是学习抽象的语法规则，语言的学习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由于经验的作用，在网络各节点之间建立联结，并使其联结强度、权重发生变化的过程。平行分布加工模型指出，语言学习者对语言输入过程中的一些规则非常敏感，然后在这些规则的基础上抽取概率性的联结模式，当这些模式由于重复激活而被加强时，学习也就发生了。平行分布加工模型为第二语言学习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理论框架。因为该模型认为语言的学习是不受规则支配的，而是基于联结模式的建构，因此它可以不依赖语言规则，直接解释语言现象（陈宝国，2001）。然而，该模型关于“知识不是规则”的观点也受到一些研究者的批评（Cook，2001）。此外，这个模型在实际运用的时候也比较复杂。

McLaughlin等人（McLaughlin，1990; McLaughlin & Heredia，1996）提出了第二语言学习的信息加工模型。他认为学习是从有意识的控制加工开始的，随着练习次数的增加，逐渐成为自动化的加工，只需投入很少的注意就可以完成对信息的加工处理。第二语言学习也是类似的过程，一开始学习者关注语法规则，然后渐渐地可以在一般的对话中自动地使用这些规则。第二语言学习的过程就表现为从控制加工向自动加工的转变，语言的运用从不流利变得流利。与ACT-R模型类似，信息加工模型也将第二语言学习当作是一种认知技能的学习，通过练习可以实现自动化加工。一些反应时方面的研究结果支持了该模型，因为研究者发现当学习者的二语越来越熟练的时候，反应时也更短了（DeKeyser，1997）。另外，信息加工模型也受到了一些质疑，该模型的支持证据主要是来自词汇研究的实验结果，而不是第二语言学习本身。此外，该模型认为“学习第二语言和学习开汽车等其他技能是类似的”，该观点也受到了很多批评（Cook，2001）。

社会教育模型

很多第二语言学习理论模型都忽略了语言学习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社会因素。Gardner（2006）重视社会交往因素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作用，并提出了社会教育模型（socio-educational model），主要关注个体自身的因素和社会交往因素在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如图1.3所示。该模型认为，有两个主要因素影响第二语言学习的效果：动机和能力。动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习者对学习环境的态度，即对教师和课堂的态度；二是学习者对第二语言所反映的文化的态度。学习者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决定学习者对第二语言的态度和学习动机。另外，学习者自身的能力主要影响在正式环境中的语言学习效果，如课堂中的语言学习情况；而相比之下，对课堂之外的非正式情境中的语言学习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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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Gardner的社会教育模型（Gardner，2006）

交往模型

Long（1981）提出了交往模型（interaction model），强调语言输入是第二语言学习的必要条件，社会交往和互动有助于第二语言经验的获得。Long认为在第二语言学习中，重要的不是第二语言学习者学习到了什么语言知识，而是第二语言学习者与他人交往的方式。在交往中，学习者既要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要理解对方的意思。为了使对话继续下去，双方要合作做一些事情，即“协商”（negotiation），协商包括反馈、互助和必要的纠正等互动（Long，1996）。例如，在口语中适当停顿、放慢速度、提前给出话题，在阅读中提供相应背景知识等。这些经过调节、协商的语言输入有利于第二语言初学者提高语言理解能力。同样地，社会互动中的语言调节和合作提高了语言输入的可及性。在第二语言学习中，“交往”主要是在课堂上进行的，这时交往的双方一方是学习者，一方是教师。交往模型要求教师在课堂上提供可理解的语言输入，吸引学生使用第二语言交流，并适时地纠正学生的语言错误。教师常用的一些纠正方法包括明确改正语言错误、改述、澄清、诱导以及重复等。

社会文化理论

第二语言学习的社会文化理论是在维果茨基（Vygotsky）的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Vygotsky，1978，1987）。维果茨基从文化发展与内化论的角度出发，从种系和个体发展的角度分析了个体和心理发展的实质，认为心理发展是在与周围人的交往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受人类社会文化历史的制约，提出了著名的社会文化理论。他强调个体的心理发展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条件下，借助语言符号进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相互作用，致使心理活动逐渐由外部向内部转化，心理机能逐渐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在说明教育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维果茨基还提出了“最近发展区”的概念，认为儿童现有的发展水平和在别人指导帮助下能达到的水平之间的差距就是最近发展区。教学一方面要适应学生的现有水平，但更重要的是发挥教学对发展的主导作用，走在儿童发展的前面。

后来有研究者用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来解释第二语言学习的过程，这就出现了第二语言学习的社会文化理论（Swain & Lapkin，2000，2002）。与前面提到的交往模型不同，该理论认为社会互动不仅促进语言学习，更是导致语言学习发生的诱因。根据维果茨基提出的“最近发展区”的观点，学习者通过社会互动和自我互动可以实现从当前水平达到更高的潜在水平，而离开了互动则无法实现。Lantolf（2000）探讨了在第二语言学习者“最近发展区”内通过搭建“脚手架”等辅助性形式来学习第二语言并促进认知发展等问题。Swain等人（2000，2002）进一步指出仅仅依靠可理解的语言输入还不能使第二语言学习者准确而又流利地使用语言。成功的第二语言学习者既需要接触大量的可理解输入，又需要产出可理解的输出。在某种条件下，语言输出可以促进第二语言学习，而且虽然其方式不同于输入，但却可以增强输入对第二语言学习的作用。第二语言学习需要通过社会交往进行，这样学习者才能不断地把新知识内化，变成自己掌握的语言知识。当然，在现实中有的人无需社会互动也掌握了第二语言；而有的人经历了广泛的社会互动，第二语言学习却收效甚微。前一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学习者毕竟还是与文本、电子资料等其他介质进行了互动，如第二语言学习者通过看英文小说、看美剧而学习了英语；第二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学习者采用了一些交际策略，影响了社会互动对语言学习的促进效果。

Johnson在回顾第二语言学习研究的发展时指出，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为扩展第二语言学习的研究领域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并在考虑认知和社会两大因素的基础上构建了第二语言学习理论和实践的新模式（Johnson，2004）。


1.3.3 第二语言学习与双语

双语和双语者的界定

在涉及第二语言学习的相关文献中，经常会出现双语和双语者这样的术语。实际上，第二语言学习、双语、双语者这些术语是经常在一起出现的，三者是紧密相关的。在心理学研究中，学习和掌握第二语言的人一般被广泛地称为双语者（bilingual）（Grosjean，1992）。双语（bilingualism）或双语现象，是指与双语者使用两种语言有关的现象和规律。从表面看来，双语者和双语现象是界定清晰的概念，但不同的研究者也有不同的界定。有的研究者将双语定义为两种语言都能像母语一样熟练；有的研究者认为双语就是交替地使用两种语言的实践；有的研究者则认为双语是指能够用两种语言完成有意义话语的活动（Grosjean，1992，2010）。研究者们对于双语的界定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其争论的焦点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双语是否要考虑两种语言的熟练程度？有人认为，在两种语言上具有同等熟练程度的个体才是真正的双语者。这种观点倾向于将双语者看作是由“两个单语者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得到的，用单语者的语言水平和表现为标准来衡量双语者。如果按照这一标准，真正称得上双语者的个体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即使是在真正的双语环境中长大的儿童，他的两种语言的发展也常常是不平衡的，通常其中一种为优势语言，另一种为非优势语言。因此，大多数研究者对双语者的界定并没有如此严格，认为在不同的领域和情境中，因不同的目的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不同语言的个体，都可以称为双语者（Fabbro，1999）。

第二，双语是否把双言（bidialects）也包括在内？有的研究者认为，双语者指那些可以使用两种（或以上）正式语言的人，特别是那些从小就生长在双语环境中的个体（Grosjean，1992）。例如，在家和在学校使用的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或者生活在同时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国家或地区，如新加坡、香港等地。而这些正式语言只包括英语、法语、德语、汉语等官方使用和认可的语言，不包括地方方言。有的研究者则认为，在界定双语者时不把方言考虑在内的观点是一种政治或文化的偏见，提出在界定双语者时应该把方言也计算在内（Fabbro，1999）。其实，双语和双言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一般来说，双语是指两种语言有不同的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双言则是指两种语言有不同的口头语言和基本一致的书面语言（王悦，陈俊，张积家，2012）。然而，双言的问题比较复杂，目前学术界对双言的界定仍未达成一致意见。另外，相对于双语研究的长足发展，双言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目前双言的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少。因此，本书中提到的第二语言学习暂不涉及方言的学习。

双语者的类型

目前，研究者们根据双语者两种语言的获得方式、第二语言的熟练水平、第二语言的获得年龄等因素对双语者进行了类型的区分。但这些区分一般都是研究者从各自的研究需要和当前被试群体的状况出发的，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划分标准（李利，2013）。

根据双语者获得两种语言的方式，可将其分为紧凑型双语者（compact bilingual）、并列型双语者（coordinate bilingual）和从属型双语者（subordinate bilingual）。紧凑型双语者，也称为同时双语者（simultaneous bilingual），指那些在六岁以前同时获得两种语言的个体，通常他们出生于双语家庭中，父母分别有自己的语言。并列型双语者指在青春期以前获得两种语言的个体，可能在家庭中，但也可能在家庭外获得，例如那些在青春期前随家庭迁居海外的儿童。而从属型双语者指那些有一种语言为母语、而另外一种为第二语言，母语的使用具有优先性的个体（Bhatia & Ritchie，1999）。

根据双语者第二语言的熟练水平，可将其分为熟练双语者（fluent bilingual）和非熟练双语者（less-fluent bilingual）。一些研究者认为，熟练双语者指第二语言的熟练程度已接近或者达到第一语言的熟练程度的人，或者说两种语言具有同等熟练程度的人，因此，这类双语者也可称为平衡双语者（balanced bilingual）；非熟练双语者指第二语言的水平相对于第一语言来说不熟练的人，或者说第一语言的熟练程度好于第二语言的人，因此，这类双语者也可称为优势双语者（dominant bilingual）（Wei，2000）。但在当前的实际研究当中，研究者在选择熟练双语者和非熟练双语者时，更多地是从操作定义的层面出发，根据双语者获得第二语言的时间、平时使用第二语言的频率以及所达到的水平等级等多个标准，在被试群体中将双语者相对划分为熟练双语者和非熟练双语者。比如，有的研究者把英语专业高年级大学生作为熟练双语者，把未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非英语专业大学生作为非熟练双语者（叶嘉文，王瑞明，李利，范梦，2011）。

根据双语者的两种语言获得的相对时间，可将双语者分为早期双语者（early bilingual）和晚期双语者（late bilingual）。前者指在幼儿时期就已获得两种语言的个体，而后者指第二语言的获得时间大大晚于母语获得的个体。对于这种分类，研究者之间也有不同的观点。先前曾有部分研究者认为，在青春期之前和青春期获得第二语言的双语者为早期双语者，在青春期之后获得第二语言的双语者为晚期双语者。但目前比较一致的、确定的观点认为，在六七岁之前获得第二语言的双语者为早期双语者，在六七岁之后获得第二语言的双语者为晚期双语者（Fabbro，1999）。


1.3.4 第二语言学习研究的意义和关注的主要问题

第二语言学习研究的意义

随着国际联系与交往的进一步加深，学习与使用第二语言成为现代人的一个紧迫而又现实的任务。一方面，中国的“英语热”从未减退，中国人学英语历时久远，而近十年来的少儿英语又掀起了国内英语学习的新一轮热潮。另一方面，世界的“汉语热”悄然兴起，汉语正成为世界上一种新的强势语言，从而引起了海内外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热潮。第二语言学习的热潮给语言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研究第二语言学习的过程和规律，已成为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者高度关注的问题。该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人类语言学习的本质和规律，还可以为第二语言学习和教学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促进认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因此，第二语言学习研究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也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应用价值。

第二语言学习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

双语、双语者和第二语言学习，虽然是不同的术语，但却是紧密联系的。双语和双语者是第二语言学习研究的现象和主体，它们之间有很多共通之处，特别是关注的问题有很多是一致的。例如，第二语言学习有关键期吗？大脑如何加工和存储两种不同的语言？两种语言是如何进行表征的？双语者第二语言的词汇和句法加工跟母语有何不同？双语者如何根据情境需要灵活地选择所需要的目标语言？第二语言学习对个体的语言和认知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如何更有效地学习第二语言？等等。正如本章前面部分所分析的，第二语言学习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同时也是目前人们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因此，本书以第二语言学习为书名，基于心理学的视角，把相关成果进行更好的整合，希望在理论上可以系统地总结和拓展已有的研究成果，在实践上可以对第二语言的学习和教学提供一定的启发和指导。

总体上看，本书的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第二语言学习的关键期。一谈到第二语言学习，人们经常想到的问题便是第二语言学习有没有关键期？应该何时开始学习第二语言？因此，本书第二章围绕这一问题对相关成果进行了总结和梳理，并详细探讨了关键期假说对第二语言学习的启示。

第二，第二语言学习的脑机制。脑是心理的器官，在第二语言学习中，大脑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第二语言学习会不会对大脑的结构和功能产生影响？第二语言和第一语言表征的脑机制有没有差异？大脑如何有效控制两种语言的加工？本书第三章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

第三，第二语言学习中的双语记忆表征。个体在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中如何表征两种不同的语言，这一直是第二语言学习研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相关的成果非常丰富。本书第四章从发展历程的角度对各个时期的双语记忆表征成果进行了总结和梳理，特别介绍了双语者词汇表征和概念表征之间的联系及形成机制。

第四，第二语言学习中的词汇和句法加工。个体学习第二语言必须掌握语言的三大要素：语音、词汇和语法。其中，词汇学习是第二语言学习的核心。本书第五章对第二语言学习中的词汇加工问题进行了详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了第二语言学习中句法加工的相关成果。

第五，第二语言学习中的语言转换。个体学习了第二语言以后，经常需要根据不同的谈话对象和使用情境，由所掌握的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这种现象被称为语言转换。语言转换是双语者语言使用中的普遍现象，受到研究者的日益关注。本书第六章从行为实验和认知神经科学实验两个方面，对相关成果进行了系统总结和梳理，并简单介绍了同声传译这一特殊的语言转换现象。

第六，第二语言学习对个体认知发展的影响。学习第二语言不仅仅意味着多掌握了一门语言，对个体的认知发展还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本书第七章详细介绍了第二语言学习对个体的认知控制、语言能力和非语言能力的影响。其中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这可以帮助我们更科学、更客观地看待第二语言学习问题。

第七，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个体差异与教学策略。第二语言学习者的个体差异会影响第二语言的学习效果。本书第八章首先介绍了第二语言学习研究中最关注的个体影响因素，从西方语言学习者和汉语学习者两种不同群体出发，介绍了相关研究。然后详细介绍了第二语言的学习策略和教学策略。

第八，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与高效率推广。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汉语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逐渐增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也越来越多。在此环境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书第九章从汉语这种语言的独特性入手，详细介绍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以及如何进行高效率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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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语言学习的关键期

【内容简介】

第二语言学习的关键期是第二语言学习研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本章详细介绍了第二语言学习关键期研究的相关成果。在关键期概述中，首先介绍了“关键期”的概念界定与生理机制，然后介绍了母语学习关键期存在的主要证据，以及与第二语言学习关键期相关的理论解释。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年龄效应部分，分别从二语语音学习、二语句法学习等方面介绍了二语年龄效应存在与否的研究争论。在前两节的基础上，第三节重点介绍了二语学习关键期假说的启示，包括对儿童二语学习的启示，对成人二语学习的启示，以及对二语教学的启示等内容。


2.1 关键期概述

心理学研究者在谈及个体心理发展时，经常会提到“关键期”（critical period）这个重要概念。心理学家普遍认为，人类的某些行为和技能、知识的掌握，在某个特定时期发展最快，最容易受到环境影响。而一旦错过这个时期，个体就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才能弥补，或者将可能永远无法弥补（莫雷，李惠健，李利，2005）。


2.1.1 关键期的概念界定与生理机制

关键期概念的提出与发展

关键期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动物心理学家Lorenz于1935年提出来的，然后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逐渐细化的发展过程。

Lorenz在研究中发现，小鹅在刚孵化出来的20小时以内，有明显的认母行为。它追随第一次见到的活动物体（母鹅、母鸡、人或电动玩具等），并把它认作“母亲”。但是，如果在出生后的20小时内不让小鹅接触到活动物体，过了一两天后，无论是母鹅还是其他活动物体，不管再怎样努力与小鹅接触，小鹅都不会跟随，即小鹅的这种认母行为能力丧失了。Lorenz认为，这种能力是与小鹅特定的生理时期密切相关的。小鹅在出生后不久所遇到的某一种刺激或对象，会印入到它的感觉之中，使它对这种最先印入的刺激产生偏好和追随反应，但如果在出生后较久才接触到外界的活动对象，它就不会出现这种偏好或追随行为。Lorenz把这种无需强化的、在一定时期内容易形成的反应叫作“印刻”（imprinting），把“印刻”现象发生的时期称为“关键期”（Lorenz，1935）。

基于Lorenz的研究，Gould和Marler（1987）通过对白冠雀的研究发现，成年雄雀的叫声中含有某些特定的音符，这种音符能自动触发雄雏雀脑中的收录装置，雄雏雀只有在出生后的40—50天内听到成年雄雀的叫声，日后才会鸣叫。雄雏雀出生后的这40—50天的时间就是其鸣叫行为发展的关键期。还有许多研究表明，这种“关键期”现象不仅发生在鸟类身上，几乎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有，并且在人类身上也存在类似现象。不仅认母行为、鸣叫行为的发生具有“关键期”，其他许多行为能力都有类似的“关键期”。例如，刚出生的小猫通常要到八九天后才能睁开眼睛，而研究者用手术方法把刚出生未睁眼的小猫的眼皮缝上，使其见不到光；9天后，当拆线把眼睛打开时，这只猫就成了盲猫（Hubel & Wiesel，1970; Wiesel & Hubel，1963）。这说明小猫出生后的这八九天就是其视觉发展的关键期，只有在这段时间内接触到视觉经验，其视觉皮层才有可能正常发展。

除了Lorenz提出的关键期概念，不同的学者又提出了一些相似的概念。比如，意大利幼儿教育学家Maria Montessori主要采用“敏感期”（sensitive period）一词，认为儿童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两大动力，一个是敏感力，另一个是吸收性心智。婴幼儿发展包括感官、秩序、语言等九大敏感期，并提出了幼儿教育的敏感期理论（Montessori & Carter，1936）。Flege（1981）在研究动物成长的过程中也使用了“敏感期”这一概念。而Penfield和Roberts（1959）针对语言学习，提出了“最佳年龄”（optimum age）这一概念，强调了在语言学习方面要特别注意在合适的年龄给予合适的语言刺激。总的来看，“关键期”、“敏感期”、“最佳年龄”这些概念是紧密联系的，但也有一定的区别。

关键期假说从环境角度出发，强调关键期是个体发展过程中环境影响能起最大作用的一段或几段时期，而这些特殊时期是与生俱来的内在机制。关键期内，在适宜的环境影响下，行为学习特别容易，发展特别迅速；但如果这时缺乏适宜的环境影响，就会引起病态反应，甚至阻碍日后的正常发展。张葶葶等人（2005）认为，要符合关键期假说必须包含几个基本特征：第一，关键期的出现有一定的时间点，在这个时间点之内，只要有最基本的经验接触，就能获得某种行为；第二，关键期强调个体发展过程中有明确固定的关键时刻；第三，关键期前后的行为表现应该呈现阶梯式下降的变化；第四，关键期之后的行为学习效果与关键期之前的行为学习效果具有明显差异（张葶葶，洪兰，&李俊仁，2005）。根据这一观点，关键期与敏感期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侧重的角度不同。关键期是从环境角度出发，强调了环境影响起最大作用的一段时期；敏感期则是从个体自身角度出发，强调的是机体本身所具有的对环境的敏感特性，并且这种敏感特性可能存在一个或多个机遇窗口。在一定程度上，根据研究目的所侧重的角度，“关键期”和“敏感期”两个术语会相互替代或交叉使用。Flege（1981）认为，关键期与敏感期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机体在关键期内不仅对环境影响极为敏感，而且在关键期的不同阶段，机体对环境的敏感度也不同。通常在关键期的开始及结尾阶段，机体对环境的敏感度较低，在中间阶段最高。而最佳年龄通常包含在关键期与敏感期之内，是这段时期的具体化。

在总结相关概念的基础上，莫雷等人（2012）整合了关键期、敏感期、最佳年龄等术语，提出了广义上的“关键期”概念，即关键期是指在有机体成长过程中，有些机能有一个特殊的形成时期，在这个特殊时期，这方面机能的学习特别敏感，一旦有适宜的刺激或训练，该机能就会很容易形成。而如果在这个时期个体未能得到适宜的刺激或训练，这方面的机能就无法再形成或要耗费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努力才能形成。

从这个概念出发，莫雷等人（2012）认为，人类个体不同机能的关键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依据这些不同的特点，可以把关键期分为潜能闪现期、机能敏感期和机能特效期三种类型。潜能闪现期是指有的机能的关键期表现出“潜能闪现”的特点。在这个时期，如果得不到及时的适宜刺激或训练，这种机能就会永久地消失，以后任何补救也无法使其恢复（或无法恢复到正常水平）。机能敏感期是指有的机能的关键期表现出“机能敏感”的特点。在这个时期，这种机能的学习相当容易，效果特别好，而过了该时期，学习这种机能的难度就会加大。也就是说，这种机能过了这个时期后还可以学习，但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机能特效期是指有的机能的关键期表现出“机能特效”的特点。个体有不少机能在婴幼儿时期就应该并且能够学习，如果这些机能在婴幼儿期能够按时或者提早形成，那么对该机能或者对其他机能的发展就会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反之，如果推后形成，则对整体发展会有消极影响（莫雷，张积家，王瑞明，冷英，王穗苹，刘志雅，何先友，2012）。

由此可见，广义的关键期包含了传统的关键期、敏感期、最佳年龄等表述，强调有机体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机能存在一个特殊的形成时期。在这个特殊阶段，机体对该方面机能的学习特别敏感，一旦有适宜的刺激或训练，这种机能就会很容易形成。广义的关键期为我们理解关键期与敏感期、最佳年龄等术语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视角。

关键期的生理机制

随着大脑研究与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研究者对婴幼儿关键期与大脑发育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已经有较充分的研究证据表明，关键期存在的原因是人脑发育的规律，婴幼儿的关键期主要源于大脑的发育，是由大脑皮层不同功能区域的发育所引起的（莫雷等，2012）。

大脑不同部位的发育时间不一样，当主管某种机能皮层区域的脑细胞进入发育阶段，个体对这种机能就特别敏感，这就是该机能形成的关键期。在这个时期，如果有相应的刺激或训练，那么该区域的脑细胞就会正常发育，形成相应的机能，否则这部分区域的脑细胞可能会萎缩。而萎缩到一定程度后，即使再有刺激，脑细胞也不能重新发育起来，个体可能以后也无法再形成这种机能。如小猫的眼睛缝合实验，这意味着相应机能以后不能再学习或者不能再达到正常水平，即表现为“潜能闪现”（Hubel & Wiesel，1970; Wiesel & Hubel，1963）。

也有可能的情况是，当关键期过后，某些相应区域的细胞逐渐萎缩，个体对某些刺激的敏感性降低，不能像处于关键期内一样轻而易举地获得某些机能。但如果再有适宜的刺激或训练，其他区域的细胞可以代管萎缩区域的功能，补偿这个萎缩区域细胞的作用，所以，相应的机能仍旧可以形成，但个体获得这些机能的难度加大，效率降低，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这就是“机能敏感”的脑机制。

也有可能的情况是，大脑某些区域的细胞如果在关键期得到正常发育，则该本源区域的机能的及时形成和锻炼将有助于其他区域细胞的生长成熟，进而促进其他区域机能的发展。当关键期过后，某些机能本源区域的细胞逐渐萎缩，虽然其他区域的细胞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这个萎缩区域的作用，但是这种建立在代偿区域之上的相应机能，始终达不到建立在本源性区域的机能所应有的高度，不仅自身的发展迟缓，而且也阻碍了其他机能的顺利形成，这就是“机能特效”的脑机制。

对于个体来说，由于大脑发育的影响，在其成长发育的最初几年有许多最容易学习某种知识技能或形成某种心理特性的关键期，而错过了这些时期，发展的障碍就难以克服。比如，目前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婴儿辨别陌生人和熟人的关键期是出生后4—5个月，婴幼儿视觉发展的关键期在0—4岁，幼儿智力发展的关键期是3—4岁，儿童韧性发展的关键期约在4—5岁（Feldman & Bishop，2003; Flavell，Miller，& Miller，1985）。


2.1.2 母语学习的关键期

母语学习的关键期假说的提出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语言学家就将脑神经科学与语言学习研究结合起来，通过一些关于大脑语言功能与年龄关系的实验得出结论：儿童学习语言比成人更有优势（唐汶，2012）。Penfield和Roberts（1959）首次提出将关键期概念引入语言学习中。在此基础上，Lenneberg（1967）在他的《语言的生物学基础》（Bilolgical Foundations of Language）一书中详细发展了之前Penfield等人的观点，正式提出了著名的语言学习关键期假说。这里的语言学习主要指母语的学习。

Lenneberg（1967）的关键期假说认为语言学习过程是由生物因素决定的，特别是大脑在语言学习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脑的偏侧化（lateralization）会导致语言学习生理机制的丧失。该理论认为，自然而成功的语言学习只能发生在关键期。在关键期以前，大脑还没有发展出语言学习所需要的能力;而在关键期以后，因为大脑优势过程的完成，或者语言功能的偏侧化，大脑丧失了灵活性，语言学习会变得越来越难。处于语言学习关键期的儿童，他们大脑的左右半球都参与了语言信息的处理，但随着脑发育的逐渐成熟，人脑的左右半球分别被“赋予”不同的功能。也就是说，Lenneberg把儿童对语言学习的优势归因为生理因素，认为语言是大脑的产物，语言的发展水平受到生理条件的制约。

在Lenneberg的关键期假说的基础上，研究者详细探讨了语言学习的关键期（莫雷，李惠健，李利，2005）。目前普遍认同的观点是，一到二三岁是个体口头语言发展的关键期，个体真正能理解并说出单词的时间是在一岁左右，一岁之前为语言准备期，一岁之后为语言发展期。这个时期个体必须形成口头语言的机能，学会理解别人的语言及自己用语言表达思想。这个机能的获得对个体具有重要的意义，使个体可以将人类千百万年积累下来的经验内化为自身的经验，实现从生物意义的人向社会意义的人的过渡。事实上，尽管语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规则系统，但所有生理发育正常的个体都能够在出生之后的几年之内未经任何正式训练而获得听、说母语的能力，其发展速度是其他复杂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难以比拟的。书面语言发展的关键期是三到六七岁。在这个时期个体会形成书面语言的接收机能，即认字与书面阅读。这项机能的获得对个体发展也有重大的工具性意义，它可以使个体摆脱周围狭小的交往圈子的限制，直接进入与整个人类交往的广阔天地。

母语学习的关键期假说的主要证据

母语学习存在关键期的观点，目前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也获得了很多实验证据。总的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证据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同失语症患者的语言恢复情况。

Lenneberg（1967）以成人失语症患者与儿童失语症患者为研究对象，他们都是因脑创伤或者接受脑部手术而损伤大脑左半球引发语言障碍的患者。他发现，儿童的语言能力能在后期康复过程中自我恢复，而成人缺乏此项能力。也就是说，儿童失语症患者的语言恢复能力要远远高于成人患者（Basser，1962; Lenneberg，1967）。另外，Lenneberg还发现，威尔尼克（Wernicke）成人失语症表现出典型的流利型失语症的特点，说话滔滔不绝，语音语调基本正常，句子结构相对完整，但词汇缺乏实质性意义；而威尔尼克儿童失语症患者却表现出布洛卡（Broca）失语症患者的症状，如发音与节奏受到影响，说话费力，有严重的语法缺失现象（李志明，2012）。

Lenneberg（1967）认为上述现象主要源于大脑语言功能的偏侧化。偏侧化是指大脑半球在功能上的不对称性，也就是说，尽管大脑左右半球在形态上相似，但两半球在细微结构和认知功能（如语言功能）上却不完全一样。Lenneberg认为，儿童出生后的头两年里，大脑两半球在发展语言的潜力方面是基本对称的，因为此时脑神经的分工还未完成，由左右任何半球损伤导致的语言障碍都可以由未损伤半球的功能来弥补。也就是说，如果左脑受到损伤，语言能力就会很自然地从左脑转移到右脑，个体的语言学习不会受到任何妨碍。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的语言功能越来越偏侧化于左半球的威尔尼克区和布洛卡区。虽然右脑对应区域在语言任务中也有激活，但激活强度远远没有左半球的这些区域高。青春期之后，大脑的这种偏侧化过程，即左半球语言功能的专门化过程基本完成。由此可见，脑损伤发生的年龄越早，语言恢复的可能性越大，恢复的速度也越快。而成年后发生脑损伤，语言恢复的可能性则非常小。Lenneberg（1967）通过脑损伤与语言恢复关系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在语言恢复的程度上，还是语言恢复的速度上，成人失语症患者和儿童失语症患者都存在很大的差异，间接地为语言关键期的存在提供了证据。但Lenneberg的研究对象只是脑损伤患者，对于正常人是否存在语言关键期，他并未提供直接的证据。

第二，被完全剥夺语言环境的儿童的语言行为。

一些研究者通过考察那些在关键期之后才开始接触母语的儿童的语言行为来直接验证关键期假说。世界各地发现的“兽孩”（feral children）的例子从另一方面支持了母语学习确实存在关键期的观点。所谓“兽孩”，也称“野孩”（wild children），是指早期由于某种不幸被人遗弃，从小生活在与世隔绝的野外，由动物带大，而后重新回归人类，被人收养的孩子。这些孩子的共同特点是长期与动物生活在一起，具备了动物的一些习性，但由于错过了语言学习的某个特定时期，他们很难再学会人类语言。最为著名的兽孩是Peter。1724年人们在英国汉诺威附近发现他时，他才只有12岁。他行为怪异，听力和嗅觉能力异常敏感，却不会说话。后来，Peter被送到英国宫廷中进行展示，在那里他只学会了说几个字母和简单的名字。除了Peter之外，世界上各种兽孩举不胜举，有出生后失踪由母熊带大的土耳其熊女，有印度狼女孩Kamala和Amala，乌干达猴孩John Ssebunya……这些兽孩基本上都是出生后与野兽生活在一起，虽然后期被人类收养，但身上仍保留着一些动物的“特异功能”，并且最为关键的是他们很难再学会人类的语言。而兽孩中罕见的能够连贯进行语言表达的例子是野女孩Page Nie，那是因为她在被遗弃之前就学会了说话。这更加证明了母语学习存在关键期这一观点（Lane，1976; Curtiss，1977; Curtiss，1988）。

除了野孩外，还有一类儿童虽然没有从小生活在野外，但却由于种种原因不幸被人为地与社会环境隔离。比较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洛杉矶发现的被虐女孩Genie。Genie在出生后不满两岁时就遭遇一场无情的劫难，她被残忍的父亲囚禁在一间幽闭阴暗的地下室里，与世隔绝长达12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囚禁生涯中，她不仅听不到各种声响，而且也不敢发出任何声音，否则就会招来父亲的拳打脚踢。直到13岁时，Genie才被人发现，但此时她已经完全丧失了语言能力。语言学家对其进行了长达7年之久的语言强化教育和治疗干预，在这期间，Genie的语言恢复状况一直被研究者仔细观察和反复测试，几百部录像记录了她进步的点点滴滴。然而，尽管Genie最初在语言发展方面有一定提高，但她的“语言”在很多方面并不符合语法规则，并且她在动词时态、词序、介词、代词的学习上尤其困难，其最终发展的语言能力远远低于正常儿童水平，仅相当于21个月大的婴儿（Fromkin，Krashen，Curtiss，Rigler，& Rigler，1974）。语言学家认为，导致这一结果的最主要原因就是Genie开始接触语言的时间已经错过了关键期（Curtiss，1977）。

“野孩”和Genie的案例，可以较直接地为母语学习存在关键期这一事实提供证据。然而，这些早期被剥夺语言环境的案例只是少数特殊情况，并不能说明在正常语言环境下儿童语言学习是否存在关键期。除此之外，这些特殊个案中的主人公从小没有得到家人及时的教养，遭受虐待，缺乏爱抚，这些异常的生活环境所导致的个体认知、情感障碍等因素可能会与关键期混杂在一起，共同影响儿童的语言发展（陈宝国，彭聃龄，2001）。

第三，天生失聪儿童的母语学习。

为了排除异常生活环境所导致的认知、情感障碍等因素对语言发展的影响，研究者进一步考察了一些生活环境正常但天生失聪的儿童的语言发展情况。这些儿童的父母的听力和语言都是正常的，并且给予了孩子较好的情感关怀。由于先天的听力损伤，这些儿童的语言学习非常困难，直到进入社区的特殊学校后才开始学习手语。很多研究都一致表明，手语的获得年龄和手语熟练程度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也就是说，儿童开始学习手语的年龄越小，最终获得的手语熟练程度越高（Emmorey，Bellugi，Friederici，& Horn，1995; Mayberry & Fischer，1989; Mayberry & Eichen，1991；Newport，1990）。

Grimshaw等人（1998）曾对一位先天失聪的19岁墨西哥男孩E.M.的语言学习情况进行考察。由于听力严重受损，E.M.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所获得的言语刺激非常少，只能通过手语与语言正常的父母交流，直到15岁时他才开始借助助听器学习西班牙语。研究者对其进行了长达4年的观察和测验，但无论是在言语产生还是言语理解方面，E.M.的测验成绩前后都没有明显提高。Grimshaw等人（1998）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天生失聪儿童在青春期后学习语言的困难并非由个体认知和情感缺陷造成，而是错过语言学习关键期的结果（Grimshaw，Adelstein，Bryden ，& MacKinnon，1998;陈宝国，彭聃龄，2001）。然而，从客观角度来讲，听力障碍导致的言语能力丧失，使得很多失聪儿童在个体智力、情感、社会化等方面与正常儿童还是有一定差异的，这些因素会在一定程度上共同阻碍儿童的语言发展。


2.1.3 第二语言学习的关键期

第二语言学习的关键期假说的提出

最初，语言学习的关键期假说是Lenneberg（1967）针对第一语言学习提出的，但关键期假说也引起了第二语言学习领域研究者们的极大关注，他们对关键期假说能否从第一语言扩展到第二语言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是否存在年龄效应（age of acquisition effect）。众多研究结果表明，儿童学习第二语言比成人更有优势，成人二语学习者很少能够达到目的语本族语者的熟练水平。基于这些证据，研究者提出了第二语言学习的关键期假说（Johnson，Newport，1989; Birdsong，1999; DeKeyser，2013）。该假说认为，第二语言学习同母语学习一样，也存在一个关键期，错过了该时期，学习者便很难达到目的语本族语者的熟练水平。

虽然母语学习存在关键期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同，但对于第二语言学习是否存在关键期，研究者之间一直存在争议。目前已有大量研究支持第二语言学习存在关键期，但也有一些研究表明第二语言学习不存在关键期（姜孟，邓小燕，欧平娅，2010）。我们将在后面第二部分对这些研究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梳理。

第二语言学习关键期存在的理论解释

针对第二语言学习为何会存在关键期的问题，研究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观点，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以下几个。

第一，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

20世纪80年代初，乔姆斯基提出了普遍语法理论，也被称为原则与参数理论，目的在于揭示儿童为什么可以在外界“刺激贫乏”的条件下获得复杂的母语语法体系。乔姆斯基认为这是大脑中存在的语言学习机制在起作用，这种机制也称作普遍语法，普遍语法包括一系列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具有普遍性，适用于各种语言；同时又具有灵活性，允许不同的语言在一定范围内有些差异。当儿童接收一定数量的语言输入后，就会利用普遍语法对这些现象进行分析，并从中概括出具体语言的语法规则；利用这些语法规则，儿童就学会了各种具体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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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二语学习中普遍语法可及性的表现形式（武和平，2004）

一些学者在乔姆斯基普遍语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普遍语法可及性”（accessibility or availability of UG）观点，来解释二语学习中的关键期问题（Bley-Vroman，Felix，& Ioup，1988; Felix，1991; Hawkins & Chan，1997; White，1989，1990；王建勤，2009）。主要有三种观点，即“完全可及观”（full access view）、“部分可及观”（partial access view）、“不可及观”（no access view）（如图2.1所示）。

普遍语法的“完全可及观”（也称“直接可及观”）认为，普遍语法理论同时适用于儿童与成人的二语学习。只不过对于成人来说，普遍语法虽然对二语学习仍起作用，但会受到母语的干扰。这导致成人二语学习难以达到目的语本族语者水平。

普遍语法的“部分可及观”（也称“间接可及观”）认为，成人第二语言学习者可能会通达普遍语法的原则，但是可能不会习得所有的参数。第二语言学习者不会产生不符合普遍语法原则的语法错误，因为他们的语言产出受普遍语法制约，但却不能够正确地设置第二语言的参数。也就是说，对第二语言学习者而言，普遍语法是可及的，但是第二语言的参数却是不可及的。

普遍语法的“不可及观”认为，普遍语法不适用于成人的二语学习，成人学习二语只能通过一般的认知机制。一个基本事实可以作为证据，即移民儿童的第二语言大都能够达到目的语本族语者的水平，而他们的父母却很少如此。按照语言学习的关键期假说，成人第二语言学习与母语学习存在如此大差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普遍语法在关键期后不再起作用，即普遍语法并不适用于成人的第二语言学习。

就语言学习的生理性而言，普遍语法的观点与二语学习关键期假说是一致的，并且二语学习关键期与普遍语法发生作用的时间相契合，普遍语法丧失作用时就表现为语言学习过程的关键期的结束。但是，普遍语法对成人与儿童二语学习者的适用程度却不同，成人只能通过一语间接地利用普遍语法，或者只能部分地利用普遍语法，或者不能利用普遍语法，这样就导致了成人二语学习效率的降低。可见，普遍语法的不可利用性或可利用性降低是导致儿童与成人二语学习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

第二，Krashen的语言监控模式理论。

20世纪70年代，Krashen提出了“语言监控模式”（language monitor model），也被称作“第二语言发展监控模式”（monitor model of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该理论包括“五个中心假说”，其中的“输入假说”和“情感过滤假说”对第二语言学习的关键期问题作了重要的阐释（Krashen，1981，1982，1985，1994;王建勤，2009）。

Krashen认为输入假说是其整个二语学习理论的核心部分，因为它回答了二语学习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为什么在二语学习上儿童比成人的表现更好。该假说指出，人们要成功地获得二语，就必须接收可理解的第二语言输入，并且输入的第二语言难度要略高于学习者的现有能力。如果学习者现有水平为“i”，那么第二语言输入应有一个小的跳跃，即“i+1”，“1”表示稍稍高出学习者现有水平的语言知识。如果学习者在二语学习的关键期中接触大量“i+1”水平的语言材料，他们就会在理解信息的同时，自然而然、不知不觉地获得第二语言知识。

Krashen的输入假说包含四个要素，儿童之所以在二语学习上好于成人，就是因为儿童的二语学习条件更满足这四个要素，它们分别是：（1）输入数量。语言学习需要大量语言输入，必须为学习者提供足够数量的语言输入。与成人相比，儿童更加好动，活动范围更广，因而可以获得更多的二语语料。（2）输入质量。学习者接触到的语言输入必须是“可理解的”，必须含有“i+1”结构，保证语言输入语料的难度稍高于学习者目前已掌握的语言知识。儿童在学习语言过程中最常接触的就是“母亲话语”（motherese）或“保姆话语”（caretaker talk），这是父母为了使儿童听懂新概念或新事物而特意使用的简化语言。这些话语的典型特点就是句法简单、语速较慢、有重复，同时伴随肢体语言，易于儿童理解与模仿，从而为儿童提供了更高质量的二语输入。（3）输入方式。在语言环境中自然接收语言材料，注重语言意义的粗略调整输入。对于儿童来说，他们的二语学习通常发生在自然环境中，具有“此时此地”的特点。儿童所接触的二语输入虽然较简单，但却以交流为目的，而非为了学习某种语言结构而专门进行的有意学习。相反，成人二语学习一般在课堂等正式场合进行，所接触的二语语料往往是一些复杂的语篇理解或写作，实际的口语锻炼机会较少。（4）输入条件。学习者必须在情感焦虑低、情感屏障弱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接收语料的输入。一般而言，儿童与成人相比，在二语学习过程中没有较大的精神负担和心理压力，情感过滤较低。

Krashen的情感过滤假说主要从情感角度分析造成儿童与成人二语学习差异的原因。Krashen认为，可理解的语言输入是语言学习必须具备的条件，但仅有这一条件是不够的。要解释儿童与成人二语学习者之间的差异，还要考虑两者的不同情感因素所起的作用。这里的情感因素包括学习者的动机、自信和焦虑等。为此，Krashen提出了“情感过滤”（affective filter）这一概念。“情感过滤”指的是阻止学习者充分利用所接收的可理解的输入来学习语言的心理障碍。也就是说，情感因素并不在整个语言学习的过程当中，其作用只是阻碍或协助语言输入进入语言学习机制。Krashen用图2.2来表示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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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情感过滤器示意图（Krashen，1981）

情感过滤假说把与二语学习相关联的情感因素分为三大类，通过这三类因素，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儿童在二语学习中所体现出的情感优势。这三类因素包括：（1）动机。学习者的学习目的是否明确直接影响其学习效果。目的明确则动机强度适中，学习发展快，反之则收效甚微。儿童二语学习动机单纯自然，更多地出自与他人交流的内在需要，动机强度适中；而成人二语学习动机更加复杂多样，有时不免急功近利，动机强度过高，缺乏儿童那种天然性。（2）自信。自信会让学习者表现得更好，那些自信、自我感觉良好的学习者在学习中进展更快。儿童时期的阅历相对简单，挫折经验也较少，自信心很少受到打击，加之他们对新事物（包括语言）充满了学习和探究的欲望，因而在二语交流中非常乐观主动；而成人的经历相对复杂，在语言学习中的某些挫折经历可能会使他们心生自卑，有时因过于担心他人的负面评价而怯于表现，在二语交流中比较被动。（3）焦虑。不管是个人的焦虑，还是整个课堂的焦虑程度，只有低程度的焦虑，才有助于二语学习，顾虑较少的学习者容易得到更多的语言输入。儿童因为二语学习动机单纯，敢于尝试，不惧怕失败，因而焦虑程度较低；而成人动机过强，一旦达不到目标或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其他挫折就容易产生焦虑情绪。

根据情感过滤假说，语言学习的好坏之所以因人而异，主要源于心理方面。由于学习者在学习动机、自信心和焦虑等情感方面的强度不同，因而形成了强弱不同的心理障碍。这种情感障碍对“可理解输入”起着过滤作用，从而影响“可理解输入”的吸收。Krashen认为，学习者动力越大，自信心越强，焦虑感越弱，对语言输入的过滤就越少，从而学习的输入就越多，二语学习的成绩也就越好。相反，当学习者没有动机，缺少自信心，或心情焦虑，有防范心态，其心理屏障就会越强，对“可理解输入”的吸收就越少，二语学习的效果就越差。

第三，大脑的可塑性和偏侧化。

Penfield和Robert（1959）注意到，无论是从生理角度，还是从神经角度来看，儿童在学习二语的过程中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语言学习的关键期与大脑的可塑性（指先天预成的结构或功能具有一定的可变性）有着密切的联系。研究表明，人从出生到成年，脑的可塑性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中。年龄较小者的大脑可塑性非常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的可塑性逐渐降低。那么大脑的可塑性程度的变化是如何影响语言学习的呢？可能的情况包括两点：（1）大脑中天生具有负责语言学习的神经组织。这些神经组织如果在一定时期内，接收到了外界适宜的语言输入的刺激，其功能就会得到充分的发展，从而使人们发展起完备的语言能力；但在一定时期内，如果未能接收到适宜的语言输入刺激，其功能就会萎缩，甚至消失。青春期之后，语言学习能力的降低，可能与负责语言功能的神经组织的功能降低有关。（2）由于年龄越小，大脑的可塑性越强，这使得儿童的二语和一语学习可能具有相同的神经组织结构，但当成年后学习二语时，原来负责语言学习的神经组织的功能已经减弱，这就使得成人的大脑可能通过发展或使用其他神经组织来负责二语学习，从而导致二语学习效率的降低。

一些研究表明，大脑的可塑性和偏侧化可能会使儿童二语学习者和成人二语学习者发展出不同的脑生理机制。Wuillemin等人（1994）使用视野分离技术考察双语者的大脑偏侧化。他们考虑了大量可能与语言的大脑偏侧化相关的因素，如二语学习年龄、熟练水平、语言的使用时间等。结果发现，只有二语学习年龄与大脑偏侧化的关系最紧密，并且与早期双语者相比，晚期双语者的右脑更多地参与了二语加工（Wuillemin，Richardson，& Lynch，1994）。Kim等人（1997）采用fMRI技术考察双语者加工不同语言时的大脑不同区域的激活情况。他们要求在不同年龄阶段掌握二语的双语被试用两种语言描述在特定时间内发生的事件。结果发现，成人二语学习者的母语和二语分别激活了前额叶皮层布洛卡区的不同区域；而儿童二语学习者的母语和二语激活了相同的布洛卡区域。实验结果表明，对于儿童二语学习者来说，他们的语言加工更多地依赖于大脑左半球，并且一语和二语的学习可能具有相同的脑生理机制；而对于成人二语学习者来说，他们的语言加工则更多地由大脑右半球负责，或者左半球的不同区域分别负责一语和二语的加工（Kim，Relkin，Lee，& Hirsch，1997；陈宝国，彭聃龄，2001）。

第四，文化适应理论。

文化适应理论（acculturation theory）由Schumann（1978）最早提出。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也被译为“文化融合”或“文化移入”，指的是个体或群体自身的语言、文化和价值体系在与另一种语言、文化和价值体系相互交流中产生变化的过程。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下，二语学习者通常要根据目的语国家的文化，对自身母语文化中的个体习惯、价值观和行为作出改变或调整。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第二语言学习实际上是文化适应的一个方面，二语学习的成败主要取决于二语学习者对母语文化与二语文化融合的程度。

文化适应理论将第二语言学习关键期的存在归于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认为儿童在二语学习上之所以比成人表现更好，是因为儿童融入二语文化的程度更高。该理论的具体观点是：二语学习是文化同化的一种表现，二语学习者被目的语文化同化的程度将影响二语学习的进度。而这种同化的程度主要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是二语学习者与目的语的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二是二语学习者与目的语的心理距离（psychological distance）。这两种距离的远近会影响学习者内在学习机制对目的语输入的开放程度，当距离较近时，学习者对目的语持积极态度，学习速度就快；当距离较远时，学习者对目的语持否定态度，学习速度就慢。Schumann（1978）考察了6个儿童时期移民美国的二语学习者，研究者假设，在社会和心理上与目的语团体越接近的学习者，他们在发音表现上就越好；反之，则越差。Alberto是这6个早期二语学习者之一，现已33岁，尽管他并不存在语言认知或生理语言障碍，但他疏远美国文化、人民和媒介（电视、音乐等），不想与说英语的人们交流。因此，他较差的二语表现主要源于与目的语文化的社会与心理分离。这一研究结果表明，与二语社会和心理接近程度越高，文化适应程度就越高，二语发展才越好（张延成，2012；Schumann，1978）。


2.2 第二语言学习中的年龄效应

第二语言学习的关键期假说一经提出，就引起研究者们的极大关注，他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是否存在年龄效应，以及年龄效应的具体表现是什么（Miralpeix，2011）。围绕第二语言学习中的年龄效应，研究者进行了大量研究，获得了支持第二语言学习关键期假说的众多证据。但也有一些研究发现了不同的结果，对第二语言学习的关键期假说提出了质疑。


2.2.1 二语语音学习的年龄效应

支持关键期假说的二语语音学习的年龄效应研究

Oyama（1976）考察了移民美国的意大利学生的英语口音，这些学生在美国的居住时间长短不同。结果发现，他们的英语水平测试成绩与居住时间长短无关，而与移民年龄成正比。移民时年龄越小，英语水平测试成绩越高，语言使用也越接近英语本族语者；而随着他们移民年龄的增加，其外来口音越来越明显。Oyama认为，二语学习年龄是语音水平高低的决定因素，如果人们在12岁之后才到达目的语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外来口音。她认为，即使有些成人的二语口音达到了目的语本族语者水平，所占的比例也相当小，不足以构成反对关键期假说的充分证据。

Snow和Hoefnagel-Höhle（1977）调查了136名5—31岁的英—荷双语者在二语发音方面的年龄差异，结果发现，虽然年龄较大的学习者的二语发音有初始优势，但年龄较小的儿童仅在一年后就开始赶超年龄较大的学习者。这表明年龄较大的学习者在语音学习上的速度优势是短暂的。Patkowski（1990）以年龄在5—50岁间的二语学习者为被试，发现口音等级与到达年龄呈显著的负相关。Thompson（1991）以二语学习年龄在4—42岁间的二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二语学习年龄可有效预测二语最终达到的口音等级。同时他还发现，10岁前到达美国的学习者虽然英语口音得分显著高于成人组，但没有完全达到英语本族语者的水平。Patkowsky（1994）的研究发现，15岁之前的移民者口语中没有明显的外来口音，而15岁之后的移民者口语中则出现外来口音，这表明15岁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超过15岁就过了二语语音学习的关键期。

Aoyama等人（2004）的研究表明，儿童二语学习者和成人二语学习者在区分二语的非母语语音上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二语学习年龄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在他们的研究中，儿童二语学习的平均年龄为10岁，尽管这些儿童在语音感知和语音产生上还未达到目的语本族语者水平，但他们的表现已相当不错（Aoyama，Flege，Guion，Akahane-Yamada，& Yamada，2004）。Hernandez（2012）进一步研究了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在相似任务上的语音感知的情况。在实验中，他用音节（如saf、sef、sof、suf）取代英语元音，成对地呈现给被试，要求被试回答这两个音节的相似程度。这些音节经过数字编辑后，在语音的抑扬、时长和持续变化方面具有很多相同的音节符号。这些被试都是以英语为二语的西班牙母语者，他们开始学习英语的年龄不同，英语熟练水平各异。与Aoyama等人只研究了两组被试（儿童和成人）不同，Hernandez的研究按二语的获得年龄将被试分为三组：早期组（二语获得的平均年龄为3.6岁）、中期组（二语获得的平均年龄为6.9岁）和晚期组（二语获得的平均年龄为14.5岁）。结果表明，无论在感知与不同音节有关的不同范畴，还是忽略相同音节的不同符号的变化上，只有早期组的学习者的英语语音水平与英语本族语者相似。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尽管研究者对于语音学习关键期的确切时间存在争议，但众多研究证据表明，语音学习确实存在关键期，在关键期过后，口语中出现外来口音的几率大大提高。

Hernandez和Li（2007）的连接模型（connection model）认为，语音感知和语音产生包括精细的感知与协调的运动，从准确的音素加工、声调和语音的抑扬，到对舌、唇和喉头运动的快速而精准的控制。来自神经成像的证据表明，前纹状体回路在相关感觉运动加工中可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儿童大脑的可塑性强，可能同时拥有形成母语和目的语本族语的语音感知和语音产出所必需的感觉运动加工机制。相反，成人普遍缺少用于彻底改变学习系统（一语语音）的神经资源或用于发展与一语完全不同的二语语音范畴的神经资源（Flege，1995）。连接模型为这种年龄效应提供了机制上的解释，如果模型上的连接完全用于学习结构（如偏重特定功能），那么鉴于连接重量的更新，模型将发生较少的改变，这使得模型成为抵制适应的防守系统。此外，在儿童出生后的第一年里，几乎四分之三的时间都在积极聆听环境中的各种声音，他们在说话前（通常在一岁左右产生第一个词语）就已经接收了各种语音输入。而成人已经获得了母语的语音系统，并且很少会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里首先集中学习二语语音，然后过渡到二语的其他方面（如词汇和语法）。这使成人的二语语音学习难以达到像目的语本族语者一样的水平（Grosjean & Li Ping，2012）。

对于移民的二语学习者来说，外来口音是最难克服的一个方面。为什么与儿童相比，成人在二语的语音学习上存在如此大的困难？Flege（1995）提出了语音学习模型（speech learning model，简称SLM），认为二语学习者会根据二语与其母语语音系统的相似程度来确立二语的语音范畴。相似但并非完全相同的语音，如英语元音/æ/、/[image: ]/和/Λ/（分别对应于hat、hot和hut），对二语学习者的难度明显大于其他语音。在西班牙和中国，这几个英语元音一般会被认为是一个单一的元音/Λ/，因而二语学习者经常将其混淆。与成人二语学习者相比，儿童二语学习者形成一种新的语音范畴更容易，儿童与成人的这种差异源于他们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对一语语音表征和二语语音表征的程度不同。根据SLM的观点，由于受一语的影响，二语学习者年龄越大，确定二语元音和辅音范畴的可能性就越低，因此，二语产出的准确性也随之下降。换句话说，二语学习者对于那些与一语发音不同的二语元音和辅音的产出要比那些与一语发音接近的二语元音和辅音的产出更准确（Baker，Trofimovich，Mack，& Flege，2002; Flege，Schmidt，& Wharton，1996; Flege，1995，1999; Flege，MacKay，& Meador，1999; Flege，Munro，& MacKay，1995）。

研究者广泛研究了英语辅音/r/和/l/的语音差异，发现日本人是区分不出这种差异的。日本的英语学习者对于准确感知和说出英语辅音/r/和/l/具有很大困难。例如，对于日语母语者来说，英语单词/load/和/road/是一样的。Aoyama等人（2004）研究了居住在美国以英语为二语的日本儿童和成人。在实验一中，研究者要求16个儿童（平均年龄为10岁）和16个成人听包含辅音/r/和/l/及其他元素的单词，任务是指出三个单词中是否有一个单词不同于另外两个。在实验二中，他们要求相同的32个被试用以/l/、/r/或/w/辅音开头的英语名称命名图片，然后由英语母语者对被试说出的单词进行判断。在两个实验中，儿童和成人都接受两次测验（时间点1和时间点2），间隔一年的时间，以此来评估他们通过学习所获得的进步。实验一结果表明，与英语母语者相比，日本儿童和成人在/r/、/l/辅音上表现较差。此外，成人学习者从第一次测试到第二次测试的进步非常小，而儿童学习者在相同期间里的进步非常显著。实验二的结果也表现出相似的情况，即儿童学习者在一年的时间里进步非常大，而成人学习者则进步甚小。值得注意的是，在时间点1时，成人学习者在语音感知和语音产出上的表现都较好；但在时间点2上，他们均没有进步。此外，儿童的进步主要体现在/r/上，而非/l/。Aoyama等人对此的解释与SLM模型一致，即对于日本学习者来说，与英语辅音/l/相比，英语/r/在感觉上与日本/r/的差异更大。因此日本人对英语/r/的发音更好，学习起来更容易（Aoyama，Flege，Guion，Akahane-Yamada，& Yamada，2004; Grosjean & Li，2012）。

质疑关键期假说的二语语音学习的年龄效应研究

Snow和Hoefnagel-Höhle（1977）的研究对关键期假说提出了质疑。他们考察了136个在不同年龄开始学习英语的荷兰人。他们创造了一种自然的语境，使被试的二语学习与第一语言获得的条件尽可能相近。在被试居住美国的第一年时间里，他们通过3次测验评估被试的语音发展。根据被试的年龄将其分为5组：3—5岁组、6—7岁组、8—10岁组、12—15岁组和成人组。测验结果表明，年龄较小的学习者在语音学习上的表现并没有人们预期的那样好。

Olson和Samuels（1973）考察了英语—德语双语者的德语发音水平，将被试按年龄分为3组，分别是：9.5—10.5岁组，14—15岁组，18—26岁组。这3组研究对象接受了为期3周、每节课15到25分钟的德语语音课。研究结果表明：14—15岁组和18—26岁组两组学生的发音比9.5—10.5岁组的学生要好。由此他们推断：语言学习关键期假说这一理论并不适用于二语语音学习，处在青春期的青少年与成人要比未到青春期的儿童在语音学习方面表现更好。这项研究也为反驳关键期假说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Bongaerts等人（1997）要求12—18岁间开始学习二语的荷兰语母语者读英语或法语句子和单词，然后请英语和法语母语者对他们的发音口音进行评定，结果发现二语熟练组被试的平均成绩和非熟练组被试的平均成绩与母语控制组的平均成绩之间都存在显著差异；但在二语熟练的荷兰语母语组有30%～50%的被试能在英语和法语发音上达到近似英语和法语母语者的水平，而二语非熟练的荷兰语母语者却没有人能够达到英语和法语母语者水平（Bongaerts，Van Summeren，Planken，& Schils，1997）。Bongaerts（1999）报告了3例成人二语学习者英语发音不带任何口音的个案。被试是来自丹麦某大学的成绩优秀的高年级英语和法语学生，实验测试被试的两种语言是否具有达到英语本族语者水平的潜在能力。实验者使用的方法为有声朗读法，要求这些大学生朗读事先准备好的包含特别难发音的句子和短语。结果表明，英语本族语的考官认为这些学生天资聪明，发音纯正，已达到近似英语本族语者的发音水平。

Birdsong（2005）对英语母语者学习法语连音、辅音的情况进行了检验，他所使用的20个被试开始学习法语的平均年龄为23岁。研究结果表明，母语组的错误率为0，非母语组的错误率为22.5%；但4个非母语者的语素和语音正确率为100%，达到了母语水平。

Jedynak（2009）以42个晚期二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考察他们的语音学习情况。实验一包括32个以英语为二语的晚期学习者，4个英语本族语者作为控制组；实验二包括10个以波兰语为二语的晚期学习者，2个波兰语本族语者作为控制组，从中挑选出高熟练水平的被试。实验任务是高声朗读，包括一篇简短的报纸文章和基于三个给定话题（“我的爱好”、“我最好的朋友”或“我的家庭”）之一的口语任务。由目的语本族语者对所收集到的被试语音样本使用5点量表（从外来口音非常重到没有外来口音）进行评分。总的研究发现，按照目的语本族语者和非目的语本族语者的评分，本族语控制组的平均得分显著高于二语学习者的平均得分，并且只有二语学习时间长短是二语语音获得最终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中有9个非常成功的二语学习者，他们的语音得分有的在目的语本族语者控制范围内，有的仅仅低于一点。Jedynak认为，不管晚期二语学习者的经验和学习策略如何，对于个别动机高的特殊的晚期二语学习者来说，在语音学习上达到目的语本族语者水平是可能的。


2.2.2 二语句法学习的年龄效应

支持关键期假说的二语句法学习的年龄效应研究

Krashen（1973）的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二语接触时间后，不管是自然接触还是正式的课堂学习，年龄较大的儿童学习句法和词法的速度快些，但是一年以后，年龄较小的儿童就赶上并超过年龄较大的儿童。学习速度研究对接触时间和接触环境进行了控制，得出了年龄较大学习者比年龄较小学习者学得更好的结果。但由于在学习初期，内容比较简单，因此，这一结果并不一定适用于难度大的学习内容。Patkowski（1980）对67个在不同年龄到达美国的移民者进行研究，这些移民者学习英语的时间均达到6年以上。研究结果表明，15岁前开始学习二语句法的学习者的句法水平达到了英语本族语者的水平。

Johnson和Newport（1989）考察了二语学习年龄与二语成绩之间的关系。被试是46个中国人和朝鲜人，在美国的居住时间均在3年以上，他们的二语学习年龄在3—39岁之间。实验要求被试完成276个英语句子的语法判断任务，以此来测试他们的语法知识（包括限定词、助动词、是非问题、wh问题、词序等）和句法知识（如过去时、复数、第三人称单数、现在进行时等）。结果表明，对于早期二语学习者来说，开始学习二语的年龄与二语学习成绩之间存在一种线性的负相关。然而，对于晚期二语学习者来说，研究者并没有发现类似的趋势。与居住时间、动机水平等其他实验变量相比，二语学习年龄是预期二语学习成绩的最好变量。Slavoff和Johnson（1995）探究了汉语和朝鲜语儿童的英语词素和句法知识，所有被试在7—12岁到达美国，已在美国居住了6个月到3年。居住时间长短是测试得分的主要预期变量。结果表明，7—9岁组和10—12岁组在语法判断任务中的成绩无显著差异。但在复杂句法结构的学习上，年龄较小被试的表现明显好于年龄较大的被试，而在简单句法结构的学习上不存在年龄差异（Slavoff & Johnson，1995）。

质疑关键期假说的二语句法学习的年龄效应研究

Bialystok和Hakuta（1999）研究了句法学习是否存在关键期这个问题，研究结论显示句法学习效果与年龄无关。另有研究者以12岁后开始学习二语的双语者和目的语本族语者为被试，使用语法判断任务考察双语者的句法学习情况。结果发现，5%～31%的双语者被试的成绩达到了目的语本族语者的水平，落在后者成绩正负两个标准差的范围内，这表明在青春期之后开始学习二语的个体仍有可能在二语句法学习方面取得成功（Birdsong，1992，1999; Birdsong & Molis，2001）。


2.2.3 二语其他指标学习的年龄效应

支持关键期假说的二语其他指标学习的年龄效应研究

Weber-Fox和Neville（1999）的研究表明，二语学习年龄对负责语言加工的神经系统的影响方式不同。他们将行为研究与脑电实验相结合，考察了早期和晚期双语者在加工语义及开放和封闭词类时的ERP活动。研究结果显示，二语学习者初始学习年龄越大，语义处理能力就越慢，并且左半球的专门化程度减弱，右半球参与语义加工的程度加大。该研究还发现，神经系统学习开放和封闭词类时在分布和时间上不同，年龄较大才开始学习二语的被试对开放词类的学习速度比年龄较小就开始学习二语的被试更慢。这项研究表明，年龄效应影响了大脑对于语义处理和开放词类学习的速度。当然，此研究对于年龄变量的界定比较模糊，要证明语义学习存在一个清晰的关键期还需要更加细化的研究证据。

还有一些研究者发现，早期双语者和晚期双语者的第二语言在表征形式与表征加工的神经系统方面存在差异。Kim等人（1997）运用fMRI技术探讨了母语和第二语言在大脑皮层存储区域的空间位置关系，主要研究布洛卡区和威尔尼克区两个主要的语言功能区。研究结果表明，在威尔尼克区，早期双语者和晚期双语者母语和二语激活的中心点空间位置分离都很小，甚至没有分离；但在布洛卡区，晚期双语者的二语和母语激活的中心点空间位置有明显的分离，而早期双语者的二语和母语的激活位置相同。Wartenburger等人（2003）同样运用fMRI技术考察双语者二语学习年龄对负责语法加工的大脑皮层活动的影响。结果发现，早期双语者（6岁之前学习二语）在加工一语和二语语法时的大脑活动没有显著差异，而晚期双语者（12岁之后学习二语）在加工二语语法时比加工一语语法时激活了更多的脑区（Wartenburger等，2003）。Silverberg和Samuel运用语义启动范式考察了西班牙语—英语早期熟练双语者、晚期非熟练双语者和晚期熟练双语者的记忆表征情况。依据实验结果，他们认为早期熟练双语者和晚期熟练双语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共享特征表征；而不同之处在于，早期熟练双语者两种语言的词汇表征分离、概念表征共享，而晚期熟练双语者的词汇表征共享、概念表征分离。根据这些研究结果，可以发现早期双语者和晚期双语者在记忆表征与加工两种语言的形式及神经系统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这些结果为关键期假说提供了进一步的实验证据（Silverberg & Samuel，2004;李利，莫雷，王瑞明，叶嘉文，2010）。

质疑关键期假说的二语其他指标学习的年龄效应研究

Snow等人（1978）考察了英语—荷兰语双语者在自然语言环境下学习二语的情况。结果发现，12—15岁学习者的荷兰语在最初几个月掌握最快，学习一年以后，8—10岁、12—15岁两组学习者的荷兰语掌握得最好，而3—5岁儿童在所有测试中成绩最差。他们的研究结果否定了二语学习关键期的存在。

Birdsong（1999）以母语为西班牙语的英语学习者为被试，重复了Johnson和Newport（1989，1991）的研究，结果却发现，即使错过了关键期，二语最终熟练水平依然与学习年龄呈负相关，而二语与母语的相似程度和二语的熟练水平对二语学习有重要的作用，这一结果并不支持关键期假设。

Chee等人（1999）通过fMRI研究，在词汇加工和句子生成任务中均发现，较晚学习二语但熟练水平很高的双语者，在加工二语时的脑激活模式与加工一语时的脑激活模式没有差异。该结果说明即使学习年龄晚于关键期，只要被试加以足够的练习，二语仍可达到目的语本族语者水平（Chee，Tan，& Thiel，1999）。


2.2.4 二语学习年龄效应的研究总结及其他理论解释

二语学习年龄效应的研究总结

[image: ]

图2.3 语言学习的关键期（Birdsong，2005）

对于第二语言学习是否存在关键期，研究者主要是从年龄效应入手，着重探讨第二语言学习的不同起始年龄对第二语言学习效果的影响。早期研究者对于语言学习关键期的共同观点是，关键期是一段在其开始后个体对语言输入敏感性迅速提高的时期，随着关键期的结束，个体对语言输入的敏感性逐渐衰减至平缓（见图2.3a）。然而随着对语言学习关键期研究的深入，一些研究者发现，关键期的语言行为表现并非如图2.3a所示，而更应该用一个被拉伸的Z曲线来表示（如图2.3b），这个函数关系图能更好地反映语言学习关键期的标准概念（Johnson & Newport，1989; Birdsong，2005，2006）。

从图2.3b中可以看到，在生命早期的某个年龄点上，或许出生后不久，个体对语言输入的敏感度在很短暂的时间内就可以迅速达到高峰。这种敏感性持续特定的一段时间，之后开始逐渐下降，并在大脑成熟后变得平缓。如果学习者在整段高敏感时期（b图中结束点1之前）沉浸在二语环境中，那么他们的二语就可以达到目的语本族语者的熟练水平。如果二语的学习年龄开始较晚，并且只与部分敏感性高峰时期一致，在敏感性逐渐下降的过程中进入到另一阶段（点1与点2之间），或只是在点1与点2之间的某处开始学习二语，那么这些学习者的语言将很难达到目的语本族语者的熟练水平。并且个体所处的敏感性高峰阶段越短，二语熟练水平越低。最后，如果在大脑成熟后（点2处或点2之后）开始学习二语，这些学习者则错过了从高敏感性阶段受益的机会，只能通过其他手段进行二语学习，如使用有意识的学习策略等。对于这些学习者，通常认为他们的学习年龄与二语的最终熟练水平不再相关。

纵观目前关于二语学习年龄效应的有关研究，不管是在语音、句法方面，还是在语义等其他指标上，大多数的研究者都发现了二语学习中的年龄效应，即年龄较小时学习第二语言的效果明显好于年龄较大时的学习效果，特别是成年以后再学习第二语言，其二语水平就很难达到目的语本族语者水平了。这些研究为关键期假说提供了充分的实验证据。虽然也有些研究没有发现二语学习中的年龄效应，或者发现成年以后再学习第二语言也取得成功的例子，但总的来看，这类研究比较少，影响力比较弱。一方面，没有发现年龄效应可能是因为有些变量控制得不够好，或者变量的观察和测量不够精确；另一方面，虽然成年第二语言学习者中也有部分人达到了目的语本族语者水平，但他们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或许要远远高于早期学习第二语言的人。

牛明典、姚蓝洁和王瑞明（2014）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系统考察了早期英语学习对初中生语言与认知能力的影响。该研究以450名初中生为研究对象，根据开始学习英语的年龄，将他们分为3岁之前组、3岁组、4岁组、5岁组、6岁组、6岁之后组。研究结果发现，3岁是个体英语学习效果的重要转折点，3岁时开始学习英语的被试的语言与认知能力最强。进一步分析还发现，英语学习兴趣和学习策略有部分中介作用。总的研究结果表明，早期英语学习提升了个体的语言能力和认知能力，英语学习兴趣和学习策略是英语学习中的重要影响因素。

综上所述，虽然目前关于第二语言学习的关键期问题还有一些争议，但大多数研究者还是认为6岁（或7岁）之前的学习效果更佳。当然，二语学习的不同方面，如语音、句法、语义等，其关键期是否相同，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另外，学习第二语言还要注意是否具备二语学习的条件，二语学习方式、学习兴趣、学习策略等也都是影响二语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

二语学习年龄效应的其他理论解释

目前大多数研究者都发现了二语学习中的年龄效应，特别是成年以后再开始学习第二语言，其二语水平就很难达到目的语本族语者水平了。这些研究充分证明了关键期假说。但近年来，有些研究也确实发现，即使学习年龄超过了关键期，成人二语的最终熟练水平有时也可以达到目的语本族语者水平，这些发现对关键期假说提出了一定的挑战。因此，研究者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来重新解释二语学习中的年龄效应，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浮现理论和统一竞争模型。

第一，浮现理论

浮现理论（emergentist theory）是在语言学习领域兴起的一种新理论，它最早由Bates（1984）提出，此后Hernandez等人（2005）通过大量实证研究对该理论进行了丰富和完善（Hernandez，Li，& MacWhinney，2005）。浮现理论以双语竞争和防守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为基础，对二语学习的年龄效应提出了新的理论解释（Bates，1984;郭晶晶，陈宝国，2007）。该理论认为，语言学习是一种基于对大量输入语料的统计学习，规则不是事先确定的，而是自然浮现出来的，大脑中没有一个先天存在的语言获得模块，因而语言学习过程中也就不存在关键期的作用。对于第二语言学习，浮现理论认为也同样是一个语言规则的自然浮现过程，但它是基于第一语言的已有规则之上的，受到第一语言的影响和制约（朱枫，2010）。该理论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解释二语学习中的年龄效应：竞争（competition）、振荡（resonance）、寄生（parasitism）和防守（entrenchment）：

（1）竞争，指两种语言对同一种指代物的竞争，如果某一语言处于相关的支持情景，那么它在竞争中就会获胜，竞争是在语言间进行的。

（2）振荡，指语言内部的相互激活，这可以加强某一语言在竞争中的强度。

（3）寄生，指二语要寄生于一语之上，要以一语为基础。

（4）防守，指一语会不断巩固自己的优势地位，同时也会对二语学习产生一定的干扰。

浮现理论认为在二语学习中，两种语言并存于大脑且相互作用，具体表现在母语对二语的制约和二语同母语的竞争，即该理论强调用防守和竞争两种机制代替关键期的概念来解释二语学习中的年龄效应。根据浮现理论的观点，成人学习二语之所以比较困难，不是因为他们错过了语言学习的关键期，而是因为相对儿童来说，成人已接触了大量的母语语料，在学习二语时，一语的防守相对较强，二语的竞争相对较弱。也就是说，成人在学习二语时，受到一语更强的制约，二语同一语相比竞争力较低，从而导致了成人与儿童在二语学习上的差异。

浮现理论认为，二语最初寄生在一语的加工模块上，并受到一语的制约，但随着二语熟练水平的提高，它开始逐渐摆脱寄生地位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加工模块。可以这样理解：因为二语学习者在刚开始学习二语时需要依赖对应的母语模块，此时二语模块的竞争力较弱，母语模块的防守相对较强；而随着二语学习的深入，二语表征在大脑中和对应的母语表征逐渐建立了直接联系，此时，二语模块的地位提高，竞争力增强；随着二语学习程度的进一步提升，二语模块发展到了自主阶段，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表征系统，不再依赖对应的母语模块，其模块竞争力大大增强，母语模块则相对较弱（姜孟，王德春，2006）。Li等人（2002）通过自组织模型模拟汉语—英语双语在大脑中的表征展现了这一过程：模型一开始仅表征中文区域，英语词汇一开始也表征在汉语区域中，但随着英语输入语料的增多，模型经过不断组织，英语词汇渐渐形成了独立于汉语的模块（Li & Farkas，2002）。

Tan等人（2003）的fMRI研究通过操纵韵律判断任务（rhyme judgment task），考察了晚期熟练汉语—英语双语者加工两种语言语音时的脑区激活情况，结果发现，双语者加工汉语语音时激活左侧额中回，加工英语语音时同样激活这一区域，但是母语是英语的单语者加工英语时却激活与语音有关的额下回和颞上回，这表明双语者的二语加工使用一语加工机制，二语加工是在一语加工的基础上进行的（Tan等，2003）。Pallier等人（2003）以童年时被法国人收养的韩国成年被试为研究对象，采用fMRI技术扫描被试分别听韩语和法语句子时的脑区激活情况。结果发现，被试听韩语句子时激活的脑区和听其他不懂的外语时激活的脑区相同，而听法语句子时激活的脑区和法语母语者没有区别。这说明如果终止接触一语，二语受到一语较小的制约作用，就会表现出与本族语者相同的脑激活模式。这一研究说明，二语学习不存在先天的关键期，而是受制于一语。二语学习困难并不是由于关键期的结束，而是由于一语学习本身造成的。如果没有一语的干扰，二语可以达到目的语本族语者的水平（Pallier等，2003）。

浮现理论还认为二语不是被动地受一语的制约，它会同一语竞争。二语同一语的竞争受语言间各种线索的调节，如语法的相似性等。如果两种语言的语法一致，二语受到一语的阻碍较小，二语同一语的竞争力就会增强，比较容易形成自己独立的模块；而如果两种语言的语法不一致，二语同一语的竞争力就会减弱，并且容易受到一语的干扰而难以形成自己独立的模块。也就是说，除了关键期效应，还存在语言迁移对二语学习的影响：与母语结构相同或相似的二语结构会促进二语学习；相反，当二语与母语结构不同时，二语学习就会受到母语结构的妨碍（朱黄华，2012）。Tokowicz和MacWhinney（2005）采用ERP技术考察了以英语为母语的西班牙语学习者的语法加工情况。他们要求被试加工与英语有三种不同语法相似关系的西班牙语句子，结果发现，被试只有加工与英语语法相似的西班牙语句子时才可以引起类似母语的ERP波形，而加工与英语语法不相似的二语句子时不会引发这种波形。Kotz等人（2008）的研究以早期通过非正式学习方式达到英语高熟练水平的西班牙人为被试，考察他们在短语结构违例和临时句法歧义时的加工过程。研究中使用了英语与西班牙语都具有的短语结构限制以及临时句法歧义句。结果发现，早期二语学习者对短语结构违例和临时句法歧义都出现了与英语母语者相同的句法加工成分P600（Kotz，Holcomb，& Osterhout，2008）。可见，双语之间的语法等线索的一致可以增加二语同一语的竞争强度，从而使二语模块容易形成并独立出来。

综上，浮现理论强调双语间的相互作用。它认为成人二语学习困难是由于受到母语的更多制约，其二语学习的最终水平并不完全受制于开始学习二语的年龄，两种语言的相似度和相对熟练程度也影响二语的学习水平。因此，成人二语学习者应该正确认识二语学习困难的原因，当两种语言有较大相似性时，注意发现并总结二者的相似点，以此促进二语学习；当两种语言差异较大时，要尽量弱化母语的呈现，减少母语对二语学习的过多干扰，通过加大练习强度来提高二语的熟练水平，增强其与母语的竞争力（蒋丹敏，2014）。

第二，统一竞争模型。

MacWhinney（2012）最近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即统一竞争模型（unified competition model，简称UCM），通过考虑二语学习中大量的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如神经、认知和社会变量等来解释二语学习中的年龄效应。该理论认为，影响二语学习年龄效应的主要因素可以分为一系列的风险因素（risk factors）和保护因素（support factors）。风险因素主要有防守、不匹配的联结（大脑加工区域之间的错误联结）、一语的负迁移、振荡、寄生、程序化以及二语学习者的社会隔离等。保护因素则包括共振、匹配的联结、一语的正迁移、语言的内化、组块以及积极的社会融入等。

根据统一竞争模型，防守是大脑神经发育的基本过程，在出生后的一年里，大脑神经网络越来越致力于第一语言模式的发展。对儿童的词汇学习过程进行模拟可以再现由词汇组织到口语表达的过程。如果二语结构与一语结构的联系非常紧密，二语词汇结构的组织过程几乎不会出差错；但是，如果两种语言结构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那么词汇中语法范畴的防守将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Hernandez，Li，& MacWhinney，2005）。由于大脑负责语言加工的区域主要是白质，这导致二语学习中防守的负面影响大大增强。与数字计算的过程不同，大脑并没有专门负责指定分派信息和接收信息的单个神经元的系统。这种分离的皮质组织之间的联结必须借助于远距离的神经递质，一旦它们受损，代谢过程将非常麻烦，并且修复过程也极其困难。因此，与一语相比，二语大脑神经的这种联结路径相对缺乏可塑性。大脑神经网络的防守和联结对二语学习具有重要影响，因为在二语学习过程中，新的语言模式必须进入那些已经高度致力于一语模式的组织系统。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将二语形式向一语形式靠近。当负责两种语言的大脑加工区域之间的联结匹配时，一语对二语的学习就会产生正迁移，促进二语的学习；相反，当它们大脑加工区域之间的联结不匹配（或匹配错误）时，一语对二语的学习就会产生负迁移，阻碍二语的学习。

统一竞争模型还认为，造成成人和儿童二语学习差异的另一个重要风险因素就是社会隔离。随着年龄的增长，二语学习者越来越难于完全地融入目的语社区。因为成人不容易搁置对母语的专一情感，较少使用二语参与社区交流，并且他们对自身所处社会地位的刻板印象不利于他们接受正确的反馈，这些都会阻碍他们真正地融入二语社会。相反，儿童由于年龄较小，母语经验相对不足，对二语知识的输入表现得更加开放。另外，因为儿童对同龄群体的依赖较强，他们只有迅速地融入二语社会，才能避免语言障碍，减轻同伴压力，获得同龄群体的支持。

根据统一竞争模型的观点，成人为了成功地学习二语（或为了克服关键期效应），必须努力借助保护因素来克服一系列的风险因素。例如，在一语对二语的迁移方面，大多数情况下，一语与二语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成人在二语语音、语法、语篇等方面的学习和使用中受到一语负迁移的很多干扰。因此，成人在学习过程中应通过共振的再组织，充分调动活跃的二语学习思维，采取对比学习、错误分析等学习策略，将一语和二语进行比较，分析并明确两种语言之间的相同之处和差异所在，充分利用“同”，发挥一语正迁移的积极作用，有效克服“异”，变消极为积极。在社会融入方面，成人应增强社会融入度，理性看待跨国文化，培养积极开放的心态，努力做到在文化层面，尤其是心理层面上的社会融入，只有这样才能在更开阔、更广泛的平台上提高二语的学习水平。同时，成人学习者也应借鉴儿童二语学习的核心机制，如内隐学习、亲身经验等。总之，那些能够将二语学习中保护因素的收益不断扩大化的成人学习者将会比那些容易受到风险因素影响的学习者学得更好、更快。在未来的研究中，一个巨大的挑战是明确不同的风险因素在发展中是怎样显露出来的，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语言加工的不同方面的（Grosjean & Li，2012）。


2.3 二语学习关键期假说的启示

本章的前两节详细探讨了语言学习关键期的概念，以及二语学习中关键期存在与否的相关实验证据。尽管研究者在二语学习关键期的存在问题上还未达成完全的共识，但总体上人们还是认为6岁（或7岁）之前二语学习的效果更佳，因为这个阶段的儿童的二语学习在很多方面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成人的二语学习不能取得成功，成人二语学习者要取得成功，需要做的就是在充分认识自身特点的基础上，创造良好的二语学习环境与条件，采取科学的二语学习方式，提高二语学习效果。此外，在第二语言教学方面，二语学习的关键期假说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与指导。


2.3.1 关键期假说对儿童二语学习的启示

儿童二语学习的年龄优势分析

儿童二语学习的效果明显好于成人，主要是因为儿童在生理、认知、情感、文化适应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优势。

第一，生物基础方面的优势。

以Lenneberg为代表的人脑生物学研究者认为，人类的语言学习受制于由生物因素决定的关键期，虽然单纯的生物学的解释不足以说明语言发展的所有方面，但一系列令人信服的研究仍然可以证明儿童在二语学习上的先天优势。因为在语言学习的关键期内，儿童的大脑偏侧化还未完成，其声带、唇、舌等发音器官和肌肉也没有定型，可塑性、灵活性和模仿能力都很强，他们能够更容易地发准母语中没有的音素，辨别不同音节的细微差异，在连读、不完全爆破以及重读、弱读等方面都比成人表现得更好。此外，早期学习二语还能激发儿童的神经功能系统，更好地促进地道的二语发音的形成。相反，成人的大脑偏侧化已经完成，发音器官和肌肉也已经定型，模仿能力较差，不容易学到地道的二语发音。

第二，认知方面的优势。

人类的认知能力处在不断地发展过程中。Krashen（1994）认为，认知发展对二语学习有滞后影响。根据Johnson和Newport（1989）的“少即是多”模型，由于儿童的认知水平还处于发展阶段，擅长短时记忆，在语言方面还未形成定式思维。这时当儿童面对问题时，只能集中于一个维度进行加工。儿童有限的认知能力反而使他们能更加专注于二语输入的整体存储，语言处理速度较快。此外，他们的模仿能力也很强，但这里的模仿不是简单的复制过程，而是以目的为导向的、创造性的认知活动（张延成，2012）。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到了青春期之后，儿童自动化语言学习的认知结构逐渐退化，而周密复杂的认知能力逐渐提高，在语言处理机制方面更加倾向于分析语言输入的构成成分，这将会耗费较多的注意力等认知资源，减缓了语言处理速度，从而阻碍了语言学习（Meier，1995; Newport，1991; Johnson & Newport，1989; Rosansky，1975）。

另外，内隐和外显学习机制是人类最基本的两大学习机制（郭秀艳，2004）。内隐学习是指在刺激环境中无意识获得复杂知识的过程，它的显著特征是自动性、理解性、抗干扰性和持久性。与内隐学习相对的是外显学习，它指在刺激环境中有意识获得复杂知识的过程，具有控制性、选择性、易受干扰和暂时性（Reber，1967）。众多研究表明，儿童的二语学习偏向使用内隐学习机制，他们在学习二语时，有时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学习语言，可以在轻松随意的氛围中自然而然地学习语言。这种“无意识”正是成功学习二语的先决条件之一。而成人的二语学习偏向使用外显学习机制，在二语学习过程中有意识地对语言成分进行思考、分析、比较、综合，向已有的知识寻求总体相似性等。Bley-Vroman（1988）曾提出了“基本差异假说”（fundamental difference hypothesis），从二语学习机制角度来解释儿童与成人二语学习效果的不同。这种假说认为，儿童在二语学习过程中开发出一种与生俱来的特定语言学习机制，这种机制使内隐的、无意识学习成为可能。Johnson和Newport（1989）的“少即是多”假说认为，年幼的学习者倾向于使用碎片化、逐步化和内隐的学习方式；而成人凭借正式的操作能力，倾向于使用外显的分析程序来处理语言的复杂方面。李利等人（2010）也认为，早期双语儿童学习第二语言的方式属于内隐学习，这种不同的学习方式决定了儿童与成人二语学习者有不同的语义通达方式。他们采用跨语言重复启动范式，考察双语儿童在二语学习关键期内的词汇概念组织。结果表明早期双语儿童可以直接通达二语词汇的概念意义，儿童学习第二语言的方式属于在语言情境中的无意识的渗透，能够直接将二语词汇和情境所蕴含的意义相联系，从而直接理解并掌握第二语言（李利，莫雷，王瑞明，叶嘉文，2010）。

第三，情感因素方面的优势。

二语学习者的学习态度、学习动机是二语学习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儿童二语学习者在情感方面的显著优势就是他们的学习动机单纯，不是为了达到某种特殊目的而学习，他们对二语学习的兴趣会如他们认识其他新事物一样持久，其情感倾向使之更容易接纳新的语言。同时，儿童时期自我意识相对不强，自尊心不容易受到伤害，他们没有心理障碍，不怕羞、不怕错、喜开口，敢于在公众面前积极地表达自我。儿童这种与生俱来的积极态度使他们能够获得大量的语言实践机会，从而获得很高的语言学习成效。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青春期后，人们的自我意识增强，在二语学习中往往会产生一种心理防御性，循规蹈矩、瞻前顾后，因害怕犯错误伤害自尊心而不轻易使用二语。此外，成人学习二语的目的复杂多样，具有较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负担，缺乏儿童所具有的那种单纯性，这些都限制了成人二语学习中的灵活性和创造性。

第四，文化适应方面的优势。

根据Schumann（1978）的文化适应理论，由于儿童对本族文化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与成人相比，儿童更容易接受并适应目的语国家的思想、观念、传统和习俗，并对目的语国家的人民和文化发展出积极的情感和态度。Ellis（1994）认为，目的语国家的社会文化对儿童的影响明显大于对成人的影响。此外，由于儿童时期是建立同伴团体的时期，而语言差异会使儿童在与同伴相处时面临较大的群体压力，这使儿童意识到只有尽快获得与团体相同的语言才能更好地被其他成员接纳，从而免遭群体压力。同伴团体为儿童的二语学习提供了近距离模仿、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使儿童可以投入到自然随意的口语交流中，为接收和理解他人语言的能力的发展创造机会。Moyer（2004）也强调二语学习者对目的语国家的社会—心理适应是决定二语学习水平的重要因素。

儿童母语学习与二语学习的权衡

母语是学习者思维活动的第一语言反应系统，母语学习通常是在没有其他语言系统的条件下发生的。二语是学习者的第二语言系统，二语学习一般是在母语系统已经建立，思维能力已经形成的条件下进行的（陈成，毕琴，2010）。事实上，母语学习与二语学习并不是两条互不相交的平行线，它们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

随着关键期假说和国际少儿教育观念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儿童的二语教育呈现低龄化态势。虽然前面我们分别从生理、认知、情感和文化适应等方面重点分析了儿童在二语学习中的种种优势，但仅凭这些就判断学习第二语言的时间越早越好，也是不够科学的。母语对于个人的文化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在早期教育中，个人首先被引入本民族文化之中，然后再被引入国际文化之中，所有这些教育活动必须在母语环境中进行。如果早期教育是在儿童母语之外的另一种语言中进行的，那么将来他们对正式官方语言的掌握就不可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他们的语言能力和智力发展也会受到不利影响。

牛明典、姚蓝洁和王瑞明（2014）研究发现，3岁之前学习英语并不会提升个体的语言和认知能力。而语言学的大量研究表明，儿童在5岁左右已经基本掌握了母语（Lenneberg，1967; Chomsky & DiNozzi，1972;莫雷，李惠健，李利，2005）。所以根据关键期假说，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可以让儿童在3岁到6岁（或7岁）之间学习第二语言。过早地进行二语学习可能会影响儿童母语的学习，另外也会阻碍他们二语能力的发展。主要原因就是语言迁移问题。语言迁移是指母语与二语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所造成的积极或消极影响。例如，英语字母和汉语拼音属于不同的语系，两者既有差异又存在共性。如果在儿童还未牢固掌握母语的情况下就过早开始二语学习，势必会对母语的学习造成干扰，要么产生中国式英语，要么产生英语式汉语，这都是不利于语言学习的。相反，如果处于语言关键期的儿童已经掌握了母语学习，那么，他们在母语环境中形成的良好认知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将对二语学习起到促进作用。当然，学习二语时除了要考虑年龄因素，也要注意考虑其他条件，比如二语学习的环境，包括教师、教学方式等。如果不具备良好的二语学习条件，只是盲目地让儿童学习二语，也会阻碍儿童的语言发展。

李利等人（2010）曾通过跨语言启动范式和图片命名范式考察了早期双语儿童二语的词汇概念组织。结果发现，早期双语儿童二语词汇语义通达的强度弱于一语词汇语义通达的强度，并且二语词汇与概念表征的联系也弱于一语词汇与概念表征的联系。然而，随着二语学习时间的加长和使用频率的增加，二语词汇与概念意义之间的联系通道会逐渐增强。通过这一研究我们可以感受到，儿童的母语学习与二语学习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动态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我们能做的就是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充分发挥儿童自身优势，在追求语言学习效果最大化的基础上对两种语言的学习进行时间、精力等方面的理性权衡与合理分配。


2.3.2 关键期假说对成人二语学习的启示

成人二语学习的缺陷与弥补

Krashen（1994）认为，儿童和成人的二语学习涉及不同的过程，儿童可以使用语言习得机制，学习二语如同习得母语一样；而成人发展的抽象思维使他们更多地采用一般问题解决能力，不能再通过内在的语言习得机制来学习二语。Bley-Vroman（1988）认为，年龄大的学习者不再有机会学习包含有普遍语法和特定语言学习程序的内在语言学习装置，但是，成人学习者可以通过使用程序性记忆系统（语言规则）以及接受十足的训练来启动这种装置。根据Johnson和Newport（1989）的“少即是多”假说，随着成人认知能力的逐渐成熟，他们在语言处理机制方面会更加倾向于分析语言输入的构成成分，这种精细的加工会导致耗费大量的认知资源，减缓语言处理速度，从而阻碍了语言学习。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成人的认知能力越高，其逻辑思维能力和领悟能力也越强，这使成人可以运用缜密的思维更有效地处理复杂、深层的语言形式和内容，尤其在句法和语义理解方面比儿童更胜一筹。成人在短期记忆上虽然逊色于儿童，但在长时记忆上却表现得非常好。同时，成人的社会经验和阅历比儿童更加丰富，对事物的认识也更加全面，这使成人在阅读、写作等方面明显优于儿童。

众多研究表明，儿童的二语学习主要采用无意识的内隐学习机制，而成人则主要采用有意识的外显学习机制（Johnson & Newport，1989; Bley-Vroman，1988）。但这并不代表成人不能进行内隐学习。内隐学习与外显学习各有优劣，成人二语学习者应将两种学习机制相结合，在二语学习过程中，放下身心的束缚，让自己的见解、动机和记忆更多受情感、想象以及其他无意识活动的影响，接收通过知觉获得的来自外界环境的二语信息。成人通过无意识的心理倾向，可有效提高二语的记忆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时，成人还要借助有意识的学习计划进行语言训练，在二语学习的听、说、读、写等方面全面发展。

另外，成人二语学习者的情感屏障较高，学习动机复杂，普遍存在焦虑、恐惧、压抑等心理障碍，他们的自尊心较强，担心表现不佳带来负面评价，这些因素对其二语学习效果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成人在二语学习过程中应充分认识自身在情感过滤方面的不足，保持恰当的动机水平，增强学习的信心，放下所谓的“面子”，敢于交流表达，真正地融入二语学习的氛围。另外，大部分成人是由于工作需要而学习二语，因此他们的学习目的明确，可以避免盲目性和冲动性。而且成人独立，自主意识强，二语学习更具有计划性，并且其心理比较成熟，自我监督和自我约束力比较强，承受挫折的能力也较高，这些都有助于成人二语学习的成功。

尽早补救母语对二语的磨蚀

语言磨蚀（language attrition）又称语言耗损，指的是双语者由于减少或停止对某种语言的使用而导致该语言运用能力的逐渐减退。倪传斌（2009）基于704名被试的问卷调查结果，结合决策树模型分析法和单因素分析法，提取分析并明确了影响二语磨蚀的七大主要因素，分别是二语最终熟练水平、受蚀时间、与受蚀语的接触、年龄、二语学习方式、社会情感因素、读写能力等（倪传斌，延俊荣，2006；倪传斌，2009）。联结主义模型认为，语言的学习过程是输入—输出之间联结不断积累和加强的过程。在长期的语言学习过程中，神经网络的权重已经固定于某种特殊的形态。这样，当神经网络的权重已经建立后，再学习另一种语言就意味着神经网络的重组，而重组的过程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正是一语活动本身抑制了成人的二语学习。为了避免或减轻一语对二语的磨蚀，我们可以从影响二语磨蚀的因素入手，考虑有效的应对策略。由于磨蚀前二语水平与磨蚀速度是一种“倒置”关系，存在一个“关键阈值”，因此，二语学习者应首先达到或超过这一分界线上的外语水平，将二语学习的基本目标水平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一个层次。由于不同时间段的二语磨蚀的程度不同，呈现出“前快—中慢—后快”的发展趋势，所以二语学习者要重视语言能力的后期“维护和保养”，以防前功尽弃。另外，因为学习者开始学习二语的年龄越小，其二语磨蚀速度越快，因此，5岁之前或更小儿童不宜开始二语学习，否则所学语言会很快被磨蚀掉。对于大部分成人二语学习者来说，由于国内传统的教学形式与学习方式，他们二语的实际运用能力普遍较低，母语对二语的磨蚀程度也较高，尤其表现在听说交际方面。为此，成人二语学习者应该努力补救，在二语学习和运用等方面倾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争取更多运用外语的实践机会，只有这样才能克服或减少母语对二语的磨蚀，提高二语学习水平。


2.3.3 关键期假说对二语教学的启示

创造适宜的语言学习环境

二语学习环境可以分为自然语言环境和课堂语言环境两种。自然语言环境是一种无人教授的自然或接近自然的语言环境，而课堂语言环境主要是在课堂教学方式下的语言环境。这两种语言环境本身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只要具备适宜的语言学习条件，都可以有效地促进二语学习。总体而言，儿童主要是在自然的语言环境中学习二语。儿童在自然语言环境中所接触的语言具有句式简单、语速较慢、语料直观的优点，因而可以迅速提高二语的口语理解和交际能力。Oyama（1982）的研究表明，自然随意的口语越多，二语熟练水平就越高，并且自然随意的口语比正式说话更容易达到目的语本族语者水平。因此，在二语语言发展的关键期中，教育工作者和父母要尽量为儿童提供丰富自然的二语环境，让儿童在不知不觉中学习二语，充分发展儿童的语言交际技能。

成人一般通过课堂等正式场合学习二语。虽然正式的课堂环境没有自然环境所具有的自发性和随意性的优点，但教师可以调整课堂语料的趣味性、易理解性和生活化，通过创建轻松和谐的课堂学习氛围提高成人学习者的二语实际运用水平。Krashen（1976）曾提出一种沉浸式教学法，在课堂上组织二语学习者用目的语沟通交流、解决问题、完成任务，采用自然的方法为二语学习者提供大量的可理解输入，营造自然的语言学习环境。此外，由于大部分成人二语学习者情感屏障较高，自尊心强，害怕出错，因此教师应引导成人二语学习者正视这一劣势，树立明确的目标，保持适度的学习动机，增强二语学习信心。此外，在课堂上，教师应尽可能地创造自然安全、轻松愉快的二语场景，鼓励成人克服心理障碍，参与课堂讨论，达到彼此交流的目的。Ellis（1994）也强调了环境的适宜程度对成人二语学习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给成人二语学习者提供适宜的二语学习环境，他们也可以在发音上达到目的语本族语者的水平。

保证高质量的语言输入

Krashen（1994）认为，高质量的语言输入对于二语学习的成功起着关键作用。“只要情感过滤器处于开放状态，同时又有合适的可理解的语言输入，那么语言获得就是不可避免的。”很多人认为语言学习是输入和输出相互作用的过程；而Krashen认为，语言输入是决定性的，而语言输出不是必要条件（张延成，2012）。

根据二语学习关键期的研究结果，对于儿童二语学习者来说，4到7岁是切分音段、掌握语音、学好词汇搭配的关键时期，一旦超过该时期，地道的语音语调就很难学习。因此，在二语学习的起步阶段，教师应该强调语音和语调的重要性，帮助儿童养成良好的发音习惯。这也要求从事双语教育的教师能够拥有正确的语音语调，给儿童二语学习提供正确的语言输入。此外儿童的二语学习年龄较早，学习方式只有更多地借助于含有概念意义的图像、声音、实物等载体，才能够帮助儿童直接通达概念意义。教师应充分把握儿童二语的学习方式和特点，认识到语言输入并非只在量上达到一定标准，而且在质上也必须满足一定的要求，换而言之，既是“可理解的”，还必须是“合乎实际”的。

对于成人二语学习者来说，应更加重视听力、口语的可理解的语料输入，不要只重阅读和写作。在广泛接触二语语料的基础上，要鼓励成人学习者直接参与交际，使接触到的二语输入通过沟通交流中的重新组织变成可理解的二语材料，内化二语知识，培养二语语感，全面提升二语能力。

引导学习者开发建设性的二语自我形象

语言自我（language ego）是指学习者在学习母语或二语过程中形成的某种自我确认，即关于自身在语言方面的人格、特征及价值的看法（张延成，2012）。语言自我是Guiora等人（1972）在研究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个性变异问题时提出的概念。他们认为，二语的语言自我确认是在二语交际过程中形成的，是二语学习者在语言学习中获得的新的自我身份。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学习者如何看待自己、自我的局限性以及在二语学习中的自我感觉，即二语自我是学习者在二语学习中对自身的一个完形感受。二语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发音方面，会与二语学习者的自我感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并且会对二语其他方面的学习起促进或妨碍作用。儿童时期二语语言自我的弹性较大，灵活性和开放性较强，语言学习轻松自在。但是青春期过后，二语语言自我逐渐有了保守性和保卫性，一旦有挫折体验，就容易产生抑制（Guiora，Brannon，& Dull，1972）。因此，在第二语言教学过程中，为了引导二语学习者构建积极的二语自我，教师要精心组织各种教学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充分调动学习者的兴趣，由“要我说”转变成“我要说”，激发他们二语学习的内部动机。此外，教师还要细腻地关注每个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对他们的点滴进步给予及时的肯定和支持，对学习上有困难的学习者要有耐心，尽量不要让他们将二语学习与不愉快的经历联系起来，帮助他们有效战胜学习初始阶段形成的抑制，有意识地开发出积极的、建设性的二语自我形象，在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上同步增长，以取得二语学习中的自我实现。研究还发现，文化动机的强弱程度关系到二语语言自我的发展，因此，教师在二语教学过程中要有效运用跨文化的方法，帮助学习者确立跨文化目标，培养跨文化心态，这将有助于二语学习者构建积极的二语自我形象，有效提高二语沟通交流的能力。

参考文献

中文部分：

陈宝国，彭聃龄.（2001）.语言习得的关键期及其对教育的启示.心理发展与教育，17（1），52—57.

陈成，毕琴.（2010）.基于学习者母语思维与文化背景的二语习得研究.中国科教创新导刊，31，76—77.

陈三东.（2005）.语言环境对二语习得的影响.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8（1），38—40.

龚少英，彭聃龄.（2004）.第二语言获得关键期研究进展.心理科学，27（3），711—714.

郭晶晶，陈宝国.（2007）.浮现理论及其对第二语言获得年龄效应的新解释.心理科学，30（2），500—503.

郭秀艳.（2004）.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关系评述.心理科学进展，12（2），185—192.

贾连庆.（2009）.内隐和外显学习理论及其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启示.云南电大学报，11（1），23—26.

蒋丹敏.（2014）.浮现理论下的外语学习关键期.青年文学家，5，93.

姜孟，邓小燕，欧平娅.（2010）.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五十年之争.当代外语研究，357（9），10—16.

姜孟，王德春.（2006）.外语思维再思考——论外语思维的“概念化模式”内涵.外语研究，4，38—44.

李利，莫雷，方萌.（2008）.第二语言获得年龄与早晚期双语记忆的差异.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8（2），93—95.

李利，莫雷，王瑞明，叶嘉文.（2010）.早期双语儿童第二语言的词汇概念组织.心理学探新，30（2），35—40.

李奕.（2008）.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启示.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28—131.

李志明.（2012）.对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的现实思考.甘肃高师学报，17（3），48—50.

莫雷，李惠健，李利.（2005）.婴幼儿书面语言机能发展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莫雷，张积家，王瑞明，冷英，王穗苹，刘志雅，何先友.（2012）.学习过程与机制研究——我国学习双机制理论与实验.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倪传斌.（2009）.外语磨蚀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41（3），179—185.

倪传斌，延俊荣.（2006）.外语“磨蚀”的影响因素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38（1），50—55.

牛明典，姚蓝洁，王瑞明.（2014）.早期英语学习对初中生语言与认知能力的影响.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7（4），47—51.

唐汶.（2012）.“关键时期假说”发展研究综述.陇东学院学报，23（5），102—103.

王建勤.（2009）.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武和平.（2004）.二语习得中的“逻辑问题”的逻辑与普遍语法可及性假说.外语学刊，118（3），96—101.

张海英.（2014）.显性与隐性机制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启发.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5（1），147—149.

张葶葶，洪兰，李俊仁.（2005）.从认知神经科学观点谈双语学习.应用心理研究，28，105—118.

张延成.（2012）.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朱枫.（2010）.防守与竞争机制与二语句子加工.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1（4），152—154.

朱黄华.（2012）.句法相似性对二语句法加工的影响:ERP证据.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上海.

英文部分：

Agren，M.，Granfeldt，J.，& Thomas，A.（2014）.Combined effects of age of onset and input on the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grammatical structures: A study of simultaneous and successive acquisition of French.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Bilingualism，4（4），461-492.

Aoyama，K.，Flege，J.E.，Guion，S.G.，Akahane-Yamada，R.，& Yamada，T.（2004）.Perceived phonetic dissimilarity and L2 speech learning: The case of Japanese /r/ and English /l/ and /r/.Journal of Phonetics，32（2），233-250.

Archila-Suerte，P.，Zevin，J.，Bunta，F.，&Hernandez，A.E.（2012）.Age of acquisition and proficiency in a second language independently influence the perception of non-native speech.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15（1），190-201.

Baker，W.，Trofimovich，P.，Mack，M.，& Flege，J.E.（2002）.The effect of perceived phonetic similarity on non-native sound learning by children and adults.In B.Skarabela，S.Fish，& A.H.-J.Do（Eds.），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Boston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language development.Cambridge，MA: Cascadilla Press.

Basser，L.（1962）.Hemiplegia of early onset and the faculty of speech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effects of hemispherectomy.Brain，85（3），427-460.

Bates，E.（1984）.Bioprograms and the innateness hypothesis.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7（02），188-190.

Bialystok，E.，& Hakuta，K.（1999）.Confounded age: 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factors in age differences fo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In D.Birdsong（Ed.），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the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pp.161-181）.Mahwah，NJ: Erlbaum.

Birdsong，D.（1992）.Ultimate attainmen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Language，68（4），706-755.

Birdsong，D.（1999）.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the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Mahwah，NJ: Erlbaum.

Birdsong，D.（2005）.Nativelikeness and non-nativelikeness in L2A research.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43（4），319-328.

Birdsong，D.（2006）.Age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processing: A selective overview.Language Learning，56（1），9-49.

Birdsong，D.（2014）.The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 fo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ailoring the Coat of Many Colors.Essential Topic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Multilingualism（pp.43-50）.Springer.

Birdsong，D.，& Molis，M.（2001）.On the evidence for maturational constraints in second-language acquisition.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44（2），235-249.

Bley-Vroman，R.（1988）.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In W.Rutherford，M.Sharwood Smith（Eds.），Grammar and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 book of readings（pp.19-30）.New York: Newbury House.

Bley-Vroman，R.W.，Felix，S.W.，& Ioup，G.L.（1988）.The accessibility of Universal Grammar in adult language learning.Second Language Research，4（1），1-32.

Bongaerts，T.（1999）.Ultimate attainment in L2 pronunciation: The case of very advanced late L2 learners.In D.Birdsong（Ed.），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the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pp.133-159）.Mahwah，NJ: Erlbaum.

Bongaerts，T.，Van Summeren，C.，Planken，B.，& Schils，E.（1997）.Age and ultimate attainment in the pronunciation of a foreign language.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19（4），447-465.

Chee，M.W.，Tan，E.W.，& Thiel，T.（1999）.Mandarin and English single word processing studied with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Th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19（8），3050-3056.

Chomsky，N.，& DiNozzi，R.（1972）.Language and mind.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Costa，A.，& Sebastián-Gallés，N.（2014）.How does the bilingual experience sculpt the brain？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15（5），336-345.

Curtiss，S.（1977）.Genie: a psycholinguistic study of a modern-day “wild child”.New York: Academic Press.

Curtiss，S.（1988）.Abnormal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the modularity of language.In F.Newmeyer（Ed.），Linguistics: the Cambridge survey（vol.2，pp.96-116）.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eKeyser，R.M.（2013）.Age effect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Stepping stones toward better understanding.Language Learning，63（s1），52-67.

Du，Lihong.（2010）Assess the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3（2），219-224.

Ellis，R.（1994）.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lman，J.L.（1993）.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in neural networks: The importance of starting small.Cognition，48（1），71-99.

Emmorey，K.，Bellugi，U.，Friederici，A.，& Horn，P.（1995）.Effects of age of acquisition on grammatical sensitivity: Evidence from on-line and off-line tasks.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16（01），1-23.

Feldman，R.S.，& Bishop，J.（2003）.Development across the life span.Upper Saddle River，NJ: Prentice Hall.

Felix，S.（1991）.The accessibility of Universal Grammar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In L.Eubank（Ed.），Point counterpoint: Universal Grammar in the second language.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Flavell，J.H.，Miller，P.H.，& Miller，S.A.（1985）.Cognitive development.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

Flege，J.E.（1981）.The phonological basis of foreign accent: A hypothesis.Tesol Quarterly，15（4），443-455.

Flege，J.E.（1995）.Second language speech learning: Theory，findings，and problems.In W.Strange（Ed.），Speech perception and linguistic experience: Issues in cross-language research（pp.233-277）.Timonium，MD: York Press，

Flege，J.E.（1999）.Age of learning and second language speech.In D.Birdsong（Ed.），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the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pp.101-131）.Mahwah，NJ: Erlbaum.

Flege，J.E.，MacKay，I.R.，& Meador，D.（1999）.Native Italian speakers' perception and production of English vowels.The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106（5），2973-2987.

Flege，J.E.，Munro，M.J.，& MacKay，I.R.（1995）.Factors affecting strength of perceived foreign accent in a second language.The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97（5），3125-3134.

Flege，J.E.，Schmidt，A.M.，& Wharton，G.（1996）.Age of learning affects rate-dependent processing of stops in a second language.Phonetica，53（3），143-161.

Fromkin，V.，Krashen，S.，Curtiss，S.，Rigler，D.，& Rigler，M.（1974）.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in Genie: a case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beyond the “critical period”.Brain and Language，1（1），81-107.

Gould，J.，& Marler，P.（1987）.Learning by instinct.Scientific American，256（1），74-85.

Grimshaw，G.M.，Adelstein，A.，Bryden，M.P.，& MacKinnon，G.（1998）.First-language acquisition in adolescence: Evidence for a critical period for verbal language development.Brain and Language，63（2），237-255.

Grosjean，F.，& Li，P.（2012）.The psycholinguistics of bilingualism.John Wiley & Sons.

Guiora，A.Z.，Brannon，R.C.，& Dull，C.Y.（1972）.Empathy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1.Language Learning，22（1），111-130.

Hawkins，R.，& Chan，C.Y.-h.（1997）.The partial availability of Universal Grammar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failed functional features hypothesis’.Second Language Research，13（3），187-226.

Hernandez，A.E.（2012）.Age of acpuisition and proficiency in a second language independently influence the perception of non-native speech.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15（1），190-201.

Hernandez，A.E.，Li，P.，& MacWhinney，B.（2005）.The emergence of competing modules in bilingualism.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9（5），220-225.

Hernandez，A.E.，& Li，P.（2007）.Age of acquisition: its neural and computational mechanisms.Psychological Bulletin，133（4），638-650.

Hubel，D.H.，& Wiesel，T.N.（1970）.The period of susceptibility to the physiological effects of unilateral eye closure in kittens.The Journal of Physiology，206（2），419-436.

Jedynak，M.（2009）.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 revisited: The impact of age on ultimate attainment in the pronunciation of a foreign language（Vol.333）.Peter Lang.

Johnson，J.S.，& Newport，E.L.（1989）.Critical period effect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he influence of maturational state on the acquisition of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Cognitive Psychology，21（1），60-99.

Johnson，J.S.，& Newport，E.L.（1991）.Critical period effects on universal properties of language: The status of subjacency in the acquisition of a second language.Cognition，39（3），215-258.

Kim，K.H.，Relkin，N.R.，Lee，K.-M.，& Hirsch，J.（1997）.Distinct cortical areas associated with native and second languages.Nature，388（6638），171-174.

Kotz，S.A.，Holcomb，P.J.，& Osterhout，L.（2008）.ERPs reveal comparable syntactic sentence processing in native and non-native readers of English.Acta Psychologica，128（3），514-527.

Krashen，S.D.（1973）.Lateralization，language learning，and the critical period: Some new evidence.Language Learning，23（1），63-74.

Krashen，S.D.（1976）.Formal and informal linguistic environments in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language learning.Tesol Quarterly，10（2），157-168.

Krashen，S.D.（1981）.The “fundamental pedagogical principle”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Studia Linguistica，35（1-2），50-70.

Krashen，S.D.（1982）.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Oxford:Pergamon.

Krashen，S.D.（1985）.The input hypothesi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London: Longman.

Krashen，S.D.（1994）.The input hypothesis and its rivals.In Ellis，N.（Ed.），Implicit and explicit learning of languages（pp.45-77）.London: Academic Press.

Lane，H.（1976）.The wild boy of Aveyr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enneberg，E.H.（1967）.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anguage.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Li，P.，& Farkas，I.（2002）.3 A self-organizing connectionist model of bilingual processing.Advances in Psychology，134，59-85.

Lorenz，K.（1935）.Der kumpan in der umwelt des vogels.Journal of Ornithology，83（3），289-413.

MacWhinney，B.（2012）.The logic of the unified model.In S.Gass & A.Mackey（Eds.），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pp.211-227）.New York: Routledge.

Mayberry，R.，Hatrak，M.，& Morgan，H.（2011）.Age of acquisition affects the learning of phonological structure in ASL.Paper presented at the Boston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Language Development.

Mayberry，R.I.，& Eichen，E.B.（1991）.The long-lasting advantage of learning sign language in childhood: Another look at the critical period for language acquisition.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30（4），486-512.

Mayberry，R.I.，& Fischer，S.D.（1989）.Looking through phonological shape to lexical meaning: The bottleneck of non-native sign language processing.Memory & Cognition，17（6），740-754.

Meier，R.P.（1995）.Review of S.Pinker，The language instinct: How the mind creates language.Language，71，610-614.

Miralpeix，I.（2011）.Age effects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ritical issues under debate.Language Teaching，44（1），122-132.

Montessori，M.，& Carter，B.B.（1936）.The secret of childhood.Calcutta: Orient Longmans.

Moyer，A.（2004）.Age，accent，and experien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critical period inquiry（Vol.7）.Clevedon，UK: Multilingual Matters.

Newport，E.L.（1990）.Maturational constraints on language learning.Cognitive Science，14（1），11-28.

Newport，E.L.（1991）.Contrasting conceptions of the critical period for language.In S.Carey & R.Gelman（Eds.），The epigenesis of mind（pp.111-130）.Hillsdale，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Olson，L.L.，& Samuels，S.J.（1973）.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 and accuracy of foreign language pronunciation.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66（6），263-268.

Oyama，S.（1976）.A sensitive period for the acquisition of a nonnative phonological system.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5（3），261-283.

Oyama，S.（1982）.A sensitive period for the acquisition of a nonnative phonological system.Child-adult differenc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20-38.

Pallier，C.，Dehaene，S.，Poline，J.-B.，LeBihan，D.，Argenti，A.-M.，Dupoux，E.，& Mehler，J.（2003）.Brain imaging of language plasticity in adopted adults: Can a second language replace the first？Cerebral Cortex，13（2），155-161.

Patkowski，M.S.（1980）.The sensitive period for the acquisition of syntax in a secondary language 1.Language Learning，30（2），449-468.

Patkowski，M.S.（1990）.Age and accent in a second language: A reply to James Emil Flege.Applied Linguistics，11（1），73-89.

Patkowski，M.S.（1994）.The critical age hypothesis and interlanguage phonology.In M.Yavas（Ed.），First and second language phonology（pp.205-221）.San Diego: Singular.

Penfield，W.，& Roberts，L.（1959）.Speech and brain mechanism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eber，A.S.（1967）.Implicit learning of artificial grammars.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6（6），855-863.

Rosansky，E.J.（1975）.The critical period for the acquisition of language: Some cognitive developmental considerations.Working Papers on Bilingualism ，6，10-23.

Schumann，J.H.（1978）.The pidginization process: A model fo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ilverberg，S.，& Samuel，A.G.（2004）.The effect of age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n the representation and processing of second language words.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51（3），381-398.

Slavoff，G.R.，& Johnson，J.S.（1995）.The effects of age on the rate of learning a second language.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17（1），1-16.

Snow，C.E.，& Hoefnagel-Höhle，M.（1977）.Age differences in the pronunciation of foreign sounds.Language and Speech，20（4），357-365.

Snow，C.E.，& Hoefnagel-Höhle，M.（1978）.The critical period for language acquisition: Evidence from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Child Development，1114-1128.

Steinhauer，K.（2014）.Event-related potentials（ERPs）in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technique，a selected review，and an invitation to reconsider critical periods in L2.Applied Linguistics，35（4），393-417.

Tan，L.H.，Spinks，J.A.，Feng，C.M.，Siok，W.T.，Perfetti，C.A.，Xiong，J.，...Gao，J.H.（2003）.Neural systems of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are shaped by native language.Human Brain Mapping，18（3），158-166.

Thompson，I.（1991）.Foreign Accents Revisited: The English Pronunciation of Russian Immigrants.Language Learning，41（2），177-204.

Tokowicz，N.，& MacWhinney，B.（2005）.Implicit and explicit measures of sensitivity to violations in second language grammar: An event-related potential investigation.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27（2），173-204.

Vanhove，J.（2014）.The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 Statistical Critique and a Reanalysis.PLoS ONE，8（7），e69172.

Wartenburger，I.，Heekeren，H.R.，Abutalebi，J.，Cappa，S.F.，Villringer，A.，& Perani，D.（2003）.Early setting of grammatical processing in the bilingual brain.Neuron，37（1），159-170.

Weber-Fox，C.M.，& Neville，H.J.（1999）.Functional neural subsystems are differentially affected by delays in second language immersion: ERP and behavioral evidence in bilinguals.In D.Birdsong（Ed.），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the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pp.2338）.Mahwah，NJ: Erlbaum.

White，L.（1989）.Universal grammar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Vol.1）.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White，L.（1990）.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universal grammar.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12（2），121-133.

Wiesel，T.N.，& Hubel，D.H.（1963）.Single-cell responses in striate cortex of kittens deprived of vision in one eye.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26（6），1003-1017.

Wuillemin，D.，Richardson，B.，& Lynch，J.（1994）.Right hemisphere involvement in processing later-learned languages in multilinguals.Brain and Language，46（4），620-636.


3 第二语言学习的脑机制

【内容简介】

第三章集中探讨第二语言学习的脑机制。在详细介绍第二语言脑机制的研究及结果之前，本章首先介绍了脑科学的基本理论、发展趋势、研究方法及与语言加工有关的重要发现和结论。然后从动态角度出发，简述了脑的可塑性，并详细介绍了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伴随着的脑结构及功能变化。本章还详细介绍了经过第二语言学习，双语者与单语者语言加工的神经机制差异，并探讨了二语的学习年龄、熟练程度、使用频率及语言特征对神经机制的影响。最后探讨了双语者语言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及其与一般认知控制机制之间的关系，并对两者的神经中枢进行了功能区分。


3.1 语言加工的一般脑机制

我们进行语言加工时的心理活动是看不见、摸不着、也说不清楚的。然而我们心理活动的物质载体——人脑，却是客观存在、可以观察的。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科学家们对人脑结构及功能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细致。尤其是近二十年来，神经科学领域的迅猛发展更极大地推进了我们对各种心理活动的了解，尤其是语言加工和语言学习的脑神经机制。


3.1.1 大脑的结构

脑（brain）是我们所有心理活动的物质载体，因此，研究语言需要首先了解这一重要心理活动的生理基础——大脑。作为中枢神经系统的最高级部分，人体中最微妙的智能器官，大脑位于颅腔内，约重1.3—1.4千克（2.9—3.1磅），主要由端脑（telencephalon）、间脑（diencephalon）、小脑（cerebellum）、脑干（brain stem）及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组成（彭聃龄，2012）。

端脑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脑（cerebrum），是各种心理活动的主要中枢。它由约140亿个细胞组成，其表面覆盖大脑皮质（cerebral cortex），实质为灰质（gray matter），约1到4mm厚，主要由神经元（neuron）的胞体（cell body）组成；大脑皮质的下方则主要由神经纤维形成的髓质（medulla）或白质（white matter）构成，髓质中又有灰质团块，即基底核（basal ganglia）。

大脑可以分为左右两个大脑半球（hemisphere），两者由横行纤维胼胝体（corpus callosum）相连。大脑半球表面有许多弯弯曲曲的沟裂，其凸起的部分称为脑回（gyrus），凹进去的部分称为脑沟（sulcus）。这些沟回就像捏成一团的白纸，如果平铺展开，约2200平方厘米，像半张普通报纸的大小（彭聃龄，2012）。大脑表面有三条大沟裂，即中央沟（central sulcus）、外侧裂（sylvian fissure）和顶枕裂（parieto-occipital fissure）。根据这些沟裂，我们人为地将半球分成额叶（frontal lobe）、顶叶（parietal lobe）、颞叶（temporal lobe）和枕叶（occipital lobe）四个区域（如图3.1所示）；然后再根据这些区域内部的一些沟裂，将这四个区域分成许多回或小叶（lobe）。如额叶包括额上回（superior frontal gyrus）、额中回（middle frontal gyrus）和额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额下回被外侧裂前支和升支自前向后又分为眶部（pars orbitalis）、三角部（pars triangularis）和岛盖部（pars opercularis）。为了更好地进行同种物体间的精确比较与脑定位，德国神经科医生布罗德曼（Brodmann）提出了布罗德曼分区系统（Brodmann's area，简称BA）。这一分区方法是根据在染色的脑组织中观察到的细胞元的不同组织方式将大脑皮层划分为52个解剖区域。如额下回包括了布罗德曼44、45及47区。

[image: ]

图3.1 人脑结构示意图（杨静，董燕萍，2014）


3.1.2 脑功能学说

人类对脑与思维（心理）之间的联系的思考，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s of Cos）。当时《圣经》及希腊宗教观点均认为神智源自心脏，而希波克拉底提出我们的情绪体验、思考判断均依赖于大脑，即使是我们的疾病也源自大脑失常，与神怪无关（Adams，1891）。16世纪初，法国哲学家笛卡尔（René Descartes）通过思辨的方法创立了神经反射论，他认为思维是外界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此外根据解剖学取得的最新成果，他认为位于脑室中间的松果体（pineal gland）控制了流过脑室的动物精神，因此松果体是心理活动的中枢（这一观察目前来看显然是错误的）。不言而喻，这些早期的观点都缺乏系统的实证研究。

人类对于脑的科学认识可以说始于1861年法国医生Broca的脑功能定位说（localization theory）。Broca通过对一例失语病人尸体的大脑进行解剖，证实了大脑皮层语言区的存在（Kennison，2013）。20世纪中叶以后，世界各国的神经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分子生物学家、生理心理学家们，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各种先进的研究手段对人的大脑和神经生理机制进行了丰富而又卓有成效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的脑科学理论和假说（Marcus & Freeman，2014）。

定位论

脑功能定位论最早源于“颅相说”（phrenology）。德国神经解剖学家Gall和他的学生Spurzheim提出大脑是心灵的唯一器官，而心灵由一系列不同的机能构成，某一种机能对应大脑的某一特定区域（Simpson，2005）。他们还认为头的外形和大脑皮层的轮廓一致，因此通过观察头骨某一部位外形的特点，即可断定该部位皮层发展的情况，并从而判断个体在某一方面的能力强弱。他们罗列了许多独立的心理能力，认为它们分别属于脑不同部位的功能，并称这些部位为其相应的器官。例如，顶骨后下角的脑区是好斗性器官；后上方头骨下的皮层区是自尊性器官；头两边后上部头骨下的皮层区可能是谨慎性的器官；小脑是淫欲的器官等。颅相学曾经非常流行，19世纪各种颅相学学会、学院及杂志遍布英国及美国大陆，直到20世纪初，这一学派才逐渐衰退。虽然现在我们知道颅相学是一种伪科学（Magendie，1843），将头颅骨和道德品质联系在一起也显得十分可笑，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肯定了“心理现象是与脑联系着的功能”，并提出了外部的大脑皮层功能定位的观点，从而影响了19世纪精神病学与现代神经科学的发展（Simpson，2005）。

真正的定位说开始于对失语症病人的临床研究。1861年法国医生Broca接待了一位右身偏瘫失语的病人Leborgne，他虽然智力正常，却除了“tan”这个单词外，说不出其他任何单词或短语。Leborgne死后，Broca通过尸检发现，病人的左额叶部位的脑组织有严重病变。Broca的另一位病人Lelong也有类似的语言障碍，他只能说五个单词，即“yes”、“no”、“three”、“always”和“lelo（类似他自己的姓名）”。Broca在Lelong去世后，对他的大脑也进行了解剖检查，发现Lelong与Leborgne一样，在左额叶相同区域有病变，因此他推测负责语言运动的脑区应该定位在额下回后部的44、45区，即布洛卡区（Broca's area）（Dronkers，Plaisant，Iba-Zizen，& Cabanis，2007）。有趣的是，2007年Dronkers等人采用高分辨率的磁共振成像技术对Broca的这两位具有历史意义的病人的大脑进行了重新检测，结果发现除了Broca观察到的额下回外侧病变区域外，两名患者的额下回内侧也有损伤，而且Broca之前定位的布洛卡区与今天神经科学家们认定的布洛卡区并不在同一区域。

在Broca发表失语症与其脑损伤部位的研究结果后不久，德国神经病理学家Wernicke也开始了相关的研究。他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失语症都与布洛卡区有关。如他的一位失语症病人，说话流利却毫无意义，听力正常却不理解语意。Wernicke通过对病人大脑的解剖，发现这些存在语言理解障碍的病人的受损脑组织位于大脑左半球的颞上回处，于是他推测这一区域的主要作用是语言理解（Kolb & Whishaw，2008），因此这一区域被命名为威尔尼克区（Wernicke's area）。

20世纪中叶，大脑定位说得到进一步发展。加拿大医生及研究者Penfield用电刺激法研究颞叶时发现，微弱的电刺激能使病人回忆起童年的一些事情，这说明记忆功能可能定位在颞叶。他还发现，杏仁核（amygdala）和海马体（hippocampus）与记忆有关，下丘脑（hypothalamus）与进食和饮水有关，这些发现均支持脑功能的定位学说（Penfield，1952）。1978年，美国神经外科医生Ojemann及其同事Whitaker报告，他们在医治癫痫病人时进行了开颅手术，开颅后用微电极刺激患者大脑外侧裂周边五个不同区域内的单个细胞，然后让患者完成一系列的言语、视觉、阅读等任务。结果发现，在电极刺激某些部位时，患者分别出现短暂的命名障碍和阅读障碍；而放在原刺激部位几毫米之外的其他部位，就没有这种干扰现象。因此Ojemann及Whitaker认为大脑在语言加工时是严格定位的，但是这种定位更多分散在大脑的不同区域内，不仅仅局限于以上所说的布洛卡区和威尔尼克区等（Ojemann & Whitaker，1978）。

整体说

在定位学说风行的同时，法国科学院在拿破仑的旨意下设立了一个科学委员会以验证Gall提出的理论。Gall非常明智地向委员会提交了自己有关脑结构的发现，而没有提及颅相学的实质——心理机能与大脑区域的对应关系。于是委员会不得不任命当时法国最杰出的生理学家Flourens用动物做实验以验证Gall的定位说（Sabbatini，1997）。Flourens从1825年起采用局部损毁法对兔子、鸽子等动物的大脑进行了系列研究：通过切除这些动物脑的一部分，观察局部损毁对动物行为表现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切除小块皮层后，动物开始很少运动，不吃不喝，但随着时间推移，动物能恢复到接近正常的情况。Flourens进行了许多实验，结果模式都是这样。根据这些发现，他提出了脑功能的整体说（holistic theory），认为不存在皮层功能的定位，功能的丧失与皮层切除的大小有关，而与特定的部位无关，如果有足够的组织保留下来，所有的功能都能康复。作为整体说的代言人，Florens反对Gall等人提出的颅相学，强调脑功能的整体性。然而，值得一提的是，Florens实验所用的动物的脑部都没有新皮层，因此，其实验结果不一定适用于人类（Sabbatini，1997）。

20世纪中叶，以美国心理学家Lashley为代表的研究者进一步推动了脑功能的“整体说”。Lashley同样采用局部损毁的实验方法，对小白鼠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大脑损伤后的小白鼠在走迷宫实验中出现了行为障碍，这种障碍与脑损伤部位无关，而与损伤面积的大小有密切关系（平均相关系数为0.75）。于是，Lashley提出了“整合论”，并引申出了两条重要的原理：均势（equipotentiality）原理和总体活动（mass action）原理。根据均势原理，大脑皮层的各个部位，几乎以均等的程度对学习发生作用；按照总体活动原理，大脑是以总体发生作用的，学习活动的效率与大脑受损伤的面积大小成反比，与受损部位无关（Lashley，1929）。

整体说在20世纪40年代得到了“细胞集合”（cell assembly）理论的支持。Lashley的学生——加拿大心理学家、认知心理生理学的开创者Hebb与加拿大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中心脑科医生Penfield一起工作，研究病人手术后的心理状态。他发现即使大脑额叶有所损伤，但不影响智力，甚至有时会出现智力增加。Hebb于是提出了细胞集合理论来解释在大量脑组织损伤条件下病人仍能保持一定智力水平的现象：每个神经元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神经元怎么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可以做些什么事情，这才是细胞集合的核心。他还认为大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配电盘，而是以一种交互关联的整体形式在进行运作；智力来自经验，而不是由遗传决定；儿童期的经验比成年期的经验在决定智力水平方面更显重要，因为智力是“在幼年时期的经验，正常的发展概念、思考模式，以及组成智力的察觉方式，婴儿脑部受伤会干扰到发展的历程，但是同样的伤害对成人来说就不会干扰到发展的程序”（Hebb，1949）。

机能系统学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心理学家、神经心理学创始人Luria及其同事对因战争而造成大脑损伤的病人进行了大量的临床观察和训练（Luria，1962）。Luria指出传统的定位论把人的心理活动分割为独立的机能，并且把这些机能与大脑某一严格限定的区域联系起来，这是错误的。他观察到，大脑的局部损伤往往引起某种综合征，或一系列的障碍，而不是导致某一孤立的心理机能丧失。此外，在进行病人训练工作中，Luria还发现，虽然某些大脑区域损伤后，与这些区域相关联的某些基本生理机能难以恢复，但是借助于机能改造的方法，却可以使一些比较复杂的心理机能得到恢复。例如，由枕叶损伤引起的阅读机能障碍，可以借助对字母的触摸和描绘而恢复起来；由颞叶损伤引起的书写机能的障碍，也可以通过对要书写的词进行视觉—动觉分析而得到恢复（Luria，1973）。

经过这些研究，Luria（1973）认为脑是一个动态的结构，是一个复杂的动态机能系统，可以分为三个互相紧密联系的机能系统。在机能系统的个别环节受到损伤时，高级心理机能确实会受到影响。

第一机能系统：调节激活与维持觉醒状态的机能系统，也叫动力系统。由脑干网状结构和边缘系统等组成。它的基本功能是保持大脑皮层的一般觉醒状态，提高它的兴奋性和感受性，并实现对行为的自我调节。

第二机能系统：接受信息、加工和存储的系统。它位于大脑皮层的后部，包括皮层的枕叶、颞叶和顶叶以及相应的皮层下组织。它的基本作用是接收来自机体内、外的各种刺激，实现对信息的空间和时间整合，并把它们保存下来。

第三机能系统：也叫行为调节系统，是编制行为程序、调节和控制行为的系统。它包括额叶的广大区域。它的基本作用是产生活动意图，形成行为程序，实现对复杂行为形式的调节与控制。

Luria认为，人的各种行为和心理活动是三个机能系统相互作用、协同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个机能系统又起着各自不同的作用。Luria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心理机能定位的研究，丰富和发展了脑功能的理论。

模块说

1976年美国神经生理学家Gazzaniga提出了脑功能的“模块说”（modular theory）。该学说认为人脑在结构和功能上是由高度专门化并相对独立的模块（module）组成的（Fodor，1983；Gazzaniga，1976）。这些模块的复杂而巧妙的结合是实现复杂而精细的认知功能的基础（沈政，1998）。模块理论认为人脑所形成的功能模块是一种快速、特异的信息过程。脑是由在神经系统的各个水平上进行活动的子系统以模块形式组织在一起的，复杂的心理活动是大脑中多种离散分布的特定区域联合的产物。近年来，认知神经科学的许多新成果支持了模块学说。例如，视觉领域的研究发现，猴子的视觉与31个脑区有关；颜色、运动和形状知觉是两个大的功能模块，他们之间的精细分工和合作，是视觉的神经基础（Ungerleider & Haxby，1994）。研究还发现，有些失语症病人不能对有生命的物体进行分类，特别是动物，而对非生命的物体或人造物的识别能力依然相对完好（Warrington & Shallice，1984）。这些病人和正常人一样，能命名图画中的人造物体（如工具、衣服等），但在命名熟悉的动物时，成绩比正常人差得多，说明大脑中可能存在不同的功能模块，分别处理不同的词汇和概念。在句子理解的研究中也发现，句法和语义可能是两个不同的功能模块，它们之间可能是相互独立的，也可能是相互作用的。同定位说相比，模块并非是对脑功能的静态、局部的描述，而是对运转状态的脑的整体、全局性的描述。

神经网络

随着神经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研究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成熟，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各种心理活动，特别是一些高级复杂的认知活动（如记忆、语言、面孔识别等），都是由不同脑区协同活动构成的神经网络（brain network）来实现的;这些脑区可以经由不同神经网络参与不同的认知活动，并在这些认知活动中发挥不同的作用。一些神经科学家发现利用结构和扩散磁共振成像数据构建的脑结构网络以及利用脑电图/脑磁图数据和功能磁共振成像数据构建的脑功能网络具有很多重要的拓扑性质，如“小世界”属性（Bullmore & Sporns，2009；Zhou，Zemanová，Zamora，Hilgetag，& Kurths，2006）。另外，研究者发现许多神经精神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和精神分裂症等）与脑结构和脑功能网络的拓扑性质的异常变化有关（如Alexander-Bloch等，2012）。于是研究者们提出了人脑连接组（human connectome）的概念，力图从宏观（大脑脑区）到微观（单个神经元）的各个层次，全面而精细地刻画人类从总体到个体水平的大脑结构网络，并扩展到大脑功能网络。2005年，Sporns等人指出人脑连接组可以从3个空间尺度，即微尺度（microscale）、中间尺度（mesoscale）和大尺度（macroscale或large-scale）（分别代表神经元、神经元集群和大脑脑区3个水平）上进行研究。但鉴于现有的技术手段，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尺度水平上（Sporns，Tononi，& Kötter，2005）。

以脑功能网络研究为例，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研究中，一般将图像体素（104～105量级）或根据先验模板划分得到的脑区定义为网络节点；而对于自发及诱发的脑电图及脑磁图，则一般将记录电极或磁通道定义为网络节点。脑功能网络的连接则指不同节点记录的神经活动信号之间的动态协调性，这种协调性通常采用功能连接（functional connectivity）和有效连接（effective connectivity）两种计算方法来定义。

目前研究者们一致认为存在的几个脑功能网络包括：

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在个体清醒静息的状态下，不专注于外界时，默认模式网络就会活动。在有外界刺激的常规任务实验中，该网络处于去激活状态（抑制状态）。这一网络的主要脑区包括：前额叶中内侧、扣带回前部、扣带回后部及两侧顶下小叶等。其确切的功能意义尚不清楚，但与大脑对内外环境的监测、情节记忆及自我意识密切相关。该网络的重要特性之一是其负激活程度随任务的认知难度增加而增大，简单的运动及视觉任务对其活动程度没有影响（Raichle等，2001；Zhang & Raichle，2010）。

控制网络全名叫执行控制网络（executive control network），又叫中央控制网络（central-executive network）或者背侧网络（dorsal network）。该网络包括了多个内侧前额叶皮层、下额叶和下顶叶区域，其核心区域为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这些脑区多和活动抑制、情绪等功能相关。控制网络参与了多个高级认知任务，并在适应性认知控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Seeley等，2007）。

背侧注意网络（dorsal attention network，DAN），也叫视空间注意网络（visuospatial attention network）或任务正网络（task-positive network，TPN）。它与默认模式网络对立，互成拮抗。背侧注意网络的功能是提供自上而下的注意定向。在实验室环境，如果线索提示了何时、何处、以何种形式进行反应时，背侧注意网络就会持续地活动以保证任务的完成（Vincent，Kahn，Snyder，Raichle，& Buckner，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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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与认知有关的脑功能网络（Bressler & Menon，2010）

Bressler等认为“突显网络”（salience network）负责调控与认知功能相关的多种网络之间的转换，如“中央控制网络”（central-executive network）与“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mode network）之间的转换，并调节对内部及外部刺激的注意。根据该模型，前脑岛（anterior insula，AI）接收感觉系统及边缘系统的输入，然后发送相关控制信号到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以调节行为，发送相关信号至中后部脑岛以更新状态。突显网络的核心节点是AI和ACC；默认模式网络包括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VMPFC）及后扣带回皮层（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PCC）；中央控制网络包括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及后顶叶皮层（posterior parietal cortex，PPC）。

尽管目前世界各国科学家已经非常重视复杂脑网络领域的研究，并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脑网络分析技术的不成熟以及对多模态数据采集认识的不足，这一领域仍然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构建符合脑工作机理的脑结构和脑功能网络；如何评价不同的节点定义方法对脑功能的影响，并确定最合理的定义方法以构建大脑功能网络；目前大多数脑网络研究集中在无向网络上，如何构建有向的结构和功能网络来刻画不同脑区结构的连接方向及神经活动的因果关系；如何整合脑结构和脑功能的网络模型并解释脑功能的发展变化及其对脑结构的影响。由此可见，神经网络的研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对于脑结构和脑功能网络的研究必将极大地促进我们对于大脑信息处理模式和各种认知功能的工作机制的理解，且有利于我们探讨疾病导致的脑神经结构和活动的异常。


3.1.3 脑功能研究常用技术

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

在身体的所有器官中，脑对能量的消耗是最大的。即使在安静的状态下，脑所消耗的氧气和葡萄糖的速率也是其他组织的10倍。当某处脑区工作的时候，它需要的能量剧增。因此，如果我们能够追踪这些能量的变化，或追踪反映这些能量变化的生理参数，我们就能知道当脑在从事某种作业和任务相关的功能活动时，哪一部分脑区最兴奋活跃或者工作最努力。这就是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基本工作原理。其中，PET使用半衰期很短的放射性标记物，如18F—脱氧核糖、H152O等，作为示踪剂注入人体，这些放射性示踪物在人体内放出光子，计算机控制的闪烁探头在脑部四周旋转以探测和记录光子出现的动态过程，计算脑内葡萄糖等相关物的代谢率，从而观察人脑认知时，脑部血流量、葡萄糖代谢率和氧消耗的变化等，由此检测脑部生理代谢活动与心理活动的关系。在通常条件下，PET可以在几十秒内得到一幅清晰的图像，其功能像的空间分辨率是厘米量级。虽然PET扫描是非侵入性的，但是接受PET扫描的被试需要经静脉注射少量放射性药物。因此虽然早期神经语言学的PET研究较多，但目前由于有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等更安全的、非侵入性的研究手段，PET研究越来越少。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fMRI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左右，是在磁共振成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1970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Damadian发现正常组织的磁共振（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信号与病变组织的信号明显不同。随后Lauterbur、Mansfield和Graunell发明了各种成像方法。1976年 Mansfield得到了第一幅人体断层像，1977年世界上第一台名为indomitable的全身磁共振成像装置诞生，1978年磁共振成像装置的图像质量已经接近CT，1980年磁共振成像设备用于商业用途，这之后，磁共振成像技术开始进入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

现在最为流行的fMRI成像方法是血氧水平依赖（blood oxygenation level dependent，BOLD）成像技术，这项技术首先由Ogawa等人于1990年提出，接着Kwong等人于1992年发表论文阐明该技术可以应用于正常人。血氧水平依赖的主要原理是，人的血液中包含两种物质：氧合血红蛋白和去氧血红蛋白，氧合血红蛋白是逆磁物质，而去氧血红蛋白是顺磁物质。当给予刺激（如阅读）时，需要消耗体内的氧和葡萄糖，因此，在刺激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内，血氧水平是下降的；但是随着神经元的兴奋，会带来更多的血氧，因此去氧血红蛋白与氧合血红蛋白的比值发生变化。这两种不同磁化物质的增减状态不同，因此表现出不同的MR信号。通过重复进行某种认知加工、动作或经历，可以用统计方法判断哪些脑区在这个过程中有系统的信号变化，因而推测出是哪些脑区在执行这些认知活动或行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fMRI开始进入运动、记忆、学习、语言等人脑高级功能的神经机制研究，由于其非侵入性、无辐射、高空间分辨率的优势，可以说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神经科学研究技术之一。

事件相关电位

在头皮表面记录到的自发节律性电活动，称为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m，EEG）。这种自发电位主要是由皮质大量神经组织的突触后电位同步总和形成的。人脑只要没有死亡就会不断地产生EEG。健康成年人在清醒状态下，头皮表面记录的EEG为数微伏至75微伏左右，但在病理状态下（如癫痫发作时）可达1毫伏以上。EEG的测量方法是将许多平头的金属电极放置在头皮上的各个部位，电极把探测到的脑电活动送入脑电图仪，再由脑电图仪将这些微弱的脑波信号放大并记录下来。

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ERP）是一种特殊的脑诱发电位。1947年Dawson首次报道用照相叠加技术记录人体诱发电位。1951年他又首次介绍了诱发电位平均技术，从EEG中提取出诱发电位（evoked potential，EP）。EP是刺激（包括物理刺激和心理因素）引起的脑电实时波形，时间分辨率可以精确至微秒。这里将刺激视为一种事件（event），故EP又称为事件相关电位，指的是当外加一种特定的刺激作用于感觉系统或脑的某一部位，在给予刺激或撤销刺激时，在脑区引起的电位变化。ERP的研究已经深入到心理学、生理学、医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利用其高时间分辨率的优势，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许多与认知过程密切相关的成分。例如，关联性负变（contigent negative variation，CNV）与期待、动作准备、定向、注意、时间认知等心理活动有关；P300与注意、辨认、决策、记忆等认知功能有关；失匹配负波（mismatch negativity，MMN）反映了脑对信息的自动加工；N400是研究脑的语言加工原理常用的ERP成分（Kok，1997）。

脑磁图描记术

同ERP、fMRI一样，脑磁图描记术（magnetoencephalography，MEG）也是一种对人体进行完全无接触、无侵袭、无损伤的大脑研究和临床观察的实验设备。人的颅脑周围存在着磁场，这种磁场称为脑磁场。但这种磁场强度很微弱，要用特殊的设备才能测量并记录下来，因此需建立一个严密的电磁场屏蔽室。在这个屏蔽室中，将受检者的头部置于特别敏感的超冷电磁测定器中，通过特殊的仪器可测出颅脑的极微弱的脑磁波，再用记录装置把这种脑磁波记录下来，形成的图形便称作脑磁图。

1963年，美国的Baule和Mcfee采用200万匝的诱导线圈测量心脏产生的磁信号，首次记录了生物磁场。1968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Cohen首次在磁屏蔽室里进行了脑磁图记录，采用诱导线圈和信号叠加技术及超导技术测量了脑的8～12Hz的α节律电流所产生的脑磁信号。1969年，Zimmerman和同事发明了点接触式超导量子干涉仪，大大提高了探测磁场的灵敏度。目前MEG已经能够准确定位感觉运动中枢及语言中枢等许多重要脑区的功能，因此也是一项具有重要价值的无创性研究手段。

近红外光谱仪

功能性近红外光谱仪（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fNIRS）是一种新兴的功能神经影像技术。同fMRI相似的是，fNIRS也是通过考察脑流量相关的生理参数变化来推测大脑活动与心理加工之间的关系，具有非侵入性的特征。与fMRI不同的是，fNIRS利用的是光学技术：人体组织对不同波段的光具有不同的吸收率，而人体组织中的氧合血红蛋白和去氧血红蛋白对波段在800～2500纳米的红外光的吸收率有显著不同，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计算得出两种蛋白的即时浓度；fNIRS就是利用近红外光波段，通过对一处或者多处组织进行光学照射，然后在照射的对面或同面的一处或多处组织收集反射回来的光，根据光在人体组织中的传播特性和最新的断层成像算法，就可以重建图像，从而检测出人体组织内各种血红蛋白浓度的变化（Irani，Platek，Bunce，Ruocco，& Chute，2007）。

fMRI等脑功能成像技术具有对伪迹敏感、价格贵、设备庞大、不适用于儿童（特别是婴幼儿）和特殊人群等局限性，fNIRS则因其轻巧、便携、安全及相对廉价弥补了业内研究人员的需求，被认为具有良好前景，目前也开始用于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等多个研究领域。当然fNIRS也存在低时间分辨率、空间分辨率的不足，且其校正算法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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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常用脑机制研究手段（http://neuroimage.yonsei.ac.kr/fig/research2/fig3.jpg）


3.1.4 语言的神经中枢

Wernicke-Geschwind模型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科学家们一直致力于揭示语言的重要脑区。早期根据对失语症患者的观察及对手术中病人脑部电刺激的研究，Wernicke提出了原始的语言加工模型，后经Geschwind提炼后，成为经典的Wernicke-Geschwind模型（Geschwind，1965）。如图所示，这一模型包括七个重要脑区：布洛卡区、威尔尼克区、弓状束（arcuate fasciculus）、角回（angular gyrus）及初级听觉、视觉、运动皮层。Geschwind认为这七个位于左半球的脑区协力完成了语言的各项功能。如接收听觉刺激后，信息传递到初级听觉皮层；接着在威尔尼克区进行解释，获得语义信息；然后通过连接布洛卡区和威尔尼克区的神经纤维束--弓状束，将信号传递给布洛卡区；从而对初级运动皮层发号施令，对听到的话语作出言语反应。同样，如果是视觉加工词汇（阅读时），词的视觉信号先从视觉初级皮层到达角回，然后转译成听觉的形式（Dejerine，1891），再从威尔尼克区经弓状束达到布洛卡区，最后通过初级运动皮层读出来（Geschwind，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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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Wernicke-Geschwind模型（http://www.acbrown.com/neuro/Lectures/Lang/Figs/NrLang13.jpg）

如今，Wernicke-Geschwind模型显然已经过时，但早期对正常人的神经语言学研究大多基于这一模型。该模型的不足在于：（1）只能解释词汇加工，无法揭示复杂的短语及句子层面的加工；（2）无法解释阅读障碍者能阅读符合拼写规则的单词，却不能阅读不规则拼写的单词的现象，如“yacht”等（Marshall & Newcome，1973）。这种种不足促使研究者们对该模型进行更深入的检验。

功能—结构模型

早期的神经影像学研究多以PET研究为主。Petersen等人（1988）最早采用PET对健康成人的词汇加工进行了研究。他们通过视觉或听觉通道给被试呈现单词，被试需要默默地复述这些单词或者根据听到的名词生成一个动词（如，听到“cake”说“eat”）。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Petersen等人提出功能—结构模型（function-anatomical model，Petersen，Fox，Posner，Mintun，& Raichle，1988，1989）来解释语言加工的生理过程：（1）颞顶皮层加工听到的词汇；（2）左外纹状体处理视觉呈现的单词；（3）左侧前额叶皮层腹部与语义加工有关；（4）前扣带回负责一般的反应选择；（5）发音编码及运动编程涉及左侧前运动皮层（premotor cortex）、左侧脑岛（insula）前部、辅助运动区（supplementary motor area，SMA）；（6）运动执行与rolandic皮层（前中央回后部）有联系。值得一提的是，Petensen等人的后续PET研究也证实了这种种假设，并且指出，语言功能是极其复杂的心理活动，并不可能定位在某几个区域，而应该是不同的脑网络协力合作的产物（Petersen & Fiez，1993），这与当今流行的神经网络学说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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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功能—结构模型（Peterser等，1998，1989）

语言的神经认知模型

2000年，Price将相关的语言模型和近十年的fMRI研究成果结合，考察了不同任务（词汇重复、词汇朗读、词汇默读）、不同输入通道（视觉、听觉）下正常个体词汇加工的大脑活动状态，由此总结出了新的语言模型，从生理解剖及认知心理加工两方面细致地探讨了词汇加工中脑部的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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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语言的神经认知模型（Price，2000）

如图3.6所示，听到词汇首先会激活双侧的颞上回，在提取这些听觉词汇的词义时，左侧颞中后部、颞顶皮层后部及颞下皮层前部都会激活，这些皮层的具体激活区域与刺激的语义属性有关。如果需要言语输出的话，颞上沟后部及左颞下后部皮层活动增强；如果不是图片命名，而是词汇或者亚词汇的言语输出，颞上沟的皮层后部会激活，即该区域与非语义的言语输出有关；左颞下回的后部，靠近梭状回语义区域，在图片命名及言语流畅度等任务中都有激活，因此和与词汇语义有关的言语输出相连。无论输出内容是否含有语义提取，发音规划都会激活左脑岛前部或者额叶眶部（operculum），而言语的运动输出必然激活双侧的感觉运动皮层。个体发出的语音被自己听到后，又会进一步增加颞上回的脑活动水平。

看到词汇时激活的脑区与听到词汇时激活的脑区非常相似。然而唯一被视觉词汇激活而不被听觉词汇加工激活的区域是梭状回后部和舌回（lingual gyrus）。这两个区域的激活不仅限于视觉呈现的词汇加工，在图片命名任务中也可以观察到它们的活动增强。与阅读有关的是视觉皮层和颞上沟后部的同时激活，这种现象被称为功能整合。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是因为视觉和颞叶皮层或者存在某些与阅读相关的区域间特定连接，这其中的真正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语言加工的脑活动图谱

1992年至今，对语言的脑神经科学研究可以分为四个阶段（Price，2012）：（1）1992—1996年，PET占主导地位；（2）1997—2001年，fMRI渐盛；（3）2002—2006年，语言的fMRI研究更加细致；（4）2007年至今，将功能与结构脑成像技术结合以验证有关语言的心理认知模型。近十年，对语言的研究逐渐扩展至句子层面。Price（2012）将自1992年以来的脑成像研究结果根据加工的层次进行了总结，并以图谱的方式展现这二十年来语言加工中枢的研究进展（图3.7）。

可以说，过去十年，对语言加工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在看到众多研究进展的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语言脑机制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例如，大多数的脑成像研究对象为拼音文字使用者，而针对中文使用者的研究则发现，中英文加工的脑神经机制并不相同（Tan，Laird，Li，& Fox，2005）。Tan等人（2005）对13篇拼音文字阅读的脑成像研究及6篇中文阅读的脑成像研究进行元分析，力图揭示语言文化背景对语言的脑神经机制的塑造作用。如图3.8所示，在进行单词的语音加工过程中，中文使用者和拼音文字使用者同样激活了布洛卡区及梭状回；不同的是，由于中文对应的汉语是单音节词，属于直呼语音（addressed phonology），而非英语的合成语音（assembled phonology），所以阅读中文单词还会引起左额中回和左顶上回的激活。有研究者通过比较意大利语和英语，发现对于正字法透明度更高的意大利语使用者，他们的左颞上回区域更为活跃（Paulesu等，2000），可见语言本身的特质会影响其神经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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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与语言加工有关的脑活动区域（Price，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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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汉字及拼音文字语音加工的神经基础（Tan等，2005）


3.2 第二语言学习与大脑可塑性

对于第二语言学习的问题，人们共同的疑问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好？很多研究者认为存在第二语言学习的关键期，越晚开始学习，学习越困难，特别是在语音和语法方面，因此越早学习越好。对于大多数双语者而言，尤其是中国的汉语—英语双语者，第二语言的学习往往是小学甚至初中阶段才开始，因此有人认为学习者的年龄是造成第二语言学习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最近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即使过了语言学习的关键期，大脑仍然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即长期的学习或者短期的培训都有可能影响到大脑的功能活动，甚至是大脑的结构（Li，Legault，& Litcofsky，2014）。下面将简单地介绍脑的可塑性的相关概念与研究，再集中探讨第二语言学习和训练引起的脑功能和结构的变化。


3.2.1 脑的可塑性

脑的可塑性（brain plasticity或neuroplasticity）是指大脑可以被环境和经验所修饰，具有在外界环境和经验的作用下塑造大脑结构和功能的能力，分为结构可塑和功能可塑（Draganski等，2004）。脑的结构可塑是指大脑内部的突触、神经元之间的联结可以由于学习和经验的影响建立新的联结，从而影响个体的行为。功能的可塑性可以理解为通过学习和训练，大脑某一区域的功能可以由邻近的脑区代替；也表现为脑损伤患者在经过学习、训练后，其脑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的恢复。

临床观察

大脑具有可塑性这一发现最初来源于脑损伤的研究。一些研究者发现，在经过学习和训练之后，大脑发生病变的区域所代表的功能可以得到部分恢复，其原因或者是由于发生病变的脑区得到部分恢复，或者是由于邻近的脑区具有了病变脑区的功能。例如，一般我们认为左半球是负责语言加工的优势脑，然而在Liegeois等人（2004）的研究中却发现，在儿童时期切除左半球的病人，仍然具有获得语言的能力。虽然与正常儿童的语言发展相比，他们的语言发展能力要稍晚些，但是他们的语言能力仍然可以发展到与正常人相似的水平，即切除了左半球并不代表儿童就丧失了获得语言的能力。这项研究说明虽然左半球在语言加工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表示它是语言加工的唯一脑区。而Müller等人（1999）在一项成人实验中也发现，左半球受损伤较早的患者会出现右半球优势。该项PET研究要求9名正常被试、6名早期脑损伤患者和5名晚期脑损伤患者完成一项句子加工的听力实验。结果发现三组被试中，正常被试左侧额叶和颞叶的血流量较右侧区域显著增加，而早期脑损伤患者在前额叶、额下回和顶下小叶这些区域的左侧化程度明显降低。研究者认为脑损伤发生较早的患者会表现出左半球优势降低，是由于右半球补偿了大脑左半球的语言加工功能；脑损伤后语言功能的恢复是由于在正常情况下不进行语言加工的某些脑区出现了激活。脑损伤患者的脑功能恢复为研究神经系统的动态变化提供了一些实验依据，这些实验研究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表明我们的神经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经验的影响。

知觉技能训练

大脑是动态发展的，其皮层功能的获得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训练、学习和发展如何影响神经系统的变化。这些实验研究通常要求被试在一定的时间内学习某项实验任务，观察学习前后脑区活动状态的变化。这类研究的前提是，学习前和学习后影响脑区活动状态变化的变量是学习的实验任务，研究者所设计的实验任务通常包含了一项或几项认知成分，通过实验他们试图找出所考察的认知成分与大脑活动的关系。

例如，有研究者对伦敦的出租车司机进行了研究（Maguire，Woollett，& Spiers，2006），通过对比出租车司机和非出租车司机，他们发现对地理环境信息掌握越多的司机，他们的后海马区域体积越大，而这一区域与认知导航技能有关。这项研究表明驾驶经验改变了出租车司机的大脑结构，体现了大脑的可塑性。

对感知觉能力的短期训练也有类似的结论。如Schiltz等人（1999）在一项PET研究中训练被试学习分辨简单的光栅朝向，发现训练引起了初级视皮层（V1）和外纹状体（V2、V3）的大脑活动水平下降，表明视知觉学习确实引起低级视区皮层活动的变化。这些实验为大脑可塑性提供了重要的实验证据。在对这些实验进行分析之后，可以认为，参与某项实验任务的认知成分的多少会影响脑区激活程度的强弱。由学习引起脑区活动状态的变化还表现在，经过学习后负责加工实验任务的脑区由脑皮层高级功能代表区退化到较低级皮层代表区。Song等人（2010）利用ERP实验研究了负责识别视觉图形的脑区在训练后的活动变化。该研究要求被试完成一项较复杂的视觉图形分辨任务。结果发现在开始训练时，学习引起ERP变化的区域集中在中央/顶区；经过训练后，ERP变化的区域退化到顶/枕区。研究者认为，学习使得复杂图形的表征从视觉通路的晚期阶段移向了早期阶段。Song等人的研究也许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认知成分与神经系统之间的关系。识别、分辨复杂的视觉图形任务要求更多的认知成分的参与，如视觉、知觉以及注意等；通过学习后，识别图形的任务需要参与的认知成分会有所变化，比如，可能不再需要注意成分的参与，因而负责加工的脑区可能会由高级功能代表区退化到较低级的皮层代表区。

Kassubek、Schmidtke、Kimmig、Lücking和Greenlee（2001）在一项实验研究中也发现了这种结果。他们的实验选取了10名健康被试，实验任务是要求这10名被试在连续两天内阅读正常呈现的字符和镜像字符（正常字符的镜像）。这项实验的目的是通过让被试学习正确识别镜像字符，从而掌握一项非程序性的知识。实验选取镜像字符作为学习材料，控制了学习中的视觉因素与注意因素。研究表明，在经过两天的训练之后，被试对镜像字符的识别成绩有明显的提高，但对正常呈现的字符的成绩没有明显的变化。在Kassubek等人的实验中，作为控制条件的正常呈现的字符与作为实验条件的镜像字符相比，差别在于镜像字符的识别要求学习某种非程序性的知识，如果经过训练，被试学习了这种知识，在学习后识别镜像字符的成绩应当有明显的提高。实验结果也显示，被试学习后识别镜像字符的正确率增加。Kassubek等人使用fMRI技术研究了非程序性知识的学习与大脑皮层功能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学习镜像字符之后，阅读正常呈现的字符时，BA7区脑血流量没有发生变化；而对于阅读镜像呈现的字符，BA7区的脑血流量减少。这与前期行为实验的结果相一致。这些研究说明学习训练可以引起大脑皮层功能区活动状态的变化。

Draganski等人（2004）采用脑成像技术研究了接受杂技训练的成人学习前后的脑结构的变化。12名成年被试学习手抛三球杂耍，与12名未经训练的被试相比，三个月后他们的颞中回及左顶内沟后部体积明显增大，而这两处脑区正是负责运动物体的。有趣的是当训练组停止训练三个月后，再次与未训练组相比时，两组被试在这两处脑区的结构差异减小。

目前，脑可塑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通过学习和训练某项学习任务来考察大脑皮层功能可塑性的变化。相比脑损伤的观察研究，这类研究的优势在于它是基于正常大脑的研究，这似乎更符合对脑可塑性的一般理解，也就是说大脑在发育关键期之后仍然具有通过学习塑造其结构和功能的能力。然而，目前科学家们对这些脑变化的深层次原因的分析却存在着分歧。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神经细胞具有可塑性，即突触联结是固定的，学习和训练使突触间联结强度发生变化——增强或抑制。第二种观点认为皮层可塑性是由于神经回路的重构，学习和训练引起轴突和树突生长。第三种观点认为皮层可塑性发生在单个突触水平上，而不是大量神经元加工的重新整合。这些观点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很可能这三种变化发生在学习的不同阶段。


3.2.2 第二语言学习引发大脑功能变化

Paradis（1987）指出第二语言学习研究要回答两个方面的问题：（1）第二语言学习是否也引起语言的优势半球即左半球的功能变化；（2）如果第二语言也引起左半球功能变化，那么它改变的脑区是否与母语相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神经语言学家对第二语言学习的神经活动变化产生兴趣，因为探讨语言学习所引起的脑功能及结构的改变，可以更加全面地揭示脑神经系统的认知功能及其结构的关系，并深化对脑可塑性的认识。鉴于目前技术上的局限，直接考察婴幼儿语言学习中的脑神经功能变化存在很多困难，因此大量的研究主要使用成人被试。这些研究集中考察了以下两种过程引起的脑功能和结构的变化：自然条件下的第二语言学习和实验室条件下的语言培训。不论是自然环境下的二语学习还是语言训练研究，大多数研究采用的范式是：在进行新语言学习前，要求被试完成一项言语任务，并记录其引起的脑激活模式；之后让被试进行为期数周或数月的新语言学习，再次要求被试完成该项言语任务，同样记录其引起的脑激活模式。同时，在学习前后设置基线任务，分析、比较两种任务条件下前后两次扫描得到的图像，从而得出由学习所引起的脑功能变化。这一范式较好地控制了影响语言学习的各个因素。

短期训练

McCandliss、Posner和Givon（1997）最先采用ERP技术研究了学习人工语言时大脑活动的特点。该研究测试了被试训练前、训练中和训练后脑电波的变化。结果发现，经过5周的语言训练，加工新单词Keki的语义时被试的左前额叶和颞叶波幅下降，其下降后的波幅与加工英语单词的波幅相当。这可能是由于学习使加工新单词语义的自动化程度提高，脑皮层活动程度的减弱引起了脑电波幅的下降。

关于大脑可塑性的另外一些研究发现，学习可以引起大脑皮层某一功能代表区激活程度的增强，也可以使大脑皮层进行重新组织。Wang、Sereno、Jongman和Hirsch（2003）训练美国被试学习汉语的语调，目的是通过语调学习让学习者建构新的语音分类表征以考察成人知觉系统是否具有可塑性。Wang等人控制了反应过程中的运动/视觉因素和听觉变量因素，以保证最终引起大脑变化的是语调任务的学习。结果表明，语调任务的学习引起了左脑BA22区激活程度的增强。在Wang等人的实验中，还发现经过两个星期的学习之后，在训练前没有出现激活的脑区——左脑BA42区和右脑BA44区，在训练后得到激活，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学习任务影响了大脑皮层的活动方式。Golestani和Zatorre（2004）训练英语单语者学习辨识印地语的卷舌音。经过两个星期的训练后，他们发现这些英语单语者在辨识印地语时左颞上回、脑岛、额叶等脑区出现更为强烈的激活。

语言学习不仅仅是音调的学习，因此Wong、Perrachione和Parrish（2007）要求英语单语者学习带音调的英语假词及其意义（图片呈现）。根据被试学习的进展，他们将被试分为学习好和学习差两组，结果发现，学习好的被试比学习差的被试在训练前后都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左颞下回后部的激活，这说明我们有可能根据被试在语言学习前的脑激活模式预测其可能的语言学习成绩。

近年来，有关汉语—英语双语者的研究也不少。Mei等人（2008）训练汉语—英语双语者学习一种类似韩国字符的人工语言。在训练的头3天，被试学习20个字符的词形、语音及语义，在剩下的7天里学完剩余的40个新词。结果发现学习好的一组在左颞中回有更强烈的激活，学习差的一组在右侧额下回的活动更为强烈。这说明脑激活模式能够预测语言学习的差异。

随着神经网络和人脑连接组的兴起，对第二语言学习的脑机制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动态。如Sheppard、Wang和Wong（2012）重新分析了Wong等人（2007）的数据，他们采用图论（graph theory）分析的理论方法，对学习成绩好和学习成绩差的两组被试的脑功能网络进行了对比，发现学习好的被试与学习差的被试相比全脑效率更高，局部效率更低。Veroude等人（2010）也对第二语言学习引起的脑神经网络连接进行了分析。在他们的研究中，被试通过观看天气预报、微电影学习中文汉字。研究者们发现学习过这些汉字的被试的双侧缘上回（supramarginal gyrus）之间的连接强度要高于没有学习过的被试。

Li和Yang等人在系列研究（Yang & Li，2012；Yang，Gates，Molenaar，& Li，2015）中对第二语言学习中的词汇和语法学习引起的脑活动变化及其脑神经网络机制进行了系统考察。在他们的研究中，以英语为母语的美国大学生接受了约20分钟的人工语法学习后，在磁共振仪器中进行语法准确性的判断，结果发现不论是隐性还是显性的第二语言语法学习者都在双侧额中回、前运动皮层、脑岛、楔前叶及尾状回等区域有强烈的激活。然而与训练时一无所知的内隐学习者相比，在人工语法训练前接受明确指导语，明白自己即将接受语法训练的外显学习组的被试在左顶上小叶和楔前叶活动更为强烈；而内隐学习者在同样进行语法判断任务时在左额下回、脑岛、扣带回及尾状核的激活更为强烈。脑功能有效连接分析发现，内隐和外显这两种不同方式的第二语言语法学习依赖不同的脑功能网络：内隐性学习更多地依赖额叶与基底神经节之间的连接。

Yang等人（2015）对美国人学习汉语词汇进行了短期训练研究。23名美国大学生接受了为期6周的汉语语音—图片连接的训练，集中学习48个语音—图片的对应关系。与学习成绩较差的被试相比，学习较好的学生在训练后对学习过的材料进行声调判断任务时，自动触发了对这些词汇的认知加工，因此与学习差的一组相比，其前额叶运动皮层、额下回、颞上回后部（BA39区）等区域有更强烈的激活，与第二语言有关的脑区之间沟通更为紧密，说明脑功能网络更为紧凑，效率更高（见图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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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第二语言词汇学习前后（T1，训练前；T2，训练后）学习成功者（SL）、学习不成功者（LSL）及未学习者（NL）的脑功能网络（Yang等，2015）

该网络的节点为左额中回（MFG）、额下回（IFG）、脑岛（INS）、辅助运动区（SMA）、颞上回（STG）和顶下小叶（IPL）。

综上所述，在实验室语言学习和训练的脑成像研究中，经常报告的几个区域是左额下回、左颞上回、左角回、左颞中叶及顶下小叶等。但这些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可能是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导致的：（1）任务分解不充分；（2）考察语音、语义、句法学习的不同方面；（3）脑成像研究采用认知相减方法的局限。刺激呈现方式的细微变化、语言刺激不可控的自动加工等，也可能导致结果不一致。

自然学习

McLaughlin、Osterhout和Kim（2004）设计了一项针对法语单词学习的为期一年的课堂教学实验，该ERP实验的研究对象是英语为母语的成年人，通过测定N400的波幅变化来考察词汇（语义）的学习情况。实验分为学习初期、中期和末期三个阶段。在学习初期，仅仅经过15个小时（约两周）的法语集训，主试便让被试对一些法语真假词（前提是可以正常发音且符合正字法的假词）进行真假词汇的判断（可以瞎猜），结果发现尽管行为上被试对真假词的辨别没有差异，但假词比真词所引发的N400的波幅要大。9个月（大约140个小时的教学时间）后，学习者加工真词和假词时N400波幅的差异与法语母语者相似，同时其对照组（未接受课堂法语教学）并没有出现与之对应的N400波幅差异。这一研究说明，即使接受的教学时间很短，行为上没有体现学习成就，但大脑的活动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

近期Tanner、McLaughlin、Herschensohn和Osterhout（2013）报告了一项英语母语者学习德语的研究。研究被试为以英语为母语的大学生，他们正在参加大学水平的德语课程。通过ERP技术，研究者发现正在上大学一年级德语课程的被试在加工违反德语语法的句子时，德语成绩越好的被试越像德语母语者一样引发P600（句法加工）的波形，而成绩差的被试仅仅引发N400（语义加工）成分；大学三年级的德语学习者则像德语母语者一样，在处理违反德语语法的句子时产生P600。这一研究虽然不是长期的追踪研究，却通过横向对比不同学习年限的第二语言学习者揭示了伴随外语学习的脑活动变化，而且将行为指标与脑活动变量建立了联系。

与ERP研究相比，采用fMRI对第二语言学习进行长期追踪的研究才刚刚起步。2015年，Grant、Fang和Li报告一项对美国大学生学习西班牙语的追踪研究。这些学习者在语言学习前后接受了同样的词汇判断任务，即判断呈现的西班牙语单词、西班牙语英语同源词及英语单词是否为西班牙语单词。研究发现通过学习，语言控制中枢（如前扣带回）的活动减少，而控制中枢与语义加工的重要脑区（如颞中回）的联系增加。这似乎说明伴随着第二语言学习，不但语义加工的脑区功能活动有变化，语言控制中枢的活动及其与其他区域之间的联系也发生了改变。


3.2.3 第二语言学习引发大脑结构变化

成人大脑的结构会因为学习和经验而发生变化吗？传统观点认为：除了在老化和病理条件下，大脑的解剖结构不会发生变化。但近几年，这种观点受到了挑战。一些研究表明：成人的经验和学习也可以引起大脑结构的改变。

短期训练

2011年，Kwok等人发表文章指出，短时间的颜色命名训练会使得成人左脑视觉皮层V2/3区的灰质增加，暗示成人的大脑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在这项研究中，19名成年中国被试学习两种不同绿色和两种不同蓝色的人工名称。经过3天训练（分5次进行，共计1小时48分），他们的大脑灰质中与彩色视觉与感知有关的区域的容量增加了。该研究一经发表，引起了众多关注，特别是该研究涉及的训练时间比McLaughlin等人（2004）研究中的14小时的课堂训练时间还要短。

Mårtensson等人（2012）则对军校中接受10个月语言强化训练的译员进行了头3个月的追踪研究。他们发现与控制组相比，训练后这些译员的左额下回、额中回、颞上回及右侧海马回的灰质更厚。而且他们所学语言的熟练程度也与左侧颞上回和右侧海马回的密度相关。

Hosoda、Tanaka、Nariai、Honda和Hanakawa（2013）训练日本被试学习英语16个星期，结果发现，训练后被试的右侧额下回灰质和白质的密度都增加了，而且增加的幅度与他们的英语词汇量成正相关。根据文献，这些产生结构变化的脑区与语言及认知控制加工有关。

以上研究说明，即使短时间的训练（数小时）也有可能改变大脑的结构，因此第二语言短期训练带来的大脑功能的变化也就显而易见了。

自然学习

如果短期训练能导致大脑结构发生质的变化，那么毫无疑问，在自然环境中的长期的第二语言学习必然会改变大脑的结构。有研究者通过长期追踪的实验范式来研究第二语言学习带来的脑结构变化。Schlegel、Rudelson和Peter（2012）对11名报名参加9个月汉语学习的美国大学生进行了长期追踪，每个月都对其大脑进行结构扫描。结果发现这些学生与未学习中文的控制组被试相比，他们学习中文的成绩与他们左脑及右脑经典语言区域的脑白质连通性的改变程度成正比关系。

另外，也有不少研究者通过对比单语者与双语者的脑结构来提供一些辅助信息。Mechelli等人（2004）的研究表明，双语者与单语者相比，左侧顶下皮层的灰质密度增加；而且早期双语者相对于晚期双语者，灰质密度增加更显著；二语熟练程度、获得年龄对该区域灰质密度有影响——第二语言越熟练、获得年龄越低，该区域灰质密度越大。近期有关双语者与单语者差异的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Della Rosa等，2013；Grogan等，2012），即顶下小叶（包括缘上回）与母语及第二语言的词汇知识储备有关。除此之外，Klein、Mok、Chen和Watkins（2014）发现左额下回及顶上叶的灰质厚度与第二语言学习的起始年龄成反比。对大脑白质连通性的研究（Cummine & Boliek，2013；Mohades等，2012）也显示双语者的左右侧额下回—枕叶纤维束连通性与单语者不同，这说明第二语言学习经验可以塑造大脑结构。


3.3 双语加工的脑机制

经过一段时间的第二语言学习，单语者变成了双语者，那么双语者是如何加工两种语言的呢？其语言中枢是否和单语者相同？不同的语言加工过程是否分别激活了不同的大脑皮层？两种语言在双语者的大脑中是独立存储的还是共同存储的？这些都是第二语言学习的研究者们最为关心的重要问题。


3.3.1 双语表征的神经机制及影响因素

双语者一语和二语表征的神经机制差异

独立表征模型认为，双语者的两种语言的语言形式及语义系统都是独立表征的（Aglioti，Beltramello，Girardi，& Fabbro，1996；Ku，Lachmann，& Nagler，1996）。这一理论得到了临床研究的支持。研究者对因脑损伤而患失语症的病人进行临床观察时发现，如果脑损伤前掌握两种以上语言，脑损伤后失语只会发生在某种语言上，并不是全部语言功能都丧失。由此表明，两种语言可能具有不同的加工机制。如Ku等人（1996）对一名汉语—英语双语失语症患者进行研究，发现该患者在入院后一周内恢复母语（汉语）的书写功能，2个月后才开始逐渐恢复第二语言（英语）的读写功能。Aglioti等人（1996）报告了一位左侧神经中枢受损（左侧基底核）的病人，发现其母语受损，但第二语言却完好无损。Leker和Biran（1999）对一名希伯来语—英语的双语脑损伤患者进行脑部检测，发现这名右脑枕骨出血的患者表现出典型的单一语言功能丧失的症状，如病人不能理解由右向左书写的母语（希伯来语），却对从左向右书写的英语（第二语言）加工正常。Moretti等人（2003）指出，一位熟练的克罗地亚语—意大利语双语者，在脑梗塞初期，其母语明显受损，第二语言基本完好。5个月后，其母语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而第二语言意大利语的受损变得明显。Lucas、McKhann和Ojemann（2004）将25名双语脑损伤患者与117名正常单语受试的脑激活情况进行对比发现，第二语言在颞叶和顶叶区域会引起额外的激活。可见，双语失语症患者的病灶呈现在不同区域，会影响两种语言恢复的进度，由此似乎暗示了双语者的大脑中存在两个区域，分别控制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

对健康双语者的研究最早也支持这种观点。如Perani等人（1996）对意大利语—英语被试进行PET研究时，要求他们听分别用意大利语（第一语言，L1）、英语（第二语言，L2）及第三种陌生语言所讲的故事，同时观测他们的大脑活动。结果发现，这些被试在听L1时，额下回、颞上回、颞中回、角回以及右侧小脑都有激活；但是在听L2时，这些区域没有活动。于是研究者推测两种语言在大脑中的表征存在差异。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脑成像研究支持共同表征模型，这种理论认为双语的语言形式分别存储在不同的系统，但语义表征共享。如在词汇加工的研究中，无论是图片命名、言语流畅度、词干补缺还是词汇重复任务中，研究者们都发现，当双语者的第二语言熟练程度与第一语言熟练程度相同时，两种语言都在左侧额叶和颞顶皮层有相似的激活（Chee，Tan，& Thiel，1999；Ding等，2003；Hernandez，Dapretto，Mazziotta，& Bookheimer，2001；Hernandez，Martinez，& Kohnert，2000；Klein，Milner，Zatorre，Meyer，& Evans，1995；Klein，Milner，Zatorre，Zhao，& Nikelski，1999；Klein，Zatorre，Milner，Meyer，& Evans，1994；Perani等，2003）。根据Abutalebi、Cappa和Perani（2005）的研究结论，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共同激活的具体区域包括左额下回、颞上回和颞中回、角回和颞极（temporal pole）。

双语表征的神经机制差异的影响因素

显然，双语者的两种语言水平往往不平衡，因此自2000年以来，对双语的研究逐渐细化。研究者在探索两种语言所导致的激活区域究竟是重叠还是分离时，发现很多影响因素，如第二语言的学习年龄、二语熟练水平、接触程度以及语言特征等。除此之外，语言任务显然也会引起神经活动的差异。

学习年龄：Kim、Relkin、Lee和Hirsch（1997）运用fMRI技术探讨被试用二语和一语进行句子产出时大脑活动的变化。早期双语者的一语和二语在额叶脑区的表征基本相同，而晚期双语者的二语与一语的大脑表征区别很大。但是不论是早期双语者，还是晚期双语者，在颞叶的语言敏感区内，一语和二语的表征基本没有区别，因而Kim等人认为这种双语表征在额叶活动的差异是由二语学习年龄造成的。Chee等人（1999）对双语者的句子产出加工进行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学习年龄影响额叶大脑活动这一结论。Weber-Fox和Neville（1996）采用ERP研究了双语者在句法违反和语义违反任务下的大脑活动。按照二语学习的起始年龄，研究者把被试分为五个组：1—3岁，4—6岁，7—10岁，11—13岁，以及大于16岁。他们发现至少是在句法违反情况下，二语学习年龄越晚的被试表现越差。研究者还推论句法加工和语义加工似乎基于不同的系统。对此，Wartenburger等人（2003）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们运用fMRI研究当被试进行语法和语义判断时，学习年龄和熟练水平对双语加工的神经机制的不同影响。结果发现，学习年龄影响双语语法判断的神经活动，而熟练水平更多地影响双语语义加工的大脑激活模式。对于熟练水平的研究，本文在下一小节会有更详细的叙述。Hernandez、Hofmann和Kotz（2007）在判断规则单词和不规则单词阴阳性的任务中发现学习年龄对大脑活动有一定的影响。对不规则词作阴阳性判断时，晚期双语者的大脑活动在左边的BA47区，而早期双语者的大脑活动在左边的BA6区。

二语熟练程度：Perani等人（1998）最先研究第二语言熟练水平对双语表征的神经机制的影响。他们的PET研究表明，在二语理解任务中，左颞上回的活跃程度受二语熟练水平影响。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在听母语和二语故事时，熟练水平影响大脑区域的参与；而且对高熟练水平的双语者来说，学习年龄不影响大脑活动的参与。值得一提的是，Perani等人不认为他们的发现与Kim等人（1997）的发现矛盾，因为他们采取的是不同的任务类型，而且Perani等在实验前测量了熟练水平。虽然他们和Kim等人的研究一个使用产出性任务，一个使用理解性任务，但他们的研究存在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他们使用的被试的语言背景各不相同，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实验结果。Golestani等人（2006）运用fMRI技术研究12个中等熟练水平的晚期双语者在使用一语和二语做句法产出任务时的大脑活动情况。他们发现在做句法产出任务时，与熟练水平较低的双语者相比，熟练水平较高的被试的大脑左前额叶区域的活动在一语和二语条件下很接近。这一发现支持了Green（2003）的“趋同假设”。Green（2003）的“趋同假设”认为，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一语和二语的本质差异会逐渐消失。Van Heuven和Dijkstra（2010）认为，一语和二语的熟练水平差异与其词汇表征的频率相关。某种语言的熟练水平越高，意味着该语言词汇的使用频率更高，从而与低熟练水平的语言相比，高熟练水平的语言词汇激活更快。因而，对于高熟练水平的语言来说，词汇表征所需的认知时间更短，一语和二语在词频上的差异意味着二语表征激活所需时间比一语更长，在ERP实验中表现为ERP成分（如N400，P600）会出现延迟。Liu和Perfetti（2003）发现汉语—英语双语者在读汉字和英语单词时，加工英语时大脑活动出现延迟。但是，Kotz（2001）运用ERP技术研究早期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的双语在大脑中的表征情况，结果发现被试在做词汇判断任务时，一语和二语在大脑中的启动具有对称性。N400，作为熟练水平的指标，在一语和二语中的延迟相同。Hahne和Friederici（2001）选取晚期德语双语者和德语为母语者这两组被试做听句子理解任务。当句子出现语义违反时，两组被试都出现了N400效应，但在大脑顶叶中部位置，二语者的N400出现时间比一语者长约400毫秒。

二语使用频率：早在一个世纪多之前，Pitres（1895）提出，在失语症病人所处环境里使用的语言对病人语言康复有积极的影响。他认为，失语症病人最早恢复的语言是他们在大脑受到创伤之前使用最频繁最集中的语言。这并非表明他们最先学习的那门语言先恢复，而是说明语言的输入对大脑语言功能恢复有深远影响。Perani等人（2003）运用fMRI技术研究学习年龄以及二语使用频率对大脑活动的影响。被试是早期熟练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语双语者，一组被试以西班牙语为母语，一组被试以加泰罗尼亚语为母语。他们发现学习早的那门语言，使用程度更高一些，因而在左额叶皮质的活动不是很强烈。这说明，如果接触程度高，那么参与当前语言任务的大脑活动减少，从而加工语言的效率变高。这一推论得到Thompson-Schill、D'Fsposito和Kan（1999）的支持。他们发现对某一个特殊概念重复检索会导致大脑左侧基底颞叶皮层激活减少，这说明，随着接触程度的提高，语言加工任务需要的认知资源减少，进而完成语言加工任务的效率会提高。

Hernandez（2013）对一组西班牙语—英语的早期双语者和一组以英语为母语的单语者进行对比研究，让两组被试学习新的德语单词，时间为两小时。结果发现，与双语者相比，单语者激活了更多与认知控制相关的区域，包括辅助运动区（SMA）、前扣带回（ACC）、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等；而双语者则调动了局部皮质下网络区域，包括尾状核这一跟语言运动控制相关的部位。这说明，对二语接触频率高的人，由于经常管理第二语言，因而跟单语者相比，他们认知控制能力更高，处理特定语言任务时比单语者效率更高。

由此看来，二语使用频率跟语言加工效率以及人的认知控制能力有关，因而在二语教学时，应该提高学生与二语的接触程度，即多提供接触二语的环境，加强练习，那么二语的熟练水平会大大提高，同时学生的认知控制能力也会有很大程度的提高。

语言特征：Coltheart、Curtis、Atkins和Haller（1993）认为双语者学习阅读表音体系的英语文本和表义体系的汉语文本时可能采取不同的策略。Yiming和Tao（2014）运用fMRI技术探讨汉英两种不同的书写系统对阅读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由于汉语和英语的阅读机制不同，汉语正常阅读者在左脑额下沟表现出更强的激活，而英语正常阅读者在左脑颞上沟后部有着更强的激活。相对于正常激活，阅读障碍者在左脑角回、左脑额中回、颞叶后部及颞顶区的激活都减弱。由此看来，汉英不同书写系统使得汉英阅读者在大脑中有不同的激活区域。但是，Chee等人（1999）运用fMRI技术研究早期和晚期汉语—英语双语者的两种语言加工，发现汉英条件下两组人的大脑活动非常相似，不论是早期还是晚期熟练双语者。他们的被试是一组早期熟练双语者（二语学习发生在6岁之前，新加坡本地人）和一组晚期熟练双语者（二语学习发生在12岁之后，中国留学生）。研究者原先推测由于汉英两种语言不同的书写系统，汉字加工所调动的大脑区域跟英语所要调动的大脑区域不同。但是结果显示汉英两种条件下大脑活动非常相似，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不同的任务类型导致了这一实验结果。Meschyan和Hernandez（2006）同样对双语者进行研究，同样运用fMRI技术探讨文字透明度对双语词汇阅读的影响。他们研究的被试使用西班牙语（L1）和英语（L2）两种语言。fMRI结果显示，西班牙语（浅层文字）比英语（深层文字）在左侧颞上回有更多的激活。这似乎又说明不同语言书写系统差异会对大脑皮层表征造成影响。

除了直接对比两种不同语言在相同任务中的激活模式差异之外，有研究者另辟蹊径，利用不同语言中动词和名词的区别程度存在差异来回答同样的问题。Chan等人（2008）通过词汇判断任务来检查粤语—英语双语者语言加工的神经模式。实验中，早期熟练粤语—英语双语者（母语为粤语）需要判断所呈现的中文词或英文词是名词还是动词。如果早期粤语—英语双语者加工英语名词和动词的过程和英语母语者一样，那么，他们在加工英语动词的时候会激活前额区，而加工名词的时候会激活颞枕区。相比之下，当他们加工中文名词和动词时，二者没有区别（Li，Jin，& Tan，2004）。结果显示，生活在香港的早期熟练粤语—英语双语者用英语进行加工时，名词和动词激活区域不同；而中文名词和动词的加工区域则没有明显区别。Yang、Tan和Li（2011）使用了同样的词汇判断任务，他们发现，对于生活在中国的晚期非熟练中英双语者，两种语言中均没有发现名词与动词的差别。这说明晚期双语者把第二语言同化到母语系统里去了（Tan等，2003），并在加工第二语言时用了母语加工的神经基础。Xue、Dong、Jin、Zhang和Wang（2004）针对汉语—英语双语儿童进行了研究。参与者都是中国儿童，年龄介于10—12岁，他们8岁开始学习英语，英语熟练程度非常低。当这些儿童在对汉字和英语单词作语义判断时，这两种语言的神经激活模式并没有显著区别。因此，研究者认为，对于语言熟练度低的双语者来说，他们用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进行语义加工时使用了同样的神经基础。

有一些ERP研究也发现，如果母语和第二语言来自不同的语系，那么两种语言加工的脑机制也存在差异，当然二者的差别程度也视两种语言熟练程度而有所不同。Chen、Shu、Liu、Zhao和Li（2007）发现晚期熟练汉语—英语双语者和英语母语者在判断英语句中主谓是否一致的任务时，两者的ERP反应类型不同。虽然这些双语者的行为结果和英语母语者相似，但是他们在P600（表示主谓不一致的成分）出现之前并没有出现经典的LAN成分（表示词素句法分析的成分），这说明，无论晚期双语者的第二语言熟练度多高，他们在加工第二语言的时候会依赖于第一语言的神经基础。


3.3.2 双语者语言控制的脑机制

双语者与单语者不同，谈话的时候需要选择适当的语言以便交流。例如，一群中国学生在聊天，来了一个美国学生，这时候，中国学生就会停止用汉语聊天，换成用英语聊天。等美国学生离开后，他们又换成用汉语聊天。双语者是如何避免非目标语言的干扰，正确选中目标语言的用词呢？当双语者进行言语产出时，大脑里两种语言会被同时激活（Costa，2005；Kroll，Bobb，& Wodniecka，2006），两种语言的词汇相互竞争，导致“语言冲突”。那么双语者的大脑是否存在着一个抑制中枢或是语言控制系统，抑制非目标语言的词汇激活（Green，1998），控制两种语言系统，使双语者能在运用一种语言时有效抑制另一种语言，或进行语言间的转换呢？

双语者的语言控制中枢

长期以来，双语词汇通达机制存在着选择性和非选择性两种观点。选择性通达观点的支持者认为，双语者在加工目标词汇过程中，只有目标词汇表征得到激活并被选择，而非目标词汇没有被激活，从而不会对目标词汇造成影响（Costa，Miozzo，& Caramazza，1999；Rodriguez-Fornells，Rotte，Heinze，Nösselt，& Münte，2002）。支持非选择性通达理论的研究者则认为，双语者在加工目标语言词汇过程中，非目标语言的相关词汇表征也被激活，进而影响目标语言词汇的加工（Dijkstra，Grainger，& Van Heuven，1999；Hermans，Bongaerts，De Bot，& Schreuder，1998）。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非选择性通达和选择性通达并不矛盾，它们可以看作是第二语言熟练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语言发展不平衡的双语者一般表现为非选择性通达；而平衡或高熟练水平的双语者则表现为选择性通达（如Costa & Santesteban，2004）。

目前大多数研究支持非选择性通达的观点，研究者们认为双语者在加工一种语言时，非目标语言也会自动激活。如Thierry和Wu（2007）表示，当晚期熟练汉语—英语双语者阅读英语单词对时，他们会自动地把英语的材料转换成汉语，即他们的母语。在这个ERP实验中，参与者需要判断所呈现的英语单词对在语义上是否相关。其中有一半的英语单词对（train和ham）的汉语对译词有一个字相同（火车和火腿），参与者并没有被告知这一点。尽管这些双语参与者在加工这部分有对译词重复的英语单词对时，反应时间没有更快，但是与无对译词重复的条件相比却出现递减的N400振幅（表示出现重复单词的成分）。研究者采用相同材料做了同样的听觉实验，结果表明，在加工第二语言的时候，双语者会自动激活第一语言。此外，Guo和Peng（2006）的ERP实验也证明了汉语—英语双语者分别用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命名时，两种语言被同时激活。

但是一般双语者往往是不平衡的双语者，其第二语言熟练程度常常达不到母语的熟练程度，他们又是如何避免非目标语言的干扰，正确选择目标语言的词汇呢？根据抑制控制模型（inhibitory control model，IC模型），由注意监控系统（supervisory attentional system）控制着的语言任务图式（language task schema）会“选择性”地抑制非目标语言的词汇，以便双语者根据词条水平上的语言标签（language label）来选择词汇（Green，1998）。另外，Dijkstra和Van Heuven（2002）提出了BIA+模型（bilingual interactive activation plus model），认为双语词汇加工由识别系统（identification system）和任务图式（task schema）系统决定。识别系统中存储着双语者所有语言的词汇信息，并受语言因素的影响，如词汇、句法和语义信息；任务图式系统则受到非语言因素的影响，如任务要求和被试期望等。任务图式系统会影响识别系统的输出结果。与IC模型不同的是，BIA+模型认为某种语言词汇激活的程度高并不是因为单词的语言标签起了作用，而是因为该词汇与识别系统中的词汇表征重合程度高。因此，字形不相似的两种语言（如中文和英文）的词汇通达过程属于语言选择性激活，而字形相似的两种语言（如英语和法语）的词汇则遵循非选择性激活原则。

基于这些理论假设，近年来不少神经科学研究者通过不同的手段和任务对双语词汇通达过程中的语言控制中枢进行了探索。

对双语语言控制中枢的最早研究来自对双语失语症患者的观察。脑中风病人通常在前额叶皮层、顶叶皮层和基底核有损伤，而这些区域一旦受损往往会导致病人出现语言选择和控制障碍，具体表现为病理性的语言切换（混用），或选择性的语言恢复。如果病人的左皮层下结构受损，特别是在尾状核的头部，就会容易出现病理性的语言切换，或是非目标语干扰增加（Abutalebi，Miozzo，& Cappa，2000；Mariën，Abutalebi，Engelborghs，& De Deyn，2005），或是病理性地固着于一种语言（Aglioti & Fabbro，1993）。Abutalebi和Green（2008）回顾了有关双语失语症患者的脑损伤位置、大小及语言恢复模式，指出左侧尾状核受损通常造成语言控制障碍，具体表现为语言转化或者语言混用障碍，因此这一区域很有可能与语言的选择控制有关。此外有研究报道，左前额叶皮层受损会引起语言病理性转换（如Fabbro，Skrap，& Aglioti，2000；Zatorre，1989），左顶下小叶（包括缘上回）受损会导致语言转换失调（如Herschmann & Pötzl，1920）。Abutalebi等人认为双语者词汇表征的提取受到了左基底核—左前额叶回路的控制（Abutalebi，Miozzo，& Cappa，2000），这一回路不仅包括尾状核和前额叶皮层，可能还包括缘上回（Abutalebi & Green，2007）。

为了研究正常双语者语言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者大多采用语言转换的范式。在这类任务中，双语者通常需要根据可预测或者不可预测的线索提示（如颜色、文字），对呈现的目标刺激（如图片、单词、数字）不断进行单语或双语转换式的命名或者判断。研究者将双语转换实验中的转换项目与非转换项目对比，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是语言转换的代价。这一范式的原理是：对于非平衡的双语者而言，在对目标语言词汇反应时，需要付出一定的认知资源来限制非目标语言词汇；如果非目标语言属于主导（优势）语言，那么付出的认知控制代价也越多，反之亦然；当原来的非目标语言转换为当前的目标语言时，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解禁其抑制状态；原先抑制程度越高，解禁或者转换的时间就越长。对于熟练平衡双语者而言，两种语言转换的代价是相同的，即转换恢复的时间一样。

Price、Green和Von Studnitz（1999）运用PET技术研究语言的翻译和转换。在该研究中，熟练的德语—英语双语者按照实验的要求使用德语或者英语来翻译或者阅读看到的单词。结果发现翻译和语言转换的神经机制并不相同。一方面，与语言转换条件相比，翻译条件下，前扣带回和皮层下活动增强，而颞叶及顶叶的语言区域活动减弱。研究者认为这些区域活动增强是因为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协调更多的心理加工过程，因此词汇命名的皮层通路被抑制，而非自主加工的通道则得到了促进。另一方面，与翻译条件相比，语言转换条件下，布洛卡区和缘上回区域的活动有所增强。研究者并没有将这些区域的激活与语言控制进行关联，他们认为这些区域的传统功能与语音加工有关，因此这些区域活动的增强可能与字形—语音匹配有关，因为在语言转换的情况下，需要进行不同的字形—语音匹配。

Hernandez、Dapretto、Mazziotta和Bookheimer（2001）让早期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用不同语言命名物体，并进行语言间转换。他们发现双语者的左背侧前额叶皮层在语言转换时的神经活动比在非语言转换条件下的更强，于是推论左前额叶皮层与语言转换时增强的认知控制加工有关。这一结果与Chee、Soon和Lee（2003）采用语言间和跨语言单词重复的范式得到的左额叶皮层在跨语言条件下活动增强的结果十分相似。Hernandez（2009）以优势语言为第二语言的双语被试为研究对象，通过跨语言图片命名范式再次发现前额叶背侧皮层与语言转换有关，此外辅助运动皮层、右侧中央前回和顶上小叶也在语言转换条件下活动更为强烈。

Rodriguez-Fornells、Rotte、Heinze、Nösselt和Münte（2002）使用事件相关电位和脑成像技术对加泰罗尼亚语—西班牙语早期熟练双语者进行研究。他们发现与西班牙单语者相比，双语者使用西班牙语（第二语言）命名视觉呈现的西班牙语词汇时，其左前额叶皮层（BA45区和9区）有更强烈的激活。研究者认为研究结果表明了熟练双语者在单语加工过程中也需要抑制机制，而这一抑制机制的中枢是前额叶皮层。此外，他们的ERP研究也发现了词频效应对于目标语言有效，而对于非目标语言则没有效，这似乎暗示非目标语言并不是通过词汇通路，而是通过亚词汇通路来加工的。Rodriguez-Fornells等人（2005）采用go/no-go图片默读范式（只有当图片的名称以辅音开始时被试才需要命名，如果图片的名称以元音开始则不能命名）考察德语—西班牙语双语者。在这一事件相关电位和脑成像研究中，他们再次发现了双语者的左额中回活动增强，此外，缘上回的神经活动也更加活跃，于是研究者指出这些非语言加工的脑区对于双语加工中抑制干扰的功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Abutalebi等人（2008）从单语和双语语言情境这个角度考察了语言控制的神经机制，他们通过测试德语—法语双语者在单语和双语情境下的图片命名，发现即使说单种语言，与在单语情境下相比，双语者在双语情境下会在左尾状核和前扣带回产生更强烈的激活，而且使用的语言熟练程度越低，这两个区域的激活范围越广。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大多数研究集中探讨双语词汇产出过程中的语言转换和控制，对于双语词汇理解或者词汇层面以上的语言控制研究还比较少。Crinion等人（2006）采用适应性范式研究词汇理解过程中的语言控制机制。适应性范式指的是，在实验中，相似刺激（如同一种语言的词汇）与不相似刺激（如不同语言的词汇）进行对比。在这一脑成像研究中，德语—英语双语者需要对呈现的词对中的第二个单词进行语义判断。这些词对中的两个单词可能是同一语言语义相关的（如bathtub-SHOWER），或者是不相关的（spoon-SHOWER）;也可能是不同语言的，如trout-SALMON。结果显示左尾状核头部对语言转换方向的变化非常敏感，可能与语言的选择有关。由于这一研究在日语—英语双语者身上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研究者认为左尾状核负责监控使用何种语言。Abutalebi等人（2007）对双语者听力理解过程中的语言控制加工进行了探讨。12名早期意大利语—法语熟练双语者按实验要求听不同语言的句子内容。研究者发现，当听到的句子从熟练语言转到不熟练语言时，左侧尾状核和前扣带回激活。可见，双语词汇理解和词汇产出的语言控制中枢相似，只是语言理解相对语言产出过程更加被动，更加自动化（Abutalebi，Cappa，& Perani，2001）。

在句子层面上，Lehtonen等人（2005）也曾采用脑成像技术对芬兰语—挪威语双语者的句子翻译进行研究。被试首先阅读句子，并判断句子后呈现的内容是否是前句的正确翻译。与控制条件下的句子默读相比，句子翻译引起了左额下回（BA47区）和左基底核的激活。左额下回通常与语义提取有关，而左基底核则可能负责抑制竞争反应的控制机制（Lehtonen等，2005）。

综上所述，左额下区、左顶叶（包括缘上回）、双侧前额叶背侧（bilateral dorsal prefrontal cortex）、扣带回和尾状核（caudate nucleus）等区域似乎与双语加工的词汇竞争抑制功能有关（Abutalebi & Green 2007；Abutalebi，2008；Rodriguez-Fornells等，2006）。然而，Luk、Green、Abutalebi和Grady（2012）通过元分析对语言控制的脑成像研究进行总结，提出8个在双语转换中稳定起作用的区域：左额下回（BA44区和47区）、左额中回（BA9区和46区）、右中央前回（BA6区）、左颞中回（BA37区）、右侧颞上回（BA22区）、前辅助运动皮层中线区（BA6区）及双侧的尾状核。这些区域大多是左侧化，而且集中在额叶皮层。与Abutalebi和Green（2008）提出的认知控制的模型相比（图3.9），只有尾状核和前额叶皮层在此元分析中被证实与语言转换和控制加工有关，其他的区域包括前扣带回和双侧缘上回并没有通过这一元分析检验。

近年来有部分研究者开始从语言熟练程度这一角度探讨其对语言控制中枢的影响。Garbin等人（2011）要求19名早期熟练的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语双语者在脑成像研究中进行图片命名的语言转换任务。与非转换条件相比，语言转换条件在左尾状核头部和前辅助运动皮层/前扣带回区有更强烈的激活，且左尾状核的激活与语言转换的方向有关。Abutalebi等人（2013）将研究集中于与语言控制最为相关的这两个区域（前辅助运动皮层/前扣带回和尾状核），并探索语言熟练程度是否与这两个重要脑区在语言控制任务中的参与程度有关。在他们的脑成像实验中，三语者语言转换时，无论语言熟练程度如何，都会引起前辅助运动皮层/前扣带回的活动，而左尾状核对于语言转换的方向非常敏感，当三语者从优势语言转到不熟练语言时，其左尾状核的活动增强。因此研究者推论前辅助运动皮层/前扣带回与一般的任务监控有关，而左尾状核可能担负着语言转换时对非熟练语言加工的重要任务（Abutalebi等，2013）。

结合临床双语病人的病理学研究和针对健康双语被试的脑科学研究，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前额叶皮层和尾状核（特别是其头部区域）是双语语言控制的中枢。

双语者的语言控制与认知控制

语言加工是一种复杂并且高级的认知活动，需要依赖基本的认知能力，如认知控制（cognitive control）。认知控制属于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的一部分，具体任务是根据内部目标来协调行动与当前情境关系，它包含三个关键成分：对内部目标进行表征；对目标进行选择和更新；对行为进行监控和调节，即注意控制和冲突监控。对于双语加工而言，第三个成分是最重要的操作成分，因此双语的语言控制和认知控制两者紧密相关。

已有大量的研究者对认知控制的神经机制进行探索，他们认为认知控制作为一种复杂的认知功能，无法由单一的脑区或系统完成，相反它很可能是不同的神经系统交互作用的结果（Botvinick，Nystrom，Fissell，Carter，& Cohen，1999；MacDonald，Cohen，Stenger，& Carter，2000；Petrides，Alivisatos，Meyer，& Evans，1993）。2007年，Abutalebi和Green根据大量的相关文献，提出认知控制主要由五个重要区域负责：左背外侧前额叶皮层（left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left DLPFC）、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尾状核（caudate nucleus）以及双侧的缘上回/顶下小叶（supramarginal gyrus/inferior parietal lobule）（图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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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一般认知控制和语言控制的神经中枢（Abutalebi & Green，2007）

认知控制的主要脑区是前额叶皮层。这一区域与感觉、运动、联合皮层及皮层下结构有着广泛的联系（Miller，2000），从而为其调控各种信息提供了理想的生理基础。一般来说，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负责决断；外侧前额叶皮层则在工作记忆中扮演重要角色，负责行为、反应抑制、语言和注意等的规划及排序。

前额叶皮层与顶叶联系也十分紧密（Petrides & Pandya，1984；Schwartz & Goldman-Rakic，1984）。这两者间的联系似乎与竞争反应的选择有关。如Bunge、Hazeltine、Scanlon、Rosen和Gabrieli（2002）调查了选择的神经基础，发现前额叶皮层和左侧顶叶的功能分离。当需要存储及保持可能的反应表征时，左顶叶兴奋；前额叶只在进行选择加工时才参与。因此顶叶可能与任务转换有关系。

与前额叶一样，前扣带回也负责选择加工，这两个区域经常在认知任务中同时激活，包括Stroop任务、序列学习及工作记忆（Duncan & Owen，2000）。然而两者不同的是，前额叶皮层负责实施监控过程，而前扣带回则对冲突刺激尤为敏感（MacDonald等，2000）。在涉及选择性注意、工作记忆、语言产生和控制信息加工时，容易观察到前扣带回激活（Cabeza & Nyberg，1997）。可见，前扣带回的一个最突出的功能是发现并通告冲突信息（Botvinick，Nystrom，Fissell，Carter，& Cohen，1999）。MacDonald等人（2000）认为前扣带回涉及竞争反应间的冲突监控，并发信号给前额叶皮层，让其增加控制强度，随后前额叶皮层通过自上而下的调控影响后部皮层或者基底核。

基底核以往通常被认为仅与运动控制有关，因为这一区域受损会导致运动障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基底核也可能负责言语产出规划（Fabbro，Peru，& Skrap，1997）。如果基底核受损的话，就会导致语言加工后期整合出现障碍，如无法抑制非目标语言的词汇。作为皮层下结构，基底核很可能是通过基底核—前额叶皮层回路来影响认知控制加工。从分子水平来看，前额叶和基底核的20%～25%的细胞群体都是抑制性的中间神经元（interneurons）（Gabbott & Somogyi，1986；Hendry，Schwark，Jones，& Yan，1987；Marín，Smeets，& González，1998；Miller，Erickson，& Desimone，1996），传递的是多巴胺和γ-氨基丁酸类抑制性神经递质，通过加强椎体细胞功能将当前加工集中到与任务相关的刺激。因此基底核和前额叶皮层是重要的抑制中枢。

自Abutalebi和Green（2007）提出认知控制以网络形式运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认知控制网络。Cole和Schneider（2007）提出认知控制网络（cognitive control network）这一概念，认为在静息和任务状态下这一网络中的区域共同激活，功能上紧密相连。这些区域包括前扣带回/前辅助运动皮层（ACC/pSMA）、前额叶背侧、额下回联合处、脑岛前部、前运动皮层背部及顶叶后部等6个区域。近期有研究者对基于2032名正常个体的193例有关执行功能的脑成像研究进行元分析，发现虽然这些研究的任务各不相同，被试的背景及年龄也有所差异，但是这些研究都显示前额叶、前扣带回、基底核和小脑有激活，于是研究者认为这些区域构成了一个一般的认知控制网络，支持各种类型的执行功能（Niendam等，2012）。虽然这两个研究涉及的具体区域有些差别，但认知控制网络是认知控制研究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对于双语研究者而言，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双语控制与一般认知控制是否依赖同一神经网络？Abutalebi和Green（2008）指出，语言转换的重要区域也属于一般认知控制系统。特别是左前额叶背侧和双侧缘上回都是额叶—顶叶注意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Toro，Fox，& Paus，2008）。而前扣带回和尾状核则与认知控制有关（van Schouwenburg，den Ouden，& Cools，2010；Westlye，Grydeland，Walhovd，& Fjell，2011）；前扣带回与错误侦测有关（如Ide & Li，2011），且属于负责调度内外资源监控行为的突显网络（salience network）（Seeley等，2007）；尾状核则涉及运动反应控制（Boehler，Appelbaum，Krebs，Hopf，& Woldorff，2010）以及目标—指向行为（Grahn，Parkinson，& Owen，2008）。因此双语控制系统与一般认知控制系统部分重合。

Menon（2011）从大尺度脑网络的角度提出了默认功能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DMN）、中央执行网络（central executive network）和突显网络（salience network，SN）三大网络系统，并认为这三大系统与心理加工的正常运作有着直接联系。其中中央执行网络与认知控制相关，负责工作记忆和注意，包含了前额叶背侧和顶叶后部。按照这一逻辑，对语言的控制和选择包括语言网络和中央执行网络的互动，如果这两者内部或者之间的沟通失常，就会出现语言加工异常甚至语言障碍。

Abutalebi、Della Rosa、Tettamanti、Green和Cappa（2009）报告了一项对一名双语失语症患者进行单语治疗的脑成像追踪研究。一名56岁的熟练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双语者在接受治疗之前、6个星期指定言语治疗后和4个月的整体言语治疗后这三个时间点进行了脑功能扫描。虽然这名患者接受的语言治疗只限于其第二语言（意大利语），但他需要在脑扫描时分别使用两种语言进行图片命名。结果发现不但患者的第二语言能力恢复了，其语言区域的活动也变得更活跃。此外，由认知控制网络（尾状核头部和前扣带回）和语言网络（BA45、47和37/19区）构成的图片命名神经网络的联系也增强了。

综上所述，虽然目前关于双语者的认知控制和语言控制的探索较少，但仅有的证据均支持两个系统的神经中枢部分重合。未来研究可以从目前已经明确的语言控制区域入手，通过语言任务和认知控制任务，探索其是否为语言的特定控制中枢（Abutalebi等，2013）。

汉语—英语双语者语言控制的脑机制

近十年来，随着神经科学的发展，有关汉语—英语双语者或多语者的研究越来越多。这类研究不但丰富了目前国际上双语研究的语言体系，也为我国第二语言学习以及对外汉语教学、少数民族语言教育提供了理论指导。

王亚鹏和董奇（2007）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对12名中国大学生进行了脑成像研究。在该研究中，汉语—英语双语者根据语言提示用汉语或者英语对图片命名。结果显示，与非转换条件相比，语言转换在左额中回、双侧额上回、右侧扣带回中部及尾状核引起更多的神经活动。此外，当由母语转为第二语言时，与由第二语言转为母语相比，双侧的前额叶皮层及左前扣带回这两处负责认知控制的区域被激活。这一研究结果与基于其他语言体系的双语者的发现非常相似。

张金香（2011）使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对汉语—英语双语者的语言转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不平衡双语者按照实验要求进行汉语或者英语的图片命名，通过标准低分辨率电磁断层技术，研究者还对激活区域进行了初级的皮层定位。结果显示对于不平衡的汉英双语者，其语言控制中枢位于楔前叶与枕叶的楔叶。这一结果说明对于汉英双语者来说，顶叶后部与语言控制联系紧密。

Venkatraman、Siong、Chee和Ansari（2006）还使用数学计算的模式研究语言转换。在该研究中，20名英语—汉语双语者使用两种语言进行“连续加7计算”和“百分比估值计算”。结果显示，当进行“连续加7计算”时，语言转换条件与非转换条件相比，引发更多的左额下回和左顶下小叶激活；当进行“百分比估值计算”时，语言转换效应体现在双侧顶内沟后部（bilateral posterior intraparietal sulcus）和左额下回背侧。该研究支持了顶叶后部在汉英双语转换加工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暗示语言转换的神经机制与进行的任务十分相关：估值计算和精确计算时的双语转换依赖不同的神经系统。

Wang、Kuhl、Chen和Dong（2009）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将双语语言控制进一步细分为持续性控制和短暂性控制。在他们的研究中，15名汉语—英语双语者使用母语（汉语）或第二语言（英语）默读呈现的数字（1—9）。与单一语言条件相比，混合语言条件下双语者的双侧额下回、额中回有显著激活（持续性语言控制）；混合语言条件下，转换项目与非转换项目相比，引起更多的左顶下小叶、顶上皮层和额中回的激活（短暂性语言控制）。由此，研究者提出持续性和短暂性语言控制有着不同的神经基础。

Guo、Liu、Misra和Kroll（2011）也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语言控制进行探索。在研究中，汉语—英语双语者使用单一语言及混合语言对图片进行命名。研究发现，与单一语言命名（局部转换）相比，混合语言命名激活前扣带回和辅助运动皮层；而与两种单一语言命名（整体转换）相比，则激活左额叶背侧和顶叶。虽然Guo等（2011）与Wang等（2009）的刺激材料和计算对比有所区别，但两者都说明了语言控制的神经机制可以分为短暂性（局部）和持续性（整体），且两者的生理基础有所差别。

临床方面，王永志等人（2009）对双语病人进行术中电刺激研究。具体研究过程为，在对两例左额叶受损（低级别胶质瘤）的汉英双语者手术过程中，要求患者进行汉语、英语及双语转换，以便根据语言功能边界切除肿瘤。研究发现，前额叶背侧区域是负责双语转换的控制中枢，而且电刺激尾状核头部，患者出现双语转换障碍。通过对双语转换和控制中枢的准确定位，研究者切除了与语言控制无关的前额叶肿瘤。术后3个月，患者恢复了两种语言的正常能力，未出现转换障碍。

Kong、Abutalebi、Lam和Weekes（2014）研究了一名77岁的粤语—英语—汉语三语者，其由于左脑额叶和颞顶区受损引起失语症。研究发现，这名患者不但认知控制能力受损，语言的切换也出现障碍，尤其是在语言产出过程中。因此，研究者认为三语者的语言控制和认知控制中枢依赖于同一额叶—基底核网络。

总之，左额下区、左顶叶、双背侧前额叶皮层（bilateral dorsal prefrontal cortex）、扣带回和尾状核等区域都和双语加工的词汇竞争抑制相关（Abutalebi & Green，2007；Rodriguez-Fornells等，2006）。看起来，似乎没有一个单一区域和语言转换相关，而且语言转换或语言控制和一般的认知控制系统用的是同样的神经基础，比如前扣带回和背外侧前额叶皮层。Abutalebi（2008）以及Abutalebi和Green（2007）认为，负责语言转换的神经网络包括前额叶、前扣带回、顶叶及尾状核区域，这些区域可以监测两种或以上语言的使用，解决双语加工时的语言冲突问题。这个语言转换或语言控制的大脑网络也应当受到学习年龄、语言熟练度和语言转换方向的限制。

国内相关研究刚刚起步，针对我国复杂的多语环境、中文的特性以及全球中国文化的推广，对于双语的研究也应进一步扩大。如针对我国国情，加强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的双语或者多语研究；另外，也需进一步加大对手语、盲文等特殊形式的双语加工过程的探索。对这些不同类型的双语加工时脑激活模式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深入认识语言的本质及语言学习的脑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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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二语言学习中的双语记忆表征

【内容简介】

双语记忆表征指的是双语者所掌握的母语和学习的第二语言在其大脑中存储和组织的方式。双语记忆表征的研究一直是第二语言学习中的重要问题。本章将首先对双语记忆表征进行概述，然后介绍双语记忆表征研究的发展历程和最新趋势，最后再对双语记忆表征的研究进行分析和评价。在概述部分，具体包括双语记忆表征的内涵，双语记忆表征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及研究中常用的实验任务和范式。在发展历程部分，介绍了双语记忆表征的早期研究和发展情况，然后从五个方面重点分析了双语记忆表征研究的最新趋势。在分析与评价部分，从发展历程和研究范式两个角度对双语记忆表征研究进行评述。


4.1 双语记忆表征概述

个体学习和掌握第二语言以后，便由单语者转变成了双语者。作为双语者，其大脑中必然存在两种语言，那么，这两种语言在双语者的大脑中是如何储存和组织的呢？这一问题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并成为双语记忆表征研究的主要内容（李利，2013）。


4.1.1 双语记忆表征的内涵

在心理学中，记忆指在头脑中累积和保存个体经验的心理过程（张积家，2004）。从信息加工的角度来看，记忆就是人脑对外界输入的信息进行编码、存储和提取的过程。例如，通过学习第二语言的某个单词，把它存储在大脑中，在看第二语言的文章时再看到这个单词，能够提取出它的词义，这就构成了记忆的基本过程：识记、保持和重现。

记忆是一个基本的心理过程，许多其他的心理活动都必须在记忆的基础上进行。例如，看到一个苹果，如果你没有在这之前记忆过苹果的样子，那么你也就没有办法认出眼前的这个物体叫苹果。此外，记忆也是个体经验积累和心理发展的前提。如果没有通过记忆来积累知识和经验，个体的心理就不能得到发展。再以第二语言学习为例，如果没有将关于第二语言的知识通过记忆存储在头脑中，就没办法掌握第二语言。

根据不同的角度，记忆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别。根据信息保持时间的长短，记忆可分为感觉记忆（也称瞬时记忆）、短时记忆、长时记忆。信息可以通过感觉记忆的登记和短时记忆的加工，然后进入长时记忆，长时间存储在头脑中。Tulving（1972）将长时记忆分为情景记忆和语义记忆。情景记忆指人们根据时空关系对某个事件的记忆，例如回忆起自己童年的趣事。而语义记忆则指人们对一般知识和规律的记忆，例如对“下雨”的词义的记忆。Anderson（1980）将记忆分为陈述性记忆和程序性记忆。陈述性记忆指对有关事实和事件的回忆，例如学习到的第二语言词汇和句子。程序性记忆是指如何做事情的记忆，例如，当你学会骑自行车以后，就不用特意去想该怎么骑车，只要上了自行车，就会自然而然地骑着车前进了。

表征也是心理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指的是信息或知识在大脑中的表现和记载的方式（王甦&汪安圣，2006）。语言表征可以理解为语言材料所负载的信息在大脑中的表现方式。语言表征有不同的层次，在对单语或者双语的语言记忆表征的研究中，心理词典的研究最为丰富。因此，一般我们所讲的双语记忆表征研究，也即是双语心理词典的研究，或者是双语词汇表征的研究。在双语记忆表征研究领域，研究者主要关注双语者所掌握的两种语言是如何在其头脑中存储和组织的。也就是说，每种语言的词汇形式和词汇意义的表征方式及两者之间的联系，还有两种语言中相对应的词汇的形式和意义之间的联系。在双语认知领域的研究中，关于双语记忆表征的研究最早，成果也最丰富。


4.1.2 双语记忆表征研究的主要内容

在双语记忆表征研究领域，研究者重点关注两种语言的词汇表征和概念表征，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系（李利&莫雷，2008）。

词汇表征

词汇表征（lexical representation）指语言在词汇水平上的信息特征的表征方式，包括了词形表征和语音表征。例如，对词语“飞机”的词汇表征，包括了“飞”、“机”这两个字的书写形式和读音。在第二语言学习的研究中，研究者们所关注的词汇表征包括了双语者一语的词语形式和相对应的二语的词语形式，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系。以英语为二语的汉语母语者学习中文词语“电脑”和与之相对应的英文单词“computer”为例，研究者们希望探讨“电脑”和“computer”的词语形式在双语者大脑中的组织方式。

概念表征

概念表征（concept representation），或称为语义表征。近年来，有研究者认为概念和语义是不同的。语义是通过语言中的词语来表达。而概念有的可以通过词语来表达，有的则需要用句子来表达。因此，语义表征可以说是概念表征的一种特例。在双语记忆表征的研究领域中，我们探讨的通常是两种语言的词语的意义，因而也就无需刻意区分概念表征和语义表征。在本书中，概念表征指的就是语言所包含的语义特征的表征方式，也就是语言中的词形或语音所对应的语义的表征方式。简单来说，概念表征就是词语的意义。以“飞机”这个词语为例，对“飞机”的语义的理解就是“飞机”这个词语在大脑中的概念表征。或者听到语音“Fēi Jī”，由这个语音所联想到的相对应的语义也是一种概念表征。双语概念表征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语义在跨语言中的融合程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我们将在下文中详细说明。

词汇表征和概念表征之间的联系

词汇通达是理解语言时必不可少的一个认知加工过程。如何将第二语言的词汇表征和概念表征联系起来，即二语词汇如何通达概念意义，是第二语言学习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目前研究者已提出多种模型来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发现了多种影响第二语言词汇表征和概念表征之间联系的因素，例如，二语的熟练水平、二语的词汇类型等。在本章的后面部分，我们会对双语记忆表征的理论模型作详细介绍，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


4.1.3 双语记忆表征研究的常用实验任务和范式

双语记忆表征研究的常用实验任务

在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中，研究者们通常会要求被试完成某些任务，然后从被试完成任务的情况来探究被试的某些认知加工过程。在双语记忆表征研究领域，研究者们经常使用的实验任务包括词汇决定（词汇判断）任务（lexical decision task）、概念决定（范畴判断）任务（concept decision task）、词汇命名任务（word naming task）、图片命名任务（picture naming task）等。词汇决定（词汇判断）任务一般是在实验中要求被试判断屏幕上呈现的字母串是否是某种语言中的真词，例如，给汉语—英语双语者呈现一串英语字母“cat”，让被试判断英语中是否存在这样的单词。概念决定（范畴判断）任务通常要求被试判断所呈现的词汇是否属于某一范畴，例如，给汉语—英语双语者呈现英语单词“apple”，要求被试判断这个词是否属于水果这个范畴。词汇命名任务一般是给被试呈现一个词汇，要求被试大声读出该词汇。图片命名任务一般是给被试呈现一幅图片，要求被试用规定的语言（一语或二语）中的词汇命名图片。这些实验任务一般都会结合具体的实验范式来使用。

启动范式在双语记忆表征研究中的应用

启动范式（priming paradigm）是心理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常用范式，经常用于考察语言加工的心理机制（McDonough & Trofimovich，2008）。在启动范式中，一般先呈现一个启动刺激，随后再呈现一个目标刺激，然后观察启动刺激的出现是否促进了随后出现的目标刺激的识别（也就是启动效应）。在第二语言学习研究中，如果启动刺激和目标刺激属于同一种语言，那么就是语言内启动（within-language priming）；如果启动刺激和目标刺激属于两种不同的语言，那么就是跨语言启动（cross-language priming）。跨语言启动效应又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类型：如果分属两种不同语言的启动词和目标词在语义上相关，那么启动词所产生的启动效应称为跨语言语义启动效应，这种效应说明两种语言在概念表征上共享；而如果分属两种不同语言的启动词和目标词是一对翻译对等词（translation equivalent），那么启动词所产生的启动效应称为跨语言重复启动效应，这种效应说明两种语言可能在词汇表征和概念表征上都是共享的。在实际研究中，研究者经常通过比较语言内启动和跨语言启动所产生的不同启动效应，来探究双语者大脑中两种语言的词汇存储和加工机制。

启动范式从启动方式上看，经常分为非掩蔽启动（unmasked priming）和掩蔽启动（masked priming）。早期的启动范式多为非掩蔽启动（如Kerkman，1984; Kirsner，1986; Chen ＆ Ng，1989）。非掩蔽启动的实验过程一般是先呈现启动词，间隔一定时间后，再呈现目标词。但有研究者发现，非掩蔽启动可能不能客观地反映词汇加工过程，实验中获得的启动效应可能是记忆的效果或者是被试采用策略（例如翻译）来完成实验任务所导致。而如果在掩蔽启动的方法下进行，这些干扰因素可以被避免（如Forster ＆ Davis，1984; Forster，Davis，Schoknecht，& Carter，1987）。掩蔽刺激的呈现位置通常有两种，一种在启动词呈现前，称为前掩蔽（forward masking）；另一种呈现在启动词后，称为后掩蔽（backward masking）。目前比较常用的掩蔽启动的程序是：先呈现一串符号（也就是前掩蔽），例如“##########”，间隔一定时间，呈现启动词；接着再间隔一定时间，呈现一串没有意义的字母（也就是后掩蔽），例如“DEOCYHMD”；然后又间隔一定时间，呈现目标词。

De Groot和Nas（1991）的研究同时采用非掩蔽启动范式和掩蔽启动范式来探讨荷兰语—英语双语者的两种语言是如何在心理词典中组织的。在正式实验之前，他们先通过一个前测实验测出词汇判断任务的反应时的基线，并根据这个基线反应时，选出后续正式实验的实验材料。在这个前测实验中，实验材料包括真词和非词，在直接呈现词语后，要求被试判断所呈现的字母串是否是荷兰语或英语中的真词。通过计算被试判断的平均反应时和正确率，选出平均反应时和正确率都相同或接近的单词，并把这些反应时作为基线。选出的实验材料包括荷兰语和英语的同源翻译对等词和非同源翻译对等词，以及类似荷兰语单词的非词和类似英语单词的非词。

实验一采用非掩蔽启动范式。根据启动词和目标词的关系，实验分为3种启动类型：完全相同启动（重复启动）、语义相关启动、无关启动。启动方向有4种情况：第一种启动词是英语，目标词是英语；第二种启动词是荷兰语，目标词是荷兰语；第三种启动词是英语，目标词是荷兰语；第四种启动词是荷兰语，目标词是英语。每一个试验（trial）的实验程序是：首先在屏幕中央呈现一个注视点（1000ms），然后呈现启动词（200ms），间隔40ms后，再呈现目标词。被试作出判断反应后，目标词消失，进入下一个试验。实验前告诉被试的指导语是：实验中每个试验呈现的第一个单词都是真词，无需作出反应；而第二个单词则不一定是真词，需要被试判断是否是真词。实验结束后，统计不同启动情况和不同词汇关系的平均反应时和正确率，并作比较分析。

实验二则采用掩蔽启动范式。启动类型和启动方向与实验一相同。但每一个试验的实验程序为：首先在屏幕中央呈现一个注视点（1000ms），间隔20ms后，呈现掩蔽刺激（一串没有意义的字符）480ms；接着间隔20ms后，呈现启动词40ms（启动词呈现时间非常短，被试只感觉屏幕闪了一下）；然后又间隔20ms，呈现目标词500ms。实验前告诉被试的指导语是：实验中每个试验先呈现一串没有意义的字符串，然后呈现一个词（目标词），要求被试判断是否是真词。实验结束后，同样统计不同启动情况和不同词汇关系的平均反应时和正确率，并作比较分析。

实验结果发现，实验一和实验二都出现了语言内和跨语言的启动效应，并存在以下几个特点：（1）非掩蔽启动范式下产生的启动效应均大于掩蔽启动范式；（2）重复启动效应大于语义启动效应；（3）语言内的重复启动效应大于跨语言的重复启动效应；（4）语言内和跨语言的语义启动效应相同。此外，在不同启动方向上，非掩蔽启动范式下所产生的语义启动效应相同；但在掩蔽启动范式下，当目标词是优势语言的单词（也就是荷兰语单词）时，启动词对目标词所产生的启动效应大于目标词是非优势语言的单词（英语单词）。尽管从结果上看，非掩蔽启动和掩蔽启动都能从一定程度上解释双语者的记忆表征问题，但从结果的解释上，二者还是有所不同。在掩蔽启动范式下，启动词和目标词呈现的间隔时间（stimulus onset asynchrony，SOA）为60ms，这么短的时间使得被试难以使用翻译策略来完成任务，那么，在这种范式下产生的跨语言启动效应就不能解释为是翻译的结果。此外，被试也难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启动词和目标词的意思联系起来。而在非掩蔽启动范式下，启动词和目标词呈现的间隔时间为240ms，这个时间对于被试而言还是相当短的，被试还是无法在这个时间内使用翻译策略翻译启动词。但与掩蔽启动不同的是，被试可能会将启动词和目标词的意思联系起来，从而更好地完成实验任务，这就干扰了单纯的跨语言启动效应。因此，相比非掩蔽启动范式，掩蔽启动能更为客观地反映出跨语言启动效应。但在具体研究中，非掩蔽启动和掩蔽启动都被研究者广泛采用。

尽管掩蔽启动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记忆和策略带来的干扰问题，但仍然还存在外显记忆的干扰。研究者希望某种实验设计可以使得被试运用翻译策略的可能性尽量降到最低，并且不会让被试意识到运用翻译策略会对完成实验任务有所帮助。基于此，研究者又发明了基于内隐记忆的研究范式（如Li，Mo，Wang，Luo，& Chen，2009；Zeelenberg & Pecher，2003）。该范式通常包括一个单独的编码阶段（学习阶段）和一个单独的提取阶段（测验阶段），在实验中让被试进行无意编码和间接提取的加工过程。

跨语言长时重复启动就是这种典型的基于内隐记忆的重要研究范式之一，这种范式考察的是被试在测验阶段中对目标词的反应是否会受到在学习阶段学习过的另一种语言的对等词的影响。如果学习过另一种语言的对等词，那么对目标词的再认反应会更快捷、准确。Zeelenberg等人（2003）的研究是这个新范式的典型代表。他们考察了熟练的荷兰语—英语双语者在不同实验任务中的跨语言重复启动效应。他们的基本假设是，概念决定任务考察的是双语者的概念表征，假如双语者的概念表征共享，那么，学习和测验阶段都呈现概念决定任务时能够获得跨语言重复启动效应；而词汇决定任务考察的是双语者的词汇表征，假如双语者的词汇表征分离，那么，在学习和测验阶段都呈现词汇决定任务时不会获得这种效应。实验结果表明，当在学习和测验阶段都要求被试判断目标词是否是生物词的时候，可以获得可靠的跨语言重复启动效应；当在学习和测验阶段都要求被试判断目标词是否是一个词的时候，没有获得这种效应。他们的结果证明了荷兰语—英语双语者的概念表征共享、词汇表征分离。

莫雷、李利和王瑞明（2005）采用跨语言长时重复启动范式探讨了熟练汉语—英语双语者的双语记忆表征。以他们文章中的第一个实验为例，该实验探究的是在概念决定任务下，汉语—英语双语者是否会出现跨语言长时重复启动效应。实验材料由48对英—汉翻译对等词组成，包括24对生物词（pig—猪，goose—鹅）和24对非生物词（mountain—山，paper—纸）。实验分为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两个部分。48对英—汉翻译对等词匹配为两个材料系列。每个系列的学习阶段都有12个生物词和12个非生物词，每个词只出现在一个系列中，并且在该系列中只出现一次；测验阶段呈现48个汉语单字词，其中24个为学过的，24个为没有学过的。实验要求被试判断所呈现的单词或单字词是否是生物或生物体的一部分。结果发现，在反应时上，学习过的单词的反应时显著短于没有学习过的单词；在正确率上，学习过的单词的正确率显著高于没有学习过的单词。该实验结果说明，熟练的汉语—英语双语者在概念决定任务上表现出明显的跨语言长时重复启动效应，从而证明即使汉语和英语这两种语言的差异很大，熟练汉语—英语双语者的概念表征也是共享的。

近年来，随着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研究者在启动范式的基础上，经常会结合最新的认知神经科学方法来研究双语记忆表征问题。比如，Midgley、Holcomb和Grainger（2009）的研究将启动范式和ERP技术结合起来，探讨了法语—英语双语者的双语记忆表征问题。他们的实验采用了掩蔽启动范式，包括前掩蔽和后掩蔽；启动类型分为语言内启动和语言间启动；启动方式包括重复启动和无关启动。因此共设计了4种启动条件：语言内重复启动，语言内无关启动，语言间重复启动（采用的是非同源翻译对等词）和语言间无关启动。要求被试判断所呈现的目标词是否是一个生物词（也就是上文中提到的概念决定任务）。如果是生物词，就作出相应反应；而如果不是，则无需作出反应。共包含两个实验，第一个实验中的目标词均为二语单词（英语），第二个实验中的目标词均为一语单词（法语）。在实验过程中同时记录下被试的脑电反应。研究者重点分析了4种不同类型的启动条件对脑电成分N250和N400的影响。N250是一个负波，波峰通常出现在刺激呈现后250ms左右。启动词和目标词在词形上越相似，N250的波幅越小，峰值潜伏期越长。N250反映了视觉词汇识别中，从亚词汇层（sub-lexical level）到词汇层（lexical level）的通达过程（Holcomb & Grainger，2006）。N400同样也是一个负波，一般从刺激呈现后350ms左右开始出现，然后在400—600ms时波幅达到最大。启动词和目标词在语义上越相似，N400的波幅越小，峰值潜伏期越长。N400除反映语义加工外（如Kounios & Holcomb，1992，1994），也反映了单词形式到词义之间的通达过程。Midgley等人（2009）的研究发现，在实验一中，各条件均引发了N250和N400；而实验二中，跨语言重复启动只引发了N400，语言内重复启动引发了N250和N400。

再如吕勇、许贵芳和沈德立（2008）利用N400探究汉语—英语双语者语言内和跨语言的重复启动效应。该研究采用的是混合语言的语义判断任务。通过比较N400的波幅，吕勇等人发现，英语—汉语的重复启动效应显著大于汉语—英语的重复启动效应，而汉语和英语的语言内重复启动效应的差异不显著。


4.2 双语记忆表征研究的发展历程

尽管世界上至少有一半的人属于广义的双语者，然而，有关双语记忆表征的心理学研究的历史却并不久远。最早的、科学的双语记忆表征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而在最近二三十年里，双语记忆表征研究才逐步形成了专门的研究领域（French & Jacquet，2004; Grosjean & Li，2012）。目前众多研究者系统地探讨了双语记忆表征的有关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李利，2013）。


4.2.1 双语记忆表征的早期研究

关于双语记忆表征的早期研究，主要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者主要从整体上关注双语者的母语和第二语言是一个系统还是两个系统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也就引发了双语记忆表征研究中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两种语言是共享表征还是分离表征。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观点有Weinreich（1953）的双语记忆表征系统，Ervin和Osgood（1954）的双语记忆表征模型和Kolers（1963）的双语记忆表征模型。

Weinreich的双语记忆表征系统

Weinreich（1953）第一次从理论上区分了双语记忆表征系统，可以说是双语记忆表征研究的奠基人。他提出了3种记忆表征类型，分别为“共存型”（coexisting）、“连接型”（merged）和“从属型”（subordinate）。以汉语为母语、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双语者为例，Weinreich的双语记忆表征模型可用图4.1表示。

[image: ]

图4.1 Weinreich的3种双语记忆表征系统（改编自Weinreich，1953）

“共存型”双语者，对一语单词和二语中相同意思的单词的词汇表征和概念表征都是分离的。“连接型”双语者，对一语单词和二语中相同意思的单词的词汇表征是分离的，而概念表征是共享的。“从属型”双语者，二语单词的词汇表征不能直接通达概念表征，它需要首先经过一语单词的词汇表征，然后再通达到一语单词的概念表征。也就是说，第二语言的概念是对第一语言的直接翻译。Weinreich认为第二语言学习的早期，双语者的双语记忆表征模型可能是“从属型”；而当学习时间增加，熟练水平提高，可从“从属型”转变为“共存型”。

Ervin和Osgood的双语记忆表征模型

Ervin和Osgood（1954）将Weinreich的观点陈述为心理学的模型，并提出“并列型”（coordinate）双语记忆表征系统和“复合型”（compound）双语记忆表征系统。“并列型”双语记忆表征系统源于Weinreich的“共存型”双语表征类型，认为语言概念以及对每种语言的适当反应都是与一系列独特的表征过程相联系的。在不同的系统（如学校和家庭两个不同的环境）学习不同语言的双语者，从两种语言的词汇中获取不同的，或部分不同的意义，就会形成“并列型”的表征系统。“复合型”双语记忆表征系统源于Weinreich的“连接型”双语表征类型，其基本观点是，两套语言概念（分别对应两种语言）都与一套相同的表征中介过程相连接。“复合型”双语者会根据相同的意义将两种语言的词汇和表达联系起来。以汉语为母语、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双语者为例，“horse”和“马”是一样的，都被编码为相同的表征。对于这两种表征系统，Ervin和Osgood（1954）认为，在“复合型”表征形式的内部，两套加工系统会相互影响；并且这两种表征系统之间也会相互影响。一个双语者的双语记忆表征方式不一定是单纯的“并列型”或“复合型”，语言中的某些概念可能是“并列型”，而另一些概念可能是“复合型”。

Weinreich（1953）开创性地提出了双语记忆表征的三个系统，而Ervin和Osgood（1954）的观点则是对Weinreich的进一步发展。两种观点存在许多共同之处，都认为第二语言的获得方式决定了语言存储的形式。这一观点是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但后续的研究者认为他们的模型缺乏经验的支持，到底是“复合型”还是“并列型”双语者，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Kolers的双语记忆表征模型

Kolers（1963）将Ervin和Osgood（1954）的复合模型界定为共享模型，并列模型界定为分离模型。Kolers认为，共享模型是对表征的超乎语言之上的描述，概念是以一种非语言的抽象形式表征的，比如命题形式；分离模型是分别针对每一种语言的表征形式，因此，分离模型也称为独立存储模型。以汉语为母语、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双语者为例，两种表征模型如图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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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Kolers的双语共享表征模型和分离表征模型（改编自Kolers，1963）

Kolers对上述两种模型的分类是基于实验数据的支撑而提出的。他采用的研究范式的基本做法是：让被试先学习一些双语词对，然后让他们完成回想或者再认的任务。他的实验假设是，如果被试完成任务时的提取过程存在着语言差异，说明双语者的表征为分离模型；反之，为共享模型。Kolers的理论模型有实验数据的支撑，因此，他的陈述将双语表征的理论争议引入到一个实证研究的舞台，研究的问题就是：双语者的两种语言是一种记忆形式还是两种记忆形式？关于双语者的语言表征形式，Kolers的观点与Weinreich、Ervin和Osgood的观点有相似的地方，即他也假设语言表征形式特别受到双语者两种语言最初编码经验的影响，强调了编码情境的重要性，或者说学习语言方式的重要性。

尽管Kolers的观点较之前的观点更加科学、实证，但后来的研究者们认为，他的这种划分方法实际上涉及的是抽象概念的表征，并没有全面地概括双语者两种语言的表征问题。那么，双语者的两种语言是以一个概念系统共同存储还是以两种分离的语言形式存储的？后续研究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

此外，支持Kolers的两种模型的研究者还认为，虽然实验结果能够支持两种模型的假设，但共享模型只能解释语言的一些方面，而分离模型似乎更适合用于其他方面的解释。所以，Kolers（1966）后来又进一步认为，双语者的记忆表征系统不是一个系统或者两个系统那么简单；记忆表征中的一些信息反映了双语者特定的语言编码经验的影响，而另外一些信息则反映了两种语言系统共同的影响。


4.2.2 双语记忆表征研究的发展

在双语记忆表征研究的发展时期，研究者坚持从语言的词汇—概念分级表征的视角来探讨双语者的两种语言的词汇表征和概念表征的问题。研究者认为概念和词汇是分级表征的，并且双语者两种语言的概念表征共享，词汇表征分离。在此基础上，再重点探讨双语者两种语言的词汇表征和概念表征之间的联系，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双语记忆表征模型，具体包括词汇连接模型、概念调节模型、修正分级模型和分布式概念特征模型等。

词汇—概念分级表征

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主要采用的是跨语言启动的词汇决定任务和词汇—概念分级表征的研究思路。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双语者的词汇表征上。更确切地说，这些研究思路并不强调双语记忆是以一个还是两个词汇系统进行表征的，也没有确定每个词库表征什么，而是坚持一种词汇—概念分级表征的视角，并从这一视角出发，进一步对双语记忆中的词汇—概念表征作出假设：双语者以两个分离的词库组织两种语言，以一个共享的概念系统来连接两种语言。

跨语言之间不存在重复启动效应的结果支持了双语者以两个分离的词库组织语言的假设。例如，Scarborough、Gerard和Cortese（1984）要求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完成词汇决定任务，将一种语言的单词判断为单词，而将另一种语言的单词判断为非字。正式实验材料中包括了非目标语言的单词和真正的非字。实验结果显示，被试能够将非目标语言的单词识别为非字，且对非目标语言单词的判断时间和真正的非字的判断时间没有显著差异。Scarborough等人的研究表明，双语者能够直接通达一种语言的词库，不需要以另一种语言的词库为中介，支持了词汇表征分离的假设。

语言间启动效应的研究发现，双语者以一个概念系统来连接两种语言。有研究者运用意义启动的范式，发现如果与目标词有意义相关的另一种语言的单词（启动词）呈现在前，那么，被试对目标词的反应比在控制条件（启动词与目标词无意义相关）下对目标词的反应要快（Meyer & Ruddy，1974）。跨语言启动的结果表明，双语者的两种语言在概念上是共享的。

词汇连接模型和概念调节模型

Potter、So、Eckardt和Feldman（1984）提出了词汇连接模型（word association model）和概念调节模型（concept mediation model）来解释双语记忆表征（如图4.3）。除概念系统和词汇系统外，研究者还假设了一个与概念系统直接连接的图像表征系统，以此来解释图片命名快于词汇命名的实验结果，我们将这一系统也作为双语记忆表征系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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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Potter等人提出的词汇连接模型和概念调节模型（Potter等，1984）

C表示概念表征，L1表示一语词汇，L2表示二语词汇，image表示图像存储系统。

词汇连接模型认为，第一语言的词汇表征和第二语言的词汇表征之间有直接联系，第一语言的词汇表征和概念表征有联系，而第二语言的词汇表征和概念表征之间的联系需要以第一语言的词汇表征为中介。该模型还假设，双语者所形成的第二语言的词库要比第一语言的词库小得多，这种情况至少存在于第二语言的初级学习阶段。

概念调节模型认为，两种语言的词汇表征都与概念表征有直接联系，但二者的词汇表征没有直接联系。相对于词汇连接模型，该模型认为双语者可以直接通过第二语言的词汇表征获得相应的概念表征，两种语言之间的唯一联系是概念系统。

此外，Potter等人指出，这两种模型之间的区别在于双语者第二语言的熟练程度。研究者据此猜测，随着第二语言熟练水平的不断提高，双语者的记忆表征系统会从词汇连接模型过渡到概念调节模型。

为验证这两个模型，Potter等人（1984）比较了被试完成一语到二语的翻译任务和用二语进行图片命名任务的反应时的差异。他们假设，图片命名的时间要长于一语单词读词的时间，因为图片命名之前要获得概念，而读词则不用。然而，对于这两种任务的加工过程，词汇连接模型和概念调节模型作出了不同的预测。

词汇连接模型认为图片命名有以下五个步骤：（1）认出图片；（2）提出图片的概念；（3）提取一语单词；（4）将一语单词翻译为二语单词；（5）说出单词。而一语到二语的翻译经历三个过程：（1）加工一语单词；（2）提取二语单词；（3）说出二语单词。概念调节模型认为，图像存储和词库在同样的表征水平，因此，这两种任务的加工过程不存在差异，需要共同的路径：（1）提取图像（单词）；（2）提取概念；（3）提取二语单词；（4）说出二语单词。

实验一以熟练的汉语—英语双语者为被试，结果表明，这两种任务之间没有差异，用二语命名图片的反应时甚至还要稍快于一语到二语的翻译的反应时。这一结果支持概念调节模型。为了消除语言的熟练水平对结果的干扰，实验二使用了非熟练的英语—法语双语者。实验二的结果与实验一的结果相同。因而无论被试第二语言的熟练水平如何，该实验结果都支持了概念调节模型的观点。因此，Potter等人最后总结认为，甚至于对非熟练的双语者来说，第二语言的词汇也是通过概念系统与第一语言中的对应词汇相联系，两种语言的词汇之间没有直接联系。

尽管Potter等人（1984）的实验支持了概念调节模型的观点，但是，之后很多研究者发现，熟练的双语者和非熟练的双语者之间仍然存在着区别，词汇连接模型和概念调节模型是并列存在的。比如说，Kroll和Curley（1988）也运用与Potter等人（1984）相同的任务，比较了德语—英语初学者和熟练的德语—英语双语被试之间的反应，结果发现，初学者的结果支持词汇连接模型的观点，而熟练的双语者则支持概念调节模型的观点。Kroll和Stewart（1990，1994）分析认为，Potter等人（1984）没有发现初学者和熟练的双语者之间的区别，这是因为他们所使用的初学者的语言太流畅了，以至于其表现和流畅者的表现差不多。也有研究者提出，当被试的二语水平很低时，其双语表征模型为词汇连接模型；随着二语水平的提高，表征结构转为概念调节模型（Chen & Leung，1989; De Groot & Hoeks，1995）。

莫雷、李利和王瑞明（2005）采用跨语言长时重复启动范式探讨熟练汉语—英语双语者的记忆表征模型。结果显示：在学习和测验阶段都是概念决定任务条件下，发现跨语言重复启动效应（实验一）；在学习和测验阶段都是词汇决定任务条件下，没有发现跨语言重复启动效应（实验二）；在学习阶段完成概念任务、测验阶段完成词汇任务的条件下，没有发现跨语言重复启动效应（实验三）。这些结果表明，熟练汉语—英语双语者可以不需经由汉语对等词而从英语单词直接获得概念表征，支持了概念调节模型的观点。李利、莫雷、王瑞明和罗雪莹（2006）的研究同样采用了跨语言长时重复启动范式，进一步探讨了非熟练汉语—英语双语者的记忆表征模型。结果显示：在学习和测验阶段都是概念任务条件下，发现了跨语言重复启动效应（实验一）；在学习和测验阶段都是词汇任务条件下，没有发现跨语言重复启动效应（实验二）；在学习阶段完成概念任务、测验阶段完成词汇任务的条件下，发现了跨语言重复启动效应（实验三）；在学习阶段的概念任务中呈现汉语单字词、在测验阶段的词汇任务中呈现英语翻译对等词，没有获得跨语言长时重复启动效应（实验四）。这些结果说明，对于非熟练汉语—英语双语者而言，英语单词的词汇表征需要经由其汉语翻译对等词的词汇表征，才能通达英语单词的概念表征；但是汉语词语的词汇表征无需通过英语单词的概念表征，可以直接通达概念表征。这一结果支持的则是词汇连接模型的观点。上述两个对熟练双语者和非熟练双语者的研究表明，熟练双语者在跨语言重复启动范式上的实验结果支持概念调节模型，而非熟练双语者在跨语言重复启动范式上的实验结果支持词汇连接模型。由此也可推测：随着第二语言熟练程度的增加，双语表征可由词汇连接模型转为概念调节模型。

修正分级模型和修正的修正分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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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Kroll等人提出的修正分级模型（Kroll & Stewart，1990）

L1表示一语词汇，L2表示二语词汇，C表示概念表征。

通过先前的研究，研究者们认为熟练双语者和非熟练双语者的表征模型不同，且随着第二语言熟练水平的提高，双语者的表征模型会从词汇连接模型转为概念调节模型（Chen & Leung，1989；De Groot & Hoeks，1995；莫雷，李利，&王瑞明，2005；李利，莫雷，王瑞明，&罗雪莹，2006）。Kroll和Stewart（1990，1994）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双语记忆表征是第二语言流畅性的函数，将词汇连接模型和概念调节模型合并成为一个一般的双语记忆表征模型，即修正分级模型（revised hierarchical model），也称非对称模型（asymmetry model），如图4.4所示。

修正分级模型坚持双语分级表征，认为双语者掌握的一语单词总是多于二语单词，因此，第二语言的词库比第一语言的词库小。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在词汇水平上有直接联系，两种语言也都分别与概念表征存在直接联系。与前面所述的模型不同，该模型区分了双语的词汇和概念之间的联系强度，正是这种联系强度的不同导致了模型的不对称性。从第二语言的词汇表征到第一语言的词汇表征之间的联系要强于从第一语言的词汇表征到第二语言的词汇表征之间的联系。第一语言的词汇表征与概念表征之间的联系要强于第二语言的词汇表征与概念表征之间的联系。

具体来说，修正分级模型中联系强度的不对称性体现在联系路径的不对称性和翻译速度的不对称性两个方面。首先，从一语到二语的翻译路径被假定为利用了“概念中介”，采用了从一语的词汇表征经由概念表征再到二语的词汇表征的间接路径；从二语到一语的翻译路径被假定为利用了“词汇中介”，采用从二语词汇表征到母语词汇表征的直接路径。其次，翻译路径的不对称性也使得两个方向的翻译速度表现出不对称性，从一语到二语的翻译基于语义的加工，速度较慢；从二语到一语的翻译基于联系或形式的加工，是一个自动化的加工，速度较快。

两种语言的词库与概念表征之间的联系的强弱反映了双语者获得第二语言方式的不同。首先，在第二语言学习早期，双语者在获得第二语言词汇的概念信息的时候，是将其与他们已经掌握的信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这种对母语的依赖和两种语言之间的不同映射过程，使得二语和一语在词汇表征层面上的联系要强于一语和二语在词汇表征层面上的联系；其次，一语的词汇表征和概念表征之间的联系在获得二语之前已建立，这种联系必然要强于二语的词汇表征和概念表征之间的联系。二语与一语的词库之间联系的不对称性说明，任何一个二语词汇在一语词库中都有相对应的表征，但任何一个一语词汇在二语词库里面不一定都有相对应的表征。

由于双语者二语词汇与概念表征之间的联系较弱，因此，当需要双语者从二语词库到概念系统提取概念信息时，他会倾向于将二语翻译成一语，然后从一语词库到概念系统提取概念信息，较少使用从二语词库直接到概念系统提取概念信息的方式。那么，从理论上我们可以假设，对于二语接近于母语的双语者来说，他们可能会在二语词库和概念系统之间建立较强的联系。然而，Kroll等人认为，即使是对熟练双语者来说，第二语言词库与概念系统之间仍然保持较弱的联系。因此，如果有选择的话，双语者还是选择较强的联系，比如说将二语翻译为一语后再去提取概念信息。

修正分级模型自提出后受到广泛关注，研究者们基于这个模型展开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其中，有许多数据支持该模型的假设。例如，Kroll和Stewart（1994）利用语义范畴干扰效应验证了翻译速度不对称性这一假设。实验要求熟练荷兰语—英语双语者完成一语到二语，二语到一语的翻译任务。翻译材料分为两种方式呈现，一种将单词划分为不同范畴呈现，另一种则是随机呈现。结果发现，当材料按不同范畴呈现时，一语到二语的翻译速度变慢了，产生了范畴干扰效应（同一范畴的单词由于语义相关而产生干扰效应）；但二语到一语的翻译速度没有变化。翻译速度减慢可能是由于同一范畴中语义相关的单词的概念表征的竞争导致。只有一语到二语的翻译速度减慢表明只有一语到二语的翻译涉及概念表征，二语到一语的翻译则并未涉及。Sholl、Sankaranarayanan和Kroll（1995）要求英语—西班牙语双语者用一语和二语先完成图片命名任务，然后再完成翻译任务。在翻译任务中，有些单词的概念在先前的图片命名任务中出现过。结果发现，一语到二语的翻译有图片命名任务的启动效应，而二语到一语的翻译则没有。该结果证明了修正分级模型的不对称性，一语到二语的翻译以概念为中介，而二语到一语的翻译则是以词汇为中介。

Palmer、van Hooff和Havelka（2010）使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ERP）进一步验证了修正分级模型，证明了双语记忆表征的不对称性。他们的实验采用熟练的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和熟练的英语—西班牙语双语者作为被试，实验有三个自变量，第一个自变量为翻译顺序，有正向翻译和反向翻译两个水平（正向翻译任务是将一语翻译为二语，反向翻译任务是将二语翻译成一语）；第二个自变量是匹配程度，有匹配和不匹配两个水平；第三个自变量是词的具体性，有具体词和抽象词两个水平。实验重点关注了不匹配条件减去匹配条件所得差异波的N400效应。Palmer等人发现，反向翻译的N400效应要显著大于正向翻译的N400效应，抽象词的N400效应与具体词的N400效应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Palmer等人认为，在反向翻译条件下（L2—L1），刚出现的二语（L2）会直接激活它的一语（L1）翻译对等词，因此当L1出现时，就会建立起较强的词汇联系和概念联系，这在脑电数据上就表现为一个较大的N400效应，在反应时上表现为反应时的减少；在正向翻译条件下（L1—L2），刚出现的L1不能直接激活L2，而是需要先通过概念系统来激活概念表征，这在脑电数据上表现为一个较小的N400效应，在反应时上表现为反应时的增加。词汇的具体性并不能够影响翻译顺序的效果。Palmer等人（2010）的研究为修正分级模型提供了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上的证据。在此基础上，Chen、Zhang、Li和Wang（2015）使用ERP技术进一步探讨了非熟练汉语—英语双语者的双语记忆表征是否是不对称的，同时考察了词汇熟悉度的影响。实验自变量包括翻译顺序（正向翻译和反向翻译）、词汇熟悉度（高熟悉度和低熟悉度）和匹配程度（匹配和不匹配），因变量主要是不匹配条件减去匹配条件所得N400效应的平均波幅。实验结果发现，反向翻译条件比正向翻译条件引起了更大的N400效应，证明了非熟练汉语—英语双语者的双语记忆表征也是不对称的。另外，他们的实验结果还发现词汇熟悉度在双语记忆表征中有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尽管修正分级模型能够解释双语翻译和语义启动实验中的各种数据，但是也有一些实验证据对这一模型的主要假设提出了挑战。比如，Dufour和Kroll（1995）让熟练的和非熟练的英语—法语双语者先熟悉类别名称，然后再决定目标单词是否是类别成员。实验结果是，对于非熟练的双语者来说，将英语单词归入法语单词类别的反应时要慢于将法语单词归入英语单词类别的反应时；对于熟练的双语者来说，二者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并且，他们的实验结果在不同的SOA条件下是一致的。这一结果表明，非熟练的双语者在通达二语单词的概念之前，需要通达一语单词的词汇表征；熟练双语者则可以直接通达二语单词的概念。据此，他们初步认为，修正分级模型适用于非熟练双语者的表征，对于熟练双语者的表征则部分适用。

此外，Heredia（1996）进一步考虑了词频、词的具体性以及双语者第二语言的熟练水平等因素，比较了熟练法语—英语双语者的两种语言中高频的抽象词和具体词的表征差异。实验包括翻译和翻译再认两项任务。非对称模型对该实验结果的假设是：从二语到一语方向的翻译（对词汇形式敏感）显著快于从一语到二语方向的翻译（对概念加工敏感）；翻译方向和词汇类型没有交互作用。而该实验的结果是，在两种任务中，对于具体词来说，从二语到一语方向的翻译和反方向的翻译的反应时没有显著差异；对于抽象词来说，从二语到一语方向的翻译反应时显著慢于从一语到二语方向的反应时。这一结果与修正分级模型的假设不一致。更重要的是，在具体词条件下，从二语到一语方向的翻译和从一语到二语方向的翻译结果一致，都对概念或语义加工特别敏感，表现出对称性；在抽象词条件下，从二语到一语方向的翻译甚至要比从一语到二语方向的翻译对语义或者概念更加敏感。这与修正分级模型的假设更为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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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Heredia对修正分级模型的修正（改编自Heredia，1996）

MDL表示优势语言，LDL表示弱势语言，C表示概念表征。

Heredia引入优势语言（more dominant language，MDL）和弱势语言（less dominant language，LDL）的概念来解释实验结果，并据此提出对修正分级模型的修正（如图4.5）。Heredia（1996）研究中的法语—英语双语者，在学校接受的大部分正规教育的语言是英语，在日常生活中英语也是较活跃的语言，即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第二语言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相对优势的语言，可以更加快速地通达相应的概念；而第一语言则成为一种相对弱势的语言，但这并不意味着一语会变弱或者一语的语库会缩小。根据Heredia的观点，语言的优势是可以随着使用频率的变化而发生相对变化，但语言本身的熟练水平不会发生变化。

最近有些研究者对于修正分级模型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有人认为双语者二语词汇的语义通达没有必要受到一语翻译对等词的调节（Brysbaert & Duyck，2010; Kroll，Van Hell，Tokowicz，& Green，2010）。因此，修正分级模型在以后的发展中还可能会得到进一步修正。

分布式概念特征模型

前面所述的双语记忆表征模型基本上都假定翻译对等词中的一语词汇和二语词汇的意义完全相同。但实际上，意思完全相同的翻译对等词是几乎不存在的，除了共享的词义外，一语词汇和二语词汇还有各自独有的一些意义。此外，不同类型的两种语言的词汇（例如：具体词和抽象词、同源词和非同源词）共享的语义数量也是不同的。再者，词汇的词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同个体对词义的理解也有可能不同（Pavlenko，1999）。

鉴于这一点，De Groot于1992年提出了分布式概念特征模型（distributed conceptual feature model）（如图4.6）。这一模型认为，词汇的意义不是一个单独的记忆单元，而是分布式表征的，它由许多概念单元组成。互为翻译对等词的一语词汇和二语词汇既有各自特有的概念表征，也有共享的概念表征。并且不同类型的词汇共享的概念单元的数量不同。比如，具体词和同源词的翻译对等词比抽象词和非同源词的翻译对等词共享更多的概念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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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De Groot提出的分布式概念特征模型（De Groot，1992）

L1表示一语词汇，L2表示二语词汇。

基于词语翻译、跨语言语义启动、双语词汇联想等实验范式展开的双语记忆表征研究为分布式概念特征模型提供了许多证据。尤其是通过双语词汇联想范式获得的实验数据有力地证明了这一模型的相关观点。例如，Van Hell和De Groot（1998）要求荷兰语—英语双语者在呈现单词之后说出一个与这个单词相联系的另一个单词。实验分为两种条件，一种为语言内条件，被试用和呈现单词相同的语言做出回答；另一种为语言间条件，被试用另一种语言做出回答。比如，呈现的单词是“skirt”，在语言内条件下回答的是“dress”，在语言间条件下回答的是“jurk”（荷兰语中的意思和英语单词“dress”的意思一样），那么这就算是一个相同回答。但如果在语言间条件下的回答是“vrouw”（在英语中等同于“woman”的意思），那么这算一个不相同回答。Van Hell和De Groot比较了不同条件下相同回答和不同回答的数量差异，发现具体词和同源词在语言内条件和语言间条件下比抽象词和非同源词都有更多相同的回答。这一结果表明具体词和同源词的翻译对等词比抽象词和非同源词的翻译对等词之间共享更多的概念单元，同时也说明翻译对等词并不共享所有的概念表征。


4.3 双语记忆表征研究的最新趋势

双语记忆表征研究包含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是两种语言的概念表征和词汇表征的定位如何，二是两种语言的概念表征和词汇表征之间的联系。在先前双语记忆表征的研究基础上，研究者认为双语者两种语言的表征分为概念表征和词汇表征这两个不同层次，两种语言的概念表征是共享的，而词汇表征是分离的。之后又有研究者提出影响词汇表征和概念表征之间联系的因素，包括双语者第二语言的熟练水平，共享概念表征的词汇类型等，并据此提出了一些新的双语记忆表征模型。最近十年，研究者们则从一些新的视角进一步探讨了双语记忆的加工过程以及记忆表征的影响因素，体现了双语记忆表征研究的最新趋势。


4.3.1 运用新的研究范式探讨双语记忆的加工过程

传统的双语记忆表征研究多强调记忆表征的静态形式，但近年来，有研究者提出，对双语记忆的研究，不能单单关注记忆表征的形式，也要关注双语加工的过程。具体而言，在研究时应该考虑到实验任务的要求，要区分实验任务是对内隐记忆还是外显记忆的考察，加工过程是数据驱动的加工还是概念驱动的加工。区分实验任务所要考察的加工十分重要，数据驱动任务考察的是双语者知觉特征的加工，而概念驱动加工可测量到双语者的意义表征。此外，在区分内隐记忆还是外显记忆方面，主要体现为实验范式的改进（李利&莫雷，2008）。

先前的一些经典的研究范式例如命名、翻译等都属于外显记忆的实验范式，被试可以清楚地知道实验任务要求他做什么，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可以使任务完成得更快、更容易。这样就难以避免一个问题：被试可能为了加快实验完成的速度而翻译实验材料，从而使得他们的认知加工过程没有限定在目标语言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跨语言效应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翻译的过程，而并非实验者所假设的认知加工过程。解决这样的问题就要求研究者在实验任务设计上有所改进，将被试运用翻译策略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基于内隐记忆的研究范式就能够达到这一效果。该范式包括一个单独的编码阶段（学习阶段）和一个单独的提取阶段（测验阶段），实验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变换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的材料之间的联系，考察测验阶段目标刺激的识别和判断是否受到学习阶段学习的影响。跨语言长时重复启动就是这种典型的基于内隐记忆的重要研究范式之一（Zeelenberg & Pecher，2003），它考察的是被试在测验阶段对目标词的反应是否会受到在学习阶段学习过的另一种语言的对等词的影响；如果学习过另一种语言的对等词，那么在测验阶段对目标词的再认反应会更快捷、准确。从内隐记忆的角度来说，如果测验阶段的提取过程从一定程度上重现了学习阶段的编码过程，那么在测验任务中能够发现跨语言长时重复启动效应；如果测验阶段的提取过程没有或者极少重现学习阶段的编码过程，则不能够在测验任务中发现跨语言长时重复启动效应。在这种范式中，被试事先并不知道存在两个阶段，对于整个实验的目的、启动刺激和目标刺激之间的联系等都不清楚。因此，整个实验要考察的过程是被试的一种无意识的、基于内隐记忆的认知加工过程。这种范式跟传统的、持续多年的、基于外显记忆的研究范式存在着本质的不同，能够将被试策略运用的可能性降到最低，从而减少其对实验结果的干扰（Zeelenberg & Pecher，2003; Li等，2009）。

莫雷、李利等人使用跨语言长时重复启动范式对汉语—英语双语者的双语记忆表征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结果发现，汉语—英语双语者概念表征共享，词汇表征分离，熟练的汉语—英语双语者可以直接由二语词汇通达其概念意义，而不熟练的汉语—英语双语者的二语词汇必须借助一语词汇才能间接通达其概念意义。另外，熟练的汉语—英语双语者需要通过一语词汇来间接通达不熟练的三语词汇的概念意义，表明晚期熟练双语者在形成直接通达二语词汇概念意义的机制之后，不会将这种机制直接迁移到三语词汇的语义通达，其所存在的从间接通达到直接通达的过程是语言特异性的（莫雷，李利，&王瑞明，2005;李利，莫雷，&王瑞明，2008; Li等，2009）。

国内的研究除了对汉语—英语双语者的探讨外，马利军、韦玮和张积家（2011）采用跨语言长时重复启动范式考察了熟练的普通话—粤语双言者的概念表征情况。广义上的双语者也包括双言者。实验结果发现标准语（普通话）和方言（粤语）之间存在跨语言重复启动效应。该结果支持了熟练双语者的概念表征共享的假设，和熟练的汉语—英语双语者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莫雷，李利，&王瑞明，2005）。此外，李杰、候友、王凤梅和姜淞秀（2013）还使用该范式探讨了非熟练的蒙古语—英语双语者的双语表征情况。实验结果发现，非熟练的蒙古语—英语双语者的词汇表征分离，概念表征共享；并且语言内的启动是对称的，而语言间的启动是非对称的；在英语—蒙古语条件下产生了显著的跨语言启动效应，而在蒙古语—英语条件下没有产生跨语言启动效应。这些结果和非熟练的汉语—英语双语者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李利，莫雷，王瑞明，&罗雪莹，2006）。


4.3.2 关注两种语言的结构差异对记忆表征的影响

双语记忆表征的三个经典模型——词汇连接模型、概念调节模型和修正分级模型——主要关注的是第二语言的熟练水平如何影响词汇表征和概念表征之间的联系，De Groot于1992年提出的分布式概念特征模型开始关注两种语言中的词汇类型对表征的影响。而Finkbeiner、Forster、Nicol和Nakamura（2004）通过系列掩蔽启动实验提出的意义模型，则系统说明了两种语言的结构差异对记忆表征的影响。该模型是对修正分级模型和分布式概念特征模型的进一步拓展，成功解释了先前模型所不能解释的跨语言翻译启动效应的对称性和不对称性。除了意义模型外，Dong、Gui和MacWhinney（2005）的共享分布式不对称模型，Pavlenko（2009）的改进分层模型也都是在修正分级模型和分布式概念特征模型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些模型将两种语言的差异和词汇表征、概念表征联系起来，认为两种语言的概念表征并非完全共享，而是部分共享。下面就这三个模型作详细介绍。

意义模型

Finkbeiner等人（2004）以日语—英语双语者为被试，在系列掩蔽翻译启动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双语记忆表征的意义模型（sense model），关注两种语言的结构差异对记忆表征的影响（见图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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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Finkbeiner等人提出的意义模型（Finkbeiner，Forster，Nicol，& Nakamura，2004）

黑色圆圈表示翻译对等词的语义表征中共享的语义概念特征单元，浅灰色和白色圆圈表示一语词汇的语义表征中特有的语义概念特征单元。

与分布式概念特征模型一样，意义模型也认为，双语者两种语言的词汇既有共享的概念表征，也有各自独立的概念表征；且双语翻译对等词共享的语义表征是跨语言启动的根源。但是，与分布式概念特征模型不同的是，意义模型认为这些意义（semantic senses）不仅仅是指语言各自特有的和共享的意义，还包括因语言的惯用法等形成的不同的概念特征单元。例如，英语中的“black”在不同的用法中有黑色、郁闷、晦气、庄重等21个意思；而日语翻译对等词“kuroi”除了有与“black”共享的“黑色”的意思外，还包括坏人、犯罪的人等意思。一般情况下，双语者的第一语言通常是优势语言，第二语言通常是弱势语言。因此，对于翻译对等词来说，被试对一语词汇的意义量掌握得相对较多，而对相应的二语词汇的意义量掌握得相对较少，表现出概念表征的不对称性。意义模型能够成功地解释先前研究关于掩蔽启动实验任务中启动效应的不对称性，认为跨语言的启动效应与词汇语义表征中目标词概念特征集被激活的比例有关，一语和二语词汇概念表征的不对称性会引起翻译启动的不对称性。

Finkbeiner等人（2004）以日语—英语双语者为被试，在词汇决定任务中（要求被试判断目标词是否是一个“词”）发现一语到二语方向存在着启动效应，二语到一语方向不存在启动效应；而在语义分类任务中（要求被试判断目标词是否属于一个类别），两个方向都存在着启动效应。对于这种非对称的启动效应，Finkbeiner等人提出了意义模型并以“kuroi—black”双语词对为例进行了具体的解释（见图4.7）。在词汇决定任务下，在一语到二语方向的启动中，二语目标词的概念特征单元全部被一语启动词预激活，因而一语对二语会产生启动作用；而在二语到一语方向的启动中，一语目标词所激活的概念特征单元中只有1/8被二语启动词预激活，因而二语对一语难以产生启动作用；这种概念激活量的悬殊造成了词汇任务中双语启动的不对称性。而在语义分类任务中，类别任务的属性对语义特征集的激活起到限制作用，无论是一语词还是二语词激活的都是与分类任务有关的语义特征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从一语到二语方向，还是从二语到一语方向，目标词的语义特征单元都会全部（或高比例）地被预激活，从而造成两个方向对称的跨语言启动效应。实质上，语义任务对概念激活的“过滤加工”提高了二语启动词的启动功效，形成了双语对称的启动效应。

意义模型指出是两种语言概念表征的比例不同引起跨语言启动效应的不对称性。因此，Finkbeiner等人（2004）认为，如果这个解释成立的话，那么在同一语言中概念相关、但意义量不同的词汇之间也会发现非对称的启动效应。他们设计了同一语言的词汇判断任务，结果发现，多义词到少义词方向存在显著的启动效应，而少义词到多义词方向的启动效应不显著。同一语言启动实验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意义模型的假设，从另外的角度也说明，意义模型的解释也能够拓展到语言内启动效应的不对称性。

Finkbeiner等人（2004）提出的意义模型能够成功地解释跨语言翻译启动效应的对称性和不对称性，是对修正分级模型和分布式概念特征模型进一步的有意义的拓展。修正分级模型不能解释这种任务差异，分布式概念特征模型不能解释词汇判断任务中翻译启动的不对称性。意义模型将不同的启动效应上升到词汇语义表征层面，摆脱了双语心理词典特性的限制，是双语记忆表征研究的一大进步和发展。然而，将双语启动效应仅仅归结为词汇对应的概念特征数量的不平衡，而不考虑两种语言的差异可能造成的双语词典的特性的差异，这种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

共享分布式不对称模型

共享分布式不对称模型（shared distributed asymmetrical model）的理论假设吸收了分布式概念特征模型的几个观点（Dong，Gui，＆ MacWhinney，2005）：（1）单词的意义可以分成一系列基本的概念单元；（2）两种语言中的翻译对等词只是共享其中的一部分概念单元；（3）翻译对等词中的两个词都有一些在各自语言中所特有的意思。在此基础上，Dong等人又新增了一些观点：（1）第二语言的词汇表征和概念表征之间的联系弱于第一语言的词汇表征和概念表征之间的联系。随着第二语言学习程度的提升，联系强度之间的差异会慢慢变小；（2）在第二语言学习的早期阶段，第二语言的词汇表征不仅和第一语言共享的概念单元相联系，而且还和第一语言所特有的概念单元相联系，但随着第二语言熟练程度的增加，第二语言的词汇表征和第一语言所特有的概念单元的联系减弱了，而和第二语言中所特有的概念单元之间的联系加强了。Dong等人新提出的观点显然是吸收了修正分级模型的一些观点。因此，可以说，该模型是将分布式概念特征模型和修正分级模型进行整合而提出的。

Dong等人（2005）为新增的观点提供了实验证据。在其实验中，实验者要求汉语—英语双语者（第一语言为汉语，学习的第二语言为英语）完成词组中词语的语义相似性的等级评定任务。实验共有4组双语者，其中有2组被试主修英语1年，有2组被试主修英语3年。学习英语时间相同的被试中的一组被试评定英语词组，另一组被试评定中文词组。此外，还有两组母语分别为英语和汉语的单语者分别完成英语词组和汉语词组任务。每一组词包括1个关键词和7个语义相关词，这7个词的语义相关程度不同，并且汉语词组中的关键词与相对应的英语词组中的关键词在语义上是十分接近的。实验要求被试根据语义相关程度将每组中的7个语义相关词排序，然后分析比较6组被试的实验数据。结果发现：（1）两组单语者的结果差异显著，这表明翻译对等词并不完全共享所有的语义。（2）较不熟练的双语者（主修英语1年的被试）与英语单语者的差异较大，而较熟练的双语者（主修英语3年的被试）与英语单语者的结果较接近。这些结果说明随着二语熟练水平的提升，双语者的二语水平可以变得像母语者一样；并且该结果还说明，随着二语熟练水平的提升，二语词汇表征和相对应的一语词汇在一语中所特有的语义之间的联系慢慢减弱。（3）双语者在汉语词组任务中的表现和汉语单语者的表现不同，并且熟练水平更高的双语者和汉语单语者的差异更大，这一结果说明随着二语学习程度的不断加深，双语者还会建立起一语词汇表征和相对应的二语词汇在二语中所特有的一些概念单元的联系。

改进分层模型

改进分层模型（modified hierarchical model）与分布式概念特征模型和共享分布式不对称模型一样，认为两种语言的概念表征只是部分共享，而非完全共享（Pavlenko，2009）。这一模型明确提出，并非所有词语都能在另一语言中找到意思相对应的词语。这一模型还试图解释“概念转移”现象。所谓的“概念转移”指的是一语词汇的所有语义（包括不和二语中的翻译对等词共享的语义）会转移到二语中的翻译对等词上。这个“概念转移”实际上在Dong 等人（2005）的模型中已经有所提及，他们假设一语词汇所特有的一些语义单元会和二语词汇的概念表征相联系。那么，在学习二语时，学习者就需要将最初的和二语词汇的概念表征相联系的一语词汇的某些语义单元去除，而增加一些二语所特有的语义单元。此外，这一模型还补充了一个观点：二语词汇学习的主要目标在于概念重建，这样可以使得二语学习者像二语母语者一样使用二语词汇。

上述几个模型的观点基本一致，它们都同时吸收了修正分级模型和分布式概念特征模型中的重要观点，认为双语的概念表征共享，词汇表征分离，第二语言的熟练程度和两种语言词汇的概念量差异都会影响双语表征。研究者也通过实验解释了先前模型所不能解释的一些问题。


4.3.3 关注早晚期双语者的表征差异

根据获得第二语言的相对时间，双语者可分为早期双语者和晚期双语者。目前，对这两种双语者年龄的划分界限是六七岁。在六七岁之前学习获得第二语言的双语者是早期双语者，而六七岁之后学习获得第二语言的双语者是晚期双语者（Fabbro，1999）。获得第二语言的年龄是目前探讨双语记忆表征机制的一个重要变量，研究者重点比较了早期双语者和晚期双语者的记忆表征的差异。

早晚期熟练双语者的记忆表征模型

Silverberg和Samuel（2004）运用了连续的语义启动实验，考察了早期熟练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晚期非熟练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和晚期熟练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的记忆表征情况，并根据实验结果提出了早晚期熟练双语者的记忆表征模型（见图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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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Silverberg等人提出的早期熟练双语者和晚期熟练双语者的表征模型（改编自Silverberg & Samuel，2004）

实验中，同一个目标词与启动词之间存在着语义相关、中介形式相关、形式相关和形式无关四种水平的联系。其中，语义相关是指目标词和启动词之间存在着意义上的关联，中介形式相关是指目标词和启动词的翻译对等词之间存在着形式上的相似性，形式相关是指目标词和启动词之间存在着形式上的相似性。比如对于目标词“TORNILLO”（西班牙语词汇）来说，这四种条件下的启动刺激分别是“nail”、“bull”、“torture”、“bark”。Silverberg等人重点比较了早期熟练双语者和晚期熟练双语者的实验结果，发现早期熟练双语者存在着显著的语义启动效应和中介形式启动效应，不存在形式启动效应；晚期熟练双语者语义启动效应和中介形式启动效应都不显著，而在形式相关条件下存在着负启动效应。

Silverberg等人认为，双语表征分为三级，分别为：特征表征（语音、拼写等）、词汇表征和概念表征。他们在实验结果基础上，结合三级模型，认为早期熟练双语者和晚期熟练双语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共享特征表征。而不同之处在于，早期熟练双语者同我们传统认为的双语表征一致，即词汇表征分离，概念表征共享；而晚期熟练双语者则同我们传统认为的双语表征不一致，即词汇表征共享，概念表征分离。

李利（2007）在其博士论文中通过一系列研究详细探讨了早晚期汉语—英语双语者的双语记忆表征问题，具体包括晚期双语者的定位表征关系、晚期双语者二语词汇与概念表征的通达方式及其形成机制、早期双语初学者二语词汇和概念表征的通达方式等。研究的第一个方面探讨晚期双语者的定位表征关系，研究发现晚期双语记忆表征中概念表征共享，词汇表征分离，该结果说明晚期双语者的两种语言表征的定位关系与早期双语者一致。研究的第二方面探讨晚期双语者二语词汇与概念表征的通达方式，结果发现晚期熟练双语者的二语词汇通达概念表征的方式是直接通达，而晚期非熟练双语者则是间接通达，说明晚期双语者的二语词汇通达概念表征的方式存在着从间接通达到直接通达的变化过程。研究的第三方面探究的是晚期双语者的二语词汇与概念表征通达方式的形成机制，结果发现晚期双语者的二语词汇通达概念表征的方式受到双语者对二语词汇主观熟悉度的影响，晚期非熟练双语者和晚期熟练双语者在记忆表征中同时存在着间接通达和直接通达这两种方式，而且，晚期双语者的二语词汇通达概念表征的方式不会发生机能性变化，仍然采用间接通达的方式通达第三语言词汇的概念意义。这些结果表明，晚期双语者的二语词汇的语义通达方式受到经验的影响，在本质上是经验性的。研究的最后一个方面探讨了早期双语初学者的二语词汇通达概念表征的方式，结果发现早期双语初学者的二语词汇能够直接通达概念意义，但其通达强度要弱于一语词汇通达概念意义的强度。这说明早期双语者的二语词汇的语义通达方式在本质上是机能性的。李利通过这一系列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早晚期双语记忆表征的差异，尤其是对汉语—英语双语者的探讨，对第二语言学习和教学提供了许多可贵的理论依据。

早晚期双语者记忆表征差异的认知神经研究

除用传统的行为实验的方法来考察早晚期双语者记忆表征的差异外，自20世纪末起，就有研究者开始利用认知神经科学技术探讨第二语言获得年龄不同的双语者的记忆表征和加工第二语言的神经系统是否有所不同，并提出了不同看法。

有研究者持差异观，认为早晚期双语者的记忆表征和加工两种语言的神经系统并不相同。Kim、Relkin、Lee和Hirsch（1997）运用fMRI技术探讨了母语和第二语言的存储在大脑皮层的空间位置，主要研究布洛卡区和威尔尼克区这两个语言功能区。实验被试同样分为早期双语者（从出生开始习得两种语言）和晚期双语者（第二语言的平均获得年龄为11.2岁），实验任务是要求被试不出声描述前一天某一特定时间（早晨、中午和晚上）发生的事情。研究结果表明，在威尔尼克区，早晚期双语者的母语和二语激活的中心点空间位置分离都很小，甚至没有分离；但在布洛卡区，晚期双语者的二语和母语激活的中心点空间位置有明显的分离，而早期双语者的二语和母语激活的位置相同。对于上述结果，Kim等人指出，布洛卡区为语言特殊功能区，语言在布洛卡区表征的建立是在生命早期形成的，而不是在成年以后完成的；成年以后学习的第二种语言将激活并使用该区域临近的脑区。根据这一研究结果，Kim等人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双语者第二语言的获得年龄是影响两种语言表征在脑皮层区空间位置的重要因素。后来，Wartenburger等人（2003）运用fMRI技术考察第二语言获得年龄对双语者进行语义和语法判断时大脑皮层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二语获得年龄影响了语法加工时的大脑皮层活动，早期双语者（6岁之前获得二语）在加工一语和二语语法时的大脑皮层活动没有显著差异，而晚期双语者（12岁之后获得二语）在加工二语语法时激活了更多的脑区。

另有一些研究者持一致观，认为早晚期双语者的记忆表征和加工两种语言的神经系统不存在显著差异。Klein等人（1994，1995）运用PET技术，考察了熟练的英语—法语双语者产生一语和二语单词的时候是否会激活相同的大脑皮层，结果发现晚期获得的语言与早期获得的语言具有相同的大脑皮层激活（Klein，Zatorre，Milner，Meyer，& Evans，1994; Klein，Milner，Zatorre，Meyer，& Evans，1995）。Chee、Tan和Thiel（1999）使用fMRI技术探讨了二语获得年龄对双语者两种语言的表征是否存在影响。该研究中的被试是来自新加坡的早期和晚期汉语—英语双语者，实验任务是根据视觉呈现的两种语言的词干产生单词。他们发现，被试在完成补词任务中，两种语言激活了相同的脑区，包括喙中区和额下回、辅助运动区、双侧枕骨区和双侧顶骨区。对此，他们认为，早期双语者（6岁前获得二语）和晚期双语者（12岁后获得二语）的两种语言在大脑皮层的宏观表征区是相同的，而且，双语者同单语者一样存在着大脑语言功能的不对称性。Frenck-Mestre等人（2005）同样运用fMRI技术考察了早晚期双语者发音时的脑皮层和皮层下脑区的激活情况。被试为熟练的英语—法语双语者，一半为早期双语者（从出生开始习得两种语言），一半为晚期双语者（从12岁以后开始学习法语）。实验结果发现，无论运用哪一种语言，被试的发音行为都明显地引起了运动神经皮层两侧的激活，基底节和小脑的激活，以及运动神经辅助区域的激活。并且早晚期双语者参与发音的神经网络的界限和范围都是一致的。他们认为，该研究结果不支持先前部分研究者提出的二语获得年龄的不同导致神经皮层基本差异的结论（Frenk-Mestre，Anton，Roth，Vaid，& Viallet，2005）。


4.3.4 基于“形态层”解释同源词和非同源词表征

在双语记忆表征研究领域，研究者经常会用到同源词（cognates）和非同源词（non-cognates）。这两种类型的词都属于翻译对等词。翻译对等词指的是两种语言中意义相同或相似的词。例如，汉语词汇“马”和英语单词“horse”就是一对汉语—英语翻译对等词，西班牙语单词“papel”和英语单词“paper”是一对西班牙语—英语的翻译对等词。同源词的全称为同源翻译对等词，非同源词的全称为非同源翻译对等词。为方便说明，我们一般就直接使用同源词和非同源词。同源词指的是来自两种不同语言的两个词语在形式和意义上都相似（例如英语单词“lion”和西班牙语单词“león”）。非同源词指的是来自两种不同语言的两个词语意思相同或相似，但形式不同（例如英语单词“life”和西班牙语单词“vida”）。同源词和非同源词的差异就在于词汇的形式。

互为同源翻译对等词的两个不同语言的词语在意义上相同，在形式上相同或相似；而互为非同源翻译对等词的两个不同语言的词语在意义上相同，但在形式上不同。这样的特征使它们成为探究双语记忆表征的理想的实验材料。许多研究都采用语言内和跨语言启动范式，结合词汇决定任务或概念决定任务，通过比较语言内重复启动和跨语言语义重复启动（包括同源词和非同源词）所产生的启动效应来探究双语者的两种语言是如何组织和提取的，一语词汇和二语词汇在什么层次共享表征以及在什么层次独立表征。

在同源词和非同源词的双语记忆表征研究中，研究者经常使用启动范式。在最新的研究中，研究者开始引进语言内形态相关词（morphological related words）作为启动词来比较不同的启动效应，并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形态层”（morphological level）这一概念。此外，还根据“形态层”的研究修改了原有的双语记忆表征模型，使其更好地解释同源词和非同源词的双语记忆表征。

“形态层”的提出

García-Albea、Sánchez-Casas和Igoa（1998），Sánchez-Casas、García-Albea和Igoa（2000）的研究通过比较同源词、非同源词的形态启动效应和语言内形态启动效应来探讨同源词和非同源词的表征问题。这两个研究都发现同源词的启动效应和形态相关词的启动效应相同，从而说明同源词可能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形态相关词。双语者两种语言的组织可能和单语者一样，是按照形态组织的，而不是按照语言类型组织的。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都提出了“形态层”这一概念。

其中García-Albea等人（1998）的研究利用单词词性和单词数量变化来考察形态问题。他们使用的是熟练的加泰罗尼亚语—西班牙语双语者。实验材料包括双音节名词、单音节同源形容词和单音节非同源形容词。一半的启动词和目标词是词性变化，一半的启动词和目标词是数量变化（启动词是单数形式，目标词是复数形式）。启动包括同源词启动和非同源词启动，在这两种启动中又分为语言内形态相关词（西班牙语单词）启动（例如：maja-majo）、翻译词启动（例如：maco-majo，portas-puertas）、跨语言形态相关词（加泰罗尼亚语单词）启动（例如：maco-majo）和无关非词启动。跨语言启动的启动方向只有一种，加泰罗尼亚语单词是启动词，西班牙语单词是目标词。通过比较不同类型的启动效应，研究者发现在同源词的启动中，语言内形态启动效应、跨语言形态启动效应和翻译启动效应相当；而在非同源词的启动中，只有语言内形态启动产生启动效应。Sáchez-Casas、García-Albea和Igoa（2000）的研究通过动词的词形变化也获得了类似的结果。

“形态层”对双语记忆表征模型的影响

形态相关的单词是通过相同的词根或前缀组织的，在识别这些词时可以通过将形态分解后再通达到句法和语义信息。那么，这就需要一个前词汇形态分解过程来将词根分离出来。Taft和Forster（1976）最早提出这样的加工过程来解释多语素词的存储和提取。然后Taft（1994）在交互激活模型（interactive activation model）中补充了前词汇形态分解这种机制来说明单语者是如何识别视觉词汇的，并在此基础上将其引入双语词汇的表征和通达。他们认为同源词（例如：porta-puerta）和语言内（例如：puerta-puertas）或跨语言（例如：porta-puerta）的形态相关词共享相同的词根或词缀，这一共享的词根或词缀在形态层表征。而非同源词（例如：taula-mesa）尽管在各自语言中有形态相关词，但他们的形态表征是不同的。同源词和非同源词的识别都需要先通过前词汇形态分解过程提取出形态单元，然后再进行下一步加工。

“形态层”的观点为同源词和非同源词的表征方式提供了新的解释角度。Sánchez-Casas和García-Albea（2005）分别在分布式概念特征模型和双语交互激活模型基础上，结合这个新观点对同源词和非同源词的表征方式进行解释，并提出结合了“形态层”的改进模型。

在本章的前面部分我们已经对De Groot（1992）提出的分布式概念特征模型作过简要介绍。该模型最初对语言表征的划分和传统划分一样，分为词汇表征和概念表征两个层次。而在1997年，Kroll和De Groot在词汇层和概念层之间增加了一个词元层，用以调节词汇表征和概念表征（如图4.9）。词元层包括了词语的一些语法特征L1指第一语言，L2指第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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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增加了词元层的分布式概念特征模型（Kroll & De Groot，1997）

和语义特征，能够反映词汇形式通达到词汇意思的方式。对双语者而言，每种语言都有各自的词元层。在单独的词汇识别时，词元层反映了形式和意思之间的联系；而在有上下文的情况下，词元层则可以反映出选择性地激活词汇特征和概念特征的语法加工。

Sánchez-Casas和García-Albea在Kroll和De Groot（1997）的模型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形态层，用以解释同源词和非同源词的表征。这个新增的形态层位于词汇层和词元层之间。它有两个作用，一是用于表征同一族单词的关系，二是为词元层提供词形特征和形态结构。图4.10和图4.11从形态层的角度出发分别表示了同源词和非同源词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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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 增加了形态层的分布式概念特征模型对同源词表征的图解（Sánchez-Casas & García-Albea，2005）

同源词“porta”和“puerta”共享形态单元“port-”，以及一些词汇特征和一些概念特征，而拥有不同的词元。“f”、“s”和“N”分别指与女性有关的词、单数形式和名称。

[image: ]

图4.11 增加了形态层的分布式概念特征模型对非同源词表征的图解（Sánchez-Casas & García-Albea，2005）

非同源词只共享一些概念特征，而在词汇特征、形态、词元上都是各自独立表征的。“f”、“s”和“N”分别指与女性有关的词、单数形式和名称。

如图4.10，同源词除共享词汇特征和语义特征外，还和语言内形态相似的词一样共享形态特征。同源词启动效应就发生在形态层。当互为同源词的任意一个单词作为启动词时（例如加泰罗尼亚语单词porta），它首先激活了在词汇层的相关特征节点（同源词在词汇层共享大部分的特征节点），然后这些节点将激活传递到形态层（同源词在这一层次共享词根，例如词根port-）。当呈现目标词时（例如西班牙语单词puerta），启动词（porta）和目标词（puerta）共享的特征节点和词根节点已经被激活，从而使得目标词的识别变快。在后续的识别加工时，形态层的激活又会传递到目标词所属语言对应的词元层，继而再从词元层传递到概念层。

图4.11则体现了非同源词在该模型中的表征方式。与同源词不同，非同源词的词根各自独立表征，一般不共享词汇表征。因此，当一个非同源词作为启动词时（例如加泰罗尼亚语单词taula），它所激活词汇层的相关特征节点只会将激活传递到相应的词根节点（例如taul-），而不会到它的非同源翻译对等词的词根节点（例如mes-）。因此，就不会对目标词（例如mesa）的识别产生促进作用。但在SOA为250ms甚至更长时，非同源词也产生了启动效应。这时的启动效应则反映的是概念层的激活（非同源词在这一层次共享语义特征）。

除了用改进后的包含形态层的分布式概念特征模型来解释同源词和非同源词的表征，Sánchez-Casas和García-Albea（2005）还基于“形态层”对双语交互激活模型进行了改进。

Dijkstra和Van Heuven于1998年提出双语交互激活模型（bilingual interactive activation model，BIA）来解释双语词汇识别（如图4.12）。这个模型假设双语者所掌握的两种语言共享一个心理词典，也就是共享词汇表征。词汇表征分为四个层次：特征层、字母层、单词层（词形）和语言节点。每个层次的不同节点以及不同层次的节点都会相互影响。比如呈现一个字母串，这一视觉输入会影响到在每一个字母位置上的特定的特征，这些特征就会激活心理词典中具备这些特征的字母，并同时抑制那些不具备这些特征的字母。那些被激活的字母接下来就会激活两种语言中在相应位置上存在这些字母的单词，而另外一些单词则被抑制。在单词水平，所有单词都同源词（例如porta和puerta）在形态层共享词根“port-”。形态层可以调节单词层和语义层的表征。会互相抑制，不管他们属于哪种语言。同属一种语言的、被激活的单词节点会将激活量扩散到相应的语言节点，而被激活的语言节点则又反过来将另一种语言的单词节点抑制住。语言节点收集来自该语言单词的激活量，而抑制另一种语言中被激活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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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2 双语交互激活模型（Dijkstra & Van Heuven，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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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3 增加了形态层的双语交互激活模型对同源词表征的图解（Sánchez-Casas & García-Albea，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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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4 增加了形态层的双语交互激活模型对非同源词表征的图解（Sánchez-Casas & García-Albea，2005）

非同源词（例如taula和mesa）在形态层上有各自独立的词根。形态层同样可以调节相应的单词层和语义层的表征。

按照Sánchez-Casas和García-Albea（2005）对BIA模型的改进，同源词的启动效应是通过这样一个过程获得的：作为启动词的同源词（例如：porta），首先激活启动词中所包含的特征和字母，抑制没有包含这些特征的字母。激活的字母节点进一步激活两种语言中包含这些字母的单词，没有包含这些字母的单词同样被抑制。此时，与启动词相关的被激活的单词节点又将激活传递至形态层。形态层被激活的词根（port-）又将激活反馈到刚才的启动词的单词节点和它在另一语言中共享词根的同源词（例如：puerta）。然后当呈现目标词时，这个目标词的词根已经处于激活状态，并且从单词层的自下而上的激活和从语义层的自上而下的激活使得在形态层表征的词根的激活状态持续一段时间，这样就促进了目标词的识别。

激活跨语言单词的原因可能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激活程度相对较高的语言节点（加泰罗尼亚语）对另一语言（西班牙语）单词的抑制作用不大，这样就没有完全抑制同源词共享的形态词根到西班牙语单词节点的激活。或者还有另一种解释：激活的加泰罗尼亚语语言节点太迟反馈到西班牙语的单词节点，从而没有抑制它们的激活。

在这个新的模型中，单词层并没有直接和语义层联系，而是通过形态层与语义层联系，并且它们只能激活形态表征，但是不能抑制形态表征。此外，语言层和形态层也没有直接的联系。这是因为一方面，语言节点已经能够通过跨语言的自上而下的抑制作用调节单词层的另一种语言的单词节点的激活状态；而另一方面，鉴于同源词在形态层是共享表征的，那么从语言层到形态层的抑制作用就只存在于非同源词的情况下。所以，语言层只有通过单词层影响形态层的激活状态。也就是说，如果语言节点抑制了单词节点的激活，那么单词节点激活相应的形态节点的程度就会减弱。

以上介绍了Sánchez-Casas和García-Albea基于双语交互激活模型，通过新增的“形态层”对同源词、非同源词和跨语言同形异义词的启动效应作出的解释。

综上所述，Sánchez-Casas和García-Albea（2005）在分布式概念特征模型和双语交互激活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加入“形态层”表征，解释了同源词和非同源词的表征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这两个改进后的模型也获得了一定的实验证据的支持。但目前大多数相关研究中所使用的两种语言都属于同一语系，有相同的正字法，从而有相同或相似的形态表征，例如上文提到的加泰罗尼亚语和西班牙语。可是不同正字法的语言，例如汉语和英语，就几乎不存在相同或相似的形态表征。显然，从形态表征的角度就无法解释不同正字法的两种语言在双语心理词典中的表征方式。那么该如何解释不同正字法语言中同源词的表征问题呢？Allen和Conklin（2013）以日语—英语双语者为被试，通过控制语音、语义的相似性探究了不同正字法语言中同源词识别优势的原因。结果发现在词汇决定任务中，随着语音相似性的程度增加，词汇判断的反应时减少。这一结果说明语音相似对不同正字法语言中同源词的识别起促进作用。该研究对探讨不同正字法语言中同源词的表征提供了新的思路。尤其在探讨汉语—英语双语者的双语记忆表征问题上，我们可以从语音表征的角度出发，探讨汉语—英语同源词的表征问题。当然，目前语音相似性的解释还只是在现象学的基础上进行，如何深化到理论模型层次，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4.3.5 运用计算模型模拟双语记忆表征

计算模型（computational models）近年来受到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工作者的广泛关注，研究者可以利用该模型同时操纵多个实验变量，固定其他无关变量，以此探究多个变量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McClelland，2009）。尽管实验研究能够系统控制变量，但是对于语言学习的自然情境，尤其是第二语言学习，研究者很难使用参数方法直接进行操纵。而计算模型就能够相对灵活地模拟研究者感兴趣的、和实验假设相关的变量。因此，许多研究者开始使用计算模型来模拟语言学习过程（Li，2013）。

本章前面部分提到的双语交互激活模型也是一个典型的基于对双语加工的计算模拟提出的模型（Dijkstra & Van Heuven，1998）。双语交互激活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双语者识别一语和二语词汇的过程，但是它是一个静态的模型，缺少双语表征的学习和适应机制。而Li等人提出的DevLex-II（developmental lexicon-II）模型（Li，Zhao，& MacWhinney，2007; Li & Zhao，2013; Li，2013）则是一个动态的、包含学习机制的可用于探讨双语记忆表征的计算模型。下面就该模型作重点介绍。

DevLex-II模型是DevLex模型（Li，Farkas，& MacWhinney，2004）的发展，是一个基于多层次自组织映射网络（self-organizing map，SOM）的联结模型。它包含3个基本层次，分别用于表征和组织语言信息中的语音内容、语义内容和发音序列（如图4.15）。其中，处理词汇语义表征的SOM是这个模型的核心。该SOM和其他两个SOM（一个用于表征听觉语音输入，一个用于表征语音输出的分节序列）通过赫布学习（Hebbian learning）联系。通过对该网络的训练，一个词汇的语义表征、语音输入和音位序列输出可以同时在该网络中表征。这个过程就类似于一个小孩听到一个词汇，可以同时分析这个词汇的语音、语义和音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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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5 DevLex-II模型结构图（Li & Zhao，2013）

语音和语义层的表征是根据标准SOM算法，基于相应的语言信息输入建立。而音位输出层则是根据SARDNET算法（James & Miikkulainen，1995）建立表征，这个算法是一个基于SOM的时序学习网络。此外，在DevLex-II模型中的SARDNET算法还考虑到词语产生是一个时间序列的排序问题，语言学习者需要不断提高对单词音位序列的分节控制。

在DevLex-II模型中，随着训练的加深，不同映射网络结点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当跨映射图之间的联系稳定后，词汇形式的激活就可以通过词形和词义之间的联结引发词汇意思的激活，这个过程模拟了现实中词汇理解的过程。如果语义映射网络中被激活的单元和正确的词汇意思相匹配，那么这个网络就正确理解了这个词汇；反之，这个网络就出现理解错误。相似地，词义的激活可以通过语义和序列之间的联结引发输出序列的激活，这个模拟则是现实中词汇产生的过程。如果音位映射网格中被激活的单元和组成词汇的音位顺序相符，那么这个网络就正确产生了这个词汇；反之则产生了错误。

DevLex-II模型之所以能够模拟不同语言环境下的学习，在于两个重要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该模型有自行调节邻居的功能。在标准的SOM算法中，一个固定的训练时间表往往会降低邻居的半径范围。这种类型的发展可能会导致两个问题：（1）学习直接只和训练的时间（或数量）有关，而与输入驱动的自组织加工无关；（2）当邻居的半径范围变得很小时，这个网络会失去学习新的输入信息的可塑性。而DevLex-II模型则克服了这些问题，它采用了新的学习过程，在这个学习过程中，邻居数量并不是与时间相关，而是随着这个网络的学习输出而进行调节。也就是说，这个自行调节邻居的功能取决于网络中每个层次所有输出的平均错误水平。另一个特点则是该模型中的训练过程能够尽可能地模拟真实的学习。比如语音输入层和语义层，在每个训练阶段，一旦一个单元被认为是最佳匹配单元，那么这个单元在该阶段就不会对其他输出作出反应。通过这样的方法，已经训练过的词汇不会再碰到，没有训练过的新词汇就会通过新的单元获得表征。在词汇水平，输出序列映射网络也有类似的程序。一个单词中不同位置的音位在映射网络中的表征不同，但是相近。

DevLex-II模型可用于模拟第二语言学习研究中的许多问题，例如学习年龄对第二语言学习的影响和跨语言语义启动。跨语言语义启动广泛应用于双语记忆表征的研究，研究者可以通过比较不同启动条件下的跨语言启动效应来探究一语和二语的表征方式。Zhao和Li（2013）在该模型下，采用激活扩散机制同时模拟了二语学习的年龄效应和跨语言启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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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6 启动词到目标词的两种激活扩散途径（Zhao & Li，2013）

图中阴影箭头表示的是横向联结激活途径，黑色箭头表示的是语义映射网络内激活途径。图中模拟了跨语言翻译启动（狗—dog）和跨语言语义启动（狗—cat）。跨语言翻译对等词之间的横向联结程度大于跨语言语义相关词之间的横向联结程度。这种特性随着第二语言的学习/训练逐渐形成。

激活扩散是启动研究的基础理论（Collins & Loftus，1975; McNamara，2005）。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在心理表征中，一个概念的激活（例如启动词中包含的概念）会隐性地扩散，激活其他相关概念，并且启动词概念的激活会根据其激活程度的大小影响到后续词汇的检索。在跨语言启动中，一种语言词汇的概念的激活会扩散到另一种语言，引起另一种语言中有相似或相关概念编码的词汇的激活。跨语言启动包含语音、正字法、语义等启动方式，Zhao和Li（2013）重点采用语义启动的范式展开研究。在其研究中，从启动词到目标词的激活扩散有两种途径，一种通过横向联结，另一种在语义映射网络内扩散（如图4.16）。横向联结是Zhao和Li（2013）为更好地模拟两种语言词典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引入的一种新的联结方式。每个映射网络中的结点在该映射网络内通过横向联结的方式与其他结点相互联系，这种联结会随着赫布学习而加强。研究者就通过这种横向联结来模拟两种语言单词之间的联系在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不断增强的过程。

Zhao和Li（2013）的研究选择汉语为第一语言、英语为第二语言进行模拟。实验分为学习和测试两个阶段。在学习阶段（模型训练），学习材料包括1000个词汇，汉语词汇和英语单词各500个。按照英语单词学习的起始时间来模拟早期和晚期的第二语言学习。在早期学习中，英语单词稍迟于汉语词汇开始学习，具体操作是先让模拟网络学习100个汉语词汇，之后开始英语单词的学习；英语单词的学习分成10个阶段，每个阶段包含50个英语单词，并且伴随相应的汉语词汇；每个单词在每个阶段学习10遍，学习的内容包括单词的语音、语义和音位顺序。在晚期学习中，英语单词显著迟于汉语词汇开始学习，具体操作是让模拟网络学习400个汉语词汇后开始英语单词的学习，后续的英语单词学习过程和早期学习一样。

在测试阶段，测验材料选自学习阶段中的1000个词汇，包括一列（32对）翻译对等词（例如：“袜子”和“sock”），一列（32对）语义相关词（例如：“大夫”和“nurse”），两列（每列32对）分别和相关词对中的词匹配的无关词对。这些材料分为4个不同版本，每个版本都包括16对翻译对等相关词，16对翻译对等无关词，16对语义相关词，16对语义无关词。实验按照拉丁方顺序进行。此外，每个版本中有一半词对以英语（第二语言）词汇作为启动词，另一半词对以汉语（第一语言）词汇作为启动词，这样就还可以探讨一语到二语和二语到一语的不同方向的启动效应。实验过程就如词汇识别任务的实验一样，首先给学习网络呈现一定时间的启动词，然后呈现目标词，要求学习网络对目标词进行判断。实验分为两种SOA：50个运行时间单位和150个运行时间单位。研究者分别统计了不同条件下目标词接收到的激活量和目标词的反应时间；并且重点关注在两种SOA条件下，两种不同学习方式（早期学习和晚期学习）中各条件的启动效应。

实验结果表明：（1）一语词汇为目标词的反应时间显著短于二语词汇为目标词的反应时间；（2）存在显著的跨语言启动效应；（3）翻译启动效应显著大于语义启动效应；（4）存在明显的启动不对称效应，一语到二语方向的启动显著大于二语到一语方向的启动；（5）对于第二语言学习时间的早晚，在启动不对称效应上，晚期学习的翻译启动效应的不对称性大于早期学习，此外，晚期学习存在语义启动效应的不对称性，而早期学习则不存在语义启动条件下的启动效应。

总体而言，该研究利用DevLex-II模型有效地模拟了跨语言启动效应和学习年龄对第二语言学习的影响。通过这样的模拟，我们可以从一个发展的视角来探讨第二语言学习者所掌握的两种语言的心理词典在概念表征层次上是如何组织的，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这个模型模拟出的实验结果也与前人行为研究的结果大体一致，这说明双语概念表征是一个高度动态的过程，受到一语和二语学习的相互作用的影响。

相比之前的计算模型，DevLex-II模型是在非监测学习（unsupervised learning）和赫布学习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是两种强有力的、生物学上合理的算法法则。这些法则使得该模型能够模拟单语者和双语者的语言表征以及双语者两种语言表征之间的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另外，DevLex-II模型使用大量真实的语言资料作为输入信息。研究者通过模拟真实的词汇形式和意义，可以获得较为真实的语言表征方式及动态发展过程。再者，DevLex-II模型吸收了计算学习的特性（例如激活扩散和横向联结），这些特性都有助于模拟一语和二语学习背景下的言语获得和言语加工。


4.4 双语记忆表征研究的分析与评价

4.4.1 基于发展历程的分析与评价

双语记忆表征研究主要探讨两种语言是如何在双语者的大脑中进行储存和组织的。尽管科学的双语记忆表征研究的历史并不久远，但却取得了相对丰富、成熟、系统的研究成果。

双语记忆表征的早期研究可以看作是一个初步探索，研究者主要从整体、宏观的角度关注双语记忆表征是一个系统还是两个系统的问题。总的看来，早期的研究者坚持语言整体表征的视角，把研究的焦点主要放在两种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上。尽管这些模型的描述相对简单，但他们开创了双语记忆表征的实证研究。并且他们还注意到第二语言学习和获得时的情境会影响第二语言学习者的双语记忆表征。

双语记忆表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使研究问题得到深入探讨。研究者首先承认两种语言的基础表征关系是分级表征的，且概念表征共享，词汇表征分离。之后，在不断的争鸣和探索中，Potter等人（1984）提出词汇连接模型和概念调节模型，后续的研究者认为第二语言的熟练程度会影响两种语言的记忆表征，非熟练双语者的表征模型是词汇连接模型，熟练双语者的表征模型是概念调节模型。在此基础之上，Kroll和Stewart（1990，1994）假定双语记忆表征模型是第二语言熟练程度的函数，并据此提出修正分级模型，后来又根据最新成果对修正分级模型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上述几个模型都是基于实证研究的证据而提出的，并且都从本质上关注到了影响双语记忆表征的一个重要因素：双语者第二语言的熟练程度。而分布式概念特征模型关注的是不同词汇类型对双语记忆表征的影响，其关注的焦点是语言系统本身，而不是双语者。这一模型的提出也有相应的实验数据的支持。总体而言，在双语记忆表征研究的发展时期，双语记忆表征的研究真正走上了实证研究的道路，这一时期形成的经典的理论观点和模型对当前研究仍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而在最近的双语记忆表征研究中，研究者更加深入地探讨了双语记忆表征会因哪些影响因素而表现出不同的形式，所关注的问题更加具体，并引入了很多新的研究视角。有的研究者关注了两种语言的结构差异对记忆表征的影响，指出翻译对等词在各自语言当中的意义量是不同的。有的研究者则指出双语者第二语言的获得年龄可能对记忆表征存在影响。有的研究者基于同源词和非同源词的研究对已有的双语记忆表征模型进行了修正。还有研究者利用计算模型模拟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从动态的角度探讨双语记忆表征问题。研究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有所改进和创新，例如基于内隐记忆的跨语言长时重复启动范式和运用计算模型模拟双语记忆表征。尤其是计算模型的出现，使得研究者能够较为真实地模拟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从而更好地探究双语者的语言表征问题。尽管当前双语记忆表征的研究十分丰富，但还没有一个综合的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的阐述。


4.4.2 基于研究范式的分析与评价

从使用的研究范式来看，双语记忆表征研究也存在着一个不断力求精确、力求科学的发展过程。

首先，从理论、经验的描述到实证、数据的分析。以Weinreich为代表的早期研究者，尽管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模型来考察双语记忆表征，但这些模型都是基于理论的、经验的描述，缺乏实验数据的支撑。后来，Potter等人（1984）根据词汇命名实验和图片命名实验的数据提出了词汇连接模型和概念调节模型，Kroll等人（1994）根据翻译实验的数据提出了修正分级模型，这三个经典模型的提出都有实验数据的支撑。当前这种实验研究方法已经构成了双语记忆表征研究的主流，每一个双语记忆表征模型的提出和修正，都离不开实验证据的支持。而在很多最新的研究中，研究者开始运用认知神经科学范式，力求更加科学、直观地展现双语记忆表征的过程和脑机制，进一步丰富了双语记忆表征研究的成果和方法。

其次，从关注表征模型的静态描述到关注加工过程的动态分析。目前的双语记忆表征研究的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模型。但从研究范式和研究结果所反映的认知加工过程来看，表征模型大多只是对双语记忆的静态描述。事实上，研究者所运用的实验任务是不同的，那么实验任务的要求也就不同，其所考察的加工过程也是不同的。因此，在最近的研究中，研究者倡导研究过程中考虑任务的要求，区分实验任务是基于内隐记忆的还是外显记忆的，考察的加工过程是概念驱动的加工过程还是数据驱动的加工过程。另外，还有研究者提倡利用计算模型，通过模拟语言学习来分析双语记忆表征的动态发展过程和特点。从静态的描述到动态的分析，这是研究方法上的一大革新。

总的来看，到目前为止，研究者已经基本解决了双语记忆表征研究的第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两种语言的表征是一个系统还是两个系统的问题。而对于第二语言的词汇表征与概念表征的联系，即二语词汇通达概念意义的模式问题，尽管依据第二语言熟练水平、词汇类型等影响因素提出了经典的、有实验数据支撑的表征模型，但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仍不够全面和系统，还是有许多问题有待系统的、具体的解决。相信随着研究方法的进步和研究者的努力，未来能够有一个相对综合、完善的理论对双语记忆表征作出详尽的解释，并以此对第二语言的学习提出相应的指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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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二语言学习中的词汇与句法加工

【内容简介】

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学习目的语的过程中，必须掌握语言的三大要素：语音、词汇和语法。其中，词汇学习是第二语言学习的核心，贯穿语言学习的全过程。本章首先介绍词汇学习及其常用的测量研究方法，相关的词汇发展模型及词汇学习的影响因素。然后集中介绍了与二语词汇学习有关的研究问题、经典理论、主要成果及现实教学策略。在二语词汇学习的基础上，本章还着重探讨了双语词汇提取与识别。在介绍第二语言的词汇研究之后，本章介绍了第二语言的句法表征，然后总结了常用的研究范式，并强调了语言内的和跨语言的句法启动研究，最后提出二语学习年龄、二语熟练水平及工作记忆是影响第二语言句法加工的重要因素。


5.1 词汇学习概述

英国语言学家David Wilkins曾经说过“While without grammar little can be conveyed，without vocabulary nothing can be conveyed”（没有语法几乎不能交流思想，没有词汇根本不能交流思想）（Wilkins，1972，p.111）。可见词汇学习是语言学习的基础，是阅读的前提条件。然而，作为复杂的语言系统的一部分，词汇具有系统性，并不是一个个具体词汇的简单集合。因此，学习者学习词汇也绝非简单地记忆目的语的一个个词。


5.1.1 词汇学习及其测量方法

词汇学习

词汇学习就是掌握词汇的完备知识。Wallace（1982）提出像母语者那样“认知”目的语词汇意味着能够：（1）识别其书面和口头形式；（2）随时回忆起来；（3）与适当的物体或概念联系起来；（4）以适当的语法形式使用它；（5）口头上清晰地发音；（6）书写时正确地拼写；（7）按正确的搭配使用它；（8）按其适当的正式程度运用它；（9）意识到词的内涵意义与联想意义。Richards（1976）提出了掌握一个词的七个标准，包括词频、语域、句法特征和语义特征、屈折变化（包括基本形式和派生形式）、联想（包括同义联想和词间联想）、概念意义及一词多义，但他忽略了词的语音、书面形式以及词的搭配等问题。Nation（1990）首次从接收性和生成性的二维角度论述了词汇知识的八大方面，他认为词汇知识包括词的口头形式、书面形式、语法形式以及搭配、频率、语域、概念意义和联想。接收性词汇知识是从语言理解的角度考察词汇知识，生成性词汇知识是从语言运用的角度考察词汇知识。可以说从个体词汇的八种知识类型和接收能力、生成能力等两种能力界定词汇知识是词汇学习研究的一大进步。

学习者的词汇知识是一个连续体。学习者的词汇知识涵盖了三个不同意义上的连续体。第一个是从接收性知识到生成性知识的连续体，横跨个体词汇和词汇系统两个层面。第二个是从较浅的词汇知识到较深的词汇知识的连续体，这是从个体词汇层面出发的，探讨词汇知识的深度问题。第三个是从较少的词汇知识到较多的词汇知识的连续体，这是从词汇系统的角度出发的，涉及词汇知识的广度问题，即学习者词汇量的大小。

无论是学习者词汇知识系统的发展，还是学习者对于目标词汇的掌握，都涉及语言的不同水平的连续体。对于某一具体阶段的学习者来说，他所掌握的词汇都是处于这个连续体的一个特定的点上。然而词汇知识系统的发展具有多面性，无法用简单的线性关系加以描述。

测量方法

目前在词汇学习研究领域，常见的测量方法包括词表法、词汇知识量表、多测法、联想法等，其中使用最多的为词汇知识量表和多测法（孙晓明，2007）。

词表法：词表法要求学习者读词表，并用“√”号标记出自己认识的词，因此又被称为对错法。它的不足在于没有界定认识一个词的标准，因此学习者很可能会高估自己的词汇水平。研究者可以通过在测试时加入一定数量的非词（nonsence words）对这一方法进行改进。

词汇知识量表：词汇知识量表源于词表法，是词表法的改进版。同词表法一样，词汇知识量表同样让学生自测词汇知识，但它基于连续体理论，即学习者的词汇知识并不是两极的（会或不会），而是涵盖学习的不同水平，因此设定了词汇知识的不同等级。学习者对词汇知识的掌握需要经过一些中间过程，由不会到会，基本属于线性发展。词汇知识量表有很多（Eicholtz & Barbe，1961；Dale，1965；D'Anna，Zechmeister，& Hall，1991；Paribakht & Wesche 1993；Zimmerman，1997），如Paribakht和Wesche（1993）的词汇知识量表把词汇知识分为五个等级：（1）我没见过这个词；（2）见过该词，但不知其义；（3）见过，我想我知道该词的意思；（4）认识，词义是（同义词或翻译对等词）；（5）可以在句中正确使用，例如：（如果你选择这一项，请填写第四项）。这种量表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同时测量词汇的深度和广度，测试效果要比词表法好。但这一量表也存在一些问题：（1）学习者知识的发展是非线性的，而量表级别是线性的；（2）该量表的前两项不存在客观的标准，因此可能学习者认为自己见过目标词，但事实却并非如此；（3）量表测量生成性词汇知识，而非测量词汇的深度；（4）量表对不同语言水平的学习者存在不公正性，对高语言水平学习者比较有利，因为他们比初级学习者掌握更多的同义词或翻译对等词，并更容易写出语法正确的句子。

多测法：Laufer（1998）提出“多测法”，运用词汇水平测试、控制的生成性知识测试和自由的生成性知识测试三种形式，描述学习者的理解性词汇知识、控制的生成性词汇知识和自由的生成性词汇知识在数量上的渐进发展过程。多测法既可以勾勒出学习者词汇发展的不同阶段，又可以了解学习者词汇知识的不同方面。其形式主要有词汇水平测试（vocabulary level test），控制的生成性词汇知识测试（controlled active vocabulary test）和自由的生成性词汇知识测试（active vocabulary test）。其中，词汇水平测试测量学习者基本的接收性知识，测试他们对词的最常用、最核心的意思的掌握（Nation，1990）；控制的生成性词汇知识测试让被试用适当的词填空来完成句子，以此测试其词汇水平；而自由的生成性词汇知识测试通过被试的自由写作测量他们的词汇水平，因此无任何限制（Laufer & Nation，1999）。

联想法：考察学习者词汇知识的深度（Read，1993）。测试要求被试从八个词中选出与目标词相关的四个词，选择的标准包括组合、聚合、解析（呈现目标词意义的一部分）三种关系。该测试操作简单，覆盖较为广泛，但被试可以运用猜测等策略回答问题，进而影响测试的可靠性。


5.1.2 词汇发展模型

“相互作用”模型

为了解释学习者词汇知识的发展过程，Vanniarajan（1997）提出了词汇学习的“相互作用”模型（interactive model）。这一模型认为，词汇学习过程是语音、形态、句法、语义、语用和世界知识的聚合，体现了多学科的交叉和各种知识的融合；学习者对一个词的掌握深度主要取决于他的学习经历。

“三维”发展模型

“三维”发展理论（three dimensions of vocabulary development model）（Henriksen，1999）认为词汇发展具有三维性：从部分到精确的知识（partial/precise knowledge），词汇知识的深度（depth of knowledge）以及从接收到生成的知识（receptive/production dimension）。用这种观点测评学习者的词汇知识，虽然容易理解，但无法说明知识结构内部的复杂性。

多形态模式

Meara（1996）认为词汇发展是不连续的，从接收到生成不是一个连续体，而是一个词汇发展的多状态模型，还存在遗忘造成的一次性回落现象，由此推出词汇学习的多形态模式（multi-state model）。值得一提的是，Meara强调了词汇发展的“跳跃性”特征，揭示了词汇发展的动态性、多变性和复杂性；而“三维”发展理论更能揭示词汇发展的普遍规律，更值得我们关注。

“交际词汇门槛”假说

Laufer（1991）提出了“交际词汇门槛”假说，认为存在“词汇门槛效应”。他指出，虽然学习者在一生中都会发展理解性词汇，但是在语法学习实现之后，生成性词汇只会在达到平均水平之前发展。“I+1”的可理解输入在学习者的语言水平达到词汇门槛之前会起作用，在语言水平超过词汇门槛之后不再起作用。教师应采取措施帮助学生激活门槛以上词汇的学习。


5.1.3 词汇学习的影响因素

学习者词汇学习的成效受到了学习者自身动机、态度、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学习材料的频率等性质的限制，此外语境是词汇学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孙晓明，2007）。

学习者的投入

词汇的学习成效与其加工深度有关。Craik和Lockhart（1972）提出了加工深度的假说。这一假说认为，新的信息进入长时记忆的关键并不在于其在短时记忆中所储存的时间，而在于其加工的深度。例如，在加工词的过程中，意义层面的加工要比语音层面的加工深，记忆保存的时间也相应要长。Laufer和Hulstijn（2001）由此提出了投入负担假说（the involvement load hypothesis）。这一假说建构了一个动机—认知过程。他们把加工过程分为查找因素和评价因素两个认知因素，及需要因素这个动机因素，这三者就是投入负担（involvement load）的三个组成因素。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词汇学习过程往往会涵盖投入假说的三个组成因素中的一个甚至全部，而学习者的投入负担的不同会影响其词汇学习效果。大量研究表明，学习者的投入程度越高，词汇学习效果越好（Luppescu & Day，1993；Hulstijn，Hollander，& Greidanus，1996；Knight，1994；Paribakht & Wesche，1997；孙晓明，2005）。

词汇的频率

不难理解，学习者对词的形式越熟悉，学习的负担越轻。即词汇出现的频率越高，学习者的记忆负担越小，对该词汇掌握得越好。我国一些学者考察了生词重现率对于汉语词汇学习的作用（江新，1998；周淑清，1999；柳燕梅，2002），并提出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应考虑生词重现率的问题（陈贤纯，1999）。

语言学习环境

一些研究（Gipe & Arnold，1979；Nist & Olejnik，1995）表明，在语境中学习词汇的效果要比在无语境的条件下好。在语境中学习语言，学习者同时调动了陈述性记忆以及情景记忆，在回忆时可提取的线索更多，词汇加工层次更深，词汇所关联的信息也更加丰富。Prince（1996）指出，高水平的学习者比低水平的学习者更善于利用语境信息。Nation（1990）进一步指出，脱离语境通过词表翻译法学习词汇的方式对初级阶段的词汇学习比较有帮助，语境中的词汇阐释则对进一步的词汇学习非常有利。


5.2 第二语言的词汇学习

5.2.1 第二语言词汇学习的基本研究问题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第二语言词汇学习的研究逐渐成为第二语言学习研究领域里的一个热点。有学者（Lewis，1993）认为，词汇学习是第二语言学习的中心任务，每一项语言能力的学习和提高都离不开词汇的学习和发展，但是二语词汇的学习又是一个伴随终生的认知过程，无人能掌握一门语言的全部词汇。因此，二语词汇学习成为第二语言学习的一个重要的热点研究问题。在二语词汇学习研究中，有几个基本问题是研究者们最为关切的（宋刚，2002）。

第二语言词汇的表征

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是二语学习者的心理词典存在一个还是两个词语表征系统。多数研究表明，一个使用者的两种语言的词汇间存在相互作用。

第二语言词汇的分类

第二语言词汇分类主要依据词语掌握情况，各种分法异曲同工。一种分为消极词汇、自由积极词汇与可控积极词汇。另一种分为理解性词汇与表达性词汇。一般认为，理解性词汇在二语词汇学习中出现的时间早于表达性词汇。这是二语词汇的重要特征，已经得到普遍认可。

第二语言词汇量的测定

测量二语词汇量的方法不同，结果就有很大差异。因此，词汇量测定需要完善的理论来支持。对词汇量的估计决定着教学方式的选择，如何认识词汇学习在一语与二语中的差异，以及这一差异是体现在词汇量上还是体现在词汇种类上，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教学设计。

第二语言词汇学习的发展过程

词汇学习的发展过程是第二语言词汇学习研究的核心，也是词汇学习研究的前沿。词汇学习本身难以观察，又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如“词汇门槛效应”、学习动机等，研究难度极大。Laufer（1991）认为确实存在“词汇门槛效应”，教师应采取措施去激活门槛以上词汇的学习，如模拟教授词语的选择、编排应注意阶段性等。

第一语言词汇对第二语言词汇学习的影响

在二语词汇学习中，一语词汇的影响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问题，既涉及理论与方法论的基本观点，又涉及具体语言成分在一语、二语之间的关系和一语知识在二语学习中的作用。对此，有研究者考察已经学习的词汇对第二语言词汇学习的影响及其影响程度。如Bialystok（1987）的研究证明，双语儿童在词语概念认知上具有一定优势。根据对词语重现率的研究，词语概念与记忆规律共同决定词语的安排方式，课本中的目标词语可以作螺旋式安排（Nation，1990；Palmberg，1987）。


5.2.2 第二语言词汇学习的理论模型

第二语言词汇发展和表征模型

Jiang（2000）提出的二语词汇发展和表征的心理模型探讨了二语词汇的发展和表征，而且这个心理模型是针对课堂教学环境下的二语学习者提出的，非常适合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国情。Jiang认为词汇是逐步学习的，词汇的各种相关信息被逐步整合到词条中，学习者逐步获得词汇能力。他认为二语词汇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形式阶段，部分形式信息及词的发音和拼写在词条中确立；（2）一语标义词位调节阶段（L1-lemma mediation），一语标义词位被复制到二语文献中容易混淆的相应的词条位置，成为二语词汇使用的媒介；（3）二语词条整合阶段，通过把二语词汇的语义、句法、形态信息整合到词条中，学习者获得完备的二语词汇能力。理论上说，如果有足够的高度语境化的语言输入，任何学习者都能达到词汇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二语词条整合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学习者将从高度语境化语言输入中汲取的语义、句法、形态等信息充分整合入词条，二语词汇和概念之间建立起直接、强大的连接，二语学习者获得类似于使用母语的自动运用二语词汇的能力。然而实际情况告诉我们，二语学习者很难达到词汇发展的第三阶段，大部分学习者的词汇发展到第二阶段就僵化了。原因之一是学习者接触不到大量的、高度语境化的目的语输入；原因之二是一语词汇的标义词位复制到二语词汇的相应位置后，二语词汇的意义和其他信息可以通过一语标义词位自动获得，学习者将很难从目的语输入中的语境信息来汲取词义。可见，Jiang的二语词汇模型强调语境在二语词汇学习过程中的作用，这也正是许多词汇学习实证研究所得出来的结论。传统的词汇教学和学习忽视语境的作用，英语学习者们的词汇学习都是在脱离语境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词汇教学和学习的效果并不好。

第二语言词汇学习的阶段发展理论

张文忠、吴旭东（2004）提出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二语词汇学习的阶段发展理论。他们指出中国学生在课堂环境下的二语词汇学习分为五个阶段：注意单词、注意单词信息、加工并表征单词信息、单词信息的记忆储存、单词信息的提取运用。在第一个阶段，二语词汇可以以声音或者文字的物质载体对学习者的听觉和视觉进行刺激，从而引发加工过程。在第二个阶段，学习者在感觉水平上对某个词产生注意，对该词所包含的、可用于进一步加工的信息的选择随即开始。在第三个阶段，学生将所学单词从语境中分离出来，并进行细致加工。而阶段四就是学生为了在长时记忆中保持单词而进行记忆，这也是二语单词信息加工的最终目的。单词记忆完成以后，信息加工的过程并没有结束，储存在大脑中的词汇信息会被不断地激活和使用，这就是第五阶段。

相比Jiang的理论，张文忠、吴旭东提出的课堂环境下二语词汇学习的阶段理论更加具体，主要针对二语词汇学习的过程。Jiang的理论比较抽象，针对词汇学习的全过程，并且考虑了母语在二语学习中的作用。但无论研究者怎样概括词汇发展阶段，它主要具备词汇呈现、词汇注意、词汇信息学习、词汇记忆和词汇运用五个方面。

第二语言词汇发展的三阶段理论

董燕萍（2005）认为二语词汇的发展可以分三个阶段。一是二语词汇发展的最初阶段。二是二语词汇通过母语翻译对等词和概念层发生联系，在词汇之外的语言学习也是通过对等词激活的知识。因为二语词汇和概念层发生直接的联系，所以学习者在二语学习过程中就会意识到翻译对等词的不同意思，在此基础上，学习者就会建立起二语的搭配及语言知识体系。在二语词汇发展的第三阶段，二语词汇所建立的知识体系达到像母语一样的健全和稳固程度。从以上三个阶段可以看出，二语词汇学习过程是不断从母语翻译对等词中分化出来，最后脱离母语的中介而建立二语自身的体系。董燕萍的二语词汇发展理论对于二语词汇学习的研究有很深的借鉴意义。


5.2.3 第二语言词汇学习的主要研究成果

三十多年来，许多实证性研究致力于探究在不同的学习条件下，学习者如何掌握二语词汇以及什么因素会影响二语词汇学习的效率，其中理论价值较大、讨论较多的是以下几方面内容。

词汇学习的方式对于教学的影响

早在1990年Nation就提出了词汇的直接学习和间接学习两种学习方式，之后又有学者提出了词汇的有意学习和附带学习（Nagy，Herman，& Anderson，1985）。Laufer等人（2001）认为，词汇附带学习是相对于有意学习而言的，有意学习是指学生刻意地背记单词，如通过背词汇表或者做练习来记单词；而附带学习则是指学生在完成其他学习任务（如阅读文章、听英文歌曲）的时候，其注意力并非在背记单词上，却附带学习了单词。盖淑华（2003a）对阅读中二语词汇的附带学习进行了研究，发现阅读目的对词汇附带学习有显著影响，学生在阅读中可以附带学习词汇，但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学生已经拥有了2000～3000的词汇量，大学阶段的学生需要拥有5000～6000的词汇量。一般情况下，学生只有认识每页的95%～98%的单词，才会有显著的词汇收获，因为附带学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猜词能力，词汇量大的学生往往能够充分利用上下文的语境猜出生词的可能含义和用意。但是，对以课堂为主的二语学习者来说，词汇量的扩大和词汇知识的掌握不能仅仅依靠词汇的附带学习，这脱离了二语学习的现实。有意学习和附带学习是词汇学习的两种重要方式，不能重此轻彼。此外，还有国内研究者考察了词汇直接学习对外语词汇学习产生的影响（张庆宗，吴喜燕，2002）；上下文在词汇直接学习中的作用（柯葳，董燕萍，2001）；交际法教学中的词汇直接学习与间接学习（董燕萍，2001）等。

词汇学习的广度和深度研究

词汇学习的广度是指语言的使用者或学习者所掌握的词汇总量。我国的词汇学习研究开始于对词汇量的研究，桂诗春（1983）是国内最早对词汇量进行研究的学者，在他的研究中涉及了词汇的测量方法、学生学习词汇的速度以及词汇量与语言的关系。王宗炎（1998）指出，如果中国的英语学习者能够掌握3000～4000个英语活用词汇，能认知5000～10000个词汇，那么学习者就达到了中等语言学习者的水平。2004年我国新修订的大学生英语教学大纲中，一般要求词汇量达到4500个词，较高要求应达到5500个词。而马广惠（2001）测试出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词汇量在3000个词左右，与大纲的要求尚有很大差距。周大军和文渤燕（2000）调查了海军航空工程学院一个学员队在校四年间的大学英语词汇量的变化，结果发现，该学员队平均词汇量为2400个词；前两年的词汇量增长显著，后两年大幅度下降，毕业时的词汇量仅相当于第一学年末的水平，出现了英语词汇减损的现象。而关于词汇减损机制的研究在国内几乎还是空白，国外也才刚刚起步。

此外，研究者发现，仅仅通过词汇量来衡量词汇的掌握能力或语言能力还远远不够。因此，对词汇学习的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走向，即从探索学习者词汇知识的广度进入到二语词汇知识的深度研究。关于词汇深度的界定，国外有着各种不同的观点，综合起来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连续体观点，另一类是成分分类观点（吕长竑，2004）。持连续体观点的学者（如Palmberg，1987）认为，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词汇知识，把词汇知识看作是一个由不同水平和知识面组成的连续体。国内关于词汇深度的研究起步比较晚。吴旭东、陈晓庆（2000）研究发现，不同英语水平学习者的接收性知识总是大于产出性知识，接收性词汇的运用，尤其是词义的接收性能力远超出产出性知识的运用能力。吕长竑（2004）通过研究指出，随着词汇量的增长，词汇深度知识也随之增长，但两者的相关关系很弱，而且不同水平的学习者在词汇深度知识的发展上极不平衡。目前，对词汇知识的深度研究还比较零散，国外提出了不少相关的词汇学习理论，如学习者内外因互动模式、三维度发展模式等。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词汇学习研究中的某些问题，但较少关注词汇学习的具体过程。

词汇学习策略的研究

国外对二语词汇学习策略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词汇学习策略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如Cohen和Aphek（1981）研究了不同的二语学习者所采用的的词汇学习策略，发现大多数学习者仅仅试图记住不认识的单词。Lawson和Hogben（1996）等人对成功的学习者和不成功的学习者的词汇学习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们发现，成功的二语学习者使用各种各样的策略，他们能意识到先前学习的二语词汇和新词汇之间的语义相关性；相反，不成功的语言学习者使用的词汇学习策略较少，他们不知道怎样学习词汇或者怎样把新词与旧的知识联系到一起。国内对词汇学习策略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依然成果丰硕。文秋芳（1995）运用定性分析方法，发现利用不同的学习方式是英语学习者成功或不成功的主要原因；吴霞和王蔷（1998）在调查中发现，“自我评估、选择记忆、猜测词义，属于善学者的学习策略”。丁怡（2006）还通过“有声思维”这一实验手段，对二语善学者和不善学者的英语词汇学习策略进行了对比，发现善学者使用的策略少于不善学者。因为他们使用了适应学习过程的有效策略，使学习更有系统性和规划性，所以获得了学习的成功；而不善学者虽然积极使用策略，但缺乏使用有效策略的意识，最终导致学习的失败。陈士法（2001）对曲阜师范大学非英语专业学生关于所教10个英语习语的记忆模式进行问卷分析，发现学生在记忆英语习语时大多以习语内的英语形象的英语名称出现，然后转化成对应的汉语名称，再转为汉语形象的汉语名称，最后才去记忆汉语形象的汉语名称。黄远振（2001）对两组被试是否使用词的形态分析进行词汇记忆作对比研究，从实验角度证明不同词汇分解的储存模式会影响词汇记忆的效果。

国内有关英语单词记忆方法及其效果研究的文章不多，有研究者针对影响英文单词记忆效果的因素和英语难词的记忆方法（选择性注意、语义法和综合法），在英语专业学生中进行了教学实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记忆难词时，综合法比任何单一的学习记忆方法的效果更好（吕文澎，2000；吕文澎，魏耀章，2001）。何家宁（1998）探讨了不同的词汇呈现方式（词汇表、语义场、语境化）对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的词汇记忆效果的影响，通过词汇表或者语义场所记得的词汇量比通过语境的要多，语境方式的保持率却比词汇表和语义场方式的保持率更好，其中词汇表方式的保持率又比语义场好，即语境>词汇表>语义场。他们的研究结论印证了认知心理学中的一个普遍观点：当我们试图记住某个信息时，如果能将这个新信息跟已知的认知结构建立起更多的联系，那么我们就能更有效地提取这个信息。

国内关于儿童词汇学习策略的相关研究很少。陈桦、张益芳（2001）的研究首次涉及中国少年儿童的词汇记忆策略，她们发现共有10种或依赖语义，或依赖词性，或依赖读音的不同儿童记忆策略。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小被试和成人学习者有所不同，他们基本不使用元认知策略。

母语迁移与二语心理词汇的发展

母语迁移现象一直是二语词汇学习研究中很受关注的话题，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和语料库的使用，对二语词汇学习的研究更加深入，研究者们开始探讨母语在二语词汇习得过程中如何影响学习者的心理词汇表征的发展。学习者在储存二语词汇信息时都存在一个母语中介，依托母语概念在二语词汇与对应母语词汇之间建立对等联系，尤其是在词汇学习的第二阶段。

近几年，有国内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杨欣欣（1999）对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中高级二语学习者开展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学生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二语转译成母语来学习新词的意义，尤其是初学者，他们会依赖母语载体去体会新词所反映的概念。因此研究者认为本族语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原有知识发生的正迁移是母语对二语词汇记忆的正面作用。

李红（2002）探究了中国英语学习者能否利用汉语反身代词和英语反身代词的相同约束特征来促进英语学习过程。结果表明，汉语的迁移作用使得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英语反身代词的非主语先行词时有较大的困难。这种母语迁移发生在学习英语反身代词的整个过程中，有正迁移，也有负迁移。张淑静（2005）运用自由联想测试调查了某外语学院英语专业四年级学生的英语词汇反应类型，发现母语中介是影响词汇发展的最大障碍，因为所测试的48个不同词频的刺激词（学生熟悉的和不熟悉的词）都诱发了大量的语音反应，说明学习者的大部分二语词汇都没有建立相应的语义联系，联想词汇非常薄弱。缪海燕、孙蓝（2005）考察了中国非专业英语学习者对非词汇化高频动词（do、make、take）与名词搭配的掌握情况，结果显示学习者受母语的影响，采取母语等值翻译法直接将这些动词简单地翻译成中文，而没有将相应的正确搭配当成语块储存在大脑中，从而不能以整体形式提取并正确地使用这些搭配。上述研究对母语中介在二语词汇学习的不同方面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虽然提供的信息并不全面，但至少说明母语迁移不管是正向还是负面，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于二语学习者词汇学习的每个阶段，也会左右二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感受，对二语心理词汇的形成和提取造成影响。

二语学习者与本族语者的词汇学习比较

二语学习者的词汇学习由于受到母语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在产出能力和心理词汇表征能力的发展等方面显现出不平衡之势，这种词汇能力的发展状况与本族语者相比有哪些具体的差异？基于语料库的词汇学习研究较清楚且细致地描绘了二语学习者的词汇能力发展，也可以帮助我们全方位地了解二语学习者和本族语者在词汇学习中的差异程度。国内从2000年开始有关于基于语料库的词汇学习研究的文章发表（潘璠，冯跃进，2004；濮建忠，2000；杨贝，2003；张淑静，2002），这些研究主要使用作文语料库语料来比较二语学习者和母语者在单个词项上学习的差异或母语/非母语特性（non-nativeness）。如张立飞（2003）发现中国学生在中介语词项上表现出明显的非母语特性。潘璠、冯跃进（2004）研究发现，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在连接词的选择倾向上与本族语使用者颇为相似，但在使用同一连接词表达不同语义关系时与本族语使用者存在着显著差异。杨贝（2003）比较了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中的四、六级作文和国际学习者语料库中的英美大学二、三年级的本族语者作文中高频动词have的使用，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在have的用法上与本族语者存在很大差别，他们对用have构成完成时或虚拟语气和在have后再跟名词做宾语这两种构型的掌握存在很大的缺陷。这种可能由于母语的负向迁移造成学习者二语词汇的误用、滥用或使用不足的现象在张淑静（2002）的研究中也出现过。

四十多年来，二语词汇学习研究发展迅速，成为二语学习研究中最热门的领域之一，既有从心理角度出发的理论性研究，又有从实际运用出发的实证性研究。二语词汇学习的心理模型（Jiang，2000；董燕萍，2005）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二语词汇学习的本质；而二语词汇学习的实证性研究致力于探讨在不同的学习条件下，二语词汇是怎样被学习的以及什么因素会影响二语词汇学习的效果和方式。但是，目前关于二语词汇学习的研究还有很大的不足，对于二语词汇发展、表征以及学习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不够全面，才刚刚进入初级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为二语词汇学习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认知语言学和二语词汇学习的结合将成为一个非常有前景的发展趋势。此外，词汇学习研究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提高学习者的词汇学习效率，提高其二语水平。有效的学习策略是提高二语学习的重要途径。


5.2.4 第二语言词汇学习中的教学策略

第二语言词汇教学

在设计二语词汇学习的教程或者大纲时，需要考虑一些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教师的训练水平、学习者的年龄和语言背景、学校学习环境和学习资源的配置以及学生自身的学习动机等都会影响他们二语词汇学习的效果。从教师角度出发，可以考虑用以下教学方式来教授二语词汇。

有意的词汇教学：有意的词汇教学就是以词汇为目标进行的教学。词汇教学可以按照Schmitt（2007）的思路进行安排：（1）词汇配对法，就是形式和意义的配对。其意义可以是等值词，如cat对应猫；也可以是图画或者英语联想义。一般对于初学者来说，最适合的是给出等值词。问题是，两种语言的意义不可能完全等值，如英语里的probable和possible，都表示可能的意思，但是概率不同，程度有差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英语词典中往往使用多个定义词语对词汇进行解释。这种方式的优势是效率高，可以在短时间内学到数量较多的词语；缺点是剥夺了语境，而且对那些多义和多用途的词语，特别是多功能词，不能保证学了就能够用起来。（2）交叉联想法，即按照心理学的原则，有组织的信息比无组织的信息更易于学习。因此把相同的词语放在一起有利于学习，但是这些词语必须是已经部分学过的。如deep（深）和shallow（浅）。Nation（2001）估计有25%的相同的词一学就会引起交叉联想，所以他建议先教这些词对中最常用及最有用的词，等学得相对牢靠后，再教另一个。（3）教词语的基本义。词语的基本义通常可以通过查字典获得。掌握基本义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个词语在各个语境中的意义。因此建议教师为学生推荐供其二语学习的专用词典。（4）按构词法原则来教学。这意味着教词族，而不是分散的词语。学习者应该养成一种良好的词汇学习习惯：在学习新词的同时，关注它所属的词族的其他成员，即派生词。（5）词语序列教学。语料库研究表明，英语有大量的词语形式，互相制约，形成各种习惯用法和成语。Lewis（1993）指出，如果教学生“book”，就应该让他们知道与book相关的动词有read、buy、borrow、publish、recommend等。（6）词汇学习策略。教师应从学习者的个体特征出发，针对他们的学习目的、学习水平、学习阶段和现实环境，介绍最适合他们的学习策略。如判断策略、社会策略、记忆策略、认知策略和元认知策略等。

伴随性词汇教学：伴随性词汇教学是指把词汇作为学习者进行听、说、读、写活动的一个副产品进行教学。从实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伴随性词汇教学和有意的词汇教学的区别在于被试是否在实验前就被告知在学习实验后要进行一次记忆保持测试。在教学上，两种教学都离不开学生的注意加工。伴随性词汇教学主要体现在大量阅读上。Coady（1997）提出，二语词汇学习者通过阅读来学习词汇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管在什么上下文情况下，学习者对词语的形式和普通意义都能“看得懂”；第二阶段是学习者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熟悉词语的形式和意义，但是需要依赖上下文才能辨认；第三阶段则是学习者对词语的形式和意义都不熟悉，只能依靠词典才能明白。如何在二语词汇学习的起始阶段就开始伴随性词汇学习呢？分级简写读物可以说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如牛津大学出版社的bookworms系列，共有6级，生词量从300个到2300个，每级都有几本读物，图文并茂，而且还配有录音。这种语言简化的好处是去掉了低频词语和结构等语言学习的障碍。分级结构不但增加了阅读练习，而且也会复习和巩固已经学过的词汇，加深学习者对所学词语意义和使用范围的理解。

我国的第二语言词汇教学

针对我国的现实环境，二语词汇教学需要注意几个问题（桂诗春，2013）：

词汇量与词汇深度：我国的二语词汇教学比较注意考察学生的词汇量。当然，词汇量太少，会影响语言能力的发展，有研究表明，词汇量可以解释语言能力的37%～62%的差异。学习英语的中国学生只需要达到8000～9000的词汇量就可以读懂98%的原文材料。但是如果仅仅以词汇量的增长为追求和考察的目标，就容易忽略词汇的深度及形式化语言（如惯用语、成语）。一词多义是语言中的一种常态，学习者应该通过多学一些新词和新义来扩大二语的词汇量及深度。

科学理论依据：英语词表的制定需要依赖科学的二语词汇发展理论或者模型。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华人学者李平教授基于认知科学家Bates、Elman等人的一系列研究，建立了自组织联结主义网络（self-organizing connectionist network），或者称为词汇发展模型（DevLex），用以考察儿童不断学习新词语表征的现象。儿童在学习母语词语的过程中一般是先学习主要语言范畴的结构表征（如名词、动词、形容词），这些结构表征慢慢地从一些相对随机的词语组合发展成为语言范畴较有组织的词语组合。儿童词汇的增长是非线性的：经过6个月的缓慢增长，他们在1岁半时大约能说50～100个词，在这个阶段他们的词语才开始“飙升”。DevLex就是模拟儿童的un-隐型范畴（crototype）的形成过程。当网络学到一定词汇量时，隐型范畴就在网络内隐层浮现；当网络继续学习新词时，隐型范畴就指导它进行类推。李平还进一步用这一模型模拟汉语—英语双语者的词汇表征，他发现两种语言的词汇及语音都被网络自然分离（Li & Farkas，2002; Li，Farkas，& MacWhinney，2004；Li，2009）。

中国没有说英语的语言社区，英语学习基本上是在课堂环境中进行的，中国的英语教学可以说是“乱象丛生”。“一种现象是几乎无监管地、无限制地提早教英语”（桂诗春，2012），却缺乏词汇学习的深度，因此学习者的词汇在表层中重复固化，难以深入和延伸。另一方面，中国的二语词汇教学往往以考试为手段、证书为目标，因此存在大量临时抱佛脚、突击背诵词典、应付外语考试的现象。英语学习幼儿化、低级重复化、突击式的学习方式所耗费的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资源与学习者英语能力的真正提高之间的具体关系还不清楚，对个体脑功能的长期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第二语言词汇学习的科学研究将为第二语言词汇教学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5.3 双语词汇加工

与单语者的词汇加工不同，双语者的词汇表征存在两种语言系统，因此在双语者的词汇加工中是两种语言的候选词都被激活，还是只有一种语言的候选词得到激活？不论是哪种情况，双语者是如何抑制一种语言并选择目标语言的？这些都是双语词汇加工中的核心问题（李利，2013）。本节从双语词汇提取（产生）和双语词汇识别（理解）两个方面来回顾前期研究及目前的有关进展。


5.3.1 双语词汇的提取

言语产生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讲话者从词库中提取词汇来满足交流的需要。这一阶段就是词汇提取（lexical access）。关于双语言语产生的研究，研究者大多关注双语言语产生中词汇提取的机制问题，对于双语言语产生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则关注较少。双语者能够在言语产生过程中成功地分离两种语言，有效地从其中一个词库选择并提取词汇。特别是一些二语熟练水平高的双语者，他们用二语表达时虽然会有一语的痕迹，但却很少受到一语词库的干扰。双语者这种神奇的能力引起了众多心理语言学家的研究兴趣：在双语言语产生过程中，词汇提取的控制机制是什么？

对双语言语产生中词汇提取机制的研究，包含了两个最基本的问题。首先，语义系统能否同时将双语者的两个词库激活？其次，非目标语言被激活的词汇是否对目标语言被激活的词汇形成竞争或者干扰？这两个问题是相关的，目前的研究都对第一个问题进行了肯定的回答，认为在对一种语言的词汇提取过程中，双语者两种语言的词汇都会得到来自语义系统的激活。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众多研究者出现了理论分歧，从而产生了非特定语言提取（language-unspecific selection）和特定语言提取（language-specific selection）两种理论。

非特定语言提取理论

非特定语言提取理论认为，当语义系统将双语者的两个词库激活之后，双语者会考虑所有被激活的词汇，而不管它们属于哪种语言。双语者的两个词库中被激活的词汇都在词汇提取的候选词之列，那么，非目标语言的词汇必然会对目标语言的词汇提取产生干扰或者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双语者让两个词库词汇的激活水平保持一种非平衡状态，使目标语言词汇的激活水平高于非目标语言词汇的激活水平，从而成功地选择适当的词汇。那么，如何让两个词库词汇的激活水平保持一种非平衡状态？当前研究者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假设语义系统在激活阶段就更多地激活了目标语言的词汇，从而实现词汇的提取；而另外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假设双语者的词汇选择包含了对非目标语言词汇的抑制加工，即通过抑制非目标语言被激活的词汇实现目标语言词汇的选择。

一些研究者运用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两种范式，以正常双语者和脑损伤双语者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得出了大量支持非特定语言提取理论的证据。

第一，实验证据——Stroop干扰效应的发现。双语者提取二语词汇的时间要多于提取一语词汇的时间，这是否是因为在提取二语词汇的过程中存在着来自一语的干扰？为了检验上述假设，Hermans等人考察了双语者在用二语（弱势语言）进行词汇提取的时候，他们的一语（优势语言）是否得到激活（Hermans，Bongaerts，De Bot & Schreuder，1998）。在图画—词汇干扰实验中，母语为荷兰语的熟练荷兰语—英语双语者用英语命名图画。实验结果发现，当干扰词与图画名字有意义相关时，其命名时间长于无关条件下的命名时间；当干扰词与图画名字的翻译对等词有语音相关时，其命名时间长于无关条件下的命名时间。Hermans等人对这一结果的解释是，当双语者用二语（弱势语言）进行词汇提取的时候，一语（优势语言）的词库也得到了激活，被激活的一语词汇对二语词汇的提取产生了干扰，所以，双语者提取二语词汇的时间要多于提取一语词汇的时间。

第二，抑制模型的提出。Green（1998）提出了抑制模型（inhibitory control model，IC模型），最清晰地表述了双语言语产生过程中的抑制加工。该模型认为，双语者言语产生中的词汇提取在词条水平上完成，并且与语言标记（language label）的使用密切相关。语言标记是双语者内在心理表征的一部分，它的存在用以表明被激活的词汇是属于哪种语言的，或者说用以表明词汇的语言身份。在被激活的两种语言的词汇中，语言任务图式（language task schema）将那些语言标记与目标语言标记不一致的词汇（即非目标语言的词汇）加以抑制，以保证目标语言词汇的提取。而被抑制的非目标语言的词汇可以被再次激活。据此，抑制模型也提出了两个非常有意义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抑制效应与被抑制词汇的激活水平呈比例关系，对一种语言的抑制程度取决于双语者这种语言的流畅性。比如说，我们一般都认为双语者的一语是相对于二语的优势语言，那么，二语词汇的激活水平会比一语低。因此，当用一语表达时，并不需要对二语有很多的抑制；反之，当用二语表达时，则需要对一语有较多的抑制以保证对二语词汇的提取。第二个假设是，克服抑制需要时间。也就是说，对一种语言词汇的抑制会对后来这种语言词汇的再激活产生影响。从一个已被抑制的词库中提取词汇会相对困难，因为这会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克服这种抑制。那么，对一种语言词汇的抑制越多，要克服这种抑制就会越困难。根据抑制模型的观点，词汇选择要考虑所有被激活的词汇，而与其属于哪种语言无关。因此，抑制模型一般被看作是非特定语言提取模型。

第三，语言转换实验中转换消耗非对称性的提出。一些研究者在语言转换实验中发现了转换消耗的非对称性，这一结果与抑制模型的两个假设是一致的。Meuter和Allport（1999）要求双语者大声地用一语或二语对一系列阿拉伯数字（从1到9）进行命名，命名语言由屏幕的背景颜色决定。实验分为转换系列和非转换系列，非转换系列要求被试用与前面项目相同的语言来命名，而转换系列则要求被试用不同的语言来命名。实验结果表明，转换系列的反应时比非转换系列的反应时长；从二语转换为一语比从一语转换为二语需要更多的时间。Meuter等人（1999）以及之后Costa等人（2004a）根据抑制模型对这一结果进行了解释：首先，在转换系列中双语者需要执行新的认知任务，那么，他们选择新的、正确的“语言图式“需要时间，因此，转换系列需要的时间要比非转换系列的长；其次，命名任务中对非目标语言存在着抑制，且对一语的抑制量要大于对二语的抑制量，那么，对一语进行再激活要比对二语进行再激活困难，因此，从二语转换为一语需要更多的时间（Costa & Santesteban，2004a）。

一些使用ERP技术的研究报告将实验中N2成分的发现作为非目标语言抑制加工的证据（Christoffels，Firk，& Schiller，2007；Verhoef，Roelofs，& Chwilla，2009）。比如说Jackson等人记录了语言转换任务中双语者的事件相关脑电位（ERPs），提出双语者在对二语表征的通达过程中存在着对一语表征的抑制。与二语的非转换序列相比，二语的语言转换序列显示出前额叶的ERP负偏向扩大。但是，这种现象没有在一语的序列中发现。研究者解释二语的这种非对称表现揭示了在转换序列中对一语的更大抑制（Jackson，Swainson，Cunnington，& Jackson，2001）。Wang等人认为双语者的前额回和前扣带回参与到了言语转换过程中，它们是对非目标语言进行抑制加工的神经基础（Wang，Xue，Chen，Xue & Dong，2007）。

第四，来自脑损伤双语病人的证据。李利、莫雷等人以一例前额叶损伤中英双语病人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双语言语产生过程中词汇提取抑制机制的神经基础（李利，莫雷，陈卓铭，王瑞明，伍丽梅，2007）。患者头部受伤，CT诊断为前额叶两侧受损，以右侧为主。受伤之前英语水平一般，平时使用频率不高；而受伤后变得倾向于使用英语表达，并且常常难以控制。通过对其进行常规神经心理学和神经语言学筛查，结果发现，患者认知能力处于正常水平，言语智商正常，汉语水平没有降低；通过让其完成系统的语言任务测试，结果发现，患者对英语的抑制功能减弱，难以控制用英语表达的倾向。实验结果初步表明，前额叶在双语言语产生中对于词汇提取发挥着重要的抑制作用。

特定语言提取理论

特定语言提取理论认为，当语义系统将双语者的两个词库激活之后，双语者只考虑目标语言中被激活的词汇，而非目标语言中被激活的词汇并不在双语言语产生中的候选词汇之列。这样，非目标语言中被激活的词汇并不会对目标语言中词汇的提取造成干扰，而且它们也不会有能力去干扰目标语言中词汇的提取。依据特定语言提取理论对词汇选择过程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其与单语言词汇提取模型存在着一些共通之处。单语言词汇提取模型中的词汇选择机制对词汇的语法层次非常敏感。例如当人们想要提取一个名词时，词汇选择机制便只会考虑名词的词汇。

一些研究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其结果也支持了特定语言提取理论。在这些研究者中，以Costa等人为支持特定语言提取理论的主要代表。

第一，理论分析——对抑制模型的反驳。Roelofs（1998）从四个方面反驳了Green（1998）的抑制模型，认为其所提出的抑制机制存在的证据并不确凿。首先，Green所提出的竞争并非必然发生在词条之间，也可能发生在任务之间；其次，在行为水平上产生的竞争效应在本质上并不必然指的是一种抑制机制；再者，在单语形式交流中分离两种语言和双语混合形式交流中整合两种语言的最根本机制也并非抑制机制；最后，根据单语言语产生过程的特征来看，双语言语产生过程中的语码转换现象可以说是一种没有抑制机制的词汇提取现象。在此基础上，Roelofs将激活扩散网络和语言产生规则系统合并起来，提出了双语言语产生中词汇提取的一种简单机制。在他看来，双语者在言语产生过程中，两种语言同时得到激活；语言产生规则系统倾向于选择带有目标语言标记的词汇。Roelofs的观点只考虑了目标语言，而对非目标语言没有采取控制机制，因此，他的观点被看作是支持特定语言提取理论的。

第二，实验证据——Stroop干扰效应的缺失。由于在一系列实验中没有发现非目标语言词汇对目标语言词汇的提取造成干扰，Costa等人曾经一度高举特定语言提取理论的大旗。比如说Costa和Caramazza（1999）运用图画—词汇干扰任务，考察了干扰词对图画命名的影响。他们发现，前人运用图画—词汇干扰任务，在干扰词和图画名字有意义联系，但语言不一致的条件下，发现了跨语言的语义干扰效应。这一结果用特定语言提取理论和非特定语言提取理论都可以解释。为此，Costa等人将干扰词意义改变为与图画名字意义一致，比如说要求被试在干扰词为“flower”的条件下，对一幅内容为“花”的图画命名。结果发现，在一种语言作为命名语言的条件下，存在着跨语言的促进效应；在两种语言都作为命名语言的条件下，也存在着跨语言的促进效应。Costa等人用特定语言提取的框架对此结果进行了解释，认为双语者只考虑了目标语言中被激活的词汇，那么，图画名字得到了来自图画和干扰词的双倍激活，从而命名时间会比在控制条件下更短。

然而，运用相同的实验范式，为何Hermans等人（1998）和Costa等人（1999）的实验结果不同？对此，Costa等人（1999）进行了以下两点解释：第一，两个研究中运用的反应语言不同，Hermans等人（1998）以二语为反应语言，而Costa等人（1999）以一语为反应语言；第二，两个研究中被试二语的流畅程度不同，Costa等人（1999）运用的是高水平平衡双语者，一语和二语的流畅性差异非常小，而Hermans等人（1998）运用的虽然是熟练双语者，但一语和二语的流畅性差异较大。Costa等人（1999）进一步指出，可能双语者的二语流畅程度越高，一语和二语之间的流畅水平差异越小，他们越倾向于将词汇提取固定在一种语言上面，即运用特定语言提取的机制。

在初步得出双语言语产生中的词汇提取机制为特定语言提取的基础上，Costa等人（1999）又考虑了其他条件，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Costa等人指出，二语熟练水平及两种语言之间在拼写和读音方面的差异影响双语者的认知加工过程。而他们在先前的研究中，讨论的是熟练高水平双语者（两种语言平衡）的词汇提取状况，但被试的两种语言（加泰罗尼亚语和西班牙语）在语言结构上非常相似。为此，Costa等人又运用同样的任务，选取了西班牙语—英语熟练非平衡双语者，要求他们分别用一语和二语命名图画，考察能否发现跨语言的促进效应。实验结果表明，在用一语命名的条件下和用二语命名的条件下，都发现了跨语言的促进效应，从而支持了特定语言提取理论。Costa等人（1999）运用相同的实验范式，再次得出了支持特定语言提取理论的结果，可以说是对Hermans等人（1998）研究结果的一个有力回应。那么，双语言语产生中的词汇提取机制究竟是特定语言提取的还是非特定语言提取的？

最新研究趋势

关于双语言语产生过程中词汇提取机制的问题，一直存在非特定语言提取和特定语言提取的争论。研究者运用了不同的研究范式，得出了这两种不同的理论。然而，近年来的研究结果却出现了两个方面的融合，这代表了双语言语产生过程中词汇提取机制的最新研究趋势。

第一，双语言语产生过程中的词汇提取机制与双语者两种语言的流畅程度有关，非熟练双语者言语产生过程中的词汇提取机制为非特定语言提取，而熟练高水平双语者为特定语言提取。如前所述，Meuter等人（1999）的语言转换实验中存在着转换消耗的非对称性，从二语转换为一语比从一语转换为二语花更多的时间。对此，Meuter等人（1999）认为这种非对称性程度取决于双语者二语的流畅性，二语越流畅，非对称性越小。根据他们的解释，这种非对称性会由于双语者二语的高流畅性而消失，即高水平平衡双语者完成语言转换任务时会出现对称性转换消耗。为了检验上述假设，Costa等人（2004a）运用图画命名的语言转换任务重复了Meuter等人（1999）的语言转换实验，得出了一致的结果；在此基础上，他们又以高水平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语平衡双语者为被试完成同样的任务（Costa & Santesteban，2004b）。结果发现，高水平平衡双语者在用一语和二语完成语言转换任务时，其语言转换消耗是对称的；在用一语和三语（三语为非流畅性语言，与一语在流畅性上差别很大）完成任务时，语言转换消耗同样是对称的。Costa等人（2004a）对此结果的分析认为，当二语熟练度没有达到高水平的时候，双语者（即非熟练双语者）在言语产生中进行词汇提取时倾向于运用抑制机制；当二语熟练度达到高水平的时候，双语者（即平衡双语者）会形成一种只专注于加工一种语言的加工类型，此时词汇提取的机制会从抑制机制发展到特定语言提取机制；高水平双语者在完成语言转换任务时不管使用语言的流畅性差异如何，其词汇提取的机制都为特定语言提取机制。

第二，特定语言提取机制是通过对非目标语言进行抑制等措施而实现的。Lee和Williams（2001）指出，Costa等人（1999）只是反对双语言语产生过程中词汇提取的抑制的存在而支持特定语言提取理论，但并没有明确指出特定语言提取的实施机制。因此，Lee等人运用熟练非平衡英语—法语双语者，在一个模块中最先呈现三个词一组的词汇定义，接着呈现两幅图画一组的图画命名。结果发现，当先前用英语进行的词汇命名中存在与图画名字有语义相关的词时，用法语进行图画命名的时间会比在语义无关条件下长，即发现了跨语言的语义竞争效应。他们认为，双语言语产生过程中词汇提取的一个特征就是跨语言的语义竞争效应，双语者通过对非目标语言的词汇进行抑制从而制造一种特定语言提取的偏差，解决语义竞争效应，成功实现特定语言的词汇提取。在Lee等人的研究中还有一个发现是，只有在二语词汇产生的过程中存在着对一语的抑制，而在一语词汇的产生过程中没有发现对二语的抑制。Lee等人对这一结果的解释是，非目标语言相对于目标语言的优势比例决定了抑制的强度，如果非目标语言的优势远远弱于目标语言，则不需要对非目标语言进行抑制或者抑制强度非常小；反之，抑制强度大。

与Lee等人（2001）的观点相似，Costa和Santesteban（2004b）进行了更加广泛意义上的融合。他们指出，如果在双语言语产生过程中，两个词库都得到了来自语义系统的激活，那么，双语者肯定会“有选择性”地提取一种语言的词汇；只要进行“有选择性”地提取，词汇提取过程肯定在某种程度上运用了特定语言提取的机制。他们进一步认为，从实质上说，为了提取目标语言的词汇，抑制模型“有选择性“地对非目标语言进行抑制：有的模型将语义系统传送到词汇系统的激活创造为一种“选择性“非平衡状态，即对目标语言的激活量大于对非目标语言的激活量；有的模型则“有选择性”地忽视非目标语言的激活。总之，认为言语产生过程中存在非特定语言提取的观点，实质上都是以特定语言提取机制为前提的。

第三，对于非目标语言存在干扰的实验证据的再讨论。有关跨语言干扰的一个主要的实验证据来自非熟练双语者语言转换中的转换消耗的不对称现象，然而，最近也有研究者发现，在非熟练双语者的言语产生过程中，非目标语言的抑制加工不是必须的（Verhoef，Roelofs & Chwilla，2009）。Verhoef等人（2009）采用语言转换范式，要求非熟练荷兰语—英语双语者在不同的语言提示（荷兰国旗和英国国旗）下，分别使用两种语言命名图片。实验控制了语言提示和刺激材料呈现的间隔时间（长间隔1250ms和短间隔500ms）。实验结果发现，非熟练双语者在长间隔条件下的转换消耗是对称的；而在一语重复系列，非熟练双语者的命名时间不受呈现间隔的影响。也就是说，Vorhoef等人发现了非熟练双语者言语产生中对称的转换消耗，他们提出了“一语重复收益假说”来解释他们的实验结果。

有很多研究发现，双语者图片命名的反应时比单语者长，很多研究者把该结果也作为非目标语言对目标语言产生干扰的主要实验证据，但最近也有研究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Gollan，Montoya，Cera，& Sandoval，2008）。Gollan等人（2008）认为，双语言语产生过程中不存在跨语言的干扰，双语者命名时间的延长并非源于跨语言竞争引起的抑制加工过程，而是由于双语者较单语者而言，降低了两种语言的使用频率，从而导致两种语言的语义、语音之间的联系较弱，该观点被称为“弱联系假说”。他们在实验中请被试分别使用西班牙语（双语者）和英语（双语者和单语者）命名图片，英语—西班牙语双语者包括年轻被试和年老被试两类，实验图片设计了低频词名称和高频词名称两类。实验结果发现，双语者命名的词频效应大于单语者；双语者用西班牙语（非常用语言）命名的词频效应大于用英语（常用语言）命名；年轻被试所表现出的词频效应则大于年老被试。


5.3.2 双语词汇的识别

在双语言语理解的相关问题当中，研究者关注较多的则是双语词汇识别（bilingual word recognition）或者双语词汇通达（bilingual lexical access），包括视觉词汇识别和听觉词汇识别。其中，双语视觉词汇识别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是双语交互激活模型（bilingual interactive activation model），包括Dijkstra和Van Heuven于1998年提出的BIA模型和2002年提出的BIA+模型。

BIA模型支持非特定语言提取理论，认为存在着从上至下的、语言至词汇的抑制过程。该模型进一步认为，语言信息和非语言信息都会影响双语词汇的识别。在BIA模型看来，双语词汇识别的过程是这样的：呈现一个字母串，这一视觉输入会影响到在每一个字母位置上的特定的特征，这些特征就会激活心理词典中具备这些特征的字母，并同时抑制那些不具备这些特征的字母。那些被激活的字母接下来就会激活两种语言中在相应位置上存在这些字母的单词，而另外一些单词则被抑制。在词汇水平，所有单词都会互相抑制，不管他们属于哪种语言。同属一种语言的、被激活的单词节点会将激活量扩散到相应的语言节点，而被激活的语言节点则又反过来将另一种语言的单词节点抑制住。语言节点收集来自该语言单词的激活量，而抑制另一种语言中被激活的词汇。因此，语言节点的激活水平反映了每一种语言词库的激活水平。

BIA模型（详情请参见第四章，图4.12）认为，经过语言非选择性通达过程之后，语言节点通过抑制非目标语言的词汇，能够促进目标语言中词汇的选择，但不能加强词汇识别最初阶段的语言选择性词汇通达的过程。事实上，模拟结果表明，即使存在着语言节点的强烈的前激活情况，存在着对词汇水平的、强烈的自上而下的效应，被抑制语言的候选词汇也经常会被识别出来。

Bijeljac-Babic、Biardeau和Grainger（1997）进行了语言内和语言间的掩蔽字形启动实验。在实验中，要求法语—英语双语者完成词汇判断任务，所有目标刺激都是低频词或符合构词法的非字和假字，启动刺激是一语或二语中的高频词。他们进行了两个实验，实验一中的目标刺激是英语，实验二中的目标刺激是法语。两个实验结果均表明：（1）在启动刺激与目标刺激为同种语言的条件下，形似的启动词对于目标单词的识别存在着抑制效应。例如，当语言是英语时，启动刺激与目标刺激为形似条件下（real—HEAL）的反应时慢于非形似条件下（roof—HEAL）的反应时。可见，任何由于形似（近似的字母组合）而产生的启动效应将会被词汇间的竞争而抵消并进一步产生抑制效应。（2）在跨语言的条件下，启动刺激和目标刺激分属于两种语言，形似的启动刺激同样对目标词的识别存在着抑制效应。这说明一种语言的词汇知识将影响另一种语言的词汇识别，支持了双语词汇系统中的非选择性通达的假设。（3）分析高水平的熟练双语者的反应时模式，可得出语言内的抑制效应（28毫秒）和语言间的更高的抑制效应（43毫秒）。

Thierry和Wu（2007）首次采用L2语义相关性判断任务，考察熟练汉语—英语双语者在L2阅读过程中L1的自动激活情况。在这项事件相关电位研究中，15名高熟练水平的晚期汉语—英语双语者和15名英语为母语的单语控制组被试都按实验要求判断先后呈现的两个英语单词是否语义相关，如post—mail或train—ham。被试不了解的是，这些相关及不相关的英语词对中有一半的词对翻译成中文后有一个字相同。如train—ham，翻译成中文即火车—火腿，首字“火”相同。因此这项研究中包含两个因素，即L2语义相关和对译词汉字重复，以及四种条件：L2语义相关—对译词汉字重复，L2语义相关—对译词汉字不重复，L2语义不相关—对译词汉字重复，L2语义不相关—对译词汉字不重复。研究结果显示，汉英双语者与英语单语者相同，虽然在反应正确率上L2语义相关和对译词汉字重复的主效应都不显著，但在行为反应时方面，与英语语义无关的词对相比，双语者和单语者都对英语语义相关的词对反应速度更快。此外，通过分析汉语—英语双语者的反应时和正确率，并没有发现显著的对译词汉字重复主效应（p=0.08）。有趣的是，研究者让15名汉语单语者阅读这项研究中英文词对的中文翻译词，结果发现语义相关性和汉字重复两因素在反应准确率和反应时上都有显著的交互作用：中文词语义不相关—中文词有重复字的条件与其他三种条件相比，被试的反应时间更长，错误率更高。采用听觉通道呈现刺激材料对三组被试重复同样的实验，研究者得到了相同的结果。尽管汉语—英语双语者在行为上并没有表现出L1翻译词重复效应，ERP分析结果却发现，汉语—英语双语者在进行L2语义判断任务时，N400波幅（与语义加工有关的事件相关电位成分）不但与L2语义相关性有关，而且受到对译词汉字重复的影响：对译词有重复字的英文词对引发的N400波幅比对译词无重复字的英文词对要小。听觉实验的ERP结果也完全相同。Thierry和Wu（2007）由此认为，对于熟练的双语者而言，在第二语言词汇加工过程中，即使他们能够直接通达语义，其第一语言的词汇仍然会被自动激活。

Zhang、Van Heuven和Conklin（2011）指出Thierry等人（2007）实验中词对间的间隔时间（500毫秒）过长，被试从而有充分时间对L2词汇进行翻译。因此，Zhang等人（2011）的词汇判断任务考察被掩蔽的启动词呈现59毫秒时L1的自动激活程度。他们发现，当启动词和目标词的对译词的第一个汉字重复时（如east—thing，对译词：东方—东西），对目标词的词汇判断反应时间比无重复条件要短；当启动词和目标词的对译词的第二个汉字重复时（如west—place，对译词：西方—地方），对译词的重复效应消失。因此，研究者指出第二语言加工过程中L1的翻译（激活）以及词素分解是快速且自动完成的。

BIA模型虽然能解释很多实验结果，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说，在该模型中没有语音和语义的表征；没有对语际同形异义词和同源词的表征作具体解析；把语言节点的表征和功能混为一谈；对于语言信息和非语言信息如何影响双语词汇的识别过程所作的解释很少；对于被试完成特定的任务，比如说词汇决定任务，没有作详细的描述；没有对词汇识别和任务要求之间的联系作具体解析。

因此Dijkstra和Van Heuven（2002）又提出了BIA+模型，该模型不支持双语词汇识别过程中存在从上至下的、语言至词汇的抑制的观点，认为语言情境信息会影响双语词汇的识别，非语言情境信息并不直接影响词汇识别系统的活动，只是会导致对决定标准的适应。

Dijkstra等人（2000）使用了go/no-go的实验范式，让被试对德语单词或者英语单词作出go/no-go的判断反应，但如果目标词既不属于英语，也不属于德语，被试不作反应（Dijkstra，Bruijin，Schriefers，& Brinke，2000）。呈现的目标词中包括了跨语言的同形异义词和单种语言控制条件下的单意义词。被试将会被告知材料中有跨语言的同形异义词，包括有三种类型：在英语中的使用频率高，在德语中的使用频率低，如List；在英语中的使用频率低，在德语中的使用频率高，如Brand；在英语和德语中的使用频率都低，如Gist。实验结果表明，在go/no-go的实验任务中，当竞争者（另一种语言）使用频率很高的条件下，目标语言的同形异义词容易被忽视。在德语的go/no-go判断任务中，被试（一语为德语）没有对25%的来自德语的使用频率低的同形异义词作反应。很显然，在词汇提取完成后该项目的语言属类才会被判定，即证实了BIA+模型中的观点，在双语词汇识别系统中，语言信息的通达往往是相当迟的，并不能影响词汇提取的过程。

考察双语句子情境中的词汇识别的研究很少，其中，Altarriba等人（1996）所完成的对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的眼动实验比较经典（Altarriba，Kroll，Sholl，& Rayner，1996）。实验的正式阅读材料是英语句子，中间插入了英语或者西班牙语的目标词，句子的语境信息对于目标词的限定分为限定程度高和限定程度低两个水平。实验结果表明，当使用频率高的西班牙语目标词被置于高限定程度的语境中时，被试容易受到干扰和抑制。这个结果说明了句子语境的限制不仅影响了即将出现的词汇的语义，同时也会影响词汇的特征。高频西班牙语单词在语义特征上得到了匹配，但在预期应该出现的词汇形式特征上并没有得到匹配，所以产生了抑制效应。这个研究至少在两方面支持了BIA+模型：首先，语言情境和目标词汇的识别是相互作用的；其次，在句子中的词汇识别的关键因素是词汇特征（如词频），而不是语言的种类。Libben和Titone（2009）也采用眼动实验探讨了双语者在句子情境中的词汇通达是否也是语言非选择性通达。他们请法语—英语双语者阅读英语句子，句子中包含了同源词、语际同形异义词和无关控制词三种情况，结果发现，无论在高语境限制条件还是低语境限制条件下，早期的语言理解指标（包括首次注视时间、凝视时间和眼跳）显示了显著的同源词的促进效应和语际同形异义词的干扰效应，说明了双语者在句中词汇识别的早期阶段表现出语言非选择性的通达。


5.4 第二语言学习的句法加工

语言由形式和意义两个部分组成，因此语言的表征也包括形式表征和语义表征两部分。语言的形式表征包括词和语句的形式结构，而语义表征包含概念、范畴和命题等超语言的抽象形态（Eysenck & Keane，1995）。语句的形式结构是按照一定的规则构成的，这种规则即句法。具体而言，句法是指一些词素结合产生短语和句子所遵循的规则。句法表征即句法规则在头脑中存储的方式。

双语者的句法表征问题既包括母语和第二语言的句法表征特点的研究，也包括双语者两种语言句法表征存储模式的研究。那么第二语言学习者的两种语言的句法如何表征？共同表征说认为，双语者利用语言中句法结构的相似性表征双语的句法；独立表征说认为，双语者的两种语言的句法知识分别独立表征；混合表征说认为，双语者对双语中相同的或相似的句法共同表征，对双语中差异较大的句法独立表征（Desmet & Declercq，2006）。


5.4.1 第二语言句法表征及其理论模型

句法共享说

有研究者认为，双语者两种语言的句法信息共同存储为同一表征（Hartsuiker，Pickering，& Veltkamp，2004）。显然，共享的句法表征更有利于双语者的语言发展，因为相似的结构只需要学习一次，存储一次，更符合经济性原则。而且，如果两种语言共享表征，双语者两种语言的相同句法存储在句子产生时都会通达，这使得对话中的语码转换变得更容易。

Hartsuiker等人（2004）将Pickering和Branigan（1998）提出的动词句法表征模型扩展为一个双语者词汇句法表征模型。模型把词汇信息的表征分为概念层（包含特定概念的语义信息）、词条层（编码语法信息）和词形层（编码词汇的词形和音韵信息）。其中词条层又包括词条节点、类别信息节点、特征信息节点和组合信息节点。类别信息节点编码词汇的词类（名、动、形等），特征信息节点编码词汇的属性（数、性、格、时态等），组合信息节点与语言的句法规则直接联系。在模型中，每个词条节点都和一个概念节点、一个类别节点、一个组合节点、一个语言节点相连。双语者的两种语言共享概念节点、类别节点和组合节点，只有语言节点不同。因此，不管哪种语言，使用相同结构的动词，其组合信息是共享的，即句法共享说。

根据句法共享说，一种语言词条的激活会激活其与另一种语言词条共享的组合节点。这些激活会逐渐消退，但不会立刻消失，因此这些激活的节点在接下来产生句子时就比未使用过的其他组合节点的激活程度高。因此，在产生另一种语言时使用同样句法结构的可能性增大，即产生跨语言的句法启动。句法共享说还预测：在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中都存在的结构的语言内和语言间的启动量相同（van Gompel & Kantola，2011）。如果不同语言共享相同的组合节点，且组合节点残余下来的激活在产生下一个句子时会导致句法启动的发生，那么启动句和目标句是否是同一语言都不会影响启动量的大小。Kantola和van Gompel（2011）以熟练的瑞典语—英语双语者为被试，通过句子补全任务，使用两个句法启动实验，证明了这一预测。

句法独立说

也有研究者认为双语者两种语言的句法是分开表征的，提出双语者的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特定的句法表征系统（Loebell & Bock，2003）。句法独立存储也有一定的优点，它可以使加工更加有效，当双语者一次使用一种语言时，就不需考虑更多的结构。De Bot（1992）和Ullman（2001）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双语者两种语言句法独立的理论。De Bot在Levelt（1989）言语产生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双语言语产生模型。该模型假定了言语产生的三个阶段。首先是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在该阶段，人们产生前语言的信息，即确定要用言语表达的意思。其次是形式化（formulation）。在该阶段，人们将要表达的意思以语言形式进行编码，具体包括两方面的编码，即语法编码（grammatical encoding）和形态音位编码（morphophonological encoding）。前者是指语法范畴、数和性等词汇句法信息的通达，以及句法结构的产生；后者是指形态语音内容的组织和计划。最后是发音阶段（articulation），通过发音器官表达出来（Levelt，1989）。De Bot认为，双语者语言间的词汇是共享的，但每种语言在形式化阶段的言语组织过程是不同的。因此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语法编码加工是独立的，其句法表征也是独立的，尤其是差别较大的两种语言的句法之间不存在相互联系。因此，双语者两种语言的句法信息在语言加工中不会产生相互影响，即不会发生跨语言句法启动。

Ullman（2001）也提出，对于晚期双语者来说，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语法加工依赖的是不同的表征。Ullman认为，语言学习和加工包含两个独立的记忆系统。晚期双语者第二语言加工的认知机制和皮层结构与母语不同。在学习第一语言时，其词汇加工由陈述性记忆系统来完成，使用一定的脑区；而句子层面的加工由程序性记忆系统来完成，使用其他部位的脑区。而对于较晚学习的第二语言，语法加工更多地依靠陈述性记忆，因为第二语言语法需要记忆或通过存储在陈述性记忆中的明确规则系统来建构。

句法联系说

Kantola和van Gompel（2011）在Hartsuiker等人（2004）的模型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可能的句法独立模型，并将之称为句法联系说。依据Hartsuiker等人（2004）的模型，句法联系说认为，句法启动的发生是由于组合节点以及组合节点之间联系的残余激活。在该模型中，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词条在各自的词典中得以表征，与Hartsuiker等人（2004）模型不同的是，两种语言的组合节点是分开表征的。但是，这些结构在两种语言中结构相似，它们是相联系的，而结构之间的相似性就决定了其联系的紧密程度。这些联系的激活也可被句法启动增强。

句法的联系模型可以解释先前句法启动研究中得到的跨语言启动，但该模型预测语言间启动效应要小于语言内启动效应。虽然不同语言间组合节点的激活会扩散，但这种间接的激活相对较小，因此启动效应较小。相比之下，语言内的启动是直接的，因为它取决于组合节点自身的残余激活。


5.4.2 双语句法启动

句法机制研究没有像概念和词汇表征那样受到重视，主要是因为研究者很难直接观察句法结构的激活，更不用说研究双语者两种语言句法的交互作用（Desmet & Declercq，2006）。直至Bock率先借助句法启动实验范式研究句法表征，句法机制研究才逐渐受到重视（如Bock，1986，1989；Pickering ＆ Branigan，1998）。

跨语言的句法启动

在认知心理学中，启动是指先前的加工对之后加工的促进或抑制作用，是无意识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语言理解和产生过程也会发生启动现象，这被称为语言的启动效应。语言的启动效应表现在语言的不同水平上，如语音、词汇、短语、修辞、句法等。句法启动（syntactic priming），又称句法坚持（syntactic persistence）或结构启动（structural priming），是指在语言产生和理解活动中，人们总是倾向于重复使用刚刚加工（阅读、听、产生）过的或与之相似的句法结构，表现出句法一致性的促进效应。如，先听到或先说一个被动句，如“苹果被她吃了”，那么随后人们产生被动句的可能性增大（Bock，1986；Pickering & Branigan，1998；Pickering & Branigan，1999；高秀雪，2011；杨军，2009；张达球，2003）。在日常对话、书面语语料库分析和实验室实验中，均可观察到这种现象。研究表明，英语、西班牙语、荷兰语等语言的多种句型结构都存在句法启动现象，但也有研究发现德语的及物句（主动句和被动句）不会发生语言内启动，Loebell和Bock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德语句法本身的某些特异性引起的（Loebell & Bock，2003）。

图片描述法、瞬时回忆法和句子补全法是句法启动研究常用的三种方法。这三种方法虽然实验条件不同，却发生了相同模式的启动效应。而且，不管哪种方法中的启动范式，其实验控制水平都比较好。其启动范式是项目内的，比较不同启动经验得到的相同目标反应，而许多其他行为技术与之不同，是比较得到的不同目标反应的过程。

跨语言句法启动是指双语者的两种语言之间发生句法启动。例如，双语者之间进行对话时，如果说话者一方使用某种语言的被动结构句子来表达，那么另一方即使使用另一种语言，也会倾向于使用被动结构的句子来表达。

Loebell和Bock（2003）最早开始对双语者的跨语言句法启动进行研究。他们使用句子图画描述任务，发现英语和德语的与格结构存在着句法启动效应。Hartsuiker、Pickering和Veltkamp（2004）在对话研究中发现西班牙语和英语也存在句法启动效应。Desmet等人（2006）研究表明，定语从句对名词的附着修饰具有跨语言启动效应。他们采用句子补全任务，发现被试在完成高附着的荷兰语句子之后，倾向于在英语句子补全时产生高附着的定语从句。Loebell等人（2003）发现，德语和英语的PO（介宾）结构和DO（双宾）结构的句子可以相互启动。Meijer和Tree（2003）发现，西班牙语的PO结构句子可启动英语的PO结构句子。Schoonbaert、Hartsuiker和Pickering（2007）发现，PO结构和DO结构句子在荷兰语—英语双语者中也具有跨语言句法启动效应。这些研究结果支持双语句法的共同表征说。

句法启动在词汇参与下有增强效应。Schoonbaert等人（2007）采用PO结构和DO结构的句子研究荷兰语—英语双语者。他们采用图片描述法，考察L1内、L2内、L1到L2、L2到L1四个条件下的句法启动，发现当启动句与目标句中的关键动词相同时，L1内和L2内的启动量都显著增大，这被称为词汇重复促进效应。当启动句与目标句中的关键动词有翻译对等词时，在L1到L2方向上的启动量显著增加，出现了翻译促进效应。Salamoura和Williams（2006）发现，跨语言句法启动可以由单个动词引发。Pickering和Branigan（1999）发现，动词重复增强句法启动效应。Cleland和Pickering（2003）发现，名词有语义助长效应。但Corley和Scheepers（2002）发现，重复动词或名词有词汇助长效应，重复结构助词则不会增强启动效应。

上述研究表明，当两种语言间的功能结构、层级结构和线性结构都相同时（例如上述研究中的PO结构、DO结构等），存在跨语言的句法启动。但是仅当功能结构、层级结构相同，而线性结构不同（词序不同）时，是否会产生跨语言的句法启动却存在较大的分歧。一部分研究表明，词序不同不能产生跨语言的句法启动。Lobell和Bock（2003）对德语—英语双语者进行研究，在被动句中就没有发现跨语言的句法启动。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德语和英语被动句的词序不同造成的，因为德语被动句是以动词结尾的，by引导的使动者位于动词之前；而英语中被动句是以使动者结尾的，by引导的使动者位于动词之后。但是也有一项研究发现，词序不同的句子间也存在跨语言的句法启动。Shin和Christianson（2007）采用句子回忆法对韩语（L1）—英语（L2）双语者进行了研究。韩语和英语的PO结构句子的词序是不同的（韩语将谓语动词所描述事物的接收者放在首位，英语将谓语动词所描述事物的接收者放在末尾）。结果发现，被试在回忆完韩语PO结构句子之后更倾向于将英语DO结构句子回忆成PO结构句子。研究者认为，即使韩语和英语的PO结构句子的词序不同，也可以产生跨语言的句法启动。

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英语、德语、荷兰语等比较相似的印欧语系中，句型也多限于主动句、被动句以及PO和DO结构。而De Bot（1992）认为，差别较大的两种语言的句法之间可能不存在相互联系。因此，语言学特性十分不同的语言之间是否存在跨语言的句法启动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汉语是世界主要语言之一，属汉藏语系，它和印欧语系的语言存在很大差异。首先，在印欧语系里，词类的功能比较单纯。例如名词只能充任主语和宾语，形容词只能充任定语和表语。在汉语里，由于动词和形容词不变形，无论在什么句法位置上出现，形式都一样。这样就造成了汉语词类多功能的现象。其次，印欧语系的句子和分句里必须有限定式动词，而词组里要有动词的话，只能是非限定形式，不能是限定形式。因此，句子和分句是一套构造原则，词组是另一套构造原则。汉语的动词没有限定式和非限定式的对立，动词不管用在哪里，形式都一样，因此，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是一致的，句子不过是独立的词组而已。第三，汉语句法结构的特点还表现在主谓结构和动补结构上。汉语的主谓结构跟印欧语的句子或分句不同，构造比较松散。这表现在主语后头可以有停顿，或者加上语气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口语里常常没有主语。主谓结构的另一特点是可以充当谓语。动补结构是现代汉语里非常重要的一种句法结构。印欧语系里没有与它相对应的格式。最后，从词序方面看，汉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所有的修饰语都必须放在被修饰成分的前边（朱德熙，1985）。既然汉语和印欧语系的语言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那么这两种语系之间的句法是如何表征的？对汉语和印欧语系的语言间的跨语言句法启动的研究，无疑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双语句法表征的特点，从而建构一个更合理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双语句法表征的模型。

汉语—英语双语者的句法如何表征？是否存在句法启动效应？国内学者李荣宝（2006）对汉语—英语双语者进行了研究。实验采用的是在汉语中只存在一种语序结构，而在英语中存在两种语序结构的复合句。其中一种与汉语语序相同，即从句在前，主句在后（例如，If he comes，I will stay at home.）；另外一种与汉语语序不同，即从句在后，主句在前（例如，I will stay at home，if he comes.）。研究者要求被试将汉语翻译为英语，结果表明，低熟练的双语者倾向于翻译成从句在前的句子，而高熟练的被试更多地翻译成从句在后的句子（英语中较常使用）。因此，研究者认为，低熟练双语者存在跨语言的句法启动，而高熟练双语者不存在跨语言的句法启动。但是，该研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跨语言句法启动的研究，由于实验要求被试将汉语翻译为英语，致使启动句和目标句在概念语义上是完全一致的，所得出的结果更倾向于说明母语经验对翻译的影响。雷蕾和王同顺（2009）进行了跨语言句法启动实验，研究汉语—英语不平衡双语者的句法表征。结果表明，除汉英被动句启动实验外，其他实验均未出现启动效应。他们认为，汉语—英语不平衡双语者两种语言的句法表征不是完全共享的，而是部分共享的。另外，不平衡双语者的二语句法表征在与一语句法表征共享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一语占支配地位的中间阶段。张积家和芦松敏（2012）采用句子—图片描述任务探讨汉语—英语双语者言语产生中的句法启动效应。发现在汉语—英语双语者的言语产生中存在着句法启动效应，且汉语对英语的句法启动效应受词汇标记、句子具体性和受动者的语义特征制约。

虽然在汉语—英语双语者的言语产生中存在句法启动效应，但汉语—英语双语者产生英语时仍较多使用主动句，即汉语被动句对英语被动句的句法启动效应小导致汉语被动句对英语描述的句法启动效应小。它启示人们，在英语教学中，应该强调英汉语被动句的差异，注意纠正汉语讲话者对被动句的偏见。

语言内的句法启动

双语句法表征共享是跨语言句法启动的理论基础，如果句法在双语间是完全共享的，那么语言内句法启动和语言间句法启动的启动量就不应该存在差异，但目前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

虽然一些研究发现，语言内的句法启动量与语言间的句法启动量不存在差异，例如Desme和Declercq（2006）对德英双语的研究，比较了德语（L1）内句法启动量（10.57%）和德英双语间（L1到L2）的跨语言句法启动量（10.73%），发现二者差异并不显著。但是，也有一些研究发现，语言内的启动量与语言间的启动量是存在一定差异的。Loebell等人（2003）采用图片描述任务对德语—英语双语者进行研究，发现PO结构和DO结构的句子，在德英双语间（L1到L2和L2到L1）存在跨语言的句法启动（启动量分别为55%，52%），然而，该类型的句子在德语（L1）内却不能产生句法启动。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发现，语言内的句法启动量和语言间的句法启动量是否存在差异与词汇因素也有关系。Schoonbaert等人（2007）在对荷兰语—英语双语者的研究中，考察了L1、L2、L1到L2、L2到L1四个条件下的句法启动，发现语言内的句法启动量大于语言间的句法启动量。研究者认为，这种差异主要是由词汇因素引起的。实验中，词汇重复时引发的句法启动量为38%，而对等词翻译时引发的启动量仅为11%。由于词汇重复对句法启动的促进效应通常大于对等词翻译的促进效应，所以在排除了词汇因素的影响后，即当启动句和目标句的关键词汇无关时，语言内的启动量（11%）与语言间的启动量（8%）差异不大。

语言内和语言间的句法启动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两者启动量的大小可能受词汇等因素的影响而有所不同。另外，随着第二语言熟练程度的提高，两种语言句法的整合程度也可能发生一定的变化，从而引起启动量的改变。由于该问题直接关系到双语句法的表征方式或启动机制，因此也是研究者当前十分关注的。


5.4.3 双语句法加工的影响因素

双语句法加工的早期研究着力揭示并证明跨语言句法启动现象的存在（Bock & Loebell，1990；李荣宝，2006），之后的研究则更多聚焦于对跨语言句法启动产生影响的语言因素。有不少研究探讨了跨语言句法启动中的语义的作用，但至今仍存在争论（Yuan，Woltz，& Zheng，2010；姜琳，2009；徐浩，高彩凤，2013）。还有研究考察不同的句法结构对启动效应会产生何种不同的影响（Lee & Thompson，2004；姜琳，2012）。除了对语言因素的关注外，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探索双语使用者的语言水平（尤其是二语水平）对跨语言句法启动的方式和幅度带来的影响（Kidd，2013；李荣宝，2006；徐浩，高彩凤，2008）。总之，现有研究更多地通过语言因素变量来探究跨语言句法启动的本质和机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进展（阎浩，董燕萍，2012），且部分研究成果已被运用于相关的应用领域（Witzel，Witzel，& Nicol，2012；王聿良，2009）

第二语言学习年龄

脑成像研究表明，第二语言获得年龄主要影响双语者对语法的认知表征。Wartenburger等人（2003）通过fMRI研究，探讨了意大利语—德语双语者加工语法和语义信息时的脑活动模式是否受二语获得年龄和二语熟练程度的影响，结果发现二语获得年龄对语法加工的神经机制有影响。Web-fox等人（1996）通过考察第二语言获得年龄不同的汉语—英语双语者在加工第二语言时的脑电激活模式，发现较早获得二语的双语者加工第二语言的激活模式与母语者相同，但较晚获得二语的双语者与母语者的激活模式存在质的不同，而且相对于语义来说，语法的获得具有更明显的关键期（Web-fox & Neville，1996）。这些研究结果都表明，语法的获得可能更易受到获得年龄的影响。

Ullman（2001）认为，较晚学习第二语言的双语者，语法加工更多地依靠陈述性记忆；越早学习第二语言，其语法加工越有可能依靠程序性记忆，即与母语的语法加工越相似。而晚期双语者或者以整体方式存储句子形式，或者在陈述性记忆中表征语法规则。因此，早期双语者和晚期双语者的语法表征关系可能存在差异。早期双语者的母语和第二语言更有可能依赖相同的表征，而晚期双语者的两种语言更有可能依赖不同的表征。

二语熟练程度

在句法表征中，第二语言的熟练程度既可能影响第二语言句法表征的抽象水平，也可能影响两种语言间句法表征的模式。有研究者认为，句法表征的抽象水平是通过练习不断提高的，因此第二语言熟练程度不同的双语者，其第二语言句法表征的抽象水平也不同。而如果双语者的第二语言已经建立较高抽象水平的句法表征，就更容易通达和激活第二语言的句法形式，并在之后的语言产生中得到保持，即发生句法启动。

关于第二语言的熟练程度是否在双语者的跨语言影响中发挥作用，研究者的观点不尽相同。Ullman（2001）认为，随着第二语言熟练水平的提高，两种语言语法加工中的跨语言影响也增强。Hartsuiker等人（2004）以及Loebell和Bock（2003）考察了生活在二语国家的被试，即第二语言熟练水平很高的双语者，发现其两种语言间存在句法启动效应。Bernolet（2008）控制了双语者的L2水平变量，对荷兰语—英语双语者句法表征的发展过程进行研究，发现在跨语言句法启动实验中，只有熟练双语者产生了启动效应，而非熟练双语者没有产生启动效应。

在我国，严春容（2006）和苏炎奎（2008）探索了第二语言不同熟练水平条件下的汉语—英语跨语言句法启动效应。他们通过图片描述法得到了一致的研究结果，都发现随着第二语言熟练水平的提高，母语到第二语言的跨语言句法启动效应不断增强。而Kantola和van Gompel（2011）综合分析了以往研究中跨语言句法启动研究的结果，发现以不同二语熟练水平为被试的研究中，都发现了跨语言句法启动的存在，因而认为跨语言句法启动不受二语熟练程度的影响。

工作记忆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工作记忆仅对外显认知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即在意识层面产生的认知加工，其加工效率显著地受到工作记忆的影响（Baddeley，2003）。近期研究发现，工作记忆对内隐认知过程同样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Hassin，Bargh，Engell，& McCulloch，2009）。也就是说，虽然是无意识的加工过程，但同样占用认知资源，同样需要足够的工作记忆来承载（Barrs & Franklin，2003）。因此，从理论上讲，对跨语言句法启动这一内隐认知加工来说，工作记忆也同样具有基础性作用，但目前尚未展开系统研究。与此同时，涉及语言问题的认知加工（尤其在二语层面），几乎都与语言水平相关联（Traxler等，2012）。工作记忆也不例外。已有众多研究证明了双语者的工作记忆和二语水平对跨语言句法启动效应的影响（Friedman & Miyake，2004；李力红，2005；徐浩，2011）。

Just和Carpenter（1992）的容量限制理论认为存在一个一般性的言语工作记忆系统，该系统的容量有限，直接制约着语言加工的各个方面，例如，词汇通达、句法角色的指派、语义提取以及其他以语言为中介的认知任务。徐浩（2014）考察了工作记忆和二语水平对跨语言句法启动效应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1）二语水平对由母语到二语方向的跨语言句法启动存在显著的直接影响，即二语水平越高，母语句法表征的启动力越容易受到抑制，启动量就越小。这一结果验证了先前研究的发现。（2）二语水平对跨语言句法启动效应还存在间接影响，即通过调节双语工作记忆对启动过程的影响，进而对启动量产生影响。但只有二语水平达到一定的阈限时，工作记忆对跨语言句法启动的影响才能够被观察到。具体来说，二语水平足够高时，二语工作记忆越高，母语句法表征的启动力越容易受到抑制，启动量就越小；而二语水平足够低时，母语工作记忆越高，母语句法表征的启动力越容易得到促进，启动量就越大。

值得一提的是，陈宝国和徐慧卉（2010）采用眼动技术，以句子阅读过程中的句子不同区段的首次注视时间作为句子即时性加工的指标，回扫次数和总的注视时间作为句子非即时性加工的指标，考察了非熟练汉语—英语双语者的工作记忆容量的差异对第二语言（英语）暂时句法歧义句加工的影响。结果显示：高工作记忆容量的被试在句子不同区段的首次注视时间和总的注视时间均短于低工作记忆容量的被试；高、低工作记忆容量被试的回扫模式相似。研究结果表明，对于非熟练的汉语—英语双语者，工作记忆容量的差异既影响英语句法歧义句的即时性加工，也影响非即时性加工，即工作记忆容量的差异既影响英语句法歧义句初始的句法加工过程，也影响句法的重新分析过程。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工作记忆的容量限制理论，另一方面印证了工作记忆对双语句法加工的影响。

综上所述，句法启动为研究人类句法表征及语言加工进程的某些内在机制提供了一个窗口。国外研究主要是针对西方语系的双语者，如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德语—英语双语者等，针对两种语言分属不同语系的研究很少。句法启动研究考察的句子结构有及物句型、与格句型、名词所有格、名词短语等多种类型，使用的研究范式有图片描述、句子回忆、句子补全等多种范式，且对影响双语者句法表征的词序、词汇、第二语言熟练程度等因素都进行了探讨。近年，国内有关双语者句法表征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也逐步展开，有对第二语言熟练程度、学习年龄和工作记忆的初步探讨，但以母语为汉语、第二语言为英语的双语者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我国有丰富的语言资源，特别是少数民族语言和地方方言。如2013年肖丹对晚期维吾尔语—汉语双语者的句法表征进行了研究，采用句法启动实验的句子回忆任务，通过考察语言内和语言间的句法启动现象，探讨了晚期维吾尔语—汉语双语者句法表征的特点及第二语言熟练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维吾尔语中存在句法启动现象；（2）汉语熟练的晚期维吾尔语—汉语双语者已经建立了抽象水平较高的汉语句法表征，汉语不熟练的晚期维吾尔语—汉语双语者的汉语句法表征抽象水平还较低；（3）对于汉语熟练的晚期维吾尔语—汉语双语者来说，在语法表达方式不同的汉语与维吾尔语中，功能结构相同的句法表征在语言加工中能够相互促进，两者在双语者头脑中相互联系，但两种语言的句法表征是分开存储的，支持句法联系说；（4）对于汉语不熟练的维吾尔语—汉语晚期双语者来说，维吾尔语和汉语的句法表征在语言加工中不能相互促进，其汉语的句法信息与母语句法信息是完全独立存储的，支持句法独立说。

未来关于双语句子表征和加工的研究可以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双语者的母语和第二语言句法表征的性质和特征；（2）双语者第二语言的句法表征与母语句法表征的关系，即第二语言的句法是独立于母语句法而单独形成一套句法表征系统，还是和母语整合成一套共同的句法表征系统；（3）影响双语者句法表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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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二语言学习中的语言转换

【内容简介】

在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中，特别是在较好地掌握了第二语言以后，个体经常需要根据不同的谈话对象和使用情境，由所掌握的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这种现象被称为语言转换。语言转换一直是第二语言学习研究的重要课题，研究者使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对语言转换的机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本章首先介绍了语言转换的定义和相关理论，然后从行为实验和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两个方面对语言转换研究进行系统总结和梳理。因为同声传译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转换现象，在实践中倍受关注，所以本章对同声传译的理论和过程专门进行了介绍。最后在对先前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的语言转换研究要注意的问题和方向。


6.1 语言转换概述

在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中，特别是在较好地掌握了第二语言以后，个体经常需要根据不同的谈话对象和使用情境，由所掌握的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这种现象被称为语言转换（language switching）。双语认知的大量研究表明，双语者的两种语言系统存在着共享表征，且无神经结构上的明显分离（Chen & Tsoi，1990；Kroll & Stewart，1994）。而在语言转换过程中，双语者能够迅速并准确提取出当前任务所需使用的语言，而不受另一种语言的影响，这种能力引起了心理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王瑞明&范梦，2010）。


6.1.1 语言转换的定义

语言转换是指双语者从其所掌握的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的现象。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语言转换是一种精细而复杂的认知活动；从语言学习的角度来看，语言转换是一个创造性和创新性的过程；从交际的角度来看，语言转换是学习与交流的一种策略（Jiang & Kuehn，2001; Hamilton，2001; Benson，2002）。

在语言转换研究领域，研究者经常还会用到语码转换（code switching）。语码转换主要指两种语言词汇间的转换（Chauncey，Grainger，& Holcomb，2008）。语言转换本身比语码转换的范围更广，涉及双语者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而不仅仅是词汇的转换，但在语言转换研究中研究者关注最多的是语码转换（Jackson，Swainson，Cunnington，& Jackson，2001; Costa & Santesteban，2004; Rodriguez-Fornells等，2005; Wang，Xue，Chen，Xue，& Dong，2007）。语码转换范式也是研究者研究语言转换时经常使用的范式（王瑞明，邓汉深，李俊杰，李利，&范梦，2011）。在该范式中，双语被试要根据线索用不同的语言命名词汇、数字或图片，或者对不同语言的词汇进行理解判断，研究者设置语言转换条件和非转换条件，通过比较转换条件和非转换条件的差异来揭示语言转换的机制。

在进行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双语者需要从心理词典中顺利提取所需要的语言（称之为目标语言），并尽量减少不使用的那种语言（称之为非目标语言）对当前语言的影响。研究者特别关注这一过程中语言转换的具体机制是什么。这也是近几年来教育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关注的焦点（Colomé，2001；Bialystok & Martin，2004；Abutalebi & Green，2007）。


6.1.2 语言转换的相关理论

围绕语言转换过程中双语者在从心理词典中顺利提取目标语言时如何加工非目标语言，研究者从行为实验和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两个角度，运用多种方法对双语者语言转换中非目标语言的加工机制进行了大量研究（Orfanidou & Sumner，2005；Rodriguez-Fornells，2005；Wang，Xue，Chen，Xue，& Dong，2007）。总体上看，这些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核心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语言转换中，双语者使用目标语言时，其非目标语言是否激活；第二个问题是若非目标语言激活，这种激活发生在何种层面；第三个问题是若非目标语言激活，激活的非目标语言会对目标语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王瑞明&范梦，2010）。

语言加工包括语言理解和语言产生两大过程，所以双语者的语言转换也包括语言理解转换和语言产生转换两大类型。双语者在语言产生转换中的非目标语言的加工机制是研究者关注最多的内容，目前已经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对双语者语言转换研究的三个核心问题达成了比较多的共识。但相对而言，在语言理解转换方面，研究者探讨得还不多，并且在仅有的几项研究中，还存在着重大争议。

语言产生转换理论概述

语言认知研究者普遍认为，语言在大脑中的表征有两个基本层面：概念层面和词汇层面。其中概念层面也称为语义层面，即语言的概念意义；而词汇层面是指语言的字形和发音（Silverberg & Samuel，2004）。语言产生主要是“如何说（即如何表达）”的问题，指的是人们在表达某个思想时提取出所需要的目标词汇，并必须对所说出的词语进行合理的句法结构安排，最后将它们表达出来的过程。大量的语言认知研究认为，语言产生过程主要是从概念层面到词汇层面的加工过程。

双语者两种语言的语义系统是共享表征的，那么在语言产生过程中，共享的语义系统能否同时激活双语者的两个词库（即非目标语言是否激活），以及能否进一步加工两种语言的语音层面（即非目标语言激活发生在何种层面）。目前研究者在这两个核心问题上已经达成了一致，普遍认为在语言产生转换中，双语者使用目标语言时，其非目标语言会激活，并且在激活概念层面的基础上会进一步激活词汇层面（Costa，Caramazza，& Sebastian-Galles，2000；Costa，2005）。但是，关于语言产生转换中激活的非目标语言是否对目标语言产生影响这一核心问题，研究者却一直存在着激烈论争，并由此形成了非特定语言提取（language-unspecific selection）和特定语言提取（language-specific selection）两种理论（李利，莫雷，王瑞明，潘敬儿，2006）。

非特定语言提取理论认为，当两种语言的词汇系统激活之后，双语者会同时考虑所有被激活的词汇，在之后的语言产生中，非目标语言必然会对目标语言产生干扰。双语者如何排除非目标语言的干扰，从而实现目标语言的顺利提取，这就涉及语言转换的控制机制问题。目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抑制模型”（inhibitory model），该模型认为双语者的词汇提取过程是基于抑制加工的（Green，1998；Meuter & Allport，1999）。当语义信息对应的目标语言与非目标语言的词汇都产生激活时，语言加工中的抑制机制通过对语言标签（非目标语言）的抑制来实现对正确词汇（目标语言）的提取。在抑制模型中，抑制非目标语言和提取目标语言的任务主要由监控注意系统完成。监控注意系统一旦建立起一种语言任务模式，自上而下的加工就能够自动被激发，从而帮助双语者来完成刺激任务，但是这种激发的加工模式仍需要监控注意系统进行管理。然而在进行语言转换任务过程中，除了需要对相同语义的词汇进行输出之外，还包含了翻译过程，这就需要监控注意系统同时进行多项控制操作，因此也会影响到语言转换。

在语言转换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转换消耗（switching cost），具体是指双语者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的过程中会出现反应时增加、错误率增大的现象（Bialystok，Craik，& Ryan，2006；Bialystok，Craik，& Freedman，2007；Abutalebi等，2007）。抑制模型对语言转换消耗问题也作出了解释与预测。在语言命名的实验任务中，为了保证能够正确地提取，与刺激任务有关的所有语言图式都会参与进来；随着刺激任务的进行，新的语言图式会替代之前的语言图式。在整个系统中双语者需要克服抑制，转换消耗也因此产生。双语者因为潜在地激活目标语言与非目标语言，并且需要对语言输出进行控制，所以在进行正确的选择时需要对已经激活的非目标语言进行抑制。同样地，由于抑制的作用，激活程度越高的语言，被抑制的程度也就越高。抑制模型在此基础上对双语转换过程中转换消耗的不对称性（二语转换到一语的消耗大于一语转换到二语的消耗）也进行了预测，研究者们随后通过大量的实验验证了这种预测（Gollan，Caramazza，& Finkbeiner，2006; Philipp，Gade，& Koch，2007）。

特定语言提取理论则认为，在语言转换过程中，目标语言与非目标语言的词汇系统都会激活，双语者在进行词汇选择并最终产生语言的过程中只会考虑被激活的目标语言词汇，而非目标语言的词汇不在选择范围之内，也就不会对目标语言词汇的提取和产生造成干扰（Roelofs，1998）。

特定语言提取理论认为语言产生包含扩展性激活网络与词汇产生规则的平行系统两部分。扩展性激活网络是对双语者的词汇知识的表征，而词汇产生规则对词汇选择的计算性问题负责。在解释冲突任务中的产生代价时，该理论提出了竞争—敏感的反应时间机制。尤其是在词汇选择过程中，权衡目标词汇激活与其他相关语言激活时，该理论提出选择比率来进行解释。对词汇选择的速度是依靠其他词汇的激活而定，并非是通过对其他词汇的抑制来达到提取目标语言词汇的目的。一些支持该理论的研究者认为，词汇产生与提取过程中的唯一认知过程就是双语者需要操纵控制目标语言的激活水平，激活程度最高的那种语言就会最终被提取，并且在语言词汇的提取过程中双语者不需要对非目标语言进行操作与控制，因此研究者认为语言控制与抑制功能无关（Grosjean，1997）。

另外有研究者认为在心理词典中，人们是以“语言节点”（language node）或者“语言标签”（language tag）的方式对词汇进行存储的。这个节点包含表达某种语义或概念的所有语言词汇，双语者能够非常清楚地知道某一个词汇属于哪一个节点，语言的认知控制模式直接与每种语言的词汇相连。在语言产生的转换过程中，双语者能够根据当前刺激任务和情景的要求直接提取正确的目标语言词汇（Dijkstra & Van Heuven，2002）。

近几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发现双语者两种语言的熟练程度不同，非目标语言的加工机制也会有所不同，非目标语言的熟练程度是影响语言加工的重要因素，这就使得两种长期存在争议的理论逐渐走向融合。比如，Costa和Santesteban（2004）提出一个综合的观点，即“特定语言提取阈限说”。该理论认为在语言产生中，非熟练双语者是通过非特定语言提取机制抑制非目标语言的干扰从而实现目标语言的提取；而熟练双语者达到了特定语言提取阈限，他们是通过特定语言提取机制实现目标语言的提取。总体而言，在双语者语言产生转换中非目标语言的问题上，研究者们已经在前两个核心问题上达成了初步的一致结论；但是在第三个核心问题，即语言产生过程中非目标语言对目标语言的影响问题，还需要研究者们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探究和论证。

语言理解转换理论概述

语言理解就是在感知语言符号（语音或字形）的基础上，凭借已有经验，通过掌握的语言表达其含义的过程。语言理解既可以是对字词的理解，也可以是对句子或语篇的理解。语言理解与语言产生是不同的加工过程，是从词汇层面到概念层面的加工过程。那么在双语者语言理解转换过程中，双语者使用目标语言时是否会激活非目标语言？如果激活，那么激活发生在哪一个层面？非目标语言激活后会不会对目标语言的加工产生影响？语言理解转换中的这三个核心问题还有待于进行系统探讨。目前的研究主要围绕着第一个问题，但争议很大。

有些研究者认为，在语言理解转换中，双语者能够有效地抑制非目标语言的激活，保证目标语言的激活，并且有选择性地通达目标语言。Penfield和Roberts最早提出了“input switch”的语言机制，该机制是指语言转换中双语者能够有效地抑制非目标语言的激活，从而有选择性地通达目标语言。当遇到语言转换情境时，当前使用的语言立即关闭，而需要使用的另一种语言的通路会自动打开（Penfield & Roberts，1959）。后来很多研究者通过实验证明了该观点（Rodriguez-Fornells，Rotte，Heinze，Nösselt，& Münte，2002）。

另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双语者不能有选择性地通达两种语言的词汇，在使用目标语言时，不能有效地抑制非目标语言，非目标语言也会激活。Dijkstra和Van Heuven（2002）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双语词汇识别的BIA（bilingual interactive activation）模型，该模型从语音层面、语义层面和正字法层面对语言理解机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与之前的语言产生模型类似，BIA模型也认为语言是以“语言节点”或者“语言标签”的方式储存在大脑中。语言节点的功能主要在两方面：语言学的表征作用和非语言学的功能机制作用。双语者对词汇识别是完全的、非选择性的，在使用某种语言时，目标语言与非目标语言的平行词汇都会激活，即双语者所掌握的语言的词库会自动激活。在进行语言理解任务时，双语者需要对几种共同激活的语言进行平行的词汇搜索，只是目标语言会得到更大程度的激活。因此对于这个过程，有研究者提出了一种“时间延迟”的假设。当第二语言为目标语言时，其第一语言的同源词也会激活，这时双语者就需要一种加工机制确保非目标语言的词汇语义能够被正确地加工。最后出现的结果是，在对第二语言进行语义加工时，双语者所用的反应时要明显长于对第一语言进行语义加工的反应时。虽然BIA模型能够对语言理解中的转换现象进行部分解释，但是对某些现象还缺少合理解释。由此Dijkstra等人将BIA模型进一步发展和延伸为BIA+模型。该模型认为在进行词汇识别的过程中，除了正字法会影响词汇识别之外，语言之间的语音相似性和语言重叠性也会影响词汇识别。

在语言产生转换过程中，研究者发现语言熟练程度是影响非目标语言加工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样地，在语言理解转换过程中，语言的熟练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由此出现了语言理解转换中非目标语言激活的融合说。很多研究发现，对于熟练程度不同的两种语言，双语者在语言理解转换过程中，对非目标语言的加工是不一样的。当双语者使用熟练的一语时，二语一般不会自动激活；但是当双语者使用不熟练的二语时，一语通常会自动激活（Thierry & Wu，2004；Sebastian-Gallés，Rodriguez-Fornells，de Diego-Balaguer，& Díaz，2006）。

总体而言，在双语者语言理解转换中非目标语言的加工机制上，研究者们尚未达成一致的结论。研究者们需进一步探讨双语者语言理解转换中非目标语言能否激活，然后在此基础上，再深入探讨非目标语言的激活发生在何种层面，以及激活的非目标语言是否影响目标语言加工等问题（李霓霓，王瑞明，王穗苹，李董平，&范小月，2012）。


6.2 语言转换的实验研究

6.2.1 语言转换的行为实验研究

要探讨语言转换的内在机制，传统上研究者主要使用行为实验范式，这也是目前使用最多、最普遍的范式。该范式以反应时或准确率为主要指标，结合具体的实验任务或实验范式，通过巧妙的实验设计，对语言转换过程的内在机制进行探讨。

语言转换研究的早期探索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研究者就已经开始关注双语者语言转换的问题，并且尝试着通过行为实验对该问题进行探讨。Macnamara和Kushnir（1971）尝试测量法语—英语双语者进行句子判断（“正确”或者“错误”）时的反应时。实验结果发现，双语者在进行单一语言的句子判断时（语言不转换条件）的反应时要明显小于进行混合语言句子判断时（语言转换条件）的反应时。后来Meyer、Schvaneveldt和Ruddy（1974）又设计了字符串判断任务来测量英语—德语双语者进行该刺激任务时的反应时。实验结果发现，在两个字符串属于同一种语言的情况下（语言不转换条件），双语者的反应时明显短于两个字符串属于不同语言情况下（语言转换条件）的反应时。另外，还有研究者借助语言启动范式来探讨语言产生过程中的词汇选择问题，发现当前后两个词语属于同一种语言时，双语者的反应要快于前后两个词语属于不同语言时的反应（Chen & Ho，1986; Kirsner，Smith，Lockhart，King，& Jain，1984; Schwanenflugel & Rey，1986）。上述实验研究虽然只是对语言转换进行初步的探索，但是为后来语言转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借鉴和思路。

语言转换研究的蓬勃发展

随着人们对语言转换现象的日益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设计行为实验对语言转换机制进行系统探讨。目前主要有两种研究思路：一种是使用语言转换范式探讨双语者在加工目标语言时对应的非目标语言的加工情况。这种范式的研究特别多，尤其是在语言产生转换领域；另一种范式则是要求双语者对一种语言（目标语言）进行加工，而忽略另一种语言（非目标语言），重点考察要求被试忽略的非目标语言的加工情况，据此推论语言转换中非目标语言的加工机制。这种范式被广泛地应用于语言理解转换领域。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研究者不断地把一些新颖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运用到语言转换研究中来。Green（1995）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研究语言转换的新范式，即要求双语者根据之前出现的提示或者当前的语言背景来进行语言转换的任务。他的研究使用英语—德语双语者来进行词汇产生的实验，要求双语者在看到蓝色背景提示时使用英语完成任务，看到黄色背景提示时使用德语完成任务。实验结果表明，试次（trial）之间使用相同语言时，双语者词汇产生的反应时要明显短于试次之间采用不同语言的反应时，这种反应时的增加被研究者称为转换消耗。转换消耗的存在能够让研究者作出推断：当对话情景与背景要求双语者做出语言的转换时，语言图式就需要更换，先前使用的语言就会被其他的语言图式所替代来完成当前的语言任务。Meuter和Allport（1999）对转换消耗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采用数字命名任务来研究语言产生的转换。在实验过程中，双语者大声快速地使用第一语言或第二语言对一系列阿拉伯数字（从1到9）进行命名，所使用的语言由屏幕的背景颜色决定，实验分为转换系列和非转换系列。结果发现，从第二语言转到第一语言比从第一语言转到第二语言需要更多的时间。这些现象被称为不对称的转换消耗。Hernandez与Kohnert（1999）则通过采用老年和青年两组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来考察转换消耗的影响因素。在实验中，双语者被要求根据所听到的语音提示采用西班牙语或者英语来对数字进行命名。实验结果表明，与青年双语者相比，老年双语者在两种方向上的转换都要使用较多的时间，老年双语者存在的不对称消耗有明显的降低。

进入21世纪之后，在语言产生转换研究领域，又涌现出许多新颖并有价值的研究。Costa和Santesteban（2004）设计了一系列实验对语言转换中的转换消耗进行了系统研究。实验一通过比较两组不同语言双语者来探讨转换消耗是否稳定地存在于各种双语语言中。实验结果表明，在两组不同双语组（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语双语者和韩语—西班牙语双语者）的反应时比较中，从第二语言转到第一语言比从第一语言转到第二语言确实需要更多的时间，该实验也是对Meuter等人（1999）研究结果的验证。实验二则是探讨语言熟练度是否能够对转换消耗的最后结果产生影响。实验选择了熟练的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语双语者来重复实验一的刺激任务，与实验一中非熟练的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语双语者的转换消耗相比，熟练的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语双语者的转换消耗更小。除此之外，双语者第一语言的词汇产生时间明显短于第二语言的词汇产生时间。这说明双语者语言产生转换的机制比较复杂，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除了语言熟练度影响双语者的语言产生转换，是否还存在其他因素（例如语言的属性、语系等因素）影响语言产生转换？很多研究者对该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Finkbeiner、Almeida、Janssen和Caramazza（2006）选择了6种不同的第二语言（汉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法语和日语）进行研究，要求双语者在图片命名实验中仅使用第一语言，在数字命名实验中需要按照不同的线索提示选择正确的语言。实验结果发现，双语者在数字命名任务中出现不对称的转换消耗，而在图片命名任务中却没有出现不对称的转换消耗。此外，Finkbeiner等人在单语实验中设计图片呈现速度的快慢作为转换因素，研究在单语情境下是否也会出现转换消耗，实验结果成功地证明了转换消耗的存在。Gollan和Ferreira（2009）以年轻和年老的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作为被试进行词汇产生实验，在实验过程中通过设计不同的语言背景，考察双语者的语言产生转换问题。在最后的实验结果解释中，Gollan等人认为在真实的词语产生的双语转换情境下，大部分双语者（无论是非熟练双语者还是年老双语者）会更倾向于同时保持对两种语言的控制作用，并不会因为某一种语言更容易通达而减少了对这门语言的管理和监督。

在最近几年的语言产生转换研究中，研究者们不断从新的角度拓宽思路，多方面地对语言产生转换的机制和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Tarlowski、Wodniecka和Marzecová（2013）从语法角度对语言产生转换进行了研究，从概念和形态上进一步确定语法是否也是影响语言产生转换的因素之一。研究选取非熟练的波兰语—英语双语者参与实验。在印欧语系中，英语比波兰语的学习更加困难，因为英语的语法结构比较复杂且句法规则较多。双语者需要根据图片所显示的不同时态使用不同语言的句子来描述图片的内容。通过比较不同时态下双语者完成句子的反应时和错误率，研究者发现，虽然在英语中说完成时态的句子会比较难，但是转换到完成时态的过程却并不难，这与Monsell、Yeung和Azuma（2000）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除此之外，在英语中完成时态的转换消耗要略小于进行时态。另外，研究者还发现在英语结构中的转换消耗要小于在波兰语结构中的转换消耗，这说明双语者所采用语言的结构也会在语言产生转换过程中产生作用。该研究将语言转换的实验研究从词语层面拓展到短语和句子层面，为以后更好地揭示语言产生转换的机制创造了有利条件。另外也有研究者考察了多种语言在语言转换过程中的抑制控制机制。Linck、Schwieter和Sunderman（2012）选择三语者研究语言产生过程中的语言转换。56名三语者（英语是第一语言，法语是第二语言，西班牙语是第三语言）参与了该研究，整个研究过程中双语者需要完成图片命名和Simon两类认知任务。通过比较不同条件之间的反应时消耗，Linck等人认为，当双语者从其他语言转到第一语言或者从第一语言转到其他语言时，会出现明显的抑制控制。这种抑制控制越好，所产生的转换消耗就会越小。另外该研究也充分证明了抑制控制能力与语言转换能力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并且对某种语言限制的能力也能够体现出一般抑制控制机制对语言转换的支持与影响。

国内的心理学工作者也使用了不同的实验设计研究了语言产生转换的加工机制及影响因素。叶嘉文、王瑞明、李利和范梦（2011）运用长时重复启动范式，探讨熟练和非熟练的汉语—英语双语者语言产生过程中非目标语言的激活与抑制。实验一探讨双语被试在学习阶段使用汉语进行图片命名任务时，非目标语言英语概念层面的激活与抑制情况，结果发现，不同熟练水平的被试均没有出现重复启动效应；实验二探讨双语被试在学习阶段使用英语进行图片命名任务时，非目标语言汉语概念层面的激活与抑制情况，结果发现，熟练双语被试没有出现重复启动效应，而非熟练双语被试出现了重复启动效应；实验三探讨非熟练双语被试在学习阶段使用英语进行图片命名任务时，非目标语言汉语词汇层面的激活与抑制情况，结果没有出现重复启动效应。综合三个实验的结果，他们认为，熟练汉语—英语双语者在语言产生过程中在概念层面上就对非目标语言（不管是一语还是二语）进行了抑制；而非熟练汉语—英语双语者使用一语时可以在概念层面上抑制非目标语言（二语），但使用二语时不能在概念层面上抑制非目标语言（一语），要在词汇层面上才能抑制非目标语言（一语）。李利、郭红婷、华乐萌、方银萍和王瑞明（2012）采用跨语言长时竞争启动范式探讨了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语言产生中的非目标语言的激活情况，及是否存在跨语言干扰。实验一的被试是18名俄语母语者，实验二的被试是18名日语母语者。自变量是命名语言（一语和二语）和学习条件（学过一致、学过不一致和未学过），因变量是测验阶段被试图片命名的反应时和正确率。实验分为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被试分别用一语和二语命名图片，观察被试在测验阶段学过一致与学过不一致两种条件下是否都能产生促进效应。实验结果发现，无论俄语为母语者还是日语为母语者，被试只有在学过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显著快于未学过条件，而在学过不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跟未学过条件没有显著差异。该研究结果表明，在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语言产生中，非目标语言会激活并存在跨语言干扰，且语言间书写特征的差异对跨语言干扰没有影响。

常松、王瑞明、李利和谢久书（2013）则采用图—图干扰范式来探讨非熟练汉语—英语双语者在语言产生中非目标语言的激活范围。实验一探讨用汉语命名时，干扰图的英语名称能否得以激活。结果发现，干扰图的词汇熟悉度高时，音译词的反应时显著长于音韵无关词；而熟悉度低时，二者无显著差异。这说明在一语的产生过程中，二语中只有高熟悉度的非目标词激活。实验二探讨用英语命名时，干扰图的汉语名称能否激活。结果发现，不论干扰图词汇的熟悉度高还是低，音译词的反应时均显著长于音韵无关词，说明在二语的产生过程中，一语中的非目标词都会激活。总的结果说明，非熟练汉语—英语双语者在语言产生过程中，其非目标语言中的非目标词也会激活，并且激活范围既受非目标语言的熟练程度的影响，也受非目标词的熟悉度的影响。

相对于语言产生转换方面的研究成果，在语言理解转换方面，研究者探讨得还不够多，争议也比较大。有些研究者认为，双语者在语言理解转换中能够有效地抑制非目标语言的激活，从而有选择性地通达目标语言。Scarborough、Gerard和Cortese（1984）的研究较早地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实验证据。他们的研究采用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整个实验中有西班牙语单词、英语单词和假词，在刺激任务中双语者只对目标词反应，而不对其他单词反应。结果发现跟目标语言相比，非目标语言单词在反应时上没有词频效应，由此他们认为，双语被试能够有效地抑制非目标语言的激活。在运用跨语言重复启动范式对汉语—英语双语者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对熟练双语者在学习阶段呈现二语概念任务，在测验阶段呈现一语词汇任务时没有获得启动效应，熟练双语者在激活二语概念之后没有将激活量扩散到相应的一语词汇；而对非熟练双语者在学习阶段呈现一语概念任务，在测验阶段呈现二语词汇任务时也没有获得跨语言重复启动效应（莫雷，李利，王瑞明，2005；Li，Mo，Wang，Luo，& Chen，2009）。他们据此假设，在双语者的语言理解过程中存在一种抑制机制，这种机制能够有效地抑制非目标语言的激活扩散。在对一例前额叶损伤的双语病人进行的研究中发现，患者在激活汉语词汇概念后又将激活量扩散到相关的英语单词中，获得跨语言长时重复启动效应，这与正常的非熟练双语者的结果不同。据此，研究者认为这可能与患者的抑制功能受损有关，前额叶在双语词汇通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抑制作用（李利，莫雷，陈卓铭，王瑞明，伍丽梅，2007）。

另有一些研究表明，双语者不能有选择性地通达两种语言，使用目标语言时，非目标语言会自动激活。Kirsner、Smith、Lockhart和King（1984）认为双语者在进行语言理解的过程中，大脑存在特定单元对特定的语言进行加工，在进行语言理解转换时，即周围环境是语言混合的环境时，这些单元就会在大脑中形成一个综合性网络对语言理解进行加工，同时也监控语言的转换。在Kirsner等人的实验中，双语者需要按照要求使用英语或法语来进行阅读任务，实验结果表明，双语者在进行词汇选择任务时会出现词汇重复效应，并且这种效应是同语言特异的。与此同时，Kirsner等人也认为语言理解转换过程包含了词汇识别和词汇决定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分别对应着词汇识别加工和语义加工。另外也有研究者让法语—英语双语者在不同语义条件（语义相关不转换、语义无关不转换、语言相关转换和语义无关转换）下进行单词阅读实验，实验结果发现，进行语言理解加工时可以同时激活两种语言，并可以根据背景需要及时加工目标语言（Dalrymple-Alford，1985）。

Williams和Hammarberg（1998）对三语者的语言转换进行了追踪研究，他们的被试是844名掌握三种语言（英语、德语和瑞典语）的三语者，在研究中被试需要将自己每天发生语言转换的情况清楚地记录下来。对回收的数据进行分析之后，他们发现在第三语言（瑞典语）的学习过程中，第一语言（英语）和第二语言（德语）起到了不同的作用。三语者的第二语言同第三语言在进行语言理解的转换中同时激活，但这两种语言又能够同时进行加工，互不干扰。Williams等人认为在进行语言理解转换过程中，语言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人们在语言理解过程中可以直接去提取目标语言词汇，而不会受到非目标语言的干扰。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不断改进实验，通过对各种变量的控制来对语言理解转换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王瑞明、邓汉深、李俊杰、李利和范梦（2011）采用长时重复启动范式系统探讨了汉语—英语双语者在语言理解转换中的非目标语言的激活状况。实验一和实验二使用词汇判断任务，实验三和实验四使用概念判断任务。在每个实验的第一个小实验中，非目标语言是英语；在每个实验的第二个小实验中，非目标语言是汉语。实验一和实验三探讨学习阶段的非目标词在测验阶段呈现时能否出现长时重复启动效应，从而检验双语者在语言理解转换中的非目标语言有没有自动激活；实验二和实验四探讨学习阶段的非目标词在测验阶段以翻译对等词呈现时能否出现长时重复启动效应，从而检验双语者在语言理解转换中的非目标语言的语义有没有自动激活。总的实验结果表明，汉语—英语双语者在语言理解的过程中，加工一种语言（目标语言）时，非目标语言（要求被试忽略的另一种语言）会自动激活。但在词汇任务情境中，非目标语言只在词汇层面上激活，其语义不会自动激活；而在概念任务情境中，非目标语言的词汇层面和语义层面都会自动激活。吕欢、王瑞明、谢丽丽、李利和陈钦源（2012）在该实验的基础上采用长时重复启动范式进一步探讨了汉语—英语双语者在词汇判断任务中非目标语言的激活层面。实验一在学习阶段采用词汇判断任务，测验阶段采用非目标语言的翻译对等词的生物属性判断任务。实验二在学习阶段采用词汇判断任务，测验阶段采用非目标语言对应图片的生物属性判断任务。两个实验的结果发现，不管非目标语言是英语还是汉语，学习过的单词的反应时和正确率与未学习过的差异不显著，即没有出现长时重复启动效应，该结果进一步证明了在词汇任务情境中，非目标语言只在词汇层面上激活，其语义不会自动激活。李利、吴剑锋、陈超莹、王瑞明（2013）的研究采用概念判断任务，进一步探讨了非熟练汉语—英语双语者语言理解转换中非目标语言的激活状况。实验结果发现，在非目标语言是英语单词和汉语单字词两种条件下，汉语—英语双语者在完成语言理解转换的概念任务中，非目标词汇的语义信息都会自动激活。该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实验任务情境是影响语言理解转换中非目标语言激活的重要因素。同时研究者也指出语言的熟练度也有可能影响语言理解转换中非目标语言的激活。还有研究者初步探讨了语言理解转换中非目标语言对目标语言时间进程的影响（李霓霓，王瑞明，王穗苹，李董平，&范小月，2012）。该研究运用了跨语言即时启动和延时启动范式，要求晚期熟练汉语—英语双语者完成生物属性的判断任务。实验一的非目标语言为英语，目标语言为汉语；实验二的非目标语言为汉语，目标语言为英语。实验结果表明，在晚期熟练双语者的语言理解转换过程中，语义的即时启动影响存在不对称性，语义相关的非目标语言汉语对目标语言英语的语义理解起促进作用，但是这种启动效应的持续时间短暂，在延时条件下消失。


6.2.2 语言转换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

伴随科学技术的革新与研究手段的创新，双语者的语言转换研究在不断深入和拓展。研究者开始使用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手段，在之前的行为实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语言转换的功能结构与神经机理。

语言转换的ERP研究

事件相关电位（ERP，event-related potential）是指与一定心理活动（即事件）相关联的脑电位变化。当特定的外部刺激作用于感觉系统或脑的某一部分，在给予刺激或者撤销刺激时，大脑的部分区域会引起电位变化。ERP技术的出现为语言转换研究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在双语者语言转换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

语言转换属于任务转换的一类，在利用ERP技术对语言转换进行研究之前，心理学研究者对任务转换也进行了大量的、有价值的研究。在任务转换的ERP研究中，研究者使用不同的实验设计，探讨任务转换中ERP成分的潜伏期、极性以及分布。虽然研究中的实验材料和实验设计存在差异，但是综合已有的研究结果，我们仍能发现两个比较系统的ERP效应。首先是顶叶正波，它可能与准备线索以及下一个转换试次有联系。Nicholson等人（2005）指出，如果预期的线索未出现，顶叶正波会在转换刺激加工后出现。其次被普遍观察到的唤醒成分是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中期负成分，当出现任务转换以及反应干扰时，该成分会被激发并能及时对这种不同进行加工。

心理学研究者采用ERP技术对语言产生和语言理解中的语言转换展开了广泛的实验研究。在Jackson等人（2001）的实验中，20名英语本族语的双语者被要求使用第一语言或者第二语言（法语、德语、汉语和乌尔都语）对屏幕上的彩色数字进行命名，数字的颜色能够提示双语者所要使用的语言。由于EEG极易受到面部表情肌肉的影响，为了保证可以分析未受污染的ERP波形，Jackson等人把数字呈现的时间延长到1000ms，而且要求双语者在数字消失之后尽可能快地进行命名。在另一个平行对比的实验中，他们让数字只呈现250ms，并且要求双语者从数字出现就开始命名，从而可以较好地分析双语者的反应时。ERP实验结果表明，额叶部分出现明显的负波（N200）。研究者预测该ERP成分与反应抑制和反应转换有关，并且两者在加工中会有共享的神经基础。另外该研究结果表明，当从第一语言转换到第二语言时，所产生的额叶负波要明显大于从第二语言转到第一语言的情况。这也印证了双语者在通达第二语言时需要对第一语言进行更多的抑制的假设。此外，Jackson等人还在顶叶发现了一个晚期正成分（LPC，385—700ms），目前尚没有明确的研究来确定该成分所反映出的大脑机制，但研究者推测这个晚期正成分可能会反映出重建刺激—反应之间的联结以及重新通达之前被抑制词汇的过程。

Christoffels、Firk和Schiller（2007）采用图片命名任务研究了语言转换过程中的语言控制问题。20名非熟练的德语—荷兰语双语者参与了实验，实验过程中图片的颜色提示双语者使用第一语言（德语）或者第二语言（荷兰语）进行命名。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双语者无法预期两个试次之间是否需要使用同一种语言，实验的顺序在双语者之间做了很好的平衡。通过对同源词上的反应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双语者不仅在行为数据的反应时上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同源词效应，同时在脑电波上也观察到了同源词与非同源词在波幅上的差异。此外，无论是同源词转换还是非同源词转换，无论是第一语言向第二语言转换还是第二语言向第一语言转换，研究者在275—375ms和375—475ms时间窗处都发现了明显的对称性转换消耗，同时这种语言混合的效应在第一语言上有更加明显的体现。

Verhoef、Roelofs与Chwilla（2009）同样采用了图片命名任务研究语言转换过程中语言的抑制作用。17名荷兰语本族语双语者参与该研究，英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且熟练度明显低于荷兰语。在实验过程中以荷兰和英国的国旗作为线索，提示双语者使用荷兰语（第一语言）或者英语（第二语言）来进行图片命名。在实验过程中记录被试在图片命名时的反应时和EEG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短时间间隔条件下观察到非对称的转换消耗，而在长时间间隔条件下观察到对称的转换消耗。在脑电波分析中，研究者对300—360ms时间窗的脑电波进行分析，并对N2成分进行重点研究。在前人的实验成果基础上，研究者预测转换条件下N2成分的波幅会显著大于重复条件下的波幅。然而该实验的结果却表明N2成分并没有因为语言顺序的变化而变化，相反，N2成分在长时间间隔下的波幅要明显大于在短时间间隔下的波幅。这说明N2成分可能更多地受抑制机制而不是冲突机制的影响。

从以上语言产生的转换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出，词汇选择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之前的研究结果说明词汇选择过程需要某些脑区的参与和加工，但是双语者是通过特定的语言机制来完成词汇选择还是通过一般的认知控制机制？这个问题在该研究领域亟须解决，研究者也在继续拓展语言转换研究。Khateb等人（2007）设计了词汇选择的任务，德语—法语双语者在语言选择的条件下进行任务，他们需要根据屏幕上的提示来选择第一语言（德语）或者第二语言（法语）命名图片；而单语者是在任务选择的条件下进行任务，他们需要根据屏幕上的提示来选择名词或者动词命名图片。实验过程中记录其脑电波并进行分析。比较双语者和单语者在使用德语命名时的EEG之后发现，两类条件下使用德语所产生的脑电波有明显的不同。在350—500ms的时间窗处，在语言转换条件下可以观察到明显的正成分，而在任务转换条件中可以观察到明显的负成分。通过对脑电波地形图的分析可以发现，上述脑电波的不同除了在额叶中部的中央前回被观察到之外，在左侧缘上回以及左侧角回处也观察到了这种不同。通过与之前研究结果的比较和整理之后，Khateb等人认为语言选择的加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由一系列神经脑区组成的网络来完成，该神经网络中既包含了一般认知任务的加工，也包含了语言的加工，因此该研究认为有一个综合性神经网络负责语言产生中的转换加工。

研究者也使用ERP技术研究语言理解中的转换机制。Jackson等人（2004）在之前语言转换研究的基础上设计实验进一步探讨了语言理解中的转换机制。18名英语本族语的双语者需要对数字奇偶性进行快速按键判断。在实验过程中，数字用第一语言或第二语言（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呈现，双语者在进行按键过程中会出现语言转换或者不转换的情况。实验结果表明，与之前语言产生的ERP实验结果相比，在语言理解的ERP实验中并没有观测到明显的额叶负波（N200），顶叶的晚期正成分（LPC）同样也没有被清楚地观察到。按照之前的理论，双语者在判断奇偶性时，他们会将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相关词汇同时激活，然后将不合适的词汇进行抑制，并提取出正确的词汇，而该实验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研究者们认为在语言理解的过程中，双语者的词汇选择机制是非特定语言的，词汇通达是不受限制的，这一点在其他范式的实验中也得到了证明。

Pazo-Alvarez、Cadaveira和Amenedo（2003）对28名英语本族语的双语者进行了语言理解转换的ERP研究，这28名双语者均来自初级或者中级的西班牙语学习班，保证了所有实验参与者的同质性。在实验过程中，双语者需要仔细理解看到的单词，并对单词的语义作出判断。实验过程中英语（L1）和西班牙语（L2）的单词按照设定好的顺序呈现，研究者对同一语言内部及跨语言重复的词汇反应的ERP波进行处理与分析。实验结果表明，当双语者从西班牙语转向英语时，在300—500ms的时间窗处可以观察到明显的N400成分，该成分在随后的时间窗里逐渐减弱；而当双语者从英语转向西班牙语时，虽然在300—500ms的时间窗处N400成分减弱，但是在随后的时间窗处，该成分又出现了明显的增加。研究者认为该实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验证了Kroll和Stewart（1994）所提出的修正层级模型，即从第二语言到第一语言的转换方向比从第一语言到第二语言的转换方向存在更强烈的词汇联结。同时该结果也可以说明双语者在进行语言理解转换过程中的不对称性。

也有研究者在语言理解的研究中考察了语言转换中的同源词效应。Midgley、Holcomb和Grainger（2011）通过ERP实验对同源词与非同源词的加工模式进行了探讨，42名英语—法语双语者参与该实验。实验采用区组（block）设计，双语者按要求使用第一语言（英语）或者第二语言（法语）读出屏幕上的单词，若该单词是生物属性，需要在读单词的同时进行按键。研究者在实验中记录双语者反应过程的EEG，尤其是对N400成分进行重点分析。实验结果发现，在两种语言中，同源词与非同源词相比产生较小的N400成分，但是N400成分在两种语言加工过程中出现的时间不同。在第一语言加工的过程中，N400成分主要出现在200—400ms的时间窗处，但是在第二语言加工的过程中，N400成分主要出现在500—800ms的时间窗处。综合之前的研究结果，研究者们认为同源词因其字形、字音以及语义的特殊性，双语者在进行第二语言的加工中会表现出与非同源词加工的不同。Midgley等人认为在进行第二语言的同源词加工时，双语者会选择其第一语言的翻译对等词，进而通达该同源词的语义进行加工。

除了探讨语言转换中的词汇提取问题，研究者们又从另一个角度——句子——研究语言转换问题。Proverbio、Vecchi和Zani（2004）利用完整的句子阅读任务来研究语言转换的ERP成分。8名意大利语本族语者和8名意大利语—英语口译人员参与了实验。实验采用区组设计，在双语者阅读不同类型句子的同时，记录他们在阅读过程中的EEG。行为数据结果表明，尽管实验采用区组设计，但是双语者阅读单一句子的反应时要短于阅读混合句子的反应时。在ERP成分上，Proverbio等人主要关注的是在枕叶和颞叶处的早期时间窗（130—200ms）和晚期时间窗（300—500ms）。对EEG数据分析之后发现，双语者对语义的第一个加工出现在130—200ms，并且该ERP负成分在混合语句中的大小有明显的差异，当最后转向第二语言单词时所产生的N1成分要明显大于最后转向第一语言单词。双语者对语义的第二个加工出现在300—500ms，口译人员在阅读混合句子时的N400成分要大于阅读单一句子时的N400成分，从优势语言转向非优势语言比反方向时的效应明显更大。另外语义加工也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大脑不对称性：左半球在早期的时间窗上有明显的N100成分出现，但是在右半球上却并没有观察到这种成分。

在影响语言转换因素的探讨上，研究者们也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并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Midgley、Holcomb和Grainger（2009）采用ERP技术，考察了语言熟练度在语言转换过程中的影响。英语—法语双语者和法语—英语双语者在实验中需要按照已经设定的顺序和指令被动地阅读单词，研究者在整个过程中记录双语者的EEG并对其进行分析。通过比较非熟练英语—法语双语者阅读法语单词时的脑电波和非熟练法语—英语双语者阅读英语单词时的脑电波，研究者发现在200—600ms时间窗处均观察到了明显的N400成分，并且脑电波的变化模式也非常相似。另外，双语者使用第二语言时所引发的N400成分要明显大于他们使用第一语言时所引发的N400成分。这说明该ERP成分与语言的优势性密切相关。然而熟练的法语—英语双语者的脑电波模式却与非熟练的法语—英语双语者的脑电波模式不尽相同，当他们使用英语进行单词阅读时，在200—600ms时间窗处没有观察到明显的N400成分。这一结果说明对不同熟练度的双语者来说，语言转换的加工过程是不同的，并且这种不同在脑机制上有清晰明确的体现。

另外，研究者也使用该技术考察了语言理解过程中非目标语言的激活情况。吴际、王瑞明、范梦、李利和陈丽华（2013）采用ERP技术探讨汉语—英语双语者进行部件搜索任务时的非目标语言激活情况。实验结果发现，汉语作为非目标语言时出现了词频效应，非目标语言汉语的高低频词在P2波幅上出现显著差异，说明非目标语言汉语能自动激活；英语作为非目标语言时在波幅上没有发现任何词频效应，说明非目标语言英语不能自动激活。总的结果表明，部件搜索任务中双语者的非目标语言会自动激活，但这种激活受到语言熟练程度的影响。

语言转换的fMRI研究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是近几年来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发展起来的重要研究手段之一，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人类认知过程研究，包括对感知觉、注意、语言、记忆等方面的脑功能研究。fMRI技术的最大优势是可以在无损伤条件下，观察人脑在进行一定活动时各个脑区的生理功能情况及变化，揭示各个脑区的功能定位，从而为全面分析和了解大脑提供研究基础，这是之前的研究技术所做不到的。

研究者也较早地利用fMRI技术研究语言转换问题，基于这些丰富且有价值的研究，研究者能够初步地掌握语言转换的神经机制。语言转换被认为是任务转换的一种，因此研究者对语言转换的研究也往往是从任务转换开始的。Kimberg、Aguirre和D'Esposito（2000）在实验中设计了两类刺激任务：字母任务与数字任务。被试需要按照已经安排好的顺序完成这两类实验。通过分析与比较转换条件与重复条件下大脑功能的激活情况，Kimberg等人发现顶上小叶（superior parietal lobule）在转换的准备以及转换过程中都保持着激活，这说明该区域对刺激任务的转换比较敏感，但是对所进行的任务不敏感。除此之外，他们也发现了前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在任务转换过程中也出现激活。类似的实验研究还有Dove、Pollmann、Schubert、Wiggins和von Cramon（2000）的研究，他们也采用了两类刺激任务，通过控制任务呈现的顺序来分析并比较参与者进行重复任务和转换任务时大脑功能的激活情况。Dove等人发现双侧前额叶皮层（bi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在任务转换和执行控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研究的拓展和深入，研究者渐渐将fMRI技术应用到语言转换这一特定领域，并获得了大量有意义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揭开语言转换的脑功能机制奠定了基础。Hernandez、Martinez和Kohnert（2000）采用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进行图片命名任务，目的是要考察与语言转换相关的脑功能区。在研究过程中，双语者需按照实验设计，选择与线索相对应的语言来命名看到的图片。实验采用区组设计，分成单一语言区组、混合语言区组和控制区组三种类型。比较三种不同类型区组的大脑功能图像后发现，参与者在进行混合语言任务时，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的激活量要明显大于其他两种条件，这说明该区域在进行语言转换任务时起到了控制和调节转换语言的功能。同时早期双语者在进行不同语言表征和加工的过程时，所激活的大脑区域会有一定的重叠，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随后Hernandez等人（2001）继续采用fMRI技术考察语言转换过程中的其他相关脑区，在该研究中让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命名图片，这一系列图片内容分为动作和物体，命名语言分为单一语言区组和混合语言区组，在混合语言区组中需要进行语言转换。实验结果发现，进行图片命名任务时背外侧前额叶皮层会有明显的激活，激活的区域会延伸到左侧半球的布洛卡区。但是双语者在使用英语和西班牙语来对图片进行命名的过程中，所出现的脑区激活模式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同样在命名动作内容和物体内容两种类型的图片时，双语者所表现出的脑区激活模式也没有太大的差异。另外，比较语言转换与不转换的两种条件，背外侧前额叶在语言转换的情况下出现了更大的激活。然而在图片类型转换与不转换条件下，并没有出现激活脑区的差异。这说明在进行语言的认知控制加工中，存在特定的脑区来执行控制的功能，但是该特定脑区的具体定位尚不清楚，因此需要研究者对语言转换的神经机制继续进行探究。

研究者在讨论任务转换的加工过程时发现，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对反应冲突的监控有举足轻重的作用。Braver等人（2001）认为在低频率转换的反应过程中，前扣带回会有选择性地参与到任务转换过程中而不受到任务类型的影响。在整个研究中，Braver和同事采用fMRI技术，使用三种不同类型的任务范式：go/no-go范式、oddball范式和两类任务迫选范式。实验结果发现，在不同类型的刺激任务中，当进行低频率转换实验时，同样的前扣带回区域处都出现激活。即便刺激任务都是以相同的频率出现，前扣带回区域的激活强度也没有出现差异。与此同时，在前扣带回的子区域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激活模式。另外研究者还发现，右侧前额叶皮层（right prefrontal cortex）和顶叶皮层（parietal cortex）主要负责反应的抑制；辅助运动区（supplementary motor area，SMA）对反应的选择进行加工；左侧颞上皮层（left temporal cortex）和颞顶皮层（tempoparietal cortex）则对目标的探测负责。但是对于前扣带回在语言转换中的作用和表现如何，研究者还需要进行充分研究。

Quaresima、Ferrari、van der Sluijs、Menssen和Colier（2002）在研究中发现，左侧额下回（left inferior gyrus）区域在进行语言转换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活跃。在研究中，熟练的荷兰语本族语者要按照实验设计使用荷兰语（第一语言）和英语（第二语言）对刺激单词进行两种语言的相互翻译。实验结果发现，在进行语言转换任务时，左侧的额下皮层（其中包括布洛卡区）的血氧水平依赖（BOLD）信号会出现稳定的升高，然而该区域周围脑区的BOLD信号却并没有出现与语言转换一致的变化，这一结果说明左侧额下回参与语言转换过程并发挥重要作用。伴随语言转换研究成果的增多，左侧额下回区域引起了研究者的足够重视，Kho等人（2007）在对双语病人的研究中也指出该区域在语言转换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者在对双语病人进行干预治疗之后发现，在患者进行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其左侧额下回区域表现出明显的激活，证明了左侧额下回区域在双语转换过程中的重要性。

伴随着磁共振技术的逐渐成熟，语言转换的脑机制也渐渐地被研究者揭示出来。Rodriguez-Fornells等人（2005）综合运用了ERP与fMRI技术，通过比较单语者和双语者在图片命名时大脑功能情况的变化，以达到发现语言转换的大脑功能区的目的。Rodriguez-Fornells等人选择了德语单语者和德语—西班牙语双语者来进行实验，实验要求参与者按照既定的规则进行图片命名。在对收集的EEG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发现，双语者在使用德语（第一语言）或西班牙语（第二语言）命名图片上的物体时，不一致条件（该物体德语单词的第一个字母是元音字母，而西班牙语的翻译对等词的第一个字母是辅音字母，反之亦然）比一致条件（该物体德语单词的第一个字母是元音字母，西班牙语的翻译对等词的第一个字母也是元音字母，辅音字母的情况也是如此）在N200成分上有明显的差异，并且不一致条件的N200成分在450ms处有明显的波峰。对单语者和双语者的脑成像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发现，与单语者相比，双语者在解决语言的干扰过程中还有更多具有执行功能的脑区被激活并参与到了语言的加工中，如左侧前额叶皮层；另外双语者在前扣带回区域的激活量明显大于单语者的激活量。Rodriguez-Fornells等人认为大脑在语言转换的加工中，除了经典的语言脑区参与之外，具有执行控制与抑制功能的重要脑区也会参与其中。那么负责两类任务的相关脑区在整个过程中是如何协同合作，共同完成语言转换任务的？对于该问题的探讨将成为之后心理研究者的研究重点。

Abutalebi等人（2007）采用听觉词汇刺激任务来考察语言转换。研究采用事件相关（ER）实验设计，12位早期熟练意大利语—法语双语者需要被动地听两种语言的句子。句子分为三类：同时符合语法和语义的句子、符合语义但违背语法的句子和符合语法但违背语义的句子。两种语言的句子独立地呈现给被试，双语者需要判断句子是否符合句法规则并进行按键反应。对脑成像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发现，语言转换的脑功能区包含了一个比较广泛的神经网络，其中包括双侧前额叶以及颞叶联合皮层。除此之外不同类型的语言转换之间，其脑功能情况也出现了差异：在正常转换条件下，负责语义加工的脑区表现得比较活跃，如左侧颞下回（left temporal gyrus）。该区域在之前的研究中已经被发现与语义加工有关（Démonet，Thierry，& Cardebat，2005）；而在非正常转换条件下，负责句法和语音加工的脑区表现得更活跃，如布洛卡区的盖部和左顶下小叶区域。这两个区域也已经被研究者证实与句法和语音加工有密切联系（Paulesu，Frith，& Frackowiak，1993; Caplan，Alpert，Waters，& Olivieri，2000; Friederici，2002）。当双语者转向第二语言（法语）时，负责执行控制的前扣带回区域会有选择性地参与到语言转换的加工中。

根据这一研究结果，Abutalebi等人（2007）也提出了相同的问题，在语言转换的过程中有哪些脑区是语言加工的特定脑区，又有哪些脑区是负责转换和控制的？他们因此设计了实验来考察这个问题。实验研究采用了事件相关（ER）设计，20名德语—法语平衡双语者参与实验，与之前的研究者的思路和方法类似，在实验中研究者也设计了两类任务：任务转换（使用某一语言的动词或名词命名）与语言转换（使用德语或者法语命名）。屏幕上会有线索出现进行调节，双语者根据要求完成这两种任务。通过比较单语和双语背景下使用第一语言（德语）命名的脑成像数据，发现左侧尾核（left caudate）和前扣带回区域在双语背景下的激活强度要明显大于在单语背景下的激活强度。更重要的一点是，当双语者使用第二语言（法语）进行命名时，上述两个脑区的激活范围会进一步延伸拓展。除此之外，Abutalebi等人（2007）认为左侧尾核和前扣带回的激活在语言转换条件下的激活量要大于在任务条件下的激活量。这说明在语言转换的加工过程中，大脑的神经网络更侧重于负责语言处理，而非语言的控制。

国外的研究多使用印欧语系的语言，但是却忽略了其他语系在语言转换加工中的特性。汉语作为汉藏语系中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在近几年的语言转换研究中也得到广泛的重视；研究者使用汉语作为语言转换的研究对象，也进行了大量而深入的研究，得到了丰富且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Wang、Xue、Chen、Xue和Dong（2007）同样采用有线索提示的图片命名范式，考察汉语—英语双语者在语言转换加工中的大脑功能情况。脑成像数据的分析结果说明，与非转换条件比较，右侧前额叶上部（right superior prefrontal cortex）、左侧额叶中部和上部（left middle and superior frontal cortex）以及右侧中部的扣带和尾核（right middle cingulum and caudate）在语言转换条件中有更强烈的激活。另外当双语者从第一语言（汉语）向第二语言（英语）转换时，与执行功能相关的脑区，如双侧额叶皮层（bilateral frontal cortices）以及左侧前扣带回（left ACC），比在非转换条件下有更大的激活。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大脑的神经活动与语言转换的方向密切相关，同时，实验结果表明在大脑的脑区中并没有一个针对“语言转换”的特定脑区。在进行语言转换活动时，负责语言的脑区与执行控制的脑区协同合作。

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说明，为了控制和管理两种或多种语言，双语者必须具有高效的神经机制，但是在双语的语言控制中是否包含着不同的控制成分，目前尚不明确。Wang、Kuhl、Chen和Dong（2009）采用事件相关和区组混合实验设计，通过研究语言转换中长时和短时的神经控制，进一步分析语言控制的不同成分的问题。15位汉语—英语双语者参加了该研究。研究者对脑成像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将混合语言条件与单一语言条件作比较，在混合语言条件下，稳定的双语控制引发双侧额下回、前额叶以及额中回的激活；而在语言转换条件下，暂时的双语控制则引发左侧顶下小叶的下部和上部以及额中回的激活。更重要的是，在考察混合语言转换消耗时，右侧顶上区域活动与其有很大相关；在考察不对称语言转换消耗时，左侧顶叶下部和上部的活动与其有很大相关。综合上述结果，在进行稳定控制和暂时控制的语言加工时，大脑两侧部分的激活模式存在差异。这也更进一步说明在双语转换的时候，语言的熟悉性是影响语言加工机制的重要因素。

另外，双语者在进行语言转换刺激任务时，对两种语言语库的激活和抑制程度也一直是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在总结和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Guo、Liu、Misra和Kroll（2011）采用区组设计和区组与事件相关混合设计的图片命名范式来考察在双语转换中局部抑制和整体抑制的脑机制问题。24名双语者被随机分为两组进行命名任务，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会有线索出现提示参与者选择语言对图片进行命名。研究者使用相减的方法以确定局部抑制和整体抑制在神经机制上的不同情况，从而分析语言转换中的局部抑制和整体抑制。当双语者使用汉语和英语命名时，研究者通过比较区组与事件相关混合设计任务和区组设计任务激活的脑区差异来考察局部抑制，同时把汉语的使用顺序与英语的使用顺序造成脑区激活的差异作为整体抑制的考察依据。实验结果发现，两种语言在抑制的脑激活模式上存在明显的不同。在局部抑制中，背侧前扣带回和辅助运动区活动活跃；而在整体抑制中，背侧左额回和顶叶皮层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

总体上看，在语言转换研究中，研究者不断地对实验的设计和范式进行探索与改进，将语言转换这一抽象的心理机制具体化为心理学的外显行为，这些成果为语言转换研究提供了广阔并且新颖的视角和思路；另外，研究者们也与时俱进，使用先进的认知神经科学技术，多方面、全方位地探索语言转换的神经机制，在丰富语言转换实证研究的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心理语言学的研究领域。


6.3 同声传译中的语言转换

同声传译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语言转换现象，它要求译员在极短时间内口头地将一种语言经过加工转换成另一种语言，从而方便不同语言的人之间沟通和理解。随着全球化脚步日益加快和国际间的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同声传译在国际性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同声传译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


6.3.1 同声传译概述

同声传译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在二战之后的纽伦堡审判中首次正确使用同声传译；1947年，为保障国际会议内容能够准确传达给各个国家代表，联合国首次正式设立同声传译工作岗位；1977年，David Gerver在威尼斯组织了第一次口译研究跨学科研讨会，同声传译逐渐被纳入到语言学研究的范畴中，其中的同声传译理论研究也进一步推动了语言学的发展。

同声传译的整个过程主要涉及源语言理解、语言转换和翻译语言产出三个阶段。在源语言理解阶段，译员需要对输入的信息进行语义加工，将其核心内容以语义单元的形式提取出来并为下一阶段作好准备；在语言转换阶段，译员需要激活所要输出的目标语言，在目标语言中找到与上一阶段加工的语义单元相匹配的字词；在最后的翻译语言产出阶段，译员需要整合语义单元及目标语言，并根据一定的正字法准则和当时的情景来进行语言的输出。在对同声传译的研究中，备受关注的是第二个阶段。在同声传译中语言转换的本质是什么，它与普通的语言转换机制有什么异同点？这就成了在翻译研究领域亟需研究者解决的问题。


6.3.2 同声传译的相关理论

释意派理论

释意派理论（the interpretive theory）主要由法国高等翻译学院（ESIT）的一批学者提出，该理论的形成将同声传译的研究提升到了科学层面，同时也标志着同声传译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释意派理论的基础有两个概念：意义与意图。Seleskovitch（1976）强调意义是透明的，言语在同声传译活动中应为“话语语篇的整体意义”，并且在实际的话语理解中，句子都只有一个意义，不会产生歧义。基于以上观点，在进行同声传译过程中，译员可以“脱离源语言外壳”，在进行反应过程中传达的是讲话者的“意图”而不是“意义”。该理论认为同声传译的言语理解和言语产生过程与普通的言语理解和言语产生过程没有区别，两者都具有反身性的特点，即同声传译中的言语理解与言语产出之间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关联的。Lederer（1981）对Seleskovitch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也修正了其理论中的极端看法。他将同声传译中的言语理解和产出过程进一步细分为三个阶段：声音和词汇的辨认，语法分析，与已有知识合成为后续意义单位。在这个过程中有八种心理操作（mental operation），分为三大类（见表6.1）。

表6.1 同声传译中的八种心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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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释意派理论使得同声传译理论开始发展，但是它仍存在着局限性和不足。首先，在进行同声传译的过程中，译员需要对外周系统与记忆当中的信息进行整合，在这个中间的表征过程中，译员就会从自己的认知角度来处理讲话者的内容，最后译文之间的差异也就是在这个中间表征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但是释意派理论却并没有对同声传译的中间表征过程进行明确的阐释。第二，该理论只是简单地对译员的语言水平作理想化的预设，并没有考虑到译员在实际中的真实语言水平。这就削弱和限制了该理论在解释实际问题时的范围和应用。

认知心理学理论

Gile教授于1995年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提出“认知负荷模型”（effort model），也称为多任务处理理论。认知负荷模型的提出为研究译员的复杂的认知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Gile，1995）。该理论认为在同声传译过程中，译员需要同时进行多个任务，包括听辨、理解、记忆和言语输出。认知心理学把人的心理过程比作一台中央处理器，对信息进行输入、存储、加工、转换和输出。同声传译作为人类认知活动的一种，也应当遵循着信息加工的过程与步骤。在同声传译中，译员还会不断地进行“理解——产出——理解”的认知加工，并在短时间内持续和高速地进行加工。这个过程可以分解为：即听即说和边说边听。即听即说是指在开始同声传译时“理解——产出”几乎同步进行，译员一边认真听取演讲者的发言，一边就要在几秒之内口头翻译发言内容。边说边听是指在开始同声传译后，译员需要一边输出翻译内容，一边还要继续认真听取演讲者的发言，并为下面的输出作准备。同声传译中进行的是高效且高速的语言转换过程，这种语言转换是一种平行分布式的加工机制，它同步操作了同一水平上的神经信息的运算和认知加工，这种神经网络运用分布表征的方式来处理和记忆信息。因此译员使用这样的神经网络可以同时满足多种约束、多种负荷，并以极快的加工速度完成对源语言的感知和理解、信息的记忆和储存、信息重组、转换，直至产出目标语言，从而保证了以极快的速度感知来自外部环境的语言刺激和输入，并迅速果断地作出判断和反应。

除了上面的“认知负荷模型”，认知心理学的“认知资源分配理论”也能够对同声传译的认知加工进行解释。认知资源分配理论认为大脑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不同的认知活动所需的认知资源的数量也不同，因此大脑一定要对认知资源，特别是注意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在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中，注意通常被看作是信息加工的重要机制，并且在人类的心理活动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从信息加工的角度研究注意一直是认知心理学的重要主题。在认知心理学中，“注意”具有四个主要的功能：选择功能、保持功能、调节功能和监督功能。其中，注意的选择性功能被称为选择性注意，即对重要的输入信息作出反应，而对不重要的刺激不作出反应（刘绍龙，2007a）。一般来说注意的容量是有限的，但是这个容量可随任务难度、意志、努力、动机等方面的变化而变化。在进行同声传译的过程中，译员需要启动选择性注意，甄别演讲者内容中的有效与无效语流，并对短时记忆和言语产生进行调控，从而保证整个同声传译的质量与效果。

另外，Gile（1995）在认知资源分配理论的基础上对同声传译的认知加工过程作了更新的阐述。他认为译员的精力和脑力是有限的，因此在整个同声传译的过程中必须均衡地将精力分配于认知过程。他用一个公式来对同声传译的认知过程进行解释：SI=L+M+P+C，即同声传译（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听力分析（listening and analysis）+短时记忆（short-tem memory）+言语产生（speech production）+协调（coordination）。其中听力分析、短时记忆和言语产生属于认知过程的基本任务，而协调则对这三个基本任务的精力和时间分配进行调节（吴琼，2002）。如果把演讲者的每一个语流作为一个信息单位，那么每个信息单位里都包含着需要译员协调的三个基本任务。同声传译员若不能很好地对精力进行协调，对资源进行分配，就会导致最后出来的翻译质量不甚理想。如果听力分析环节占用过多时间和精力，就有可能会增加之后短时记忆的负荷，记忆所能存储的信息就会减少，甚至可能使重要的信息流失掉，影响最后的翻译效果；若短时记忆的时间偏长、分配的精力偏多，则会压缩传入语言与传出语言之间的时间；而如果在言语表达的时间分配偏长，那译员就没有时间很好地记忆翻译内容。因此在同声传译中合理分配精力和脑力将有利于译员顺利地完成任务。

认知语用理论

在同声传译的理论研究中，认知语用理论将认知心理学与语用学结合起来，对同声传译的认知过程进行了跨学科的阐释。从1938年莫里斯（Charles W.Morris）首次给语用学这门学科下了定义以来，语用学的各类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这些研究对之后的国际语言学和翻译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语用学理论认为语言是语音和语义相结合的符号系统，它包含了一系列的语言单位，如音位、语素、词、词组等。言语的交流是一个复杂的加工过程，它主要包含了传递、感知、理解、编码和产生五个前后相连接的环节。在进行同声传译的过程中，言语传递是通过语言设备来完成的。通过耳麦接收到演讲者的话语，译员就会形成言语感知，并采用语言的分析策略对之前感知到的源语流输入进行分析，然后从中提取出有效信息，这个过程就是言语的理解过程。译员通过语言编码加工，将所提取的信息进行内化重组和转换，最后通过语音形式进行信息输出，形成最后的翻译语流（颜林海，2008）。因为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员在短时间内接收到的信息量十分有限，因此在之后的语言产出过程中，译员可以依靠当时的语境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使用认知机制来对信息进行补充处理。

法国翻译学家Lederer（2014）认为口译研究方法应该分为两类：倾向于人文研究，采用论证、反思、定性和阐释等方法；侧重自然科学研究，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这个分类用来区分关于口语语言转换的两对概念非常合适。倾向于人文研究的学者Seleskovitch（1976）和Lederer（2002）提出源语言转换成翻译语言有两条途径：脱离源语言外壳的方式（通过释意翻译的核心成分来进行翻译）与语码转换方式。也有学者从其他角度区分了两种翻译方式：基于形式的方式和基于意义的方式（Isham，1994）。Lederer（2002）在研究中阐述不同类型的翻译时认为，进行释意翻译时，译员需要非常敏感地觉察并记录下演讲者话语语篇中的细微的意义差别和情感效果，同时在翻译过程中理解和重现的不仅仅是词语，对语篇篇章意义的理解要远远超过句子的义群和词汇的涵义。进行释意翻译的核心是脱离源语言的外壳，就是说译员经过长期的翻译培训之后摆脱了原来母语语言的形式，能够记住句子意义的各种细微差别，并能自如完整地将其用母语表达出来。译员在后天训练中锻炼出了这一项基本能力，即在词语消失时记住并理解了内容，并在临场翻译时加以使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释意派中这种脱离源语言外壳的理解过程其实更可以看作是一种深度的理解加工，这种加工和一般的语言理解过程并没有本质区别。

在侧重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心理语言学家看来，同声传译的语言转换过程是一种在线加工的过程。Seleskovitch（1976）和Lederer（2002）认为在进行语言翻译的过程中，语言转换方式可以表示为：串行/纵向转换与并行/横向转换。而一些研究者对这一观点也予以肯定（De Groot，1997；Macizo & Bajo，2004; Macizo & Bajo，2006；Ruiz，Paredes，Macizo，& Bajo，2008）。Macizo和Bajo（2006）认为，在并行加工中，在源语言意义的组块被完全理解并整合成语篇表征之前，翻译语言的词汇单位就已经以一种持续并行的方式被激活和被检测；在串行加工中，译员在使用翻译语言表达所构建的意义之前必须要完全理解源语言输入（Seleskovitch，1976）。在这些心理语言学家的理论综述和研究中，释意派的脱离源语言外壳和语码转换的分类等同于串行和并行加工的分类。但是，在对之后的实验研究进行综述时，他们一般都改用“串行/纵向”和“并行/横向”这对概念。到目前为止，文献中只有少数几个直接验证串行/并行的实验研究（Macizo & Bajo，2004; Macizo & Bajo，2006；Ruiz等，2008），但这些研究的影响比较大，实验结果都支持同声传译语言转换的并行加工。

在实际的同声传译过程中，串行加工总是存在的，否则就不可能存在完整的源语言理解，所以争论的焦点就集中在同声传译的语言转换中是否存在并行加工。但是在我们看来，由于不同年代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同，Seleskovitch和Lederer所提出的脱离源语言外壳与语码转换所表达的研究问题并不能等同于串行与并行加工所研究的问题。前者强调的是源语言形式对翻译语言表达的影响，侧重研究翻译语言产出阶段。在脱离源语言外壳的转换方式中，译员需要摆脱源语言形式上的束缚，结合语言之外的知识理解并获取源语言信息的意义，并将该意义使用翻译语言重新表述出来，由此看来源语言形式对翻译语言最后产出的表达影响较小；而在语码转换的方式中，译员要直接使用翻译语言对源语言的字词、结构进行替换，因此源语言外壳对翻译语言的表达影响较大。有鉴于此，他们认为，脱离源语言外壳的方式是实现最后高质量译文的主要的、适宜的语言转换方式（Lederer，2003）；而语码转换的方式在非专业译员的工作中更会经常得到体现（Seleskovitch，1976），也可能有时发生在翻译暂时进行不下去的时候（Paradis，1994），或者出现在进行书面形式的文本翻译中（Seleskovitch，1976）。而研究者在对串行与并行加工的研究中强调语言转换的时间进程，即语言转换是发生在源语言理解完成之后还是和源语言理解同时进行的。衡量语言转换是否发生的实验标志是翻译语言的词汇或者结构特征是否在源语言的理解阶段得到激活。根据他们的逻辑（Macizo & Bajo，2004；Macizo & Bajo，2006；Ruiz等，2008），如果翻译语言词汇或者结构在源语言理解过程中得到激活，那么说明实验被试使源语言和翻译语言之间的词汇或者结构层面达到匹配并进行之后的语言转换。由此可见，如果将脱离源语言外壳/语码转换和串行/并行这两对概念等同起来（de Groot，1997；Macizo & Bajo，2004; Macizo & Bajo，2006; Ruiz等，2008），那么倾向于人文学派和倾向于科学学派的研究结论就是相互矛盾的，两个学派的结论不可能同时正确。人文学派推崇的是交替同声传译中脱离源语言外壳的释意翻译，科学学派强调的是即便是专业的同声传译译员也需要进行语码转换。在研究者看来，两个学派的概念虽然有相通的地方，但因为一个以分析口译产品为主要研究方法，而另外一个则以研究口译的在线加工为重点；一个侧重翻译语言的产出，而另外一个侧重源语言的理解，所以它们的含义不同。但是在综合两个学派的观点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因为并行加工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自动加工的过程，和最后的翻译语言表达是否摆脱了源语言外壳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所以脱离源语言外壳并不能否定并行加工的存在，并行加工并不一定就等同于语码转换。


6.3.3 同声传译中的翻译转换过程

同声传译作为语言转换的一种特殊形式和种类，它并不完全等同于双语转换。同声传译中的双语转换任务所要求的准确性更高，时效性更强，也就是说它要求译员在一定时间内对所接收到的语篇信息进行准确和高效的翻译。除了遵循双语转换中的一般语言加工规律，同声传译也有它独特的语言加工模式。语言学工作者也对同声传译中的语言翻译过程展开了丰富而细致的讨论与研究。

定向翻译

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员不能仅仅依靠语言水平的高低进行词汇提取，更需要其他加工机制来进行整个过程的定向翻译。所谓定向翻译，就是指译员从事翻译活动时，源语言与翻译语言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固定不变，并且不存在频繁的双语转换，翻译活动只朝着一个方向进行。

在同声传译过程中，译员只考虑翻译语言的词汇，而无需考虑源语言词汇。虽然源语言并不会参与翻译语言的产出，但是它贯穿整个翻译活动，是翻译语言词汇提取的必要条件。即便源语言词汇的信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激活，它也只是作为翻译语言词汇提取的参照而已。译员在进行翻译活动时会集中于翻译语言（目标语言）的词汇表征，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免源语言（非目标语言）心理词库的干扰，而且翻译语言词汇又带有目标语言标记，因而也就更容易被提取。在整个过程中，几乎没有概念的介入，源语言词汇与翻译语言词汇借助语义（词汇表征）建立起相互之间的对应关系。同声传译加工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源语言输入（L1-specific input）。源语言信息在同声传译活动开始后进入口译者视线或听力范围，译员在接收这些信息的同时也需对其进行识别和分析，然后才能开始着手翻译。由于翻译的行为与源语言理解在时间上相比略有滞后，大量的源语言信息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译员的视觉或者听觉，因此可能出现误译、漏译或是来不及反应的情况。在这个源语言特定输入的初始阶段，大量的源语言词汇会得到激活且处于接收强势，而翻译语言词汇则显示出提取相对迟缓，且与源语言没有出现同步的激活；随着同声传译活动的进行，翻译语言词汇的提取态势会逐渐增强，为下面的翻译加工作好准备。

2.词汇搜索。无论是识别和分析源语言词汇的通达过程，还是翻译和输出翻译语言的提取过程，译员都需要进入心理词库进行相关词汇的搜索。有研究者认为之所以出现源语言的特定输入特点，受到源语言词汇的“绝对”影响，是因为在同声传译的初始阶段会瞬间大量接触源语言且未形成翻译语言词汇表征所引起的。源语言和翻译语言与各自心理词库的联结强度存在差异。不过这个阶段持续时间很短，随着翻译行为的逐步深入，译员会开始在翻译语言词库中搜索与源语言语义相关的词汇，源语言对译员词汇提取的干扰会呈趋弱态势或者被逐渐地排除，仅仅作为译文产生的参照而存在，而被选中的词汇也不断地被输送到书写系统或语音系统从而形成翻译文本。此时源语言和翻译语言与各自心理词库的联结强度之间的差异渐渐缩小并趋于平衡。

3.翻译语言提取（L2-specific selection）。随着译员大规模地搜索翻译语言的词库，作为源语言与翻译语言联结纽带的语义系统也发生了变化，翻译语言词库开始取代源语言词库成为译员的定向选择，源语言对译员的影响受到翻译语言进一步的削弱，之后整个翻译行为便会变得相对稳定。在“翻译语言特定提取”阶段，译员从起初短暂地同时借助两类语言的词库转而定向搜索翻译语言词汇，同时逐步排除源语言词汇的干扰。

贝尔翻译过程模式

英国著名学者贝尔（Bell）提出的翻译过程模式（Bell，1991）主要针对笔译的理解、加工和产出过程，它以双语共享且不以特定语言为载体的语义表征为中介，对源语言进行解码后，再将解码后的语篇编码为翻译文本。这种模式认为源语言理解与翻译语言应该可以分解为两个相对独立的过程，每个过程都“各司其职”，各自负责自己独立的加工任务。所以研究者也将贝尔模式下翻译产出中的词汇选择看作是特定提取模式。同时，贝尔模式是基于心理语言学和人工智能理论的翻译过程模式，它为传统的翻译学理论研究带来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但也有研究者认为该理论在结构、成分及功能的设计和描述等方面仍存在需要改进之处（刘绍龙，2007b），具体表现在：

1.记忆系统。整个贝尔模式由记忆系统统领，贝尔在自己的系统中并没有区分工作（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没有阐释清楚在翻译过程中工作记忆和长时记忆如何协作、分工完成源语言解码，翻译语言编码的过程是如何相互分工又互相合作的，因此读者未能很好地理解这个系统。脱离记忆系统（主要是工作记忆）的源语言理解是无法想象的，更不必说实现语义表征的建立和翻译语言的通达。而作为双语翻译转换中介的语义表征也是经过工作记忆转换并加以构建的产物，它具有“双重”身份：译员源语言理解的抽象成果与翻译语言生成的初始成分（王柳琪，刘绍龙，2009）。鉴于记忆系统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刘绍龙等人将词汇提取过程置于记忆系统之下，保留并突显了记忆系统的作用，也就是说，翻译语言是在记忆机制中实现编码和生成的。

2.运行过程。译员将源语言信息转化为抽象的语义表征，经过语用合成、语义合成等过程形成词串，而后进入选词阶段。依照贝尔模式，“常用词汇存储”（frequent lexical store）会在此时出现。贝尔认为可以将其视为一个有形词汇表或语汇数据库在心理上的对应和参照的机制（Bell，1991），但实际上等同于外化了的双语心理词库（externalized bilingual mental lexicon）。因为此时的源语言词串已经与翻译语言的词汇表征进行了联结和对应（至少是形、义映射，也是其“中介”作用的又一体现），译员实际搜索的是含有共享元素的词串对，或者说是双语对等词。假如译员在心理词库中找到与源语言语义信息相符的词汇，则大脑会将搜索到的词汇迅速纳入到工作记忆中，对其进行句法、语用合成，从而形成翻译语言的符号或词串，最后转变为语句和语篇。当一个小句形成后，翻译过程便回到原文再开始处理下一个小句。假如符号和词串与现存结构不符，词串同时或有选择地进入“词汇搜索机制”（lexical search mechanism），直至找到合适的词汇才进入下一小句的翻译。“词汇搜索机制”的任务是探查翻译词汇，并试图弄清与“常用词汇存储”中已存词汇不匹配的词义，以便帮助译员找到合适的选词，进而帮助译员理解问题词的意义。与工作记忆密切关联的“词汇搜索机制”与其他词汇加工机制，以及其他翻译加工的部分共同嵌入到工作记忆中，并对翻译语言词汇的选择产生影响。

3.方向路径。研究者们认为贝尔模式将“常用词汇存储”与“词汇搜索机制”单独分离出来，虽然可以让读者清楚地了解整个模式的运行路线，却忽视了两个机制之间的内在关联，没有看到两个机制之间的有机联系。贝尔模式认为，在进行口译的过程中，语言的加工是一个以处理小句为核心的循环模式，即翻译语言书写系统被激活后，译员便着手处理下一个小句。但是通过整合翻译的实例报告，研究者认为，“常用词汇存储”与“词汇搜索机制”之间存在着一个互相转化的过程，因为译员在翻译某一句子时，如果遇到有问题的词语，便可以在“词汇搜索机制”中找到翻译语言中的恰当的词汇。那么这时的问题词在译员翻译下一个小句的时候就有可能属于“常用词汇存储”的现存结构，如果再次碰到该词汇就可以直接调用心理词库的对应资源，保证了翻译的效率。反之，由于长时记忆的存储有可能出现变化（如逐渐遗忘，低效记忆等），原属心理词库中的词汇也许会被排除在外，不被利用，译员就需要重新进行词汇搜索，之后再次将该词汇储存到常用词汇的词库中。因此我们可以假设，以上词汇搜索与词汇存储的转换可能处于一个不断循环的互动过程中，只是每次需要转换的词汇不同而已。另外，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译员的工作并非一气呵成。在同声传译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如演讲者引经据典或所涉领域并非译员所擅长）产生各种问题时，译员会在不影响之后文本的基本理解的前提下，暂时放弃对源语言中某些词汇的分析或翻译，或者打破之前演讲者原有的句子结构重新整合翻译。也就是说，此时的译员会跨越式地分析或翻译后面的内容，然后再返回去翻译前面遗留的词汇。尽管对普通的翻译过程，译员会倾向逐句进行。但是若出现此类跳跃式的回溯翻译时，译员的词汇特定提取过程肯定不再是一条直线，这就意味着进行同声传译的词汇提取的过程并非像贝尔模式所呈现的线性状态一样。

目前同声传译的实证研究尚不能满足同声传译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的需要，作为一项高强度的智力活动，显然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是个很好的方向。所以，未来同声传译理论研究可以首先密切跟踪认知心理学，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深化认知心理学与同声传译的交叉研究，比如探讨认知心理学中的某些内容是如何影响同声传译结果的，如个体的情绪、动机等，它们在进行同声传译的过程中对语言产出有怎样的影响。同时结合认知心理学的新研究成果，更新和加深认知心理学对同声传译的影响。比如认知心理学新近提出的“情景认知”就摈弃了符号结构和规划的概念，强调主体与已知情景的互动，这一观点与认知语用学的观点是一致的。另外，虽然认知神经科学逐渐兴起并广泛地在科学研究中得到运用，但是目前使用认知神经科学技术对同声传译进行直接或者间接的研究并非太丰富，这能够给研究者一定的启发。

除了与社会学、语用学等学科结合之外，对同声传译的研究应重新回归到定性研究的方向。所谓的定性研究不是过去同声传译研究的纯理论思辨，而是在有效理论的指导下收集数据，然后在数据中再提炼和提升理论。研究者可以使用一种多元研究方法作支撑，来完成同声传译的新型定性研究。总的来讲，西方的同声传译理论研究未来有可能出现多种方向的发展，并为之后同声传译研究提供更广阔的视野。

与西方的同声传译理论研究相比，中国的同声传译理论研究因为起步较晚，研究资料比较匮乏，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出现西方同声传译理论研究的上述转向，应该会处在以实证研究为主的阶段。当然，也不能排除中国的同声传译理论研究出现跳跃式发展的可能，这需要研究者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另外从中国同声传译研究的发展现状来看，目前当务之急有以下几点：

第一，同声传译理论研究人员要积极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和跨学科知识，在知识充足的基础保障下形成自己内部的研究团队，并对自己所擅长的同声传译领域进行持续性和发展性的研究；

第二，亟须出版系统介绍西方最新同声传译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专著，及时掌握同声传译研究的前沿和动态，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充分做到博采众长；

第三，积极吸引同声传译从业人员参与到科学实验研究中来，同时加强国际交流，了解同声传译的国际研究动态，更新现有同声传译的理论研究。


6.4 语言转换的研究展望

语言转换是认知控制中的一类任务，语言转换的加工既有认知控制的加工，也有心理语言的加工。语言转换的研究不仅能丰富双语认知领域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认知心理学理论意义；同时这些研究能够从心理语言学角度更好地解释生活中的语言转换现象，对第二语言学习和教学提供一些启发，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在对语言转换的文献进行梳理之后，我们发现，研究者已经对语言转换进行了丰富且有意义的研究，通过不同的实验设计和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语言转换的加工过程及脑机制问题。但是在某些关键问题上，研究者们仍存在分歧与争议。总体上看，在未来的语言转换研究中，我们认为，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6.4.1 深入探讨不同语言在语言转换中的激活

语言转换涉及两种或者多种语言，在进行转换的过程中，目标语言与非目标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心理语言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也是研究者重点关注的研究问题。综合已有的研究，我们发现研究者们在语库的激活问题上存在不小的争议，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不同语言的激活状态

在进行语言转换过程中，不同语库是否会激活？换而言之，目标语言与非目标语言是否同时激活。在某些研究结果中，研究者发现双语者在进行语言转换任务时，目标语言与非目标语言的语库同时激活，双语者在语言提取的过程中需要克服非目标语言对目标语言的干扰和影响。至于这种干扰和影响是否会因转换方向的变化而变化，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研究结论予以证明。另外也有研究结果表明在语言转换的过程中，目标语言与非目标语言的语库并非同时激活，研究者认为双语者在加工语言时会直接通达目标语言的语库并对词汇进行提取和加工，同时可以自动忽略非目标语言的干扰和影响。目前的心理语言学研究并未对该问题作出明确的结论。

不同语言的激活程度

除了不同语库是否激活影响语言转换，语库的激活程度也是制约语言转换的关键因素，研究者也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讨论。在某些双语转换的研究中，非目标语言与目标语言的激活程度是相同的。双语者需要投入较多的认知资源来克服非目标语言的干扰，从而完成目标语言的通达和提取。也有一些研究表明不同语库的激活程度并不对等，目标语言与非目标语言所激活的语言表征和内容有较大的差异，双语者在进行目标语言的加工时受到非目标语言的干扰会比较小，从而可以更好地完成语言转换任务。

总体而言，不同语库激活与否以及不同语库的激活程度已经成为语言转换研究的关键问题和重要核心，虽然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但是要揭示各个语库在语言转换中的表现机制，仍需要研究者作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6.4.2 系统探讨影响语言转换的主要因素

除了着眼于语言的语库研究之外，研究者也关注影响语言转换的外部因素。在先前的研究中仅仅提到语言熟练程度（常松，王瑞明，李利，&谢久书，2013）、当前情境（Elston-Gütter，Gunter，& Kotz，2005）对语言转换的影响，其他因素如语言的语系、学习经验等都应该在进一步的研究中继续加以探讨。

语系因素

语系是具有共同历史渊源的若干具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组成的体系，是语言分类的最大单位。根据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目前世界上主要有七大语系。在当前以语言转换为主题的研究中，涉及的语言更多的是印欧语系中的语言，虽然这些研究从行为研究到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对该语系中的语言作了深入的讨论，但是这些研究结果是否也适用于其他语系的语言，目前还不甚清楚。

除了跨语系的语言转换研究之外，语系内部之间的语言转换也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范小月和王瑞明（2011）的研究认为与外语学习一样，方言也会影响个体的词汇通达能力，从而有可能在语言转换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但目前的研究尚未系统考察方言对语言转换产生的作用与影响。

学习经验

语言转换任务中既有认知控制的成分，也有语言加工的任务。双语者比单语者有了更多的语言学习经验，这种双语经验是否会在认知结构上给双语者带来实质性的变化。范小月、王瑞明等人（2012）比较了熟练和非熟练汉语—英语双语者的不同认知控制成分，实验结果发现，二语学习能促进汉语—英语双语者的认知灵活性和抑制控制能力，但对反应抑制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既然双语者较之单语者有了明显的认知优势，那么这种认知控制上的变化是否会影响语言转换并对之产生作用，这是一个可以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在未来的研究中，研究者可以使用认知神经科学技术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

总体上看，研究者在双语者的语言转换领域中作了大量有价值的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这些基础研究不仅能够慢慢揭示语言转换的主要机制系统，还能够极大地丰富心理语言学的研究理论，拓宽心理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和延伸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思路。虽然语言转换研究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和丰富的成果，但是目前的语言转换研究尚有明显的缺陷和不足，研究者们在语言转换的重大领域尚存在不少分歧。这些分歧一部分是由研究环境的客观性造成的，当然更多的是由研究过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主观因素所致。如何在之后的语言转换研究中尽量地减小误差，最大限度地将语言加工的本质反映出来，这是心理语言学工作者需要长期思考并在之后研究中继续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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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二语言学习对个体认知发展的影响

【内容简介】

本章主要讨论第二语言学习对个体认知控制、语言能力和非语言能力的影响。首先，本章介绍了认知控制的基本概念、成分构成以及常见的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综述了第二语言学习对不同认知控制成分的积极影响。然后，本章讨论了第二语言学习对个体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包括第二语言学习对元语言意识的积极影响，以及对词汇通达、母语发展的消极影响。最后，本章介绍了第二语言学习与个体非语言能力发展的关系，主要讨论了第二语言学习对个体思维、心理理论、学习能力、创造力这一系列非语言能力产生的影响。


7.1 第二语言学习与认知控制

7.1.1 认知控制概述

近年来，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快速发展与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的兴起，认知控制及其神经机制的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外的研究热点。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促进了该领域相关问题的有效解决，而且也推动了第二语言学习领域的全面发展。

认知控制的含义

认知控制（cognitive control），也称为执行控制（executive control）或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其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Diamond，Barnett，Thomas，& Munro，2007；Miyake，Friedman，Emerson，Witzki，Howerter，& Wager，2000）。广义上，认知控制是指在实现某一特定目标时，个体多种认知加工过程的协同操作（李美华&白学军，2005），也可以说是个体根据内部目标来协调当前情境关系的内部认知机制（龚少英，方富熹，&陈中永，2002）。狭义上，认知控制是指抑制控制，即在提取认知表征目标时，个体抑制无关刺激的能力（丁芳，2003）。

从具体的认知活动角度来看，认知控制不仅包括多通道感觉输入的整合、抑制无关信息、选择性注意等认知活动，也包括推理、问题解决、自我评价等高级认知过程。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大脑的前额叶皮层在认知控制中占据重要地位。额叶的损伤不仅会影响正常的认知控制功能，严重的损伤甚至会引起外显行为活动的改变。研究发现，包括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眶额叶、前扣带回和基底神经节等在内的额叶—纹状体环路、小脑等脑结构都与认知控制有关。总体而言，前额叶皮层与其他皮层以及皮层下区域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保证了认知控制活动的顺利进行（Funahashi，2001；Smith & Jonides，1999）。

认知控制的成分构成

20世纪70年代以来，研究者逐渐对认知控制的成分进行划分。由于认知控制的内涵复杂，并涉及多种高级认知能力，所以目前尚未得到一致的分类标准和答案。Pennington和Ozonoff（1996）将认知控制划分为三种成分，即抑制控制（inhibitory control）、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与认知灵活性（cognitive flexibility，也称作注意灵活性或认知转换）。Miyake等人（2000）在研究中证实了这一划分方式。Zelazo、Qu和Müller（2005）从动机和情绪的角度将认知控制分为冷执行功能和热执行功能。冷执行功能主要由大脑皮质的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参与，与认知方面相关联，如计划、控制等相对抽象、去情景化的问题；而热执行功能与大脑皮质的眼窝前额皮质（orbitofrontal cortex，OFC）相关，涉及情感方面，如情感决策等。Bialystok和Viswanathan（2009）将认知控制分为反应抑制（response suppression）、抑制控制（inhibitory control）和转换控制（switching control）。总的来看，虽然学者们对认知控制的成分划分仍有争议，但通过对这些观点进行总结可以发现，认知控制的基本成分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工作记忆。

工作记忆是一种用于形成和保持外在刺激的内在表征，并将表征信息用于行动准备的能力。工作记忆系统通过反省（retrospective）和预期（prospective）两个亚功能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相互分离的信息进行有效整合。工作记忆的反省成分关注过去经验，并在线保持信息以便将来使用；预期成分则涉及对未来行动的预期和计划（丁芳，2003）。Miyake等人（2000）提出，工作记忆既要对新输入信息进行编码、监控和储存，还要及时删除旧的、与当前任务无关的信息，故将其称为更新（updating）。根据Miyake等人的观点，工作记忆成分不仅需要形成和保持外在刺激的内在表征，还要根据任务要求及时删除无关信息。

第二，认知灵活性。

认知灵活性，也称注意灵活性、认知转换或转换控制，是指在情境变化时，个体能够保持反应定势的思想以及动作的灵活性（丁芳，2003）。认知灵活性并不是加工单方面的信息，而是同时加工多种信息，对其进行考虑，然后作出适当的判断或选择。很多认知活动的顺利进行都离不开认知灵活性的参与，例如语言转换行为。认知转换能力低下的人往往都是死板、固着的人，他们总是无意识地坚持自己的想法和选择，难以及时地根据环境变化调整自己的反应，甚至出现适应不良的结果。认知灵活性包括反应灵活性（response flexibility）和自发灵活性（spontaneous flexibility）两种形式。反应灵活性是指个体转变反应定势以适应环境的要求；自发灵活性则是指在缺少外部线索的情况下，个体产生的两可反应定势。这两种认知灵活性保证个体能够作出适当反应（Nigg，2001）。

第三，抑制控制。

抑制控制是认知控制的核心成分，也是研究者高度关注的重要成分。它不仅可以解释不同个体之间的认知能力差异，如智力、注意、理解等，而且与情绪调节、社会能力发展等方面存在关系。Clark（1996）提出，抑制是所有减少或制止神经、心理或行为活动的机制。抑制是很多领域都涉及的一般认知过程，可以影响行为的诸多方面。从不同的角度，抑制控制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不同成分。Colzato等人（2008）将抑制分为主动抑制（active inhibition）和被动抑制（reactive inhibition），前者是通过直接抑制干扰刺激进而解决冲突；后者是通过对目标刺激的加工，间接地抑制干扰刺激。另有研究者以抑制对象为依据，把抑制控制分为行为抑制（behavior inhibition）和认知抑制（cognition inhibition）两种成分（Nigg，2001）。对外显行为的有意控制就是行为抑制，如运动抑制、延迟满足等；认知抑制是指对认知活动的内容或加工过程的控制，如思维压抑等。Bunge、Dudukovic、Thomason、Vaidya和Gabrieli（2002）区分了干扰抑制（interference suppression）和反应抑制（response suppression）。干扰抑制是指个体将注意集中在相关刺激上，忽视竞争刺激；反应抑制则是抑制不正确却又容易产生的反应。虽然广义的抑制控制包括干扰抑制和反应抑制，但也有研究者认为抑制控制就是干扰抑制，它和反应抑制、转换控制一样都是认知控制的重要成分（Bialystok & Viswanathan，2009）。


7.1.2 认知控制测量的常用范式

冲突范式

冲突范式可以有效评估人们抑制干扰信息、解决矛盾冲突的能力，经典范式包括Simon任务、Stroop任务和Flanker任务（Meuter & Allport，1999）。研究者提出，Simon效应是基于反应的冲突，侧重分析干扰信息（如空间位置信息）对正确反应造成的干扰；Stroop和Flanker效应则是基于刺激的冲突，前者侧重于同一刺激不同维度之间的相互干扰，后者更加关注两侧干扰信息对目标刺激加工造成的干扰（张冀，2011）。

Simon任务侧重考察刺激出现的空间位置与反应速度之间的关系，也是研究刺激—反应相容性的经典范式。其基本操作流程如下：在屏幕的不同空间位置（左侧和右侧）呈现不同颜色的色块（如红色和绿色），然后要求被试尽快对色块颜色作出判断，即要求被试关注颜色这一相关属性，忽略空间位置这一无关属性。根据刺激呈现的空间位置与反应位置之间是否一致，实验条件可以分为一致条件和不一致条件。Simon效应是指不一致条件与一致条件之间的差异量，反映了当个体对刺激的相关属性进行判断时，刺激的无关属性所造成的干扰。基于经典Simon任务，研究者还发展出了很多Simon任务的变式，最为常用的是Simon箭头任务（Bialystok，Craik，& Luk，2008）。在Simon箭头任务中，屏幕会呈现目标箭头，让被试按左右反应键尽快判断箭头朝向。这一任务通常包括三种实验条件：第一种条件是控制条件，即目标箭头出现在屏幕中央，被试对箭头朝向做出按键反应；第二种条件是反应抑制条件，即目标箭头出现在屏幕中央，但是要求被试按下与箭头朝向相反的反应键；第三种条件是干扰抑制条件，即目标箭头出现在屏幕的左侧或右侧，从而形成一致条件和冲突条件，要求被试判断箭头朝向，忽略刺激呈现的空间位置。在一致条件中，箭头朝向与其呈现的空间位置相一致（例如方向朝左的箭头呈现在屏幕的左边）；在冲突条件中，箭头朝向与其呈现的空间位置不一致（例如方向朝左的箭头呈现在屏幕的右边）。

Stroop任务范式已经扩展到众多研究领域中，而最为经典的依旧是色词Stroop任务。在实验过程中，研究者首先呈现一个表示颜色的字（如“红”），但是呈现该字的墨水颜色可能与字义相同（红色），也可能是其他无关的颜色（如绿色）。根据字义与字色之间是否一致，可将实验条件分为一致条件和不一致条件。实验任务是要求被试忽略字义，尽快判断墨水的颜色。Stroop效应就是被试在两种实验条件下的差异量。一般而言，字义与字色不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往往长于一致条件，而且错误率更高，这可能是因为个体不能有效抑制字义加工这一优势反应而作出错误判断。Stroop任务已经发展出了很多变式，其中，常用于测量儿童认知能力的变式就是昼与夜任务。在该任务中，研究者告知儿童，如果看到有太阳的图画就回答“黑夜”，如果看到有星星和月亮的图片就回答“白天”。这一任务的因变量是儿童正确回答的次数。昼夜Stroop变式不仅需要抑制视觉—语义冲突，也需要儿童记住简单的任务规则。

Flanker任务又称为侧抑制任务，最初是由Eriksen和Eriksen（1974）提出的。在实验任务中，中心位置的靶刺激（target）和两侧的干扰刺激（flankers）会同时呈现在屏幕上，要求被试对靶刺激进行判断并做出按键反应。经典Flanker任务中，由干扰刺激所带来的干扰效应称为Flanker效应。当靶刺激与干扰刺激相一致时（如<<<<<），相比于不一致时（如＜＜＞＜＜），其反应时更短，正确率更高。

基于这些经典研究范式，Bialystok（1986）设计了单词大小判断任务，用于考察儿童的认知控制能力。在单词大小判断任务中，研究者要求儿童判断skunk和hippopotamus等类似的词对中哪一个单词更大。这一任务要求儿童关注单词本身的长度，抑制词义造成的干扰。镶嵌图形测验（embedded figures test）也常用于测量儿童的认知控制能力，该任务要求儿童在一幅嵌有各种简单图形的复杂图形中，找出符合要求的简单图形（Bialystok，1992a）。

规则使用类范式

与冲突类任务相比，规则使用类任务更加强调规则运用的能力，对工作记忆能力的要求也相对较高。此类任务的首要特点是先告知被试实验过程中涉及的不同规则与要求，然后让被试依据规则作出恰当反应。随着任务难度的增加，有些任务甚至涉及因果推理能力（李红，高山，&王乃弋，2004）。

卡片分类任务是研究儿童认知控制能力的典型范式，常用范式包括灵活项目选择任务（flexible item selection task，简称FIST）、威斯康星卡片分类任务（wisconsin card sorting task，简称WCST）与维度变化卡片分类任务（dimensional change card sorting，简称DCCS）。以上三者都是代表性的规则使用任务，其不同之处在于灵活项目选择任务和威斯康星卡片分类任务是要求儿童自己归纳规则，并指导其行为反应；而维度变化卡片分类任务则是由研究者直接告诉儿童分类规则。（1）灵活项目选择任务（FIST）是Jacques和Zelazo（2001）在视觉—言语测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FIST的每一试次中，研究者都要给儿童呈现三张卡片（如一艘蓝色的船、一艘黄色的船、一朵黄色的花），要求儿童选出相互匹配的两种卡片（若根据颜色匹配图片，即黄色的船和黄色的花；若根据形状，即蓝色的船和黄色的船），然后再让儿童依据其他维度选出匹配的一对图片。该任务的第一个选择阶段主要检验儿童的言语抽象能力，第二个选择阶段则侧重分析灵活转换过程中涉及的认知控制能力。所以，儿童在第二阶段正确匹配的次数才是认知控制研究关注的主要因变量。（2）威斯康星卡片分类任务（WCST）也是向儿童呈现多维度的图片，并要求儿童完成分类任务。但是研究者在WCST中会不断地给予儿童反馈，要求儿童有更好的工作记忆能力和利用反馈信息的能力。由于WCST与FIST的操作流程较为相似，本书不再详述WCST的操作过程。（3）维度变化卡片分类任务（DCCS）主要适用于3—5岁的儿童，而WCST则适用于6岁及以上年龄的儿童（李红，高山，&王乃弋，2004）。维度变化卡片分类任务的实验流程如下：研究者首先呈现给儿童不同形状和颜色的目标卡片（如一朵黄色的花和一艘蓝色的船），然后向儿童呈现一系列的测试卡片（如几艘黄色的船和几朵蓝色的花）。实验要求是让儿童根据某一规则（如形状）进行分类，即黄色的船和蓝色的船放在一起，蓝色的花和黄色的花放在一起；经过几次实验后，再让儿童依据另一规则（如颜色）进行相等次数的卡片分类。DCCS的关键变量是规则变化后儿童的分类情况，即儿童能否在两种不相容的规则之间进行灵活转换。

在手部游戏（Luria's hand game）过程中，规则运用、规则转换、工作记忆和抑制控制都起到了重要作用（Hughes，1998）。在实验过程中，首先要求儿童重复研究者所做的手部动作，然后再要求儿童做出与研究者相反的手部动作。例如，在开始阶段，当研究者伸出拳头（或者伸平手掌）时，儿童就重复性地伸出拳头（或者伸平手掌）；之后，当研究者伸出拳头（或者伸平手掌）时，儿童就应该伸平手掌（或者伸出拳头）。研究者可以随机做出手掌动作或者拳头动作。在整个任务完成过程中，儿童不仅要保持、转换游戏规则，还要抑制模仿研究者动作的倾向性。此任务关注的因变量是当研究者要求儿童做出相反手部动作时，儿童犯错误的次数。

停止信号任务（stop signal task）是测量有意动作抑制的任务之一，与其类似的实验任务包括反应/不反应任务（go/no-go task）、有意遗忘任务。停止信号任务要求被试在实验中快速而准确地执行或停止某一动作。具体而言，如果屏幕上出现某一刺激（如字母“X”或“O”）就按下相应的X键或O键；如果被试听到停止信号的声音，就不能作出任何反应。这一任务涉及个体根据既定规则控制行为的能力，以及抑制优势反应的能力。不同于停止信号任务，go/no go任务只是关注个体的反应抑制能力，不考察个体的反应选择能力。此任务包括高频出现、需要被试尽快进行反应的go刺激以及出现频率较低、不需要被试作出反应的no-go刺激。在实验过程中，被试需要根据所呈现的刺激来判断是否进行反应，然后再完成反应。go刺激的高频出现使得个体形成“作出反应”的习惯性动作，因而对低频的no-go刺激不作出反应的要求就属于反应抑制。。

除了前面所述的规则使用类范式，斜面滚球任务（ramp causality task）、强制性卡片演绎分类任务（forced-choice deductive card sorting）、河内塔（tower of Hanoi）任务、连线测验（trail making test）等也经常被用来测量认知控制能力（李红，高山，&王乃弋，2004）。眼动抑制中的反向眼动任务（antisaccade task）和延迟眼动任务（delay-saccade task）也是评定抑制控制的有效方法（张冀，2011）。

能同时区分多种认知控制成分的面孔任务

除了上述的经典范式及其变式之外，Bialystok和Viswanathan（2009）提出的面孔任务（face task）能够同时考察认知控制的多种成分，包括认知灵活性、反应抑制和干扰抑制。面孔任务是让被试根据面孔眼睛的颜色对星号位置做出按键反应，即如果眼睛变为绿色，要求被试按下与星号位置相同方向的按键；如果眼睛变为红色，则要求被试按下与星号位置相反方向的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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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面孔任务的流程图（Bialystok & Viswanathan，2009）

整个任务涉及不同眼睛颜色和眼睛朝向的面孔简笔画，以及用于呈现星号的矩形方块。这一任务的具体流程如图7.1所示：首先，屏幕中央会出现一张面孔简笔画，两侧各有一个矩形方块，持续1000ms；之后，面孔简笔画的眼睛会变为红色或绿色，持续500ms；之后，面孔图片消失，只留下两个矩形方块，持续200ms；最后，一个星号在其中一个矩形方块中闪现，持续150ms。

在这一任务范式中，彩色眼睛的朝向与星号位置之间的关系也会产生促进作用或干扰作用。面孔任务的因变量就是反应抑制、干扰抑制和认知灵活性三种认知控制成分，其中反应抑制指红色眼睛条件与绿色眼睛条件下的反应时差异；干扰抑制是指在眼睛转换任务中，眼睛朝向与星号方向的不一致条件与一致条件的反应时差异；认知灵活性的计算方法则是将同时出现红色和绿色眼睛条件的反应时减去仅出现红色或绿色眼睛条件的反应时。范小月、王瑞明、吴际和林哲婷（2012）使用面孔任务比较了熟练和非熟练汉语—英语双语者在反应抑制、干扰抑制和认知灵活性上的差异。


7.1.3 第二语言学习对认知控制的影响

关于第二语言学习对认知控制的影响，早期观点认为第二语言对认知控制产生消极影响，比如有些研究发现双语者的智力分数低于单语者。之后，有研究者从两方面反驳了上述观点，一是早期研究并不清楚智力测验分数的含义；二是上述观点忽略了社会经济地位（如移民家庭背景）对智力的影响（胡明勇，2008）。自从Peal和Lambert（1962）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开展了双语教育研究，并揭示英语—法语双语儿童在非言语任务中存在优势之后，第二语言学习与认知控制的研究才进入新时代。在此后的研究中，研究者不仅克服了先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而且将研究视角拓展到认知控制能力的多个方面。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支持双语者的认知控制能力优于单语者，主流观点认为第二语言学习促进了个体认知控制能力的发展（Costa & Sebastián-Gallés，2014）。

抑制控制优势

基于一系列双语儿童的认知加工研究，研究者发现，双语儿童在选择性注意和抑制方面存在优势。早期，Bialystok（1986，1992a）分别采用单词大小判断任务和镶嵌图形测验对单语儿童和双语儿童的表现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双语儿童的表现显著优于单语儿童，这两种实验任务的结果反映了儿童关注目标信息、抑制干扰信息的能力，同时也支持了双语儿童在选择性注意和抑制方面存在优势的观点。Zelazo、Frye和Rapus（1996）运用经典的维度变化卡片分类任务（DCCS）研究儿童的转换能力，结果发现，当卡片分类维度发生变化时（如从颜色维度转换为形状维度），被试儿童能够准确地说出新的分类规则，但是却仍旧依据之前的规则完成分类任务。这一结果表明，儿童难以抑制早期阶段建立的习惯性反应，不能灵活地进行转换。但是，Bialystok和Martin（2004）沿用这一任务范式对4—5岁的单语和双语儿童进行研究，却发现双语儿童能够更好地转换到新的分类维度。研究者认为，之所以双语者能更加有效地抑制无关信息，是因为日常生活中对非目标语言的持续抑制。

双语认知优势的早期研究主要是比较单语儿童与双语儿童的认知能力。近年来，研究者们越来越关注第二语言学习对其他年龄阶段产生的影响，包括婴儿、成年以及老年。Kovács和Mehler（2009）最先关注双语环境对7个月大婴儿的影响，所谓在双语环境中成长的婴儿是指那些父母双方始终使用不同的语言对其说话的婴儿。在实验过程中，研究者先向婴儿呈现言语线索（视觉通道线索或者听觉通道线索），之后再呈现给儿童视觉奖励。视觉或听觉通道线索都是无意义的三音节刺激，而视觉奖励则是始终呈现在屏幕一侧的玩具。该研究的任务就是让婴儿学会利用言语线索预期玩具奖励出现的位置，而研究者判断婴儿是否学会的指标就是预期朝向（anticipatory looks）。具体而言，如果婴儿被试学会了这一规则，那么在奖励呈现之前，婴儿就可以根据线索正确预期奖励出现的位置。这一阶段的研究结果发现，不同成长环境的婴儿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实验的第二阶段中，研究者要求婴儿学会新的规则，即视觉奖励的呈现位置与线索位置相反。为了更好地完成第二阶段任务，婴儿必须抑制第一阶段习得的习惯性反应，学会新规则。但是，第二阶段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双语环境中成长的婴儿能够正确改变反应朝向，但是在单语环境中成长的婴儿表现较差。Kovács和Mehler解释道，在双语环境中成长的婴儿在出生后的几个月就已经感知、加工不同语言的说话方式，这一经历加速了其抑制能力、转换能力等一般抑制控制能力的发展。

研究者们也针对成人阶段的双语者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例如Bialystok、Craik、Klein和Viswanathan（2004）采用Simon任务对青年人和老年人进行研究。在经典Simon范式的基础上，Bialystok等人增加了一个不存在冲突的基线条件，即让被试对呈现在屏幕中央的色块作出反应。这一基线研究发现，尽管老年被试的反应时长于青年被试，但是单语被试与双语被试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结果参见图7.2上。当色块呈现在屏幕某一侧时（经典Simon范式），实验结果中不仅出现了Simon效应，而且不同语言组之间表现出显著差异，参见图7.2下。这一研究结果说明，青年双语者和老年双语者在抑制控制方面都表现出了优势，而且老年双语者的优势更为明显。

另一个研究抑制控制的“黄金范式”就是Stroop任务，其变式也是在原任务范式的基础上增添了控制条件，并要求青年和老年被试尽可能快地完成命名任务。这一任务包括四种实验条件：（1）呈现有颜色的符号X，要求被试指出X的颜色；（2）呈现黑色词汇，要求被试命名这一词汇；（3）呈现词义与词色一致的刺激，要求被试命名刺激的颜色（一致条件）；（4）呈现词义与词色不一致的刺激，要求被试命名刺激的颜色（不一致条件）。结果发现，在控制条件下，即实验条件（1）与（2），青年被试的反应时短于老年被试，但是单语被试与双语被试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实验条件（3）与（4）的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控制条件，一致条件产生了促进作用，而不一致条件产生了干扰作用，消耗了更多的认知资源（Bialytok，Craik，& Luk，2008），结果可见图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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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不同年龄单语者与双语者在基线条件和Simon任务中的表现（Bialystok等，2004）

上图为基线条件下的平均反应时；下图为一致条件与不一致条件之间的反应时差异，即Simon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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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不同年龄阶段的单语者与双语者在Stroop任务中的平均反应时和标准误（Bialystok等，2008）

Stroop任务的结果与上述Simon任务结果一致，两者都表明第二语言学习经历对个体的抑制控制能力起到促进作用。Wang、Fan、Liu和Cai（2014）采用不同熟练水平的双语者展开研究。在Stroop任务一中，研究者要求两组被试分别使用汉语（第一语言）和英语（第二语言）完成任务，结果发现，用汉语命名时，熟练双语者的Stroop效应显著小于非熟练双语者；用英语命名时，熟练双语者和非熟练双语者在Stroop效应上没有显著差异。在Stroop任务二中，研究者设计了两种目标刺激。结果发现，当目标刺激是汉语时，无论使用母语还是第二语言，熟练双语者的Stroop效应都更小；当目标刺激是英语时，两组被试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在Simon箭头任务中，熟练双语者的抑制控制能力优于非熟练双语者，而两组被试的反应抑制能力不存在显著差异。Carlson和Meltzoff（2008）采用一系列的执行控制测验对英语单语儿童、其他语言的单语儿童和英语—西班牙语双语儿童展开研究。在控制年龄、词汇量等无关变量的基础上，研究者发现双语儿童的测验成绩优于其他两组单语儿童。但是，这一优势仅仅表现在干扰抑制任务和需要记忆力的实验任务中，并未表现在反应抑制的相关任务中。

在我国，很多研究结果也支持了双语者认知优势的观点（蔡厚德，2010；焦江丽，刘毅，王勇慧，闻素霞，&胡炳政，2010）。例如，范小月等人（2012）利用面孔任务对第二语言熟练度不同的被试进行比较，结果发现高熟练水平双语者在干扰抑制、认知灵活性方面存在优势，在反应抑制方面没有表现出优势。研究者指出，双语者在语言使用过程中，需要持续抑制非目标语言造成的干扰，将注意力导向目标语言，这种经验使得双语者在干扰抑制方面得到更多的练习，提高了干扰抑制的效率。相反，因为双语者在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不需要抑制优势反应或习惯反应，反应抑制能力较少得到锻炼，因而没有在这一方面表现出显著优势。

工作记忆优势

在认知控制研究领域，虽然一些任务范式没有直接对工作记忆进行量化分析，但是个体在任务完成过程中是离不开工作记忆的。例如，儿童在完成镶嵌图形测验时，就需要在头脑中保持目标图形（简单图形）的形状；在规则转换类任务中，被试需要在工作记忆中储存各线索的意义等。总之，工作记忆是认知控制的重要成分，研究者发现双语经验也促进了工作记忆的发展（Soveri，Rodriguez-Fornells，& Laine，2011）。

为了测查个体的工作记忆能力，研究者进一步发展了Simon任务。Simon任务的变式包括四种目标颜色和两个反应键，每个反应键与两种颜色相匹配，因而增大了记忆难度。工作记忆指标是指个体在经典Simon任务（两种颜色色块与两个反应键）与Simon变式（四种颜色色块与两个反应键）之间的差异量。研究结果发现，30—80岁双语被试的工作记忆能力好于对应年龄段的单语被试，说明双语者在工作记忆方面确实存在优势。另有研究者发现，双语经验提高了个体空间工作记忆能力（Feng，2009）。在实验过程中，研究者首先向儿童被试或成人被试呈现需要记忆的项目矩阵，这些项目都是随机排列的。其中，呈现给儿童的是3×3项目矩阵，呈现给成人的则是5×5项目矩阵。然后，要求被试依次回忆矩阵中的项目。结果表明，双语儿童和双语成人在空间工作记忆方面均表现出优势。

尽管很多研究结果发现第二语言学习经验促进了个体工作记忆的发展，但是，并非所有的研究结果都支持上述结论。Bialystok、Craik和Luk（2008）采用自定顺序指示任务（self-ordered pointing）和Corsi积木（Corsi block）任务考察青年被试和老年被试的工作记忆能力，结果发现，在第一个工作记忆任务中，不同语言组之间不存在差异；在第二个任务中，青年双语者表现出一定的工作记忆优势，但是老年双语者与老年单语者之间也没有出现显著差异。针对这一问题，研究者们指出，双语者是否表现出工作记忆优势可能取决于记忆材料类型与工作记忆的测量方式。正如Cowan的观点，测量工作记忆的任务可能并不是仅仅考察单一的认知机制，而是反映了一系列关于材料保存、加工的能力（Cowan，1999）。

认知灵活性优势

在日常交流中，双语者经常会根据谈话主题、交谈对象而进行恰当的语言转换，因此，研究者提出第二语言学习与使用经历会提高个体的认知灵活性。最早对这一观点提供有力支持的是Peal和Lambert（1962）。他们对生活在蒙特利尔的法语—英语双语儿童进行大量的测验，结果发现，双语儿童在需要符号操作与重组的任务中表现出显著优势；双语儿童的心理灵活性（mental flexibility）也优于单语儿童。有研究者在控制年龄、性别、智力和语言知识等因素后，采用经典的威斯康星卡片分类任务（WCST）对小学儿童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被试表现出更高的认知灵活性（Adi-Japha，Berberich-Artzi，& Libnawi，2010）。在我国，范小月等人（2012）的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低熟练水平双语者，高熟练水平双语者在认知灵活性成分上表现出显著优势，这一优势效应离不开双语者的日常语言转换经验。在进一步讨论转换能力之前，需要明确两个基本概念，即转换消耗（switching cost）和混用消耗（mixing cost）。转换消耗反映了临时转换任务所消耗的认知资源；而混用消耗反映的是当两个任务同时激活时，个体控制两种任务所消耗的认知资源。一般而言，研究者认为转换消耗与频繁的语言转换相关，而混用消耗则与冲突监控存在高度相关。第二语言学习究竟影响认知灵活性的哪一方面，这一问题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到目前为止，第二语言学习对认知灵活性、任务转换影响的相关研究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例如，Bialystok、Craik和Ryan（2006）指出双语者在混用消耗方面存在优势，而Prior和MacWhinney（2010）却发现双语者的转换消耗量小于单语者。针对这一情况，研究者的解释是，由于双语者使用的语言不同，涉及的认知控制过程可能存在差异，因而双语者表现出的控制优势就侧重于不同的方面。这也就意味着，当研究者对实验结果进行推论时，一定要考虑被试差异与任务设计等其他影响因素。

延迟认知衰退

研究者指出，个体的认知控制能力在儿童时期处于发展阶段，青年时期达到顶峰，之后就会不断衰退（Craik & Bialystok，2006；Dempster，1992）。在前面所述内容中，一些研究已经证明认知健全的老年双语者在多种认知成分中存在优势效应。既然第二语言学习经历对老年双语者的认知控制产生了积极影响，那么这一经历对老年认知衰退有何意义呢？

基于对老年痴呆患者认知能力的研究，研究者提出了“认知储备”（cognitive reserve）的概念，它可以防止与延缓认知控制各个方面的衰退。Bialystok、Craik和Freedman（2007）对单语痴呆患者和双语痴呆患者的医院记录进行分析（a study of hospital records）。该研究包括91名单语痴呆患者和93名双语痴呆患者，单语患者的受教育年限（12.4年）多于双语患者（10.8年），而且两组患者在其他方面不存在差异（如职业地位）。一般而言，较长的受教育年限更加有利于认知水平的发展，单语者应该更晚表现出老年痴呆症状。但是，Bialystok等人对患者最早出现痴呆症状年龄的分析结果显示，单语被试出现痴呆症状的年龄比双语被试提早4年，而且这一差异达到显著水平。这一结果说明，第二语言的学习和使用经历确实起到保护作用，有效延迟双语者的认知衰退进程。此后，Craik、Bialystok和Freedman（2010）再次对老年痴呆患者进行研究。他们收集了各约100名的单语患者与双语患者信息，除了单语被试的职业地位和受教育情况高于双语被试之外，两组患者在其他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结果发现，与单语患者相比，双语患者首次就诊年龄晚4年，而出现痴呆症状的最早年龄则晚5年；移民背景的患者与非移民患者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上述两个研究结果表明，建立、使用和控制两种语言系统的双语管理过程需要高水平认知控制的参与，因而对认知储备产生了有利影响，延缓了认知衰退进程。

研究者不仅对认知能力不健全的痴呆患者进行分析，也采用认知神经科学技术对老年双语者展开了研究。Gold、Kim、Johnson、Kryscio和Smith（2013）利用fMRI技术对老年双语者和单语者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对于认知控制的神经效率随年龄进程出现衰退的现象，终生双语经历能够起到延缓作用。此外，Gold、Johnson和Powell（2013）采用高分辨率的结构成像评估灰质（gray matter，GM）的体积，采用弥散张量成像评估白质（white matter，WM）的完整性。结果发现，老年双语者和老年单语者在灰质方面不存在差异，但是在白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结果表明，终生双语经历有利于认知储备，可以对白质完整性起到保护作用。有研究者比较了认知水平相同、语言背景不同的两组被试的脑萎缩情况，结果显示，单语者的脑萎缩情况更加严重，这一结果也支持了双语者存在认知控制优势的观点（Schweizer，Ware，Fischer，Craik，& Bialystok，2012）。

目前，关于双语者为何存在认知控制优势的解释尚未达成一致，主要分为两种解释：一方面，研究者认为双语者的优势效应来源于对无关信息的抑制（Bialystok，Craik，Klein，& Viswanathan，2004）。相较于单语者，双语者需要持续管理与控制两种语言，抑制非目标语言造成的干扰。随着经验的积累，双语者的抑制效率逐渐提高，进而扩展到其他认知成分。Emmorey、Luk、Pyers和Bialystok（2008）对单模态双语者和双模态双语者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只有单模态双语者存在优势。这一结果表明，同时掌握两种语言口语的单模态双语者受到的干扰更大，抑制能力的锻炼更多，进而表现出优势；对于掌握一种语言口语和另一种语言手语的双模态双语者而言，手语与口语之间的竞争干扰较小，抑制效率较低，所以不存在优势。另一方面，研究者提出，第二语言的学习和使用主要是提高了个体的冲突监控能力和目标定向能力，进而表现为执行控制优势（Colzato等，2008）。总之，语言转换、冲突监控等特有的语言行为可以有效促进双语者干扰抑制能力的发展，提高冲突监控效率，进而表现为认知控制优势（Costa & Sebastián-Gallés，2014）。

尽管很多实验结果都证实第二语言学习对认知控制的积极影响，但是仍存有一定的争议。Kousaie和Phillips（2012）发现，不同语言组在Simon任务、Stroop任务和Flanker任务中均不存在显著差异。Kirk、Fiala、Scott-Brown和Kempe（2014）对老年阶段的盖尔语—英语双语者与英语单语者进行考察，结果显示，两组被试在Simon任务中表现相近。通过比较不同语言组在Simon箭头任务、反扫视等多项任务中的表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提出第二语言学习经历没有显著促进认知控制的发展（Gathercole等，2014；Ryskin，Brown-Schmidt，Canseco-Gonzalez，Yiu，Nguyen，2014）。在多项研究中，Paap及其团队（Paap，2014; Paap & Greenberg，2013; Paap & Liu，2014; Paap，Johnson，& Sawi，2014; Paap & Sawi，2014）系统地解释了双语者为何没有表现出认知控制优势，第二语言学习不足以造成双语者与单语者之间显著的认知能力差异。一方面，虽然双语者特有的语言转换行为、语法冲突监控行为使得认知控制成分得到锻炼，但是单语者的日常交流也涉及这些成分。例如，在言语理解过程中，单语者需要监控话题的转变；在言语产生过程中，单语者虽然不需要抑制翻译对等词，但也需要从同义词、上义词、下义词中正确选择目标词。正是由于单语者的认知控制成分也会得到一定的锻炼，所以不同语言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另一方面，单语者监控一种语言或多语者监控多种语言的行为，可能都依赖于某一特定的语言机制，而非一般的认知控制成分。因此，第二语言学习和使用经验不会提高个体的认知控制能力。

此外，Paap等人指出了当前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第一，前人研究采用的样本量较小。Paap、Johnson和Sawi（2014）发现，那些支持双语优势研究的每组平均被试量为29，而否认双语优势研究的每组平均被试量为45。而且，Bakker、van Dijk和Wicherts（2012）采用模拟分析发现，效力较低的小样本更容易得出显著结果。第二，前人研究没有严格控制文化背景、移民身份等无关因素造成的系统差异。很多双语者学习第二语言是为了求学或出国，所以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往往更高。第三，认知控制成分的测量指标之间不存在聚合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研究发现，Simon任务测得的干扰效应与Flanker任务、Stroop任务测得的干扰效应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Paap & Greenberg，2013）。所以，不同冲突任务测得的双语优势可能是基于某一特定任务表现出来的优势，而不是一般认知控制优势。第四，前人研究可能存在验证性偏差（confirmation bias），即个体为了验证自己的假设而无视相反的实验结果。以语法判断任务为例，有些研究者认为这一任务考察了元语言意识，而其他研究者却认为其考察的是个体忽略无关信息、关注目标信息的认知能力。基于对前人研究的分析、总结，Paap等人强调未来双语认知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1）Miyake和Friedman（2012）指出了认知功能的整体性和多样性，所以，研究者要对认知功能的各个成分进行区分，明确第二语言学习促进了何种成分的发展；（2）任一认知成分的考察都需要包括多项测量指标，提高各项指标之间的聚合效度；（3）严格控制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背景等无关因素的影响（Paap，2014；Paap & Greenberg，2013；Paap，Johnson，& Sawi，2014；Paap & Liu，2014；Paap & Sawi，2014）。不同于Paap等人的观点，De Bruin、Treccani和Della Sala（2014）对1999—2012年的会议摘要进行元分析，提出了出版偏差（publication bias）观点。研究者发现，支持双语认知优势观点的文章更容易发表，其次是那些部分实验结果支持双语优势的研究；而质疑优势观点的实验结果相对难以发表。De Bruin等人认为，不同的实验结果并不是否认双语认知优势观点，而是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例如，一些研究提出高熟练水平双语者表现出认知优势，而低熟练水平双语者没有表现出优势。基于这种混合型实验结果，研究者可以进一步探讨双语者何时、何种条件下才能表现认知优势效应。

当前，关于第二语言学习如何影响认知发展的研究越来越多，但是大多数研究都是对已经存在的单语者和双语者进行比较，通过横断研究探讨双语水平产生的影响。在未来的研究中，研究者可以展开追踪研究，探讨个体学习第二语言之后，其认知控制能力是否真的得到了提高。


7.2 第二语言学习对个体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

第二语言学习属于一种语言经验，必然对个体的语言能力产生影响，但是这种语言经验对语言能力不同方面的影响并不一致。在20世纪后期，双语经验对元语言意识的影响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并且发现第二语言学习可以有效提高元语言能力（Bialystok，1993，2001）。但是，有些研究发现第二语言学习会降低个体的词汇通达能力，且不利于母语的发展。本节内容将从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个方面展开讨论。


7.2.1 第二语言学习对元语言意识的积极影响

早期，Cazden（1974）将元语言意识定义为使语言形式更加清晰，注意到语言形式并对其关注的能力，是一种会产生特殊认知需求的能力。Bialystok（1992b）从元语言意识成分的角度，提出语言知识的分析和语言加工的控制两个成分。在该定义中，语言知识的分析是负责结构、组织以及解释儿童内隐的语言知识的机能成分，或者解释为对内隐的语言心理表征进行重新组织以获得相关结构的外显表征的过程；而语言加工的控制指当解决问题时从心理表征中选择信息并把注意指向刺激情境的特定方面的机能成分，也可以理解为注意控制在语言加工中的表现。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者将元语言意识划分为语音意识、词汇意识和句法意识，并根据不同的测量方法探讨其发展过程及影响因素。

语音意识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心理学家就对语音意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是在多年的探索道路中，学者们尚未在语音意识的界定方面达成共识。例如，Tunmer和Rohl（1991）认为语音意识是对音位片段的反应和控制能力；Treiman和Zukowski（1991）指出语音意识是个体对口语中任意一种语音单位的意识，包括音节意识、音位意识和音节内意识。尽管不同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定义，但总体来看，语音意识（phonological awareness）是个体识别和操纵口语中声音结构的能力（龚少英，2005）。在测量方法上，西方心理学界一般采用替换任务、删除任务、合并任务、辨别任务、押韵判断和音位计数等经典范式。具体而言，替换任务是把语音片段中的某一语音替换为另一个语音，如把“have”中的“h”换成“s”，然后让被试读出替换后的词汇；删除任务要求被试读出删除某一语音单位后的语音片段，如说出“show”删除了“s”之后的发音；合并任务则是要求被试对两个语音单位进行合并，如“b”和“rain”合并后的语音；辨别任务让被试在多个语音片段中找出发音最不一致的语音；押韵判断任务是判断两个语音是否包含相同的语音单位，如“mother”和“father”；音位计数任务是说出一个词汇的音位数，如“nose”这个单词有几个音位。国内关于语音意识的研究也会采用西方经典范式，但是一些研究者提出了汉语语音意识的测量方法，包括合法性判断和同一性判断。

对于第二语言学习与语音意识之间的关系，Rubin和Turner（1989）最早对双语儿童语音意识的发展进行了研究。研究者比较了同一年级的英语单语儿童和英语—法语双语儿童的语音意识发展情况，结果发现，英语—法语双语儿童的语音意识显著优于英语单语儿童。Bruck和Genesee（1995）对加拿大双语儿童和单语儿童的首尾音意识和音素意识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当被试儿童处于一年级阶段时，双语儿童在音节意识方面表现出优势；而单语儿童则在音素意识上存在优势，而且这些优势持续到二年级阶段。研究者认为，单语儿童和双语儿童各自的优势与英语和法语的语音特征有关。英语语音方面的显著特点是音素，而法语的语音特点则是音节。此外，Mumtaz和Humphreys（2001）也发现了双语儿童在语音意识方面的优势。语音意识不仅在拼音文字中得到了重视和探究，在表意文字汉语中，也有许多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领域。例如，徐芬和董奇（2005）以押韵、首音、音位和声调等语音学单位为基础，对不同年级汉语儿童的汉语与英语语音意识的发展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

虽然很多研究都发现双语儿童的语音意识优于单语儿童，但也存在不一致的结果。Bialystok、Majunder和Martin（2003）也对双语儿童语音意识的发展进行了考察。研究结果发现，在音素替代任务中，5—7岁的英语—法语熟练双语儿童和法语单语儿童没有显著差异。还有研究者通过采用语音分割和音素替代任务，对5—7岁的英语单语儿童、英语—西班牙语双语儿童和英语—汉语双语儿童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只有英语—西班牙语双语儿童在语音分割任务中表现出优势。这些结果表明，双语儿童的语音意识优势仅仅表现在相对较简单的任务方面。也有研究者认为，双语儿童不存在语音意识优势（Tingley等，2004）。这些结果的不一致性可能源于多种因素，例如，第二语言学习环境、两种语音的差异度、语言学特征等。尽管双语儿童的语音意识发展研究尚未得到一致结论，但是大多数研究结果表明，第二语言学习对语音意识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词汇意识

词汇意识（word awareness）是指儿童能够理解词是语言的主要意义构成，以及对词汇性质的了解程度（Bialystok，1993）。词汇意识包括三个主要部分，即词作为语言单位的意识、词作为任意语音标志的意识和元语言术语词的理解（徐芬，2002）。词汇意识的测量可以通过词汇计数、词汇大小任务以及词汇与意义之间的任意性任务等方法进行探查。词汇与意义之间的任意性任务是要求儿童被试用一个无意义的词替代一个实际的词，或者用一个新的词替代一个物体的名称。如果儿童能够顺利完成这一任务，说明已经认识到一个词与其意义之间的关系具有任意性，而不是固定的。在词汇意识的研究中，研究者不仅关注了词汇意识的发展过程，而且也探讨了第二语言经验对词汇意识的影响。

事实上，美国心理学家Leopold在观察记录女儿的语言习得过程中，就发现了双语环境影响词汇意识这一现象。之后，Ianco-Worrall（1972）采用实验的方法考察了这一现象。研究者让4—9岁的单语儿童和双语儿童完成“相似性判断”（similarity judgement）任务和“符号替代”（symbol substitution）任务。在相似性判断任务中，研究者先呈现给儿童一个单词A（如cap），再向儿童呈现分别在语义和语音方面与A相似的单词B和C（如hat与cat），要求儿童从单词B和C中选择与单词A相似度较高的单词。结果显示，单语儿童更多地选择语音相似的单词，而双语儿童则倾向于选择语义相似的单词。符号替代任务与上述的词汇替换任务相似，研究者先把事物A的名字替换为事物B的名称，然后提出一些关于事物A的问题，要求儿童作出判断。实验结果发现，与单语儿童相比，双语儿童能够灵活地进行名称之间的转换。Ianco-Worrall的研究结果证明了双语儿童的词汇意识优势，而且这一结果也被后续实验所证实。例如，Bialystok（1988）采用词汇替代任务展开研究，结果发现，双语儿童的词汇替代成绩显著高于单语儿童。这一结果说明，双语儿童能够更好地使用新词替代熟悉物品的名称，也能更好地认识到词汇与意义之间的任意性。Rosenblum和Pinker（1983）研究发现，当要求被试用无意义词汇替代实际意义词汇时，单语儿童和双语儿童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在解释替换原因时，不同语言组之间存在差异。单语儿童在解释中更加强调物体的具体特征；而双语儿童的解释则会使用较抽象的术语，并强调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进行替换。在Ricciardelli（1992a）的研究中，研究者要求一年级意大利语—英语双语学生和英语单语学生完成一系列词汇意识的相关任务，包括单词归类、识别词长、符号替代等，结果也发现了双语者的词汇意识优势。

作为语言研究中的重要领域，西方心理学对词汇意识的研究较为深入，而我国的类似研究则相对较少。那么，西方双语儿童表现出来的词汇意识优势是否也存在于我国儿童，这一问题还需要从多个方面展开研究，如文化背景差异、拼音文字与表意文字的差异等。

句法意识

与基本的语言单位不同，句子水平属于语言发展的高级层面。句法意识（syntactic awareness）是指个体反思句子的内在语法结构的能力，即个体将注意导向句子形式的能力（Tunmer & Grieve，1984）。Layton、Robinson和Lawson（1998）将句法意识的发展划分为四个水平：获得默许的句法规则的知识水平，获得自动的修补策略，知道句法规则的存在并能够识别出来，把句法知识反映在语言中或相关的任务上。研究者指出，第一个水平所习得的句法知识为之后句法意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个水平则是基于已获得的句法知识对句子句法进行自动监控和修正，这两个水平都是句法上升到意识水平之前所必需的准备阶段。只有能够意识到句法的存在并对其识别，才说明个体进入了句法意识时期。Layton等人对句法意识发展进程的划分不仅清晰地界定了句法意识的范畴，而且也提供了一个句法意识的测量指标。

句法意识的测量方法包括句法判断、句法纠正、句法启动、句法一致性任务、句法错误模仿和完形填空。其中，完形填空是较早使用的测量方法，而句法判断和句法纠正则是使用频率较高的测量方法（Siegel & Ryan，1988；Vogel，1974）。句法判断任务是指以句法规则为依据，要求被试判断所呈现句子的可接受性。句法纠正任务要求被试在不改变句子原意的前提下，修改那些句法错误或者不可接受的句子。句法启动任务则是先给被试呈现句子，然后让被试造句，观察被试后续造句中所使用的句法是否受到之前呈现句子的影响，以此判断被试的句法意识。在句法一致性任务中，研究者会掩蔽某些关键词，然后让被试尽量识别这些掩蔽词。句法错误模仿任务就是模仿主试所说的包含句法错误的句子，不能纠正句法错误。完形填空任务就是让被试根据自己的句法知识把成分残缺的句子补充完整。

国外研究结果显示，双语儿童的句法意识要显著优于单语儿童。在控制经济背景和教育水平之后，Galambos和Hakuta（1988）对双语儿童的元语言意识发展进行追踪研究，他们要求儿童完成发现句法错误和修正句法错误两个任务。结果表明，第二语言学习对句法意识产生了积极影响。之后，Galambos、Almeida和Petersen（1990）要求被试依次进行判断句法正误、纠正句法错误、报告判断句法错误的理由等任务，这三个任务的难度依次递增，反映了句子理解的不同层次。这一研究结果也显示，双语儿童在三项任务中的表现都优于单语儿童，再次证明第二语言学习经验对句法意识的积极影响。

在句法判断任务的变式中，研究者根据句法和语义两方面正确与否设计了四种实验条件，包括句法规则和语义都正确条件、句法规则正确而语义不正确条件、句法规则不正确而语义正确条件、句法规则和语义都不正确条件。在早期研究中，Bialystok（1986）要求5—9岁单语儿童和双语儿童判断句子的句法是否正确。具体而言，如果儿童能够正确判断句法的合理性，那么就说明儿童能够将注意力控制在句法方面，忽略语义的干扰。该研究结果显示：在判断句法规则和语义都不正确的句子时，单语儿童的正确率高于双语儿童；在判断句法规则正确而语义不正确的句子时，双语儿童的成绩显著优于单语儿童；而在判断另两种句子时，两类被试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此外，在句法纠正任务中，双语儿童表现出一定的优势，但未达到显著水平。Moreno、Bialystok、Wodniecka和Alain（2010）采用ERP技术考察了双语者句法意识的发展情况，实验条件就是上述四种句子类型，实验任务分为简单任务和复杂任务。简单任务是判断句子是否正确；复杂任务则区分了句法和语义的冲突，要求被试仅判断句法是否正确。结果显示，在简单任务中，单语者和双语者之间不存在差异；在复杂任务中，单语者与双语者的P600成分（反映了句法加工过程中的冲突）存在差异。该研究采用ERP技术进一步证明了双语者的句法意识优势，同时也说明第二语言学习经验会影响大脑对句子水平语言刺激的加工方式。依据双语者两种语言水平的平衡程度，Cromdal（1999）划分了高水平双语者和低水平双语者，并且采用句法判断、句法纠正两种任务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对于句法判断任务，两组双语被试和单语被试在句法和语义都正确的句子判断成绩方面几乎没有差异，但是高水平双语组对其他三种类型句子的判断显著优于单语组，低水平双语组的成绩也高于单语组，但二者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在句法纠正任务中，高水平双语组的修正能力显著优于低水平双语组和单语组，且低水平双语组和单语组之间没有差异。Cromdal的研究结果为双语者的句法意识优势效应提供了有力证据。

另外，研究者指出，双语儿童表现出的元语言意识优势不仅仅取决于第二语言的学习和使用，可能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包括任务性质、两种语言的相似度以及指导语和测验所用语言的一致性等。Barac和Bialystok（2012）比较了三组双语儿童（西班牙语—英语、法语—英语、汉语—英语）和英语单语儿童的元语言意识，结果发现，西班牙语—英语双语儿童表现最好，且与其他被试组存在差异；但是法语—英语双语儿童、汉语—英语双语儿童与单语组不存在显著差异，两者之间也不存在差异。这一研究结果说明，仅是双语经验不足以保证元语言意识优势的存在。

元语言意识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反思技能，它可以提高儿童的认知控制能力，也有利于语言和其他学科的学习（王文宇，2010）。尽管该领域出现了不一致的研究结果，但也不能否定第二语言学习起到的重要作用。目前，大部分关于句法意识的研究是基于印欧语系的，较少有研究以汉藏语系等其他语系为对象。在我国，多数句法意识的研究都是探讨其与阅读之间的关系，缺乏双语儿童和单语儿童在句法意识方面的比较。因此，第二语言学习对汉语儿童的句法意识的影响这一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7.2.2 第二语言学习对语言能力发展的消极影响

第二语言学习影响两种语言的词汇通达

词汇通达（lexical access）就是个体为了满足当前任务需要而从词库中提取词汇的过程。研究者指出，不同任务类型的词汇通达过程之间存在差异（李利，吴剑锋，陈超莹，&王瑞明，2013）。具体而言，语言理解任务中的词汇通达指的是双语者根据两种语言词库的信息，辨别、理解所看到或听到的词汇；而语言产生任务所涉及的词汇通达过程则是将思维转化为词汇的过程，即从词库中提取目标词汇并用声音表达出来的过程（王亚鹏，李继利，& 丁小兵，2011）。

词汇通达能力的主要测量方法就是语言产生任务，例如言语流畅性任务、命名任务和舌尖现象（tip of tongue，TOT）测验。（1）言语流畅性任务一般分为字母流畅性任务和类别流畅性任务，都是要求被试在一定时间内（如1分钟内）说出符合实验条件的单字或词汇。例如，字母流畅性任务要求被试在规定时间内说出以字母“H”开头的词汇，而类别流畅性任务就让被试说出动物类别的词汇。（2）命名任务的一般流程就是要求被试用适当的语言对呈现刺激进行命名，一般包括图片命名任务和数字命名任务。（3）舌尖现象（TOT）测验是基于舌尖现象提出的实验范式。在实验过程中，被试首先要在实验开始之前理解“TOT状态”，即被试认为自己肯定知道某一目标词，感觉它就在舌头尖上，只是说不出来而已（Pyers，Gollan，& Emmorey，2009）。正式实验过程如下：要求被试命名屏幕中呈现的图片，若不能马上命名，研究者要询问被试是否处于“TOT状态”。如果被试能够马上正确命名图片，记为GOT；如果被试立即给出的图片名称不正确，则记为not GOT。如果被试不能立即为图片命名，但是在一定时间内（如5s）能正确提取图片对应的名称，则记为积极TOT（+TOT）；而且如果被试在该时间内未能成功提取图片名称，当被告知目标词后，被试报告心里所想词汇与目标词一致，也记为积极TOT（+TOT）。如果被试在该时间内提取错误，则记为消极TOT（-TOT）；而且如果被试在该时间内未能提取目标词，当被告知目标词后，被试报告心里所想词汇与目标词也不一致的话，也记为消极TOT（-TOT）。如果被告知目标词后，被试报告根本不知道这一词汇，则记为事后不知道（post don't know，即post DK）。实验流程图可参见图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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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TOT研究范式流程图（范小月&王瑞明，2013）

在双语词汇通达研究领域，研究者们不仅关注双语者对单一词汇的通达能力，也日益关注第二语言学习对非词汇水平通达能力的影响。在单一词汇水平，Mägiste（1979）要求瑞典单语者、德语单语者和瑞典语—德语双语者尽快命名物体、单词和数字，结果发现双语儿童的反应时长于单语儿童。Roberts、Garcia、Desrochers和Hernandez（2002）采用图片命名任务发现，双语者的错误率更高。之后，Ivanova和Costa（2008）在研究中不仅考察了双语者的词汇通达劣势，而且探讨重复命名能否抵消这一劣势。该研究要求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语双语者、加泰罗尼亚语—西班牙语双语者和西班牙语单语者完成命名任务，每个刺激呈现5次以考察重复条件对词汇通达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双语者的命名反应时更长，而且第二语言的反应时长于第一语言；重复命名同一刺激也不会抵消双语者词汇通达劣势。研究者发现，即使运用第一语言和优势语言，双语者也会出现词汇通达劣势（Gollan，Montoya，Fennema-Notestine，& Morris，2005）。

Bialystok、Craik和Luk（2008）采用多项任务考察第二语言学习对词汇通达能力的影响。该研究要求青年和老年的单语被试和双语被试分别完成皮博迪图片词汇测验（peabody picture vocabulary test，PPVT）、波士顿命名任务、言语流畅性任务。在PPVT测验中，研究者向被试呈现包含4张图片的测试板，并命名其中一张图片，要求被试指出研究者所命名的图片。结果显示，双语被试的得分低于单语被试，青年被试与老年被试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波士顿命名任务是要求被试根据呈现的图片或者定义命名物体，记录被试的正确率（反应时不可超过1分钟）。结果显示，单语者在图片条件和定义条件下的表现都优于双语者；老年被试仅在定义条件下表现优异，在图片条件下与青年被试无差异。言语流畅性任务考察了字母流畅性（说出以字母F、A、S开头的词汇）和类别流畅性（说出动物的名称）。研究结果发现，单语者正确报告的词汇数目多于双语者，青年被试正确报告的词汇数目多于老年被试。Gollan、Montoya和Werner（2002）采用类别流畅性任务发现，西班牙语—英语大学生的流畅性任务得分低于西班牙语单语大学生的得分。

舌尖现象测验的结果也支持了双语词汇通达劣势观点（Gollan & Silverberg，2001）。Pyers、Gollan和Emmorey（2009）采用TOT测验考察了不同模态双语者的词汇通达能力。研究者要求手语—英语双语者、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和英语单语者命名图片，结果发现，两组双语者之间的TOT比率没有差异，但都高于单语组。在我国，范小月和王瑞明（2013）采用图片命名任务和舌尖现象测验，考察了第二语言学习和方言对词汇通达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方言和第二语言学习都会影响个体的词汇通达能力。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双语者在单种语言上的词汇量劣势会在成年后消失，这一问题尚需研究者进一步的讨论（Hamers & Blanc，2000）。

近年来，研究者越来越关注第二语言学习对非词汇水平通达能力的影响。Gollan和Goldrick（2012）发现双语者在亚词汇水平（组成词汇的特定声学结构）上存在劣势。Sadat、Martin、Alario和Costa（2012）要求第一语言和优势语言均为西班牙语的双语者与西班牙语单语者完成词汇水平和短语水平的言语产生任务，结果显示，在反应延迟方面，双语者在词汇水平和短语水平的反应时间都长于单语者；在发音时间方面，双语者在短语水平表现出明显劣势，在词汇水平表现出一定的劣势趋势。这一研究结果证明双语者的通达劣势也出现在短语水平。但是，Sadat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双语者在词汇水平的通达劣势程度与短语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即短语水平的语法加工没有提高言语产生的难度。研究者将这一结果解释为，该研究中刺激材料的重复呈现降低了通达难度，使之类似于涉及词汇组织的图片命名过程，不能等同于完整句子中的句法加工（Martin，Crowther，Knight，Tamborello II，& Yang，2010）。Runnqvist、Gollan、Costa和Ferreira（2013）采用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汉语—英语双语者和英语单语者，考察个体在句子水平的通达能力，结果表明，双语者在句子水平也存在通达劣势，尤其体现在低频句法结构中。

上述研究从不同语言水平证明了双语者在言语产生任务中的通达劣势，但是这一劣势没有出现在所有的语言加工过程中。Gollan、Montoya、Fennema-Notestine和Morris（2005）要求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和英语单语者完成图片命名任务和图片分类任务，结果显示，在图片命名任务中，单语者的反应快于双语者；在图片分类任务中，单语者与双语者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Gollan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双语者的通达劣势可能仅限于要求快速检索单词的任务，在概念加工任务中不存在通达劣势。

随着双语者通达能力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第二语言学习降低了个体的通达能力，研究者也从多个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主要包括干扰假设、弱联结假设和词汇量减小假设。（1）干扰假设（inference hypothesis）。前人研究发现双语者在使用目标语言时并不能完全“关闭”非目标语言，即两种语言都得到了激活（Colomé，2001）。基于这一观点，干扰假设的支持者认为双语者的通达劣势主要源于非目标语言的干扰。与单语者相比，双语者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互干扰减慢了目标内容的提取速度，而且降低了正确率（Costa，2005；La Heij，2005）。另外，有一些研究者从认知资源的角度解释干扰假设。具体而言，由于双语者的两种语言在言语产生过程中都出现激活状态，所以双语者会存在一个控制系统进行词汇选择和干扰抑制，且该控制系统的认知资源有限。由此来看，双语者在通达过程中受到的干扰大于单语者，所需的认知资源也多于单语者，因而其通达目标内容的速度也就变慢。研究者比较了单语者和双语者在言语流畅性任务中报告低频词的比率，结果显示双语者产生的低频词比率高于单语者（Sandoval，Gollan，Ferreira，& Salmon，2010）。这一结果表明，由于非目标语言的干扰和认知资源的有限性，双语者更加倾向于通达干扰较小的低频词汇。（2）弱联结假设（weaker links hypothesis）。该假设从语言使用频率和语言联结程度这一角度进行解释，即双语者每种语言的使用频率都低于相应的单语者，第二语言的使用频率也低于第一语言，所以双语者已掌握词汇的语义表征与其词汇系统之间的联结强度较弱，不易通达（Gollan，Montoya，Cera，& Sandoval，2008）。基于这一观点，研究者预期双语者更易通达高频词汇，而且通达低频词汇的难度要大于高频词汇。很多研究证实了上述预期，从而支持了弱联结假设（Ivanova & Costa，2008；Scarborough，Cortese，& Scarborough，1977）。Oldfield和Wingfield（1965）发现，词汇通达速度与词汇使用频率之间存在负相关。（3）词汇量减小假设（reduced vocabulary hypothesis）。该假设认为，双语者每种语言中可以提取的词汇量要小于对应单语者，因而表现出通达劣势。双语者出现更多的舌尖现象，以及词汇测验分数更低等现象都支持了这一机制（Bialystok等，2008；Gollan & Acenas，2004；Gollan & Brown，2006）。

Sandoval等人（2010）在研究中对干扰假设、弱联结假设和词汇量减小假设进行区分。词汇量减小假设和弱联结假设都认为双语者通达的高频词汇多于单语者，但是在双语劣势开始出现的时间点这一问题上，两种假设持有不同的观点。词汇量减小假设认为，双语者的劣势出现在通达过程的后期阶段。因为在双语者刚刚开始提取词汇的早期阶段，词汇量的大小不会产生影响；当个体通达部分词汇之后，双语者较小的词汇量会限制词汇提取速度。但是弱联结假设认为，双语者在执行任务的早期阶段就会表现出通达劣势。与词汇量减小假设和弱联结假设不同，干扰假设认为在任务完成过程中，双语者始终会受到跨语言干扰。为了避免非目标语言的干扰，双语者会倾向于通达低频词汇，而非高频词汇。

尽管许多研究结果都证实第二语言学习会对通达能力造成消极影响并进行了解释，但是当前对于双语者通达劣势的解释都是基于词汇水平，对于不同水平通达劣势的原因是否存在差异，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对其加以考察。

第二语言学习影响母语的语言发展

综观双语学习与语言认知能力这一研究领域，学者们更多地关注第二语言的词汇和句法加工、双语语言加工的脑机制差异以及双语学习对语言能力的影响等，而忽略了第二语言学习对第一语言的影响。对于这一忽略现象，研究者指出有两个原因：其一，多数学者对二语学习的早期阶段感兴趣（第二语言在早期阶段处于非优势地位），因而仅仅关注了母语对第二语言的影响；其二，西方社会的影响，即西方社会更加关注如何让移民群体尽快习得移民国家语言，而忽略了其对母语的影响（Laufer，2003）。早期，很多研究者认为母语是一个稳定且独立的系统，不易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但相关研究结果表明，第二语言学习对母语的语音、语义和语法均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甚至出现母语遗忘现象。下面从几个方面详细说明。

第一，第二语言学习影响母语语音。

为了考察第二语言学习对母语语音的影响，Flege（1987）对不同语言者的字母“t”的发音时间差异进行研究。由于英语字母“t”的发音时间显著长于法语字母“t”，所以研究者采用的被试包括英语单语者、法语单语者、英语—法语双语者和法语—英语双语者，其中两组双语者都已经在第二语言国家生活多年。结果发现，英语—法语双语者使用英语时的“t”字母发音时间短于英语单语者，但是法语—英语双语者使用法语时的发音时间却长于法语单语者。Flege、Schirru和MacKay（2003）对这一结果进行了解释，认为第二语言学习使得双语者语音系统中字母“t”的表征不同于英语或法语单语者。之后，Flege在感知同化模型（perceptual assimilation model）的基础上提出了语音学习模型（speech learning model，SLM）。这一模型指出，第二语言的语音性质决定了第二语言与母语语音范畴同化的程度，而该同化程度决定了双语者能否感知到两种语言之间的语音差异。语音范畴同化是指当第二语言语音与母语语音相似度较高时，第二语言语音更易融入到母语语音系统之中。也就是说，晚期双语者习得的第二语言语音并不会随着时间而消逝，反而是与母语中的对应语音成对存在，两者的相似度决定了其相容程度。语音范畴异化则是指当新习得的第二语言语音与最相似的母语语音之间仍存在较大差异时，第二语言的这一语音就会在母语语音系统中形成一个新的表征，当然这也就增大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性。

第二，第二语言学习影响母语语义。

双语者经常会遇到这一问题，即使他们能够使用某一语言很好地表达某一概念或客体，但却不能在另一语言中找到其翻译对等词。事实上，双语者两种语言之间存在跨语言的词汇—语义不匹配现象，而这一不匹配现象在抽象概念中更为明显。母语习得研究领域提出了“外延过宽”（overextension）和“外延过窄”（underextension）两个概念。外延过宽是指使用范围过于广泛的词汇，例如儿童将太阳归为球，这就属于扩大了“球”的使用范围；外延过窄则是指使用范围过于狭窄的词汇，例如儿童认为只有红色的花属于“花”，其他颜色的都不是“花”。研究者发现，第二语言学习也会对母语词汇的语义产生上述影响。Isurin（2000）对母语为俄语，但之后被美国家庭收养的儿童进行追踪研究，结果发现，如果母语的某一词汇语义可以代表第二语言中的两个概念（例如俄语的“lestbutza”相当于英语的“ladder”和“staircase”），那么该儿童更容易遗忘这类母语知识。在一年内的某次追踪调查中，研究者要求儿童用俄语（母语）命名目标图片。结果发现，当涉及这一类特殊语义知识时，儿童能够提取母语词汇“lestbutza”命名楼梯图片“staircase”，却不能提取母语词汇“lestbutza”命名梯子图片“ladder”。该研究结果说明，第二语言的学习窄化了母语语义范围。由于Isurin研究属于个案研究，而且被试在某一阶段后就没有再接触母语，所以一些研究者认为其结果的代表性不足。因而，第二语言学习对母语语义的影响还需要更多的实验研究对其加以考察。

第三，第二语言学习影响母语语法。

对于第二语言学习对母语语法是否产生影响、为何产生影响等问题，研究者利用选择限制的违背和语法线索展开研究。Laufer（2003）根据选择限制的违背（the violation of selection restrictions）考察了第二语言对母语语法的影响。该研究的对象是俄语—希伯来语双语者和俄语单语者；研究材料为俄语句子，其中部分句子属于语法匹配条件（如，在俄语和希伯来语中都属于正确语法），其余句子则属于语法不匹配条件（如，在第二语言中属于正确语法，在母语中属于错误语法）。实验任务是让被试判断句子正误并加以修正。研究结果发现，对于语法不匹配句子，单语者几乎不会判断错误，但是双语者的错误率却很高。另外，Laufer发现母语的使用量、移民第二语言国家的年龄以及在第二语言国家的居住年数都会对母语语法判断造成影响。Altenberg（1991）采用个案研究方法考察第二语言学习对母语语法的影响，研究结果也支持了上述观点。

Laufer（2003）和Altenberg（1991）的研究都是从选择限制角度探讨第二语言学习对母语语法的影响，也有很多研究者从语法线索角度考察这一问题。研究者常用的任务就是呈现语法正确的句子和语法错误的句子，一般句子包含两个名词（名词短语）和一个动词，然后让被试对动词的主语作出判断。通过控制实验材料的语法线索，研究者可以了解不同语言背景者在语法线索加工方面的差异。Cook（2003）采用语法线索任务对双语实验组（日语—英语双语者、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和希腊语—英语双语者）和单语控制组（日语单语者、西班牙语单语者和希腊语单语者）进行比较。研究者有效控制了句子材料的生物性、词序等无关因素，且实验材料均用母语呈现。由于英语比其他语言更强调词序线索的重要性，所以，Cook预期双语实验组应该比单语控制组更关注词序线索。研究结果发现，三组双语实验组的句子加工方式都不同于匹配控制组，但是也不能明确词序线索的作用。这一结果可以证明第二语言学习影响了母语的语法加工方式，但是没有证明第二语言的何种知识或语言结构造成该影响。总之，选择限制的违背和语法线索的一系列研究都支持第二语言学习对母语语法的影响，但是尚未明确究竟是何种语言结构或语法线索造成这一影响。

第四，第二语言学习导致母语遗忘。

不同于前文的语言迁移效应，第一语言遗忘现象只会出现在少数群体中，例如由于突然被收养到某一家庭或生活在某一忽略其母语的社区团体中，之后就与其母语完全相隔离的双语者或多语者。所以，第一语言遗忘现象的研究对象都是那些在儿童阶段就被收养，或者是在某一年龄阶段之后就不再进一步学习母语的个体。这一特殊经历使得这些个体不同于一般的双语者。

Isurin在研究第一语言遗忘现象时提出以下假设，即第一语言遗忘与第二语言习得紧密相关，或者说语言系统中的任何改变都会影响其他语言。Isurin（2000）对一个9岁就被美国家庭收养的俄罗斯孤儿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个案追踪研究。由于新家庭及其社区都不使用俄语，俄罗斯儿童从加入新家庭之后就不再接触和学习其母语。在追踪研究过程中，研究者每间隔一段时间就会让该儿童完成图片命名任务，以此来考察其母语遗忘情况和第二语言习得情况，共考察了8次。该研究的图片命名任务包括3种情况：（1）标准化的图片命名任务，即让儿童按目标语言命名图片；（2）呈现目标图片，然后让儿童自由地选择第一语言或第二语言进行命名；（3）类似于“图片—词汇干扰任务”，即向儿童呈现目标图片及其对应的第二语言目标词汇，然后要求儿童使用母语对目标图片进行命名。因变量就是儿童图片命名的正确率与反应时。研究结果如下：从前4次测验正确率来看，母语词汇的剩余量与第二语言的习得量都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但母语的遗忘进度慢于第二语言的习得进度。从反应时结果来看，儿童接触第二语言之后，第一语言词汇的提取反应时增长，母语词汇的提取过程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任务（2）的结果表明，当儿童可以自由命名时，第一语言的使用频率也逐渐降低。为了进一步探究这一问题，Isurin在追踪结束的一年后（即该儿童到美国两年时），再次对该儿童进行了测验。结果发现，儿童需要更长的时间完成词汇提取。上述研究结果表明，母语遗忘与第二语言习得存在直接关系，即双语者越快习得第二语言，其相应的母语就越难通达。也可以说，第一语言遗忘的部分原因是第二语言学习的后摄干扰。Isurin和McDonald（2001）采用实验设计的方法考察了这一问题，结果支持了这一结论。

一些研究者提出了“结晶假设”（crystallization hypothesis），即双语者母语的语言加工过程始终会在神经回路中留有痕迹，他们不会完全遗忘母语（Birdsong，1992; Long，1990）。Pallier等人在2003年的研究中反驳了这一观点。研究者通过行为实验和fMRI技术对16名成人进行研究，其中8名被试是3—8岁就被法国家庭收养的韩国人（即实验组），而其余8名被试是不懂得韩语的法语单语者（即控制组）。而且，母语为韩语的被试声称他们已经完全遗忘其母语。该研究的行为实验一共包括三个任务：任务一是让被试听韩语、日语、波兰语、瑞典语和沃洛夫语五种语言的句子，然后在七点量表上依次判断所听到的句子是否为韩语。任务二也是先让被试听韩语、日语、法语和波兰语四种语言的句子，随后呈现一个400ms的语音片段。最后让被试按键判断这一语音片段是否出现在之前听到的句子中。任务三则同时呈现视觉和听觉刺激，即在屏幕中呈现法语词汇，随后听觉呈现两个韩语词汇。任务要求是让被试判断听到的哪一个韩语词汇是所呈现法语词汇的翻译对等词。行为研究结果显示：在任务一中，两组被试对韩语和日语句子的等级评定显著高于其他三种语言，且两组被试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Pallier等，2003）。这一结果说明，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任务二与任务三的结果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不同于Isurin（2000）的个案研究，Pallier等人（2003）对一组被试展开研究，进一步验证了某些特殊环境中的母语遗忘现象。另外，Pallier等人采用fMRI技术收集了任务二的脑成像数据。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对于母语为韩语的被试组而言，他们听到韩语句子时所激活脑区与听到其他语言时所激活的脑区之间无差异；相比于波兰语等不了解的语言，两组被试在听到法语句子时会激活更多的脑区，且法语单语被试会激活更多的脑区。总体来看，Pallier等人（2003）的行为研究和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结果都反对“结晶假设”，也就是说，如果儿童突然完全不接触母语，那么该母语会被遗忘并被第二语言所代替。之后，研究者考察了那些仅存在于韩语而不存在于法语中的对立音位，结果发现，母语为韩语的实验组与单语控制组之间也没有出现显著性差异（Ventureyra，Pallier，& Yoo，2004）。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实验结果都支持第二语言学习不利于母语发展这一观点。Hyltenstam、Bylund、Abrahamsson和Park（2009）采用类似于节省范式（savings paradigm）的实验任务对两组被试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实验组仍保留母语的语音痕迹，但是需要较长时间的重学才能再次通达母语的相关知识。一些研究者指出，母语习得水平、母语遗忘的测量方式以及所测量的语言单位都可能影响实验结果，未来研究还需要对此问题作进一步考察。


7.3 第二语言学习对个体非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

如果将英文“blue Monday”翻译为“蓝色星期一”，汉语单语者就能读懂“blue”一词所表达的忧郁感吗（林鉴，2011）？如果将我国的成语翻译为英语，英语单语者就能够理解其深刻内涵吗？在不同语言背景中，相同的语义却可以触发不同的心理感受，这一现象说明语言背景差异会影响个体非语言能力的发展，如思维方式、学习能力等。


7.3.1 第二语言学习与思维

思维是大脑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事物之间内在联系的规律性作出的间接与概括的反映。与语言概念不同，思维是一种看待客观事物以及事物之间联系的心理状态。语言作为一种客观素材，只有经过大脑的加工才能表现出来，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思考之后的表达，属于思维的一种体现。因而，思维并不等同于语言。

一直以来，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得到不同领域研究者的关注，而且大多数研究者都支持语言影响思维这一观点（De Groot，2011）。关于这一观点的最著名的假设就是Whorf假设（Whorfian hypothesis），包括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和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早期，研究者们坚持语言决定论，即语言决定人们思考和知觉世界的方式。但是这种极端的观点受到很多人的反对和质疑，后来逐步修正为语言相对论。语言相对论强调语言的影响作用，而非决定地位。本节主要讨论第二语言的语法知识对思维的影响。

“语法数”现象

“语法数”现象就是通常所说的单复数形式。Lucy（1996）指出，判断名词是否为可数名词主要依据两个标准：是否具有生命和是否为独立客体。不同语言划分可数名词与不可数名词的界限并不一致。例如在英语中，独立生物体名词（具有生命且独立）和独立非生物体名词（不具有生命，但属于独立客体）都属于可数名词，例如“两只猫”、“三张桌子”；而不可数名词是指不独立存在的非生物体，如“水”。但是，日语和尤卡坦语仅仅将独立生物体归为可数名词。很多研究者利用双语者母语和第二语言之间的“语法数”差异，深入分析第二语言的语法数知识是否对个体思维方式造成影响。Lucy和Gaskins（2001）采用图片相似性判断任务发现，英语被试与尤卡坦语被试的思维方式存在显著差异。

Athanasopoulos（2006）利用日语和英语的语法数差异考察不同语言背景对思维方式的影响。该研究的对象包括中等熟练水平、高熟练水平的日语—英语双语实验组、英语单语控制组和日语单语控制组。在实验过程中，研究者每次向被试呈现六张图片，其中一张为目标图片，其余五张为备选图片，要求被试选出与目标图片最为相似的备选图片。所呈现的每张图片都会包括上述三种名词类型，即独立且有生命的“动物”、独立但无生命的“工具”、不独立且无生命的“物质”。但是，目标图片与备选图片所呈现的名词数量并不一致，进而考察不同语言被试的图片匹配标准是否存在差异。结果显示，高熟练水平的双语实验组的选择标准类似于英语单语者，而中等熟练水平的双语者则与日语单语者的结果相似。这一结果有力证明了语言背景差异影响个体思维方式。之后，Athanasopoulos和Kasai（2008）再次采用相似性判断任务对不同语言组的思维方式进行比较。在相似度判断过程中，被试会看到呈现在屏幕上的三张图片，其中一张为标准图片，另两张则是颜色或形状属性不同于标准图片的备选图片。研究结果发现，英语单语者关注形状特性，即倾向于选择那些与标准图片形状相同而颜色不同的备选图片；日语单语者则相反，他们倾向于选择颜色一致的备选图片。而且，高熟练水平的日语—英语双语者与英语单语者的判断标准更加相似，中等熟练水平的日语—英语双语者的判断标准更接近于日语单语者，与Athanasopoulos（2006）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这两项研究的结果说明，双语者习得的第二语言语法知识会影响个体对刺激特征的注意，进而影响其认知倾向和思维方式。另外，随着第二语言熟练水平的提高，双语者的思维方式越来越接近于目的语本族语者。

“语法性”效应

生理性别是自然界动物的属性之一，也是人们在言语交谈中组织信息的一个重要依据。研究发现，不同语言对生理性别编码的方式并不相同。例如，英语和汉语主要通过词汇对性别进行编码，boy—girl（男孩—女孩）、he—she（他—她）等。然而，很多语言则是对名词冠以语法性（grammatical gender）的标志，如西班牙语、德语、法语等。在这些语言中，不仅句子中的名词有雌性（阴性）、雄性（阳性）或中性之分，甚至动词、介词都要在语法性上与其保持一致。而且，同一物体在不同语言中的语法性也存在差异，例如太阳在法语中是阳性，在德语中是阴性，在俄语中却是中性。

研究者在多种语言和思维活动中都发现了“语法性”效应，而且不断探讨语言的语法性对思维方式的影响。Guiora（1983）利用非言语的性别认同测验考察“语法性”差异对非语言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语法性”现象影响儿童的生理性别认同程度。Boroditsky、Schmidt和Phillips（2002）要求德语—英语双语者和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选择最恰当的三个形容词描述目标物体，这些目标物体在德语和西班牙语中的“语法性”刚好相反（一半雌性，一半雄性）。在实验过程中，研究者让双语被试用英语说出形容词，然后分析不同语言组所报告形容词的性别倾向。结果发现，当目标物体在母语语法性中属于雌性时，被试报告了更多的雌性形容词；当目标物体在母语语法性中属于雄性时，被试使用了更多的雄性形容词。例如，当呈现物体为“桥”时（该词在西班牙语里是雄性，在德语中是雌性），西班牙语被试较多使用的形容词包括“大的、长的、危险的、坚实的、强壮的（big、long、dangerous、sturdy、strong）”，而德语被试则倾向于雌性形容词，如“可爱的、易受伤害的、和平的、优美的、纤细的（pretty、fragile、peaceful、elegant、slender）”。研究者由此得出结论，双语者对物体的思考和感知也受到语言的影响。

由于英语的语法性使用情况不如德语和西班牙语频繁，所以Boroditsky等人（2002）的研究结果仅能说明双语者的不同语言也会对其思维方式产生影响，但是不足以说明第二语言的语法性会影响双语者的思维。Bassetti（2007）选择文化背景相同的意大利语单语者和意大利语—德语双语者进行研究，所有双语者均为平衡双语者。在实验过程中，研究者首先在屏幕上呈现某一物体（如“球”）；随后让被试听与该物体相关的短句子（如“你喜欢球吗？”），这一句子分别由男性和女性各读一遍；最后让被试判断哪一声音更加适合所呈现的物体。研究中所有呈现的物体在意大利语和德语中的语法性都不同。研究结果显示，绝大多数意大利语单语儿童选择与意大利语语法性相一致的词汇（即选择与意大利语语法性一致的比例为71%，与德语语法性一致的比例仅为19%），而意大利语—德语双语者选择与意大利语语法性一致的词汇比例仅占52%，与德语语法性一致的词汇比例则占33%。这一结果说明，第二语言学习与使用会影响双语者的判断和思维方式。

“语法时态”的影响

前文所述的语法数和语法性都是关于名词的语法变化，而语法时态（grammatical tense）是动词的形式变化。同一动词的不同时态可以表示不同的时间与方式，例如英语的过去时、进行时等。但是，有些语言并不存在时态变化，如印尼语。研究者提出，存在时态变化的语言使用者（如英语使用者）会考虑动作或事件发生的时间，而不区分时态变化的语言使用者（如印尼语使用者）就不会考虑时间对动作的影响。因而，很多研究者认为不同语言之间的时态差异也会对个体的思考方式造成不同影响。

Boroditsky、Ham和Ramscar（2002）通过四个实验探究不同语言的语法时态差异对印尼语—英语双语者和单语者的影响。这一系列实验的材料都是动作图片（如踢球、吃东西），同一动作包括过去时、进行时和将来时三种时态。前两个实验设计是呈现给双语组和单语组被试两张图片，要求其在九点量表上判断这两张图片的相似程度。该研究的自变量包括指导语所用语言和图片类型。指导语所用语言是指在双语者来到实验室后，主试与其交流时所用的语言，分为英语和印尼语两种水平；图片类型也包括两个水平，即动作者相同、时态不同的图片和动作者不同、时态相同的图片。结果发现，英语单语者判断动作者不同、时态相同两种图片的相似度更高，而印尼语单语者则认为动作者相同、时态不同两种图片的相似度更高。对于双语者而言，当指导语为英语时，双语者的判断标准与英语单语者相似；当指导语为印尼语时，双语者认为两种图片类型的差异较小。该研究的前两个实验结果说明，第二语言学习经历确实影响双语者的思维方式。之后，研究者继续对单语者和印尼语—英语双语者进行考察，以探究动作时态的记忆差异是否源于不同的语言经历。后面的两个实验设计包括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学习阶段的材料也是动作图片。研究者在测验阶段向被试呈现三张图片，其中一张是在学习阶段学习过的图片，其余两张图片呈现的是已学习图片的不同动作时态。任务要求是判断哪一张图片在学习阶段出现过。研究结果发现，英语单语者识别已学习图片的正确率高于印尼语单语者。当指导语为英语时，双语被试组的表现与英语单语者一样优秀；而指导语为印尼语时，双语者的表现与印尼语单语者相近。该研究虽然讨论了不同指导语语言对思维的影响，但是并不能简单地认为短暂的指导语就会对认知和思维产生影响。研究者更倾向于认为长期的第二语言学习经历影响了双语者的思维。而且，英语单语者可以作出正确判断是因为语言经历使得他们会主动关注动作时态之间的差异。

上文讨论了第二语言语法与思维、认知关系的一系列研究，其结果都支持第二语言学习会影响双语者的感知能力和思维方式。但目前国内很少有研究去考察第二语言语法知识造成的影响、双语经历对思维的影响等问题，这些问题亟需学者们的关注与研究。


7.3.2 第二语言学习与心理理论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洞察自己和他人的内心世界，并试图解释和预测他人的行为，这一心理能力也是人类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标志之一。心理学和教育学等领域一直关注儿童心理知识的发展。心理知识发展的早期研究源于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及其实验研究。皮亚杰指出儿童心理的认知发展是从自我中心到脱离自我中心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日益关注儿童元认知的发展。近年来，对儿童心理知识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儿童的“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ToM）。

心理理论概述

心理理论并非一般科学意义上的理论，而是指个体对自己和他人心理状态（如意图、感知、信念、情绪等）的认知，并据此对相应行为进行因果性预测和解释的能力（Happé，Winner，& Brownell，1998）。如果个体能把心理状态加于自己和他人，那么个体就具有心理理论。例如，小明坚持运动是因为小明想要（愿望）健康的身体，而且小明认为（信念）坚持每天运动就会身体健康，即行为是愿望和信念的结果。此时，如果一个人能够意识到小明的行为源于其愿望与信念，那么就说明这个人具有了心理理论。总之，如果个体能够理解人都是拥有自己的愿望、信念以及对世界的解释方式的，并且认识到人的行为是以其心理或信念为基础的，那么这个人就具备了“心理理论”。1983年，Wimmer和Perner将“心理理论”概念引入儿童心理学研究领域，并设计错误信念任务这一经典的实验范式，用于考察儿童是否获得心理理论。

Tager-Flusberg和Sullivan（2000）提出，心理理论包括社会知觉和社会认知两个成分。社会知觉是一种内隐化的过程，属于人的知觉范畴。它主要涉及区分人和客体的能力，从他人的面部表情、声音和行为动作等信息迅速判断其意图等心理状态的能力。社会认知则主要和认知加工系统有关，需要在头脑中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进行表征和推理加工，其与语言能力的发展密切相关。从发展顺序来看，社会知觉的出现要早于社会认知，因而有研究者指出社会知觉是社会认知的发展基础。14个月大的婴儿能够将人类行为解释为与意图有关的有意义单位，18个月大的幼儿开始显露预测他人下一步动作的能力（Baldwin，Baird，Saylor，& Clark，2001；Sharon & Wynn，1998）。3岁幼儿开始自发地谈论自己和他人的信念、意图等，但幼儿的理解仅是对现实世界的描述和复制，而非解释。研究者指出，4—6岁才是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关键期，并且将理解“错误信念”（false belief）作为儿童拥有ToM的主要标志。在国内研究中，隋晓爽和苏彦捷（2003）在汉语儿童中验证了Tager-Flusberg等人提出的心理理论两成分认知模型，并进一步探讨了语言与ToM的关系。结果显示，心理理论的社会认知成分与语言存在显著相关，而社会知觉成分与语言之间没有表现出显著相关。由于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表征外部世界及内部意识的符号表征系统，所以它为心理理论的发展和表现提供了基础。而且，心理理论与语言能力的发展关键期也基本同步。因此，许多研究者预期心理理论与语言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一系列关于正常儿童、自闭症儿童、聋童等研究的结果都显示，ToM测验成绩与其语言能力存在密切关系（De Villiers，2000；Tager-Flusberg，1997）。

几十年来，为了科学地研究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学者们设计了很多实验任务。我国学者王益文和林崇德对儿童心理理论实验任务进行总结，归纳为“区分心理世界和物理世界”任务、“理解知觉输入与心理和行为相联系”任务、“错误信念”任务（王益文 & 林崇德，2004）。具体如下：

第一，“区分心理世界与物理世界”任务。

正确认识到自己的心理世界不同于客观世界的能力是儿童正确认识世界的前提。“区分心理世界与物理世界”的实验任务主要包括理解大脑功能任务、再认心理词汇任务、区分想象与现实任务和图片故事理解任务等。（1）理解大脑功能任务：研究者让儿童说一下大脑的功能和作用，如果儿童既能够回答做梦、思考等心理功能，还能回答使人执行某一动作或活动等一系列物理功能，这说明儿童具备了一定的心理理论能力。（2）再认心理词汇任务：研究者不是直接测量儿童的心理状态，而是通过词汇实验考察其心理概念的发展程度（Baron-Cohen & Goodhart，1994）。采用该任务时，研究者让儿童看图讲故事，然后记录故事中出现的心理词；或者向儿童呈现一系列词汇，让儿童判断所呈现词汇是否为心理词。（3）区分想象与现实任务：研究者对儿童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中的某个人具有一种心理经验，而另一个人具有物理经验，要求儿童判断哪个人可以进行特定的行为操作。例如，研究者告诉儿童，A有饼干，而B正在想饼干，然后让儿童判断A和B哪个人可以看到或摸到饼干。（4）图片故事理解任务：研究者呈现给儿童多张顺序混乱的故事图片，然后要求儿童对故事图片进行排序。

第二，“理解知觉输入与心理和行为相联系”任务。

在能够区分心理世界和物理世界之后，儿童会进一步理解知觉信息输入与心理、行为反应的关系。常用的实验任务包括二级视觉观点采择任务、理解“看见导致知道”任务等。Masangkay等人（1974）采用二级视觉观点采择任务对儿童进行研究。在实验过程中，研究者向儿童呈现一幅两面都有内容的卡片，如一面画着猫，而另一面画着狗，然后让卡片的一面对着儿童，另一面对着研究者。任务是让被试回答儿童自己和研究者各自会看到什么（王益文&林崇德，2004）。理解“看见导致知道”任务主要用于考察儿童是否懂得知识从何而来，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推测。Pratt和Bryant（1990）通过呈现图片进行实验，图中内容包括一个开口盒子和站在盒子旁边的两个儿童，其中一个儿童看向盒子里面，另一个儿童则站直朝前看。实验任务是让被试判断哪个儿童知道盒子里装有什么。结果发现，3岁儿童能正确推理向盒子里面看的儿童知道盒子里有什么，说明他们已经掌握“看见导致知道”这一心理理论规则。

第三，错误信念任务。

信念是指心理对现实世界的反映，而错误信念则是与现实不一致的信念。Perner、Leekam和Wimmer（1987）最早设计了心理理论的错误信念研究范式，该范式也是ToM研究领域最为常用的经典范式。当采用错误信念任务进行ToM研究时，大多采用意外地点任务（unexpected location task）和意外内容任务（unexpected content task）。在意外地点任务（即Maxi和巧克力故事）中，研究者利用玩偶向被试演示一个故事，具体如下：Maxi把巧克力放在壁橱中，然后就离开房间出去玩耍了。当他不在时，母亲把他的巧克力从壁橱中拿出放入抽屉。故事演示完毕后，要求儿童判断Maxi回来之后会去哪里找巧克力（信念问题），Maxi最初将巧克力放在哪里（记忆控制问题），巧克力现在放在哪里（现实控制问题）。结果发现，3岁儿童尚未具备错误信念，他们不能认识到信念与现实的不同。在意外内容任务（即糖果盒任务）中，研究者首先呈现给儿童被试一个熟悉的盒子（如糖果盒），让儿童说出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当儿童回答“糖果”之后，研究者打开盒子告诉儿童里面装的不是糖果，而是蜡笔。然后研究者将蜡笔放回盒子，并盖上盒盖。最后研究者向儿童提问：其他小朋友在打开盒子之前，会认为盒子里装的是什么？与意外地点任务结果一致，3岁儿童常常回答错误，即回答说别的小朋友认为里面装的是蜡笔。

很多研究者采用儿童心理理论研究范式对成人进行考察，但是成人被试在阅读故事后，需要对故事人物的心理状态进行推论、解释或归因。这类任务包括双重欺骗任务、欺骗任务、托辞任务等（林佳燕，傅根跃，刘文庆，2010）。

第二语言学习对心理理论的影响

虽然儿童和成人都是ToM领域的研究对象，但是大多数学者较为关注儿童时期心理理论的发展情况，尤其是3—4岁的儿童。近年来，学者们采用错误信念等相关范式深入探讨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因素。

研究者指出儿童的句法补充能力是编码错误信念的基础。与单语儿童相比，双语儿童在句法意识等元语言意识方面存在明显优势。而且，由于同一概念在双语者头脑中可能存在两种表征，所以双语者的表征能力也优于单语者（De Villiers & Pyers，2002）。Kloo和Perner（2003）考察抑制控制与心理理论关系时发现，儿童通过不断进行抑制练习可以提高其心理理论能力。这一结果表明，双语者的认知控制优势为其ToM优势提供可能。更重要的是，双语儿童的成长环境不同于单语儿童，他们较早获得冲突解决经验，并且习得更多的社会语言理解方面的知识。例如，在交谈或演讲过程中，双语者会主动考虑交谈对象或者听众是否懂得他所说的语言。一旦意识到单语者或其他双语者不能理解该语言时，他们会通过语言转换解决这一冲突。Genesee、Nicoladis和Paradis（1995）研究发现，双语儿童在3岁之前就懂得，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其当前使用的语言，因而会及时转换语言。总之，双语儿童比单语儿童更加能够意识到自己和他人的心理状态，并据此调整行为反应。基于前人研究，学者们预期第二语言学习经历对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存在显著影响。对应于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因素，学者们指出这一预期的三个理论根据，即元语言意识优势和较强的表征能力、认知控制优势、社会语言理解及交往能力。

研究者考察3—4岁的罗马尼亚语单语儿童和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双语儿童的心理理论能力，其中所选双语儿童的父母各自的母语不同，且儿童每天都会接触到两种语言（Kovács，2009）。该研究采用了标准版ToM任务、改进版ToM任务以及一个控制任务，其中标准版ToM任务就是Wimmer和Perner（1983）设计的意外地点任务，控制任务是Zaitchik（1990）所使用的“gizmo”任务。不同于经典的意外地点任务，研究者在改进版ToM任务中模拟了双语者特有的语言转换情景，所以儿童在任务完成过程中需要考虑他人对多种语言的理解情况。具体故事流程图参见图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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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改进版心理理论任务的流程图（Kovács，2009）

有两个玩偶，其中一个玩偶只懂得罗马尼亚语，另一个玩偶懂得罗马尼亚语和匈牙利语两种语言。这两个玩偶想买冰淇淋，就来到两个摊位前面，分别是冰淇淋摊位和三明治摊位。但是冰淇淋摊位的卖主用匈牙利语告诉玩偶：“这里没有冰淇淋了，但三明治摊位还剩下一些。”之后告诉被试，单语玩偶没有听懂冰淇淋摊主的语言。最后研究者向被试儿童提问：“故事中的单语玩偶会去哪里买冰淇淋呢？”通过标准版和改进版ToM任务结果的比较，研究者可以进一步了解双语儿童是具备整体性的ToM优势，还是仅仅在涉及语言转换情景时才表现出优势。研究结果显示，双语儿童在标准版和改进版的ToM任务中都表现出优势，但是两组被试儿童在控制任务中不存在显著差异，可见图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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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 不同语言儿童在标准版心理理论任务（左侧）、改进版心理理论任务（中间）与控制任务（右侧）中的正确率（Kovács，2009）

该研究不仅控制了社会经济地位和智力水平等无关变量，而且根据单语被试在标准版和改进版ToM任务中的表现相近这一结果，也排除了任务难度对实验结果的干扰。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双语儿童的心理理论能力显著优于单语儿童。具体而言，较高的抑制能力使得双语儿童能够抑制真实信念并正确考虑他人的心理状态，同时也有效抑制ToM任务的优势反应，即指出物体所在的真正位置（Leslie，German，& Polizzi，2005）。另外，双语儿童的表征能力优势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研究者采用外表—真实任务、二级视觉观点采择任务和错误信念任务对3岁和4岁的汉语单语儿童、英语单语儿童和汉语—英语双语儿童进行研究。所有儿童接受两次测验，时间间隔为一周。研究结果表明，4岁儿童的任务表现显著优于对应的3岁儿童；两组单语儿童的表现不存在显著差异；在两次心理理论能力测验中，双语儿童的表现都优于单语儿童。显然，这一结果也支持了第二语言学习促进心理理论能力发展的观点。研究者对其进行解释，双语者的元语言优势、认知控制优势以及谈话过程中实时进行语言转换的社会语言技能对心理理论双语优势起到促进作用。对于第二语言学习与心理理论之间的关系，认知控制和语言能力的作用毋庸置疑。但是，研究者还需要进一步探究心理理论习得与语言转换等社会语言理解能力之间的关系。


7.3.3 第二语言学习与学习能力和创造力

第二语言学习对学习能力的影响

前文的讨论结果表明，第二语言学习对非语言能力和语言能力都产生积极影响。在非语言研究领域，Bialystok的一系列研究支持了双语认知优势效应，尤其在抑制控制和选择性注意方面。在语言能力方面，双语者的典型优势就是元语言意识优势，包括语音意识、词汇意识和句法意识。基于此，学者们日益关注第二语言学习经历对学习能力的作用。

在早期阶段，多数研究都关注第二语言学习对个体词汇量的影响，较少探讨不同语言背景个体在词汇学习方面的差异（Papagno & Vallar，1995；Van Hell & Mahn，1997）。Kaushanskaya和Marian（2009）通过比较不同语言组的新词学习效果来探讨第二语言学习经验对学习能力的影响，而且，这一研究采用了英语—西班牙语双语者和英语—汉语双语者两种双语被试，考察两种语言的相似性对新词学习效果产生的影响。为了避免语音熟悉性造成的影响，研究者自编了需要被试学习的词汇材料，利用4个英语音素和4个非英语音素构造了48个双音节新词，且新词的英语翻译对等词都是高频使用的具体名词。正式实验分为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两阶段的间隔时间为一周。在学习阶段，研究者首先让被试听新词的录音，并在屏幕上呈现其英语翻译对等词，之后通过复读进行学习。在测验阶段则是让被试完成再认和回忆任务。研究结果显示，双语组的学习效果优于单语组，且不同双语组之间没有出现显著差异。这一结果表明，第二语言学习提高了双语者的新词学习能力，而且这一促进作用不会受到两种语言相似度的影响。Mattock、Polka、Rvachew和Krehm（2010）通过一系列实验对英语单语、法语单语和英语—法语双语的幼儿（17个月）的学习能力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双语儿童表现出一定的优势，而且比单语儿童更善于建立词汇与客体之间的联系。

研究者认为造成双语者学习能力优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书将其总结为三个方面。（1）语言能力的影响。在习得新知识，尤其是词汇知识时，个体往往最先通过听觉通道获取新知识。研究者发现，双语儿童适合使用语音引导词汇学习的方式获得新知识（Fennell，Byers-Heinlein，& Werker，2007）。所以，双语者的语音加工优势能够帮助个体更有效地编码非熟悉语音信息。（2）记忆存储能力。研究者指出，双语者的高记忆存储量是词汇学习优势的根源，双语者出色的学习能力与记忆存储能力存在密切关系（Papagno & Vallar，1995；Gupta，2003；Service，1992）。（3）抑制控制优势。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双语者需要不断抑制非目标语言的干扰，从而正确提取目标语言中的合适词汇。与单语者相比，这一过程能够有效促进双语者的抑制控制和选择性注意的发展。由于任何新知识的学习都会受到已有知识的干扰，所以双语者的认知控制优势能够有效抑制干扰，促进学习。Bartolotti、Marian、Schroeder和Shook（2011）深入研究多语学习经验和抑制控制能力对新语言学习效果的影响。该研究要求被试学习两种新语言的词汇，而被试已掌握语言对两种新语言的干扰程度不同，结果发现，双语学习经验和抑制控制能力都会影响新语言的词汇学习效果。当已掌握语言对新语言的干扰程度较低时，主要是多语学习经验对新语言学习效果起到促进作用；当新语言受干扰程度较高时，则是抑制控制能力发挥主要作用。

第二语言学习对创造力的影响

在心理学领域，创造力是指个体根据一定的目的任务，运用已知信息，开展能动的思维活动，进而产生新颖、独特、具有社会价值的产品的心理过程（张积家，2004）。在创造力研究中，学者们大多从创造性想象和创造性思维两个方面对特定群体进行评价。创造性想象指个体根据一定的目的和任务在头脑中独立创造出新形象的心理过程，具有创造性、新颖性和独立性；而创造性思维则指个体在创造性活动中所体现的新颖、灵活的思维方式。

早期，Torrance、Gowan、Wu和Aliotti（1970）采用发散性思维测验进行研究，发现双语儿童的流畅性、精致性和独创性都优于单语儿童。Kessler和Quinn（1987）在研究中呈现给儿童一个科学问题，然后要求儿童在有限的时间内写出尽可能多的解决问题的假设。通过分析儿童所报告的假设，研究者考察第二语言学习对创造性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双语儿童所提的假设更复杂、更高级。Kharkhurin（2009）采用简化版的托伦斯成人测验研究第二语言学习对大学生发散思维的影响。研究者根据创新性、流畅性、丰富性和灵活性等标准对不同语言组进行评价，结果显示，在控制智力水平的情况下，双语大学生的创新性水平高于相应的单语大学生。这些研究都对双语者的创造力优势效应提供了有力支持。

研究者不仅考察了第二语言对创造力的影响，也关注语言学习中的文化差异的作用。Saeki、Fan和Dusen（2001）采用托伦斯创造性思维测验比较美国大学生与日本大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差异，结果表明，个体的创造力差异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很多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期望、教育经历和社会文化约束力等文化差异会影响个体创造力的发展。因此，未来研究要明确语言背景与文化背景对个体认知发展的影响，不能将两种因素混为一谈。

由于众多研究结果都发现双语者存在创造力优势，学者们日益关注该优势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熟练度和习得年龄。Ricciardelli（1992b）采用多项任务对单语儿童、非熟练双语儿童和熟练双语儿童进行研究，其中非言语任务（创造力和几何设计）的结果显示，非熟练双语者与单语者之间差异不显著，但是熟练双语者表现出优势。这一结果说明，双语者的创造力优势效应受到语言熟练水平的影响。另有研究者利用相关分析方法考察语言熟练度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该研究通过词汇联想测验和主观自评考察韩语—英语双语者的语言熟练度，并采用托伦斯创造性思维测验测量被试的创造力水平，结果发现，语言熟练度与创造力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表明在多文化适应过程中，语言交流对创造力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Lee & Kim，2011）。Kostandyan 和 Ledovaya（2013）则关注二语习得年龄的差异对双语者创造力的影响。该研究考察了早期和晚期英语—俄语双语者的言语性和非言语性的创造性思维，结果显示，早期双语者在非言语灵活性任务中的表现显著优于晚期双语者。这一结果说明，早期英语—俄语双语者在问题解决中会产生更多的非言语策略，即第二语言开始习得年龄仅仅在非言语任务中造成影响。

双语者之所以存在创造力优势，是因为一方面，个体能否在短时间内迅速激活头脑中的相关知识，以及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方式，这些都是创造力发展的必要条件。相较于单语者，双语者能够较快地激活两种语言的意义表征，且意义表征之间的联系方式也有不寻常之处。另一方面，双语教学中不同语言及其文化之间的差异会激发儿童的好奇心，有助于培养创新意识，从而促进创造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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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个体差异与教学策略

【内容简介】

第二语言学习者的个体差异会影响第二语言的学习效果。本章首先介绍第二语言学习研究领域中最关注的个体影响因素，如语言能力、记忆能力、动机及焦虑等。然后详细介绍第二语言的学习策略研究，对研究方法、学习策略的种类进行了细致的探讨，总结了影响第二语言学习策略的重要因素，并指出成功的第二语言学习者的策略使用技巧。本章最后着重探讨第二语言的教学策略，从教师的角度出发，总结了国内外流行的教学策略，并探讨了高效双语教学的一些理念与方法。


8.1 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个体差异

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个体差异是指个体身上表现出来的，影响第二语言学习效果的主要因素，如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倾向、性格、记忆力、态度、动机、焦虑水平和认知风格等。


8.1.1 语言能力倾向

能力倾向分为一般能力倾向和特殊能力倾向。一般能力倾向是指个人在广泛的活动领域达到某种能力水平的可能性，例如智力测验所测的就是一般能力倾向，它是完成各种活动所必需的。特殊能力倾向是指在某个特定方面，如音乐、绘画、体育、机械等，达到某种能力水平的可能性，它是完成某一方面特殊活动所必需的。语言能力倾向（language aptitude）是一种特殊能力倾向，是促进语言材料学习的一整套能力（江新，1999）。语言能力倾向指个体在语言领域经过学习或者训练可以达到的某种能力水平，它不是已经具有的现实能力，但是在已有能力中可以显示出来，可以对它进行测量；同时也指可以预见到经过进一步训练，能够在语言方面取得成就的一种能力。

关于语言能力倾向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编制语言能力倾向测验上，即测量一个人学习语言的潜能。在20世纪上半叶，研究者开始编制能够预测第二语言学习成绩的语言能力测验，如Iowa Test（Stoddard & VanderBeke，1925）、Luria-Orleans Test（Luria & Orleans，1928）、Barry Test（Rice，1929）等。这些测验的目的都是预测第二语言成绩，它们主要采用语法翻译练习的实验任务，结果发现测验分数与语言学习成绩之间的相关不是很显著。

在语言能力倾向测量方面，最有影响的测量工具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Carroll和Sapon于1959年研制的现代语言能力倾向测验（modern language aptitude test，MLAT）；另一种是由Pimsleur于1966年制订的语言能力倾向成套测验（Language aptitude battery，LAB）。其他比较有影响力的语言能力倾向测试还有美国国防部语言能力测量表（defense language aptitude battery），美国陆军语言能力测试（army language aptitude test），Parry和Child（1990）设计的VORD语言能力测量表，及Grigorenko（2000）设计的外语习得中创新的认知能力测试（cognitive ability for novelty in acquisition of language as applied to foreign language test）等。

Carroll和Sapon（1959）编制的“现代语言能力倾向测验”（MLAT），是一个测量青少年和成人外语能力倾向的测验，它由五个分测验组成：（1）数字学习（number learning）：首先让受测者记忆某种人工语言的几个数字，然后将这几个数字组合起来进行听写。例如，学习数字1至4，加上10和100，然后听写这几个数字的组合，如42、312、122。该测验主要测量联结记忆能力。（2）语音记录（phonetic script）：受测者首先学习某些英语音素的发音，然后进行测验，例如，“在你听到的语音下面划线：Tik；Tiyk；Tis；Tiys。”该测验测量语音编码能力。（3）拼写线索（spelling clues）：受测者根据给出的某个词的发音线索，猜测该英语词的拼写。例如，根据“ernst”猜“earnest”，在几个候选词中选择一个正确的词。该测验测量母语词汇以及语音编码能力。（4）句子中的词（word in sentence）：受测者在一个句子中识别出某个词或者短语，该词或短语的语法功能与另一个句子中的某个词或短语的语法功能相似。例如，呈现两个句子，在第一个句子中有一个词划线，在第二个句子中有五个词划线，受测者的任务是在第二个句子的五个划线词中选择一个词，该词的语法功能与第一个句子的划线词相似。该测验测量语法敏感性。（5）配对联结（paired associates）：受测者先学习一个英语与外语的对译词表，然后进行多重选择测验。该测验测量联结记忆能力。

MLAT最初是为美国外事服务研究机构的外语课程招生而编制的，后来有各种版本，包括小学版（Carroll & Sapon，1967）和简缩版。MLAT一般适用于14岁以上的人，而小学版（EMLAT）适用于8—11岁儿童，简缩版可在测验时间有限时使用。研究者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版本来测量语言能力倾向。

另一个著名的语言能力倾向测验是Pimsleur（1966）的“语言能力倾向成套测验”（LAB），是为13—19岁的青少年设计的，它由六个分测验组成：（1）年级平均分（grade point average）；（2）兴趣（interest）；（3）词汇（vocabulary）；（4）语言分析（language analysis）；（5）声音辨别（sound discrimination）；（6）声音与符号的联结（sound-symbol correspondence）。Pimsleur认为，这六个分测验的目的是测量语言能力倾向的三个成分：（1）言语智力（verbal intelligence），测量对词的熟悉性以及对语言材料的推理分析能力；（2）动机（motivation）；（3）听觉能力（auditory ability）。

由此可见，LAB很强调语言分析能力和听觉能力。强调听觉能力，因为Pimsleur研究很早就发现，20%～30%的儿童外语学习不成功是因为听力差造成的，尽管他们的其他能力处于正常水平（Pimsleur，Sundland，& McIntyre，1966）。此外，值得一提的是，Carroll等人和Pimsleur关于语言能力倾向的观点有两点不同之处。第一，Carroll等人将动机看成是一个与语言能力倾向无关的变量，Pimsleur将它看成是语言能力倾向的一个成分，因此在他的语言能力倾向测验LAB中用“兴趣”分测验来测量动机。第二，言语智力在语言能力倾向中的作用程度。Pimsleur认为言语智力是语言能力倾向的一个重要成分，LAB的“词汇”和“语言分析”分测验主要用于测量言语智力。Carroll等人认为言语智力并不是语言能力倾向的一个必要成分，但是他承认MLAT的“拼写线索”分测验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言语智力和词汇知识，可以作为一个有用的预测指标。

关于语言能力倾向与二语学习的关系，国外学者以不同的方式或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们以实证研究的方式对语言能力及其相关因素与二语学习的关系作了系统调查，其中包括Bialystok和Fröhlich（1978）、De Keyser（2000）、Ehrman和Oxford（1995）、Gardner（1985）、Harley和Hart（1997）、Kiss和Nikolov（2005）、Ranta（2002）、Skehan（1986）、Sparks等（1998）、Sasaki和Hirose（1996）、Wesche等（1982）；从理论上进行分析的有：Carroll（1981，1990）、Oxford（1990）、Robinson（2002）、Sawyer和Ranta（2001）、Skehan（1989，1991，2002）、Skehan和Foster（1999）、Sparks和Ganschow（2001）；对语言能力与教学方式的匹配进行研究的有：Wesche（1981）、Rosemary（2005）。

Skehan（1986）认为语言能力倾向测验之所以能够很好地预测语言成绩，不仅因为它的确测量了内在的语言加工能力（这种能力在学习第一和第二语言中是相同的），而且因为它测量了使用非语境（decontextualized）语言的能力（例如正规语言测验测到的就是使用非语境语言材料的能力）。这一观点源自他对布里斯托尔（Bristol）语言项目（Wells，1985）被试的继续研究。布里斯托尔语言项目是一项对英国布里斯托尔地区125名儿童第一语言发展进行的纵向研究。Skehan对布里斯托尔项目中的64名大年龄被试进行了语言能力倾向测验，发现语言能力倾向与第一语言发展之间的相关大多数是显著的，语言能力倾向与二语成绩之间的相关也很显著。而且，语言能力倾向不仅与第一语言发展有正相关，与家庭的社会阶层也有正相关。虽然儿童的口语能力与家庭的社会阶层无关，但是儿童的文字能力，即将语言本身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的能力与家庭的社会阶层有关，即儿童处理非语境语言的能力与社会阶层有关。这个间接证据表明处理非语境语言的能力在语言能力倾向测验中得到了反映。Skehan（1986）认为语言能力倾向测验测量了语言加工能力和处理非语境材料的能力，这两种能力对语言学习都很重要。

Gardner和MacIntyre（1992）在一篇综述文章中提出，语言能力倾向促进语言学习的可能原因之一是正迁移。如果一个人拥有的知识或技能与新技能或新知识相关，那么可以推论他对新材料的学习也会快得多。也就是说，语言能力倾向可以看成是一块认知海绵（cognitive sponge），如果某种能力对某种新技能的学习是适宜的，那么该技能就会被这种能力所吸收。如果个人的这种能力发展得很好，这种技能的获得就比较快；如果不是，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把它变成个人能力的一部分。这种解释得到了Wesche（1981）和Skehan（1986）研究的支持。Wesche（1981）利用语言能力倾向测验和访谈将语言学习者分为三组：分析能力强组、记忆能力强组和两种能力相当组。然后分别采用与能力匹配的不同方法进行训练，发现与能力匹配的训练导致较好的语言学习结果。也就是说，当个人的能力与学习的材料相匹配时可以促进学习。

Skehan（1986）的研究还发现，第一语言发展较快的学生，童年期词汇较丰富的学生，家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学生，在语言能力倾向测验上的得分比第一语言处于劣势的学生要高。这个结果说明，存在一种语言能力倾向，这种能力倾向影响任何环境下的语言学习（参见Skehan，1991），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早期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

Parry和Child（1990）根据一种人工语言（其语法系统与土耳其语的语法类似）编制了一种新的语言能力倾向测验VORD。VORD测验将语言学习任务和语言分析任务结合在一起，测验由四个部分组成：名词词法（nominal morphology）、动词词法（verbal morphology）、短语和句子水平的句法（phrase and sentence-level syntax）和完成课文（text completion）。在一次只有36名成人被试的小规模研究中，Parry和Child（1990）发现MLAT对语言学习成功的预测总体上比VORD好。该研究还发现VORD和MLAT的分测验之间的20个相关中有14个是显著的，说明这两套测验的分测验有许多共同变异。这只是该测验研究的第一步，但是它可能指出了语言能力倾向测验研究的一种新思路，如找出这些测验潜在的共同变量作为语言能力倾向的真正指标。

Skehan（1991）认为目前的语言学理论和实践为语言能力倾向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对语言能力倾向测量的研究应该在多种学习环境中进行。他提出，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语言能力倾向的研究：第一，吸收当前的语言理论和语言学习理论，对语言能力倾向的基本模型进行修改；第二，对语言能力倾向测验进行修改，使测验更好地反映基本人际交流能力（basic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ve skills，简称BICS）；第三，研究需要在各种语言学习环境中进行，包括正式的语言学习环境和非正式的语言学习环境。

我国目前在该领域的研究仍较少，如刘润清（1990）曾对语言能力作过介绍；戴运财、霍兴花（2006）对语言能力与二语学习研究作过述评；温植胜（2005）对外语学能的研究进行了重新思考；吴一安、刘润清和Jeffrey（1993）在调查我国英语本科学生素质情况时，包括了语言能力这个变量；刘涛、刘和民和邓隽（2005）就语言能力倾向测量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语法敏感性问题进行了实验调查；Wen 和Johnson（1997）调查分析了第二语言学习者变量与英语学习成绩的关系，但他们调查的16个变量主要是可调整的学习者变量，所以没有包含语言能力。戴运财（2005）以中国大学生为调查对象，调查在中国语境下英语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及其相关因素对二语学习的影响。统计结果显示，语言能力与大学生的二语学习、性别相关，与学习策略没有明显的相关。大学低年级学生与高年级学生的语言能力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这说明语言能力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与二语学习的关系方面，语言能力不仅单独对二语学习产生一定的影响，还与性别共同作用影响二语学习。此外，该研究还绘出了性别、语言学能和二语学习的路径分析模型图。

目前主流的语言能力倾向测试，如MLAT，都是为以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而设计的，其测试的理论基础是英语的音位、句法、语义和词汇系统。所以在对中国学习者进行测试时，中国文字特征的迁移不仅会产生干扰，甚至还会误导他们作出错误的判断。吴一安等人（1993）也认为，MLAT是为英语本族语者设计的，用其原版来测试中国人，其可靠性不免要受语言因素的影响。英语熟练的人，MLAT的得分自然高些（其他条件相同的话），而他们的语言能力未必很强；反之，英语不够熟练的人，MLAT得分不高，但他们的语言学能未必很差。这也许是该调查中语言能力与二语学习的相关系数远低于西方学者调查结果的重要原因。语言能力倾向研究若要在中国取得进一步发展，还需有志专家、学者进行广泛调查和深入研究，结合汉语语言特点，设计出符合中国外语学习者的汉语版语言能力倾向测试。


8.1.2 性格

性格是指表现在人对现实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中的稳定的、具有核心意义的个性心理特征。很多人认为第二语言学习成功与否和学习者的人格特征有很大关系。来自教学观察中的印象常使人觉得，良好的性格特征，如积极上进、持之以恒、认真严谨、审慎果断、外向好奇、乐于模仿等会产生积极作用；自卑自贱、懦弱寡断、不求甚解、不善交际等不良性格，就会产生消极作用，阻碍第二语言学习。有研究表明，内外向等性格因素可能会影响第二语言学习水平。

性格可以分为内向型和外向型。内向型的特点是心理能量指向内心世界，这种类型的人往往害羞、不好动、缺乏自信、不善交际，比较难以适应环境。外向型的特点是心理能量指向外部世界，这种类型的人常常是开朗、热情、自信、勇于进取、富于冒险的，容易适应环境的改变。第二语言学习与内外向性格特征的关系有两种假说。一种认为外向型学习者在交际能力上优于内向型学习者。因为他们通常表现为健谈，善于作出反应，喜欢能促进学习者与别人进行更多交流、获取更多语言输入的群体活动。反之，另一种假说则认为内向型学习者在认识、学习语言能力上优于外向型学习者。原因是他们愿意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和练习语言形式，如阅读和写作，他们对语言结构的理解可能更全面、准确，因而会取得更多的成功。究竟哪一种类型的学习者能把第二语言学得更好，对此至今尚无定论。

在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教师需要根据学习者的性格特征因势利导，尤其是在语言的输出方面。当性格内向、二语水平不高的学生在语言输出时遇到障碍时，教师需要帮助他们树立信心。具体的方法有两个：一是针对不同的学习者，在不同的学习任务或场合中发挥他们的特长；二是指导他们对自身进行调整，以适应不同的学习环境和任务。


8.1.3 工作记忆

工作记忆是认知心理学领域的重要概念，它是对信息进行短时加工和储存的容量有限的记忆系统（Baddeley & Hitch，1974）。工作记忆与人类复杂的认知活动，例如阅读理解、语言产出及推理问题解决等都有密切关系，因此它一直以来受到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等领域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在工作记忆的研究中，对工作记忆容量的个体差异研究最为瞩目，二语学习领域的研究者也纷纷探讨它对二语学习者的语言理解和输出的影响，并将其视为影响二语理解差异的重要因素。

根据最具影响力的工作记忆模型（Baddeley & Hitch，1974），工作记忆是一种对信息进行短时加工和储存的记忆系统，由语音回路（phonological loop）、视觉空间面板（visual-spatial sketchpad）和中央执行系统（central executive）三个子系统组成。语音回路主要处理声音信息，它由两个次级系统组成：一个是语音存储，能够保存语音信息1至2秒；另一个是发音控制，能够对已保存的语音信息进行发声默认加工（Baddeley，2003）。视觉空间面板主要对视觉和空间的信息进行加工。而中央执行系统是一个容量有限的注意力控制系统，负责协调子系统之间的注意力分配，以及它们与长时记忆的联系。中央执行系统是工作记忆的核心。为了完善自己的理论模型，Baddeley（2000）提出了工作记忆模型的第四个成分：情景缓冲器（episodic buffer）。情景缓冲器强调各成分之间的互动和信息整合，并为工作记忆和长时记忆的交互提供平台。

自从Baddeley和Hitch于1974年提出了工作记忆模型后，众多学者纷纷围绕工作记忆的三个成分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已有研究大多探讨工作记忆容量与语言理解和记忆的关系，其基本假设是被试的工作记忆容量越高，在理解和记忆任务中的表现越好。这一假设得到了来自母语和二语研究的证实。

Harrington和Sawyer（1992）探讨了34名母语是日语、二语是英语的大学生的二语工作记忆和二语阅读能力的关系。被试参加了母语和二语的阅读广度测试。为了避免因任务难度造成的地板效应，研究者对句子长度和句法难度进行控制。实验材料为42个简单句，长度为11—13个单词，它们被随机分到包含2—5个句子的句组，并用卡片呈现给单独被试。为确保被试为理解而阅读，要求被试对所读句子进行语法判断。被试在读完每个句组后，回忆并写下句末单词。每正确回忆出一个单词得1分。被试的阅读成绩是他们在托福考试中的语法和阅读成绩。结果显示二语工作记忆和二语阅读成绩显著相关（r＝0.54），证实了工作记忆容量对第二语言阅读能力的影响。此外母语工作记忆和二语工作记忆中度相关（r＝0.39），说明母语和二语阅读能力相关可能因为两种语言使用了共同的工作记忆系统。

Walter（2004）研究了母语和二语的工作记忆在二语阅读理解中的作用。41名法语—英语双语者参加了阅读广度测试。70个长度为6—8个单词的一般陈述句被随机分到包含2—5个句子的句组，用软件进行编程。被试需要判断句子的逻辑性，并记住句末单词。工作记忆的容量根据三个标准进行计算：被试记住的句末单词数量；被试正确回忆的反应时；被试对逻辑性判断的正确率。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和母语工作记忆相比，他们的英语工作记忆和阅读理解的相关性更高。对于二语水平高的被试来说，二语工作记忆和阅读理解不存在相关性；而对于二语水平低的被试来说，二者显著相关（r＝0.49）。Walter还发现二语水平低的被试能够理解所读文章中的句子，但是理解整篇文章的能力较差。这可能是由于有限的二语工作记忆被大量用于句子处理，因此用在高层次的心理加工的资源就减少了。

Winke（2005）研究了133名母语是英语的汉语学习者（42名初学者、91名高水平学习者），旨在探讨学习者的二语学习能力、工作记忆和学习策略之间的关系。阅读广度测试采用电脑编程，被试需要判断屏幕上所呈现句子是否合乎语法和逻辑，并记住句末单词。研究发现工作记忆和汉语水平高低两组的外语学习能力均相关。和工作记忆容量低的初学者相比，工作记忆容量高的初学者采用的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较多；对于汉语水平较高的学习者来说，他们的工作记忆容量越大，采用的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就越少。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纷纷关注工作记忆和二语词汇水平、语法加工、阅读理解等方面的关系，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李红（2004）考察了英语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第二语言语义提取中的工作记忆效应。她根据被试的英语词汇知识水平把他们分为词汇知识水平高分组（30人）和低分组（32人）。被试的汉语工作记忆通过运算广度任务在电脑上进行测量。材料包括60道简单数学等式和60个汉语双字词。被试每回忆出一个汉语双字词得1分，满分为60分；而被试对数学等式正确性判断的反应时间则体现了加工速度。结果显示，工作记忆广度对英语单词的语义通达没有显著影响，说明中国学习者的二语语义提取是较为自动化的过程。此外在词汇知识高水平组中，工作记忆高广度组的数学判断的平均反应时略低于工作记忆低广度组；而在词汇知识低水平组中，这一规律并不明显，说明被试在工作记忆广度上的优势并未给加工速度带来优势。

顾姗姗和王同顺（2007）考察了工作记忆和听力理解的关系。59名来自某重点高校的大一学生进行了听力广度测试和英语听力测试。听力广度测试包括60个句子，长度为10—12个单词，这些句子被随机分到包含2—6个句子的句组。在每组句子结束时，被试需要判断所听句子的逻辑性，并回忆出句末单词。结果显示，二语工作记忆是二语听力理解的显著预测指标。虽然母语和二语工作记忆显著相关（r＝0.77），但后者对被试二语听力理解成绩的解释力更强，母语工作记忆和二语工作记忆能解释二语听力理解成绩变异的29％和42％。

陈宝国和高怡文（2009）选取44名非英语专业大学生作为被试，研究了工作记忆容量的限制对第二语言语法加工的影响。与以往研究不同，该研究通过操纵个体工作记忆负荷来直接考察工作记忆容量的限制对第二语言语法加工的影响。实验中的被试分别在记住7个数字（高工作记忆负荷组）和3个数字（低工作记忆负荷组）的同时阅读英语句子，并进行语法判断。实验材料用E-prime软件进行编程，在电脑上呈现。被试进行语法判断和数字记忆的反应时和错误率均被电脑自动记录。结果发现个体工作记忆容量的限制是影响第二语言语法加工的重要因素之一。

综上所述，工作记忆对语言学习，尤其是二语学习非常重要。然而工作记忆影响二语学习的认知神经机制仍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


8.1.4 态度

在第二语言学习研究中，态度和动机的区别并不总是那么清楚。态度主要通过动机影响语言学习过程。态度是一种心理和神经的准备状态，它通过经验得以组织，在与此经验有关的所有目标和情形中，对个人所作出的反应产生方向性和动态的影响。根据社会心理学家的观点，学习者的态度由三个方面构成：（1）认知成分（cognitive component），学习者对所学内容价值方面的认识，对某一目标的信念；（2）情感成分（affective component），学习者在感情和情绪上对所学内容的反应，对某一目标的好恶程度；（3）意动成分（conative component），认知和情感在行动上的表现，即学习者的行为倾向，对某一目标的行动意向及实际行动。显而易见，态度作为一种情感因素，它对某一目标的具体实施和最终达到的成功程度是极为重要的。一旦我们知道某个人对某事物的态度，我们就能更好地了解和预测他的行为。态度易受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的影响，所以在不同的研究环境下，调查结果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

有研究者认为，态度是语言学习者对目的语母语者及其文化的看法。因此语言学习中有三种态度：对目的语社团和本族语者的态度；对学习目的语的态度；对语言和学习语言的一般态度。态度与第二语言学习是紧密相关的，学习者对于所学目的语及目的语社团持有一种看法，这种看法影响着他们的学习。正如Lambert（1973）所说：“学习者对以他所学外语为本族语的民族所持的态度和他自己民族中心感的信念，决定着他学此语言能否成功。”

Camiciottoli（2001）调查了182名意大利大学生的英语泛读频率、对英语和母语的阅读态度。多元回归分析显示，有两个因素对学生的阅读频率和态度起决定性作用。一个是学生的母语阅读习惯，另一个是学生在英语国家的经历。Yamashita（2004）以日本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母语和英语泛读态度之间的关系，以及泛读态度与学习者阅读成绩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学习者的情感因素、对阅读作用的认识和阅读能力的自我评价对二语阅读态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此类研究虽然不多，但为进一步研究二语环境中泛读态度和频率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的影响因素奠定了基础。


8.1.5 动机

动机是内驱力（如本能、意志、意愿和精神力量）的反射，或是由刺激和强化决定的，通常被理解为完全静态的心理、情感状态，或某一个目标。第二语言学习与动机的研究在国外已有四五十年历史，Gardner和Lambert（1959，1972）是二语学习与动机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们在对加拿大学生（以英语为母语者）学习法语的研究中发现，社会性动机（social motivation）影响学习水平，因此提出了态度能直接影响人们二语学习效果的假设。由此，Gardner和MacIntyre设计了语言学习动机调查表，即态度/动机测验量表（attitude/motivation test battery，AMTB），从动机、融合性、对学习环境的态度、语言焦虑及其他因素等五个维度进行实证测量，成为当时一种广泛使用的第二语言学习动机调查工具。表8-1显示的是AMTB的一个缩减版（Gardner & MacIntyre，1993）。

表8.1 Gardner和MacIntyre（1993）的态度/动机测验量表

[image: ]

动机有三个主要成分：达到目标的愿望、指向目标的努力、在达到目标的活动中感到满足。这三个成分之间应该是相关的，但在有的情况下也可能不相关。如某位老师非常严厉，那么即使那些不是真心想学的学生在课堂上也必须付出努力。如果仅仅根据是否努力来定义动机，那么这样的学生就会被看成是有动机的，即使他们没有任何要学习的愿望，甚至认为学习是一种灾难。因此，AMTB测量动机由三个分测验构成：语言学习的愿望、动机强度及对语言学习的态度。

融合性反映一个人对其他语言团体的积极态度。因为学习第二语言包含与另一个文化团体有关的技能，因此学习一门语言的动机包含对该语言团体的态度。AMTB采用三个分测验测量个人对其他语言团体的融合程度：对待目的语团体的态度、对外语的兴趣、融合性取向。

语言焦虑指学生对使用目的语的环境的焦虑反应。可能引起焦虑的环境很多，但在AMTB中只测量两种：课堂焦虑和使用焦虑。前者指由语言课堂引起的焦虑，后者指在任何一种要求说目的语的环境中个人体验到的焦虑情感。

人们除了将AMTB用于探讨母语为英语的加拿大学生学习法语的态度和动机，也在其他学生的其他语言的学习中发现了类似的动机或语言态度与第二语言成绩之间的显著相关。Clément、Gardner和Smythe（1977，1980）进行了系列研究，探讨了母语为法语的加拿大学生学习英语的态度和动机。这些研究结果显示，与第二语言成绩相关最高的是自信分数（在下文语言焦虑部分讨论），而自信分数与动机分数之间有密切关系。Muchnick和Wolfe（1982）研究了学习西班牙语的母语为英语的美国学生，发现他们对西班牙语课程的态度和课堂焦虑感与他们的西班牙语水平等级之间有显著相关。Laine（1977）研究了学习英语的芬兰学生，发现自信、动机与英语成绩有关。

在军队环境中，动机与第二语言成绩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验证。Lett和O'Mara（1990）研究了一般智力、语言能力倾向、人口统计变量（如年龄、性别等）、态度、动机、学习策略和个性特征等几个变量对美国军人在语言强化教程中学习韩语、俄语、德语和西班牙语的预测能力。结果显示，语言能力倾向对语言水平的预测能力最强，是对语言水平的最重要的预测变量（特别是对韩语和俄语）；在学习过程中，态度、动机对每种语言的三个小指标（即学习结束时的听力、阅读和口语水平指标）中的两个有显著贡献。可见，即使在军人被试中，态度和动机与第二语言的水平也有显著相关。

20世纪80年代以来，Gardner等人的动机模型受到了质疑，这些质疑主要从其文化局限性、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以及缺乏对教学的关注等方面提出的。Tremblay和Gardner（1995）在前期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提出了第二语言的扩展动机理论（图8.1）。他们在坚持以“语言态度——动机行为——学习成绩”为内在逻辑的社会教育动机模式的基础上，增加了主流心理动机理论中的一些新成果，如，期待—价值理论（expectancy-value theory）中的“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和“效价”（va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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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第二语言的扩展动机模式（Trambley & Gardner，1995） 

目标理论（goal theory）中的“目标显著性”（goal salience），构建了“扩展动机理论”。

模式中的目标显著性是一个便于测量的概念，主要涉及目标理论，包括目标设定理论和目标倾向理论。目标设定理论（goal-setting theory）认为在像语言学习这样长期、持续的活动中，近期目标的设定有利于实现远期目标（如掌握一门新语言），提高学习者的自身效能。明确而有难度的目标优于明确而偏容易的目标，能更好地激发学习者的积极行为。目标倾向理论（goal-orientation theory）主要用来解释学校教育情境下学习者个体的学习成绩。该理论强调两个对立的成绩目标倾向，一种是注重学习内容的掌握型倾向（mastery orientation），另一种是注重展示个人能力、获得高分、胜过其他学生的表现型倾向（performance orientation）。这两种倾向体现了不同的学习原因与成功标准。掌握型倾向注重个人的成长与完善，并相信付出的努力会得到回报，更能激发强烈的学习动机；表现型倾向则认为学习只是完成目标并得到社会认可的手段而已。

效价是价值的一种标志，包括成就价值、内在价值、外在使用价值、付出代价四个部分。成就价值指学习者根据自身的基本价值标准与需要完成某项任务的主观重要性。内在价值指任务给学习者带来的快乐。外在使用价值指任务完成对将来目标实现的实效价值。付出代价指消耗的精力、体力、时间以及为此付出的情感代价（如对焦虑、失败的恐惧）。前三个部分构成了任务的正效价，而代价是任务的负效价。一项任务的价值最终取决于以上四个部分相互作用的综合，并决定完成任务的行为动机的强弱。

自我效能是学习者对自我能力的一种判断，这种判断将决定他对活动的取舍、愿望的强烈程度、付出努力的多少及持久性，其中的认知因素可以包括他人的看法、反馈、评价、鼓励与强化、过去的经历与收到的培训、对任务完成策略的了解等。自我效能与自信相似，但自我效能主要与学习者对其将来完成某种特定任务可达到的水平相关。

第二语言的动机模型认为如果学习者将外语学习成功归因于自己学习能力强，则他就会有强的自我效能；反之，将失败归因于自己学习能力不强，则自我效能弱。将成功归因于能力和努力，将失败归因于努力不够，这种归因可以被看作适应性归因（adaptive attribution），将对外语学习产生积极影响；将失败归因于能力不强可以被看作非适应性归因（maladaptive attribution），将对外语学习产生负面影响。

20世纪末，Dörnyei（1994）基于匈牙利语学习者无法接触大量目的语的单语环境研究，提出了外语学习动机的新模式——三维建构模式。

表8.2 Dörnyei（1994）的外语学习动机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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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式的特点是体现了语言学习动机与教学情景的有机结合，包含了Gardner模型中没有涉及的一些因素（如对学习者所在学习集体内部凝聚力的评价等），为学校教育情境中动机研究的效度提供了实证支持。该模式从语言、学习者和学习情境三个层面来界定和测量外语学习动机。其最详尽、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对与外语学习情境相关的动机因素的界定与测量。其中课程特定动机组件包含了学习者对该课程的内在兴趣、教学与学生个体需要及目标的相关性、学生对学好该课程成功程度的期望值，以及学生对活动效果的满意程度。教师特定动机组件则与教师的行为、个性及教学风格相关，包含学生取悦教师的亲和动力、权威类型以及学生动机的直接社会化等。最后，集体特定动机组件与学习者所在学习小组的集体动力有关，包括目标定向、规范和奖励体系、凝聚力及课堂目标结构等。

Dörnyei的外语学习动机三维建构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强调学习动机的多维性质，使动机研究更广泛、更深入，并同课堂教学实际紧密联系，具有更积极的教育教学意义。然而这一模式没有指出这些成分和要素之间的内部联系，因此非严格意义上的理论模式。

对二语学习动机进行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二语学习的心理过程、社会因素及个体差异，并基于这些结果探索激发学生二语学习动机的途径与策略，创建和谐并充满个性化的语言学习环境。


8.1.6 焦虑

第二语言焦虑是指个人面临一种要求使用自己不熟练的第二语言的情境时体验到的忧虑和担心。它与个人使用第二语言进行听说读写时反应的紧张倾向有关。与其他类型的焦虑一样，语言焦虑的特征是：贬低自我认知（如我做不了）、感到忧虑、出现相应的生理反应（如心率加快）。

Horwitz（1986）对学生在二语语言课堂上的焦虑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二语语言课堂焦虑是一种与交际焦虑、社会评价焦虑和测验焦虑三种具体焦虑有关的复杂体验。交际焦虑是指对说二语的反应表现出和说母语时一样的担心和忧虑（Daly，1991）。社会评价焦虑来自语言使用的社会性质，因为第二语言交际是使用一种自己还没有熟练掌握的语言来表达。外语课堂焦虑量表（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scale，FLCAS）是一个测量语言学习焦虑的量表。该量表包括33个项目，这33个项目可以分为3类，交际焦虑、社会评价焦虑和测验焦虑，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情况在5点量表（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也不反对、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上对每个项目进行选择。这一量表是研究者测量第二语言学习焦虑的流行量表。

Horwitz（1986）发现交际焦虑、社会评价焦虑和测验焦虑的测验分数分别与二语语言课堂焦虑有显著相关，而且语言焦虑与学生在语言课程上的预期分数和实得分数呈负相关。有很多研究也发现语言焦虑在第二语言学习中存在消极作用。一些研究发现语言焦虑与语言课程的评分等级呈负相关（Gardner，Smythe，Clément，& Gliksman，1976；Horwitz，1986；Trylong，1987；Gardner & MacIntyre，1993）。有学者（Young，1986）发现口语谈话分数与语言焦虑分数之间存在相关。

为什么语言学习会使学生产生焦虑反应？MacIntyre和Gardner（1989）提出了语言焦虑发展理论。该理论模型认为，语言焦虑是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反复的消极体验结果，是一种学习的情绪反应。在开始时，语言学习者会体验到一种焦虑状态，这是一种暂时的忧虑。如果这种忧虑重复出现，那么最终会在焦虑和第二语言学习行为之间建立一种联结。一旦建立这种联结，语言焦虑对学生的语言行为就会有普遍的影响。当然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和经验的积累，第二语言的焦虑也会逐渐消失。这一点得到了研究的支持。Chapelle和Roberts（1986）发现英语课堂焦虑与托福分数之间的相关在学期开始时并不显著；但是在学期结束时，二者相关达到了显著水平。这说明在学习的初始阶段，语言焦虑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消极体验没有产生消极影响，没有产生对失败的预期，但是消极体验重复出现多次之后，学习者就会在焦虑和行为之间建立联结。


8.1.7 认知方式

认知方式是指人们对信息和经验进行加工表现出来的个体差异，是人在感知、记忆和思维过程中经常采用的态度和方式。由于人们在大脑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方式、以往信息处理经验、心理感受及生理感受等方面存在极大差异，所以认知能力和认知方式也有很大区别。不同认知方式的学习者在二语学习过程中往往采取不同的学习方式，导致学习结果存在差异。

场独立型/场依存型

场独立型（field independence）/场依存型（field dependence）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认知方式，采用场独立型认知方式的人认识事物时很少受环境和他人影响；而采用场依存型认知方式的人认知事物时受环境和他人影响较大。因此在二语学习过程中，场依存型学习者较容易接受别人的暗示，努力程度往往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当诱因来自外部时学得更好。场依存型学习者往往会注意到学习环境的社会性，对具有社会内容的材料表现积极，容易受到他人的积极影响。这类学习者喜欢集体学习，需要得到及时的反馈信息，易受环境影响，易受负强化影响，有时情绪波动较大。场独立型学习者在内在动机激发下学习，往往能产生更好的学习效果，喜欢发现式学习，在学习未充分组织好的材料时有较大优势。场独立型学习者对事物进行判断时往往利用自己内部的参照，不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倾向于对事物独立作出判断。有时比较固执，较难接受别人意见。当然，在不同情况下，这两种类型不是互相排斥的，学习者可以改变自己的风格；也可能既有场依存特点，也有场独立特点。

审慎型/冲动型

审慎型（reflectivity）/冲动型（impulsivity）又被称为概念化速度（Kagan，1964），指的是在不确定条件下个体作出决定的速度上的差异。“概念化速度”存在着非常明显的个体差异，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类在简短考察各种可能性后迅速作出决定，被称为“认知冲动型”；另一类在进行反应前深思熟虑，仔细考虑所有的可能性，被称为“认知审慎型”。

在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与冲动型学习者相比，审慎型学习者可能在某些阶段停留时间长一些，但是通常在对细节作分析的任务中表现更好，更为精确。值得一提的是，认知方式的个体差异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同学习任务、学习环境、情感状态都可能导致学习者改变策略或认知方式。因此明确学习者的认知特点是一项复杂的、挑战性极强的工作。


8.2 第二语言的学习策略

20世纪70年代初，研究者开始对二语学习者的特点及其对二语学习的影响展开研究，如Gardner和Lambert（1972）对学习态度和学习动机的研究。70年代中后期，对成功的语言学习者的研究则归纳了成功外语学习者的一系列特征（Naiman，1978）。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者们把第二语言学习策略置于认知理论框架中去研究，努力发现学习策略对语言学习的影响。O'Malley等人（1987）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学习策略三分法。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们则通过大量实证研究发现训练学习者使用成功学习策略的理论还存在一定问题。下面，我们将首先介绍第二语言学习者的学习策略，并对其影响因素展开讨论。


8.2.1 第二语言学习策略概述

学习策略通常指的是学习者在整个语言学习或语言使用过程中，与某个特定阶段相关联的心理行为或行动（Ellis，1994）。第二语言学习策略包括了学习者在第二语言学习中使用的普遍方法和具体行为或技巧。学习者利用学习策略解决语言学习中的问题，所以学习者通常能够意识到自己所运用的学习策略，并确定其成分及过程。学习者既可以利用语言行为学习策略（要求被告知物体的名称），也可以利用非语言行为学习策略（身体语言）。学习策略既可以是被直接观察到的，也可能是不能被直接观察到的；其对第二语言学习的影响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因此学习者的学习策略各不相同。根据学习任务和环境，学习者也可能使用不同的学习策略。

关于语言学习策略的研究较多。从最早的Rubin（1975）、Stern（1975）的研究到后来的Bialystok（1984）、Reiss（1985）的研究，很多学者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除了常用的自然观察法（如课堂观察），研究者还用以下几种方法来研究学习策略。

1.结构化访谈和问卷：学习者需要报告或回忆通常所用的学习方法和具体的行为。如让学习者报告在学习语音、词汇、语法及听说读写四种机能时所采用的策略，或让学习者填写学习活动问卷后再详细回答学习策略的问题（Wenden，1987）。

2.日记研究：学习者以日记的形式，按照时间顺序，回顾当天的学习行为和心理过程，越详细越好。

3.边想边说：让学习者在完成一项学习任务时，注意观察自己内在的加工过程，将脑海中进行的工作说出来，属于一种内省的方法，因此效果因人而异。

4.小组讨论：让学习者两人一小组，用边想边说的方式讨论具体学习任务的解决方式。

5.内省和回忆的结合：通过访谈让学习者回忆完成一项具体任务的心理过程和行为，并让学习者通过边想边说的方式来报告完成任务的过程。


8.2.2 第二语言学习策略的分类

由于研究目的、被试和环境因素等方面的差异，学习策略分类的角度也多种多样，下面介绍主要的三种分类方法。

Skehan（1989）的分类

首先，根据学习者处理学习情景的能力，分为主动参与策略（active task approach）和解释与确认策略（clarification and verification）。前者指的是学习者主动寻找学习机会，参与练习活动，反应积极。后者指的是学习者利用字典和意译的方式，获得词语等成分的应用实例，并从句子里确认词语等成分的意义。其次，根据学习者的方法素质，分为跨语言比较策略（cross lingual comparisons）和归纳策略（induction）。跨语言比较策略指学习者将母语和目的语进行对比，推论出两者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归纳策略则指学习者对语言形式进行归纳分析，从中找出一定规律。第三，根据学习者的评价能力，分为监控策略和自我评价策略。学习者验证自己的假设，自我纠正，注意错误产生原因的，属于监控策略（self-monitoring）；学习者根据精确性和完整性来检验自己语言学习成果的，属于自我评价策略（self-evaluation）。

O'Malley & Chamot（1990）的分类

基于信息加工模型，O'Malley和Chamot（1990）将学习策略分为认知策略（cognitive strategy）、元认知策略（metacognitive strategy）和社会/情感策略（social/affective strategy）。认知策略指的是学习者对学习材料进行直接分析、转换或综合来解决问题，包括重复策略、记笔记策略和关联策略。元认知策略则指学习者利用认知处理知识，通过计划、监控和评价来管理语言学习，具有执行功能的性质，包括直接注意策略和自我管理策略。社会/情感策略则指学习者选择与其他学习者或目的语母语者进行接触的方式，通常分为合作策略和要求解释策略。

Oxford（1990）的分类

Oxford（1990）认为学习策略可以分为直接策略和间接策略。直接策略，顾名思义就是直接影响语言学习的策略，需要对语言进行心理操作；间接策略则通过集中注意力、计划、自我评价、焦虑控制和增加与他人合作机会等方式间接影响语言学习。直接策略包括记忆策略、认知策略和补偿策略；间接策略则包括元认知策略、情感策略和社会策略。

这三种主要的分类方法都为研究二语学习的学习策略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它们共同的问题是研究者需要对学习策略的确认进行大量的解释和分析工作。


8.2.3 影响第二语言学习策略的因素

一方面，由于学习者个体之间的差异以及不同情景因素的影响，学习者对学习策略的选择、学习策略的使用频率都会有所差异，并最终影响到学习结果。另一方面，学习结果的反馈又会反过来影响学习策略的选择。如Oxford和Nyikos（1989）采用语言学习策略量表调查了1200名大学生第二语言初学者的学习策略使用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学生最常用的学习策略是那些最适合传统课堂测验的策略，而不是适合独立交际的策略，而且性别、学习年限、学位课程、自我评价水平和动机等变量都与学习策略使用有关。

具体来说，影响学习策略选择的个人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对语言学习的看法和态度：有些学习者认为语言学习是形式学习，有些认为语言学习是功能联系，因此两类学习者选择的学习策略也各不相同（如Bialystok，1981）。重视语言学习的学习者往往使用认知策略，帮助他们理解和记忆具体的语言项目；重视语言使用的学习者则常常采用交际策略（Wenden，1987）。

2.年龄：儿童通常采用针对具体任务的学习策略，而且由于其认知水平发展有限，这些策略通常很简单；而青少年以及成人常采用复杂的一般化策略。因此儿童在语言学习中往往依赖的是死记硬背，而成人则会通过联想等方法主动、系统地将新的学习内容与以往知识相关联。

3.性别：大多数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使用更多的学习策略（Ehrman & Oxford，1990），特别是谈话输入诱导策略（conversation input elicitation）。但是，迄今为止，对策略使用性别差异的解释也是不确定的。有的学者认为，女性比男性使用的策略略多，因为女性第二语言的言语能力更强，女性更喜欢社交，女性的个性特征更适合真正的交际和自然语言使用。Nyikos（1990）的研究得到的解释更加复杂。该研究的假设是男性和女性的语言学习潜能是相同的，是社会化和社会压力导致了语言成绩的差异。学生对某类策略会有所偏好，但是为了学好语言，他们必须投入。Nyikos认为心理社会变量影响投入的程度和策略的使用。他的研究包含四个组，每组使用学习辅助工具的情况不同，分别为使用颜色、使用图画、使用颜色和图画、两者都不用。在前两组，女性比男性学得好；在第三组，男性比女性学得好；在第四组中，男女学得一样好。环境变量和性别之间的交互作用表明，性别社会化影响了策略的使用。另外也有个别研究发现男性使用的策略反而比女性多。例如，Tran（1988）发现，在学习英语的越南人中，男性比女性使用的策略多，男性在语言的文化适应（linguistic acculturation）上比女性要好，没有任何一种情况会出现女性使用的策略比男性多的现象。Tran认为可能是社会经济因素导致了这种差异的产生，越南人中男性在外工作者比女性多，而工作场所是经常接触英语和英语使用者的主要场所。

4.语言能力倾向：Skehan（1989）发现解析上下文语篇能力强的学习者能更好地描述自己所使用的学习策略。Leino（1982）发现较理性的学习者比不理性的学习者能更好地描述学习策略。

5.学习风格：第二语言学习者的学习风格与学习策略的选择有关。Wiling（1987）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的学习风格分为四类，并认为不同学习风格的学习者选择的学习策略也不同。如具有形象化学习风格的学习者喜欢采用直接学习策略；具有分析学习风格的学习者则偏好演绎推理的策略；具有交际性学习风格的学习者常采用社交策略；具有请教性学习风格的学习者会经常用合作策略和解释策略。

6.动机：动机强的学习者往往主动采用多种学习策略，如形式和功能练习、一般化学习和谈话/输入诱导有关的策略。而动机弱的学习者一般比较被动，学习策略使用较少，且不灵活。另外，动机类型与学习策略的选择也有关系，如属于工具型学习动机的二语学习者会采用形式练习策略和一般化学习策略，属于融合型动机的学习者则常采用交际策略。

7.语言背景：受过语言学习训练的学习者比未受过语言学习训练的学习者使用的学习策略更多、更频繁（Ehrman等，1990）；高级语言水平的学习者比初级语言水平的学习者使用的学习策略更多（Chamot，1987）；多语者（包括双语者）比单语者更擅长使用内隐学习策略。

8.情境因素：（1）所学的语言，不同语言的学习会影响语言学习策略使用的频率和类型。如Chamot和O'Malley（1987）发现俄语学习者比西班牙语学习者使用更多的学习策略。Politzer（1983）发现法语和德语学习者比西班牙语学习者使用更多的学习策略。（2）学习环境，课堂环境外语学习者较少使用社交策略，而自然环境外语学习者则使用大量的社交策略。在本国学习外语（母语教学环境）和在外国学习外语（第二语言学习环境）也会导致学习策略的不同，如前者比后者更多使用复述、翻译、记笔记、替换和解析上下文等学习策略；后者则更多地使用认知策略（如O'Malley等，1985）。（3）学习任务，有研究发现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在词汇和口语练习任务中使用学习策略的频率高于在听力理解、演讲和交际任务中使用学习策略的频率（O'Malley等，1985）。Chamot等人（1987）发现学习者在词汇任务上，经常使用认知策略中的求助参考材料策略和关联策略，以及元认知策略中的自我监控和自我评价策略；在听力理解任务中，学习者则偏好认知策略中的记笔记、关联和总结策略，以及元认知策略中的选择性注意、自我监控和问题确认策略。


8.2.4 第二语言学习成功者的学习策略的选择及使用

学习策略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发现帮助学习者提高学习效率的学习策略，并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针对性训练。已有研究发现，成功的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学习策略的选择和使用上有如下一些特点。

1.关注语言形式及意义：成功的第二语言学习者不但关注语言形式，也关注语言的实际交流作用，他们将语言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将学习的二语与母语进行跨语言比较和分析，监控自己和他人的语言表达，并常常进行自我纠正（Naiman，1978）。

2.积极主动地参与语言学习：成功的第二语言学习者深知主动学习的重要性，他们善于设立目标，管理自己的语言学习，而不完全依赖教师（Pickett，1978）。

3.意识到语言学习的过程：成功的第二语言学习者有发展良好的元语言意识，清楚自己的学习过程，并可以有意识地调控和选择自己的学习风格，利用元认知来指导和评价自己的学习。

4.灵活地运用学习策略：成功的第二语言学习者有较多的学习策略，且选择灵活。他们可以根据任务选择学习策略，并利用第二语言的知识和元语言意识对语言意义和形式进行监控（Chamot，1988）。

可见，学习策略种类繁多，影响因素也是各种各样，因此学习策略的研究是一项复杂的工程。然而在现实教学中，老师和学生迫切需要了解应该训练哪些有利于第二语言学习的学习策略，如何训练？不同年龄的学习者适合哪种策略，如何训练？已有的关于策略使用的研究，对于策略使用是否可教存在争论。Vann和Abraham（1990）认为，这是因为很多研究将注意力集中于成功的语言学习者使用的策略，并且假定不成功的语言学习者没有使用策略。Vann和Abraham对成功和不成功的语言学习者使用的策略进行比较，发现成功学习者使用的策略更多，在学习上花的时间更多。他们还研究了两个女生，她们经常使用策略，但是学习第二语言并没有成功。他们认为问题可能出在女性处理语言学习任务的方法不够灵活，因为她们缺乏高级的元认知策略。而元认知策略能够帮助学习者分析任务要求，安排好适当策略优先使用的顺序。

综上所述，语言学习策略在语言学习中的作用相当大。从加工过程的观点来看，策略对学习者有两方面的作用。直接策略帮助学习者加工第二语言材料，是在认知过程中起作用；而间接策略帮助学习者组织学习环境以促进学习，具有情感上的意义。由于两者都需要个人的有意的计划，因此都是影响学习的认知变量。


8.3 第二语言的教学策略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外第二语言学习研究发展迅速，有不少研究者开始研究如何有效地开展第二语言教育教学，让个体更好地掌握第二语言，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教学策略（teaching strategy）。教学策略指在教学过程中，为完成特定的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在对教学活动清晰认识的基础上，对教学活动进行调节和控制的一系列执行过程。它包括教学活动的元认知过程、教学活动的调控过程和教学方法的执行过程，是教师在现实的教学过程中对教学活动进行整体性把握和推进的策略。简单来说，教学策略即为完成特定教学目标和任务而对教学活动进行调节和控制的一系列执行过程和操作方法。


8.3.1 第二语言的教学策略的种类

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第二语言的教学策略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不同的教学策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一些策略。

认知教学法

认知教学法（cognitive teaching approach）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心理学家Carroll首先提出来的。Carroll（1973）认为“第二语言是一种知识的整体，教学主要通过对它的各种语音、语法和词汇形式的学习和分析，控制从语言形式获得语义知识的过程”，换句话说，认知教学法是使学生在相当程度上认识和控制语言的结构，它反对在教学中进行反复的机械操作练习，认为语言是受规则支配的创造性活动，语言的习惯是掌握规则，提倡用演绎法讲授语法。新的学习任务是在已掌握的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外语教学中应该帮助学生把新语言材料和他们本人的生活与经验联系起来，要选择最适合的真实情景进行教学。这种教学法从学生已有的知识出发，利用情景教学，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交际语言教学法

交际语言教学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其教学目的主要在于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直到20世纪90年代，交际语言教学法一直是语言教学的主要方法。在交际语言教学法中，无论是教学过程，还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都要求再现真实的语言场景，让学生在逼真的语用情境中掌握语言的意义和用法，教师要引导和鼓励学生以自己的方式来学习语言。

任务型教学

任务型教学（task-based learning）是20世纪80年代外语教学研究者以美国教育学家杜威的实用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经过大量实践研究提出的一种重要的语言教学模式，该模式认为“教学的中心不再是教师，也不再是教科书，而是学生从做中学，以学生为中心”，教师的作用就是要引导学生在活动中学习。

基于内容的教学

基于内容的教学（content-based instruction）就是通过具有实际意义的具体内容来介绍新语言的教学形式。Brinton、Snow和Wesche（1989）将该种教学法定义为“把特定内容与语言教学目标相结合的教学法”，并进一步解释说，针对大学教育的特点，基于内容的教学法就是指同时进行学生专业和语言技能的教学。然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该方法并非适用于所有科目。语言教学重点应该在于语言在具体语境中的应用，而不是正确句子的实用层面上。换句话说，学生需要具备一定的语言水平才能有效地使用该种方法，否则适得其反。

合作语言学习教学法

合作语言学习教学法（cooperative language learning approach）以合作理念为基础，该理念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美国，并在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取得实质性进展。合作语言学习教学法是一种富有创意和实效的教学理论与策略。由于它改善了课堂内的社会心理气氛，大面积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业成绩，并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非认知品质。因此很快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成为当代最主流的教学理论与策略之一，也被认为是最重要和最成功的教学方法之一。

全语言教育

全语言教育（whole language approach）是20世纪后期被幼儿语言教育界广泛接受的理论。按心理语言学家Goodman（1986）的最早定义：它是一种视儿童语言发展和语言学习为整体的思维方式。全语言教育是一种教育哲学观，包含五层含义：第一层是指全面的语言形式，包括口语、书面语、母语和外语。需要指出的是全语言教育不是各种语言的平均和平等教育，而是要在突出母语口语的同时播下其他语言能力的种子，如外语和母语的书面语；第二层是指全面的语言能力，在发展听、说、读、写等能力的同时，让幼儿初步全面领略文字、语文、文学和文化；第三层是指培养全面的语言能力所需要的全面的语言活动，包括文字活动、字词句活动、谈话活动、讲述活动、识字阅读活动、外语活动、语言游戏活动等；第四层是指全面的语言内容；第五层是指全面的语言活动组织形式。全语言教育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应运而生，在教学过程中效果比较显著。

语言经验教学法

语言经验教学法（language-experience approach）是美国ESL（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课程中的现代教学法之一。该方法的中心思想是让学生结合自己的兴趣或根据自己的经历编写英语故事，作为学习的材料和基础，然后将学生分成英语学习小组进行相应的学习活动。例如表演、朗读等，让每位同学都在学习过程中体验到成就感和自豪感，提高学习的自信心。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让学生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参与课堂学习，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使学生在一个自然的环境中将口头语言过渡到书面语言，把听说读写四种能力自然结合，达到熟练掌握并有效运用英语的目的。

沉默教学法

沉默教学法（the silent way）遵循一个原则，即成功的学习需要学习者对语言学习的投入。在课堂上教师应尽量少说话，而鼓励学生多说话、多思考。他们认为沉思是最好的学习工具。学习者在沉思的时候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要完成的学习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潜在手段上。沉默教学法设定了三个基本假设：一是让学习者自己去发现或创造，而不是去背诵和复述那些指定他们学习的东西，这样会有利于他们的学习；二是如有一些物体的帮助，学习会变得更容易些；其三是通过利用解决问题来学习语言，会使得学习变得容易些。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既不讲语法规则，也不纠正学生的错误，仅仅是“示范”学生应学的东西。在循环往复的示范过程中，学生自我修正、自我概括、自我总结，建立自我的内在标准，形成自我所需的语言规则。


8.3.2 高效双语教育的教学理念

研究者对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语言学习和加工的心理过程及其神经机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很多研究成果对第二语言教学或者整个双语教育都有着重要启发。结合这些研究成果，要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与教学，还要特别注意采用一些新的教学理念。

第二语言学习应该模仿母语学习

一些研究者认为，第二语言学习的效果远不如母语学习的效果，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第二语言学习与母语学习的环境有很大差异。母语的学习，特别是在听说方面，不需要特别教学。儿童在自然的母语环境中，能够按照一定的发展顺序，学会母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而第二语言的学习往往缺乏母语的学习环境，常常是在课堂教学环境中进行。课堂教学有一些问题，例如，学生没有足够的练习和使用机会，学了以后容易忘记；过分强调语言规则的学习，容易产生规则“过度泛化”而导致错误；教材或教法不当。此外，学生母语习惯的介入、学生学习态度和动机等因素的影响，也使得第二语言学习比母语困难得多。由于第二语言学习与母语学习的环境的差异，郑昭明（1988）认为，我们不应任其存在或者有意无意地扩大这种差异。对此，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第二语言的学习只有接近母语的学习，才能提高教学效果。

郑昭明进一步指出，第二语言学习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模拟母语的学习：一是遵循听说读写的发展顺序，二是创设多元化的学习环境，三是进行大量的联系和使用。

母语学习的特征之一是听说读写四项技能依次发展。一般来说，语言学习的目标是掌握听说读写四项技能，并使之达到自动化。但在达到这个目标之前，四项技能的学习孰先孰后？就母语学习而言，儿童是先学习“听”（理解成人的话语），后学习“说”；“听”、“说”在学前阶段就已完成，入学以后才开始学习“读”、“写”。这个发展顺序具有普遍性。但是第二语言的教学常常与之相反，没学习“听”，就学习“说”；或未经听说的训练，就进行读写的训练。郑昭明还指出，先“听”后“说”尤其有神经心理学的基础：进行发音练习时，发音的结果反馈回大脑中，并与大脑中的内在标准进行比较，以确定发音是否正确，而这个内在标准正是通过“听”来建立的。因此，在学习“说”之前，要先学习“听”，而且要大量地“听”。

母语学习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学习环境多元化。母语学习者的学习环境是多种多样的，不只是从语文课堂中学习母语，也从其他课程中学习母语；除了在课堂中学习外，在课外也有大量的机会学习，例如课外阅读、看电视等。研究表明，大量的课外阅读是母语学习者词汇量迅速增加的主要途径。第二语言的学习也应该力求学习环境和学习材料多元化，不要只局限于语言课本的阅读和理解。

母语学习的第三个特征是大量的练习和使用。语言技能的掌握要达到自动化的程度，没有什么秘诀，需要的是大量的重复练习。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要使某项认知技能达到自动化，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断地进行大量练习。母语技能是用这种方法达到自动化的，第二语言技能也不例外。在学习外语时，学生练习和使用的机会少，缺乏说外语的勇气，不喜欢练习，第二语言教学应该排除这些因素的影响，增加练习和使用的机会。

适应学习者的个体差异

有研究者认为学习经验与学习目标匹配才能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Bialystok & Hakuta，1994）。他们认为促进第二语言获得的学习经验，应该是与第二语言的语境和使用条件相匹配的经验。例如，有些人只需要应付日常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如家庭主妇负责购物和整理家务），有些人只需要和同伴一起玩耍（儿童），有些人需要在专业领域与别人沟通（研究者），有些人则需要掌握语言的各个方面（语言专业的师生）。每一种语言学习者都需要不同的语言学习经验，以获得所需的熟练程度。

同样，提高学习者在语音、词汇、句法和语用方面的能力，也要用不同的方法和经验。总之，要使学习者的学习经验与使用语言的目标匹配起来。

当然，适应学习者的个体差异还需要匹配学习经验与个人特征。学习者应该根据个人的语言能力及所偏好的学习方式来选择具体的语言获得方法。例如，有的学习者擅长通过视觉来学习，有的学习者偏好通过听觉来接收信息，有的学习者可能喜欢通过动觉来学习。当学习经验与学习者的个人特征相匹配时，学习的效果就会大大提高。

在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教师需要了解学习者之间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应尽量使教学适应学习者的个体差异，要善于顺应、利用学习者的特征而不是与之相反。在此基础上，设法弥补学习者个人特征导致的学习上的缺陷，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得以扬长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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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汉语作为二语的学习过程与高效率推广

【内容简介】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汉语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逐渐增强，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学习者也越来越多。在此环境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和推广问题即为本章的主要内容。本章首先从汉语这种语言的独特性入手，介绍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在语音、汉字、词汇、句子方面的认知加工研究；然后介绍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几个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学习策略、学习动机以及学习焦虑三个方面；最后，针对当前汉语国际推广的现状以及在推广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尝试提出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高效率推广的几项有效措施。


9.1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认知加工概述

9.1.1 汉语的独特性

语言总是属于一定的社会或者民族的，每个民族都有其民族的语言。根据联合国对于民族的研究发现，当今世界上共有语言6809种，其中，亚洲是世界语言种类最多的地区，达2197种；非洲其次，2058种；太平洋诸岛1311种；美洲1013种；欧洲则只有230种。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发展中国家，共有80余种民族语言，30余种文字（叶蜚声，徐通锵，1997）。这其中，汉民族的语言就是汉语，它是随着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的。由于汉语的使用人口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以汉语成了中国国内各民族间共同使用的交际语言，是国际上代表中国的语言，也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邵敬敏，2001）。同时，世界上的语言有三个发源地，分别是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徐通锵，2001），因此，汉语也是世界上最悠久、最发达的语言之一，在世界上具有深远的影响，这种巨大的影响尤其体现在对东亚以及东南亚众多邻国语言的形成与发展上（邵敬敏，2001）。作为当今使用人数最多（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3%）、使用历史悠久的语言系统，汉语有着诸多区别于其他语系，尤其是印欧语系的语言特点。

汉语语音系统的独特性

汉语在语音方面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汉语的音节结构单纯，而且音节的数量很少，结构模式基本上是前声后韵（有少量零声母音节）。如果不计声调和儿化音，声韵相拼的音节数总共只有403个（邵敬敏，2001），与英语中一万左右的音节量相比，汉语中的音节可以说是“很少”了。

其次，汉语语音的另一独特之处是声调。在汉语中，因为音节数量很少，所以声调也起到了重要的辨义作用（张和生，2013）。同样一个音节（如ma），声调不同则表达的意义大不相同（如mā、má、mǎ、mà）。目前，世界上有声调的语言主要是汉藏语系中的语种，其他语系中的绝大多数语言是没有声调的，因此很多学习者的声调问题贯穿于整个语音学习期间（肖莉，2005），甚至将这种问题带入句子的学习中。

最后，汉语语音的独特之处还体现在其音节的独特性上。潘文国（2004）在《汉英语对比纲要》中曾写道，在拼读上，“汉语中元、辅音本身不明显，最清晰的单位是音节”，以致形成了这样两条特点：“一条是音节内部的凝聚力乃至超浓缩力，一条是音节间的同样明显的离散力”。也就是说，在汉语的语音中，音节之间的界限非常清晰，但是音节内的声韵母组合却非常紧密。这种语言特点使得其被感知起来，往往是单个音节很清晰，可是音节内部构成要素却不清晰（王韫佳，2002；安然，张仕海，2006a）。

汉语文字系统的独特性

对于汉语，另一独特之处在于其文字系统——汉字。文字的产生要比有声语言晚得多，它是记录语言这种符号系统的符号系统。历史上许多民族都创造过原始文字，但只有极少数几个民族的文字达到了能够完整记录语言的成熟程度，可称为严格意义上的“自源文字”，它们分别是西亚两河流域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圣书字、古印度的印章文字（7世纪发展成为梵文）、中国的甲骨文和中美洲的玛雅文。其他文字除了极少数几种（均未被广泛使用，如纳西族的文字画、东巴象形文字等）之外，都属于“借源文字”（张桂光，2004；周健，2007）。虽然在几种自源文字中，汉字不是最古老的，楔形文字和圣书字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已达到成熟程度，比汉字要早一千多年，但是楔形文字已于公元前1世纪左右逐渐消亡，圣书字的使用也结束于公元5世纪末。因此，汉字不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更是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周健，2007；刘珣，2000）。

区别于其他文字，汉字首先是一种表意文字，不直接或不单纯表示语音。中国方言众多，同一个汉字可能在不同方言中的读音差异巨大，但其基本意思在不同方言中保持一致，因此可以看出表意是汉字的本质属性（张桂光，2004）。汉字和拼音文字相比，拼音文字以语音为中介间接表意；而汉字可以通过字形或者字形分析直接表意，同时也具有语音中介的表意渠道（周健，2007）。

其次，因为汉语语音中音节数量很少，而汉字又是一种语素文字，因此带来了汉字的另一个特点——数量繁多，汉语需要大量的汉字来代表不同的语素。根据尹斌庸（1984）的统计，在4213个常用汉字中，一个字代表一个语素的占87.5%。1999年通过专家鉴定的北京国安咨询设备公司的汉字字库是目前全国，也是全世界最全的汉字字库，共收录汉字91251个。但是，在数量繁多的基础上，汉字的高频字又非常集中，通用字和常用字只有几千个。根据《现代汉语频率字典》的统计，使用率最高的100个常用字的覆盖率为47.34%，前1000个汉字的覆盖率就达到了91.36%。如果一个人掌握了3000个高频汉字，他阅读一般书报时不认识的字还不到1%。这与英文中几十万的单词量（即使是考GRE也要掌握两三万个单词）相比，我们可以看出，汉字的高频字相当集中。

最后，汉字与拼音文字的最大不同体现在其结构的特殊性，即排列方式上，而且这一点可以说是汉字区别于拼音文字系统的最大不同点。与拼音文字的线性排列方式不同，汉字是方块文字，表述音节，属平面性文字，每个汉字都是一个结构紧密的图形（陆俭明，2011）。众所周知，面比线贮藏的信息要多得多，汉字作为二维平面的方块形文字，集形、音、义于一体。而且，汉字又以形声字为主体，表意兼表音，不仅含有字音、字义的信息，甚至还含有历史文化的信息。汉字的构字零件可分为笔画、部件、整字三级。一个汉字，不论有多少笔画，多少部件，都要均衡地分布在方方正正的框架里，不能超越。同时，汉字因其二维性而使得部件和笔画的排列方式有难以计数的组合类型，最常见的有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半包围结构、全包围结构等。汉字的这些部件和笔画根据一定的规则进行有序组合排列，各个部件之间既不孤立，也不散乱，因此，汉字中的部件信息及位置信息是影响汉字识别的重要因素。

汉语词汇系统的独特性

上文中提到，对于汉语来说，如果一个人掌握了3000个高频汉字，他阅读一般书报时不认识的字还不到1%，但是，这并不代表他能看懂书报中99%的内容。例如，对于学习一个月的汉语初学者来说，“两”、“口”和“子”这三个字他们一定认识，而且能够理解其基本意义，但是他们却不一定知道“两口子”这个词的含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源于汉语中词汇系统的复杂性。对于英语的词汇系统而言，两万词汇量只是两万个词；但如果是汉语，用3000个高频字能组成多少个词语，这个数目基本上没法统计（周健，2007）。具体而言，汉语词汇系统的独特性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汉语的构词法并不仅仅是词根和词缀的简单构词，相对于拼音文字，汉语的构词法要更为复杂。不论在汉语还是在拼音文字中，大部分词汇为合成词。据统计，在汉语中，虽然有一部分词汇是单字词或者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汉字组成的单纯词（如芙蓉、麒麟、琵琶、葡萄等），但是仍然有70%以上的词汇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语素（词素）构成的合成词（邵敬敏，2001）。但是两者在构词法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拼音文字中的多数合成词是由词根或词干加上词缀（前缀与后缀）构成的，其中包括词根与词缀构成的派生词（derivational word）和词干加词缀构成的屈折词（inflectional word）；而在汉语中，合成词有派生词（词根与词缀的组合）和复合词（词根和词根的组合）两种类别。就复合词而言，又可因词素与词素之间的不同语义语法关系而分为联合、偏正、主谓、动宾、补充等多种结构，这些构词方法与拼音文字中的构词法有很大的不同。另外，由于音节和文字系统的特殊性，汉语的字与字之间有明确的界限，但是词与词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很明确，这也给学习者的词汇结构以及词汇意义的学习带来很大的影响。

其次，汉语中的词汇有明显的双音节化趋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多音节词也会越来越多。因为汉语语音中的音节数有限，单音节词的大量使用会产生很多同音词，这为语言的学习和运用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同时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很多新概念不断产生，需要语言系统为其赋予符号表征，因此，现代汉语的双音节词与多音节词越来越多。

再次，因为汉语词汇的本体系统存在汉语音节量少、汉字高频词集中这些语言特征，所以即使使用了多音节词，汉语中还是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较多的同音词（“连结”和“廉洁”）、同形词（“段落大意”和“粗心大意”中的“大意”）以及多义词（“超出”和“出版”中的“出”），这些词汇的出现给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记忆和分辨词汇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最后，即使抛除现代汉语方言区特殊词汇的干扰，汉语词汇系统也因汉语的悠久历史而拥有广泛的来源系统，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多种较难理解的词。其中成语、惯用语、歇后语等组成的汉语熟语系统就给学习者带来了很大的困扰，而且这种困扰也直接影响学习者对词汇语义的正确理解及其构词意识的形成。

汉语的以上这些特征是在几千年的传承和使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汉语作为一种古老而生命力依然旺盛的语言应该自豪与骄傲之处。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这些独特性也给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下文简称汉语作为二语）的学习、研究与高效率推广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为将汉语作为二语进行高质量、高效率的推广，我们首先应该对汉语作为二语的认知加工机制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以从根本上为汉语的学习和推广奠定研究基础，并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9.1.2 汉语作为二语的语音认知加工研究

人类社会一般意义上的语言都是由口腔发出的语音作为符号的物质外壳，所以无论研究哪种语言，语音都是语言研究的基础（叶蜚声，徐通锵，1997）。对于语言学习者而言，首先接触并学习的也是一种语言的语音系统，因此关于第二语言学习者语音认知加工的研究就成了语言研究中的重点内容。而对于汉语作为二语的学习者来说，由于汉语语音系统的独特性，他们在学习汉语时的语音认知加工机制也在近年来逐渐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其中，作为语言学习最初阶段的语音感知（Kuhl，Conboy，Padden，Nelson，& Pruitt，2005）和对语言读写能力起到重要作用的语音意识（Chung，McBride-Chang，Cheung，& Wong，2011；McBride-Chang & Kail，2002），成为该类研究中两个较为重要的研究内容。

汉语作为二语的语音感知研究

语音感知（speech perception）指的是大脑对经由听觉器官传导而来的声波进行语音识别的过程（王理嘉，林焘，1992）。听者由感知系统接收刺激后，先进行初步的分析，再找出语音的音位学特性，进行编码，然后依据记忆系统中有关的语音知识对信息进行整合，完成对语音的识别（彭聃龄，1991；宋新燕，孟祥芝，2012）。杨惠元（1996）认为听力理解的本质是人们利用听觉器官对言语信号进行接收、解码的过程。而在之后的研究中，王碧霞（1999）对听力理解过程进行了划分，具体分为语音感知、话语理解和信息储存三个阶段。对于某种语言的初学者来说，语音感知先于言语的产生，即学习者要先具备对语言的感知、理解能力，才能进行言语产生。而第二语言的学习目标是正确理解与自由产出，因此语音感知作为语言学习的最初阶段，对学习者日后的语言发展会产生重要的影响（Kuhl等，2005），这种规律同样适用于汉语作为二语的学习者。同时，语音感知能力的不断提高也对之后所进行的词汇学习，尤其是词汇结构意识和分调能力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Mattock，Molnar，Polka，& Burnham，2008）。Xu（2002）的研究则更进一步地证明了语音感知和词汇学习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这些理论与研究说明，对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在汉语学习中的语音感知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众所周知，人类从婴儿期开始就产生了语音的范畴性和特异性感知，这种感知使得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对于非母语语音系统中的语音信息的感知能力逐渐减弱，甚至完全消失（Kuhl等，2006；Rivera-Gaxiola，Klarman，Garcia-Sierra，& Kuhl，2005），如汉语母语者对于小舌音的听辨正确率要远远低于欧洲学生（宋新燕，孟祥芝，2012）。Kuhl（2004）在研究中也指出，在婴儿10个月的时候，其大脑的神经回路就已经变得能对母语的语音模式作出更加适宜的反应，而对非母语语音模式的反应性则相应降低。这种语音感知特点使得不同语言背景的学习者，尤其是汉字圈和非汉字圈的学习者在听力理解上表现出较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首先表现在他们对汉语的语音感知方面（安然，张仕海，2006a，2006b；贾琳，王建勤，2013）。

安然和张仕海（2006a）研究发现，不同文化圈的汉语作为二语的初学者的语音感知过程存在着显著差异：非汉字圈学习者听辨声调最难；而对汉字圈学习者而言，最难的是听清声韵母的组合。安然等人进一步研究发现，两大文化圈学习者的听力理解过程存在显著差异：从语音感知看，结果同上；从学习者解码方式来看，前者的方式主要是汉语声音——媒介语意义——概念意义，后者主要是汉语声音——概念意义；最后，在理解效果上，后者要显著强于前者（安然，张仕海，2006b）。

产生以上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是汉语语音系统的独特性。对于非汉字圈的学习者来说，汉语中的声调信息与其母语的语音模式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其听辨反应会较为困难。肖莉（2005）对墨西哥学生在汉语学习过程中的语言内习得难点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有将近50%的学生在语音阶段之后，声调仍然比较混乱，并不是发不出来，而是一到句子里就乱套”。可见，对于非汉字圈的学习者而言，声调的感知是学习过程中的一大难点。因为他们母语中的音节众多，元音辅音之间的拼合也要难于汉语的音节，因此汉语音节内部的声韵母组合对于母语为拼音文字的学习者而言并不难，甚至是最容易不过的，往往一周左右就能掌握，难的是附在声韵母之上的声调（徐子亮，2000）。

汉语作为二语的语音意识研究

在西方的心理语言学界，语音意识一直是一个被普遍使用的概念，并得到了广泛的研究。语音意识（phonological awareness）是元语言能力的一种形式，指个体对言语声音片段的敏感性以及对其进行心理操作的能力（姜涛，彭聃龄，1996；Berninger，Abbot，Nagy，& Carlisle，2010），包括音节意识、首尾音意识和音位意识（Vloedgraven & Verhoever，2009）。之前的大量研究表明，语音意识对英语及其他拼音文字（Adams，Stahl，Osborne，& Lehr，1990；Wagner，Torgesen，1987），甚至非拼音文字的读写能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Chung等，2011；McBride-Chang，Kail，2002）。也有研究表明，语音意识缺陷是导致阅读困难的重要原因（Downey，Snyder，& Hill，2000；Wilson，Lesaux，2001），因此，语音意识在语言研究中的地位可想而知。与此同时，不少研究者还发现，即使是在第二语言的学习中，学习者的二语语音意识也同样和其第二语言的拼写、阅读以及口语能力有较高的相关（Treiman，Zukowski，1991；丁朝蓬，彭聃龄，1998；张积家，林志华，2002；张金桥，吴晓明，2007；李蓓蕾，陶沙，董奇，2011；贾琳，王建勤，2013）。因此对于语音意识的发展研究日益成为心理语言学和第二语言学习研究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同样，针对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其汉语语音意识也是需要进行重点研究的方面。

针对汉语语音意识的发展，对母语者所作的研究表明，音节意识先于首音—韵脚意识发展，最后是音位意识（姜涛，彭聃龄，1996；Siok，Fletcher，2001）。徐芬、董奇、杨洁和王卫星（2004）采用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实验方法，系统探讨了中国儿童汉语语音意识的发展特点。结果表明，中国儿童汉语语音意识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发展，其顺序为声调、韵母、声母、音位。

近来，研究者针对汉语作为二语的语音意识的发展问题也进行了一些研究。其中，高小丽（2004）对母语为英语、日语和韩语的外国留学生的汉语语音意识发展进行了对比研究。该研究主要使用语音同一性判断的方法，对被试的音节意识、声母意识、韵母意识和声调意识进行考察。研究发现，三种母语学习者的语音意识发展具有相同的模式，即音节意识首先发展，声母意识和韵母意识次之，声调意识发展最晚。但是，在控制学习年限的情况下，学习者的母语对其汉语语音意识的发展有着显著影响。其中，英语母语者的声调意识和韵母意识的成绩显著差于声母意识和音节意识（p<0.05），音节意识和声母意识之间、韵母意识和声调意识之间没有显著差异（p>0.3）。日语母语者的声调意识和韵母意识的成绩要差于声母意识和音节意识，且结果边缘显著（p=0.06），而声调意识和韵母意识之间、声母意识和音节意识之间则没有显著差异（p>0.2）。韩语母语者的声调意识的成绩比声母意识、韵母意识和音节意识的成绩都要差（p=0.059），而其他类型语音意识之间的差异不显著。此外，学习年限对三种母语外国留学生在音节意识、声母意识、韵母意识和声调意识内部的发展方面表现出不均衡性影响，具体如图9.1、9.2、9.3所示。

[image: ]

图9.1 不同学习年限英语母语留学生四种类型语音意识成绩（高小丽，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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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不同学习年限日语母语留学生四种类型语音意识成绩（高小丽，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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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不同学习年限韩语母语留学生四种类型语音意识成绩（高小丽，2004）

从英语、日语、韩语母语者的汉语语音意识的发展趋势中我们可以看出，日韩学生在四种汉语语音意识类型上普遍存在随着学习年限的增加而上升的趋势，其中声母意识和韵母意识的发展比较快，这一点在日语母语者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音节意识和声调意识方面，日韩学生的进步不是很明显，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音节意识在学习开始阶段成绩就很好，因此提高的空间有限；而声调意识虽然提高空间很大，但是学习汉语两年以上的日韩学生仍存在大量的声调问题，进步很小。与日韩学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英语母语者在语音意识上未表现出随着学习年限的增加而逐渐发展的趋势，同时，在声调意识上甚至出现了退行的现象。

从以上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的大方向与先前研究中汉语儿童的语音意识发展顺序（姜涛，1998）和习得顺序（Hua，Dodd，2000）并不同。研究者考虑，可能因为以上研究主要采用视觉作业的方式，其实验结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汉字的影响，因此高立群和高小丽（2005）采用听觉作业的方法对外国留学生的汉语语音意识发展作了进一步的考察和分析。其研究结果显示，留学生在声母、韵母、声调三方面的语音听辨意识的发展模式基本一致，即声调意识优先于韵母意识，韵母意识又优先于声母意识。张金桥和吴晓明（2007）在此基础上，对初上年级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汉语语音意识的发展过程作了进一步探讨，同时也对学习者汉语语音意识的年级差异作纵向（分别在入学一个星期内、期中考试前、期末考试前三个阶段进行测试）与横向（初上、中上、高上三个年级）的考察。该研究进一步发现语音意识发展的如下特征：学习者汉语语音意识的各成分均随着汉语学习时间的增加而逐渐发展，其中汉语音节内各单位，如声母、韵母、声调意识的发展最初具有同步性，声母、韵母、声调可能是以一个整体发展的，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初上年级期中时段；之后，声母意识的发展稍后于韵母、声调意识的发展，而韵母、声调意识的发展依然具有同步性，这种情况则会一直保持到中上年级；在高上年级，韵母意识的发展稍后于声调意识的发展，声母、韵母、声调、音位意识以独立的方式发展，从而表现为声调意识优先于韵母意识，声调、韵母意识优先于声母意识，且共同优先于音位意识。与其他语音相比，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音位意识发展较慢，但高上年级留学生能达到较高水平（正确率为70.13%）。该研究将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语音意识的发展进程作了较为详细的调查与研究，并且对各个阶段的语音意识的发展进行了考察和细化，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语音意识发展的研究内容。

研究者除了关注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语音意识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关注其语音意识发展的影响因素。通过上文我们看出，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因其母语特点、学习时间与汉语水平的不同，表现出的语音意识也有所不同。田靓（2011）采用3×2×3的三因素混合设计，并采用姜涛（1998）设计的汉语语音意识测量任务，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具体探讨。其中母语（分为日本、欧美、东南亚3个水平）、汉语水平（初级、中级2个水平）为被试间变量，语音意识各项目（音节意识、首音—韵脚意识、音位意识3个水平）为被试内因素。结果表明，母语差异和汉语水平高低是影响学习者汉语语音意识发展的主要因素，且这两个因素间存在着显著的交互作用，主要表现为汉语水平低的学习者受母语差异影响小，而汉语水平高的学习者受母语差异影响显著。此外，研究者通过对语音意识作业的详细分析，还发现学习者的汉语音位意识发展较早，这一点不同于汉语儿童的语音意识发展顺序。在现实的教学与观察过程中，研究者也发现了这样的现象，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学习者往往会发生语音退化现象。也就是说，发音反而不如刚学汉语的时候好了。从该研究的结论来看，恐怕是因为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学习者的母语语音特征表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影响。该研究还进一步发现，欧美学习者的语音意识发展速度优于日本和东南亚学习者。研究者推测，这可能是由于汉语拼音与拼音文字的类似度使得它对欧美学习者的帮助更大。事实上，汉字——而非语音——一直是拼音文字学习者学习汉语的主要障碍，汉语拼音的辅助反而提升了汉语的推广效果。

但是，最近也有研究者指出，不同文化圈的双语学习者的二语语音意识的发展与母语者并不相同，而且这种差距不会因学习时间的加长而缩小（潘颖，盖笑松，2013）。该研究对比了汉语母语者和英语母语者的英语语音意识的发展，结果发现两者之间不仅英语语音意识的发展趋势不同，而且汉语母语学生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与英语母语学生在英语语音意识上的差距并未缩小。该研究虽然并非针对汉语作为二语的学习者，但是其研究结果应该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

国际上众多研究者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的语音认知问题已经作了大量且多方面的研究，但是，针对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语音认知的相关问题，却还没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即使是现有的研究，大部分也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借用心理学的方法进行的。同时，由于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其中很多研究还停留在表层，并没有对研究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所以，作为语言学习与研究的基础，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语音认知问题依然是今后的研究重点。


9.1.3 汉语作为二语的汉字认知加工研究

如上文所言，汉语的文字系统——汉字——因其表意性和结构的复杂性，在汉语作为二语的学习过程中一直是学习者所面临的一个难点。对于非母语者而言，汉字是一种平面性文字，学习者看汉字更像是看一幅幅画，其结构单元和结构方式都和拼音文字有很大的不同（Peng，Li，1995；Bowery，Vaughan，& Hansen，1998），因此，其认知加工方式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兴趣。同时，即使是汉字圈的学习者，由于历史原因，其国家使用的汉字也与汉语中所使用的汉字在读音、形态以及意义上都有了或多或少的区别（如汉语中的“大丈夫”在日语中为“没关系”的意思）（李利等，2014），这种现象对他们的汉字学习产生了一定的母语负迁移现象。故而，无论是对汉字圈的学习者，还是对非汉字圈的学习者来说，汉语作为二语的汉字认知和学习都是一个难点，也是研究者们注意与研究的重点（鹿士义，2002；姜涛，彭聃龄，1997；彭聃龄，郭瑞芳，2006）。

汉语作为二语的汉字部件位置信息的影响研究

汉字与拼音文字的最大不同体现在排列方式上。与拼音文字的线性排列不同，汉字的排列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汉字部件以及其位置的信息（彭聃龄，王春茂.，1997；彭聃龄，郭瑞芳，2006）。在汉字中，同一个部件可以处在字中的不同位置，如“口”部在“听”字的左部，在“知”字的右部，在“号”字的上部，在“名”字的下部。针对汉字识别的众多研究结果表明，汉字部件作为汉字的组成部分，对于汉字的识别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张武田，冯玲，1992；彭聃龄，王春茂，1997）。其中，在Peng和Li的研究中发现，被试在拒绝左部件合法、右部件不合法的非字时的反应显著慢于拒绝左部件不合法、右部件合法的非字，前者的错误率也要高于后者。同时，该研究还发现，被试在拒绝由低频左部件和高频右部件组成的假字时的反应显著慢于拒绝由高频左部件和低频右部件组成的假字（Peng，Li，1995）。这些实验结果表明，汉字的右部件在汉字识别中起着更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反映了汉字部件的位置信息对于汉字识别的重要作用。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Taft等人（Taft，Zhu，1997; Taft，Zhu，& Peng，1999）使用部件上下位置可以调换（如“呆”和“杏”）和部件上下位置不可以调换（如“寻”）的汉字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实验任务是让被试对两类汉字进行真假字判断。研究结果发现，被试拒绝前者的反应时明显长于后者，说明部件位置的可调换信息对被试产生了干扰，也更加深入地说明了汉字部件位置信息的重要性。由此，Taft等人提出汉字加工的层次激活模型，肯定了部件的位置信息在汉字加工中的作用。这个模型将汉字加工分为笔画、部件、整字等层次，当激活达到字的阈限，字即被识别（Taft & Zhu，1997; Taft，Zhu，& Peng，1999；Ding，Peng，& Taft，2004；彭聃龄等，2006）。该模型也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认可。同时，Ding等人（2004）在此研究基础上，运用启动范式对部件位置信息在汉字认知加工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其研究结果同样证明了以上结论。

但是，针对汉语作为二语的学习者，其文化背景不同，以上研究结果是否适用于他们对于汉字的认知加工是个很大的问题。众所周知，欧美学生使用的是拼音文字，字母具有较大的弧度，书写可以有顺时针和逆时针等不同的方向，与汉字的书写与认知特征具有本质的不同（江新，2003；王建勤，高立群，2004；张金桥，2007；张金桥，帅平，王明月，2014）。而一些亚洲国家学生，特别是日韩学生，虽然目前所使用的文字性质与汉字已相差很远，但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仍然会较多地接触汉字（江新，2003；冯丽萍，卢华岩，&徐彩华，2005；李利，李璇，&奥烈霞，2014）。针对不同背景的学习者，他们的汉字加工方式有何异同？在他们的学习与理解过程中，部件的位置信息是否对汉字加工产生影响？这些问题也逐步引起了研究者们的重视。

一些研究已经发现，即使是在中高级水平的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中间，也会产生如下错误，即将部件从非常规位置放置到常规位置的镜像变位错误，如图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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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 外国留学生汉字偏误中的部件镜像变位（肖奚强，2002）

虽然他们产生了以上错误，但这也表明他们对于汉字的部件位置信息已经有了一定的敏感性。而对中高级水平的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所作的汉字偏误研究发现，他们产生的汉字偏误多发生在意旁上，较少产生于声旁（肖奚强，2002；高立群，2001；鹿士义，2002）。以上这些现象均显示，对于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来说，汉字的部件位置信息对于其汉字学习也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冯丽萍等人（2005）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不同文化圈的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探讨了部件位置信息在汉字加工中的作用以及汉字加工方式与学习者汉字背景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欧美学生的汉字识别能力明显弱于日韩学生，前者的识别速度慢于后者且错误率高于后者。其次，不同位置部件的频率在两种不同汉字背景的学生中表现出不同作用。具体来说，对于欧美学生，汉字加工中的右部件频率的改变对反应结果有较大影响，而左部件频率的改变没有表现出显著影响；但是对日韩学生来说，左右两个部件频率的改变对反应结果均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同时，对于上下结构的汉字，欧美学生的汉字识别能力弱于日韩学生，而且不同位置的部件频率的改变在两种汉字背景的学生中同样也表现出了不同的作用：针对欧美学生，下部件频率的改变表现出了较强的作用，而上部件频率的改变的作用不明显；针对日韩学生，上下两个部件频率的改变对反应速度和正确率都有显著影响。该结果表明，无论是来自欧美还是日韩，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对左右结构汉字的识别都较上下结构容易，这可能是因为在他们（尤其是欧美学习者）的母语文字系统中，左右的线性排列方式为主要的文字排列方式，因此他们对于左右结构的汉字的识别更为容易。但是，从研究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相较于欧美学生，日韩学生可以根据不同类型的汉字选择更为合理有效的加工方式，而欧美学生则更多地停留在提取汉字的局部信息的阶段，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受汉字系统的特点、形旁和声旁的功能分布、汉字学习方式等因素的共同影响。该研究还发现，欧美学生会较多利用右部件和下部件的信息，但是，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并未在该研究中得到解释，也并未在其余的相关研究中得到说明。

对于汉字的部件位置信息在汉字加工中的作用的问题，针对母语者的研究已日臻成熟，但是对于汉语作为二语的学习者来说，此类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针对汉字部件位置信息对于欧美学生的汉字表征和汉字加工方式的影响和具体的影响方式等问题的研究，的确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和完善。

汉语作为二语的汉字声旁语音信息的影响研究

任何一种语言的文字系统都与其语音系统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大量研究表明，学习者对于这种对应关系的掌握将大大简化文字系统的学习过程（Wagner，Torgeson，& Rashotte，1994；Comeau，Cormier，Grandmaison，& Lacroix，1999；舒华，毕雪梅，&武宁宁，2003；郝美玲，舒华，2005）。从前文中可知，汉字虽然是表意文字，但同时也有表音的作用。而且，在现代汉语中，80%以上的汉字为形声字（周健，2007；吴思娜，2008），因此不难想象，汉字声旁的语音信息在汉字的识别与理解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在汉字的部件结构中，声旁一直是重要的研究内容。

一些汉字命名实验已发现，形声字的表音特点影响熟练的语言使用者的汉字读音过程，汉字读音中有类似英文读音的规则效应和一致性效应（Spinks，Liu，Perfetti，& Tan，2000；章睿健，高定国，丁玉珑，&曲折，2005）。例如，在对汉语阅读发展的研究中发现，儿童在汉字阅读中可以利用声旁信息，而且儿童命名规则字的反应时短于命名不规则字的反应时，命名规则字的正确率高于命名不规则字的正确率，命名一致字的反应时短于命名不一致字的反应时（Yang & Peng，1997；Shu等，2000）。在同音判断中，对发音一致字作出“No”判断的次数显著低于对发音不一致字作出“No”判断的次数（Shu，Chen，Anderson，Wu，& Xuan，2003）。以上这些结果都表明在汉字认知中，儿童具有声旁规则性的意识，同时也说明汉字中也有类似于英文读音的规则效应和一致性效应（章睿健等，2005）。Zhang、Xiao和Weng（2012）使用fMRI对进行是否为汉字的判断任务的被试进行研究，结果指出，当把视觉任务判断为否字的时候，左额叶皮层中涉及语音加工的BA 44/45区的激活量比在进行是字判断时的激活量要大，说明汉字的声旁语音信息对于汉字识别的重要性。

根据以上针对汉字的研究，可以发现汉字的声旁信息对于汉字识别的影响。那么，对于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汉字的声旁语音信息对于他们的汉字学习有着怎样的影响呢？江新（2001）首先针对外国留学生对汉字形声字的声旁表音特点的意识及发展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和汉语儿童相似，外国留学生对规则形声字的读音均好于不规则字。而且外国留学生对形声字读音的规则性效应随汉语水平的提高而增大，同二年级学习者相比，三年级学习者会更多地使用声旁类推策略（即含同声旁信息邻近字类推策略）去推测生字的读音。该研究结果不仅说明声旁信息对于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汉字识别有影响，而且也说明这种影响会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而发展。在以上研究基础上，郝美玲和舒华（2005）将研究中的生字类型分为三类，即规则字、韵母相同字以及不知声旁字，并让被试先后进行三次学习，据此对声旁语音信息对于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汉字识别的影响进行更为细致和深入的探讨。研究结果如表9.1所示。

表9.1 不同类型生字的学习正确率

[image: ]

来源：郝美玲，舒华（2005）

由结果可知，由于规则字的声旁提供了整字读音的全部信息，因此对学习者第一次学习的帮助就很大，其正确率远远高于声旁提供部分读音信息和没有提供信息时的正确率。当声旁提供整字的韵母读音信息时，学习者的学习正确率显著高于声旁未提供读音信息时的正确率。研究者在学习者学习三遍以后，让其给迁移字注音，结果发现，声旁提供的读音线索越多，学习者学习记忆的正确率就越高，声旁提供全部语音信息时的正确率高达95%，声旁提供部分语音信息时的正确率达到81%。该结果表明通过对汉字声旁信息的学习，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能够发现形声字声旁的表音规律，并将其运用到不熟悉的形声字上，且对声旁提供的读音信息非常敏感，同时，不同程度的语音信息也影响他们的汉字学习与识别。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吴思娜（2008）针对不同汉语水平和年级的日、韩留学生的汉字声旁一致性意识的发展规律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日、韩留学生在形声字学习过程中也同样表现出了一致性意识，且这种意识随着年级的增高而发展。同时，该研究还发现，不同汉语水平留学生的一致性意识的发展速度和时间不同，汉语水平高的留学生在一年级时就具有了一致性意识的萌芽，初步建立了声旁家族的概念；而汉语水平低的留学生则到三年级时才发展起一致性意识。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对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汉字学习与识别中汉字声旁语音信息作用的研究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另外，在张金桥等人（2014）对于汉语中级水平留学生对部件熟悉的陌生形声字的语音提取特点所进行的研究中也发现，留学生对于声旁在右的汉字命名成绩好于声旁在左的汉字，这说明汉语中级水平的留学生已经具有了声旁大多在右的声旁位置意识，在命名时就会把位于右边的部件当作声旁来提取整字的语音。这与在汉字部件位置信息的相关研究中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较多利用右部件的结果有一定的交叉，但是两者之间的具体关系还需要新的研究来探讨。

汉语作为二语的汉字正字法意识的研究

在任何一种语言的文字系统中，正字法规则都是重要的研究内容，汉字也不例外。正字法规则（orthographic regularity）是指文字的书写或拼写规则，是使文字的拼写合于标准的方法，它与语言和文字系统的性质紧密相关（鹿士义，2002；冯丽萍，2006）。在拼音文字系统中，正字法规则主要表现为字母的线性组合与排列方式。但是，如前文所言，汉字是一种由不同功能的部件和笔画组合而成的二维结构，因此现代汉字的字形在构形上是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的，每个构形元素都有自己的组合层次与组合模式，其字符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散乱的，而是互相关联的、内部呈有序性的符号系统（Peng，Li，1995；Cheng，Huang，1995；Shu，Anderson，1999；钱怡，赵婧，&毕鸿燕，2013）。这种正字法规则与拼音文字系统中的正字法规则有很大的区别。正字法意识（orthographic awareness）是指学习者在语言文字学习的阅读和拼写过程中，随着视觉刺激输入的增加，逐渐对某一文字内部的结构特征形成一定的认识，同时，学习者能利用这种知识自上而下地指导学习，提高学习速度及效率。针对汉语，简单而言，正字法意识指的是学习者对汉字字形结构的认识（李虹，彭虹，舒华，2006；郝美玲，2007）。

虽然现有的研究并未明确表明正字法规则对单词识别的促进作用是因为音节的可读性，但大多数的正字法研究都没有与某种语言的语音规则的研究真正区分开（彭聃龄1991；鹿士义，2002；王建勤，赵金铭，2005；刘婷雁，2013a，2013b）。但是，正如我们所知，相比于拼音文字，汉字因其表意性，其正字法很少受读音规则的影响。汉字由笔画、部件组成，不同笔画或部件只有按一定规则组合起来，才能构成汉字。而因汉字组合规则的独特性，一些研究者也主张“正字法”概念并不适用于音节文字，更不适用于表意文字（Kroese等，2000），因为这一概念实际上指的是拼音文字的“拼写法”（spelling）。而针对典型的表意文字——汉字，国内一些研究者（王建勤等，2005；刘婷雁，2013a，2013b）主张将汉字的“正字法”和“正字法意识”用“汉字构形”和“汉字构形意识”两个概念来替代，用以描述和定义汉字字形结构特征和学习者对汉字字形结构的认识。但是，本书依然使用“正字法”和“正字法意识”这一表述方法。

针对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正字法意识在他们的汉语学习过程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正字法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对他们的汉字学习同样会有自上而下的指导作用，因此，对于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汉字正字法意识的研究也逐渐引起了相关研究者的注意。其中，鹿士义（2002）对于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汉字正字法意识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该研究以左右、上下、半包围三种结构类型的真、假、非字为材料，让母语为拼音文字的不同汉语水平的学习者进行词汇判断任务。研究结果表明，母语为拼音文字的成人学习者，其正字法意识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初识汉字到正字法意识的萌发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另外，汉语中级水平学习者的汉字结构意识已初现端倪（左右结构与半包围结构之间差异显著），只是还远没有达到“清晰的程度”。但是到了汉语高级水平，学习者对于假字与非字在三种结构类型中的判断都存在显著差异，说明此时的学习者已经萌发了正字法意识。该研究结果同时表明，高级水平学习者中的结构类型主效应显著，表明高级水平学习者随着所学汉字数量的增加，对汉字的感性认识有了一定的提高。此时，他们对汉字的认识就不再是浑沌一团或者是一幅幅的画，而是知道了怎样分析字形，并能够从中逐渐体会出汉字组合的一般规则。该研究还表明，对于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汉字的结构类型效应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且结构类型影响正字法意识的发展，而且只有当学习者的识字能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会出现结构类型效应。该研究同时也说明，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正字法意识是在识字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冯丽萍（2006）的研究结果也同样证明了中高级汉语水平的外国留学生已基本形成汉字正字法意识，同时发现汉字结构、汉语水平是影响正字法意识的两个重要因素，汉字正字法意识随识字量的增加而发展。该研究也发现针对不同汉字背景学生，汉字结构对于他们正字法意识的影响方式是不同的。其中，日韩学生对左右和上下结构汉字的正字法意识的形成是基本同步的，而欧美学生对左右结构汉字的正字法意识的形成要早于上下结构汉字。针对汉字部件的特征，郝美玲（2007）通过纸笔测试方法及不同类型的假字和非字对不同汉语水平的外国留学生进行研究，以考察其正字法意识中部件意识与部件位置意识的发生与发展。研究结果发现，留学生的部件位置意识的发展早于部件意识，且部件位置意识始于汉语初级水平，到了中级水平时已发展成熟，但是部件意识是直到中级水平才开始发展的。李利等人（2014）采用汉字判断任务和汉字书写任务，针对汉语水平与母语背景对留学生汉字正字法意识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留学生的汉字正字法意识受其汉语水平的影响，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留学生的汉字正字法意识也会得到一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该研究还发现，在学习者汉语水平无显著差异的情况下，母语背景对学习者汉字判断成绩的影响较小，对汉字书写成绩的影响较大。

在认识到正字法意识的重要性的同时，许多研究者也将研究目标对准了如何促进学习者正字法意识的发展这样的问题。其中，李利、朱湘燕和方小燕（2013）采用形码输入法作为训练方法，分别采用词汇判断任务和汉字书写任务两个实验，探讨了计算机输入法训练对发展留学生正字法意识的作用。结果发现，接受过计算机形码输入法训练的留学生的词汇判断和汉字书写的成绩均好于未接受过训练的留学生。因此，总的实验结果表明，计算机形码输入法训练有助于留学生汉字正字法意识的发展。该研究对如何促进学习者正字法意识的发展这一问题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也为学习者的汉字学习提出了一种行之有效的训练方式。

汉字的学习与认知是学习者和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难点和重点。虽然现在已经有了一部分针对性的研究，但是对于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汉字认知，需要研究的方面还有很多，故而，今后针对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汉字认知的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


9.1.4 汉语作为二语的词汇认知加工研究

词汇作为语言的基石，在语言的认知研究中极为重要。但是，如上文所言，由于汉语词汇构词法以及汉字、音节的一些特性，使得汉语词汇系统变得异常复杂，因此，针对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汉语词汇的认知研究并不完善，研究方法也多借鉴于其他语言的研究。

汉语作为二语的心理词典表征研究

词汇的意义在人的心理中是如何表征的，这是语言研究中的重点问题，它涉及心理词典的表征（或心理词汇表征）。Treisman（1960）最早提出心理词典概念（mental lexicon）并加以研究；之后众多研究者（Morton，1969；Taft，Forster，1976；Marslen-Wilson，Tyler，Waksler，& Older，1994；李利，莫雷，王瑞明，&潘敬儿，2006；李利，莫雷，&王瑞明，2008）认为，心理词典就是词汇的意义在人心理中的表征，它由许多该语言中的词条组成。如今，大多数心理语言学家认为心理词典中存在形、音、义三个方面的信息，而形、音、义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且将词汇的贮存分为词汇和概念两个层面，即两种表征（Kroll，Stewart，1994；Kroll，Bobb，Wodniecka，2006；李利等，2006）。如本书第四章所讲，双语者在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中，会建立一个第二语言的心理词典，而对于两种语言如何在大脑中存储与表征，传统意义上存在着三种双语词汇表征模型，即词汇连接模型、概念调节模型和修正分级模型（Kroll，Stewart，1994；Kroll，Tokowicz，2001，2005；Schwartz，Kroll，2006）。近年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国外有许多研究者提出了更为详细和深入的双语词汇与概念表征模型（Van Hell，De Groot，1998；Dong，Gui，& MacWhinney，2005；Pavlenko，2009；Jared，Poh，& Paivio，2013）。同样，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研究中，双语词汇表征的问题也受到了许多研究者们的关注。

针对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而言，日本学习者的词汇表征模型最先引起相关研究者们的关注。日本学习者作为汉字圈学习者的代表，其语言系统尤其是文字系统与汉语有一定的相似因素，但也有不同因素。这两种语言在双语者大脑中的表征形式是否会有不同的形式，其词汇的通达方式有何特点？这些问题让研究者产生了兴趣。其中，高立群，孟凌和刘兆静（2003）利用Stroop范式和颜色命名方法对日本留学生心理词汇的表征结构进行了研究，主要考察了第二语言熟练度及母语和目的语相似性对日语—汉语双语者心理词汇表征结构的影响，并在三种经典双语词汇表征结构模型（词汇连接模型、概念调节模型、修正分级模型）的基础上，对日语—汉语双语者的词汇表征模型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具体研究结果如下。

首先，针对不同熟练水平的日语—汉语双语者，汉语熟练程度明显影响其词汇表征模型。在对汉语初级水平被试的分析中发现，在对日文汉字与中文汉字的命名作业中，不管是用汉语命名还是用日语命名，日文汉字产生的干扰量总是大于中文汉字，即语言内干扰总是大于语言间干扰。这一结果与前人关于相似语言的双语者研究（Mägiste，1984；Brauer，1998；Kroll，Stewart，1994；李利等，2006；王瑞明等，2010）的结果基本一致，表明非熟练的日语—汉语双语者的词汇通达方式表现为词汇连接模型，如图9.5所示。而高熟练的日语—汉语双语者的词汇通达方式则表现为修正分级模型，如图9.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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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5 低熟练水平日语—汉语双语者日文汉字与中文汉字连接模式（高立群，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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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6 高熟练水平日语—汉语双语者日文汉字与中文汉字连接模式（高立群，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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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7 日本留学生日文假名与中文汉字的日文汉字中介的词汇连接模式（高立群，2003）

而在针对日语中的汉字和假名的分析中表明，在低熟练度日本留学生心理词典中，中文汉字和日文假名倾向于日文汉字中介的词汇连接模式，如图9.7所示。研究者分析，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日语内部的日文汉字加工存在着优势，而且这种加工优势在语言间进行了迁移。

但是，在学习与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日文与中文“同文”现象比较普遍，据统计，汉字词在日文书面语中占52%以上（高立群，黎静，2005；李冰，2011，2013）。1981年日本公布的《常用汉字表》共收入汉字1945个，其中2/3以上保持了中文汉字原来的笔画（李利等，2014）。研究者们从书写形式上看，将中文词对应于日文词的关系分为三种：一种是书写结构与日文汉字完全相同或只有很小差别的词，即同形词（如“打算”）；第二种是部分字体结构相似、部分字体结构不相似的词，称为形似词；第三种是在中文里存在，但在日文中不存在的词，称为非日语词（如“安排”）。针对同形词再进行分类，把那些在中文和日文里书写形式相同，且概念义相同的词称作同形同义词。把那些书写形式相同，但概念义不同的词称作同形异义词（高立群等，2003）。

在日语系统中，同形词的大量存在对日语—汉语双语者心理词汇表征的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即在日本留学生的心理词汇表征中，同形词跟那些只在汉语中存在而在日文中不存在的词的储存和加工方式是否有区别？在加工同形词时，同形词的语义是如何通达的？针对这些问题，高立群等人（2005）以双音节日语—汉语同形同义词、同形异义词、非日语词为材料，采用语音判断和语义判断两个任务，对日语—汉语双语者同形词词汇通达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其结果表明，词形和学习者的汉语水平都影响两种语言的词汇通达模式。具体来说，汉语初级水平学习者对同形词的加工是词汇连接模型，对异形词的加工是修正分级模型；而高水平学习者的词汇通达模式均是修正分级模型。除此之外，该研究在语音判断的实验任务中并没有发现语义通达中的语音中介作用。彭聃龄等人（2002）的研究表明，如果词汇通达经过了语音中介，那么词汇的语音效应应该表现在语义作业中，但在该研究的语义判断任务中并没有监测到双字词的同形效应，同形词的语义判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况，即同形同义词最快，同形异义词最慢。这说明在该研究中，语音中介的语义通路的作用并不明显。

针对汉语作为二语的其他国家学习者的双语词汇表征问题，一些研究者也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如邹小青（2011）使用跨语言语义启动和翻译启动任务对越南语—汉语双语者的词汇表征结构进行了研究。其实验结果表明，越南语—汉语双语者的心理词典也同样支持修正分级模型，同时，随着汉语熟练水平的提高，汉语词汇和共享概念之间的联结逐渐增强。

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双语词汇表征问题虽然得到了较多的关注和研究，但是与国外针对双语的研究相比，我们的研究不仅起步晚，研究中的许多方法也是借鉴国外已有的研究。但是，如前文所言，汉语词汇无论从构词法还是从语音字形上，都与西方语言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国内的关于双语者词汇表征问题的研究中，有研究者对国外的研究范式进行改进和创新以用于研究中国的双语者，如李利等人（2008）创新性地使用跨语言长时重复启动范式对双语词汇表征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暂时停留在了针对汉语母语者学习第二语言的研究上，对于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双语词汇表征的研究还有所欠缺。因此，这是研究者们在之后需要重点探讨的部分。

汉语作为二语的词汇结构意识研究

在词汇系统中，无论是西方拼音文字语言系统还是汉语，合成词都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但是这二者之间的构词形式却有很大的不同。如前文所言，汉语词汇的一个重要的特殊性体现在其构词方法的多样性上，词素与词素按照不同的语义语法关系可以构成联合、偏正、主谓、动宾、补充等多种结构的复合词，这与拼音文字语言系统的构词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

诸多研究表明，无论是在对西方语言系统还是在对汉语的认知中，学习者的构词意识（morphological awareness）对于语言理解能力都有一定的预测能力（Lewis，Windsor，1996；徐彩华，张必隐，2000）。在针对汉语的研究中，构词意识通常被定义为对汉语合成词的特定性及词中成分字位置的有意识的认知，例如能够意识到“美丽”、“车辆”是词，但是“你是”、“辆车”不是词。在有关失语症的研究中发现，病人即使是在无法提取词汇语音和语义信息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保留词汇结构知识（Wetherell，1998）。也就是说，词汇的语音、语义信息和词汇的结构意识这二者在大脑中是可以独立存储的，说明词汇结构意识是词汇习得与认知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如上文所说，拼音文字中词与词之间有明显的空间界限，但是对汉语而言，其字与字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而词与词之间却没有明显的界限，学习者对词与词之间的节点的确认需要依据一定的阅读经验。因此，许多研究者针对汉语合成词的词汇结构在词汇认知加工中的作用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徐彩华等人（2000）在针对汉语母语者的研究中指出，即使是在小学生的学习早期，他们就已经具有了汉语的基本词汇结构意识。此外，Zhang等人和冯丽萍的研究表明，针对不同结构的汉语词汇，其词素的激活方式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Zhang，Peng，1992；冯丽萍，2003）。

对于汉语作为二语的学习者来说，汉语词汇的构词法也同样会影响他们的词汇学习与认知。根据母语的负迁移理论，学习者的母语背景会对其目的语的学习产生影响。这种现象对非汉字文化圈学习者的词汇结构意识会产生怎样的作用与影响，这成了研究的重点。冯丽萍（2003）针对以上问题，采用前掩蔽条件下的词汇判断任务，对中级汉语水平的欧美学生的汉语词汇结构意识进行了研究。在该实验中，研究者选择了联合式与偏正式两种结构的合成词为启动词，针对同一组启动词，分别有首词素和尾词素相关的两组目标词与之对应。研究结果表明，学习者在对中文合成词进行加工的过程中，词汇结构影响词素的提取方式，在联合式与偏正式合成词之间出现了明显不同的词素激活方式。同时，研究也指出，词汇结构对词素激活方式的影响是一个随加工时间延长而动态变化的过程，词汇结构的作用随加工时间的延长、词汇加工深度的增加而表现得越来越充分。但即便如此，与汉语母语者相比，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在词汇加工速度、词素激活强度和广度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劣势。对于汉语母语者而言，即使是在启动词呈现时间仅为56ms的情况下，词汇也已经能通达语义；而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词汇加工还主要停留在字形扫描阶段，对于他们而言，词汇的词素空间位置决定词素的作用方式。在启动词呈现300ms的情况下，中文母语者的高低频联合式合成词中的首尾词素可得到同等激活，而留学生被试中首尾词素的同等激活只在熟悉度高的联合词中表现出来。

通过上述实验结果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中级汉语水平的非汉字圈学习者，在经过一定时间的汉语学习和一定数量的词汇积累以后，就会具有中文合成词的词汇结构意识；而且这种意识会影响词汇加工中词素提取的方式，具体表现为，针对联合与偏正两种合成词，他们的词素激活方式不一样。但是与汉语母语者相比，词汇结构对欧美学生词汇识别的影响只有在词汇熟悉度较高、加工时间充分的条件下才表现出来。

在汉语作为二语的学习过程中，很多学习者提出汉语“很难学”，“很多文章字认识，但读不懂”等问题（张和生，2013），究其原因，其实还是在于他们对词汇理解的不到位。这不仅是词汇意义的学习和理解的问题，还涉及文章中如何正确分词的问题。只有将文章中的词语进行正确的划分，才能保证理解的准确性。而这种分词能力其实就源于学习者的词汇结构意识。但是，由于汉语构词法的复杂性，不仅学习者自身的词汇结构意识的发展有较大的难度，而且对于研究者针对这方面的研究而言也是很大的挑战。因此，针对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词汇结构意识的研究还不够完善，需要研究者们在今后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9.1.5 汉语作为二语的句子认知加工研究

句子是语言使用的基本单位，是语法规则的主要体现者，因此句子研究一直受到心理学和语言学的广泛关注，在语言学习中也占据重要地位（邵敬敏，2009；王永德，2014）。对于语言学习者来说，一种语言的使用最终要体现在句子上。学习者对句子的理解体现的是语言从形式到意义的转换，而学习者产生句子的过程则体现的是语言从意义到形式的转换（邵敬敏，2009）。针对汉语作为二语的学习者，研究者也深入探讨了学习者句子理解与句子产生的认知加工过程。

汉语作为二语的句子理解研究

目前人们对汉语语言理解的研究大多数集中于字词的识别方面，对句子水平的研究则相对比较少。但是不可否认，句子理解是语言理解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在句子理解过程中，不仅包括对视觉信息的编码、字词的确认，而且要对句子中词与词之间的句法关系和语义关系进行分析，最后形成一个有效、稳定、合理的命题表征（张金桥，2003）。

研究者首先探讨了第二语言语法学习是否会受到母语语法的影响，并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观点。对比分析理论（contrastive analysis，Lado，1957）认为母语对第二语言学习有直接影响，与母语语法规则相同或相似的第二语言容易学习，反之就比较难。这种理论认为，第二语言语法学习是语言间习惯的转换。创造结构理论（creative construction，Dulay，Burt，Krashen，1982）认为语言能力是基于更一般的认知能力，第二语言语法学习主要受人脑中的普遍认知系统控制。与创造结构理论观点相关的输入假设理论（the input hypothesis，Krahsen，1985）则否认母语在二语学习中的作用，认为语法学习受一般认知能力和可理解的第二语言输入影响，是在第二语言内部进行创造的过程。母语语法在第二语言语法学习中究竟起不起作用，以及如何起作用，这些都是第二语言学习研究的重要问题。从前文中可知，跨语言因素对于汉语作为二语的语音、汉字与词汇的学习与认知加工过程都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对于句子来说，学习者母语语法规则对于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句子理解是否会有影响的问题同样也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注意。

王永德（2004b）选取不同母语语法类型的、初级汉语水平的留学生作为被试，针对有代表性的不同汉语句式的理解进行了研究。Li和Thompson（1976）认为世界上的各种语言按其句子的语法关系是注重“主语—谓语”，还是注重“主题—述题”分为四种基本类型：注重主语的语言（如印欧语），注重主题的语言（如汉语），主题和主语都注重的语言（如日语、韩语），主题和主语都不注重的语言（如他加禄语）。王永德（2004b）依据此理论对被试母语进行分类。同时，实验选用了主动宾句、存现句、主谓谓语句\领属句、相互动词句、受事主语句、“把”字句1、“被”字句和“把”字句2共8个句式作为实验材料。研究结果显示，学习者在汉语句子理解中表现出与其母语类型密切相关的规律性，英语被试理解所有句式的反应时都显著长于日语、韩语被试（差异水平均为p=0.000），而日语被试与韩语被试在各个句式条件下的反应时差异均未达到显著水平，如图9.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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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8 不同母语类型被试针对不同汉语句式的反应时（王永德，2004b）

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是，英语被试在与其母语语法规则比较接近的主动宾句的反应时上仍然比日语被试和韩语被试长，研究者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与日语和韩语中使用一定数量的汉字有关（这些汉字大多与现代汉字的意义相同或相近），也可能与日语和韩语被试对汉语语法的主观认知方式有关。研究者曾就学习汉语语法是否比学习其他外语语法难这个问题与日本和韩国留学生进行交谈，他们认为汉语和日语、韩语的语法规则有不少是类似的，学起来要比其他外语容易。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者进一步针对跨语言因素对学习者汉语句子理解速度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和探讨（王永德，2014b），结果表明不同母语类型的留学生在此问题上确实存在差异。除了在把字句1和被字句上无显著差异外，在其余句式上，英语被试的反应时都显著长于日语被试和韩语被试。同时，有显著差异的句式均跟被试的母语语法类型有关，即英语被试分别与日语被试或韩语被试有差别，而母语语法规则接近的日语被试与韩语被试之间则不存在显著差异。

除了受跨语言因素影响外，句法和语义在句子阅读理解中的作用机制也一直是心理语言学研究的热点与焦点，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余林，舒华，1999；池莲子，张亚旭，黄永静，2006），并逐渐形成了句法自主和相互作用两种对立理论。句法自主理论认为，句法分析独立于其他认知过程而发生作用，句法加工最初不受其他非句法信息的影响，在最初的句法分析完成之后进行语义分析，根据语义的或语用的信息对最初的句法分析结果作出评价（Rayner，Carlson，Frazier，1983）。相互作用理论认为，不同加工过程或子系统是相互作用的，所有子系统都在不断地吸收其他子系统提供的信息，并且不断地向其他子系统提供信息（McClelland，John，Taraban，1989）。

在针对句法和语义在汉语句子理解中的作用方式方面的讨论中，研究者们得到了不一致的结论：有些研究发现句法和语义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句法和语义作用于汉语句子理解的同一阶段，这些结果支持相互作用理论（缪小春，1982；Li，Bates，MacWhinney，1993；江新，荆其诚，1999）；而有些研究则发现句法和语义之间交互作用不明显，句法和语义作用于汉语句子理解的不同阶段，这些结果支持句法自主理论（彭聃龄，刘松林，1993；江新，荆其诚，1999）。也有实验研究表明，句法与语义在汉语句子理解中所起的作用与实验任务和条件有一定的关系。

对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而言，句法和语义在他们理解句子的过程中起着怎样的作用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对此，张金桥、柴翱（2010）分别运用语法判断任务和施事判断任务，针对词序和语义可逆性对中级汉语水平学习者的汉语简单句理解的作用与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在语法判断任务中，词序的主效应达到显著水平，而语义可逆性的主效应并不显著，说明只有句法因素在中级汉语水平留学生的汉语简单句理解中起了作用；而在施事判断任务中，词序和语义可逆性的主效应都达到了显著水平，说明句法和语义因素在中级汉语水平留学生的汉语简单句的理解中均起了作用。结合两个任务结果，我们可以发现词序在汉语句子理解中的地位很重要。先前的研究者（Garman，Michael，2002）认为对于形态缺乏、词序固定的语言来说，词序策略的作用大；对于形态丰富、词序灵活的语言来说，词序策略的作用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汉语并没有明显的形态标志和形态变化，汉语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其在句子中的排列顺序来表示的，因此词序是汉语中非常重要的语法手段（邵敬敏，2009）。对于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来说，在理解汉语句子的时候，要更多地根据词汇在句子中的排列顺序来判断其句法作用及相互作用，从而构建句子的理解。

另外，研究者还发现，两种任务下词序和语义可逆性之间都没有明显的交互作用，被试对SVO（主谓宾结构）词序句子的反应都比OSV（宾主谓结构）要快。根据Sternberg（1969）的相加因素法的逻辑，词序与语义可逆性两因素不能相互改变其效应，因此两个因素是针对中级汉语水平留学生的汉语句子理解的不同加工阶段起作用的，句法结构因素对句子加工的影响并不随语义条件的不同而改变。同时，语义线索对于句子理解过程的作用在不同条件下有所不同，当实验任务更多地强调语义分析而非句法时，语义因素的作用会比较显著。该结果也为句法分析自主模型提供了实验依据，表明句法因素和语义因素分别作用于中级汉语水平留学生的汉语简单句理解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且句法分析是一个可以独立于语义的自主加工过程。但是，此类分析还仅限于对简单句理解的研究，研究者还需对其他句类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以丰富和完善相关研究结果。

汉语作为二语的句子产生研究

在针对句子的研究中，另一个重点研究方面就是句子的产生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句子产生（sentence production）是把头脑中的思想转换成具体的句子，以语音形式表达出来的过程，包括概念化、言语组织和发音三个过程（Dell，1986；Levelt，1989）。如前文所言，对于第二语言语法学习是否受母语语法影响的问题历来存在不同的理论观点，该争议也同样存在于学习者第二语言的句子产生中。针对此问题，王永德（2004a）针对母语类型对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句子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与探索。研究选用了汉语口语表达中6个常用句式作为研究材料，如表9.2所示。

表9.2 汉语口语6个常用句式名称及其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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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王永德（2004a）

研究结果表明，留学生的反应表现出与其母语类型相关的规律性，被试的母语类型影响他们对汉语句子的表达，具体表现为：英语被试对主动宾句的句法表达成绩显著高于日语被试和韩语被试；主谓谓语句/领属句、主谓谓语句（受事主语句）和“把”字句2等几个句式与主题和主语皆突出的日语、韩语句子结构规则接近，而与主语突出的英语句子结构有较大的差异，因此日语被试和韩语被试对这些句式的句法表达成绩显著高于英语被试。该研究也为汉语作为二语的教学提出了建议：在初级汉语水平阶段的教学中，存在针对授课对象的母语类型分类组织教学的客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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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9 根据Levelt（1999）简化的句法表征模型（李荣宝，2006）

在句子产生的研究中，除跨语言因素外，句法启动也逐渐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注意和兴趣。所谓句法启动（syntactic priming），又称句法坚持（syntactic persistence）或结构启动（structural priming），是指个体在产生一个句子时，倾向于重复使用刚刚加工（阅读、听或产生）过的句法结构（Bock，1986）。相关的研究揭示了词汇和句法表征之间的关系。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词汇不是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表征的，至少可以区分为两个层面的表征：一个是语音和词素形态信息层面，另一个是语义和句法层面。而句法和语义的表征又可以细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层面，即语义层（conceptual stratum）和词汇句法层（lemma stratum），后者包含所有与词汇相关的句法信息（Bock，1986；Bock，Griffin，2000），见图9.9。

以印欧语系为实验材料的大量研究表明，在句子产生过程中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句法启动现象（Pickering，Branigan，1999；杨洁&张亚旭，2007；陈庆荣，谭顶良，&蔡厚德，2012）。研究者认为，阅读启动句能激活该启动句的句法结构，对随后目标句产生中的句法选择产生了易化作用（Pickering，Branigan，1999；Pickering，Ferreira，2008）。针对汉语，朱火红等人（2009）以汉语中的“把”字句（介宾结构）和“给”字句（双宾结构）为实验材料，采用图片描述法考察了中国儿童汉语口语句子产生中的句法启动现象，结果表明，“把”字句产生时存在句法启动，而“给”字句产生时的句法启动效果不明显。有研究者（张金桥，王明月，2013）对此结果提出了疑问，认为造成上述实验结果的一个可能原因是中国儿童本身对“把”字句比较敏感，换句话说，即使在无启动条件下中国儿童口语表达中采用“把”字句的也比较多，因此该结果并不能断定“把”字句产生一定存在句法启动，而“给”字句产生一定不存在句法启动。

据此，张金桥等人（2013）对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在汉语句子产生中的句法启动效应进行了研究。该研究在实验中更为严谨地设置了控制组，根据留学生汉语句子表达练习与测试的特点，并结合认知心理学研究中的启动实验范式（彭聃龄等，2004），采用阅读启动材料——组词成句的实验方法，探讨了中级汉语水平留学生在句子、短语和词3种启动条件下汉语句子产生中的句法启动效应。结果表明，在句子和短语启动条件下，均发现了“给”字句和“把”字句产生中的句法启动效应；在词启动条件下，“给”字句产生中没有句法启动，“把”字句产生中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句法启动。这可能与这两个词语法标记的强弱有关。“给”字语法标记性弱，它至少包括两种语法信息，一种是“给某人某物”，即双宾结构；另一种是“把某物给某人”，即介宾结构。因此“给”字标记的语法具有多元性，不具有唯一性。“把”字语法标记性强，“把”字作为介词，只有“把某物给某人”这一种语法信息。因此，语法标记性弱的“给”字激活的可能是双宾结构和介宾结构两种语法信息，因而没有表现出句法启动；语法标记性强的“把”字激活的可能只是介宾结构这一种语法信息，从而表现出十分强烈的句法启动效应。同时，该研究还发现，在3个实验中基线水平产生出的“给”字句比率都比“把”字句少（差异量在10%左右），且两者差异显著（p<0.05）。这可能与两个原因有关：一是与语法标记性有关，“把”字比“给”字的语法标记性强，语法标记性强的词和句子具有认知的突显性（saliency），人们更习惯使用“把”字句来表达思想；另一个原因可能与留学生对“把”字结构的过度学习有关。

在句法启动研究的基础上，不少研究者针对跨语言句法启动现象也进行了一定研究。跨语言句法启动是指发生在两种语言间的句法启动现象。一些研究表明，在句子产生中存在着跨语言句法效应（Desmet，Declercq，2006；杨洁，张亚旭，2007）。研究者认为，两种语言的句法特征相同是跨语言句法启动产生的必要条件，某种语言的启动句不仅能激活该语言的句法结构信息，而且能激活另一种语言的句法结构信息，从而对另一种语言句子产生中的句法选择产生易化作用，两种语言的句法信息共享同一表征（Meijer，Tree，2003；Hartsuiker，Pickering，& Veltkamp，2004；杨洁，张亚旭，2007）。

词序因素在跨语言句法启动效应中的作用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一些研究发现，当两种语言之间某种句法结构的功能结构、层级结构和词序均相同时，能产生跨语言的句法启动（Meijer，Tree，2003；Hartsuiker，Pickering，& Veltkamp，2004；Schoonbaert，Hartsuiker，& Pickering，2007；杨洁，张亚旭，2007）。一些研究表明，两种语言间某种句法结构的功能结构、层级结构相同，如果词序不同，则不能产生跨语言的句法启动（Loebell，Bock，2003）。然而，以韩语—英语双语者为被试的研究却发现，即使两种语言词序不同，也能产生跨语言句法启动（Shin，Christianson，2007）。

针对汉语作为二语的研究中，学习者的汉语句子产生中的跨语言句法启动效应也被研究者们逐渐注意并加以探索。张金桥和王燕（2012）探讨了不同年级印尼留学生的汉语句子产生中的跨语言句法启动效应。结果发现，印尼语主动句启动条件下，中年级印尼留学生没有产生跨语言句法启动，而高年级印尼留学生产生了跨语言句法启动；印尼语被动句启动条件下，中、高年级印尼留学生均产生了明显的跨语言句法启动。该研究结果表明，印尼留学生的印尼语—汉语间跨语言句法启动与词序无关，而与汉语水平有关。即使当启动句为词序不同的印尼语被动句时，也能产生印尼语—汉语间跨语言句法启动。中年级印尼留学生句法表征中的母语句法特征占优势，高年级印尼留学生句法表征中的母语和汉语两种句法特征处于一种平衡状态。

总的来说，针对汉语作为二语的句子认知问题，研究者们从句子理解和句子产生两方面着手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对句子认知的基本过程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针对汉语作为二语的句子认知的研究依然处在初步探索的阶段，每个研究方向都需要研究者们作进一步的探索。


9.2 汉语作为二语的学习效果的影响因素

在语言学习中，如何提高学习效果一直是众多研究者们着重探讨和研究的问题，在汉语作为二语的研究中也不例外。本节主要从汉语作为二语的学习策略、学习动机以及学习焦虑三方面来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9.2.1 汉语作为二语的学习策略研究

随着第二语言学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近二三十年来，语言学习策略的问题吸引了很多研究者的注意（Ellis，1994；McDonough，1999）。其间，研究者们一直尝试着指出哪些因素会影响学习者的策略选择。很多研究已证实影响策略使用的因素之一是学习者的母语背景和文化背景。这些研究表明，来自不同母语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学习者在学习第二语言时会使用不同的策略（Bedell，1993；Chang，1990；Griffiths，Parr，2000；Oxford，1996；Rossi-Le，1995；Usuki，2000；Psaltou-Joycey，2008）。其中Psaltou-Joycey（2008）在他的研究中发现，学生的文化背景对他们的语言学习策略的使用有显著影响，而学生的性别、年龄、语言水平等因素则对策略使用没有显著影响。Sung（2011）的研究结果也印证了Psaltou-Joycey的发现，并进一步指出，学生学习过的外语数量也对策略使用有显著影响。Saville-Troike（2006）在研究中指出，与欧美学生相比，亚洲学生在语言学习中对记忆策略的使用更频繁；而在欧美学校里的华裔学生并不像在亚洲上学的学生那样频繁地使用记忆策略，并由此指出先前的教育经历对策略的选择有影响。

但是，以上研究大多数都在探讨英语、法语等印欧语系语种作为第二语言时的学习策略，针对汉语作为二语的学习策略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结果也较为零散。20世纪90年代后期，二语学习方面的研究中才逐渐出现了一些汉语作为二语的学习策略的研究（Everson & Ke，1997；杨翼，1998；徐子亮，1999；江新，2000）。其中，杨翼（1998）在其研究中自制问卷，以HSK（汉语水平考试）成绩作为检验学习者学习效果的指标，这是对汉语作为二语的学习策略进行定量研究的首创，初步考察了在华留学生汉语学习策略与学习效果的关系。之后，对于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访谈、问卷以及偏误研究逐渐兴起，其中，徐子亮（1999）采用多种方法对学习者进行调查和研究，并对其研究结果进行了基于认知心理学理论的解释与探究。结果显示，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在汉语学习中最常使用的策略是有效记忆的策略、有选择的注意策略、利用或创造学习环境的策略、回避策略、补偿策略、借用母语策略和摆脱母语习惯再建的策略。之后也有研究者针对其中某一策略进行过深入探讨，如罗青松（1999）对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回避策略”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另外，江新（2000）引入Oxford的语言学习策略分类系统和语言学习策略量表（SILL），对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学习策略进行了探索。首先，在针对该量表的信效度检验中发现，对于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该量表也同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和较高的同质性。其次，该调查研究发现，学习者在学习汉语过程中，最常用的策略是社交策略、元认知策略、补偿策略，其次是认知策略，最后是记忆和情感策略，且策略的使用在性别上没有显著差异。针对不同母语背景的学生，母语背景和策略选择的交互作用显著，亚洲背景的学生比欧洲背景的学生更经常地使用情感策略和社交策略。最后，针对学生语言学习策略和教师对其语言水平等级的评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指出，认知策略、补偿策略、元认知策略和社交策略的使用度与教师对学生汉语水平等级评定度呈正相关关系。但是该研究中的某些结果与Oxford等人的研究（Oxford & Nyikos，1989; Oxford，1990，1994）有所不同，这也许是由汉语的语言特点所造成的，因此研究者提出，针对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学习策略问题，国内研究者应该对SILL等经典量表进行修订和使用。

相较于以上较为宏观的研究，针对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在汉字、词汇和阅读学习中的策略使用，研究者们也分别进行了具有针对性的研究。

汉语作为二语的汉字学习策略的研究

由于汉字的历史性和特殊性，学习者对于汉字的学习策略问题最先引起了中外研究者们的注意，其中，McGinnis（1995）最早使用了自我报告法进行研究。该研究发现，被试自我报告的学习方法有很多，如机械记忆、对汉字的外形或发音编一些故事、利用意符和声符等，同时研究还发现，学习者们并不常利用意符和声符策略。之后，Ke（1998）通过问卷调查对已学习一年汉语的学生进行汉字策略使用的研究，结果发现，学生认为比较有效的汉字学习策略包括汉字部件（即意符和声符）的学习和应用、重复写汉字、注意新旧字在字形结构和意义上的联系等。但是，Ke（1998）的研究是要求学生比较两种学习方法的相对有效性，反映出的是学生对不同汉字学习方法的有效性认识，因此该研究的结果只能为汉字学习策略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并不能直接说明学习者在汉字学习过程中真正使用学习策略的问题。为了了解学习者汉字学习策略的相关问题，江新（2001）参照前人研究（Oxford等，1989；Oxford，1990，1994）的结果和研究方法，制订了汉字学习策略量表，并通过数据分析将汉字学习策略定为两大类：认知策略和元认知策略。其中认知策略分为笔画、音义、字形、归纳、复习和应用，元认知策略分为监控和计划。研究者使用此量表对初级汉语水平的外国留学生的汉字学习策略进行了探索和分析，结果发现，首先，在认知策略上，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最常使用的是字形策略、音义策略、笔画策略和复习策略。其次在应用策略上，最不常用的是归纳策略，针对不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汉字圈学习者比非汉字圈学习者使用更多的音义策略、应用策略，更少地使用字形策略、复习策略。最后，在元认知策略上，策略的主效应不显著，对监控和计划两者的使用没有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在监控策略上，两类学习者并未表现出显著的差异；而在计划策略上，汉字圈学习者比非汉字圈学习者更为频繁地使用计划和目标策略。这样的研究结果不仅补充了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汉字学习策略的研究，而且对于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汉字认知机制的研究也提出了更多的研究问题。

在江新的研究基础上，一些研究者们也对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汉字学习策略的使用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马明艳，2007；范祖奎，2013）。其中，赵果等人（2002）在对初级阶段留学生汉字学习策略和汉字学习成绩的相关性所进行的研究中发现，首先，应用策略对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提高汉字学习效果有很大的帮助，而字形策略很可能并不利于汉字书写的学习；其次，利用汉字中的意符对汉字意义的识别有很大的帮助；最后，形声字学习比非形声字学习对于策略使用更为敏感。针对形声字这一类汉字的学习，李蕊（2009）进行了一项汉字学习策略的“介入性”实验研究，探讨汉字学习中的策略使用问题。研究中对实验组的学习者进行了关于“声旁联系”策略的引导，结果发现，这一策略的使用，明显促进了留学生正确书写形声字的能力，减少了同声旁字之间的混淆，同时也加强了对形旁的认识。

以上关于汉语作为二语的汉字学习策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针对学习者在学习中使用策略的调查与研究，二是学习者使用学习策略对他们的汉字学习的影响。但是遗憾的是，两个方向上的研究都有着明显的欠缺，尤其是第二方面的研究，结果较为零散，并未形成一个较为完备的系统来对学习者的汉字学习进行实际指导，因此，今后还需要系统地对其进行研究。

汉语作为二语的词汇学习策略的研究

如前文所言，汉语中的词汇界限并不明显，学习者需要形成一定的词汇结构意识才能很好地分词与学习，因此词汇学习对于大部分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而言也同样是个难点。方艳（2005）的研究指出，大部分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在真正学习汉语词汇的过程中不能有效地使用词汇语境学习策略来理解、使用词语，其原因和学习者的学习习惯、认知过程以及语境本身的因素有关，这其中尤其不可忽略的因素是汉语词汇本身的特点。结合针对词汇通达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得知，汉语词汇的学习和认知就是要在创设的情景中进行体验才能形成合理的表征，如果学习者不能有效地使用词汇语境学习策略进行学习，将会给学习者的词汇学习带来一定的困难。

另一项关于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词汇学习观念和策略的研究（鄢胜涵，2007）显示，首先在观念上，学习者最希望通过运用来掌握生词，最不希望通过记忆背诵这种观念来学习新词；而在策略上，他们在学习过程中运用了包括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在内的多种策略来学习汉语词汇，这其中最常用的认知策略是查词典策略，记忆策略则是最不常用的。其次，针对不同国别的学习者，日韩学生更愿意在上下文中自然习得生词并且运用所学的词汇，欧美学生对记忆背诵方法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再者，随着学习者的汉语水平的提高，他们使用的词汇学习策略的种类也会增加，而使用机械记忆策略的频率逐渐降低。最后，不同汉语水平的日本学习者所使用的词汇策略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初级汉语水平的韩国学习者较之于中高级汉语水平的学习者，会使用更多生词表的记忆策略；而欧美学习者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使用词汇策略的种类和频率都有显著发展。

由以上研究可知，学习者的国别、汉语水平对他们词汇学习策略的选择有一定的影响，该项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发现了学习者对词汇策略选择的一定规律，这对于指导学习者的词汇学习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总体而言，针对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词汇学习策略的研究也只是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发现学习者词汇学习策略选择与使用的一定规律，并为其词汇学习提出一定的指导意见。

汉语作为二语的阅读学习策略的研究

语言学习的目的在于能够进行正确理解和自由产生，而阅读是言语理解中重要的一部分。针对中高级汉语水平以上的汉语学习者来说，其阅读学习策略的运用尤为重要。阅读学习策略是指学习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根据不同的课文类型、内容和阅读目的有选择地灵活使用一定的阅读方法（Wallace，1992）。针对此问题，钱玉莲（2006）通过访谈和开放式调查，并参照前人研究的相关结果，自制量表对汉语作为二语的韩国学习者的中文阅读学习策略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该量表有较好的结构效度。进一步分析表明，韩国学习者最常用的阅读学习策略是推测和语境策略，其次是标记、略读和预览策略，母语策略和互动策略最不常用。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该研究所选被试均为成人学习者，而且其汉语水平处于中高级水平，他们在阅读中即使遇到生词，也会更加倾向于推测和根据语境来理解。该研究中更重要的发现在于，预览策略对韩国学生的学习成绩具有预测力。针对来华留学的不同年级的大学生，研究发现相较于四年级学生，三年级学生在阅读中持更多的超文本观念。这可能是因为三年级学生在阅读中所遇到的生词会更多，所以往往会采取跳读或者直接获取大意的策略，因此促使他们形成了超文本观念。另外，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四年级的学生会更多使用选材策略和互动策略，同时选材策略的使用主要是由学生的语言水平决定的，语言水平越高，对选材的自由度也越大。同理，阅读材料内容的复杂度越高，在阅读时学习者也越可能需要使用互动策略。

根据之前的研究（钱玉莲，2006）可知，韩国学生阅读技能在初中级汉语水平阶段得到了快速发展，而且这种技能随着汉语总体水平的提高而加强，但是到了高级汉语水平阶段，阅读技能反而成了弱项。由此我们可以得出，阅读策略的选择不能完全依据学习者的语言水平来决定，应该结合学习目的和学习任务。张晶和王尧美（2012）的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了这个结论。该研究通过对经过一年高强度、大密度学习的来华预科留学生进行研究，来探讨他们汉语阅读策略的特点以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预科生在阅读策略选择方面呈现出趋同性，并无显著差异；此外，认知策略与元认知策略的使用频率较低，这可能是因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绝大多数预科留学生的学习目的性都很强，阅读应试性明显，缺乏对阅读过程中认知策略与元认知策略的有意识培养。另外，在该研究中，地域的不同并不影响学习者对阅读学习策略的选择，这与之前的研究不太相同，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学习者对中国的了解差异不大，且他们几乎同时来到中国，都是零起点学习汉语，而且同样都处在高强度、大密度的语言学习中，因此他们在策略选择上的差异并不显著。以上研究为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学习策略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方向，即针对不同目的、不同学习任务的学习者，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会如何选择学习策略。

此外，为了更好地促进二语学习者的学习，研究者们也针对母语者和二语学习者之间学习策略选择的差异进行了研究。其中，钱玉莲（2010）在对中韩学生中文阅读学习策略的对比研究中发现，在阅读中文时，两国学生最常用的都是推测策略和语境策略，最不常用的都是母语策略和互动策略。通过更为细致的分析，研究者发现两国学生在阅读观念上的差异不显著，但是在管理策略和母语、预览和略读等阅读学习策略使用上的差异非常显著。具体表现为：韩国学生更多地使用语境和标记策略，而中国学生更多地使用选材、母语、略读、预览和推测策略。其中，韩国学生的预览策略对其学习成绩具有预测力；而对中国学生来说，推测策略对其学习成绩具有预测力。依据此研究结果，研究者建议中高级汉语水平的韩国学习者在阅读过程中要注意使用推测策略，把握文章背后的含义，这样会使得他们的阅读水平更向母语者靠近，而不是将过多的精力花在对文本中某一字词的理解上。

总的来说，在针对汉语作为二语的学习策略的研究中，每项研究都自成体系，对于策略的概念、分类等还处在混乱状态。某些研究结果虽然对于现实中学习者的学习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大部分研究结果都较为零散，即使是针对某个小方面，如汉字的学习策略，也没有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体系。而且，在针对学习策略的研究中，对于词汇策略的研究较少，但是词汇学习恰恰是篇章理解的基础，因此此类问题需要研究者们在今后给予一定的重视。


9.2.2 汉语作为二语的学习动机研究

在第二语言学习的研究中，动机一直被认为是决定学习成败的重要因素（McDonough，1999；徐子亮，2000）。自20世纪50年代末，Lambert和Gardner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开展二语学习动机研究以来，该问题一直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俞玮奇，2013）。之后，Dörnyei（1998）在吸收了主流动机心理学研究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外语学习动机三层次模式，即语言层面、学习者层面和学习情境层面。语言层面涉及外语学习的目的，包括融合型动机（integrative motivation）和工具型动机（instrumental motivation）。学习者层面涉及学习者的个人因素，主要涵盖了学习者个人的成就需要、自信心、学习者语言使用焦虑、二语学习能力、归因方式和自我效能等方面。学习情境层面则概括了三个特定动机因素组：课程动机因素组、教师动机因素组和学习集体因素组。随着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人数的逐年增加，汉语学习动机的重要性也逐渐增加，近年来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关注和探索。

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中的一个重要群体为华裔学习者。在最初的针对华裔学习者的研究中发现，他们最主要的学习动机是源于对华人身份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他们学习汉语的过程就是对中华文化认同的过程（王爱平，2000）。但是，该研究并不是针对动机进行的特定的探究，而是从身份认同角度出发，对学习者的学习动机进行了研究。之后，王志刚等人（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学习过程中，华裔留学生的学习动机表现出明显的由兴趣型动机向工具型动机转变的倾向；而且华裔和非华裔留学生在动机上的显著差异体现在融入性上，华裔学习者表现出更强的融入性。

针对普遍的学习者而言，许秋寒等人（2008）选取Dörnyei学习动机模型的语言层面（融合型动机和工具型动机）和学习者层面的成就动机作为理论框架设计问卷，并对来自世界各地的239名不同汉语水平的留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他们学习汉语的工具型动机较强，而总体的融合型动机不太明显；留学生的成就动机普遍较强，但内部差异较大。对地域、年龄和学历等因素进行深入探讨后发现，亚洲和非洲学生、年龄较大学生、学历较高学生的工具型动机较强。针对来自不同地域的学习者，侯创创（2008）对初级汉语水平的中亚留学生与韩国留学生的汉语学习动机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相较于韩国留学生，中亚留学生更有利于培养和激发融合型动机，同时，他们受内部动机的影响也较大。除了针对来自不同地域学习者的研究之外，研究者们也注意到了其他相关因素。陈天序（2013）在研究中，首先在初级汉语水平的留学生入学之初就对他们的学习动机进行调查，并以一学期后汉语综合课成绩划分等级作为指标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初级汉语水平阶段的留学生的学习动机普遍较强，而且非常重视外部学习环境，如教师、教室、教学法等。另外，就学习者层面而言，留学生对于个人价值的实现和工具需要的要求最为突出，对于语言、政治、文化的兴趣也比较强烈，而因为人际交往需要和他人要求而产生的学习动机最弱。更重要的是，一学期后，针对不同学习水平的学生在学习动机上的差异研究表明，成功学生的学习动力源于语言学习本身，而不成功学生多是因外界影响而学习的。而且这种差异也体现在了两者在对待考试成绩的态度上，成功学生不太关注考试成绩，只是希望通过成绩的好坏来判断自己的学习情况；而不成功学生更加在意成绩的高低，他们需要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能力或得到他人的肯定。以上研究说明，在学习和教学过程中，要注意激发学生对于汉语学习本身的动力，而不要因外界因素影响而学习。同时，针对不同背景的学生，他们的动机类型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对于不同背景学生的教学和引导也应因其动机类型的不同而有适当的不同。

随着动机研究的逐步深入，不少研究者开始转变视角，从研究激发学习者学习动机的正面影响因素转向探索导致学习者学习动机减退的负面因素，即针对二语学习者的动机消退问题进行研究。现在不少研究者采用“负动机”（demotivation，或“动机减退”、“动机消减”等）一词来对动机的消退现象进行描述。所谓负动机是指二语学习者曾经有强烈的学习动机，但是由于某种原因而失去了这种学习兴趣。针对负动机的研究更关注一系列外部力量，这些力量会削弱个体的行为意向（behavioral intention）或者是该个体的某种正在发生行为的动机基础（Dörnyei，2001；Dörnyei，Ushioda，2011）。Dörnyei的定义成为后来众多研究的基础，且Dörnyei等人（2001）在研究中指出，学习动机存在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在这个动态过程中，动机的影响因素最为复杂，也最为重要。以此为基础，之后有研究者认为，导致二语学习动机减退的因素既应包括外部因素，也应包括内部因素（Falout，Maruyama，2004；Kojima，2004）。

Oxford（1998）在研究中最早发现，造成美国学生外语学习动机减退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师生关系、教师对待课程和教材的态度、师生之间风格的不协调以及课堂活动的性质。之后，Dörnyei（2001）在访谈和调查的基础上，归纳出9种导致动机减退的因子：教师问题（个性、敬业精神、能力和教学方法等）、学校教学条件不足、个体自信心减退、对所学二语的负面态度、二语学习的强制性、另一门外语学习的干扰、对所学二语社区的消极态度、对待周围同学的态度以及教材。这两个研究成为以后二语学习动机减退研究的基础（刘宏刚，2010）。

目前，对于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减退影响因素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俞玮奇（2013）在研究中针对此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较为全面的探讨。研究结果指出，造成学习者学习动机减退的前5个因素依次是：对汉语学习的负面态度、教学环境、自信心减退、教材和学习内容及教师。也就是说，学习者觉得汉语太难是导致他们学习动机减退的首位因素。而西方的大多数研究则发现，教师因素是导致学习者动机减退的首要原因，这与俞玮奇（2013）的研究结果以及Kikuchi和Sakai（2009）、Kojima（2004）对日本学生学习英语的动机消退的研究结果并不相同。这些研究都表明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方法并不是导致学生第二语言学习动机减退的首位因素。不过教师因素依然是构成学习者汉语学习动机减退的主要原因之一，如在俞玮奇（2013）的研究中，教师因素能解释负动机24.24%的变异量。从归因方面看，在俞玮奇（2013）的研究中，学习者更多将自身学习动机的减退归结于外在原因，比如汉语的难学、教学环境、学习内容、教师等，而非自身原因，比如认为是由于自己缺乏内在动机。对语言水平不同的群体进行分析时可以发现，初学者更容易因为对汉语学习的负面态度和自信心不足而导致学习动机减退，而中高级学习者则更容易因教学环境等因素而导致学习动机减弱。在进一步的对比中还发现如下结果：中高级学习者在“教师”、“教材及学习内容”、“周围同学的影响”、“考试成绩”、“学习其他课程或语言”、“教学环境”、“对中国人/文化的负面态度”等7个方面的负动机强度要显著高于初学者，而初学者在“对汉语学习的负面态度”上的负动机强度要显著高于中高级学习者。由此可见，中高级学习者更多地将自己学习动机消退的原因归结于教师、教材、同学、环境等外在因素，而初学者则主要是将动机消退归结于自己对汉语学习的负面态度。通过对不同地域背景的学习者作进一步分析，研究者发现，与欧美学生相比，日韩学生更容易因为周围同学与教学环境的影响而导致自身汉语学习动机的减退；而从总体上来看，日韩学生的学习自信心要明显弱于欧美学生，对中国人或中国文化的兴趣也不及欧美学生强，这些因素会使他们产生比欧美学生更强的负动机。而在对负动机外在影响因素的针对性探讨中发现，“自信心减退”、“教材及学习内容”和“考试成绩”等负动机因素直接影响着学习者汉语学习动机的强度，而“学习其他课程或语言”和“缺乏内在动机”因素的强弱则直接影响着学习者今后是否会继续选择学习汉语。

针对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以及动机消退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引导学习者诱发学习的积极性，并避免一些负动机因素对学习者二语学习的影响。针对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学习动机的研究已经逐渐开始细致化，并且此类研究也为学习者提出了一定的指导意见，但是针对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动机消退的研究还不多，此方面亟待补充与完善。


9.2.3 汉语作为二语的学习焦虑研究

在第二语言学习的过程中，学习者可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其中很大一个方面的困难是心理性的（张莉，2001）。不少学习者因为种种原因对学习外语心存恐惧，害怕上外语课，害怕看外语书，害怕用外语进行沟通等，我们把这些现象统称为外语焦虑（foreign language anxiety）（Horwitz，Horwitz，& Cope，1986; Horwitz，Young，1991）。Horwitz等人于1986年提出，“外语焦虑是一种在外语学习过程中产生的，与课堂外语学习相关的知觉、信念、情感以及行为的独特综合体”（Horwitz等，1986）。Horwitz所制订的外语课堂焦虑量表（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scale，以下简称FLCAS）成为研究二语学习中外语焦虑的最常用的工具（王才康，2003）。众多研究者使用该量表对第二语言学习者的焦虑情况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众多成果（参见本书第八章）。

随着汉语学习的兴起，针对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因素的研究也逐渐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其中，对于学习者外语焦虑的研究是一个热点。钱旭菁（1999）首先使用FLCAS对多国、多水平的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在汉语学习中产生的焦虑进行研究，并把结果与Horwitz等人（1991）与Aida（1994）的研究结果进行对比。在该研究中，学习者的焦虑平均值显著低于Horwitz等人（1991）和Aida（1994）研究中所得的值（p<0.05）。这也可能是因为在目的语以外的国家学习第二语言的焦虑感比在目的语国家学习第二语言强（Horwitz等人（1991）和Aida（1994）所作研究中的被试均是在美国学习其他语言的学生，属于非目的语环境）。另外，针对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该研究发现，学习者学习汉语时的焦虑主要与国别和自我评价有关。从总体上看，日韩学生比欧美学生更容易焦虑；自我评价比较高的学生焦虑感比较弱，自我评价比较低的学生焦虑感比较强。该研究还发现，外语焦虑对学习者学习汉语所具有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口语方面（r=-0.47，p<0.01）。另外该研究发现了比较有趣的一点，即有华裔背景的学生的焦虑值与非华裔学生相比并没有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华裔学生“气愤中国人对其汉语水平的苛求”（王若江，1999）。张莉（2001）在此基础上，对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外语学习焦虑和汉语学习成绩进行相关研究，结果表明，汉语焦虑感和其HSK总成绩以及学年口语总评成绩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对汉语焦虑感进行详细分析后发现，焦虑值高的题目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被试自身的评价，二是课堂态度；排在其后的是与同学或中国人的汉语交际和课程安排。该研究也在其结果的基础上对学习者和教学者提出了一定的对策来降低学习者的外语焦虑。

在对学习者进行国别化的深入探讨中，张瑞芳和杨伊生（2011）对韩国和蒙古国的学习者进行了语言焦虑值和其HSK成绩的相关研究。结果发现，总体上韩国学习者的汉语学习焦虑显著高于蒙古国学习者；其次，总体上高分组被试焦虑值与阅读成绩显著负相关，低分组被试焦虑值与阅读成绩和HSK成绩的总分均呈显著正相关（p<0.05）。但是，分国别而言，韩国留学生焦虑值与HSK考试的所有项目（听力、语法、阅读、写作四项）的得分均没有显著相关，而蒙古国留学生焦虑值与HSK考试的所有项目得分和总分均存在显著正相关。之后，宋萌萌（2013）研究发现，日本学习者焦虑的原因集中在“汉语发音难”、“生词多”、“语法多”、“自己的汉语不如别人”、“在全班面前讲汉语”这几点上，研究者分析，造成这些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学习者在学习中对母语的过度迁移，日语本身的语音系统和汉语的相似性并不高，日本学习者的学习自信心普遍不高等。但遗憾的是，如今还没有研究针对这些内容再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在针对学习者如何应对焦虑的研究中，施仁娟（2007）发现，学习者在面临汉语学习过程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时，主要采用“求助”和“解决问题”这两种成熟的、积极的应对方式，如询问老师和同学、查字典、和别人交流经验、自己放松心态、预习和复习课文等，其中，“求助”比“解决问题”使用得更频繁一些。在他们常用的不成熟、消极的应对方式中，最主要的是回避，尤其是回避考试。学习者们最不常用的应对方式都是不成熟、消极的应对方式，包括回避、幻想、忍耐/合理化等。产生这种结果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学习者都是成人，有了一定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控制能力，能够积极主动地引导自己面对外语焦虑。

对于汉语作为二语学习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和探究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学习者更好地学习汉语；也为教学者在教学活动中如何引导学生避免消极因素，激发积极因素，从而更好地帮助学生学习汉语提供意见。但是，综上所述，无论对于策略、动机，还是语言焦虑方面，现有的研究成果都还不够。其中有一部分研究者就细化的问题，如国别化与地域、学习者水平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也得出了具有一定价值的结论，但是总体而言，此类研究的结果都比较零散，也只能就某个小方向上为学习者提供一定的意见。同时，这些方面的研究都略显单薄，没有更多的研究结果对已有结果进行验证或者针对其中的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因此也使得这一方面的研究不能构成一个较为完善的体系来为汉语作为二语的学习和推广作出更多的贡献。因此，对于汉语作为二语的学习效率的影响因素这一方面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者进行更为深入和具体的研究，以便能够为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提供更好的学习意见和建议。


9.3 汉语作为二语的高效率推广

9.3.1 汉语作为二语的推广现状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地位的飞速提升，汉语和中国文化也越来越令世人瞩目。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曾经这样评价“汉语热”，“如果你想领先别人，就学汉语吧”（康健，2009；吴坚，2013）。

汉语作为二语的传播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汉语对外推广与教学却是始于1950年7月清华大学筹办的“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赵金铭，2006）。当年，全国留学生只有33人，之后三十多年，中国的汉语推广事业一波三折，并不繁盛。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汉语推广事业飞速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来华留学生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至2012年，全国留学生数量已经突破30万（华中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处，2013）。且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已逾4000万。

语言的传播与国家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相互推动的。世界主要大国无不不遗余力地向世界推广自己民族的语言。大力推动汉语的传播，不仅是为了满足世界各国对汉语学习的急切需求，也是我国自身发展的需要，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一项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其本身就应该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赵金铭，2006）。软实力这一概念最初是由美国的一位学者Joseph Nye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它是同国家军事、经济力量等硬实力相对的一个概念。它主要表现为政治制度的吸引力、价值观的感召力和文化的感染力等所谓的软要素表现出来的一种能力，在当今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对外影响力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其中，语言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在这种背景下，汉语作为二语的高效率推广和传播成为我国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战略目标。孔子学院通过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充分利用中国悠久的文化资源，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智慧和魅力，这正是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战略任务的有效途径，也是和平发展的国家战略决策的重要内容（李泉，2009）。

汉语作为二语的发展现状

目前，汉语作为二语的推广主要依赖国内留学生的培养和国外汉语推广机构的设立。近年来，这两方面的推广工作都有了很大的突破。

国内留学生的数量在近年来有了大幅增长。据教育部统计，2012年我国境内共计有来自200个国家和地区的328330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分布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90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中（以上数据均不含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比2011年增加了35719人，增长比例为12.21%。具体情况如表9.3所示。

表9.3 2012年来华留学生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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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012年全国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报告（华中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处，2013）

其中，接受学历教育的外国留学生总计133509人，占来华留学生总人数的40.66%，人数比2011年增加了14672人，同比增加了12.35%。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共计36060人，比2011年增加了18.71%，其中，硕士研究生27757人，博士研究生8303人。非学历留学生194821人。而按经费办法统计，留学生中获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学生28768人，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8.76%；自费生299562人，占来华生总数的91.24%。以上这些数据都说明我国留学生事业的飞速发展，也直接表明汉语作为二语的推广工作有了显著的发展。

汉语在国外的推广主要依赖国外汉语推广机构的设立，特别是近年来孔子学院与孔子课堂在全球的建立。孔子学院是中外合作建立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致力于适应世界各国（地区）人民对汉语学习的需要，增进世界各国（地区）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教育文化交流合作，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构建和谐世界。

孔子学院不仅在各国开展汉语教学，同时也会提供汉语教师培训、汉语教学资源等服务，并提供中国教育、文化等信息咨询，开展中外语言文化交流等活动。同时，全球各地孔子学院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学和文化活动，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办学模式，成为各国学习汉语言文化、了解中国的重要场所，受到当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

据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家汉办）的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年底，我国在全球已建立440所孔子学院和646个孔子课堂，分布在120个国家（地区）。孔子学院设在115国（地区）共440所，其中，亚洲32国（地区）93所，非洲27国37所，欧洲37国149所，美洲16国144所，大洋洲3国17所。孔子课堂设在48国共646个（科摩罗、缅甸、马里、突尼斯、塞舌尔等地只有课堂，没有学院），其中，亚洲13国50个，非洲8国10个，欧洲18国153个，美洲6国384个，大洋洲2国49个（国家汉办网站，2014）。这些数据表明，我国不仅在留学生教育方面有着不错的发展，在海外的汉语推广方面也有显著的效果。

汉语作为二语推广中的问题

虽然我国当前的汉语推广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全球范围内汉语学习者的人数逐年大幅攀升，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相对于当今国际社会的“汉语热”以及国家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战略要求，在我国目前汉语国际推广工作中出现的主客观制约因素严重影响了汉语作为二语的推广效率。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媒体影响。没来过中国的西方人大部分都是从电视等媒体上了解中国，但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现在许多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比较片面。由于对中国这些不实或片面的报道使学习者对中国以及对学习汉语的兴趣与热情消退，因此对汉语推广带来的不利影响不可估量。

第二，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自金融风暴开始，许多大学汉语专业的招生数量在不断减少，例如莱顿大学，一些学生可能会选择更为实用的专业，例如医学、化学等，而非语言这样的专业。

第三，受汉语自身影响。美国国防语言学院把汉语、日语、朝鲜语、阿拉伯语列为第四类语言，原因是这些语言使用特殊的书写符号，其难度是学习英语的两到三倍。汉语被称为“世界上最难学的那类语言”是有一定根据的。如前文所言，汉语在其语音、文字、词汇甚至语法上，对于外国学习者而言是存在一定难度的。人类本身的畏难情绪也会使兴趣与热情不高的学习者避免选择汉语这样的语言进行学习。同时，也由于汉语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很多国际通用的语言研究方法以及语法解释方法对于汉语并不适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他国家研究者对汉语的研究。就我国内部对于汉语语言的本体研究而言，一直在汉语语法、词汇等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存在争议，至今没有可令人信服的结论（沈开木，1996），这或多或少受到了汉语自身的影响，而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汉语作为二语的教学与推广。

第四，文化差异。中华文化虽然源远流长，但是，对于很多西方人来说，这并不是一种熟悉的文化，而且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一些不同甚至是相反的地方。这种现象导致学生除了在课堂上，很少有机会能在生活中对汉文化的相关信息进行传递；同样，汉语在西方社会的使用率也不高，这使得学习者对于汉语望而止步（吴坚，2013）。近年来，许多研究表明，熟悉的文化启动对于第二语言的学习有很大的促进与帮助。因此，缺乏相同或者相似的文化启动或者文化氛围，也使得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在汉语学习中产生疏离感甚至抵触感。

第五，教师问题。现在全球范围内，与“汉语热”相对应的却是“教师荒”以及教师流动性大等问题；而且在很多地方，许多汉语教师是周末兼职上课，并非专业的汉语教育老师，也不能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因此很多教师的出身水平参差不齐，缺乏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方法上的造诣。同时，老师水平的参差不齐引来许多留学生的抱怨，说本国的教师发音不准、语法讲不清楚等。这些现象对于汉语推广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第六，学科研究上的薄弱。汉语推广的效率依赖于学科研究，其中包括二语学习的心理研究、教学法理论研究、解释汉语规律的本体研究以及针对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汉语认知规律与影响因素等方面。但是，我国目前在这些学科的研究上还处于起步或者完善阶段，其中很多研究直接借用国外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而这些研究方法和理论并不见得适用于汉语的研究，因此，针对以上这些方面的研究还不成熟。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汉语作为二语的学习和推广。

第七，缺乏适用的教材。全世界每年都有40余万件、200吨左右的汉语教材通过邮政系统从中国发往世界各地，但是与《英语900句》、《新概念英语》、《走遍美国》等经典英语教材相比，中国对外汉语教材的开发明显落后，现在仍有很多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依赖当地教师的自编教材上课，更不用说各地的民营华文学校。目前很多研究者对于“国别化教材”的开发存在着争议，但是，这至少说明我国在教材研发上已经有了新的思路并试图开辟新道路。

第八，汉语教育脱离汉字特点。关于汉字应该怎么教的问题，学界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众多学者认为，汉字并不能像其他语言那样，在阅读中进行教学就可以，而应该单独开设汉字课堂，使用独特的汉字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周健，2007）。但是，现实中却因种种原因，很少有汉语课堂可以做到这一点。脱离汉字特点的汉语教育导致的另一后果是，语言教育与文化传播未能有效结合。


9.3.2 汉语作为二语的高效率推广的具体措施

汉语作为二语的学习与高效率推广，虽然已经引起政府和研究者的重视，但在推广效率上还有待进一步提升。结合目前汉语高效率推广中的问题和先前研究者的有关研究，未来的汉语高效率推广工作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革新推广理念

汉语的高效率推广，离不开汉语推广的理念指导。随着时代的发展，汉语推广的理念也需要根据时代的进步而有所革新。在近年来的实践与研究中，众多学者针对现在汉语推广中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推广理念。

第一，国家宣传理念转变。

从2004年第一所孔子学院建成以来，我国一直在大张旗鼓地进行汉语推广，但是，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总结，金立鑫（2006）提出在汉语作为二语的推广过程中，“推广汉语”作为国家行为，可以大制作，但不宜大宣传。为了提升国家软实力，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在努力扩张自己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在语言和文化推广上的资金投入远远超过中国，但是这些国家在宣传方面都出奇的一致，十分低调。例如，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语言的大部分推广工作都是通过高校和民间渠道进行的，政府只在背后起支撑作用。这样做的道理很简单，国家与国家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尚有差异，过度的地域文化宣传和某一语言推广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接受国有意无意的抵制。因此，如果过度地、大张旗鼓地推广汉语，会对汉语的推广工作造成意想不到的阻碍，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因此，在十多年的汉语推广大动作后，国家的宣传理念应该适当进行转变，政府应该作为支撑，更多地支持民间和高校间的交流，更多地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以及教学机构提高自身素质，发展其汉语教学水平和汉语研究项目，更多地吸引学习者主动学习汉语。

第二，地域性的推广。

如前文所言，对于西方人而言，中国文化非常陌生，而且有些方面与其本土文化有一定的冲突。如果在此时此地，仍然要不遗余力地在推广语言的同时推广中国文化，很容易引发学习者的抵触情绪，因此，沈荭和袁继锋（2009）在其研究中提出，在汉语作为二语的推广过程中要注意“地域性”。所谓地域性是指在不同地理环境下所形成的不同语言及文化特性，它是基于不同地域及文化两个层面的复杂关系。一方面，对于海外教学对象要因材施教。例如在编写教材过程中，针对与我国语言文化紧密联系的汉语学习者，可以使用一种教材；而针对欧美等与我国语言文化联系相对较远的汉语学习者，应使用另外一种教材。即针对语言分布不均的地域进行有效教学及研究。另一方面，在来华留学生的汉语教学方面，要注重协调不同地域的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汉语学习者的影响，并以此来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

第三，推广中要确立品牌意识。

2007年11月建立的美国犹他州犹他大学孔子学院（简称犹他孔院）的推广模式为众多研究者们打开了另一扇汉语推广的窗户，即汉语推广应该确立“品牌意识”（雷莉，2013）。该学院在创办过程中非常注重对于孔子学院的角色定位。以讲授中国语言、研究中国语言文化、培训中文讲师为途径，使得孔子学院成为中美文化的沟通者、中美文化的传播者、中美文化的融合者。同时，学院注重以高质量的办学水平和办学成效来打造品牌效应，将犹他孔院和国家汉办的汉语教师团队建设成为犹他州开展教学和文化推广活动的负责任、有效率、具特色的知名品牌。首先，学院在国家汉办和四川大学的支持下，建立了汉语教学资源中心，为犹他州的汉语教学无偿提供汉语教材、工具书、参考书、读物、光盘等资源。在每年的犹他州语言学会年会上，犹他孔院的汉语教学资源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当地获得了很好的反响。其次，学院通过举行各种文化活动、学术讲座、音乐会等，并印刷一些宣传品向当地的学校、机关、社团免费发放，使得孔院的知名度在当地越来越高，并为其长远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产生了一定的品牌效应。最后，学院通过加强师资培训和举办中国特色活动等方式，逐步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办学模式，使学院成为当地民众学习汉语言文化、了解中国尤其是当代中国的重要场所。犹他孔院在汉语推广中逐步通过多样的活动、高质量的办学水平来打造自己的品牌，并以此吸引更多的资源为当地的汉语推广工作服务，形成良性循环，使得学院的品牌越来越好，汉语的推广效率也越来越高。

第四，结合语言传播规律推广汉语。

一种语言能够成为世界强势语言，一方面是非正常的殖民行为所造成的结果，另一方面语言本身的内涵价值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语言的内涵价值包括两个因素：第一种是经济和政治行为中的价值因素，它取决于这一语言所在地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金立鑫，2006）；第二种因素是语言中的文化价值因素。英语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强势语言，历史上的殖民是一个因素，但是究其真正的文化价值原因，则是因为当今绝大部分先进的科技成果和人文研究成果是用英语作为载体表达的。在如今世界形势之下，因为中国能够持续发展，中国的经济市场有足够空间，所以汉语的持续升温就不可避免。另外，我们注意到政治经济因素主导语言的传播和发展，但是如果没有语言的文化价值因素作为补充，政治经济发展也是不稳固的。所以应该因势利导，在中国经济推动汉语升温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推动汉语的文化价值宣传。虽然现在用汉语承载的、在世界级层面获得承认的科技成果还不多，但是我们也不应该浪费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而是应该趁着这个机会对蕴含在汉语中的文化价值（包括中国哲学、诗歌、文学、书法、音乐、电影、饮食等）进行适当的推广，可以通过鼓励和重奖使外语界翻译介绍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让中国文学作品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吸引外国人学习阅读原文（赵金铭，2006）。

第五，师资的本土化。

如今汉语推广中出现的“教师荒”现象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国家的外派老师不够多，而是因为没能很好地培养本土师资。试想世界上推广较为成功的几种语言，其语言教师并不都是由本国人担任，而是致力于培养优秀的本土教师来进行语言的推广。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汉语的推广过程。只有培养出优秀的本土汉语教师，汉语才有可能推广和流传下去；也只有当一个国家有大批师资教汉语，汉语才可能真正热起来，毕竟师资队伍越大，汉语得以推广和持久存在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这批师资为了自己的利益（工作和就业）也需要致力于汉语的推广。而且，相对于非本土教师，汉语推广过程中本土教师的优势十分突出。以阿富汗为例（赵京武和王胜香，2012），如果积极培养阿富汗本土汉语教师，为其提供赴华交流学习机会，这样不仅可以节约办学成本，还可以提高教学效果，可以使当地学生避免使用非母语的语言进行汉语语义的通达。目前中方教师基本上都以英语作为媒介语来教汉语，英语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说都是第二语言，这样不利于更好地理解和学习汉语。假如由既熟悉中国文化，又熟悉阿富汗语的本土教师来教学，将大大提高汉语教学效果。

建构推广模式

在当前竞争日趋激烈的语言国际推广背景下，如何加快实现汉语国际推广跨越式发展，不仅要对现有的推广模式与推广方式进行改变以适应环境，还要与时俱进地建立新的汉语国际推广机制，将汉语作为二语进行高效率推广。

第一，把对外汉语教学从单纯的教学型、学术型向大众化、普及化和应用性等全方位推广转变。

为将汉语作为二语进行高效率推广，首先要把对外汉语教学从单纯的教学型、学术型向大众化、普及化和应用性等全方位推广转变（吕浩雪等，2007），真正使得对外汉语教学用到实处，而不是停留在书本上。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借鉴英、美、法等国推广本国语言的成功经验，充分利用国外政府、高校、教育组织针对汉语教学的有利政策和支持项目，不断加大与国外高校和组织的合作力度，在将政府主导行为与市场自动调节机制结合起来的同时，还要把教育系统内部推广渠道与民间外部推广途径有效地结合起来，推进汉语作为二语教学的大众化、普及化和应用性。

第二，汉语推广与海外华人教育资源进行整合。

因海外华人众多，因此海外的华文教育资源一直都是汉语推广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如果想要在华人聚居区对汉语进行高效率推广，那么与华文教育资源进行整合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推广模式。这里的资源整合包含两层含义：其一，在中国推广汉语计划中，要充分利用已有的海外华文教育的条件和基础；其二，在推广汉语过程中，中国应加强对海外华文教育的支持。中国的汉语推广与海外华文教育既有区别又紧密联系。二者的共性表现在汉语学习上，但海外华文教育的主体为海外华人子弟，除汉语语言学习外，还包含了海外华人受中华文化的熏染、文化传承和与祖籍国的情感联系等内涵。因此，在世界汉语热潮下，海外华文教育与汉语推广并行交错，为汉语推广增添助力。

在汉语推广的专业层面，作为专设机构的中国国家汉办应在派遣汉语教师志愿者、培训汉语师资、接受国外汉语师资培训等方面，充分发挥汉办的专业和主导优势；侨办则可以发挥其侨校主管部门的资源优势和与海外华人社会的广泛联系的优势。而在整合汉语推广和海外华文教育资源上，应综合考虑以下三方面因素（周聿峨，罗向阳，2008）：侨办在海外的广泛联系和主管侨校的资源优势；汉办拥有专业优势，但存在机构设置时间短、资源积累少的现实性；汉语推广的专业性。结合以上因素，在综合考虑的基础上，探索侨办和汉办在政策与具体操作层面的协调与合作，形成合力。在海外华文教育方面，中国可结合汉语推广计划，利用孔子学院等民间渠道，为海外华文教育提供经费、师资、教材等各方面的支持，解决海外华文教育经费和师资不足等现实困难，改变其主要由海外华人社会自筹经费和捐资赞助的办学困境，以帮助更多的华文学校与华文教育机构能够在海外真正立足，并打造自己的品牌，为汉语作为二语的高效率推广增添助力。

第三，政府支持，民间运作，鼓励社会团体参与汉语推广事业。

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是统一领导和协调汉语推广工作的专门机构，具有较为明显的官方色彩。作为汉语国际推广最主要品牌的孔子学院，目前也主要以政府拨款的方式开办，这种模式容易给其他国家造成“政府行为”、“文化侵略”的不良印象。我国政府应坚持汉语推广的国家战略，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有力的支持，但要将推广汉语的宣传工作和执行工作主要交给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淡化“国家行为”的印象，尽量避免因误解而对汉语走向世界造成阻碍（董于雯，2013）。在世界各国都对中国语言文化产生浓厚兴趣的今天，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汉语国际推广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因此，可以使其走产业经营之路，以“官助民办”的模式发展。“民相亲则国相交”，语言文化的民间渗透力可以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从而使各国人民在精神和心理层面接受汉语，使汉语国际推广和中国文化传播达到更好的效果。

研究学习过程

众多学者认为，以往汉语推广工作中的两大关键性因素——教师和教材——得到了人们的重视，但现实中关于汉语推广所依赖的学科的研究却被忽视，如汉语本体研究、教学法理论研究以及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汉语认知规律与影响因素研究等。但是任何一种实践都需要强大而完善的理论系统作为支撑与依据，因此，在今后的汉语推广过程中，对于汉语作为二语的学习过程的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

如前文所言，与国外的语言研究相比，针对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者的汉语认知规律与其学习效率的影响因素等方面所进行的研究并不完善，而且在很多方面存在严重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汉语作为二语的高效率推广。因此，在今后的推广工作中，对于汉语作为二语学习过程的深入研究必不可少，并且，研究者们应该致力于在研究学习过程与其特点的基础上，为汉语作为二语的教学法提出具有建设性和科学性的意见，以期在汉语教学和学习过程中能够避免事倍功半的现象，提高学习与教学效率。

首先，政府在做语言推广工作的同时，也应该为具备研究条件的各大高校、研究院所与教育机构提供相应的研究支持，以便研究者们能够进行更多更好的研究，从而指导汉语学习与教学活动。其次，政府也应该及时为以上教育研究系统与机构提供与国外相关机构合作的相关信息与途径，这样不仅有利于进行语言学习的对比研究，更能让汉语学习与教学的研究能够与国外先进的语言研究接轨。最后，高校与相关研究院所在培养对外汉语教师的同时，也应该致力于培养具有针对性的研究型人才，以便能够对汉语作为二语的学习进行更加专业的研究，为汉语的推广事业添砖加瓦。

开发学习教材

如前文所言，如今汉语推广中的教材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其发展的又一瓶颈。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工具性特点使教材在整个教学活动的组织和实施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吕浩雪等，2007）。现如今对外汉语教材存在以下几个缺点，一是缺乏面向不同母语环境的针对性教材；二是缺乏面向大学、中学、小学以及社会自学者的分层次教材；三是缺乏具有广泛适应性的网络多媒体教材。我们应下大功夫，根据外国人学习语言的思维逻辑、文化背景以及不同层次、不同人群的实际需要去编写针对性极强的对外汉语教材，可以与国外有汉语教学经验或其他语言教学经验的专家、学者进行合作，还可以与国外有关出版社联合出版。

针对汉语推广的问题，编著一套权威的系列教材势在必行。以泰国汉语教育为例（谭国安，2011），泰国目前的汉语教材是多样化的，自由研发与推广的空间比较大。开办汉语课程的学校不断增多，教材的使用量也在增加。不过，迄今为止还没有一套大家认同的系列教材，其原因与泰国教育部所订立的汉语课程有关。汉语并非泰国教育制度里的必修外语（必修外语是英语），小学、中学中的汉语课程都被列为选修课。因此，很难编写出一套从小学到中学具有连贯性的系列教材，更难编写出从中学到大学汉语本科的系列教材。正因此，才需要国内的研究者们尽快进行教材的研发。

提升教学队伍

教师是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语作为二语的高效率推广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如前文所提，现阶段汉语推广中，“教师荒”现象逐渐突出，因此，关于师资培养以及教学队伍提升问题的解决已经迫在眉睫。

首先，针对汉语教师稀缺的大环境，我们适宜采取培训和培养两条路的方法来解决世界各国中文教师短缺这一瓶颈问题（吕浩雪等，2007）。所谓培训，就是利用广大高校现有的汉语作为二语教学的师资，为急需中文教师国家的小学、中学和大学中文教师进行汉语培训。培训可采取多种方法，既可请进来也可走出去，还可以采取网络、多媒体等形式实施远程培训。而所谓培养，是指有条件的高校要尽快建立汉语作为二语教学的中、高层次培养体系，加快培养具有广阔国际视野、较高外语水平、较强跨文化交际能力、较熟练掌握对外汉语教学技能的对外汉语专职教师队伍。

其次，我们需要提高汉语教师整体水平，培养一批既懂汉语又懂中国文化的师资队伍。目前，汉语教学师资队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难以满足需求，有些汉语教师只教汉语，不教文化，更缺乏传播中国文化的意识和使命感。切实提升汉语教师的整体水平，要求汉语教师不仅要对汉语本身的内容和规律有深刻的认识，更要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广阔的国际视野、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熟练的国际汉语教育技能，以及传播中国语言文化的热情和使命感。因此，我们要注重培养和发展数量稳定、素质够硬的汉语教师队伍。

最后，师资培养要结合教师自身教育背景有针对性地进行。如在新西兰（韩曦，2013），其中小学课堂教师分为四类：一类是改革开放后，在中国大陆接受了高等教育后移民国外的新技术移民，他们的汉语知识和中国文化以及对所在国的文化习俗和教育制度比较了解。第二类是从中国香港、台湾，或者新加坡等华语地区或国家移民出去的华人，他们由于教育背景和文化知识背景不同，对于现代汉语的认知也不同，普通话和简体字并不十分标准和规范。第三类是当地的本土教师。他们的汉语知识大部分是在大学读书时获得，或者曾经在中国旅游、生活过，懂一些汉语，认识一些汉字，对汉语有一定的了解。第四类人群是在青少年时期随父母移民国外，接受了当地学校的正规教育，精通当地语言，了解和熟悉当地文化习俗，同时，汉语又是他们的母语。但与父辈一样，他们基本上没有受过正规的汉语作为二语教学的培训，他们的汉语听说技能基本上没有问题，但真正用以“传道”的知识和能力还有待提高。针对以上四类汉语教师，应该分门别类地进行培训。对于第一类人群，主要是对其进行汉语知识以及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培训。第二类人群的培训重点应该尽可能多地放在文化活动以及汉字和语音等方面的知识上。对于第三类本土教师，由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汉语水平有限，而且他们主要是教孩子学汉语，所以主要提高他们的中国文化知识水平和培养他们简单的汉语口语表达能力。例如，教会他们各种不同的文化活动，如剪纸、包饺子、踢毽子、写毛笔字等，并在这些文化活动的基础上让他们学习一些相关的汉字、句型等。对于第四类教师来说，虽然他们的汉语口语表达相对流利，但是欠缺对汉语本体知识、对外汉语教学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因此需要在这些方面对他们进行培训。

对外汉语教学与汉语作为二语的推广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其推广的不仅是语言本身，而且包含了汉语所承载的浓厚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意识。语言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部分，汉语的推广与我国的发展相辅相成，互相推动，因此汉语作为二语的高效率推广在当今形势下变得尤为重要。综上可以看出，虽然我国在汉语推广中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是，其推广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亟待改进、完善的地方，这需要日后众多教学者和研究者继续致力于汉语作为二语的学习过程及高效率推广的研究与工作，为汉语作为二语的推广工作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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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语言是人们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语言也是一种独特的心理功能，是人和动物相区别的重要特征，只有人类才具有真正的语言系统。人们的语言行为，包括其他大多数的行为，都是通过学习获得的。学习对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一个人，如果失去了学习能力，终究会被社会淘汰。

随着现代交通运输业的大力发展和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人们在社会中的交流日益频繁，全球化的进程势不可挡。在这一进程中，人们的交流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不再局限于当地、本国，而是可以与全世界各地的人建立联系。因而，当今社会对能够掌握多种语言的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为了更好地满足全球化社会的这种需求，提升本国的综合竞争力，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注重第二语言学习。在我们国家，一方面，“英语热”一直在持续，中国人学习英语历时久远，而近十年来的少儿英语又掀起了国内英语学习的新一轮热潮；另一方面，世界的“汉语热”悄然兴起，汉语正成为世界上一种新的强势语言，汉语的强势走向也引起了海内外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热潮。

正是由于第二语言学习的重要性，学习第二语言成为现代人的一个紧迫而又现实的任务，也成了学习者和研究者都非常重视的问题。其中关于第二语言学习的过程和规律，已成为当前心理学、语言学、教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者高度关注的核心问题。围绕这一问题，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揭示人类语言学习的本质和规律，为现有理论的发展扩充新的内容，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为第二语言学习和教学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促进认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因此，第二语言学习的研究，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也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应用价值。

本书围绕第二语言学习，主要基于心理学的视角，对该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认真的梳理，特别是对我们课题组在第二语言学习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希望在理论上可以丰富和拓展已有的研究成果，在实践上可以对第二语言的学习和教学提供一定的启发和指导。

本书共9章内容。第1章为“引言”，首先简单介绍了语言和学习这两大领域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然后界定了第二语言学习的内涵，明确了第二语言学习关注的主要问题。在第1章的基础上，围绕第二语言学习研究中主要关注的8个问题，分8章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详细阐述。其中第2章围绕第二语言学习的关键期对相关成果进行了总结和梳理，并详细探讨了关键期理假说第二语言学习与教学的启示。第3章系统介绍了第二语言学习的脑机制，包括人脑在第二语言学习中如何运作、第二语言学习对脑的结构和功能的影响、双语者有效控制两种语言加工的脑机制等问题。第4章围绕第二语言学习中的双语记忆表征，从发展历程的角度，对各个时期的双语记忆表征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和梳理，特别介绍了双语者词汇表征和概念表征之间的联系及形成机制。第5章围绕第二语言学习中的词汇和句法加工，首先对第二语言学习中的词汇加工问题进行了详细探讨，然后介绍了第二语言学习中句法加工的相关成果。第6章围绕第二语言学习中的语言转换，首先从行为实验和认知神经科学实验两个方面对相关成果进行了系统总结和梳理，然后简单介绍了同声传译这一特殊的语言转换现象。第7章围绕第二语言学习对个体认知发展的影响，详细介绍了第二语言学习对个体认知控制、语言能力和非语言能力的影响，从而帮助我们更科学、客观地看待第二语言学习问题。第8章围绕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个体差异与教学策略，首先介绍了第二语言学习研究中最关注的个体影响因素，然后详细介绍了第二语言的学习策略和教学策略。第9章围绕汉语作为二语的学习过程与高效率推广问题，从汉语这种语言的独特性入手，详细介绍了汉语作为二语的学习过程，以及如何进行高效率的国际推广。

本书由王瑞明整体策划框架、组织撰写与最后审定，王瑞明、杨静、李利共同完成，其中王瑞明负责撰写了第一章、第二章、第六章、第七章，杨静负责撰写了第三章、第五章、第八章，李利负责撰写了第四章、第九章。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孙逊、常松、余可可、焦鲁、刘月月、张扬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

本书是王瑞明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项目“双语语言产生中非目标语言的抑制加工及对个体认知发展的影响（CBA130125）”的主要成果。同时，本书的部分内容也得到了杨静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多语学习者认知控制能力与语言能力的动态关系研究（13JJD740009）”、李利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语言学项目“留学生汉语词汇学习的认知机制研究（11CYY023）”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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